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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言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

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我国到处都有农业

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在

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仅仅在 1980 至 2020 的四十年中，

我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远远超过三亿人，而我国

2020 年非农劳动者不足六亿人。也就是说，2020 年从事手机制造、

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

近四十年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农业劳动力

转移不但波澜壮阔地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全世界。从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三百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

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

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

现象。 

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观察，我们又发现，

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它在

人类史上的伟大程度，只有一万年前发生的劳动力从采集狩猎向农

业的转移可以与之相比。明朝初期中国大迁徙的人口可能高达当时

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许让当时世界人口的五

分之一死于病毒和暴力。这两次人口大变动后来都导致人均食物产

量提高和人口快速增长。然而，它们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

辑。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须数百年

甚至更短时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大变动之前的原点，继续落

入大部分人务农但依然饥饿的贫困状态。例如，移民到美洲的早期白

人育龄女性，每人平均生育的孩子超过 7 个。英国经济学家康替龙

当年直白地指出：“只要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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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这意味着，假设没有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

转移，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

美洲发现的结果也将只是延长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或者推迟农业

社会陷入最终危机的时点。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

人基本灭绝事件，以及中国和其它各民族在最近几千年内经历的每

一次人口大变动和大迁徙，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

分重要，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农业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大部分

人务农、大部分人挨饿。 

然而，发生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彻底改变了这

些特征。今天，不但大部分人能够吃饱，而且社会只需要少部分人务

农。农业劳动力转移反映的，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的彻底改变，是人类

离开农业社会而跨入新的社会阶段。所以，本书根据人类劳动用在食

物生产方式上的集中程度，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采集狩

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和非农化转型四个时期。在采集狩猎

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在农

业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采集狩猎活动向农业集中。在农业社

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人类必需食物的农业。在非农化转型

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集中。当今人类正处在非农

化转型时期，正在离开农业社会而转入人类目前难以清晰预知的“后

农业社会”。和当年的农业化一样，非农化大转型将把人类在宇宙大

尺度上的生存空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非农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业社会，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在“后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的

劳动力应当低于百分之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非农化转型可以理

解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历史过程。本书便是对这一

历史过程所做的经济学理论探索。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

牵动整个社会的重要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甚

至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

样的范围。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

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当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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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囿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

所以，本书将局限于宏观经济学角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

问题，诸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

人和其家庭带来什么变化、给他们离开和进入的社区造成什么影响

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

围。进一步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本书亦仅仅

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和所遵循的基本经济机

制。为了探索这些条件和机制，本书将建立关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

的某些特殊假设，使用来自中国等个别国家的统计资料。但在清楚地

说明这些假设和资料以后，本书致力于超越个别国家的有关农业劳

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 

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简单直接：什么是农业

劳动力转移？本书提出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以下简称

“农劳比”）指标，用它表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的集中程度。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这一集中程度的下降，或者说农劳比下降。在最近

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

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中

期，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依然集中在农业。而在世界范围

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所有

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

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因此不属于我们研究的农业

劳动力转移范畴。同时，农业社会中不时出现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

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

度。这样的现象同样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严格意义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不是少量农民脱离农业，不是农劳比的短暂降低，而是农劳比

持续和显著地下降，并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定义，本书把非农化转型过程转换为

农劳比下降过程，把农劳比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把农劳

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过程的指标。速度和加速

度是两个众所周知的物理学概念。设想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从比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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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米高空降落。为了保证飞机迅速平稳地降落，飞行员必须把握好

飞机在每一时间的速度和加速度。飞机应当尽快降落，以免空中危

险；但飞机又必须平稳下降，因为严重颠簸会造成乘客伤亡。前者是

速度问题，后者是加速度问题。农劳比下降过程与此类似。如果把非

农化看成一件“好”事，把人类的非农化使命看成人类把农劳比从百

分之八十降低到百分之一的任务，那么，农劳比亦应当迅速平稳地下

降，下降过程中的“颠簸”尤其严重颠簸也会损害处于这一过程中的

人类群体的福祉。中国曾经经历过严重“颠簸”。中国 1957 年农劳比

是 81%，农劳比降低量或降低速度是负 1%，降低加速度是负 3%。

1958 年猛踩油门，加速度骤然升至正 24%，速度相应升至正 23%，

农劳比一举下降到 58%。按照这样的加速度，中国再用两年时间就

可以完成全部非农化转型任务。然而，这样的高速度不但不可持续，

而且造成灾难。事实上，中国在 1959 年即猛踩刹车，加速度突兀地

降为负 27%，速度降为负 4%，农劳比本身在随后几年反弹并上升到

比 1957 年更高的水平且延续多年。在经济学上，如此剧烈的“颠簸”

直接造成中国当年数千万饿殍的大饥荒。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非农化

转型在经济学上需要的不是高速度，而是恰当速度，后者的经济学概

念便是均衡。因此，非农化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

提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而后者又需要转换为农劳比下降

的均衡速度和加速度问题。由此出发，我们方能严格地研究农业劳动

力转移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本书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当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速度和规模，并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非

农化转型的分期。这一章同时介绍了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若干观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难以展开的经济学和社

会学原因。本章的目的是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必要的历史框

架和思想史基础。 

第二至第五章组成一个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现象和经济

学问题的单元。第二章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指标和为这些指

标获得数据的标准方法。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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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和数据。本章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

度指标，证明利用现有统计资料，人们不但可以整理出这些指标的数

据，而且整理出来的数据是唯一和无歧义的。因此，本章解决了农业

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数据困难。第三章利用上述指标和数据梳理中国

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

国家，可以胜任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背景国家。第四章则利用中

国与美国的统计资料，展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例如农业劳

动力数量和转移速度两者变化的抛物线趋势、农劳比的降低趋势、转

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波动周期性，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

率差距的长期性等。这些特征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对象。

本章并把非农化大转型分成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非农化转型的早期和中期。第

五章则具体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即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均衡问题。该章特别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

同时又是一个常识问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人类依然可能相

当顺利地实现非农化转型。但是，若不尊重常识，人类即使掌握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照样会遭遇重大失败。 

第六到第九共四章分别评论三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研究。第六章讨论刘易斯理论。刘易斯把经济分为生产率高低不同的

两个部门，阐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远远不能涵盖农业劳

动力转移。迄今为止的世界非农化转型历史证明，无论一个国家是否

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个国家都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剩余劳动

力概念既难以严格定义，又缺乏相应数据，因此不能用于实证研究。

第七章介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结构变化研究”。该研

究虽然不专门针对、但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化研究”从不

同侧面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和总体趋势。它的最重要缺

陷是没有考虑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或者说，在新古典研

究中，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是瞬时出现瞬时消除的。但农业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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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事实表明，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巨大且贯穿非农化转型的全过

程。 

刘易斯理论和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重视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长期问题。托达罗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经济政策角度提出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问题。本书第八章指出托达罗理论虽然发现了

城镇失业和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但它属于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

问题，用托达罗的话说，是“一个减少 500 个城镇失业的政策是否会

诱导超过 500 个乡村劳动力进城”的问题。它和我们专注的农业劳

动力转移问题不是一回事。农业劳动力转移牵涉的是成千上万从农

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而非与个别经济政策有关的少量转移。同

时，托达罗理论无法容纳价格变化，因此无法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短期波动。第八章用中国 1978 年以后的统计资料证明，在非农化转

型中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具有总产出效应，而且该效应远

远大于同时期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与第八章相联系，第九章进一

步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非

农部门扩张。本章根据中国最近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史，揭示中国每年

新增的非农就业大部分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

农就业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进入总劳动力不断减少阶

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未来若干年，将成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唯一

重要来源。本章亦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和经济增长，而且和经济

波动之间存在着值得重视的联系。不过，本章以及本书其它各章利用

统计数据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影响它的若干最

重要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联系，而非对它们之间

的因果甚至相关关系的严格度量和验证。本书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

于本书的重点不是经济计量研究，其次在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也许不

具备计量研究所需要的可靠性。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而缺乏理

论的基本原因，应当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所依赖的新古典单部门假

设，即整个经济是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部门。本书前面介绍的三

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也都建立在单部门假设上。例如，刘易斯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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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传统和现代两部门区分，但他在反对农业和非农业区分的同时，

没有提出两种产品概念，而他的两部门假设只是单部门假设的一种

辅助或外围形式。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各个部门则是对单一部

门所做的次级部门细分。托达罗考察的是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城镇

失业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转移，其方法和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失业

如何影响女性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方法相同。当然，正如新古典

结构变化研究证明的那样，把农业视为和汽车制造业同类的次级部

门亦可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单部门假设的

前提是各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该命题意味着劳动力在任何两

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总产出效应，或者说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

内的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

率有巨大差距，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学

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仅仅考虑非农

部门的假设。当失业成为主要经济问题而失业者又需要非农部门来

吸收的时候，只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假设预先排

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

要放弃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

假设。 

本书第十到十五章组成另一个单元。该单元尝试在两部门假设

前提下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理论框架。设想一个劳动力追求

更高工资并为此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流动。非农部门制度是

标准的新古典制度，农业制度则因民族和地区而异。第十章把耕地使

用权长期稳定、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力和务农的净产量高于生存水准

的农户制度定义为广义自耕农制度。中国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

包制度属于广义自耕农制度。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农业制度，应当有

一种向广义自耕农制度趋同的趋势。在这一制度中，农业工资由农业

劳动的平均产出决定，它高于生存水平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

断提高。如果存在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将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劳

动时间，配置标准是农业边际产出等于非农工资。农户的劳动总收入

是其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之和。若农户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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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农业而转移到非农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劳动总收入，他所要求

的非农工资最低水准将是他的农业平均产出。就此而言，本书把农业

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农业平均产出工资。这一命题在

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农民理性，又能够包容两部门生产率差距。 

第十一章讨论一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

的机制，即农劳比的决定机制。劳动力配置均衡的标准是两部门实际

工资相等。由于实际工资受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者价格变动的影

响，决定价格的商品市场不均衡，价格不稳定，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均

衡；但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在两部门之间流动，产量和价格就

会波动，商品市场亦不可能均衡。所以决定工资水平的劳动市场和决

定价格水平的商品市场必须同时均衡。本书把非农产品当作价值标

准商品，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劳比的共同均衡，证明这样的均衡

存在、唯一和稳定。 

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全都止步于农劳比均衡。这和

失业研究类似。如果失业研究发现某个社会可接受的均衡失业率，如

果社会和经济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研究便可以止步于这一长期

稳定的失业均衡。农业社会要求的同样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农劳比。但

是，非农化转型要求的，却是无论均衡与否，农劳比都必须下降。所

以，农劳比均衡仅仅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农劳比下降的均

衡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问题。第十二章用农产品相对价

格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均衡。这一定义的经验基础在

于价格跨期相等或有限波动是经济稳定的主要标志。因此，该定义具

有可观察性与可操作性。本章用比较静态方法讨论了农劳比降速均

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就投资导致劳动力转移而言，农业投资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同时又创造了劳动力转出农业的

可能性。非农投资提高非农劳动生产率，为非农部门扩大生产和吸收

农业劳动力提供了空间。但投资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必须均衡，才能

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既让两部门各自生产的更多总产出等于相应

提高的对两部门产品各自的总需求，又让上升了的农业劳动平均产

出工资等于上升了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工资，还让一部分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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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到非农业，实现转移均衡，农劳比均衡下降。在这一过程中，

投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十三章进一步探讨恩格尔系数、技术、资本产量弹性等因素的

变化对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影响。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

会变化。总的来说，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比非农业的技术进步更

快、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等因素，都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伴

随着劳动力向非农部门集中，资本也向非农部门集中。 

第十二章的目的是发现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实现机制，找出不引

起农产品相对价格跨期波动的农劳比下降方式。该章只考虑投资配

置和农劳比降速的均衡，不考虑投资和降速两者的大小。可农劳比必

须达到一定的降速，非农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才能够“较快地”完成。

速度取决于加速度。第十四章考虑农劳比加速度均衡。投资是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投资是生产者为了未来收入或利润而对资金

所做的跨期配置。储蓄是消费者跨期配置收入。由于农业和非农工资

都高于生存水平，所以工资与资本收入一样可以储蓄。该章用资本市

场利率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资本市场在决定

投资多少的同时，也通过加速度决定了农劳比降速的大小。而跨期相

等或波动有限的利率保证了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的恰当性。该章初步

探索了加速度均衡的存在性。 

中国 1958 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极端失衡和它造成的灾难性后

果，虽然是人类非农化转型中的一个特例，但非农化转型中的短期波

动却是正常现象。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讨论这样的经济波动。本

章引入货币市场，指出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农产品相对价

格波动剧烈，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亦将波动。所以，宏观价

格水平既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也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影响。

本章提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概念，说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将多倍

地放大为食品相对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导致宏观经济失衡。

由此，本章试图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可以转变为货币市场失衡

甚至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性。 

本书最后是关于农劳比降速均衡证明等的数学附录和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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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附录。 

当代经济学的核心是高度数学化且可以拟合经验数据的经济模

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毫无

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时期的动态过程。地震和气候等自然

因素，战争和政治变动等社会因素，发现新土地和运用新技术等自然

和社会综合因素等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具有高度随机性。

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动态和随机模型。但是，

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尚未成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

量概念甚至还是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因此，本书的着力之处，是从

直观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和转移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解

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本书既不是一本以数

学模型为主体的高度抽象的作品，也没有提供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

的严格证明。就此而言，本书没有完成。实际上，本书提出的问题远

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即使它所解决的问题，也需要更多辩论。但

在另一方面，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规律的讨论，既可能为研

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随机动态模型提供某种思维框架和计量工具，

又可能揭示这些模型所忽略的经济均衡实现机制，还可能为更抽象

的经济学研究提供直观的说明和经济政策的指引。如果本书能够吸

引更多年轻学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也就达到了目的。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

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

度过的：从 15 岁到 24 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

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

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

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

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

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

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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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

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

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

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

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

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

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

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

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

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

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

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

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 1997 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

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

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

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

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

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

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

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

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

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

（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

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

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

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

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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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

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

上海货殖 365 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

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

和 Nicholas Hope 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

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 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

福 大 学 国 际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 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

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

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

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

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

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

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

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

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

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 15 岁被

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

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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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1 

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在少数人生产食物

的同时大多数人获得充足食物。这是人类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从未有

过的崭新特征。事实上，就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而言，仅仅四十年

前，大部分中国人还在生产食物，大部分中国人还得饿着肚子入眠。

而每到农忙季节，那些有幸地无需每日务农的城市人还得去“支农”：

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成熟的农作物和种植下一茬庄稼。这一切现象

在四十年前是如此地正常，几乎没有任何中国人对之提出质疑。但它

在今天的年轻人头脑里却成为难以想象的梦魇。确实，发生在我们身

边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在大部分人不再从事食物生产的同时，人类竟

然摆脱了饥饿状态。这一变化发生之前，人类的总体是农民，大部分

甚至绝大部分人类劳动被用于生产食物的农业。而食物的充足意味

着大部分人可以转而生产非食物的有用物品，即从农业转到非农业

部门。本书的主题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

的职业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一个突

出现象。一个人无论走到富国还是穷国，走到城市还是乡村，他都可

以看到刚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民，看到这些新加入市场经济

的劳动者。实际上，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全球

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转出农业的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

的直接结合，是发生在各国内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扩展而

 
1  本节和下面三节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胡景北，2018，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

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学术月刊》第 50 卷第 1 期，第 85-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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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世界性劳动力迁移。因此，理解当今时代和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

重要前提是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 

经济学家常常把大约自十八世纪开始的世界经济增长现象称为

“现代经济增长”，并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

点之一。然而，在过去三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没有

成为世界现象：它仅仅发生在地球的局部地区。例如，农业劳动力转

移在十八世纪发生在英国和荷兰等少数西欧国家，十九世纪才扩展

到其他西欧国家和美洲。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美国南部开往

北部的列车上常常坐满了向新英格兰地区非农部门转移的南方农

民；但全世界大部分人甚至连这样的消息都无从得知。二十世纪上半

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大大推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可它也主

要局限于欧美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东亚和中东国家出现大

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它依然没有成为世界现象。而在同一时期

内，世界许多国家甚至强烈抵触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到了二十世纪

下半叶的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政府还强制性地把城

镇人口包括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到乡村。2 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起，农业劳动力转移突然从不受注意的局部现象一变而为席卷全球

的世界大潮。人类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核

心的人口大迁徙的浪潮之中。无论在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还

是在西非、中亚的人口稀疏国家；无论在发达的西欧、北美地区，还

是在不发达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全世界到处都可以发现农业劳

动力转移。 

我们用数据展示这一现象。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整理和发布了 1991 年以来的世界劳动力包括农业

劳动力统计资料。我们利用这些资料绘制图 1.1。该图使用“农业就

业”和“农业就业比”两个指标，后者指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的

 
2  笔者曾和数千万中国城镇人一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政府从城镇迁移到

农村地区。笔者的迁出和迁入地区分别为江苏省南京市和江苏省句容县宝

华人民公社（现名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并作为农业劳动力在迁入地区生

活近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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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3 图中的柱形高度表示农业就业的绝对数量，曲线表示农业就

业比。图 1.1 中的曲线清楚揭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农业就业

比的下降趋势。全世界农业就业比在 1991 年是 43%，2000 年降到

41%，2010 年进一步降低到 33%，2020 年则仅仅略高于 27%。由于

在最近三十年内，世界没有发生过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大规模自

然和社会灾难，所以，在全球人口和就业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农业

就业比的下降只能提示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部门转移。4 
 

 

图 1.1 世界农业就业总量和农业就业比，1991-2020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1。 

 
3  关于农业就业和农业就业比的严格定义，参见本书第二章第 2.3 节。 

4  图 1.1 及本章其他关于世界及各地区的数据图、表的作用，仅仅在于提示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而非年度变化的实际状态。国际劳工组织到

2016 年止发布了九个世界劳动统计版本，每个版本对前一版本发布的数据

几乎都做了大量修改。国际劳工组织在 2016 年以后主要在其网站发布它的

劳动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同样常常修改和更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

劳工组织发表的最近年份的数据以估计与预测为主。所以，本书利用的该

组织数据非常可能在未来几年被修改。读者在阅读本章及本书提及的世界

和各地区数据时，请把重点放在它们显示的趋势上，并密切注意这类数据

的最新修改状况。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网站： ILO，2021，

https://ilostat.ilo.org；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劳动统计出版物《劳动市场主要指

标》为：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 第 1 到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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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业就业比下降指示的是农业就业总量的相对减少，而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标志还是农业就业总量的绝对减少，那么，也

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近这段时期，世界农业劳动力开

始绝对减少。正如图 1.1 的柱形所示，全世界农业劳动力在 2001 年

达到历史最高点的十亿六千四百万人。5 从 2002 年开始，人类从事

农业劳动的人数绝对减少，到最新数据年份的 2020 年已经减少到八

亿七千万，比 2001 年的最高峰值减少了一亿九千万，甚至比 1991 年

还减少了九千多万。6 农业劳动力总量的绝对减少直接证实了农业劳

动力的转移。 

从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观察，在公元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人

类终于到达了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新阶段，人类在非农化道路上

终于实现了这个标志性的成就。换用相对指标度量，如果我们假设人

类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1700 年前后，世界农业

就业比为 80%；在未来某一时刻结束转移时，该比率趋近于零，则

它在 2000 年前后降低到 40%，意味着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7 8 

 
5  在这之前，农业劳动力从 1991年的九亿七千万缓慢提高到 2001年的水平，

其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不足 1%。相比于同期超过 1.6%的世界就业总量的年

均增长率，在每年自然新增的农业劳动力中，大部分人必然转出了农业，

农业就业必然在相对减少。事实上，尽管 1991到 2001年农业就业总量缓慢

且持续提高，但农业就业比依然从 1991 年的 42.8%降低到了 2001 年的

40.1%。有关数据参见数据附录 1。 

6  在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4 年发表的“劳动市场主要指标”第八版中，世界农

业劳动力的最高数量为十亿零七千万，且出现年份是 2003年；但在 2016年

发表的第九版中，世界农业劳动力最高数量修改为 2001 年的十亿零六千

万。参见 ILO, 2014；2016。参见数据附录 1。 

7  2000 年前后的世界农业就业比分别是 2009 年：40.9%；2000 年：40.5%；

2001 年：40.1%；2002 年：39.4%。如图 1.1 所示，该比率在这之后呈现显

著的降低趋势并延续到最新数据的 2020年。因此，虽然 2000年前后的统计

数据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但我们的说法“世界农业就业比在 2000 年前后达

到 40%”，在相当高程度上应当能够成立。参见数据附录 1。 

8  若以国际劳工组织于 2016 年发表的“劳动市场主要指标”第九版中的总劳

动力为分母，农业就业为分子，我们得到农业劳动比。它在 1992和 1993年

分别为 40.2%和 39.6%，在 2000 年为 37.9%。农业劳动比和农业就业比的差

别在于分母是否包括失业。假设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之前的农业社会，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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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过三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走完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

半路程。尽管现有数据的准确性值得商榷，尽管人类也许永远无法获

得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最近三十年间的准确数据，但在大范围的

尺度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在人类跨入公元第三个千年之际，

人类投入农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达到顶峰并转而下降、人类投入农

业的劳动力占总就业的相对比重降低到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时

水平的一半左右。9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在最近三十年内跨过一个历史性的里

程碑，而且在转移速度上应当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快水平。这里，我们

用农业就业比的变化幅度表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毫无疑问，从

2002 年开始的农业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趋势加快了农业就业比下降

的速度，因此，在 2001 到 2020 的近二十年间，世界农业就业比的

下降幅度接近 13 个百分点。但即使就 1991 到 2020 年的整个期间而

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应当是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以来所

实现的最高速度。2020 年世界农业就业比降低到 27%，与 1991 年相

比，降低量超过 15 个百分点。我们想象一下历史就能清楚地理解这

一降低量的特殊意义。在下面的表 1.1 中，我们设想人类开始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两个起点即 1700 年和 1800 年。10 假设人类的农业劳动

 
在现代意义上的失业，则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起点上，农业劳动比和

农业就业比相等。因此，我们也可以笼统地说，如果以 1700 年为农业劳动

力转移起点，则到二十和二十一世纪之交，农业劳动比也降低了一半。有

关数据，参见数据附录 1。关于现代失业起源的经济史研究，参见 Keyssar, 

1986。 

9  图 1.1 同时指出，2008 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没能阻遏农业劳动力

转移在最近三十年的汹涌潮流。在图 1.1 中，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

重仅仅在 2009 年一年有所回升，接着便重现强劲的下降趋势。 
10 历史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工业革命即现代经济增长起

始于公元 1700-1800 年之间，即在公元十八世纪内，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业

革命发生的时点应当不早于十八世纪中叶。例如，Mitchel 研究大量历史数

据后，指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间不早于 18世纪中叶，并把 1750年作为自

己编辑的历史数据起点年份。参见 Mitchel，2003，p. VII。不过，本书关心

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且考虑纪年方便，我们“假

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起点为 17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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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任务是把农业就业比从 80%降到接近零。该比率在 1991-2020

的二十九年之间的下降速度为 15.4 个百分点。我们保守地设想，从

1990 年到 2020 年的三十年，农业就业比的降速是 15 个百分点。那

么，按照这个速度，人类只要 5 至 6 个三十年，即 160 年左右就可

以完成全部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然而，历史事实呈现的却是另一番

景象：若人类从 1700 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那么，到了三百年后

的 2000 年，世界农业就业比才降到 40%。三百年总共只降低 40 个

百分点，平均每三十年才降低 4 个百分点；而从 1990 年开始的最近

这个三十年便降低了 15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990 年以来的世界农

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是 1700-2000 年平均速度的近四倍！更保守地说，

假如人类在 1800 年才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则根据表 1.1 中的计算，

人类在二百年间把农业就业比降低 40 个百分点，每三十年降低 6 个

百分点，1990 年以来的世界降低速度亦达 1800-2000 年平均速度的

二倍半。所以，表 1.1 的数据对比清楚地揭示农业就业比下降在最近

三十年间所达到的高速度。就此而言，尽管我们缺乏最近二、三百年

来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历史数据，尽管最近三十年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资料也不尽准确，我们依然能够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判断，1991 年

以来的近三十年应当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

时期。11 

 

 
11 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解体也发生在 1991 年。当然，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资

料以 1991 年为起点年份和前苏联解体之间也许不存在任何直接联系。然

而，前苏联解体和最近三十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之间，应当存在某些

历史学的事件联系和经济学的理论联系。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在前

苏联制度失败后曾经用新的理由为该制度辩护，即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

视为历史趋势，则前苏联制度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过，霍布斯鲍姆

没有提出资料证明其观点。虽然我们缺乏 1991 年之前的数据，但这里列举

的 1991 年之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至少表明前苏联制度崩溃后，农业

劳动力转移进入了最近三百年来最为迅速的时期之一。本书作者曾经指出

正是前苏联制度的崩溃为世界范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打开了闸门，其

理由是前苏联制度的崩溃让资本和农业劳动力在全世界规模上结合起来，

从而使世界范围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成为可能。参见 Hobsbawm, 1994, 

p. 9; 胡景北，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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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假设性比较，1700、1800 和 2020年 

单位：百分点 

 1700-2000 年 1800-2000 年 1991-2020 年 

年 数 300 200 29 

农业就业比总降低量 40 40 15.4 

每三十年平均降低量 4.0 6.0      >15 

平均每年降低量 0.13 0.20 0.53 

 

1.2 当今各国或国家组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最近三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在时间维度上可能是

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而且在空间维度上应当也是人类历史上范

围最广的。国际劳工组织曾经把世界各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

位置分成九组，统计和计算 1991 至 2013 年期间全世界以及九个国

家组的农业就业变化状况。我们将农业就业和社会劳动力总量相比

较，将它们的比率称为农业劳动比重，简称为农劳比。利用农劳比指

标，我们把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整理为图 1.2。该图显示无论经

济发展水平高低、地理位置优劣、原先农业劳动力数量多寡甚至社会

制度异同，从 1991 到 2013 年，所有九个国家组的农劳比都在明显

下降。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清楚地发生在所有九个国家组内，农业

劳动力转移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由于我们缺乏 1991 年之前

世界和各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靠和全面数据，由于国际劳工组

织的世界统计资料可靠性达不到很高的水准，我们不能武断地宣称，

人类在 1991年之前没有经历过同时发生在全世界范围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不过，根据我们对最近三百年世界经济增长史的大致了解，我

们有理由相信，1991 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应当是人类

近三百年来第一次经历的如此大范围的转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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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全世界和各国家组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00和 2013 年 

注：纵轴指标是农劳比。九个国家组的全称分别为“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国

家（即本图的发达国）”“非欧盟的中欧南欧和独联体国家（东南欧）”“东

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东南亚）”“南亚”“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拉

美）”“中东”“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撒南）”。各组国家构成见

资料来源。12 

资料来源：数据：ILO，2014，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s, 8th ed., 

ILO, Geneva, Switzerland, Table R4 and R5. 各组国家构成：ILO, 2015,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 2015, ILO, Geneva, Switzerland, p. 95。 

 

世界规模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农业劳动力

快速转移的结果。我们再次观察图 1.2。该图的九个国家组中，包括

中国的东亚组表现得特别突出。1991 和 2000 年，该组的农劳比分别

为 54%和 45%，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农劳比。但到了 2013 年，该组

农劳比已经降低到 29%，甚至略低于世界水平。在 1991-2013 的二

十二年间，东亚国家将其农劳比降低了 25 百分点，是世界降低量的

一倍。如果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竞技的话，那么，东亚组在这二

 
12 国际劳工组织在 2016 年发布的《劳动市场主要指标》第九版中，以及在后

来的劳动统计中，重新划分了各国家组。不过，这样的重新分组不影响我

们在图 1.2 展示的大范围出现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重新划分的国家

组，参见例如 ILO，2016。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国家分组见 ILO, 2021a, 

Appendix A: Country groupings by region and income level, in: ILO, 2021a,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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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的竞技中拔得头筹。东南亚和南亚两个国家组的成绩亦非常

突出，二十二年的降低量分别达到 18 和 15 个百分点。东亚、东南

亚和南亚三个国家组包括了世界农业劳动力最为众多的地区，因此，

它们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对世界农劳比下降状况的影响也最大。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些农业劳动力大国的快速农业劳动力

转移，带动了全世界农劳比的快速下降。 

以这三个地区为中心，农劳比下降速度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逐

渐降低，并在距离中心最远的欧美发达国家与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

分别降低到二十二年下降 3 个百分点的速度。不过，考虑到发达国

家 1991 年的农劳比已经低至 6%，用农劳比降低量与农劳比原有水

平相比（即用 1991-2013 年之间的降低量除以 1991 年的水平），发达

国家在这二十二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甚至高达第二位，仅仅次

于东亚国家组。而世界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也在这二十二

年实现了 3 个百分点的农劳比降低量。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若全球

目前的快速非农化趋势能够持续，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在最近的未

来将大大提高它们的农劳比降低速度。 

我们进一步观察世界部分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中国国

家统计局在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附有世界若干国家的农业

就业比统计资料。13 我们选取各国农业就业比在 1991、2000、2010

和 2019 共四年的数据并将它们整理为表 1.2。14 该表包括了 38 个国

 
13 不同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在各国就业构成统计表中选取的国家数量和具

体国家经常变化。表 1.2 以最新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为标准，确定选取

国家总数和具体国家，并在具体国家的选取上加上其他两个标准，即一个

国家在 1991（或 1990）、2000、2010 和 2019 这四年内至少有两年的数据

出现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且排除城市型国家。仅有的一个例外是罗马尼

亚。《中国统计年鉴》只选取了该国 1991 和 2000 两年数据，无法和 2019

年状况比较；同时，该两年数据分别为 29.8%和 42.8%，几乎不具有可信

性，所以表 1.2 没有选取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4

年》，附录表 4-6；《中国统计年鉴-2009 年》，附录表 2-2。 

14 不同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国同一年数据往往会有区别，我们选

取较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上 1991（或 1990）、2000、2010 和 2019 四

个年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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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同时，我们计算并列出所选取国家农业就业比在前三个年份和

2019 年之间的降低幅度，见表 1.2 右侧三栏。 

表 1.2 若干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9 年 

国家 

农业就业比水平  农业就业比下降幅度 

1991 2000 2010 2019 
1991-

2019 

2000-

2019 

2010-

2019 

% 百分点 

中 国 60.0 50.0 36.7 25.4 34.6  24.6  11.3  

孟加拉国   62.1   38.6   23.5    

柬埔寨     54.2 32.3     21.9  

印度     51.1 42.4     8.7  

印度尼西亚 55.9① 45.1 38.3 28.6 27.3  16.5  9.7  

伊朗     21. 2⑤ 17.9     3.3  

以色列   2.2 1.7⑥ 0.9   1.3  0.8  

日本 6.7 5.1 3.7 3.4 3.3  1.7  0.3  

哈萨克斯坦   35.5④ 28.3 15.8   19.7  12.5  

韩国 16.7 10.6 6.6 4.9 11.8  5.7  1.7  

马来西亚 26.0① 18.4 13.3 10.4 15.6  8.0  2.9  

蒙古   48.6 40.0⑥ 27.4   21.2  12.6  

巴基斯坦 47.4 48.4 44.7 36.7 10.7  11.7  8.0  

菲律宾 45.2① 37.4 33.2 23.4 21.8  14.0  9.8  

斯里兰卡   24.2④ 32.7⑤ 24.5   -0.3  8.2  

泰国 64.0① 48.8 38.2 31.6 32.4  17.2  6.6  

越南   65.3   37.4   27.9    

埃及   29.6 28.2 23.8   5.8  4.4  

南非   14.5 4.9 5.1   9.4  -0.2  

加拿大 4.5 3.3 2.4⑤ 1.5 3.0  1.8  0.9  

墨西哥   17.6 13.1 12.6   5.0  0.5  

美国 2.9 2.6 1.6 1.3 1.6  1.3  0.3  

阿根廷   0.7 1.3 0.1   0.6  1.2  

巴西 22.8① 20.6④ 17.0⑥ 9.2 13.6  11.4  7.8  

委内瑞拉   10.2 8.7 8.3   1.9  0.4  

捷克 ② 9.9 5.1 3.1 2.7 7.2  2.4  0.4  

德国 3.5 2.7 1.6 1.2 2.3  1.5  0.4  

法国 5.7   2.9 2.4 3.3    0.5  

意大利 8.4 5.3 3.8 3.7 4.7  1.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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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3.1 2.8 2.0   1.1  0.8  

波兰 26.7 18.8 12.8⑥ 9.2 17.5  9.6  3.6  

俄罗斯联邦 

③ 
18.2① 14.5 9.7 5.8 12.4  8.7  3.9  

西班牙   6.6 4.3 4.1   2.5  0.2  

土耳其   36.0 23.7 18.4   17.6  5.3  

乌克兰   23.4 15.8⑤ 14.5   8.9  1.3  

英国 2.1 1.5 1.2 1.0 1.1  0.5  0.2  

澳大利亚 5.5 5.0 3.3⑥ 2.6 2.9  2.4  0.7  

新西兰   8.7 6.6⑥ 5.7   3.0  0.9  

注 1：①1990年数据。②1991年为前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数据。③1990年为

前苏联国家数据。④2001年数据。⑤2008年数据。⑥2009年数据。 

注 2：农业就业比降低幅度为期间首末年度农业就业比之差。 

注 3：国家排列顺序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附录表 1-2。 

资料来源：1991年数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附录表 4-6；《中国统

计年鉴-1994 年》，附录表 4-6。2000 年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 年》，附录

表 2-2；2010 年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附录表 2-2；《中国统计年鉴-

2014 年》，附录表 2-2。2019 年数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 年》，附录表 1-2。

若不同年份年鉴的数据有别，以最新年份年鉴的数据为准。此外，各年度《中国

统计年鉴》的上述表皆注明表内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 

 

首先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点。假设农业就业比

40%为该过程中点。虽然从整体观察，全世界已经在 2000 年前后走

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中点，但许多国家、尤其是农业劳动力众多

的许多亚洲国家尚未达到、甚至还远离中点。从表 1.2 前四栏数据中

可以看出，在 1991 年的十九个国家内，十四个国家已经跨过中点，

其余五个尚未走到中点的国家，都在亚洲，尤其在东亚、南亚和东南

亚。在 2000 年的 34 个国家中，27 个国家跨过了中点，其余七个在

农业劳动力转移上落后的国家依然都是亚洲国家。在 2010 年，包括

蒙古在内，36 个被选取的国家里，共有 33 个国家跨过或到达中点，

只有柬埔寨、印度和巴基斯坦三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还在中点之前。

而到了最新数据的 2019 年，38 个国家中，只有印度一国距离中点尚

有少许距离，其他所有国家全都跨过了中点。这些数据表明，在最近

三十年间，原先农业就业比很高、集中了世界主要农业人口的许多亚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12 

洲国家，争先恐后地转移农业劳动力，快速地降低农业就业比，纷纷

走过或至少接近各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中点。这一现象不

但和本节前面展示的 1991-2013 年间，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组的

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完全一致，而且把这一状况扩展到 2019年。 

其次，表 1.2 指出，该表选取的非亚洲国家，绝大多数早在 1991

年前后便把农业就业比降低到 20%以下。西欧和北美国家，以及日

本和澳大利亚，当时已经把该比率降到 10%甚至 5%以下。这表明，

在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发动之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

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1991 年以后，这些国家虽然继续转移农业劳

动力，但由于它们的农业就业比已经很低，农业劳动力总量已经很

小，它们不再能够充当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后者只能由亚

洲国家充任。 

确实，从表 1.2 右侧三栏数据看，亚洲国家是世界农业劳动力转

移的主力军。在 1991-2019 年间，一共有四个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降低

幅度超过 20 个百分点，它们全都是亚洲国家，即中国、泰国、印度

尼西亚和菲律宾。中国和泰国甚至实现平均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的

奇迹。从十年分期来看，由于表 1.2 仅仅列出 2010-2019 一栏十年分

期的数据，我们就该栏数据略加讨论。在这实际上是九年的期间内，

蒙古、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比赛的前三名优秀者，

农业就业比降低量皆超过 10 个百分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

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降低量则超过或达到 8 个百分点。孟加拉国

在 2000-2009 的十九年间把它的农业就业比降低了近 24 个百分点，

平均年降低量亦显著超过可以作为特快降速标准的 1 个百分点。如

果我们考虑，这些国家里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

加拉国，在三十年之前，是世界农业就业最为集中、数量最为巨大的

五个国家，它们降低 1 个百分点所需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远

远不是世界其他国家降低同量百分点所可以比拟的，我们将能够想

象，最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潮流是如何地壮观！ 

再次，表 1.2 包括的绝大多数国家在 1991-2019、2000 至 2019

和 2010 至 2019 年的三类分段中皆降低了农业就业比，实现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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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只有斯里兰卡和南非，分别在 2000-2010

和 2010-2019 年间，农业就业比反向上升，农业劳动力数量回升。从

微观上说，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转移本来就是双向的：

有人从农业转入非农就业，有人相反地从非农就业转入农业。本章所

讨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宏观层面上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

业的大趋势。它不排除一个国家、国家组甚至全世界会短暂地出现更

多劳动力从非农业转入或“倒流”农业的现象。相反，只要它们的范

围和程度不是很大，它们便可以视为大趋势中的正常波动。这些波动

说明，尽管近三十年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看上去势不可挡，但对任何

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也绝非易事。 

当然，以《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国就业结构统计为基准选取

的国家数量有限。表 1.2 仅仅考虑四个特殊年份，又进一步减少了选

取的国家数量。例如，表 1.2 包括的非洲国家太少。五十多个非洲国

家中只有埃及和南非两国出现在表中，而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它

们都不是典型的非洲国家。前面九个国家组中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

家组”在表 1.2 中没有任何代表。实际上，非洲国家在近三十年、尤

其近十来年同样经历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就非洲人口最多的

国家尼日利亚来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它的农业就业比

2005 年为 58.3%，2019 年便降至 35.1%，15 十四年降幅高达 14.2 个

百分点，超过了每年 1 个百分点的特快降速标准。此外，表 1.2 仅仅

考虑四个特殊年份，还减少了被选取国家在其他年份的数据，使该表

难以揭示许多国家近三十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全貌。例如，柬埔寨

的农业就业比在 2008 年为 72.2%, 16 但如表 1.2所示，两年后的 2010

年，它便“骤降”至 54.2%，2019 年进一步快速降低到 32.3%。柬埔

寨的数据也许有误，柬埔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应当有其特殊性，上世

纪七十年代实行的强制全国绝大部分城镇人口倒流入乡村的运动应

当也有后遗症，可无论如何，柬埔寨的例子说明，如果考虑表 1.2 没

 
15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7 年》，附录表 2-2；《中国统计年鉴-2021 年》，

附录表 1-2。 

16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2 年》，附录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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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涵盖的其他年份，我们将能更多地了解各个国家以及全世界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和速度。 

1.3 人类大历史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最近三十年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表现在其速度的高度和范

围的广度上，而且表现在难以定量描述的社会深度上。农业劳动力转

移绝不仅仅是个数字和数量问题。每个农业劳动力都是活生生的个

人。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离开农业而转入非农业部门都是重大的人

生转折。如果考虑到农业生产活动几乎全部在乡村，非农业部门集中

在城镇，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不仅意味着亿万人的职业变换，而且意味

着他们生活和就业的地区变换，意味着他们家庭、社区和社会地位的

变迁。更具体地说，农业劳动力分散地生活在一个个村庄，熟悉的是

村庄内以熟人关系为主体的社会规范，掌握的是以家庭为核心价值

的观念体系，了解的是以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清楚的是

以手工技能为基础的生产工具和以土地与气候为前提的生产条件。

农业劳动力转移意味着转移者将置身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自然

环境：一个人口密集、街区复杂的城市，一个举目无亲的人文环境，

一个靠市场交换才能获得生存用品的经济关系，一个以机械为主、以

供求导向的生产活动，一个以个人为核心价值的观念体系、一个以规

则为基础秩序的社会规范。因此，对每一个转移者和他们的家庭来

说，转移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飞跃，包括心理上、观念上、行为规范

上、生活习惯上、工作环境上和亲友联系上的飞跃。从宏观角度看，

农业劳动力转移意味着社会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改变：从农业社会改

变为非农业社会。在社会学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又具体表现为人口

和劳动力的地域集中即城镇化，表现为各个种族、民族以及次级人口

组别的混杂、冲突和重新组合与融合，表现为各种社会规范、生活习

惯、价值理念与人际关系的混杂、冲突和重新组合与融合，表现为个

人独立性的强化和个人间社会关系的重建、表现为人类本身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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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系的改变和人在自然中位置的变化，甚至表现为人类本身在

身体和心理上的进化。在经济学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则表现为人口

和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表现为资本相对于土地在经济活

动中作用的提高、表现为非农部门重要性的提高，表现为非农消费品

在人类消费资料中地位的提高、亦表现为技术对人类生活影响的增

强。一句话，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视为人或人类本身的变化：从某种

被自然条件和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束缚的人类转变为更多地被人自

己创造的技术和普适性的社会关系约束的人类。 

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在更广阔的人类大历史中考察当今世界

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根据人类目前达到的认识水平，人类脱离动物界

而开始自己的历史至少已经有 270 多万年。在这段大历史中，人类

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最重大的变革有两次。第一次大变革是从采

集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的农业化转型，第二次大变革则是从农业经

济到后农业经济的非农化转型。历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曾经

就人类经历的重大技术变革指出：“新石器时代的技术革命，以食物

生产取代了食物采集，是一种在规模和意义上堪与近代西方工业革

命相提并论的技术变革。在工业革命中，人力则是被受控的机器力

（作为人类制造和运动的物质手段）所代替。在这两次革命的间歇期

间，没有任何可与之比肩的技术变革。”17 我们用农业化和非农化两

个概念表示汤因比所说的两大技术变革。人类脱离普通动物界后首

先从事的主要经济活动是采集可食的植物与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

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采集狩猎社会同

时是人类学习集体生存、培育最早人性的阶段。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

阶段。如果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恰好是 270 万年的话，那么，采集狩

猎社会的延续时间将超过 265 万年。在这段时间内，人类也许尝试

过其他经济活动。当今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认为，人类开始从

事农业的历史应当不早于 12,000 年以前，也就是说，大约从距今

12,000 年前开始，人类缓慢地开始尝试和摸索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

 
17 参见汤因比，1972/2000 年，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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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始种植和养殖它们，从而开始了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变革。18 这

是人类经济的农业化转型。这场转型大约延续了 7,000 年。它的两

个重要特征是在人类消费的食物中，来自生产的部分越来越多、直接

采自自然界的部分越来越少；在人类的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越来越

多，从事采集狩猎的越来越少。大约 5,000 年前，即公元前 3,000 年

前后，现在依然活跃在欧亚与北非大陆各主要民族应当基本结束了

这一变革，进入以手工技能和经验技术为基础的农耕畜牧经济或农

业经济，19  大部分食物来自农业，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历

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tavrianos）曾估计“在公元前 8,000 年，

百分之百的人类还是狩猎者；到了公元前 1,500 年，狩猎者便降低到

了不足百分之一。”20 农业化转型成功结束之后出现的是农业社会。

它大约延续了 5,000 年。农业生产让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人类开始有

了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非农部门，也有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

之间的流动。不过，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始终是占统治

地位的经济活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劳动力始终从事着农业。在这

期间，人类在世界许多地方也许发动过若干次规模不同的非农化变

革。坚持下来并终于成为几乎所有人类民族效仿榜样的非农化变革，

正式开始于二百多年前的公元十八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劳

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非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

 
18 戴蒙德曾对人类学习驯化野生植物和动物的农业化过程作过粗略但精彩的

描述。参见戴蒙德，2005/2016，第二部分。 

19 中国的情况参见例如 Ho, 1969; 裴安平，2006，第 67-83 页；王星光，

2012。 

20 参见 Stavrianos, 1999，p. 34。不过，关于公元前 8000 年和公元前 1500 年两

个时点上的狩猎者比重，Stavrianos 的“猜测”应当有误：对第一个时点的

猜测应当过高、对第二个时点的猜测也许过低。就第二个时点来说，其

实，即使在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有少数人的职业是非种植

型的采摘和非养殖型的捕猎，例如近海和远洋捕捞等。同时，在各民族关

于农业社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关于捕猎者的描述。这部分说明

捕猎在农业社会的普遍性。现代经济统计把依然存留的生产性采集、狩猎

活动笼统地归之为“农业”，从事这些活动的劳动力也归之为农业劳动

力。本书的分析以现代统计资料为基础，因此本书在分析非农化过程时，

接受现代经济统计把采集狩猎活动纳入农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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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变得重要的人类现象，而且在十九世纪才变

成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是人

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也是本书研究的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即非农化转型。不过，考虑到在“正式的”工业革命之

前，英国应当已经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在

本书中笼统地把公元 1700 年视为人类非农化转型的起点。21 

我们对两次大转型的定义意味着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任何其他

环境的、社会的、人自身的转型、变革、事件，在规模和意义上都无

法与这两次大转型相比。当然，我们对人类两百多万年的历史尚缺乏

基本了解，所以，我们的这一判断，是以人类在 12,000 年前没有经

历过大规模农业化和非农化为假设前提的。人类掌握的关于最近两

千年的历史资料较为可靠。就这两千年来说，人类经历的最重要事件

也许是哥伦布于公元十五世纪末发现美洲。这次事件导致美洲本土

人基本灭绝。按照许多学者的估计，十五世纪末居住在美洲的人类可

能有一亿人左右。它们的基本灭绝意味着占当时全球总人口大约五

分之一的整个族群的灭亡。22  这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为严重的自身

群体死亡事件。在另一方面，如此规模的群体死亡为剩余人类留下了

广阔的土地和生存空间，美洲本土人创造的文明尤其是驯化了的食

物种类又为剩余人类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在农业社会的结构内，两

者都导致了剩余人类人均食物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例如，

美洲土地让密集的西欧人口有了一个巨大的疏导口；从美洲引入的

 
21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初步说明将 1700 年作为人类开始非农化转型起点的理

由。从统计资料看，Maddison 认为在 1700 年，荷兰和英国的农业就业比已

经分别降到 40%和 56%。从文字论述看，例如，英国学者配第（William 

Petty）早在 1700 年前便讨论了非农业部门的收益优势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

门转移的现象。不过，正如本章脚注 10 所指出的那样，本书把“1700 年为

非农化转型起点”更多地视为一种便于历史纪年的“假设”。参见

Maddison, 2001, p. 95; 配第，1690/1979。 

22 根据联合国认可的估计，世界人口在 1500 年前后约为 5 亿。美洲人口史研

究得出的 1500 年前后美洲人口的估计数相差很大，高估计值可达 1.12 亿，

低估计值则少于0.8亿。而到1650年前后，美洲本土人应当减少至不足0.05

亿。参见 United Nations, 1999, p. 5; Denevan, e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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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等作物显著推动了中国清朝中期的人口增长。23  然而，美洲土

地和文明的发现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没有工业革

命和非农化转型，只须上千年甚至数百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

美洲发现之前的原点，继续人口与食物生产的马尔萨斯循环。例如，

中国在清朝后期又一次落入人均食物产量低下的贫困状态。在美洲

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当今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早期许多纺织工人来自

家中平均有七个或更多兄弟姐妹的自耕农家庭。24 25 这意味着，假

设没有与非农化转型相联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新英格兰地区以及

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所以，

如果像康替龙（R. Cantillon）当年直白地指出的那样：“只要有足够

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26 美

洲发现的结果将只是延长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推迟农业社会陷入

最终危机的时点。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人基本灭

绝事件，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分重要，但它和采集

狩猎时期发生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灭绝事件类似，

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们所处的人类大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部分考

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猜想，尼安德特人也许是被后来走出非洲的克罗

马农人（Cro-Magnon）灭绝。不过，无论尼安德特人由于何种原因而

灭绝，他们的灭绝没有也不可能直接造就农业化大转型，同样，美洲

本土人的灭绝亦没有并且也不可能直接导致非农化大转型。这两次

 
23 何炳棣曾把美洲粮食作物引入中国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参

见何炳棣，1959/2000，第 215 页，参见 Ho，1955。关于引入美洲玉米对中

国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参见 Chen and Kung, 2016。 

24 参见 Dublin, 1981a, p. 19。较大的早期工厂记录工人入职与离职日期以及他

们的籍贯。作者对其中的 175 名女工做了追踪调查，通过十年一次的人口

普查和每年的税收记录，发现这些女工父母的家庭状况。关于作者的这些

女工调查，参见 Dublin, 1981b。  

25 美国白人女性在 1800 年时的总和生育率为 7.040，即平均每位育龄女性生

育 7.04 个孩子。参见 Carter, Gartner and Haines, et al., 2006, vol. 1, Table 

Ab63。 

26 “Men multiply like mice in a barn if they have unlimited means of subsistence”，

Cantillon, 1755/2010，p. 93。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19 

群体灭绝的重大事件对人类大历史的意义，不能和农业化与非农化

两大转型相提并论。 

为了研究农业化尤其非农化大转型，我们需要一定的指标。在经

济学范围内，我们可以设想的指标有很多，例如直接依靠农业生活的

人口数量和比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和比重、农业产值占经济总

产值比重、农业生产的消费品占总消费品的比重等等。但在可以设想

的大部分指标中，农业劳动力指标也许最为简单和明确。从绝对量角

度看，首先，如果不考虑人类在躯体、机能、智慧、人性诸方面的进

化和演变，而仅仅采取数人头方法，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明

确，计算简单。27  其次，即使考虑人本身的进化和演变，利用各种

人力资本指数或劳动力质量指数度量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简单的

人数统计，依然是所有这些劳动力度量指标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

劳动力人数指标依然不可缺少。从相对量角度观察，本章前面使用两

个农业劳动力相对指标，即农业就业比和农劳比。在农业化和非农化

大转型中，这两个指标的长期变化趋势完全一致。两个指标的区别在

于农业就业比的分母不包括失业，而农劳比分母包括失业，由于失业

波动频繁，所以后者应当比前者更不易受短期因素影响，更适合用来

描述和研究农业化与非农化转型。因此，我们在下面将用农劳比指标

观察人类大历史中的这两大转型。28 

显然，农劳比在第一个农业化转型中呈现上升趋势，在第二个非

农化转型中呈现下降趋势。我们用图 1.3 表示人类的大历史和这两大

转型。注意，图中农劳比曲线不代表农劳比变化的历史事实和未来可

能趋势，而仅做示意之用。在该图中，我们设想人类在距今 12,000 年

 
27 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虽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劳动统计学的发

展，已经使得从人口中区分出劳动力、从劳动力中区分出农业劳动力的问

题，跨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而部分地落入统计学领域。本书采用劳

动统计学关于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的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劳动力统计数

据。农业劳动力统计概念在近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美国在 2000 年把与农

业密切相关的部分产业的劳动力从非农改计为农业劳动力。参见 ERP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总统经济报告), 2016, Table B11, footnote 

5。 

28 关于农劳比和农业就业比的严格定义和区别，参见本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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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开始摸索农业，29  一些人或人类部落开始把自己的部分生产活动

用于种植植物或养殖动物。经过一段漫长、反复、持久并充满失败、

死亡和波动的艰苦过程，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而从事农业，人类也越

来越依赖农业提供食物，图 1.3 设想人类的农劳比在 12,000 年前开

始从零上升，并在距今 5,000 年前后达到 80%的水平，并一直维持在

这个高度。也就是说，到了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人类也许基本完成

了农业化转型，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转为农业，人类进入了大部分劳

动力稳定地从事农业的农业社会。 

 

图 1.3 人类大历史中的农业化和非农化转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数据附录 1。 
 

大约从 1700 年开始，人类社会出现了非农化趋势。我们暂且设

想人类完成非农化转型的标志是农劳比降低到趋近于 0%。30 因此非

 
29 迄今为止发现的包括人类种植物残留的遗址，应当不早于 11,000 年前。但

是，第一，未来可能发现更早的遗址和其中的人类农业痕迹，第二，能够

在遗址中保存下来的人类农业遗迹，应当是多少达到一定规模的农业。在

这样的农业之前，人类应当早已开始尝试和探索农业。因此,本书笼统地假

设“人类在大约 12,000 年前开始农业化”。参见戴蒙德,2005/2016,第 90

页。 

30 这一设想的技术背景，是美国在 2010 年以占本国劳动总量 1.4%的农业劳动

力生产出远远超过本国需求的农产品。仅仅把美国农业技术扩散到全世

界，世界农劳比便应当降到 5%以下。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农业技术，

美国本身的农劳比和世界农劳比应当能够进一步降低。同时，我们已经指

出，劳动统计学把当代依然存在的采集狩猎劳动力归类为农业劳动力。参

照这一做法，我们可以设想，在未来，若农业劳动力非常之少，独立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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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化转型可以用农劳比变化表述为农劳比从例如 80%下降到 0%的

过程。在图 1.3 中，农劳比从公元 1700 年开始下降，并在公元 2000

年降到 38%。我们假设它将在未来继续下降并最终接近于 0%。 

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我们把图 1.3 中的农劳比下降阶段放

大成图 1.4，以便更详细地观察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指标的非农化过

程。图 1.4 的第一个横轴以公元 1700 年为原点年，我们称为“转移

纪年”，第二个横轴则以公元日历年为准。我们把人类的非农化过程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700 年到 2000 年，期间农劳比从 80%降低到 38%。

这一阶段是已经过去的历史。31 

 

图 1.4 世界非农化转型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1。 

 
计学分类可能不再必要，未来人类也应当取消农业劳动力分类，而把尚存

的农业劳动力（包括依然尚存的采集狩猎劳动力）归入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

力类别中，这样，在统计学意义上，农业劳动力不再存在，农劳比降低为

0%。我们在本章后面对非农化转型的历史学展望中，始终把非农化结束的

标志定为农劳比降低为 0%。关于美国农劳比数据，参见本书数据附录 5。 

31 这里的分段把公元纪年法作为重要标准。显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生、

波动、加速减速拐点、完成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与特定的纪年法无关；使用

中国传统的王朝纪年法或者民国纪年法，可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做出

大体同样合适的分段，使用事件分段法甚至更为合适。公元纪年法的优点

是目前世界大部分主要民族使用它，它亦比较容易让我们因循已经形成的

习惯“记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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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从 2000 年到 2020 年，期间农劳比从 38%下降到 26%。

这一阶段是当今人类熟悉的非农化转型的当代史。32 

第三阶段从 2020 年到非农化过程结束，是人类面对的未来，期

间农劳比将从 26%下降到接近于 1%甚至 0%。 

按照我们的分段，人类的农劳比在第一阶段下降了 42%，走过

了整个非农化过程的一半路程。33  在这个阶段，地球上的人类开始

从全世界的角度认识自己，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意识开始全球化。

为描述农劳比在这个阶段的下降路径，图 1.4 示意性地绘出了 A、B、

C、D 四条曲线，其中 A 是一条直线，表示农劳比在从 1700 到 2000

年的 300 年间以“匀速直线运动”方式下降。不过，在这个阶段，人

类对非农化的性质和意义缺乏具体了解和理论研究，亦缺乏人口、劳

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数据。所以，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研究水平上，我们

无法在定量意义上对第一阶段的农劳比变化做出任何具有一定可靠

性的判断，亦无法确认 A、B、C、D 四条曲线中的哪一条更接近当

时的非农化过程。第二阶段是我们唯一可以明确地定量研究的非农

化历史。不过，由于这段时间太短，我们依然把该阶段农劳比下降曲

 
32 我们强调第二阶段只是因为它是我们熟悉的刚刚过去的历史，同时，用

2000 年作为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交点只是因为方便。实际上，正如上两节关

于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描述揭示的那样，二十世纪晚期也是我们所熟悉

的历史。 

33 由于各国统计工作质量的不一致，2000 年的农劳比数据只能给我们提供某

种指南。与此相比，1900 年的农劳比数据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学术问题。

Trebilcook 曾经搜集若干欧洲国家在 1900 年前后的农劳比数据如下：英国

1901 年：9%，法国 1901 年：43%，德国 1895 年：36%，奥地利 1900 年：

60%，俄国 1910 年：86%，意大利 1901 年：59%，西班牙 1900 年：68%，

匈牙利 1910 年：64%，西里西亚-波西米亚 (Silesia-Bohemia) 1900 年：

38%。此外，美国 1900 年的农劳比是 39%。这些数据的精确性无疑值得商

榷。但利用它们并考虑到除了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少数非欧洲国家外，绝

大多数国家当时还没有或者刚刚开始非农化转型，我们可以对 1900 年前后

的世界农劳比有某种大体的把握。注意 Trebilcook 的农劳比定义是农业劳动

力占总的活跃人口的比重 (agricultural workforce as percentage of total active 

population)。参见 Trebilcook, 1981, p.435。其中，他的英国、奥地利、西班

牙和匈牙利数据是根据 Mitchell 资料计算的，其他各国数据则引自 Dovring

的研究。参见 Mitchel, 1980, pp. 153-163; Dovring, 1969, pp. 604-609。美国农

劳比数据来源见本书数据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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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绘为直线 GH。为简单起见，图 1.4 对 2020 年以后的未来绘出了

J、K、M 三条直线，表示农劳比可能出现的平均速度不同的许多下

降路径，显然，不同的平均速度决定了不同的第三阶段时间长度。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人类现在大体走过了整个非农

化转型的四分之三路程。为了全面完成非农化转型，人类依然有相当

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人类完成后续非农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应当不

会太长，由社会因素造成的非农化转型波折应当不会太大，就此而

言，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之际，人类完成非农化转型应当

不再是一种信念或者预言（prophecy），而是一种预期，一种理性的

预期。不过，我们在上面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非农化转型。可非农

化过程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它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

学、道德哲学和其他学科意义上的完成。对农业化转型的观察可以让

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点。例如，农业化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束和人类

正式形成农业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观念体系之间的时间差距，可能达

数千年之久。人吃人这一在农业化之前为维持人类种族延续而出现

的特殊方式，应当在农业化结束很久以后才绝迹。根据比较可靠的中

国“易牙烹子”故事，34 2,600 年前左右的中国农业社会还没有把人

吃人视为难以接受的现象，所以，非农化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

和观念意义上的结束应当远远迟于它在经济学上的结束时点。另一

方面，即使就经济学而言，在人类已经走完非农化大半路程的今天，

人类对非农化的过程、性质和意义依然甚少了解。例如，图 1.4 中联

接 F、G 两点的四条曲线中，我们不知道哪条更接近农劳比从 1700

到 2000 年的真实下降轨迹，不知道农劳比正在我们眼前不断下降的

具体机制。实际上，即使对全世界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这样的基础数

据，人类也只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系统地搜集和统计。所以，

至少在目前的学术研究水平上，我们对非农化转型过程知之甚少，既

无法在定量意义上描述农劳比在最近三百年的降低轨迹，亦很少在

定性意义上讨论农劳比下降的机制和条件，更遑论非农化短期波动

 
34 刘向，公元前 26 年，编著，管子·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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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和影响。人类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更难理解自身如何从采集狩

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并最终实现农业化转型。35  但人类应当能够

想象和理解自身如何从农业经济向后农业经济转变。今天的我们拥

有远比从事农业化的祖先更为优越的条件来记录和领悟我们自己参

与其中的历史变革。所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起点上，经济学者的重

大任务之一，便是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非农化研究的中心问题，利

用现有和将要创造出来的知识理解我们自己正在从事的这一伟大转

型。 

1.4 人类大历史分期中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最近三百多年来人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的

变化趋势，根据人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趋势，根据当今最发达

的农业技术达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生产率，根据当今人类知

识和技术的发展态势，一句话，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可以有把

握地将当今人类所处的历史时期称之为“非农化”转型时期。由此出

发，我们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大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大转

型时期，这就是采集狩猎社会阶段和农业社会阶段，与农业化转型时

期和非农化转型时期。今天的人类在整体上正处于非农化转型时期。

同时，我们也把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阶段暂称为“后农业社

会阶段”。这样，我们就正式地提出一种新的人类历史分期。这一分

期的具体规定见表 1.3。 

表 1.3 以食物生产方式和劳动力集中程度为特征的人类历史分期 

 时代 
时间跨度 

（公元纪年） 
定性特征 

定量规定（农劳

比及变化） 

I 
采集狩猎社会

阶段 

-270 万年— 

-12000 年 

劳动力集

中于采集

狩猎 

0% 

 
35 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就。不过，他没有把农

业化转型与采集狩猎经济阶段区分开来。见萨林斯，197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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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农业化转型 

时期 

-12000 年 

—-3000 年 

劳 动 力 从

采 集 狩 猎

转向农业 

从 0%升到 80% 

III 农业社会阶段 
-3000 年 

—1700 年 

劳 动 力 集

中于农业 
80% 

IV 
非农化转型 

时期 

1700 年 

— ？年 

劳 动 力 从

农 业 转 向

非农业 

从 80%降到 0% 

V 
后农业社会 

阶段 

？年 

— ？年 

[劳动力集

中 于 非 农

业] 

0% 

 

在上述分期中，我们使用人类获得自身繁衍所必须食物的方式

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分期标准。由于一直到非农化转型中期之

前，人类都把大部分劳动资源投入到食物获得或生产上，因此，我们

相应地把劳动力在食物生产部门的集中程度及其变化作为各个历史

阶段或历史时期的定量特征。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长

时间稳定的高度集中，我们确定相应于该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阶段。

通过劳动力在某一食物生产方式上集中程度的大规模且不可逆的变

化，我们确定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转变或转型或过渡时期。用这样的

方法，我们把已知的人类历史区分为两个社会阶段和两个转型时期：

采集狩猎阶段与农业阶段；农业化时期和非农化时期。同时，我们用

劳动力的集中程度在定量意义上对它们做了定义。这样的定量定义

并且确定了各阶段和各时期的起点与终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历史分期中，我们用否定性概念把当今转

型时期称为“非农化转型”，把这场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称为“后

农业社会”。我们如此命名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当今转型结束后

的未来的无知。因此，在表 1.3 中，我们对“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

做出任何明确的表述。该表中对“后农业社会阶段”定性特征的描述

“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之所以加上方括号，是因为这一描述也许对

身处非农化转型之中的我们有某些意义，但对于“后农业社会阶段”

的人类却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不存在农业部门，所有经济

部门都是非农业部门，这就和当今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采集狩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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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一样。说到底，“非农化转型”“后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揭示的，

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经验事实。我们亦可

以相当确定地预计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

劳比也十分微小，甚至不超过 1%。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确定性的理

由，预测非农化转型结束后的人类食物生产方式和生产部门，因此，

根据我们的历史分期方法，我们不知道非农化转型结束后人类经济

和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具体特征。例如，如果我们不笼统地使用“服

务业”概念，我们甚至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下一个社会阶段的人类

基本生产活动是什么，不知道食物生产和消费在非农化结束以后的

人类繁衍和再生产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不知道非农化以后的社会

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农业，不知道目前为人类繁衍必需

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是否完全可以通过非农业方式生产出来。到现

在为止，我们是用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及其变化、尤其是人类用于生

产食物的劳动力数量及其变化定义人类的社会阶段和转型时期。我

们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方式本身是否会在非农化转型结束后失去效

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将通过非农化转型完全离

开农业社会而进入后农业社会。除此之外，我们面对的几乎全是不确

定的未来。 

不过，对未来社会阶段的无知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正常状况。36 回

顾一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尤其是对从采集狩猎社会向农

业社会过渡的农业化转型的认识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之所以能

够达到今天水平的认识，能够从“正面”意义上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

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称为“农业化”，是因为最初获得这一认识的人

类群体，已经生活在农业社会甚至已经处在农业社会后期，他们知道

采集狩猎社会后期发生的大转型结束后所形成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农业。当他们把这一社会命名为“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

就把人类第一次大转型命名为“农业化”转型。相反，即使处在农业

化转型期内的那些世代的人类足够智慧，他们亦很少可能想象人类

 
36 波普尔，195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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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很少可能认识到他们所从事

的是一场根本改变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大变革。甚至在农业化完成、

人类生活在农业社会上千年以后，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文字并甚至建

立了以儒学、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人类还没

有总结出农业化转型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概念。和他们相比，尽管我们

的历史知识、思维能力和包括文字与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工具丰富得

多，但我们对未来同样缺乏确定的了解，缺乏足以让我们有信心定义

关于未来社会阶段的某些关键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那些关键知

识用肯定性的概念命名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和转型后的社会阶段。

未来的人类一旦有了这样的知识，命名非农化转型和后农业社会的

恰当概念将应运而生，而这些概念将一定是肯定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农化转型概念不但是对最近三百多年来

世界经济和社会史的一种总结与抽象，而且也隐含着对人类未来的

一种预期。这一预期的基础是对农业脆弱性的认识。根据现有知识，

只是在大约 12,000 年前，地球走出最近一次冰期并进入气候比较温

暖和稳定的全新世以后，人类才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文明。37  在这

之前，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十分频繁，人类应当得不到一段比如上万

年的“较长”时间来发展农业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文明。最近一万来年

的地球史才给了人类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自己。地球上互相隔绝的若

干地区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不约而同地发动农业化转型。38  这一

事实也许意味着，人类在这之前的两百多万年进化中，已经多少具备

了关于种植食用植物和养殖食用动物的某些基本知识与若干技能。

所以，当地球变迁终于为农业提供了长期的气候条件以后，人类便发

展出了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不知道

目前这个有利于人类农业的地球时期还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加入

人类影响之后的当前地质时期的温暖气候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也

不知道下一个冰期何时来临并会寒冷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地质学家

 
37 按照国际地层委员会的定义，全新世是从大约 11,700 前开始的。参见国际

地层委员会，2013。 

38 例如，中国和西亚的两河流域应当是各自独立地开始和实现农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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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球物理学家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时期称为“间冰期”，即两个

冰期之间的一段时间。虽然人类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并从而影响部

分地根据气候定义的地球地质时期的长度，但当今地质时期的长度

和特征主要受地球和更大尺度天体运动的影响。无论人类如何作为，

下一个地球高温期或冰期总会到来。根据以往的地球史，当今人类赖

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无法在未来的高温或冰期条件下大规模生

长，农业亦无法大规模存在。同时，人类在农业化时期和农业社会中

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大型哺乳类动物的捕猎，使得人类即使放弃农业，

也难以重新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最近一万年来自行崩溃的两大已

知文明——苏美尔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是因为农业破产后，人类无法

退回采集狩猎经济而崩溃的。因此，如果说人类在农业化转型时期还

有可能退回半动物半人的文明前状态，已经稳定地在农业社会中生

活了数千年的人类则无路可退。就人类大历史而言，人类和其在农业

社会中开始创造出来的文明，只有在人类把食物生产方式转到非农

业轨道上才能够继续维持和发展。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归结到一

点，就是在下一个不适宜人类、尤其不适宜人类文明生存的地质时期

到来之前，为人类和人类文明做好平安度过那个时期的准备。由于农

业本身对地球环境的高度要求，由于适宜农业的地质时期在地球史

上本来就极为短暂甚至偶然，因此，人类必须利用现在这一时期，在

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农文明，创造出用农业以外的更少依赖

特殊气候和地质条件的生产食物的方式，人类和人类文明才有希望

在下一个地质时期延续下去。这里，我们尤其关心人类文明的传承。

在迄今为止的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多个地质时期、多次重

大的地球灾变和生物灭绝事件，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依然顽强

地生存和延续至今。但是，如果人类在 12,000 年前曾经创造过重要

的物质或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却几乎没有延续下来。我们今天所有的

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人类在最近 12,000 年中创造的。39 因此，包括

 
39 Ruddiman 曾经问为什么人类在那么漫长的时期中取得的进步那么少。但世

界各地的一些大型史前遗址显示，人类在 12,000 年前可能创造出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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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内的当今人类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在下一次地质时期或地

球灾变时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是保证人类基本文明的延续。按

照我们的现有知识，人类如果曾经有过文明的话，那么，这些文明没

有延续下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农业的崩溃；或者说人类当时

虽然创造出农业及其之上的文明，但没有超越农业，因此，一旦地球

气候和地质变迁转到不适合农业的周期，一旦地球遇到重大灾变，人

类物种虽然可能延续，但人类文明却将随着农业崩溃而丧失。所以，

为了保证人类尤其人类文明的延续，当今人类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

超越农业。人类超越农业的途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利用人工环境

以原有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第二种是在人工环境下利

用非农业生物学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就此而言，尽管非农化转型在

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可在人类大历史

上，它一定同时表现为人类食物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变革。40 41 

我们对未来的无知，限制了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无法对当今转型

时期和下一个人类社会阶段建立肯定性的确切概念。但我们对迄今

为止的人类历史的认识和我们的历史分期，尤其对当今非农化转型

的认识和分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揭示

这些新视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非农

化大转型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研究者在考察当今时代时所面临的

概念混乱。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中常常出现的概念如“工业化”“现

 
的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建造了我们今天视为遗址的那些建筑。参见

Ruddiman，2005。  

40 迄今为止的人类非农化转型主要体现为人类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

可以用例如农劳比指标描述该转型。就此而言，我们研究的非农化转型过

程又可以视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如果考虑农业化转型的历史，

我们不仅可以用农劳比，而且可以用比如农业生产的食物占食物比重的指

标描述农业化转型。作为食物生产方式转换的非农化转型，目前已经出现

在人类的视野中。参见例如 Cai, Sun and Qiao, et al., 2021。 

41 作为历史学家而非科幻作者的赫拉利（Harari），曾猜想人类本身在未来的

三种可能即基因工程制造的超人、生化人和无机的智慧计算机统治下的

人。参见赫拉利，2011/2014，第二十章。不过，就目前来看，这三类人应

当依旧需要传统的食物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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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后发展”“服务型经济”“知识经济”

“信息经济”等等，既体现了学者们寻求适当概念以描述和把握工业

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努力，也反映了当今人类对自身所处阶

段的认识尚未成熟。42  我们用经济学的例子具体说明这一点。库兹

涅茨（S. Kuznets）曾把公元 1750 年前后开始的人类经济大转型时

期，命名为“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阶段并提

出该阶段若干特征。43  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了库兹涅茨的这个分期概

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关键特征是人均收入和人口本身两者的

快速增长。库兹涅茨认为这是 1750 年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而在

1750 年之前，人类尤其他所研究的西欧国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所以，库兹涅茨的概念抓住了人均收入和人口持续与显著增长这一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经济新现象。然而，库兹涅茨的概念又具有明显

的缺陷。首先，这个概念中的限定词“现代”便欠妥。每一时代的人

类都习惯地称呼自己的时代为“现代”。44 今天，绝大部分学者同意

工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的人类依然生活在

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历史阶段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从 1750 年到现

在以及未来的某个时点都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现代”。但是，只要更

远未来的人类依然把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称为“现代”，他们便必然会

摒弃我们把 1750 年至今的时代称为“现代”的做法。其次，“经济增

长”概念过于一般，不宜用来定义特定的历史阶段。库兹涅茨用人均

收入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表征经济增长。但上述两者在一段时期内同

时快速提高的现象应当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在未来的人类

社会中亦可能发生。例如，这一现象在农业化转型时期就应当出现

过。所以，这一现象不足以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某些时

代区别开来。再次，尽管库兹涅茨把社会甚至意识形态变化也视为

 
42 关于发展人类学对此的讨论，参见 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 pp. 1-74。 

43 参见 Kuznets, 1966，pp. 1-16。中文版：库兹涅茨，编著，1966/1989，第 1-

12 页。 

44 例如，根据 Singman 的研究，欧洲中世纪的作家们便称他们的时代为“现

代（modern）”，参见 Singman, 1999, p.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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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但“现代经济增长”这个概念至少在字面

上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强调的是经济现象。而人类历史的新阶段

需要用包含但又超越经济现象的涵义更为广阔的概念来命名，因此，

即使用“顾名思义”这个简单通俗的标准衡量，“现代经济增长”亦

不足以成为一个概括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阶段的恰当名称。

库兹涅茨概念没有被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

因，应当也在于它过分局限于经济学范畴。45 

当然，除了人均收入和人口快速增长外，库兹涅茨还为“现代经

济增长”列出了其他五个特征。在第三个“经济结构变化”特征中，

他列举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即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再向服务业转

移。后来的学者在研究“经济结构变化”的时候，常常把劳动力在农

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之间的特定数量结构变化，称为“库兹

涅茨特征事实”。库兹涅茨的劳动力部门结构变化无疑包括了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内容。然而，在他那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非农化甚至

算不上“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而仅仅是一个次级特征。就此

而言，库兹涅茨没有发现非农化的特殊意义。 

对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概念的上述评论同时揭示，一个恰

当地定义我们所处时代的概念需要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是它的独特

性或者排他性。它直接指示的特征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因此

它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与未来的其他所有时代区别开来。46 

 
45 从库兹涅茨的时代概念出发，Galor 进一步把人类史分为经济停滞时期、从

停滞向增长的转型阶段和增长时期。他用人均收入提高速度区别停滞和增

长。这种分期的缺陷和库茨涅茨分期类似，都否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经济

增长时期，否认未来出现经济停滞时期的可能性。参见 Galor，2011。 

46 库兹涅茨定义“经济时代”如下：“经济时代指的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

相当长的时期（远远超过 100 年）。这些特征让该时代自成一体，并把该时

代与前和后时代区别开来。(By an economic epoch we mea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extending well over a century) possessing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give it unity and differentiate it from the epochs that precede or follow it.)”库兹

涅茨亦意识到他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难以区别于随后的时代。对这个

缺陷，他指出由于我们依然处在这个时代之中，“该时代特征的最终形态

现在还不为我们所知。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个缺陷影响的是程度而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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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它的包容性，它能够包容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诸方

面的几乎所有重大变化内容。第三是它的简单性，直接明了，易于定

义和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概念显然不符合第一和第二两个标准。

相反，我们提出的“非农化”或“非农化转型”却能够满足全部三个

标准。首先，近三百年来人类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

农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三百多年前，人类主体或个别民族

即使经历过某种程度的非农化，它们和近三百年来的非农化相比也

是微不足道的。人类把自己的繁衍基础在根本上从农业转向非农业，

是最近三百年来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个时代特征过去

不会出现，未来也不再会出现。因此，无论现在还是一万年以后，当

人们提到“非农化”的时候，人们所指的必然是我们这个时代，而不

会出现误解和模糊。在这一点上，它和“农业化”概念的时间指向是

同样明确的。这里还应当强调的是，在时间维度上，非农化阶段不仅

对人类整体是独特的，而且对大部分个别民族也是独特的。迄今为

止，人类的主要民族和国家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的非农化历史过程，几

乎都是一次性的连续过程。所以，对每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非农化

概念的时间指向也都是明确的。其次，非农化虽然可以从经济学上理

解，但它无疑包括了远远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社会和思想现象。农业或

农民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非农化和人类从农业社会转

向后农业社会本身指的就是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一个意识形态、

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时期。因此，非农化概念

不仅可以用于经济学研究，而且可以广泛用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

研究。再次，非农化概念简单明了，既容易定义也容易理解，几乎不

留下任何模糊或歧义的空间。当然，在非农化以后的社会阶段上，一

旦那时的人类建立起命名他们社会的恰当名称，他们将会使用肯定

 
质，是强度而非本质。(the final shape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ly 

hidden from us. This limitation, however, should affect primarily questions of 

degree rather than kind, of intensity rather than being.)”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消

除他的时代定义缺陷。参见 Kuznets, 1966，p. 2, p. 15-16。该书中文版在本

脚注第 2 段引语翻译中有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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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重新命名我们所说的非农化时期，而这样的肯定性概念也一

定会满足这里的三个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和库兹涅茨命名

的“现代经济增长”、广为人知的“资本主义”47、波兰尼的“大转

型”48  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我们时代的命名概念，有着显著的时间起

点上的契合之处。这并不令人惊讶。实际上，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

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让处

在这一变化之中的人类，很容易把自己所处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

的时期区分开来，让每个具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很容易意识到我们

所处时期和工业革命之前时期的某些重大区别，亦让包括我们自己

在内的人类很容易产生为这一时期命名的冲动。因此，创造一个把我

们这个时期与之前的农业社会区别出来的概念并不特别困难。困难

的是定义我们时期的终点，从而把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社会阶段

区别开来，并且是用具有某种“自然科学的精确性”49  的特征区别

开来。一方面，许多学者提出的不同涵义的“资本主义”、库兹涅茨

的“现代经济增长”概念都正确地揭示了我们时期和我们之前的农业

社会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们的概念又无法揭示我们所处时期的终点

所具有的特征，所以无法区别我们所处的时期和未来的社会阶段。例

如，库兹涅茨和使用他的“现代经济增长”概念的经济学家，几乎完

全没有考虑过“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结束的问题，而有意识或无意识

 
47 关于资本主义概念（capitalism）起源的简洁说明，参见 Williams, 1983, pp. 

50-52. 又，库兹涅茨反对用“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 capitalism)”概念指

称他所命名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参见 Kuznets, 1966，p. 9。 

48  波兰尼（Polanyi）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以《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为名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著作。他所讨论的大转型指的是

工业革命后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而他强调的工业革命后

的时代特征是市场经济和其对人类社会体系的驾驭地位，和我们讨论的农

业化或非农化转型不是同一层次上的现象。参见波兰尼，1944/2013。 

49 马克思曾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

资产阶级的”几个时代，并提出区分历史时代的重大经济变革是“可以用

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naturwissenschaftlich treu zu konstatierende 

Umwaelzung）。”参见马克思，1859/1995，第 33 页。德文原文引自：

Marx, 1859/1961, 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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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将永久延续下去。在众多的资本主义概念中，马

克思以生产工具区分资本主义和它之前的社会阶段，即“手推磨产生

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Die 

Handmuehle ergibt eine Gesellschaft mit Feudalherren, die Dampfmuehle 

eine Gesellschaft mit industriellen Kapitalisten）。”50 51 马克思认为资

本主义阶段之后的社会阶段是共产主义，但他没有指出标志资本主

义终点或者标志共产主义的典型生产工具是什么。列宁根据马克思

的思路，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52 然而，

二十世纪的经济史同样表明，电气化属于我们所说的非农化时期以

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工具之一。因此，列宁对马克思

历史分期说法的这一发挥，依然没有指出资本主义阶段的终点标志。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资本主义”

“现代经济增长”等概念所提出的当前人类社会的特点，仅仅是我们

所定义的非农化转型时期的部分特征。就非农化转型迄今为止的历

史来说，非农化转型确实和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确实是一

种“大转型”。非农化转型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能实现，非农

化转型是否一定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是需要另外讨论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指出的只是，非农化转型要比它的实现形式如“资本主义”或

其他形式、比它的伴随形式如经济增长更为根本，非农化转型概念应

当能够更清楚地揭示我们这个时代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根本特征。  

 

 
50 马克思，1847/1995，第 142 页。德文原文引自：Marx, 1847/1977, S. 130。 

51 蒸汽磨显然不足以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特定生产工具。当代大型

面粉加工行业广泛使用的磨面工具是电力驱动和计算机控制的机械。 

52 包含这句名言的列宁的全段话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

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

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

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

业经济基础。只有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

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参见列宁，

1920/1995，第 364 页。在这里，列宁认为电气化是紧接小农经济的社会阶

段的生产工具标志，但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紧接小农经济之后的应当是资

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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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非农化转型的经济思想简史 

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就书面记录而

言，在观察和统计方面，配第（W. Petty）也许是第一位明确肯定非

农化现象的学者。早在 1672 年写成的《政治算术》一书中，他就指

出农业比工业收益少、工业又比商业收益少的现象。同时，配第还发

现当时的富裕国家把较少劳动力用于农业。53  一直到二百多年后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克拉克（C. Clark）利用当时发达国家的统计资

料证实配第的发现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现象，并将其发展为后来著名

的配第-克拉克劳动力转移定律，54 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从农

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集中的规律。这也是库兹涅茨列举的经济结构

变化的特征事实之一。在理论方面，我们前面曾引用历史学家汤因比

的观点，即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是和以食物生产取代食物采集的新

石器时期技术革命同等意义的两大历史事件之一。经济学家刘易斯

（A. Lewis）则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概

念而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55  但是，汤因比没有再跨

前一步，从工业革命走到非农化转型概念；刘易斯亦没有再跨前一

步，从剩余劳动力转移走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56  大多数学者更

没有超越汤因比和刘易斯。57 实际上，在 2016 年中期，我们用“非

 
53 配第，1690/1979，第 62-111 页。关于配第完成《政治算术》写作的年份，

参见《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编者撰写的介绍“威廉·配第”，编

者，1979，第 10页。尽管我们是为了方便而把 1700年作为非农化转型的起

点，但配第在 1700 年之前关于当时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描述，部分地支持

了我们的做法。 

54 Clark，1957。 

55 Lewis, 1954。  

56 参见本书第六章。 

57 例如，霍布斯鲍姆曾指出：“生活到第三个千年的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很

可能认为二十世纪对历史的重大影响，是这一惊人时期 [指 1950-1975 年时

期。--引者注] 造成而且是在这一时期内造成的。这一时期在整个世界对人

类生活造成的变化如此地深刻而又不可逆转。同时，这些变化还在持续。

那些在苏维埃帝国落幕时发现‘历史终结’的记者和哲学小品作者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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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做主题词，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中搜索不到超越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献。维基百科全书

亦没有“非农化”词条。就此而言，非农化尤其非农化转型尚未成为

世界学术界的通行概念。 

学术界难以清楚地认识非农化转型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应当是马尔萨斯（T. Malthus）学说的影响。58 这一影响又源于

二百多万年来人类对自身食物供应保障的忧虑。配第之所以能够指

出非农化对国家富裕的必要性，是因为他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很好地

经营自己的土地，养活本国人口将无须很多农业劳动力。但配第在人

类非农化转型刚刚起步时所持有的乐观情绪很快被随后学者的悲观

情绪压倒。在最早开始非农化转型的西欧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

压抑了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且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把社会的贫

困现象集中地暴露在人口密集的非农业部门聚集的城镇地区，从而

造就了学者们关于非农化导致普遍贫困的一般印象。59  本章前面引

用的康替龙关于人口如粮仓内老鼠那样快速繁殖的语录反映了十八

 
的。一种更合适的说法是，二十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标志着最近七千或八

千年人类历史的终结。这段历史开始于人类在石器时代的农业发明。说它

在那个二十五年内终结，至少是因为它结束了绝大多数人靠种植食物和养

殖动物生存的漫长时代。”参见 Hobsbawm，1994，p. 9。这里，霍布斯鲍

姆虽然谈到了农业社会结束的具体时间，但依然没有发现 “非农化转型”

的概念。此外，他没有对其论断提出任何证明，因此更像是某种一般说法

或断言。 

58 马尔萨斯, 1798/1992；Mayhew, 2014。 

59 霍布斯鲍姆曾经指出英国公众当时对农业困难的印象远远大于实际状况。

事实上，直到 1830 年代，英国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虑

到英国人口从 1750 到 1830 年增长了一倍多，同时英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

少，至迟到 1800 年前后已经不足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所以英国农业在没

有化肥、农药、农机和电力的技术水平上，应当说创造了我们今天难以设

想的生产率奇迹，才得以支撑了同时发生的英国人口高速增长和农业劳动

力转移。霍布斯鲍姆提出两个原因解释英国公众为什么忽视当时农业实际

状况而强调农产品供给困难。第一是粮食的不可替代性和在缺乏国际贸易

条件下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第二是拥有土地对一个人进入中上层社会

的必要性。但这两个原因显然远远不足以解释本节介绍的从康替龙到李嘉

图的经济学家们对英国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前景的悲观情绪。参见

Hobsbarm, 1999，pp. 75-76。 



第一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 

37 

世纪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十八世纪末问世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只是

当时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的经典总结。马尔萨斯理论影响了几乎所

有后世学者。60  因此，尽管从配第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农民少是国

家富裕的一个标志，但即使是以一国财富为研究对象的斯密（A. 

Smith）亦认为一国应当保持相当多的劳动力生产食物。61 十九世纪

上半叶的李嘉图（D.Ricardo）则直接把人均食物产量重新下降到仅

敷维生的水平，视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终结点。62  在

他看来，随着人口增长，食物需求提高，人类必须耕种越来越多、从

而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来保证食物供应。但越来越贫瘠的土地意味着

越来越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食物价格也就越来越高，保证能够并仅

仅能够购得维生必需食物的工资也将越来越高，利润便不得不相应

地越来越低并最后趋向于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

将终结。因此，根据李嘉图的逻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更贫瘠土地的

使用，人类甚至必须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即食物生产，所

以，当时的西欧国家不但不能把农业劳动力较少的现状保持下去，而

且还可能重回大多数劳动力务农的农业社会。显然，李嘉图代表了英

国和西欧在世界非农化早期对非农化转型的悲观思潮。 

与李嘉图相比，马克思则代表了某种乐观思潮。马克思把人类历

史看成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所处时代的表现是资本

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使命是为未来更高

级的历史阶段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指出什么是

未来阶段所需要的“最低水平”物质基础，可是，他不但对资本主义

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不可跨越性充满信心，而

 
60 早期欧洲经济思想史关于非农化转型的另一条线索，是从否认到承认非农

生产的“生产性”。例如，重农学派便认为，农业劳动力“是唯一的这样

一种人，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了他的劳动工资”，而非农劳动者

属于不生产阶级。斯密才在他的 1776 年著作中第一次明确肯定非农部门也

是生产部门，非农劳动者也属于生产者。参见杜尔阁，1766/1961，第 22

页；斯密，1776/2015。 

61 斯密，1776/2015。 

62 李嘉图，1821/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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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未来阶段建立起这一“最低水平”物质基础并完

成其历史使命的能力充满信心。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可能出现的问

题，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恶化、贫富差距、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社

会动荡、道德败坏等等，在资本主义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都不

可能终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在人口问题上，马克思否认人口规

律的独特性，而把人口规律当做资本积累规律的一种具体表现。与资

本积累要求的人口相比，如果人口多了，失业和产业后备军增加，工

资水平下降；若人口少了，失业减少，工资水平上升。但无论工资水

平如何上升，都不会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界限，因此都不会

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

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

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

水平。”63 不过，马克思讨论的工资上升或下降，是工资超过或低于

维生水平的波动。马克思没有讨论维生工资本身的上升问题，而维生

工资相应于食物价格提高的上升才是李嘉图悲观的理由。就此而言，

马克思没有直接讨论李嘉图的人口绝对增长问题，或者说，马克思完

全不考虑人口快速增长到某种程度，以至于资本主义无法完成其使

命的可能性。 

就农业而言，马克思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的建立

和剩余价值在农业部门的特殊分割方式。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他才进

一步关心农业本身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对他来说，“大工业

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

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64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是农业

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非农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由于土地在

农业中的作用远远超过在其他部门的作用，因此在农业雇佣工人生

产的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要分割为地租。针对农业部门的社会关

系，李嘉图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的三阶级观点，即农业土地所有者、

 
63 马克思，1867/1972，第 680 页。 

64 马克思，1867/1972，第 5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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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三个阶级，其中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给资本

家并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地租；农业资本家租入土地并雇佣工人耕种、

工人则出卖劳动力并取得维生水平的工资。只要人口还不足够多、食

物生产还不足够困难，农业资本家总的净收入在扣除地租和工资后

依然有一部分利润。65  马克思接受李嘉图的这一划分阶级观点并把

这些阶级视为“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

——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66  

马克思在研究农业和农业剩余价值分割及地租决定时特别指

出，他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

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

只在于它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

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

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

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

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

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十

分成熟。”67 因此，马克思认为他研究的是成熟或发达的资本主义，

其中农业和其他部门一样，利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通过雇佣关系

生产产品。68  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比重是否存在下降趋势，农业

 
65 李嘉图，1821/1962。 

66 马克思，1894/1974，第 698 页。 

67 马克思，1894/1974，第 693 页。 

68 其实，早在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的十九世纪中叶，“纯粹家庭农场和把

雇佣劳动力作为辅助劳动力的农场占农场的多数。真正的资本主义农场只

占农场的少数”。参见沈汉，2005，第 344 页。因此，李嘉图和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农业与农业三大阶级的设想与这些国家的实际状况大相径庭。而

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和二十一世纪内，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基本

组织是家庭，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家庭劳动。参见例如 Allen and Lueck, 2003; 

Friedman, 1978; Hill, 1993。在这些国家的农业中，英国农业的家庭自耕自营

比重可能最低。但即使如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英国家庭农场依

然占到农场总数的 40%以上，加上半家庭农场（intermediate family farms）

则达到近 66%。参见 Hill，1993，p. 363。从英国历史看，英国农业雇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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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绝对和相对数量是否存在下降趋势等等问题，不属于马克

思的研究范围。 

作为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考察对象的英国，非农化

转型早在他们写作时代之前很久便已经启动。不管马尔萨斯、斯密、

李嘉图、马克思和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对非农化转型持有何种看

法，农业劳动力不但相对、而且绝对减少的现象，都是他们亲眼目睹

并且不得不面对的英国经验事实。69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多次

提到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减少。70  在讨论资本主义积累造成的

三类相对过剩人口时，他把农业过剩人口单独列为一类，即他的潜在

过剩人口。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

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

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

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

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

待着有利于转移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

产业）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

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

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

 
人（hired workers）应当至迟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以比自耕自营的农业劳动

者（farmers）更快得多的速度减少。1851 年英国农业雇佣工人大约有 170

万，到 1925 年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到 1980 年代仅为 30 万左右，一百三十

年减少了五分之四以上。但同期英国自耕自营农业劳动者减少量不足五分

之一，因此，以自耕自营为主的农业愈来愈在英国农业中取得优势。参见

Zayed, 2016，p. 10。就此而言，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农业制度的观点，不

符合英国以及全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农业的基本状况。关于世界农业土

地制度以及它们向本书定义的广义自耕农制度的趋同，参见本书第十章第

10.4 节。 

69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英国农劳比在 1901 年前后已经降低到 10%上下，就

城市化来说，1750 年左右英国只有两个超过 50,000 人口的城市，到 1801 年

则有了八个，到 1851 年达到了 29 个。在 1851 年前后，英国超过一半人口

已经居住在城市。因此，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为特征的非农化转

型，对包括李嘉图和马克思等当时生活在英国的学者，应当是一个亲身体

验并且熟悉的经验事实。参见 Hobsbawm，1999，p. 64。 

70 参见例如马克思，1867/1972，第 743 页，758 页，759 页脚注 17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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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大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

的泥潭里。”71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走到了农业劳动力

减少的长期趋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面前，但他只是肯定“一部

分”人的转移，而且是以农村存在“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转移。他没

有想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农业劳动力可能转出农业，没有想到农

村不存在过剩人口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言，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农

业部门不但始终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地存在。他之所以在《资本论》

中专篇研究地租问题，就是因为农业重要性造成土地重要性。由于农

业的重要性，社会总要保持一部分劳动力在农业，这部分劳动力甚至

“相当地多”，因此，尽管马克思毫不怀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提高

劳动生产率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但他依然无法想象，人

类在他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可以达到只要很少农业劳动力

就能够生产出充足食物的生产力，72  更无法想象人类可能不需要农

业来生产食物的可能性。所以，即使马克思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即

使他不会更不应当漠视英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减少的经验事实，即

使非农化转型可能和他的资本主义阶段概念在时间起点和部分跨度

上不相矛盾，他也无法提出非农化转型的历史概念。 

实际上，到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即 1850 年前后，世界粮食产量

增长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欧美主要粮食贸易国之间

的粮食市场已经一体化，世界粮食市场已经形成，大量美洲粮食的进

口已经显著降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粮价，人口和食物生产的马

尔萨斯循环在欧美国家已经被打破。粮食产量比人口更快增长和德

国对英国非农化转型的效仿，最终确定了世界非农化转型的大趋势。

 
71 马克思，1867/1972，第 704-705 页。 

72 “充足的食物”不但包含、而且超过维生所需要的水平。马克思很少谈到

工资超过维生水平的可能性，因此也很少提及超过维生水平的食物消费。

但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均食物消费量远远超过马克思生活的十

九世纪。所以，在今天，食物是否充足不再和维生水平相联系。而“充足

的食物”所需要的农业和农业劳动力要远远超过维生食物水平所需要的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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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欧美国家人口增长显著放缓更加剧了食物供

大于求局面。73 74 食物供给过剩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重大经济难题。

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用农业补贴换取农业减产。因此，建

立在食物生产困难之上的李嘉图悲观态度不复存在。大部分经济学

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度转趋乐观，尽管他们和马克思的乐观理由

不同。75  经济学家的乐观态度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假定农

业技术的发展能够提供满足人类需要的食物，所以食物供给不再成

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第二是卡尔多（N. Kaldor）提出的经济增

长“特征事实”。76 这些特征事实的核心，是经济增长可以永远延续

下去，而李嘉图提出的利润率递减以致最终为零的历史预期是错误

的。基于卡尔多特征事实，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中期和后期创立了新

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77  这套理论中的“经济结构变化”研

究部分专注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然

而，正是由于它过于关注三部门的结构变化，因此它虽然把农业劳动

力绝对减少视为历史事实和研究对象，但没有发展出非农化大转型

的历史概念。78  此外，土地在增长理论中被视为资本的一个部分而

不享有特殊地位，因此地租尤其农业地租没有在增长理论中占到一

席之地。这是当今主流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各类经济学说的一个

重要区别。 

 
73 美国白人女性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如下：1800 年：7.040，1850 年：

5.420，1900 年：3.560， 1950 年：2.977，1998 年：2.041。由此可见美国

部分人口群体的自然增长率在最近二百年内呈现的显著下降趋势。参见 

Carter, Gartner and Haines, et al., 2006, vol. 1, Table Ab63。 

74 汉森（Alvin Hansen）甚至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当成经济长期停滞的一个主要

原因，参见 Hansen, 1939.  

75 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建立在他坚信资本主义能够完成自己

的历史使命，即为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的人类社会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物质基

础。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则源自资本主义在经济学意义上

可以永续增长的可能性。 

76 Kaldor，1961，pp. 178-179。 

77 参见朱保华，1999。 

78 参见例如陈体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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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非农化转型研究难以展开的原因 

上一节的简短回顾表明，非农化大转型在经济思想史上没有得

到适当的重视。实际上，它在当代经济学研究中亦没有得到充分重

视，有关非农化转型的理论讨论没有充分展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既存在于经济学之内，也存在于经济学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思潮

内。就前者来说，经济学关注问题的转移与非农化分析概念和数据的

缺失又可以视为两个具体原因。就后者来说，对当今国际学术界起着

巨大作用的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两大思潮，应当也是两个具体原因。

本书下面的第二章将专门讨论非农化的概念和数据问题，本节仅对

其他三个具体原因加以简短说明。 

就经济学关注问题的转移而言，我们可以说，正是经济学关心的

重点从早期以食物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转向以失业为核心的经

济波动，导致农业和非农化问题落入经济学研究的边缘。经济学研究

重地在人类最早开始非农化的欧美国家。经济学研究重点的此种转

变，亦根源于欧美国家非农化过程的重大转折，即大规模的农业劳动

力转移在那里基本完成。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大部分劳动力已经从事

非农生产的同时，非农劳动力的失业问题开始突出。我们用表 1.4 的

数据指出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劳动市场变量分成存量和流量两类。

如果把一国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则在某一时点上，劳动

市场的四个存量是总劳动力以及它在农业就业、非农就业和失业之

间的分布。我们观察总劳动力、农业就业和失业三个存量在中国、美

国和德国的数量关系。表 1.4 列出了这三个国家在 2010 年以及美国

在 1933 年的相应统计资料。该表显示 2010 年中国的农劳比依然高

达 36.3%，而美国、德国仅为 1.4%或 2.0%。另一方面，失业率在中

国只有很低的 1.1%，但在美国与德国却分别达到 9.6%与 6.7%。把

这两套数据联系起来，我们发现 2010 年失业与农业劳动力的比率在

中国仅为 2.3%，可在美国与德国竟然分别超过了 670%和 340%。失

业与农业劳动力比率的这样巨大差别，足以说明失业与农业劳动力

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在中国和美国、德国之间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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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并非崭新现象。对比中国 2010 年和美国 1933 年的数据，可

以发现尽管有着 77 年的时差，两国在上述三个指标上依然存在巨大

差别。事实上，早在 1933 年，美国的失业群体已经在数量上超过美

国的农业劳动力；当年美国农劳比不足 20%，但失业率却几达 25%；

失业对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亦超过了 100%。79 中国 2010 年的失业与

农业劳动力数据无疑有不确之处，但即使如此，中国 2010 年失业总

量远远低于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估计还是可信的。80 表 1.4 同时指出，

用农劳比指标衡量，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在 2010 年还

没有达到美国 1933 年的水平。 

表 1.4 中国、美国与德国的劳动市场存量，1933 和 2010年 

指标 单位 
中国 美国 德国 

2010 1933 2010 2010 

总劳动力 百万 770.1 51.6 153.9 42.5 

农业劳动力 百万 279.3 10.1 2.2 0.8 

失业 百万 9.1 12.8 14.8 2.9 

农劳比 % 36.3 19.6 1.4 2.0 

失业率 % 1.2 24.9 9.6 6.7 

失业与农业

劳动力比率 
% 2.3 129.1 672.0 341.6 

注：失业与农业劳动力比率=失业/农业劳动力。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附录 2、3。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就业：数据附录 

5；失业：ERP，2016，Table B11。德国：总劳动力、失业：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2, Tab. 12.1.1; 农业就业：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1, S. 75。 

 

对经济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常常不是存量，而是流量。表 1.5

中列出了对应表 1.4 各存量的流量。注意该表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79 美国的失业率后来又重新低于农劳比。一直到 1971 年，前者才最终超过后

者。美国失业率参见 ERP，2016, Table B11；美国农劳比参见数据附录 5。  

80 在中国，以特别的户口制度为基础，从事城镇非农就业甚至长期从事此类

就业的前农业劳动力在失业时，不得登记为城镇失业者。这使中国的失业

数据与大部分其他国家相应数据不可比。假如中国和美、德的失业数据可

比，虽然表 1.4 和 1.5 揭示的关系依然存在，但严重程度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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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根据一国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自然增长率相等的假定

求出的，所以它仅仅是该国最低可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81  尽管

如此，该表中的中国数据依然显示了 2010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

转移的事实，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上对总劳动增量和失业增

量两者的绝对优势。在 2010 年，中国转出农业的劳动力超过了 1,000

万，而失业增量和总劳动力增量各自仅有 13 万和 264 万，且失业增

量还是负数。所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不但远远高于同期中国

失业增量的绝对值，甚至远远高于同期中国新增的劳动力总量。相

反，失业增量的绝对值在中国小得几乎微不足道。它仅仅占到总劳动

力增量的 4.9%和农业转出劳动力的 1.2%，对非农部门和整个中国经

济增长完全不具有重要性。82 

表 1.5 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劳动市场流量，1933 和 2010年 

指 标 单位 中国 美国 德国 

  2010 1933 2010 2010 

总劳动增量 万 264 59 -25 -9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万 1,059 20 -11 1 

失业增量 万 -13 77 56 -33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与

总劳动增量比 
% 400.9 32.9 42.1 9.5 

失业增量与总劳动增

量比 
% 4.9 130.5 221.3 377 

失业增量与农业劳动

力转移量比 
% 1.2 385 526.1 3,959.70 

注：比率若负数则取绝对值。 

资料来源：参见表 1.4。 
 

美国和德国的情形与中国相比正好处在另一极。表 1.5 指出，无

论在 1933 年还是 2010 年，就绝对值而言，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81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定义和解释，参见本书第二章。 

82 由于失业群体是城镇户籍人口中最为贫困的人群，所以虽然和农业劳动力

转移以及总劳动增量相比，失业增量的宏观经济意义不大，但它对失业者

个体和家庭的经济意义很大，同时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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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都仅仅是失业增量的一个零头；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

模也远远小于同期美国总劳动力增量。然而，美国失业增量不但远高

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它亦高于总劳动增量。德国 2010 年的情形和

美国类似。所以，在投入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源的数量变化中，来自失

业群体的劳动力在 1933 年的美国和 2010 年的美国与德国显然最为

重要，总劳动增量次之，而农业劳动力转移最不重要，在 2010 年甚

至根本无足轻重。显然，在 2010 年，上述三个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在

中国正好与它们在美国和德国的排序相颠倒。83 

表 1.4 和 1.5 展示的经济环境，证明在欧美国家出现和发展的当

代经济学不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当作主要研究对象既是可能的，也是

必要的。表 1.4 和 1.5 中的 1933 年是非农化转型经济史上的重要一

年。正是在这一年，非农劳动力的失业开始变成欧美国家最为严重的

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研究的重点，包括理论、政策和统

计诸方面研究重点，相应地转向失业现象。随着凯恩斯《通论》的出

版，把以失业为特征的经济波动作为中心议题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诞

生。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指出农业对经济波动不再具有重要意

 
83 表 1.4 和 1.5 同时揭示出不同于欧美经济的中国经济的若干重要特征。一些

中国经济学家曾经争论过中国经济的特征。例如，张培刚提出中国经济

“大”“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三个特点，希望据此建立新型发展

经济学来应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厉以宁指出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非均衡，包

括企业缺乏活力引起的非均衡；即使通过改革消除了后一类非均衡，中国

经济仍将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动态失衡。林毅夫、蔡昉与李周则强调中国

经济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众多。在这些观点中，张培刚的观点失之笼统，

其三大特点难以严格定义。比如，胡景北曾证明了世界银行提出的发展中

国家定义与经济学研究需要的“发展中经济”概念不是一回事。厉以宁指

出的“非均衡”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实际经济体系的特点。但对非均衡的研

究须以均衡研究为前提；不明了均衡，非均衡既无法定义更无从研究。林

毅夫等学者强调的劳动力众多确实是中国经济区别于欧美经济的一个重要

特征。但劳动力众多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它并不必然地能够与中国宏

观经济运行尤其短期波动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严格定义劳动

力“众多”；而缺乏严格定义，这一特征便无法纳入理论研究。参见张培

刚，主编，1992；主编，2001；厉以宁，1991；林毅夫、蔡昉和李周，

1999；林毅夫，2010；Lin, 2012；胡景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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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84 因此，他假设整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这就是所谓的单部门

“假设”。85 后来的宏观经济学家接受了这一假设并把它变成宏观经

济研究的标准设定。在本书讨论的非农化问题范围内，我们用“新古

典”表示单部门假设。在某种意义上，单部门假设也可以看成不考虑

农业而仅仅考察非农部门的研究限定。这样，劳动力在各部门间的转

移、特别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被自动排除出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圈。在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三大核心或

一级变量。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被边缘化的劳动市场流量之一，变成

次要的二级甚至三级变量，其理论地位和诸如女性就业率相当，不再

具有独立的宏观经济学意义。 

在导致非农化转型不受重视的社会思潮原因中，第一个原因应

当是环保主义对非农化特殊担忧甚至敌意。与马克思和现代主流经

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人类未来抱有充分信心相反，环保主义者不但

回到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传统，而且比后者更强烈地怀疑人类尤其

是非农化大转型的未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从他们看到的人口快速

增长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人类还得返回贫困和人口缓慢增长的农

业社会。现代环保主义者则担心人类连农业社会也无法返回，甚至担

心人类在比如最近二、三十年，就会走到地球和自然环境给人类造成

的发展极限，担心当今人类文明很快崩溃。现代环保主义对学术界发

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个标志，应当是罗马俱乐部于 1972 年发表的报告

《增长的极限》。86 该报告预言人类若以当时的方式继续增加自身数

量和个体消费数量，人类文明将在公元二十世纪末达到发展极限。虽

 
84 凯恩斯，1936/1983，第 22 章。 

85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凯恩斯理论同时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

变，即从思辨性的哲理转变为实证性的分析。大量新的分析工具进入宏观

经济学，经验检验成为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恰恰在这里，早期

的非农化思想没有能够转变为非农化分析。而和理论范式转变同时兴起的

统计研究和统计实务，亦没有直接针对非农化展开。这也是非农化落为经

济学边缘问题的一个原因。本书把它归结为非农化分析概念和数据的缺

失，并在第二章加以讨论。 

86 Meadows, Meadows, Randers and Behrens III, 1972; Meadows, Randers and 

Meadow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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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一预言和其他类似预言屡屡落空，但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却日益

增加，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要力量。 

环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态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指出

的由自然环境因素变化造成的人类食物生产困难上。根据环保主义

的观点，由于耕地退化、地球变暖、水源匮乏等原因，人类食物生产

将越来越困难，食物短缺现象将越来越严重，当今人类甚至会因此而

重蹈历史上某些人类种族因此而灭绝的覆辙。在他们看来，“我们正

走入食物价格上涨和饥饿蔓延的新时代。在食物方程的需求方，人口

增长、收入水平提高、食物用于生产汽车用燃料等因素以创纪录的速

度扩大食物消费；在供给方，极其严重的土壤流失、日益加剧的水匮

乏、地球不断上升的温度等因素使人类越来越难扩大食物生产。除非

我们能够扭转这些趋势，否则食物价格将继续提高、饥饿将继续蔓

延，最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社会制度。”87 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布朗（L. 

Brown）曾经问道：“我们能够及时地扭转这些趋势吗？食物曾经是

许多早期文明的薄弱环节。考古学家正在研究这些文明留下来的遗

迹。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人类文明是不是和那些灭绝的文明一样面临

着食物困难？”88  许多环保主义者对布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

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89  因此，尽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

《增长的极限》发表以来，世界农劳比明显下降，世界农业劳动力大

规模向非农部门转移，世界粮食产量尤其人均粮食消费量日益提高，

但我们所指出的非农化转型大趋势，对他们依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

“幻觉”。 

毫无疑问，环保主义者的警告有其正面意义。正如我们前面对后

 
87 Brown, 2012, p. 3-4。 

88 Brown, 2012, p.4。 

89 例如，Wright 便声称：“人口增长虽然放缓了，但到 2050 年，地球上依然

会增加 30 亿人。我们也许能够在短期内养活这么多人，但我们必须减少食

肉，必须分配食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是保持我们现在的消费水平”。他

并且警告说如果人类现在不立即改变自己，人类将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

己，人类文明的下场将比人类史上所有其他文明的悲剧下场更为悲惨。参

见 Wright, 2003,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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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所表述的无知那样，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如果排除比如天

外物体侵入、巨大地震和气候骤变等特殊的人类猝不及防甚至无法

防范的灾变，排除核战争等人类内部争斗造成自身毁灭的悲剧，那

么，地球环境“较为缓慢的”变化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在某种程

度上确实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而减轻，例如抑制并且“适当”

减少人类种群现有的数量，在保持健康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减少人均

食物和其他物质消费，重视开发绿色技术，等等。这样，人类和人类

文明可能在现有环境和未来更恶劣一些的环境下更长期地存在和繁

衍下去。但是，环保主义者要求人类退回农业社会的主张却是不可接

受的，因为对于现今的人类和人类文明来说，那只是死路一条。90 

试图否定非农化转型的另一个思潮源于工人运动。我们把已经

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劳动力笼统地称之为工人。在非农业劳动市场上，

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同时面临着和资本家与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双重竞

争。工人只有在竞争中压倒农业转移劳动力之后，才能够在和资本家

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但是，在工资、劳动条件、职业和相关福利诸方

面，工人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竞争中几乎全处于劣势，因此，

为了避免与继续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竞争，工人运动在理

念上倾向于否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而否定非农化转型的

大趋势；在宣传上则根据非农化转型前期表现出来的工业化趋势，断

言工人的“历史先进性”并以此在和农业转移劳动力的竞争中获得特

权，在实践中则倾向于利用组织和政治力量减缓和阻止农业劳动力

转移以实现特权。在二十世纪之前的人类非农化大转型早期，工人缺

乏特权，工人运动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遏制作用几乎微不足道。在二

 
90 按照部分学者的研究，人类其实从农业化转型时期就开始对地球气候施加

显著影响。例如，地球气候周期变化和二氧化碳与甲烷在大气中浓度水平

有关。按照已知的地球气候周期规律，这两种气体的浓度应当从 12,000 年

前一直下降到今天，但它们却分别从 8,000 年和 5,000 年以前起“反常地”

转为上升，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它们的上升又和地球气温提高即所谓的

“全球变暖”相关。学术界还没有发现可以大体解释这两种气体几千年来

反常增加的自然科学原因。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近 10,000 年来的人类农

业生产本身可能便是最近“全球变暖”的基本原因。参见例如 Ruddima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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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内，完成或基本完成非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对非

农化的抵制，主要表现在国际范围内对跨国移民的抵制，即通过政权

力量为保护本国工人而阻止其他国家劳动力移入本国。91  刚刚开始

非农化转型的国家为保护工人，则在国内范围阻止农业劳动力转入

非农部门，在国际范围阻止外国资本流入。我们在两个于不同时期经

历非农化转型的世界大国——美国和中国内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

表现。较早开始转型的美国起初地广人稀，因此不限制甚至欢迎国际

移民。大部分移民起初亦在农业就业。但随着美国非农化的顺利进

展，移民就业重点转到非农部门，移民与工人的矛盾开始突出。津恩

（H. Zinn）曾经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写了一本美国历史书。该书在

谈到外国移民和美国本地工人关系的时候指出：移民“造成劳动力过

剩，压低工资。与本国工人相比，移民更容易被控制，更加无助，文

化上更失落，他们之间更多争执，所以，移民是罢工的有力破坏者。

同时，他们的孩子也常常工作，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过多和失业问

题”。92 因此，为了避免移民造成的竞争，美国工人强烈要求限制甚

至禁止外来移民。正是在工人和他们支持者的持续努力下，美国于二

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式建立移民限额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便是

限制非熟练劳动力移入美国。而这部分试图国际移民的非熟练劳动

力，很多直接就是移出国的农业劳动力，另一些则是在移出国直接和

 
91 广义地说，这里也包括对一国资本转出和贸易赤字的抵制。资本转出意味

着国内资本紧缺程度提高和劳动需求程度降低；贸易赤字意味着在净值

上，一部分国内使用的产品由国外而非本国工人生产，所以贸易赤字减少

对本国工人的需求。关于贸易赤字对国内劳动市场的影响，Borjas，

Freeman 和 Katz 曾经发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和晚期，若美国贸易

平衡，美国劳动需求将增加 1.5%。就此而言，抵制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的

工人运动也同样抵制贸易赤字。参见Borjas, Freeman and Katz, 1992, p. 214。 

92 Zinn, 2005，pp. 266-267。该书中文版为：霍华德·津恩，1980/2000，美国人

民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津恩曾反对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时加入对日本的

战争。他还认为工人的“最大敌人是体制——官僚机构、警察、军队，而

无论它们使用的标签是法西斯主义、民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该书英文

版，同上，p. 420。不过，津恩没有意识到，除非废除国家或政府体制（这

又是不可能的），否则津恩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够安全地发表和传播他的

这些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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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劳动力竞争的非农业劳动力。因此，美国和其他较早开始非

农化转型的欧美国家的移民制度的重要作用，是把本国工人和世界

农民隔离开来。应当说，这一制度既是欧美工人运动迄今为止取得的

最大成就之一，也是对世界劳动力尤其农业劳动力国际转移的最大

打击之一。93  最早提出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在他为后来的发展经济

学奠定基础的经典文章中，曾经设想一国把自己的剩余劳动力转移

到高生产率部门后，其他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会向该国转移并在该国

成为高生产率的劳动者，全世界将更快地消除剩余劳动力。94 然而，

以避免劳动市场竞争为主要目的的移民配额制度严重挫折了他的设

想。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明确开始非农化转型的大部分发展中国

家而言，国家权力常常用来建立工人特权和限制农业转移劳动力和

工人的竞争。例如，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用各种法律或组织方式保

证非农劳动力的工资远远高于农业劳动力收入。这里，阻止甚至完全

隔绝农业劳动力和工人的竞争成了不可或缺的制度手段。发展经济

学中的著名理论——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或哈里斯-托达罗模

型（Harris-Todaro model）便以城市工资由政府或者工会决定并高于

乡村工资为研究前提。95  因此，这些模型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发展农

村以便把农业劳动力留在农村，免得他们为追求高工资进城并和城

市工人竞争。但他们的建议与政府优先工业化的目标相矛盾。为摆脱

这一政策困境，采取极端措施的国家如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

 
93 萨缪尔逊 (P. Samuelson) 对美国此次移民立法曾评论如下：“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美国通过了严格限制移民的法律。……从那时起，移民潮变成涓

涓细流。移民政策通过减少劳动供给而有利于保持高工资。”参见

Samuelson, 1964, p. 552。 

94 Lewis，1954。 

95 Todaro, 1969；Harris and Todaro, 1970。Harris and Todaro 在研究农业劳动力

转移时反复强调他们考虑的前提之一是“由政治决定的显著高于乡村收入

的最低城市工资（a politically determined minimum urban wage at level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agricultural earnings）。”他们说的“政治决定”，

便是歧视和阻止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工人和城市特权。参见 Harris and Todaro, 

1970, 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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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干脆用正式制度把人口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两类并禁止农业人

口自行进入城市，同时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在农村从事非农生产。96 用

这样的方式，在“工业化”口号下，政府在一国之内把农业和非农业劳

动者隔离开来，避免他们之间的竞争。此外，由于资本从发达国家向

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农业转移劳

动力之间的直接结合，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抵制，依

然可以视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抵制。97 

环保主义和工人运动对非农化转型的负面态度在学术界造成的

后果之一，就是很多研究者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乡村凋零的后果，

而乡村凋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侵入乡村的后果。这一逻辑必然

引出乡村本来是田园诗般美好天地的结论。而其理念又必然是反非

农化大转型的。我们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帕金斯（D. Perkins）等人

所著的《发展经济学》是一本广泛流传并多次再版的教科书。该书一

开始便详细讲述了一位马来西亚姑娘的故事。98  这位农村姑娘为了

更高的收入，离开故乡到一家装配电子器件的城市工厂打工。她省吃

俭用，不但经常寄钱给留在村庄的家人，而且还有了一笔自己的储

蓄。经过若干年努力，她在工厂内上升到管理层。七年后，当电子行

业遇到一次衰退时，她辞职返回家乡，结婚成家并“幸福地在她的可

达村里持家育儿。”99 在千千万万转移出农业和农村的年轻女性劳动

 
96 诺顿，2007/2010，第 97-102 页。注意该书中文版有删减。 

97 这一点应当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近三十年

内，工人运动无论在全球规模还是在大部分重要国家中都处于低潮。即使

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没有基本改变的国家亦放弃了“工人阶级领导一

切”之类的口号。关于最近三十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美国工人的负

面影响和美国工人的观点，参见 Tonelson, 2002。作者在该书中明确表示自

己“主要关心的是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的影响，而非全球化对世

界经济或作为整体的世界工人的影响（my main concern is globalization’s 

effects on the U.S. economy and America’s workers—not the world economy or 

the world’s workers as a whole）”。参见 Tonelson, 2002, p. XV。 

98 Perkins, Radelet, Snodgrass, et al., 2001, pp. 3-6. 他们的这本发展经济学教科

书获得许多奖项，其中之一是中国发放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参见

新华网，2010。 

99“happily engaged in raising a family in her Kedah village”, 参见 Perkins, Radelet, 

Snodgrass, et al., 2001,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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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帕金斯等人的这个例子肯定有其背景。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转

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来说，留在城市和非农业部门才

是他们的目标；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明确展示出来的非农化历

史事实表明，绝大多数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确实长期甚至永远地

留在了城市非农业部门。因此，帕金斯等人作为例子的那位马来西亚

姑娘绝对不是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典型代表。但帕金斯等人却错误地

把那位姑娘当成“发展中国家近 40 亿人的象征”。100 对帕金斯来说，

原先的村庄应当是暂时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业劳动力回归的幸福终

点。也许由于他们所想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暂时性”，所以，除

了这位姑娘的故事，他们在其厚达近 800 页的教科书中，几乎再也

没有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这样，他们就漠视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每

一位农业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庭以及对全人类的特殊重要性，漠视了

非农化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本章第 1 节展示了最近三十年来世界农

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大规模转移的时代背景。在这样显著的时代背

景下，珀金斯等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漠视所可能有的最主要原因

之一，应当是他们对非农化转型持有的负面态度。同时，他们不厌其

烦地讲述农民工幸福地返回农村的故事，而且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基本事实不置一词，又误导了希望了解正处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

移阶段的各国实际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大量读者。101 

  

 
100 参见 Perkins, Radelet, Snodgrass, et al., 2001, p. 6。 

101 一般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属于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然而，

不但 Perkins 等人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漠视农业劳动力转移，其他类似教科

书同样如此。Ray 的《发展经济学》与 Agenor 和 Montiel 的《发展宏观经济

学》是该领域的主要教科书，可它们完全没有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惟一例

外是后一著作在讨论 Cardoso 模型时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Todaro 和 Smith

的《发展经济学》只是简略地介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且主要介绍的是托

达罗本人对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Basu 的《分析的发展经济学》在不同章

节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但没有把它作为独立问题。参见 Ray，1998；

Agenor and Montiel，2008，pp. 380-385；Todaro and Smith, 2012；Basu, 

2003。国内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则多有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内容，不过

几乎都限于介绍国外理论，参见例如叶静怡，编著，2007 年；姚洋，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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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 1 

 

 

2.1 问题的提出 

我们在第一章提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并把农业劳动力

转移视为非农化转型的核心内容，在那里，我们用农业就业比或农劳

比度量非农化转型。不过，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转型研究成为科

学分析的关键条件之一，是其度量概念的严格和无歧义性。本章的第

一个任务便是严格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概念以及其他辅助或

附属概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组合词具有定性

和定量双重含义。首先，它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定性概念，指劳动

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转变；其次，它又是一个转移多少的数量或

变量概念。即使在日常用语中，它也包含着这双重含义。对非农化转

型的经济学研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双重含义提出了两类问题。

第一类与非农化转型何以可能有关，第二类与非农化转型如何进展

有关。这两类问题密切相关但又各自独立。第一类问题的核心也许是

非农化转型的“第一推动力”：它为什么发生并且为什么在人类历

史的某个特定时点发生？它是怎样发生和起动的？第二类问题的核

心则应当是非农化速度：起动后的非农化转型是如何“转”、如何变

化和进展的？本书关注第二类问题，因此假设非农化转型的“第一

推动力”问题已经解决，人类包括中国已经处于非农化转型中。2 本

 
1  本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胡景北，2015a，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指标与

标准数据计算方法，《经济评论》2015 年第 2 期，第 41-51 页。 

2  非农化大转型是从西欧尤其英国荷兰开始的。关于非农化如何起动并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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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也不讨论也许是更重要的另一类问题，即为什么非农化、非农化

“好”或“坏”或“好坏程度”的问题。也就是说，本书把非农化大

转型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而不考虑这一事实“好坏”或这

一事实如何出现等等问题。 

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视为非农化转型的核心内容，非农化转

型如何进展的问题便可以转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问题。正如

本书第一章清楚地表明那样，非农化或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正在我们

眼前展开的经验事实，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属于经验研究。经

验研究的前提是所研究的某一类经验事实需要被提炼成一套描述它

的标准数据。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中，标准数据广泛地

用于建立和检验理论模型。实际上，如果缺乏标准数据，每个学者自

撰一套数据并据此建立理论，我们就无从比较针对同一经验事实的

各种理论、更无从辨别哪种理论更为可信。数据的标准化是自然科学

也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标准化亦是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必要条件。3 本章的第二个任务是提出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标准数据。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数据可以分为官方统计数据和学者自拟

数据两类。就前者来说，各国官方统计部门提供了有关农业劳动力转

移的大量标准数据，例如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就业比等等。本章把

 
不可逆过程的研究，主要属于历史学尤其经济史学领域，可参阅有关西欧

早期工业化的文献。经济学理论研究，可参考有关农业社会的经济停滞到

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研究，如 Hansen and Prescott, 1998; 2002, Galor, 2005 等

研究方向的文献。 

3  经济学中的数据标准化工作可以具体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关于国民经济统计

的早期研究。在政府承担基本统计职能之后，经济学家使用的许多标准数

据来自政府统计部门。但不属于政府统计范围的其他经济变量的数据，需

要学者自己搜集、整理和标准化，例如人口变迁、资本存量、实际利率等

数据。后一类工作的典型例子在国际上是 Summers 和 Heston 创建的“Penn 

World Table”，即“宾州大学世界数据表”；在中国是贺菊煌、张军和章

元开始的中国资本存量估算。本章和 Summers、贺菊煌等学者工作的区别

之一，是他们在数据标准化研究中可以利用大量现成的定量概念与计算方

法，而本章首先需要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计算方法。参见

Summers and Heston, 1988; 贺菊煌, 1992; 张军和章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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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直接视为标准数据。就后者来说，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需

要的许多重要数据不属于政府公布的统计资料范围，研究者必须自

己去搜集、整理和形成数据，例如本书第一章已经使用的农劳比数

据。如果借以整理这些数据的概念指标明确，数据来源清楚、整理过

程合乎逻辑，学者整理的数据亦可以成为标准数据。实际上，我们在

第四章使用的美国十九世纪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便出自学者的研

究，而这些数据已经被大多数学者视为研究美国有关问题的标准数

据。这里需要提示的是，现有的官方统计资料和民间调查资料，已经

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提供了一个类似富矿的数据资源，只要恰当

挖掘和整理，我们就能够发现若干最关键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

据系列。 

不过，在整理和形成标准数据之前，我们需要统帅数据的定量概

念。定量概念是可以用数据表示的度量指标。事实上，没有度量指标

便不可能得到相应的数据，因此，指标是数据的前提。例如，在物理

学中，若没有加速度指标，人们便不可能搜集和形成关于加速度的数

据。就此而言，提出和建立度量指标是比获得数据更为基本的工作。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的研究不但需要标准数据，而且更需要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指标，也就是严格地表述“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

中的定量含义的诸指标。然而，仅仅就发生了当今世界最大规模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中国来说，经济学界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指标的

探讨便没有展开；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和转移率的计算尚未统一，甚至

出现臆造数据的现象。例如，程名望和史清华在《经济学家》、严浩

坤和徐朝晖在《农业经济问题》上发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文章，

其转移量数据直接引自武治国的硕士论文；4 后者虽然标明其数据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但这两种年鉴从不

提供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而武治国对如何利用这些年鉴的其他数

据计算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又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因此他的数据不

符合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其他研究者计算或使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4  参见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严浩坤和徐朝晖，2008；武治国，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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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数据亦处于混乱状态，同一时期的转移量相差甚至达一亿人以上。

例如陆学艺在 2004 年、蒲艳萍与吴永球在 2005 年各自得出到 2002

年为止，中国总共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分别为 26,312 万人和 9,032 万

人。5 造成这一巨大数据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指标不同。国际经济学界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指标的研究同样

薄弱。福斯特（Foster）和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曾经在《发展

经济学手册》上撰文，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两个基本困难是缺

乏数据和缺乏研究框架。6 但这两个困难的根源都是缺乏严格的农业

劳动力转移度量指标，也就是本章作为第一个任务需要解决的核心

概念问题。这里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只有依据适当并严格的度量指标，

人们才能有序地整理现有数据，并在现有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按照一

定方向去搜集数据；否则，即使数据成堆，人们亦无法理解并依然

“缺乏数据”；其次，只有依据适当的度量指标整理的数据，才能揭

示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科学家也才能就此提出问题和建立解决问题

的理论框架。
7
 所以，整理数据的概念指标比标准数据本身更加重要。

因此，本章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概念，并说明以

这些概念为指标而整理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据的方法。应当说，

只要建立恰当的定量指标，我们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整理出系统的

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据，从数量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现

象，从而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铺平道路。 

2.2 时间定义 

为了严格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首先需要严格定义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时间概念。假设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或非农化转型是人

 
5  参见陆学艺，2004；蒲艳萍与吴永球，2005。 

6  Foster and Rosenzweig, 2008, p. 3054。不过，Mundlak 早在 1978 年便发现经

济学中没有任何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可检验的宏观模型。他猜想的原因

是缺乏数据。参见 Mundlak, 1978。 

7  波普尔，195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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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历史上一个可以明确定义其时间起点和终点且时间长度有限的历

史阶段。用 t*表示该过程的所有时点集合，t*=(0, …, 1, …, 2, …, t, …, 

T)R+是一个有序的非负实数集，T 是一足够大的有限数。0 t*时

劳动力全部集中在农业，T t*时劳动力全部集中在非农业包括失业

内。为了叙述简便，我们也常常用离散方式定义非农化的时点集合为

t=(0, 1, 2, …, t, …, T)Z+。它是一个有序且可数的非负整数集合。

显然，t t*。 

我们设想劳动力在时点 t tt*上配置在不同生产部门或失业且

t+1 t*上的劳动配置不同于 t t*上配置，所以，各时点在经济学上

的区别可以用不同的劳动配置来标识。劳动力转移发生在两个时点

之间并将前一时点的劳动配置改变为后一时点的劳动配置。显然，劳

动力转移意味着从一种劳动配置向另一种配置的变换。因此，定义劳

动力转移的前提是定义转移发生或进行的时间。这是比较静态方法

的思维。不过，因为任何变化都发生在“一段”时间中，所以动态方

法所研究的变量及其测度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概念。例如，物理学

中的瞬时速度定义所依赖的时间概念，是趋于无穷小但依然大于零

的“一段”时间而非一个时点，瞬时速度的测度更依赖特定的“时

间段”而非时点。但“一段”长度不等于零的时间意味着两个时点

之间的时期段。两不同时点规定了一个时期。变量包括经济变量在该

时期内变化并造成本身数值在两时点的区别。然而，引入时期就不能

回避时期内又分时期的无限可分问题，
8
 因此，我们需要定义时点短

期、时段短期和长期三个时间概念。t t*的时点短期指的是 t t*时

点邻域内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期间资本和劳动力总量是常数，资本

的部门配置不发生变化，但就业失业以及就业者的部门配置可以变

化，即劳动力可以就业、失业并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流动。(t, …, t+1) 

 
8  和数学不同，“无限可分”在包括经济学的经验科学中更多是一种方便用

语，表示“可分”到对所研究问题不再有意义的小的程度，而非表示所研

究的问题一定要求时间或时期的无限可分。本书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该用

语。例如，物理学中目前公认的最短时期的持续时间长度是普朗克时长，

为 5.4×10-44 秒；这一时期不能再细分。因此，严格意义的“无限可分”在

物理学中亦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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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的时段短期则指两相邻时点 t t*和 t+1 t*之间的时期，期间

资本和劳动总量发生一次性变化，它们的部门配置多次变化，例如劳

动力可以在农业就业、非农就业和失业三者之间多次流动。(t, …, t+n) 

 t*，n [2, T] t*的长期指的是 t t*和 t+n t*两个时点之间的时

期，期间资本和劳动总量且它们的部门配置可以发生多次或持续变

化。这里的时点短期与长期两者的定义与经济学中常见的同名概念

相同。时段短期之所以称为短期，是因为我们假设资本或劳动总量一

次性变动所造成的部门配置调整需要的时间很“短”。9 在劳动力部门

转移的分析中，t tt*时总劳动一定，各部门劳动占总劳动比重表示

总劳动在 t t*时的部门配置；若总劳动不变，(t, …, t+1) t*内的劳

动力转移则表示总劳动的部门配置在由两时点 t t*和(t+1) t*确定

的时段内的变化。这里，我们定义劳动力转移为劳动力在(t, …, t+1) 

 t*的时段短期内在各生产部门间的流动；劳动力在 t t*的时点短

期的部门间流动不属于本书讨论的劳动力转移。10  

在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中，劳动力在 t t*的时点短期的部门

间流动如在就业和失业间的流动是经济在 t t*时点上实现均衡的必

要条件。但这样的流动和劳动力转移、尤其和我们关心的劳动力长期

转移趋势无关。这里有必要比较一下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

维度。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在非农化大转型中，

后者具有而前者不具有确定性的长期趋势。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经

济学寻求某个最优且均衡的失业率水平，研究这样的失业率如果在

某一时点存在，若社会对失业的偏好持续不变，则该失业率水平如何

长期维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性质则完全不同。在非农化大转型的历

 
9  时段短期含有可进一步细分的时点和相应细分的时期。用 1, 2, …, n 表示时

段(t, t+1) t 内的第一级细分，我们可以识别出细分时点 t+1, t+2, …, t+n, …, 

t+1-1 以及这些时点之间的细分时期。在 t+n 内我们还可以做第二级细分，

等等。不过，这一无限细分的可能性不影响本书对两类短期的定义。 

10  在经济学文献中，时点短期的劳动力部门流动常常称为劳动力配置

(allocation of labor)，超出这一范围的流动往往称为劳动力转移(migration of 

labor)。就此而言，劳动力转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力部门配置或再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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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过程中，即使我们针对某一时点发现了最优且均衡的农业劳动力

数量或者农劳比水平，我们所要研究的，亦是如何进一步降低农劳

比，而不是如何长期维持农劳比在该水平上。使用数学语言，若 ut
*

是 t t*时最优均衡失业率，则在社会偏好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希望

ut+1
*=ut

*以至于 ut+n
*= ut+n-1

*=…= ut+1
*=ut

*, t, t+1, …, n, …, t+n t t*。

但是，若 lt
*是 t t时最优均衡农劳比，则在社会偏好不变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 lt+1
*<lt

*以至于 lt+n
*< lt+n-1

*<…< lt+1
*<lt

*, t, t+1, …, t+n≤T t

t*。这样，失业均衡研究中的劳动配置概念便不足以用来研究农业劳

动力转移问题中的“转移”；配置所借以发生的某一时点的邻域即

这里定义的时点短期，亦不足以容纳转移。因此，为了研究劳动力转

移，我们需要某种超越时点短期而又不同于长期的某种“时期”概

念，这就是本节定义的时段概念。根据这样的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

发生在时段短期和由这类短期构成的长期。 

2.3 农劳比 

我们考虑一个独立且对外封闭的经济体系并把这个体系的生产

部门仅仅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把这个体系中的劳动力配置区分为

就业和失业，前者又进一步区分为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而非农就业

和失业之和为非农劳动力。令 Lt表示经济体系在时点 t t的总劳动，

Lt 为一足够大的有限正整数，LtZ+。假设一个劳动力在时点 t t或

从事农业或从事非农业或失业，11 则 Lt 在该时点的分布是 

(2.1)   Lt =Et+Ut 

        =EA
t+EN

t+Ut 

        =LA
t+LN

t+Ut 

 
11 劳动力兼业和劳动力在例如一年中部分就业的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

各国统计部门按照一定规则将这些劳动力分别计入农业或非农就业或失业

范畴。本书不涉及这些统计规则优缺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统计资料准确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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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其中 E 和 U 分别表示就业和失业，上标 A、N 表示农业和非

农业，Et  (0, Lt)，Ut  (0, Lt), EA
t  (0, Et)，EN

t  (0, Et)。注意

EA
0=E0≤L0，EA

T=0; E
N

0=0, EN
T=ET≤LT。注意下标 T 代表非农化转型

的结束时点，T t。用 Lt除(2.1)并整理得到 

(2.2)  1=(1-ut)+ut， 

和 

(2.3)  1=lt +lN
t+ut， 

其中 

(2.4)  ut=
t

t

U

L
 

(2.5)  lt=

A

t

t

E

L
 

(2.6)  lN
t=

N

t

t

E

L
 

分别代表失业率、农业和非农劳动占总劳动比重，我们将后两者简称

为农劳比和非农比。u (0, 1)、l (0, 1)、lN (0, 1)。(2.2)中的(1-ut)

表示总就业占总劳动力比重。用 lE代表农业就业比并定义为 

(2.7)  lE
t=

A

t

t

E

E
, 

lE (0, 1)。(1- lE)代表非农就业比。lE和 l 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2.8)  lE
t =

A

t

t

E

E
=

A

t

t t

E

(1- )Lu
=

t

1

1-u

A

t

t

E

L
=

t

t1-

l

u
≥ lt 

或者 

(2.9)  lt =

 

lE
t(1-ut) ≤ lE

t 

l ≤ lE 的原因是 ut (0, 1)。若 ut=0，则 lt =lE
t，劳动比和就业比相等；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62 

若 ut>0，则 lt <lE
t，劳动比小于就业比。12 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布 L、

E、U、EA 和 EN 中全部或部分指标的统计数据。在发布部分劳动指

标统计的许多国家内，其他指标数据常常可以根据公布的指标数据

并利用这里的公式唯一且无歧义地计算出来。例如，在我们特别关注

的中国和美国，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 E、U 和第一、第二、第三三个

产业就业数据，13 美国公布全部 L、E、U、EA 和 EN 五个指标的数

据。14 在中国，E、U 相加即可得到 L。中国统计中的第一产业等同

于农业，三个产业就业合计等于 E，因此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可合并

为非农业就业，所以，中国的 EA 与 EN 亦不难计算且无歧义。有了

这五个绝对数指标的数据，利用公式(2.4)至(2.7)，相对数指标 l、lN、

lE和 u 数据亦可唯一且无歧义地计算出来。15  

经济学文献和各国统计资料广泛使用各部门就业比重概念，即

某部门劳动力和总就业之比。例如，农业就业比重 lE 的应用便比农

业劳动比重 l 广泛得多。不过，正如公式(2.8)或(2.9)证明的那样，它

们和各部门劳动比重可互相推算。lE和 l 的区别在于 u。u 或 U 的存

在加重了总劳动 L 的统计和分析困难，降低了 l 的应用性。但 l 在经

济分析中的优点应当超过 lE。首先，l 比 lE在短期经济波动中稳定得

多。这是因为 l 和 lE的分子相同，区别仅仅在于分母：l 的分母是总

劳动，lE 的分母则是总就业。总劳动和总就业都受到经济波动的影

响。但总就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经济波动的经验表

明，无论总劳动是否变化，经济衰退时，失业增加、就业或新增就业

 
12 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分析往往假设不存在失业。该假设同时意味着 lt = lE

t。

参见例如 Solow，1956，以及建立在 Solow 模型之上的几乎所有长期增长理

论，参见朱保华，1999；Acemoglu, 2009。 

13 参见例如《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5》。 

14 参见例如 ERP, 2016, Table B11。 

15 中国同时发布“经济活动人口”数据。用 J 表示经济活动人口，J=L+A= 

LA
t+EN

t+Ut+A，其中 A 为既不就业也不失业的“经济活动人口”。A 的存

在使“经济活动人口”难以在经济学上加以定义，其数据亦无法进行国际

比较，所以本书不用“经济活动人口”概念。在文献中，例如卢峰和杨业

伟把农劳比视为农业劳动力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参见卢峰和杨业伟，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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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经济繁荣时，失业减少，就业或新增就业增加。相反，总劳动

只是间接地受到经济波动影响。在失业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部分原

有劳动力可能会退出劳动市场，减少总劳动；在就业兴旺的经济繁荣

时期，部分原先不从事社会劳动的人也会进入劳动市场，增加总劳

动。但与总就业相比，经济波动对总劳动的影响要小得多。相对数指

标的选择标准之一是其短期稳定性。把该标准用到 l 和 lE 之间的选

择便要求它们的分母尽可能稳定，因此用总劳动做分母的 l 更适合标

记农业劳动力在经济波动中的相对变化。我们举美国的一个例子说

明这一点。表 2.1 显示美国总劳动 L、总就业 E 和农业就业 EA 的绝

对量在 2009 年都比上一年降低，但总就业比总劳动的降幅大得多，

可见总就业比总劳动的短期稳定程度低得多。由于农业就业的降低

幅度低于总就业、高于总劳动的相应幅度，所以，虽然农业劳动力在

2009 年绝对减少，但农业就业比却提高；相反，同年的农劳比是下

降的。显然，农业就业比和农业就业量两者变化趋势不一致，但农劳

比却和农业就业量变化趋势相同。在这个例子中，经济波动对总就业

和总劳动影响程度的大小差别，竟造成农业就业比和农劳比变化的

方向差别。16 

表 2.1 美国农劳比和农业就业比变化的比较，2008-2009年 

年份 L E EA 
增长率 

l lE 
L E EA 

 万人 % 

2008 15,429 14,536 217 0.76 -0.47 2.48 1.41 1.49 

2009 15,414 13,988 210 -0.09 -2.77 -2.00 1.36 1.50 

资料来源：L、EA、l：数据附录 5；E：ERP，2016，Table B11。 

 

农劳比在经济分析中优于农业就业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农劳比与

 
16 经济增长的长期分析不但通过假设无失业来排除 l 与 lE 的区别，而且假设 l

与 lE 仅仅存在下降趋势，不考虑它们在短期中上升的可能性。本书则允许

甚至强调 l 与 lE在下降和上升两个方向上波动的短期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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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失业率概念具有可比性，而农业就业比和失业率缺乏可比性。

农劳比和失业率的分母都是总劳动，两者在正数范围内的定义域亦

相同，所以两个概念在数量上可以直接比较。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

中，经济体系内同时存在着失业。经济的短期波动可能既与农业劳动

力转移有关也与失业变化有关，了解它们的相互变化以及它们和宏

观经济总体变化之间的关系，往往需要同时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

失业变化，此时，农劳比和失业率的可比性便具有重要性。本书第八

章在比较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化的宏观效应研究时，便利用了

农劳比和失业率的可比性。 

我们需要在其中选择的另一组概念是农劳比 l 和非农比 lN。由

公式(2.3)知，若 ut=0，则 lt+lN
t=1，农业与非农就业之和等于总就业

等于总劳动，即 

(2.10)  lt =1- lN
t 

(2.10)意味着本书第一章利用农劳比概念揭示的当今世界和人类大

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趋势可以准确地转换为用非农比概念描述的趋

势，农劳比下降趋势及其降速亦可以准确且无歧义地转换为非农比

上升趋势及其升速，我们在本书各章中用农劳比概念表述的农业劳

动力转移现象与问题也可以等价地转换为用非农比表述的文本。因

此，若无失业，农劳比和非农比可以等价地用于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

问题。17 一旦考虑失业，公式(2.10)不再成立，公式(2.3)重写为 

(2.11)  lt =1- lN
t - ut， 

农劳比和非农比不再能够等价转换。我们必须选择其中一个概念作

为研究的基本或常用概念。假如总劳动不变，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有两

个去向：非农就业或失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则有两个来源：农业

就业和失业。因此，选择农劳比意味着我们不考虑农业转出劳动力的

去向，而仅仅关注劳动力转出农业与否。反之，选择非农比意味着我

 
17 所谓“等价”在这里指的是农劳比下降速度等于非农比上升速度，因此在

经济分析中，农劳比和非农比只是从不同方向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 



第二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 

65 

们不考虑非农就业的来源，而仅仅关注劳动力转入非农业与否：所以

两个概念各有局限性。我们选择农劳比。它的缺陷是把转出农业后失

业的劳动力依然归于农业劳动力转出者范围。它的优点是和“农业

劳动力转移”这个定性概念直接衔接。不过，即使考虑到失业，本书

就农劳比展开的论述都可以利用公式(2.11)，在保持原有经济学与数

学基本逻辑的同时转换为用非农比表述的文本，额外需要的仅仅是

仔细的转换演算。 

2.4 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 

从本节开始，我们把农业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视为两个数量相等

的概念，即 EA
t=LA

t，t t*，并统一用 LA标记它们。因此，上一节定

义的农劳比也可以用 LA作分子。注意农劳比度量的仅仅是某个时点

上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个存量之间的关系。它不直接度量农劳

比下降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需要直接度量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或指标。如果说农劳比变化是描述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的适当指标之一，则一旦选定农劳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

度将是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唯一适当指标。在本书中，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严格含义是农劳比的降低。18  农业劳动力转移快慢将用

农劳比降低速度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将用农劳比降低加速度

度量。我们把农劳比降低速度定义为农劳比在两个相邻时点 t 和 t+1

 tt*规定的时段(t, ..., t+1) tt*之内的变化量，把农劳比降低加速度

定义为农劳比降速在两个相邻时段(t, ..., t+1) t*和(t+1, ..., t+2)  t*

规定的时期内的变化量。19 令 h 和 a 分别代表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

 
18 若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高于总劳动力相应比率，农劳比不变和农业劳动

力转移可以相容。不过，只有农劳比下降且长期下降，才标志严格意义的

农业劳动力转移。 

19 注意在本书中，任意两相邻时点定义的时段具有相同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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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20 在离散时间情形下，它们的定义分别是 21  

(2.12) ht,t+1≡-(lt+1-lt)=-Δlt,t+1 

(2.13) at,t+1:t+1,t+2≡ht+1,t+2-ht,t+1=Δht,t+1:t+1,t+2=Δ2lt,t+1:t+1,t+2 

t, t+1, t+2 t。(2.12)使用-Δl 是因为我们把劳动力转出农业视为正数。

显然，由于 l 数据可以利用统计资料唯一且无歧义地计算出来，h 和

a 的数据亦可以唯一且无歧义地计算出来。在保持时段(t, t+1) t和

(t+1, t+2) t存在的同时无限缩小它们，我们得到连续时间情形下 h

和 a 的定义： 

(2.14) ht≡-
t 0

(t t) (t)
lim

t

l l

 →

+ −


=

d

dt

l
 

(2.15) at≡
t 0

(t t) (t)
lim

t →

+ −



h h
=

d

dt

h
=

2

2

d

dt

l
 

t tt*。式(2.14)和(2.15)分别定义了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和瞬时加

速度，它们是用理论模型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时的核心概念，而

这两个概念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从对转移长期趋势的关注转变

到对转移短期动态的探讨。22 

为了理解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概念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

中的核心作用，我们可以回顾第一章的图 1.1。该图显示农业就业比

 
20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Todaro 与 Harris 和 Todaro 的最初两篇论文先后用 S

和 N 为符号代表转移量，后来的文献则用 M 代表之并相应地用 m 代表农业

劳动力转移率。Todaro 后来的论文也改用了 M。本书用 H 代表转移量、h

代表转移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短期宏观经济分析中 M 和 m 已经广泛用于

代表货币量及其增长率，而引入 H 和 h 的主要目的之一又是为了对农业劳

动力转移进行短期分析。参见 Todaro, 1969; 1976a; Harris and Todaro, 1970。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Todaro和Harris仅仅限于分析经济体系中的劳动市场，

解释劳动力乡城转移和城市失业之间的部分关系。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分析

扩展到货币市场。 

21 注意(2.13)中的 Δ2l 表示 l 的二阶差分而非 l 的二次方。 

22 20 多年前，Chenery 在编辑《发展经济学手册》时曾经预测，面向发展中国

家的短期宏观分析虽然在当时依然缺乏理论基础，但将成为发展经济学研

究的前沿。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展经济学或者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关心

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造成他的预测落空的一个主要原因，应当是发展

经济学缺乏建立理论基础所必需的核心概念和标准数据。参见 Chenery, 

1989。 



第二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 

67 

下降曲线和物理学中的落体曲线非常类似。它提示我们注意这两类

曲线在数学结构上的一致性。农劳比下降曲线和农业就业比下降曲

线的性状类似。对落体运动的研究来说，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不可

或缺。对农劳比和农业就业比下降的研究来说，速度和加速度概念亦

不可或缺。事实上，本书后面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便是以

这两个概念为中心展开的。 

2.5 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类似于配对概念失业和失业率，对应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变化率

概念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顾名思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作为流量

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和某一个劳动存量的比率关系。农业劳动力转

移率概念在经济学文献中由来已久。事实上，如果说农劳比下降速度

和加速度是本书作者第一次提出的概念，23  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概念

则在文献中有着很长的历史。Todaro 和 Mas-Colell 与 Razin 便先后

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个概念。Todaro 在最初研究乡城劳动力转移时

把劳动力转移率定义为转移量和城镇劳动力之比，24  后来又改为转

移量和乡村劳动力之比。25 Mas-Colell 和 Razin 则用农业劳动力转

移量和非农劳动力的比率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率，26 而 Mundlak 和

Larson 与 Mundlak 的定义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和农业劳动力之比。
27 中国文献中，黎德福的转移率定义和 Mas-Colell 与 Razin 相同。28 

29  在上两节中，我们以总劳动为分母确定农劳比，并在离散情形下

 
23 参见 Hu, 2009。 

24 参见 Todaro, 1969。 

25 参见 Todaro, 1976a。 

26 参见 Mas-Colell and Razin, 1973。 

27 参见 Mundlak, 1979; Larson and Mundlak, 1997。 

28 参见黎德福, 2005; 2011。 

29 李扬和殷剑锋把非农就业比重视为劳动力转移率。但非农就业比重本身只

是表示非农就业与总就业的关系，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并无直接联系，逻辑

上不能作为转移率看待。参见李扬和殷剑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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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劳比差分确定农劳比降速或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本节将说明

若以总劳动作为分母，则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农劳比降速将成为两

个等价概念。 

用 H 代表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用总劳动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概念中的劳动存量并用 h*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h*的定义如下：   

  (2.16) h*t,t+1=
t,t+1

t+1L

H
 

t, t+1 tt*。这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被定义为一定时段内农业劳动

力转移量与该时段末的总劳动存量之比。这个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

（1）分母是总劳动力；（2）分母是时段末点上的总劳动力。对点（2）

的解释放到本节后面。对点（1）的解释如下。首先，农业劳动力 LA

和非农就业 EN 都直接且强烈受到 H 本身的影响，而 L 不受 H 的影

响。无论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如何转移，无论是否包括劳动

力在失业和就业之间的转移，总劳动力都不会因为劳动力转移而改

变。可劳动力只要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转移，H≠0, LA和 EN就会

因 H 而改变。由于相对数指标选择的标准之一是分子分母的相互影

响尽可能小，所以作为转移率分母，L 应当优于 LA或 EN。其次，本

书的研究目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意义。L 是宏观变量，

而 LA 和 EN 更多的是结构变量，因此，利用 L 做分母更符合我们的

研究目的。前面提到 Mundlak 和 Larson 与 Mundlak 选择 LA 为转移

率分母。他们那样做的原因，是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观察农业劳动力

转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影响不属于他们的

研究范围。再次，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需要理解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失业率的分母是总劳

动力，因此用总劳动力为转移率分母能够简化对转移和失业的比较

研究。事实上，在下面的第八章中，我们便用 h*表示农业劳动力转

移率并用它与新增失业率相比较。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它们

各自的宏观经济学作用才是直接可比的。 

现在我们证明(2.16)定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2.12)定义的农

劳比降速是两个等价概念，即 h*≡h。已知 lt=(LA
t/Lt)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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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1=(1+nt,t+1)Lt，n 为总劳动 L 的增长率，我们有 

(2.17) ht,t+1≡-(lA
t+1-l

A
t)=

A

t

t

L

L
-

A

t 1

t+1

L

L

+ =
A

t t 1

t+1 t+1

t,t+1

L L

L L

1



+−

+ n

  

     
A A

t,t+1 t t 1

t+1

(1 )L - L

L

n ++
=

t ,t 1

t+1

H

L

+
  

     ≡h*t,t+1 

t, t+1 t*。(2.17)表明农劳比降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只是同一个概

念的两种名称，30  它们从不同角度表示完全相同的关系，前者的角

度是农劳比的变动状况，后者的角度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与总劳

动力数量的比较。我们用 h 统一代表这两种名称。注意(2.16)定义 h*

时用的分母是 t+1 t*时的 Lt+1。经济学在定义类似比率概念时常常

使用 t t*时的变量值，因此(2.16)的变量时点选择显得特殊。(2.17)

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释。与其他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或转移率概念相比，

农劳比降速可能更适合在分析意义上描述和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过

程，因此在概念选择上具有优先性。同时，农劳比降速概念明确且具

有长期下降趋势和趋势内短期波动的双重含义，而农业劳动力转移

率仅仅传达短期波动的意义，所以农劳比降速概念能够把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直接联系起来，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则缺乏这样的功能，这也是农劳比降速优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之处。

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概念应当参照农劳比降速概念来确定，而

Lt+1 做 h*的分母保证了 h*和 h 即农劳比降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

等价性。 

 
30 李扬和殷剑锋曾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提到“劳动力转移率的变化, 即

非农产业就业比例的一阶差分”。这也许是首先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部

门就业比重变化联系起来的文献。参见李扬和殷剑锋，2005,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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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研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是一个常见概

念。在本章(2.16)式中，我们亦使用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定义了农业劳

动力转移率。不过，由于我们证明了转移率只是农劳比降速的另一种

表述形式，所以，转移率以及(2.16)中用来定义它的转移量 H 都只是

农劳比降速的派生变量，都只能依据农劳比降速来理解和计算，而不

具有自己的独立意义。但由于文献中常常提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本

节将讨论它并澄清一些误解。回到(2.17)并求出 H，我们有 

(2.18) Ht,t+1 =h*t,t+1Lt+1 

                      = ht,t+1Lt+1  

因为(2.16)中的 h*是未知数，而(2.18)中的 h*已经通过(2.17)式由

已知的 h 确定为已知数，所以，(2.18)不是(2.16)的同义反复。(2.18)

指出一定时段内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是该时段农劳比降速和时段末

总劳动的乘积，由于 h 和 L 都可以通过统计资料唯一地计算出来且

计算结果无歧义，所以，有关 H 的统计数据也是唯一和无歧义的。

事实上，本书数据附录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都是根据(2.18)计算出

来的。 

在证明 h*与 h 等价的(2.17)式中，我们可以从第四和第五个等号

右侧发现 H 的另一个定义：31 

 

 
31 本书从农业角度观察和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此相对称，我们也完全可

以从非农部门角度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托达罗可

能是第一位使用类似(2.19)的公式定义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家。他的做

法便是从城市角度观察乡村劳动力转移。在中文文献内，郭熙保和陈宗胜

与黎德福分别从非农部门就业增加角度度量农业劳动力转移。若从非农部

门转入劳动力角度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并用 HN;t,t+1 代表非农部门净转入劳

动力，则有 HN;t,t+1=EN
t+1-(1+nt,t+1)EN

t。若对任意 t t 存在 Ut=0，可以证明

HN;t,t+1=Ht,t+1。若 Ut≠0 且劳动力在农业、非农业和失业三者之间流动，则可

以证明当且仅当(ΔUt,t+1/Ut)=n 时，HN;t,t+1=Ht,t+1，其中 ΔUt,t+1 为失业在时段 

(t, t+1) t 内的增量。参见托达罗，1969；郭熙保，2002；陈宗胜和黎德

福，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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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Ht,t+1 = (1+nt,t+1)L
A

t - Lt+1  

                = LA
t+nt,t+1L

A
t - L

A
t+1 

                = LA
t - L

A
t+1 + nt,t+1L

A
t 

(2.19)第一和第二个等号指出，在时段(t, t+1) t 内的农业劳动

力转移量等于 t 时点农业劳动力与按照总劳动力增长率计算的农业

劳动力在该时段的增量之和减去 t+1 时点的农业劳动力；(2.19)第三

个等号则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等于两时点的农业劳动力之差加

上农业劳动力在该两时点之间的增量，其中增量比率为总劳动增长

率。32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公布关于 L 的统计资料。利

用它们，我们也可以通过(2.19)得到唯一且无歧义的 H 数据。不过，

从(2.17)知，(2.19)与(2.18)两者定义的转移量都源自于农劳比降速定

义，因此两者等价，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完全一致，计算出来的转移量

数据也完全相同。由于(2.18)式更为简单，我们往往称(2.18)式为计算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快捷公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19)利用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计算转移

量，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总是高于非农劳动力从而也高于

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33 所以，(2.19)和(2.18)得出的农业劳动力转

移量，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最低转移量。它和真实转移量的差距，取决

于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自然增长率的差距。我们将在下一章

讨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时具体说明这一点。 

本节在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概念的时候曾提到经济学家对转

移率的不同定义。然而，他们在转移率分子即转移量的计算方式上却

又惊人地一致。本节提到的托达罗、Mundlak、Larson 和 Mundlak、

郭熙保、陈宗胜和黎德福等学者全都利用(2.19)计算转移量。注意他

们全都把转移量公式作为初始公式，而本书的转移量公式是派生公

 
32 本书第三章将详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概念的统计问题，并且以农业劳

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自然”增长率相等为假设前提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

量。 

33 例如，Kuznets 曾猜想在经济发展早期，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也许是非

农劳动力的三倍。参见 Kuznets，1966，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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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19)是从(2.17)即农劳比降速公式推演出来的。就此而言，这些

学者的转移量计算公式都可以从本书的农劳比降速定义中推导出

来。34 

注意一下农业劳动力的真实转移量。用 HTr表示真实转移量，HTr

的正数值表示净转出农业的劳动力，HTr可定义如下：  

(2.20) HTr
t,t+1=(LA

t+nA
t,t+1L

A
t)-L

A
t+1  

t, t+1 t*，nA代表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公式(2.20)表示某一时

段内农业劳动力真实转移量等于若无转移时，农业在期末应有和实

有的劳动力差额；或者等于该时段初农业劳动力与时段内自然增加

的农业劳动力之和减去时段末农业劳动力之差。(2.21)包含三个统计

量 HTr、nA 和 LA。因此，只要掌握 nA 和 LA 数据，我们便能够唯一

且无歧义地计算出 HTr 数据。然而，世界各国虽然提供 LA 数据，但

不提供 nA 或推导 nA 必需的其他数据，亦不提供 HTr 或直接计算 HTr

所必需的劳动力转入转出数据，所以我们无法利用现有统计资料唯

一和无歧义地推算 HTr 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说，HTr 是统计学上的不

 
34 韩明希、张忠任和王荣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计算公式为第 t 年的农业劳

动力转移规模＝(第 t 年的农村劳动力总量-第 t 年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第 t-1

年的农村劳动力总量-第 t-1 年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第 t 年城镇新增就业中来

自农村的部分，即第 t 年内新增的农村非农劳动力加该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中

来自农村的部分。这里，城镇新增劳动力中来自农村的部分需要估计，而

作者没有提出估计方法和结果。陆学艺与李勋来和李国平提出的计算公式

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城镇从业人数-城镇职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农

业就业人数), 但城镇“非职工”从业者中既包括来自农村也包括来自城镇

的劳动力，所以他们的公式将高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蒲艳萍和吴永球假

设农村经济活动人口＝全国总经济活动人口×(农村总人口/全国总人口)并定

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然而，该

公式右侧定义的仅仅是排除农业劳动力之后的农村经济活动人口，而非农

业劳动力转移量。黎德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按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计

算的新增农业劳动力-新增农业就业-新增农业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农业劳动

力和农业就业在现有各国统计中难以区分、农业剩余劳动力更是不可观察

量，所以利用这个公式无法得到确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张艺曾对上述

文献做过更详细的评论。参见韩明希、张忠任和王荣，1996；陆学艺，

2004；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蒲艳萍和吴永球，2005；黎德福，2005；

张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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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察量。35  因此，为了定量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寻

找其他可观察的转移量指标代替 HTr。(2.18)和(2.19)定义的 H 就是这

样一个替代指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有可能找出多个 HTr

的替代指标，但本章定义的转移量 H 不是作为 HTr 的替代指标而提

出、而是作为农劳比降速的派生概念推演出来的。由于 H 代表的是

某种特殊含义的转移量并且是统计学上的可观察量，因此 H 可以充

任 HTr的替代指标。但 H 既不从 HTr推导出来、也不因其作为 HTr的

替代指标而提出。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定义 HTr和讨论 HTr与 H 的关

系，它们都不影响 H 作为农劳比降速概念隐涵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的意义和数据。 

不过，由于 HTr在统计学上的不可观察性，我们便不得不面对关

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实证研究中的一些不同观点或意见。我们观察其

中最重要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强调 HTr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

性并否定所有替代指标的可行性；第二种意见则就事论事，用某种

“自说自话”的替代指标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两种意见皆阻碍

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第二种意见的缺陷显而易见。第一种意见则

是错误的，其造成的阻碍尤甚。应当说，第一种意见源出对科学的理

解错误。我们对它的批评如下。首先，经验研究不但需要可观察的度

量概念，而且需要将“可观察性”超越“真实性”。经验科学建立和

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科学家在可观察性超越真实性这一点上

获得了共识。过分强调“真实性”将排除大部分经验现象的科学研

究。其次，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上，本节获得的转移量概念 H 的

 
35 统计学上的不可观察量指的是这些变量原则上可以观察，只是由于对从获

得数据的财务成本到统计资料公开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而使得这些变量缺

乏确定性的统计数据，所以，统计学上的不可观察量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不

可观察量或者量子力学意义上的不可确定量。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即使我

们不考虑成本和其他问题并且获得了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数据，这类

数据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依然用处有限。农业劳动力转移实证研

究的关键数据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或农劳比降低速度。本章第 2.4 和 2.5 节

已经阐明，真实的转移率或农劳比降速数值可依据农劳比统计数据直接计

算出来；真实转移量数据对计算真实转移率或真实农劳比降速完全没有作

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74 

成立不依赖 HTr；更重要的是，本节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h 的成

立不依赖任何转移量概念。无论 H 和 HTr 的关系如何，无论 H 和其

他可以设想的 HTr 替代指标的关系如何，36 h*以及其派生概念 H 都

有自己确定的意义：它们取决于本书视为核心概念的农劳比降速 h定

义的合理性，后者又取决于农劳比降速概念本身在非农化转型研究

中的意义。本书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化转型视为等同的历史过

程，又把农劳比变化视为描述非农化转型的最重要指标，把农业劳动

力转移和非农化过程用农劳比变化定义为农劳比下降过程，这样，本

书亦把农劳比下降速度视为描述农劳比下降过程的核心指标，农业

劳动力转移率和转移量仅仅是农劳比降速的扩展或派生指标。在本

书的理论框架内，它们应当也只能从农劳比和农劳比降速概念中推

导出来，而非建立在初始的劳动力概念之上的独立范畴。37 

最后，我们还应当提及的是，与比率数 h 相比，绝对数 H 的作

用非常有限。经济学研究广泛使用的是比率数，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增

长率、价格变化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劳动力增长率等；各国经

济发展的横向比较研究和一国经济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亦广泛使用

比率数。同时，由于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离不开影响它的众多因

素如总产值、农产品供求、投资、工资、技术、价格等，而这些因素

常常需要甚至必须应用它们的变化率来研究，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

也相应地必须用比率数表示，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或农劳比变化

速度 h 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H 具有更为基本的意义。 

2.7 农劳比降速和非农比升速 

我们已经指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既能够用农劳比下

 
36 另一个可以设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在某一时段内的净

减少量 H，即 Ht,t+1=-(LA
t+1-LA

t)。笔者曾在早期研究中使用这个指标。笔者

后来证明在一般情形下 H 比 H 更接近于真实转移量。参见胡景北，2008c；

Hu，2009。 

37 本书第三章第 3.4 节将以中国数据为例，详细讨论 n 和 nA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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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也能够用非农比上升来描述。考虑到非农比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

程中呈上升趋势，我们从(2.6)出发定义在时段(t, …, t+1) t*内非农

比升速 hN
t,t+1如下：  

(2.21)  hN
t,t+1≡lN

t+1-l
N

t=ΔlN
t,t+1, 

t, t+1 t*。事实上，除了有关差分正负号和失业变化的考虑外，农劳

比降速、非农比升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是三个等价概念。我们先观

察无失业状况。其时，由于 lt+1=lt-ht,t+1, lN
t+1=lN

t+hN
t,t+1, lt + lN

t= lt+1+ 

lN
t+1=1，我们得到 ht,t+1≡hN

t,t+1。失业的出现使问题变得复杂，农劳比

降速和非农比升速之间有了失业造成的差别。我们考虑存在失业时

的劳动力转出农业和劳动力转入非农业的区别。令 A、H 和 U 表示

农业、非农业和失业，上标字母表示劳动力转出的来源、下标字母表

示劳动力转入的去向，并注意 t, t+1 t，我们有 

(2.22) Ht,t+1=(
A

NH t,t+1-
N

AH t,t+1)+(
A

UH t,t+1-
U

AH t,t+1) 

(2.23) NH t,t+1= (
A

NH t,t+1-
N

AH t,t+1)+(
U

NH t,t+1-
N

UH t,t+1) 

即净转出农业的劳动力为农业净转入非农业和净转入失业的劳动力

之和，净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为从农业净转入和从失业净转入的劳

动力之和。因此 H 和 NH 的定义为 

(2.24) (1+nt,t+1)L
A

t -L
A

t+1=(
A

NH t,t+1-
N

AH t,t+1)+(
A

UH t,t+1-
U

AH t,t+1) 

(2.25) EN
t+1-(1+nt,t+1)E

N
t = (

A

NH t,t+1-
N

AH t,t+1)+(
U

NH t,t+1-
N

UH t,t+1) 

t, t+1 t。(2.24)和(2.25)等号左侧相减为： 

(2.26)   [(1+nt,t+1)L
A

t -L
A

t+1]-[E
N

t+1-(1+nt,t+1)E
N

t] 

          =(1+nt,t+1)L
A

t + (1+nt,t+1)E
N

t - (L
A

t+1+EN
t+1) 

          =(1+nt,t+1)E t - Et+1 

          =
E

UH t,t+1 

(2.24)和(2.25)等号右侧相减则为： 

   (
A

NH  t,t+1-
N

AH  t,t+1)+(
A

UH  t,t+1-
U

AH  t,t+1)-[(
A

NH  t,t+1-
N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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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1)+(
U

NH t,t+1-
N

UH t,t+1)] 

     =(
A

UH t,t+1-
U

AH t,t+1)- (
U

NH t,t+1-
N

UH t,t+1) 

     =(
A

UH t,t+1+
N

UH t,t+1)- (
U

AH t,t+1+
U

NH t,t+1) 

 =
E

UH t,t+1 

t, t+1 t。注意(
A

UH t,t+1+
N

UH t,t+1)和(
U

AH t,t+1+
U

NH t,t+1)分别是从农业

和非农业转入失业与从失业转入农业和非农业之和，因此
E

UH 代表

从就业净转入失业的劳动力。把 H 和 NH 代入(2.26)得到 

(2.27)    Ht,t+1- NH t,t+1=
E

UH t,t+1

 用 Lt+1 去除(2.27)得到 

(2.28)    ht,t+1-h
N

t,t+1=
E

Uh t,t+1  

或 

ht,t+1=hN
t,t+1+

E

Uh t,t+1  

其中 

(2.29)     
E

Uh t,t+1=

E

U t,t+1

t+1L

H

 

t, t+1 t。
E

Uh t,t+1为在(t, t+1)时段内从就业净转入失业的劳动力与总

劳动之比，我们将它称为该时段的转移失业率。显然，一个时段的农

劳比降速和非农比升速之差取决于转移失业率。如果劳动力不在就

业和失业之间转移，转移失业率
E

Uh =0，农劳比降速将与非农比升速

相等；否则的话，它们的差便等于转移失业率。 

我们观察中国的农劳比降速、非农比升速和转移失业率的关系。

首先我们考虑
E

Uh 的计算方式。计算
E

Uh 的困难源自计算
E

UH 的困难。

由于
A

UH 、
N

UH 、
U

AH 、
N

UH 不是统计学上的可观察量，我们不能

直接利用(2.26)计算
E

UH ，而必须寻找其他可观察变量替换它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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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改写为 

 

      [(1+nt,t+1)L
A

t +(1+nt,t+1)E
N

t]-[L
A

t+1+EN
t+1] 

     =
E

UH t,t+1 

即 

(2.30)  En
t+1-Et+1=

E

UH t,t+1 

t, t+1 t。其中 En 为按总劳动的自然增长率 n 增长的总就业。如此

增长的总就业和实际总就业的差便是在就业和失业之间转移的劳

动，这就是(2.30)的经济学含义。 

中国公布 E 和 U 数据，E+U=L，所以 En 从而
E

UH 与
E

Uh 的数据

可以唯一且无歧义地计算出来。中国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从 1978 年

开始。我们以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为例，计算中国 2001 至 2010 年

的农劳比降速、非农比升速和转移失业率并列在表 2.2。该表显示了

这三个变量数据的关系。可以看出，在表 2.2 包括的 10 年中，转移

失业率在各年度不是大于 0 就是小于 0。它们意味着在这十年里，劳

动力在就业和失业之间的双向转移每一年在数量上都不会互相抵

消。在中国，由于官方的“城镇失业”仅仅涵盖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失

业者，农业劳动力即使转移到城镇后失业、或在一段时间城镇就业后

失业并依然居住在城镇，他们也不被官方承认为“城镇失业”更不

被统计为失业，所以中国劳动力在就业和失业之间的转移完全是非

农就业和失业之间的转移，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无关。就此而言，非农

比升速在中国不能完全反映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尤其不能反映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动态。农劳比降速在这里更为适当。其他国家的情

形可能不同。例如托达罗分析的肯尼亚。在肯尼亚，由于乡城迁移者

被计入城镇人口并也计入失业（如果他们在城镇没有获得就业的

话），政府减少城镇失业的某项政策将诱使更多乡村劳动力迁入城

镇，城镇失业更为严重。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能够在非农就业和城镇

失业之间转移的国家中，非农比升速也许更适当。 

表 2.2 中国农劳比降速、非农比升速和转移失业率，2001-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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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农劳比降速 h 非农比升速 hN 

转移失业率

E

Uh
 

验算 

2001 0.05 -0.05 0.11 0.00 

2002 0.06 -0.06 0.11 0.00 

2003 0.91 0.87 0.03 0.00 

2004 2.19 2.16 0.03 0.00 

2005 2.08 2.07 0.01 0.00 

2006 2.18 2.17 0.01 0.00 

2007 1.77 1.80 -0.03 0.00 

2008 1.21 1.15 0.07 0.00 

2009 1.50 1.46 0.04 0.00 

2010 1.38 1.40 -0.02 0.00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3。 

2.8 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据 

前面诸节在提出和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指标的同时，指出

了相应数据的原始资料获得途径和计算方式，因此事实上回答了标

准数据的问题。本节将以中国为例，总结一下这些指标的标准数据推

导和计算方法。 

本章提出的指标是农劳比 l, 农劳比降低速度 h，农劳比降低加

速度a，农业劳动力转移率h*和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H，其中h*=h。

所有这四个指标都是由总劳动 L 和农业劳动力 LA推演出的，即 

lt=  

ht,t+1=-(lt+1-lt)=-Δlt,t+1 

at,t+1; t+1,t+2=ht+1,t+2-ht,t+1=Δht,t+1;t+1,t+2 

Ht,t+1 =ht,t+1Lt+1 

t, t+1 t*。因此，只要我们获得 L 和 LA的标准数据，我们就能够推

A

t

t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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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计算出所有这些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的标准数据。我们暂且把

各国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视为标准数据。部分国家发布 L 和 LA统计

数据，我们直接利用这些数据计算 l 并进一步计算出 h、a 和 H。部

分国家不直接发布 L 和 LA数据，但发布其他劳动统计数据。经由后

者数据，我们常常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无歧义且唯一的 L 和 LA数据，

所以同样可以获得 l、h、a 和 H 的标准数据。以中国为例。中国发

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数据 E1、E2 和 E3与就业总量 E 及失

业数据 U，并且定义第一产业为农业，因此，我们有 LA=E1，L= 

E1+E2+E3=E+U。由此我们获得 L 和 LA系列数据并能够计算出 l、h、

a 和 H 的标准数据。下面的表 2.3 以中国 2010-2012 年的情形为例，

具体说明这四个指标的标准数据获得和计算方式。中国自 1953 至

2020 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据，参见书末的数据附录 3：“中国

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1952-2020 年”。书末同时列出美国的相应数

据，见数据附录 4：“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逢十年份数据, 1800-

2020 年”和数据附录 5“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年度数据, 1890-

2020 年”。 

表 2.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据，以 2010-2012年为例 

指标 就业 失业 

农业

劳动

力 

总劳

动 

农劳

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数量 
加速

度 

符号 E U EA L l h H a 

数据 

来源 
原始 原始 原始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方法 
   E+U LA/L -(lt+1-lt) hL 

ht+1- 

ht 

单位 万人 万人 万人 万人 % % 万人 % 

2010 76,105 908 27,931 77,013 36.27      

2011 76,196 922 26,472 77,118 34.33 1.94 1,496.62   

2012 76,254 917 25,535 77,171 33.09 1.24 955.19 -0.70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不过，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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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仅仅是形式上的“标准”，而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标准”含

义。这里的原因在于我们直接使用政府发布的统计资料计算“标准数

据”。虽然我们推导的计算公式符合逻辑，但政府统计资料的质量往

往不够“标准”。例如，如果政府发布的总劳动力和各部门劳动力数

据准确性不高，利用它们得出的第二级数据如农劳比或非农比、农业

或非农劳动增量等数据的准确性将更低。而利用农劳比等得到的第

三级数据的准确性又将降低、甚至以几何级数速度降低。农劳比降低

速度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数据便面临这样的困境。至于第四级如转

移加速度数据的准确性就更可怀疑。因此，即使经济学理论逻辑甚至

模型完美无误，用这些准确性逐级加速度下降的数据得出的研究结

论也将带有严重误差。所以，正如本书的不同章节多次指出的那样，

读者在看待本书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据和利用这些数据绘

制的图、表和计算的结果，必须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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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3.1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在上一章提出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的基础上，我们试图缕陈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定量特征。但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只有通过长期数据才可能明确且稳定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

握若干国家而非全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数据，我们只能根据

若干国家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实际

上，本书第一章的图 1.2 在揭示世界和各国家组降低农劳比的大趋势

同时，也揭示了世界各国家组在农劳比高度和降低速度两方面的巨

大差异。表 1.2 则在国家层面上揭示各国在农业就业比高度和降低速

度两方面同样巨大的差异。回顾历史，最近三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增

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尽管图 1.2 表明一个国

家所处的地区和这个国家的农劳比水平及降低速度有密切关联，但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毕竟强于相邻国家对它的影响。例如，中

国和日本同处东亚，波兰和德国俱在中欧，可它们的农劳比差距非常

显著：2010 年中国和波兰的农劳比分别为 36.7%和 12.8%， 而日本

和德国则分别为 3.7%和 1.6%。1 因此，尽管我们需要从全世界或者

全人类的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条

件和机制而言，我们更需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

更需要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为背景研究全人类的农业劳动力转

移。具体地说，我们仅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

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是它在最近三

 
1 参见本书第一章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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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特殊地位，2 而选择美国的理由

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已经完成，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

移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本章将专门讨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第一章曾经指出，

在 1991 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竞赛中，东亚国家组表现得

特别突出。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东亚组仅仅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

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蒙古、韩国和朝鲜。3 这中间，台湾、香

港和澳门三个地区以及韩国的农劳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很

低，同时它们和蒙古、朝鲜的劳动力加起来也只是中国大陆劳动力总

数的一个零头，因此，它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不足以明显影响整

个东亚地区的农劳比指标。只有中国的变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4 下

面的表 3.1 列出在 1991-2013 年间的若干年份，中国在总劳动力、总

就业和农业就业三个指标上占东亚国家组的比重。该表显示，虽然在

最近二十多年内，中国在东亚组的这三个比重都在下降，虽然表中部

分数据存在严重误差，但直到最近的 2013 年，中国的这些比重依然

占东亚组的 90%甚至更高。所以，最近二十多年来东亚组非常迅速

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只能归之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迅速。5 

 
2  以中国为背景或案例的个人理由在于它既是笔者的祖国，笔者的青春也是

在中国农村度过的。 

3  参见 ILO, 2015, p. 95。 

4  如果没有特别的注明，本书提到的“中国”将仅仅指中国大陆地区。 

5  本书将大量引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组织的官方统计资料。在缺乏官方

统计资料的情形下，本书将采用学者研究和整理的统计数据。在引用这些

统计资料的时候，本书不讨论统计资料本身的问题，如统计概念定义的缺

陷，统计资料搜集、整理、发表、出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导致统计资料失

真的问题以及统计资料与被统计现象之间必然存在的各类非对称性，亦不

考虑可能出现的统计资料造假问题，而直接采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官

方统计资料以及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历史统计资料。国际文献中，与本书

讨论的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人口迁徙统计中的一般问题，参见例如 Bell, 

Black and Boyle, et al., 2002；关于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的讨论，参见例如 Holz, 

2005，Chow, 2006；对中国人口和劳动统计的批评，参见南亮进和薛进

军，2002；以及 Young，2003。中国数据质量问题的一个例子参见网易财

经，2015，“白恩培云南任内曾有官员将 GDP 数据从 7.5%改为 12%”。作

者在这里恳请读者特别注意本书引用的统计数据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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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占东亚国家组比重（%） 
6
 

1991-2013年间若干年份                                                   

年份 总劳动力 总就业 农业就业 

1991 93.34 97.46 102.42 

1995 92.29 95.81 100.71 

2000 92.63 96.21 101.16 

2005 92.03 94.94 99.97 

2010 91.33 94.21 99.13 

2013 89.01 92.12 94.85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附录 2；东亚国家组：参见图 1.2。 

 

在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三个指标上，中国不但在东亚组占压

倒性比重，而且在整个世界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中国是

世界上人口、劳动力和就业最多的国家，并且直到最近也是世界上农

业就业者最多的国家。7 但在最近二十多年内，在中国劳动力和就业

占世界比重不断降低的同时，中国迅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中国

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更快的下降。图 3.1 显示在 1991 到 2020 年之

间，中国占世界的这三大比重变化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三十年

内，中国劳动力占全世界的比重从约高于 27%不断下降到 23%以下，

中国就业占全世界比重从 29%下降到不足 24%，下降幅度均在 5 到

6 个百分点之间。与此相比，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的下

降速度比前两个比重迅速得多。1991 年中国农业就业占全世界比重

为 40%强，2000 年降低到 34%，2010 年再降低到 28%，2020 年又

降低到了 20%，三十年间的降低量超过了 20 个百分点。在中国劳动

力和就业占世界比重相对变化不大的同时，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

 
6  表中中国农业就业在东亚组的比重超过 100%的原因是中国与东亚国家组的

数据来源不同，或者说表 3.1 直接使用的中国数据和国际劳工组织使用的中

国数据不同。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数据的可靠性讨论，参见本章第 3.6

节。 

7  根据 ILO 资料，印度农业就业人数在 2019 年第一次超过中国。该年中国农

业就业者为 19,438 万，印度则为 19,981 万。参见 ILO,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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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快速降低只能意味着，数以亿计的中国农业就业者在这一期间

转变成非农就业者。由于在这期间，世界农业就业也在减少，因此中

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的快速降低，同时表示中国农业就业的减少

速度远远高于整个世界的相应速度；或者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

度远远高于世界的相应速度。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中国

农劳比随之快速下降，从 1991 年的近 60%下降到 2020 年的 23%，

下降幅度超过 36 个百分点。虽然世界农劳比在同一期间下降幅度亦

高达 15 个百分点，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差距，依然从 1991 年中

国高于世界 19 个百分点，不断缩小，到 2017 年持平，而到了 2020

年，中国农劳比竟然低于世界 2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三十年前，中

国农劳比远远高于世界水平，中国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世界竞赛中

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三十年后，中国不但赶上、而且还超过了

世界平均水平。图 3.2 便清楚地揭示中国农劳比赶上世界水平的情

形。 

所以，图 3.1 和 3.2 告诉我们，第一，以中国占世界劳动力、就

业和农业就业三类比重衡量，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对世界有着

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在最近三十年内，中国转移快，世界转移

便快；中国转移慢，世界转移便慢。第二，以中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

重和中国与世界农劳比差距两者的变化衡量，中国至少是 1991 年以

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中的领跑国家之一；而由于中国农业劳

动力数量巨大，中国的快速领跑直接带动了世界农业劳动力的快速

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 1991 以来的快速农业

劳动力转移，才造就了 1991 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最快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所以，在最近三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中国是一

个起着特殊作用的典型国家。如果以某一国家为背景研究农业劳动

力转移，中国将是一个合格的候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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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1991-2020 年 

 

 

图 3.2 中国和世界农劳比，1991-2020年 

注：由表 3.1 推断，图中中国农业就业数量可能高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应

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附录 2；世界：数据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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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简史 1850-1950年 

为了进一步考察当今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简

略了解一下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相联系

的现代意义上的非农产业或者工商业，最早应当于 1700 年前后出现

在西欧，十九世纪中期传播到中国。如果考虑到中国本土可能出现的

现代意义上的工商业，那么，中国至迟在 1850 年前后便应当开始现

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8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工商业进入中 

国。9 通商口岸原非中国古代意义上的通衢要道，而是现代工商业进

入中国的窗口。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现代工商业应当需要中国的劳动

力尤其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至少到 1870 年前后，中国本土人已经开

始兴办自己的现代工商业，它们应当也需要来自农业的劳动力。在这

段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之所以能够转移到非农产业，除了后者的需

求，还有若干其他重要原因。例如，中国古代城镇的非农劳动力不

多；中国城乡之间、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劳动市场之间不存

在制度性的分割；外资和中国资本建立的早期现代工商业往往被迫

选址在原先的乡村地区。10  十九世纪后期的学者在观察工商业发展

的同时，也已经观察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陈炽便明确指出：“江海通

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余裕。

农民终年力作，催科峻急，不免饥寒，咸思舍耒远游，几有万一之   

 
8  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单方向地从农业向非

农业转移的长期趋势。在现代非农产业没有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劳动力

有时可能出现大规模地向非农业转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具有一时性的特

点，不形成长期趋势。此外，现代意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亦能够包容

劳动力短期回流农业的可能性。 

9  1852 年《北华捷报》汇编的上海洋行名录中，已经有 41 家洋行。引自：沈

组炜，1999，第 16 页；后者引自陈文渝，1983。 

10 例如，上海租界所在地是如今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可在 1850 年前后，上海

地区的城镇仅仅是以上海县城为中心的很小范围，租界则建立在上海县城

以外的乡村荒僻之地。参见熊月之和袁燮铭，1999，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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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11 从他的这段话推断，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当时应当已经具有一

定规模。不过，当时中国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经济统计；时至今日，学

术界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研究亦未深入，12  所以有关农业

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数据还不具备甚至较低程度的可靠性。这里，我们

暂且采用王玉茹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结果并将其整理为下面的

表 3.2。根据该表的数据，1887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占中国劳动力总数

的比重即农劳比为 80%左右。如果这个数据多少有一定可靠性的话，

那么，在 1850 到 1887 年的近四十年间，中国应当发生了一定规模

的农业劳动力转移。13 1887 年到 1936 年之间，中国非农产业尤其

工业的增长应当更快一些。按照王玉茹的估计，1914 到 1936 年中国

现代产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7.1%。14 按照张约翰的估计，中国

工业从 1912 到 1936 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4%。15 早期现代工商

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增长造就了中国许多非农产业集中的新城市如

上海、天津等。这些城市当时人口尚少，非农产业增长必须从乡村获

 
11 陈炽，1896。需要提及的是，陈炽是从农业不振的角度看待农业劳动力转

移的。 

12 就中国非农化转型早期情形而言，城市化可以笼统地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

现象，因为绝大部分转入城市的劳动力应当是原先的农业劳动力，但系统

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毕竟和城市化研究的重点不同。例如，曹树基在讨

论清朝和民国移民史的著作中专列“城市化移民”一章和“城镇人口的由

来”一节，但他讨论的是城镇移入人口的来源省区，而非其原先职业。在

谈到移入上海的人口时，他也是在讨论来源省区的范围内提到来自苏浙的

地主和乡间有产者、来自广东的商人和来自安徽的商人。参见曹树基，

1997，第 609-610 页。 

13 另一种可能性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就是说

现代化开始前夕中国劳动力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在农业。例如，王玉茹在讨

论表 2-2 的同一篇文章里又整理了一张表，把 1887 年中国现代生产的产值

视为零（第 105 页）。不过，由于王玉茹认为中国现代产业诞生于十九世纪

七十年代，因此 1887 年中国现代产业产值应当大于甚至显著大于零。本书

作者持中国在 1887 年之前即有了现代产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猜想。这里

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外资在中国的现代产业应当计为中国现代产业；第

二现代产业指的是以利润为目的并不断扩大再生产的经营形式，它包括、

但不限于利用大机器生产的企业。参见王玉茹，2004。 

14 王玉茹，2004，第 105 页。 

15 转引自刘佛丁，1999，第 137 页。不过，刘佛丁认为张约翰很可能高估当

时的增长速度，见同书，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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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劳动力。比如天津从 20 世纪初到 1928 年每年平均流入三万人，

占当时年均城市新增人数的 96%，因此“迁移人口激增是天津城市

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16 中国乡村当时非农就业很少并且产品多为

乡村所需，因此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总量上只能是农业劳动

力。17 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迁移达到一定规模，就会带动农劳比降低。
18 王玉茹估计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 1936 年，中国农劳比为 75.53%，

见表 3.2；也就是说，从 1887 到 1936 的五十年间，中国农劳比大约

降低了 4.5 个百分点。  

表 3.2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1887与 1936 年                                                         

 劳动力比重 国民收入比重 

 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 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 

1887 80.00 20.00 69.62 30.38 

1936 75.53 24.48 64.50 35.50 

1887-1936 年变化量 -4.47  4.48 -5.12  5.12 

资料来源：王玉茹，2004，第 107页。 

 

从劳动力移出的农村角度观察，中国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3 年对

全国 22 个省农户做过一次调查。在该调查中，有“青年男女离村之

农家”占总农户比重为 8.9%，其中到城市工作、谋事的单身农村人

占全部离村人口的 47.5%。19  池子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估计二十世

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中国来自农村的工人数“当在 1,500 万左

 
16 张利民，1991，第 89 页。转引自池子华，1998，第 104 页。 

17 “在总量上”指的是，即使乡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是原先的乡村非农劳动

力如手艺人和工匠，但由于这些非农劳动力对乡村经济不可或缺，所以，

只要乡村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其他农业劳动力便将就地接替他们

而转变为乡村非农劳动力，因此，从总量上看，转移到城市的乡村劳动力

应当是农业劳动力。 

18 所谓的一定规模，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增长率必须低于总劳动力增长率。考

虑到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肯定高于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所以实现这个

“一定规模”并不容易。 

19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印，1936，第 173—178 页。转引自

池子华，1998，第 100-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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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20 另外，根据中国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 1933 年对河南省三个

县离村农民的职业调查，“产业工人”的就业比重在三个县的转出

劳动力中分别占 4.76%、0% 和 1.37%，而“手工业者”则占到

11.91%、15.47%和 17.87%。21 22 23 至于农民移出农村尤其移入城市

非农产业的原因，当时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和四十多年前的陈炽有

了显著差别。十九世纪后期的陈炽把工商业的较高工资作为诱导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家则把帝国主

义和资本主义向中国农村的“侵入”，视为迫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主要原因。例如，翟克便指出：“中国农民缺乏耕地，因此一家之生

活实不容易维持，幸而中国的农民的生活程度低下，而农民兼有副

业，如织布、纺纱与养蚕都可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使他们得以维持其

生活，但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农村后，就把中国农民的原有

副业掠夺了，于是农民就入不敷出，则农民不能不求副业——当苦工

——于都市，而把土地的耕作委之妻子父母，弄到结果，副业的苦力

变成正业，正业之农耕变成副业，于是从前农业原有的和平安定之空

气，为之一变，农村就无形中被破坏了。那末，他们就不绝逃往都市，

农民离村之现象就发生了”。24 

 
20 池子华，1998，第 101 页。该文出自作者的博士论文，参阅池子华，2007。 

21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第 65 页；转引自池子华，1998，第 103 页。 

22 本书讨论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和一般所说的“产业工人”或者按照马克思主

义传统划分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无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

关注的是农业和非农业划分，而不是非农业部门中的具体行业以及技术水

平、劳动者状况等划分。 

23 柴树藩等人曾于 1942 年陕西省米脂县印斗乡九保做了调查，发现该村 389

个劳动力中，若不计算举家迁移者，则有 21 个到外地“跟工”，14 个在外

地赶牲口，13 个到外地务农。参见柴树藩、于光远、彭平，1942/1979，第

13 页。作者同时提出应当将当地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大量移出，参见同

上，第 22 页。 

24 翟克，1933 年，第 119 页。翟克的观点部分印证了本书第一章提出的环保

主义和工人运动对非农化转型的负面态度，即“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乡村凋

零的后果，而乡村凋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侵入乡村的后果”（参见本书

第一章第五节）。王印焕最近将当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原因总结为五

个，即人口压力、灾荒、战乱、过高租税和城乡收入差异。最后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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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中国陷入战乱之中，经济建设和

农业劳动力转移难以正常进行。1950 年战乱结束和政权更迭后，新

政府在农村实行大规模土地重新分配。战乱往往迫使城镇人口转入

农村。政府以当时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政策，又吸引

部分已经转入城镇非农部门的人口和劳动力返回家乡参与分地。25 

中国政府公布的关于农业劳动力的系统统计数据始于 1952 年。但由

于上述原因，1952 年统计数据显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

都可能高于某种“正常值”。1952 年中国人口近 5.7 亿，其中就业

劳动力超过 2 亿，占总人口的 36%。我们把总劳动力视为就业和失

业劳动力两者之和。中国统计部门没有正式发布过 1952 年至 1977

年的失业数据。因此，我们在数量上把这一时期的总就业等同于总劳

动力。26 这样，在 1952 年的总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为 1.7 亿，占

 
显然与非农化转型开始后产生并扩大的非农部门有关。李楠的研究初步表

明，城乡收入差异可能是影响当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因素。对照前

面所引陈炽语录，可以发现陈炽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参见王印焕，

2004，第一章；李楠，2013。此外，在经济学理论讨论中，尚存在两种关于

劳动力转出农业的原因分析。第一种是“拉力（labor pull）分析”，认为非

农业的更高收入拉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二种是“推力（ labor push）分

析”，认为农业高产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参见例如 Alvarez-Cuadrado and 

Poschke, 2011。 

25 例如，研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人口迁移的学者认为 1949 年后，“随着各地

城乡经济的恢复和上海面临的短期困难，不少人又返回故乡，重整家

园，”是上海当时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参见张开敏，主编，1989，第 34

页。 

26 中国在1952到1977年期间应当存在城镇失业。中国共产党劳动部党组1953

年 11 月的一份报告中含有两份失业人员表，分别列出全国登记失业人数

1,184,304 人和 1,405,929 人。参见中国共产党劳动部党组，1953；这里转引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编），1998，第 39-40 页。中国社会科学

院和中央档案馆在把这份报告编入该书时没有包括上述数据的登记日期。

不过，它们是 1952年时登记的数据的可能性相当大。假设它们是 1952年数

据，那么，它们分别占 1952 年城镇就业的 4.8%和 5.7%。中国共产党中央

政治局在 1956 年 1 月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从 1956 年

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 5 年或者 7 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

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

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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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的 30%，总劳动力的 83.5%。27 所以，1952 年中国农业劳动

力比重不但显著高于王玉茹估计的 1936 年数据，而且高于她的 1887

年数据。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在中国的历史起点，应当不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甚至不迟于

1850 年。这样，如果以农劳比下降为指标度量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则从 1850 到 1950 年的一百年间，中国农劳比曾经从 80%左右或略

高降低到 1930 年代的 75%左右，然后由于战争和政权更迭的原因再

上升到 80%以上。 

3.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1950-2020年 28 

在中国经济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中国 1949 年政府更

迭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制度。在这之前的一

 
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根据该

《草案》，如果以 7 年计算，则到 1963 年中国将消除城市失业。当然，这里

的消除失业方式是将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劳动力“迁移”到农村去，正如本书

笔者亲身经历的那样。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失业系统数据自

1978 年起，其中 1978 年失业为 530 万人。这个数据指的应当是 1978 年的

失业存量，而非 1978 年当年新出现失业；如果这样的话，1978 年之前的若

干年内，中国应当存在城镇失业。同时，1978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

数倍于这之前各年转移量。由于在当时的中国极权经济体制下，非农部门

优先雇佣城镇劳动力，因此，1978 年中国城镇新增失业不仅不会很多。而

且应当净减少，所以，1978 年的 530 万城镇失业存量，很可能全部来自

1978 年之前诸年份。1978 年失业存量占当年城镇就业的 5.6%。注意它和本

书作者在这里计算的 1952 年的比率相差不大。1952 城镇就业和 1978 年的

城镇失业及其占城镇就业比重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编，2010，表 1-4。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参见数据附录 3。此

外，在学者中，南亮进和薛进军估算过中国 1952-1999 年逐年失业人数，其

中有代表性的 1952、1960、1970 和 1978 年失业人数分别为 733 万、419

万、629 万和 858 万。参见南亮进和薛进军，2002，表 4。 

27 根据 1952 年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率，参照池子华的“1500 万左右”的估

计，我们也许可以猜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农业劳动力进城

打工的比重大概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 

28 本节和下一节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胡景北，2009，中国乡城移民的宏观经

济学，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总第 28 期，第 99-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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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是市场经济，农业劳动力的地区和职业转

移不受任何正式制度约束，转入和转出地区的劳动市场是竞争性质

的。1949 年之后，中国建立极权经济制度，工资和价格由政府决定；

劳动力无论在地区间还是职业间的转移都需要政府批准；同时，政府

建立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区分为核心的户口制度和保证非农业

人口基本生活水平的“城市特权”。29 不过，1978 年以后，中国政府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方面。为此，中国极权制度开始放松，中国亦

开始引入部分市场经济因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向外部世界开放。这

样，在农业，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劳动力开始有了一定的自由经营空

间，并可以在居住地附近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之间转移。随着中国制

度进一步宽松，劳动力尤其农业劳动力自主转移的职业和地区范围

越来越大。尽管如此，正式的户口制度依然存在，“城市特权”虽然

严重削弱，但依然保留，因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正式身份”

转换依然需要政府批准，而与一个人是否从事甚至长期从事农业或

非农业无关。但是，1978 年后的制度毕竟承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

非农业的权利。由“城市特权”造就的巨大城乡差距不但在经济上、

而且在心理上强烈地驱动农业劳动力转入城市非农产业。所以，中国

农业劳动力转移在 1978 年前后呈现非常不同的机制和规模。我们在

本节也把重点放在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上，并且着重

从统计学意义上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 

正如上一节所说明的那样，中国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了现代意

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但中国系统的长期劳动统计数据始于 1952

年，因此我们在统计学意义上只限于讨论 1952 年以后的中国农业劳

动力转移。图 3.3 显示 1952 年到 2020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年度

变化状况。1952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总数超过 1.7 亿，1957 年超过 1.9

亿，1958 年降到 1.55 亿，但随即重新上升到 1961 年的近 2 亿，并

持续增加到 1991 年的最大值 3.9 亿，期间只有 1978 年等极少数年份

 
29 关于“城市特权”的定义，参见胡景北，2004。林毅夫等学者曾经用“城

市偏向（urban bias）”解释中国城乡之间当年在粮食供应方面的巨大差别。

参见 Lin and Ya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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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以 1991 年为转折点，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总趋势从增加转

为减少，1996 年减少到不足 3.5 亿。虽然 1997 年又重新增加，到

2002 年增加到近 3.7 亿，但从 2004 年起中国进入农业劳动力快速减

少的阶段，每年减少近 1200 万，2010 年减少到 2.8 亿，2015 年中国

农业劳动力只有 2.1 亿强，2020 年则仅接近 1.8 亿。显然，在今后一

段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还会继续减少。 

 

 

图 3.3 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1952-2020 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数据附录 3。 

 

然而，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不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适当指

标。例如，根据中国统计资料，虽然中国从 1952 年开始了农业劳动

力转移，但中国农业劳动力依然从 1952 年的 17,317 万增加到 2020

年的 17,715 万，增加了近 400 万人，所以，仅仅从农业劳动力数量

曲线看，我们很难识别出发生在这段时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

因此，我们在图 3.3 中同时利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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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进一步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30 图 3.3 展示中国农劳比在同一期

间的下降状况。如果说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在这一期间内的总趋势

还是提高，则中国农劳比在这一期间虽然还有升有降，但总趋势无疑

是降低的。事实上，中国农劳比从 1952 年的 85%先后降到 1957 年

的 81%和 1958 年的 58%，再重新升到 1962 年的 82%，然后又一次

走上下降的轨道并几乎没有间断地降到 2000 年的 50%、2010 年的

36%和 2020 年的 23%。因此，用农劳比衡量农业劳动力变化情况，

我们将能清楚地看到自有系统数据以来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

本趋势。 

我们在下一章考察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率。这里我们仅仅考

察转移量。根据上一章的转移量计算快捷公式(2.18)，我们算出中国

自 1953 年起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见图 3.4。图中的正数表示劳动

力净转出农业、负数表示净转入农业。在中国统计资料涵盖的总共六

十八年期间中，劳动力有五十五年净转出农业，只有十三年净转入农

业，净转出年数远远超过净转入年数。更重要的是，就平均数而言，

劳动力在各年净转出农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净转入的规模。在大部分

净转出的年份中，净转出数量都很大，在很多年份甚至超过 1000 万；

但在大部分净转入年份中，净转入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很小甚至接近

于零。因此，从图 3.4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31 

 
30 图 3.3 在计算农劳比的时候，没有考虑 1952-1977 年的失业问题。正如本章

脚注 25解释的那样，在这 26年，中国无疑存在失业。但中国统计部门没有

提供任何关于那一时期失业的资料，因此，我们把那一时期的中国总就业

直接视为中国总劳动力。如果设想中国 1952 和 1978 年的失业率皆在 5%前

后，我们可以就此估算包括失业的总劳动力，这样，中国在 1952-1977 年的

农劳比将相应地有所降低。 

31 图 3.4 同时显示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质。不过，由于该图使用转

移绝对量且我们可以估算出多种转移量，因此该图不适合用来讨论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波动。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请参见下面第四章农劳

比降低速度（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以及加速度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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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1953-2020 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3。 

 

最后，我们用下面的表 3.3 总结 1953 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

移数量。表 3.3 把 1953-2020 的六十八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从 1953 到 1978 年，共二十六年，期间中国一共转移出近 5,300 万农

业劳动力，平均每年转移 203 万。第二个时期从 1979 到 2020 年，

共四十二年，转移劳动力总量近 3.2 亿，平均每年转移 757 万。显

然，1978 年以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平均每年转

移量是 1978 年及之前时期的 3 倍多。就整个六十八年来看，中国一

共转移了 3 亿 7 千万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转移 545 万。这里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图 3.4 和表 3.3 中的数据应当是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最低可能数量。实际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应当明显大于这些数

量。 

我们在表 3.3 同时列出中国农劳比在这三个时期的降低量。在

1953-1978 的二十六年间，农劳比总共降低近 14 个百分点，平均每

年降低 0.54 个百分点。而从 1979 到 2020 的四十二年间，中国降低

农劳比超过 46 个百分点，年均降低量超过 1 个百分点，也超过上一

时期一倍以上。因此，1979 年以来，中国农劳比降速大大提高。在

总计六十八年中，中国降低的农劳比超过 60 个百分点，占 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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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劳比近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说，中国用仅仅六十八年时间，完

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任务的百分之七十。所以，仅仅就图 3.4 和表 3.3

而言，我们便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最近六十多

年历史中的大趋势。 

表 3.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1953-2020 年 

时期 年数 
最低转移量 平均每年转移 

农劳比 

总降低量 
平均每年降低量 

万人 万人 百分点 百分点 

1953-1978 年 26 5,272 203 13.93 0.54 

1979-2020 年 42 31,789 757 46.37 1.10 

1953-2020 年 68 37,061 545 60.30 0.89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3.4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讨论 以 1979-2020年为例 

虽然农劳比变化可以恰当地展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

但为了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状况，我们还需要对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大体规模有一定把握。不过，中国和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

不发布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我们必须从它们发布的其他劳动力统

计资料中自行整理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32  本书第二章已经讨论

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并提出整理农业劳动力转移标准数据的方

法。上面的图 3.4 和表 3.3 便显示了中国 1953-2020 年的标准农业劳

动力转移量。不过，由于转移量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在本节继续以

1978-2020 年的中国统计资料为例，具体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数据

 
32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从 2008 年起的全国农民工统计数据。该统计定义农

民工为“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

劳动者。”本书讨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则包括户籍转移的劳动力，但排除

外出依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参见国家统计局，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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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有的数量

规模。 

首先观察 1978 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的变化。表 3.4 列

出该指标从 1979 到 2020 年的逐年变动状况。在这四十二年内，中

国农业劳动力有十八年增加、二十四年减少；增加的年份集中在上一

世纪，减少的年份则集中在本世纪。十八年增加的总量为近 1.3 亿，

二十四年减少的总量则超过 2.3 亿。两相抵消，中国农业劳动力在

1979-2020 的四十二年内净减少量超过 1 亿。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农

业劳动力总量从 1978 年的 28,318 万减少到 2020 年的 17,715 万，四

十二年内减少 37%强。 

不过，表 3.4 仅仅部分地揭示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规

模。之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表 3.4 仅仅考虑了农业劳动力存量的

净减少，而完全没有考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这一重要因素。33  我

们想象中国某个农业社区或村庄。假如这个村庄在 2010 年初有 200

个劳动力务农，到 2010 年底即 2011 年初有 190 个务农劳动力。在

这一年内，该村庄有 5 个人中学毕业后成为正式的农业劳动力；同

时因为生老病死，该村庄有 3 个人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设想转出村

庄的劳动力皆从事非农劳动而不再务农，那么，该村庄在 2010 年内

转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是 

[200 + (5-3)]-190=12 

表 3.4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逐年变动状况，1979-2020年 

单位：万人 

年份 增加 减少 年份 增加 减少 

1979 316  2000 275  

1980 488  2001 356  

1981 655  2002 242  

 
33 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不可忽视

的重要现象。例如，Johnson 曾经指出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转出的农业

劳动力中，五分之二应当是农业自然新增的劳动力。参见 Johnson，1960，

p.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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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1,082  2003  -436 

1983 292  2004  -1,375 

1984  -283 2005  -1,388 

1985 262  2006  -1,501 

1986 124  2007  -1,210 

1987 409  2008  -808 

1988 586  2009  -1,033 

1989 976  2010  -960 

1990 5,689  2011  -1459 

1991 184  2012  -937 

1992  -399 2013  -1697 

1993  -1,019 2014  -1466 

1994  -1,052 2015  -954 

1995  -1,098 2016  510 

1996  -710 2017  -613 

1997 20  2018  -780 

1998 337  2019  -863 

1999 591  2020  -937 

42 年总和 12,884 -23,488 

42 年净减少  -10,604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 

 

该村庄在 2010 年内转出了 12 个农业劳动力！然而，如果不考

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该村庄农业劳动力的净减少为 

200-190 =10 < 12 

这个简单例子说明农业劳动力的净减少，在数量上低于农业劳动力

的净转出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在 2010 年内，该村庄有人进入有人

退出农业劳动力队伍，但农业劳动力本身“自然地”净增加了。可是，

仅仅考虑 2010 年初和年末数据的“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概念没有考虑

农业劳动力本身的增加，因此低估甚至严重低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数量规模。 

为了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列出农业劳动力在两个时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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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1 t之间变化的公式如下：34 

LA
t+1= LA

t+(BA
t.t+1-D

A
t,t+1)+(IA

t,t+1-E
A

t,t+1) 

(3.3)中的新符号 B 和 D 分别代表劳动力的自然增加或减少，I

和 E 分别代表劳动力转入和转出农业。(3.3)等号右侧后的第一个括

号是农业劳动力在 t 和 t+1 两时点之间的净自然增加，第二个括号是

在该两时点之间净转入农业的劳动力。我们知道净自然增加可以用

自然增长率表示，即： 

(3.4) (BA
t.t+1-D

A
t,t+1)=nA

t.t+1L
A

t 

把(3.4)和 HTr引入(3.3)，我们得到 

LA
t+1= LA

t+nA
t.t+1L

A
t-H

Tr
t,t+1 

从中解出 HTr为：35 

(3.5) HTr
t,t+1

 = (LA
t-L

A
t+1)+nA

t.t+1L
A

t 

=∆LA
t.t+1+ nA

t.t+1L
A

t  

=农业劳动力净减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 

(3.5)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农业劳动

力净减少，一部分是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与(3.5)相比较，表 3.4 中

的数据仅仅考虑了农业劳动力净减少即(3.5)等号右侧的第一项，所

以只是部分地指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为了更准确地揭示农

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 

用(3.5)计算上述村庄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得到 36 

H2010,2011
 = (LA

2010 - L
A

2011)  + (BA
2010.2011 - D

A
2010.2011) 

      = (200-190)+(5-3) 

   = 12 

与前面通过常识即(3.1)得出的结果相同。 

应用案例调查方法，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或若干村庄农业劳动力

 
34 公式(3.3)是人口学中计算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基本公式，其中各字母代表人

口变量，参见例如 Ferrie, 2006, p. 491。本书转用它研究劳动力转移。 

35 公式(3.5)与第二章的(2.19)完全相同。 

36 在本书中，公式下标的年份标识表示该年份的年初时点。注意上一年份的

年末和下一个年份的年初是同一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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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精确数量。但对一个国家尤其中国这样人口和劳动力众多的

大国来说，案例调查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正式的统计资料。然而，包

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统计部门公布 BA、DA 以及 nA

数据，所以，我们无法像针对某个村庄那样准确地计算某个国家的

BA、DA与 nA。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计算(3.4)和(3.5)所需要的数

据。就此而言，一个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准确或真实 HTr是无从计

算的。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中的一个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不可能根据现有统计资料获得真实数量的情

形下，我们只得退而求其次，设法在某种很少歧义的程度上近似地估

算转移量。为此，我们首先做出如下三个假设： 

总劳动力仅仅分为农业和包括失业的非农劳动力，即

Lt=LA
t+LN

t，t t；37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虽然高低有别，但差距应当落在

某种合理范围内；38 

总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39 

 
37 这一假设把失业归类到非农劳动力之中。它比较适合于关于中国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研究，因为按照中国的制度，非农劳动力才具备资格登记为失

业。对不存在把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类的户口制度的大多数国家来

说，该假设需要修改。 

38 这一假设没有考虑某些极端情形。例如，中国人口在 1960 年绝对减少，总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数。但城镇人口依然在增加，因此城乡人口的统计增

长率分别为正负数，差距落在合理范围之外。由于当时中国严格控制人口

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因此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可能在城镇是正数、乡村是

负数。人口增长又将直接影响劳动力增长。不过，1979-2020 年期间，中国

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没有出现过极端情形，我们的这个假设应当适

用。1960 年中国总人口和城乡人口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 编，2010, 表 1-3。 

39 该假设实际上意味着不存在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国际移民占本国

劳动力比重非常低的国家如中国，这一假设不会造成严重误差。但对于例

如美国等所谓的“移民国家”，这一假设便较少可行性。中国国家统计局

曾经在其最早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列出中国农业劳动力向海

外转移的数据，即在 2009 年，中国历年累计离开本乡外出农民工为 14,533

万人，其中外出到港澳台和国外从业的占 0.3%，略低于 44 万人。但该机构

后来没有继续发布此类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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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想中国和世界满足这三个假设。正如(3.5)揭示的那样，估

算转移量的关键是估算农业劳动力在两个时点确定的一个时期中的

自然增长率，或常见的年自然增长率。设 n、nA和非农劳动力自然增

长率 nN三者关系可以表示为 40 

nt= lt-1n
A

 t+(1- lt-1)n
N

t， 

其中 l 代表农劳比，是已知数，l (0, 1)；nt、nA
t 和 nN

t (0, 1)。

根据假设（3），n 亦可视为已知数。因此，只要我们对 nA和 nN两者

关系做出某种数量假定，我们便可以求出它们。为简便易行同时又保

证一定的精确度，我们再次做出如下三个假定：41 

 假定 I:    nA
t=nN

t。 

 假定 II:   nA
t=1.5nN

t，若 nt>0；nN
t=1.5nA

t，若 nt<0。  

 假定 III:   nA
t=2nN

t，若 nt>0；nN
t=2nA

t，若 nt<0。42 

利用假定 I 估算公式(3.7)，可知无论 l 取值大小，我们都有

nA
t=nN

t=nt。43 排除战争和饥馑的极端情形，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应当高于城镇人口；同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乡村人口进入农业劳

动力队伍没有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障碍，因此，在绝大部

分情形下，我们应当有 nA>nN以及 nA>n。就此而言，nA=nN的假定，

是关于 nA的最低假定。根据这个假定计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应

 
40 公式(3.7)尤其是其中使用 lt-1而不是使用 lt的具体推导如下。若 Lt=LA

t+LN
t，

则 Lt-Lt-1=(LA
t+LN

t) -(LA
t-1+LN

t-1)=(LA
t-LA

t-1)+(LN
t-LN

t-1), 即 ∆Lt-1,t=∆LA
t-

1,t+∆LN
t-1,t。求增长率得 nt-1,t=∆Lt-1,t/Lt-1= (∆LA

t-1,t/LA
t-1)(LA

t-1/Lt-1)+(∆LN
t-1,t/LN

t-

1)(LN
t-1/Lt-1)=nA

t-1,tlA
t-1+nN

t-1,t(1+lN
t-1)。由于 1=lA

t-1 +lN
t-1，用 l 代替 lA 并用 t 代

表由相邻两点 t-1 和 t 规定的时期，我们便得到(3.7)。 

41 本书上一章提到 Kuznets 曾猜想在经济发展早期，nA 也许是 nN 的三倍。但

在生育率很高的经济发展早期，这可能很难达到，因为我们最多假设 nA 是

nN的二倍。 

42 假定 II 和 III 对 n<0 情形的规定表示，若总劳动力增长率为负数即总劳动力

绝对减少，则非农劳动力减少得比农业劳动力更快。注意这里所讨论的总

劳动力绝对减少，是指没有天灾人祸时，由正常的人口因素变化导致的总

劳动力减少。 

43 假定 I 与本书上一章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计算公式(2.19)相一致。不过我们

需要注意，(2.19)是从农劳比降速概念推导出来的，而不必以假定 I 为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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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最低转移量。下面的图 3.5 利用中国总劳动力、农业和非农劳动

力在 1980-2020 年间统计数据，展示它们的统计增长率。若接受假定

I，nA=nN=n 且不存在国际移民，则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估算自然增

长率曲线皆与图 3.5 中总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曲线重合。注意图 3.5

显示，如果不考虑 1990 年的特殊状况，44 则在这一期间，中国总劳

动力的年增长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曲线的波动很小。与此相

比，农业尤其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波动都很剧烈。同时，农业劳动

力统计增长率的下降带动了总劳动力增长率降低。在劳动力增长率

全面下降的情形下，非农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亦表现出较为缓和的

下降趋势。根据对中国这四十一年经济事实的观察，农业劳动力的自

然增长率应当高于非农的相应增长率，因此，图 3.5 按照统计资料描

绘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的差距，应当归之于农业劳动力

向非农部门的转移。 

 

图 3.5中国总劳动力、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1980-2020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 

 

假定 II 和 III 比较复杂。从假定 I 出发，公式(3.7)中的 l 对农业

 
44 对 1990 年情形的讨论参见本章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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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的取值没有任何影响。但从假定 II 和 III 出

发，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估算增长率不但受 l 影响，而且还出现了它

们的最大和最小值是否落于“合理范围”的问题。从公式(3.7)得知 

(3.6) 若 nA
t=1.5nN

t且 nt>0，则 nA
t=

t-1

3

2+l
nt、nN

t=

t-1

2

2+l
nt,， 

(3.7) 若 nN
t=1.5nA

t且 nt<0，则 nA
t=

t-1

2

3-l
nt、nN

t=

t-1

3

3-l
nt，  

(3.8) 若 nA
t=2nN

t且 nt>0，则 nA
t=

t -1

2

1+l
nt、nN

t=

t 1

1

1+ −l
nt， 

(3.9) 若 nN
t=2nA

t且 nt<0，则 nA
t=

t-1

1

2-l
nt、nN

t=

t-1

2

2-l
nt。  

显然，nA
t 和 nN

t 两者与 nt的数量关系随 lt-1 而变。lt-1 的取值范围

是 lt-1 (0, 1)，因此，仅就 n>0 的情形来说，我们有： 

 若 nA
t=1.5nN

t，则当 lt-1→0，max nA
t→1.5nt、nN

t→nt； 

                     lt-1→1，min nA
t→nt、nN

t→
2

3
nt 

若 nA
t=2nN

t， 则当 lt-1→0，max nA
t→2nt、nN

t→nt； 

                     lt-1→1，min nA
t→nt、nN

t→
1

2
nt 

由于在 n>0、lt-1 倾向于 0 或 1 的时候，农业劳动力接近 0 或总

劳动力，因此，n 将趋向于 nN或 nA。不过，即使在这两种极限情形

下，假定 II 和 III 所导致的农业和总劳动力估算自然增长率的数量关

系即 nA
t→1.5nt 和 nA

t→2nt，依然处在某种“合理”范围内。例如，

如果不考虑人口在出生和成为劳动力之间的差异，中国城镇严格实

行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可能在乡村一对夫妇生育较多

孩子的前提下，导致 nA
t→1.5nt 以至 nA

t→2nt 或者甚至更高的特例。

就我们关心的中国从 1979 到 2020 的四十二年来说，l 的区间为 lt-1

 (0.696, 0.244)，最大和最小值分别出现在 1978 和 2019 年。根据假

定 II 和 III，我们利用公式(3.8)-(3.11)，计算出 1979 和 2020 年的农

业和非农劳动力的某种“自然”增长率，见表 3.5。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104 

表 3.5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估算取值范围(%),1979-2020 年                     

年份 lt-1 n 
假定 II 假定 III 

nA nN nA nN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 估  算 

1979 69.6  2.24 2.49  1.66 2.64  1.32 

2020 24.4 -0.22 -0.16 -0.24 -0.13 -0.25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在表 3.5 内，与 l 的区间极值相对应、建立在假定 II 和 III 基础

上的 nA和 nN数值，在 1979 和 2000 年应当都没有超出合理范围。因

此，对于我们关心的 1979-2020 年这段时期，上述两个假定应当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从这两个假定出发，我们通过公式(3.8)-(3.11)计算了

1979-2020 年的两组 nA和 nN的估算自然增长率。下面的表 3.6 第一、

二两个数据行，列出了估算增长率的最大和最小值，第三、四数据行

则列出了逐年估算增长率和相应年 n 相比较后的最大和最小值。该

表同样指出，和已知的 n 相比，以假定 II 和 III 为基础估算的 nA 和

nN应当没有超出合理范围。例如，用假定 III 估算的 nA，最高也才达

到同年 n 的 150%（2014 年），最低也没有低于同年 n 的 50%（2020

年）。 

表 3.6 农业和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估算最小值和最大值(%)， 

1979-2020年 

  
总劳动力 

增长率 

假定 II 假定 III 

nA nN nA nN 

估    算 

最大值 16.92 19.55 13.03 21.20 10.60 

最小值 -0.47 -0.35 -0.52 -0.27 -0.54 

  估算增长率是总劳动力增长率的% 

最大值  129.94 110.68 152.83 116.92 

最小值   72.55  74.18  56.93  58.96 

注：表第二、三数据行中的估算数据和总劳动力增长率不一定落于同一年。

第三和四数据行中的数据亦不一定落于同一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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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估算的 nA 和 nN 与统计数据的 n 分别展示在图 3.6 至 3.9。

为方便制图，我们在这些图内仅仅展示 1980-2020 年的数据。同时，

由于中国 1990 年的总劳动力增长率过于突兀，我们也分别展示保留

和剔除 1990 年数据的图形。显然，我们所估算的增长率不仅受 l 的

影响，而且也受 n 的影响；后者的影响甚至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例

如，在图 3.6-3.9 中，两组共四个估算增长率都和 n 一起提高或者降

低；n 的最大值直接造成了四个估算增长率的最大值。与表 3.5 的数

据相比，这四个最大值的取值远远超过 l 最大值给估算增长率造成的

影响。 

比较图 3.5 和图 3.6-3.9，我们发现估算的 nA和 nN以 n 为准绳，

熨平了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增长率曲线的大部分波动。另一方面，

这四张图亦表明，我们为估算 nA 和 nN 所做的假定 II 和 III，应当没

有造成明显不合理的 nA和 nN估算值，因此，上述两个假设应当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45  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确定真实的农业

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例如，即使我们知道农业劳动力增长率高于非农

也高于总劳动力增长率，而 nA=2nN的假设确实让农业劳动力自然增

长率的估算值显著高于后两者，我们仍然没有任何理由确定等于 2nN

的 nA和农业劳动力的真实自然增长率之间的数量关系。46 

 
45 nA的两个最大值都出现在 2014 年。该年 n=0.10，nA

(1.5)=0.12，nN
(1.5)=0.08，

nA
(2)=0.15，nN

(2)=0.07。nN 的两个最大值都出现在 2015 年。该年 n=-0.02，

nA
(1.5)=-0.01，nN

(1.5)=-0.02，nA
(2)=-0.01，nN

(2)=-0.02。显然，估算的最大值皆

出现在 n 由正数变为负数的转折年份。此外，nA 的两个最小值都出现在

2020 年，而 nN 的两个最小值出现在 1979 年。 

46 我们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观察 1986 年情形。当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

为 n1986=2.86%，上年农劳比 l1985=62.1%，计算得到在 nA
1986=1.5nN

1986 时，

nA
1986=3.28% ， nN

1986=2.18% ； 在 nA
1986=2nN

1986 时 ， nA
1986=3.53% ，

nN
1986=1.77%。假定 nA

1986=3nN
1986，代入公式(3.7)，则求得 nN

1986=1.28%，

nA
1986=3.83%。这里，虽然 nA

1986=3nN
1986 的假定让估算的 nA

1986 显著高于

n1986，我们依然很难判断如此估算 nA
1986 和真实的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

孰大孰小关系。1986 年数据来源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2010，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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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假定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 1.5倍时的中国农业

和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1980-2020年 

 

 

图 3.7 假定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 1.5倍时的中国农业

和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1980-2020 年（无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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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假定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 2 倍时的中国农业和

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1980-2020年 

 

图 3.9 假定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 2 倍时的中国农业和

非农劳动力估算增长率，1980-2020 年（无 1990 年） 

 

表 3.7 列出了用 nA=nN=n、nA=1.5nN 和 nA=2nN 分别估算出来的

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量和农业劳动力净转出量。我们以 1986 年为例

说明表中的数据。那一年中国农业劳动力绝对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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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24 万。但是，即使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那

一年中国也应当新增 891 万农业劳动力。在这些新增农业劳动力内，

124 万留在农业，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绝对量；剩下的 (891-124)=767

万转出农业，所以 1986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净转出量为 767 万，转出

比即转出占新增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 86%。假如农业劳动力自然增

长率是非农劳动力相应比率的 1.5 倍和 2 倍，当年农业劳动力“自

然”增量将达到 1020 万或 1,100 万。由于新增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

不变，所以农业劳动力净转出量分别提高到 896 万和 976 万。转出

比提高到 88%和 89%。因此，尽管从农业劳动力绝对量观察，1986

年不存在劳动力转出农业现象；但是，只要我们考虑劳动力的自然增

长，我们马上发现 1986 年不但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且存在大规

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那一年，新增的农业劳动力大部分甚至绝大

部分转出了农业！ 

我们再考虑一个总劳动力绝对减少的例子，其时农业劳动力的

“自然”和统计增长率都是负数，农业劳动力亦绝对减少。如果最新

的 2020 年数据也许还需要修订，那么，就 2019 年来说，假设按照

与总劳动力的负增长率相等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则该年中国农业

劳动力应当减少 93 万。但该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在统计上减少了 863

万，因此，扣除“自然”减少量，该年农业劳动力转出量为 770 万。

由于该年非农劳动力在“自然”的意义上也绝对减少，所以，该年的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填补了非农劳动力的“自然”减少，而且还让

非农劳动力增加 499 万。如果我们接受假定 II 和 III，即农业劳动力

的负“自然”增长率是非农劳动力该比率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则

该年转入非农的农业劳动力分别增加到 796 万和 810 万。这里，我

们清楚地表明，在 2019 年或者说在总劳动力负增长的年份里，全部

非农劳动力的增加都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而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原

因，主要不是自然因素，而是转移入非农劳动力。 

按照前面的公式(3.5)，表 3.7 计算的“农业劳动力净转出”，在

数量上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根据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等于、

1.5 倍或 2 倍于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三个假定，表 3.7 得出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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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数据。基于我们对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自然增长状

况的大体了解，在不出现巨大的自然或社会灾难的年份内，农业劳动

力自然增长率一般不会低于非农劳动力以及总劳动力的相应比率，

因此，无论就某一年还是就某个多年度的时期而言，以农业劳动力和

非农及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相等为假定的第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数

据，应当是该年或该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低量数据。然而，我们

无法对具有较高合理程度的最高转移量做出类似的判断。例如，我们

也许可能针对少数年份估算出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最高转移量，但无

法一般地对某个多年份时期做出这样的估算。就此而言，我们也无法

对我们所估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与真实转移量的可能差距做出任

何断言。这样，在下文中，我们将不得不较多地使用根据假定 nA=nN=n

计算的最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表 3.7 中国农业劳动力增量、估算自然增长和净转出，1979-2020年 

单位：万人 

年份 

农业劳动

力气 

假设自然增长 假设净转出 

统计增量
∆LA 

假定 I 假定 II 假定 III 假定 I 假定 II 假定 III 

1979 316  633  705  747  317  389  431  

1980 488  902  1,007  1,069  414  519  581  

1981 655  857  959  1,021  202  304  366  

1982 1,082  1,018  1,142  1,216  -64  60  134  

1983 292  698  783  833  406  491  541  

1984 -283  1,151  1,294  1,381  1,434  1,577  1,664  

1985 262  1,070  1,217  1,307  808  955  1,045  

1986 124  891  1,020  1,100  767  896  976  

1987 409  917  1,056  1,142  508  647  733  

1988 586  937  1,083  1,174  351  497  588  

1989 976  636  736  799  -340  -240  -177  

1990 5,689  5,621  6,495  7,043  -68  806  1,354  

1991 184  425  491  532  241  307  348  

1992 -399  399  462  501  798  861  900  

1993 -1,019  414  481  524  1,433  1,500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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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1,052  394  462  505  1,446  1,514  1,557  

1995 -1,098  352  416  458  1,450  1,514  1,556  

1996 -710  476  567  627  1,186  1,277  1,337  

1997 20  448  537  597  428  517  577  

1998 337  401  483  537  64  146  200  

1999 591  376  452  503  -215  -139  -88  

2000 275  353  425  472  79  150  198  

2001 356  396  476  529  40  120  173  

2002 242  283  341  379  42  99  137  

2003 -436  240  289  322  676  725  757  

2004 -1,375  270  325  363  1,644  1,700  1,737  

2005 -1,388  183  223  250  1,571  1,611  1,638  

2006 -1,501  150  184  208  1,651  1,686  1,709  

2007 -1,210  137  170  193  1,347  1,380  1,403  

2008 -808  121  151  172  928  958  980  

2009 -1,033  117  147  168  1,150  1,180  1,201  

2010 -960  99  125  144  1,059  1,085  1,104  

2011 -1,459 38 48 56 1,497 1,507 1,514 

2012 -937 18 23 27 955 960 964 

2013 -1,697 19 24 28 1,716 1,721 1,725 

2014 -1,466 23 30 35 1,489 1,496 1,501 

2015 -954 -4 -3 -3 950 951 951 

2016 -510 -16 -12 -9 494 498 501 

2017 -613 -53 -39 -31 560 574 582 

2018 -780 -72 -53 -42 708 727 738 

2019 -863 -93 -67 -53 770 796 810 

2020 -937 -41 -30 -23 896 907 914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 

 

我们对表 3.7 中 1986 和 2019 年数据的分析适用于该表中的其

他年份。这些分析揭示农业劳动力净转出不但可以和农业劳动力净

增加同时并存，而且可以和农业劳动力净减少同时并存。这里，农业

劳动力净转出便是我们在上一章所定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加总表

3.7 中的逐年数据，我们得到四十二年的总量，即表 3.8 第一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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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它们显示，在 1979-2020 的四十二年内，中国农业劳动力至

少“自然”增加了 2.1 亿，并很可能增加了 2.5 亿左右。若以最低增加

量 2.1 亿计，1978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为 2.8 亿，则如果不存在农业劳

动力转移，中国 2020 年农业劳动力绝对量应当是 4.9 亿。但该年中

国农业劳动力不足 1.8 亿，所以，在这四十二年内，中国至少有 (4.9-

1.8) =3.1 亿农业劳动力转出了农业。如果以较高的农业劳动力自然

增加量为准，则在这四十二年内，甚至有超过 3.5 亿农业劳动力净转

出了农业部门！而如果不考虑新增农业劳动力，则到 2016 年，中国

1978 年所拥有的全部农业劳动力便已经转出农业！47 

表 3.8 同时指出，即使从数量上观察，农业劳动力净减少的概念

也远远无法涵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从表 3.8 第四行数据可以看

出，在 1979-2020 的四十二年间，农业劳动力净减少数量甚至仅及农

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的三分之一。从我们的估算看，农业劳动力的净

减少占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比重应当不会超过十分之三，而农业劳

动力自然增长占到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比重则至少达到三分之二左

右。也就是说，在这四十二年内转移的每三个农业劳动力中，只有大

约一人来自原有农业劳动力存量，其余二人来自新增加的劳动力流

量。所以，在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规模时，农业劳动力的自然

增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一旦考虑农业劳动力自然增长，

我们就会明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真实数量是不可知的。当然，本书后

面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也无须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

概念和指标。对经济分析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即农劳比下降速度

以及下降加速度的概念和指标已足以胜任。 

 

 
47 中国国家统计局从 2010 年起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该报告列出的

“农民工”最早数据，是 2008 年中国累计农民工为 22,542 万人。2020 年农

民工增加到 28,560 万人。因此，在 2009-2020 的十二年里，中国农民工增

量总计为 6,018 万人。与此相比较，在表 3.7 中，即使按照假定 I，农业劳

动力在这十二年内的最低转移量也高达 12,243 万人，超过上述农民工增量

的一倍。农民工定义见本章脚注 32。农民工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20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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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中国农业劳动力增量、假设自然增长和转移量总结， 

1979-2020年 

 单位 假定 I 假定 II 假定 III 

净减少 万人 10,603 10,603 10,603 

假设自然增长量 万人 21,186 24,625 26,800 

转移量 万人 31,789 35,228 37,403 

净减少占转移量比重 % 33.4 30.1 28.3 

自然增长占转移比重 % 66.6 69.9 71.7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 

3.5 1990年的特殊情形  

在上一节关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各个图形中，1990 年中国劳动

力数量变化显得特别突兀。对此我们应当做出某些说明。我们用图

3.10 进一步揭示 1990 年的特殊性。该图显示在 1965-2000 年期间，

中国年度劳动力增量大体在 1,000 万左右，只有 1990 年的增量爆发

性地跃升到 9,000 多万。根据现有统计资料，中国 1989 和 1990 年的

总劳动力分别是 55,707 万和 65,132 万，48 由此得出 1990 年总劳动

增量为 9,425 万。该增量分别是 1989 和 1990 年劳动力总量的六分之

一和七分之一。也就是说，1990 年的劳动力总量中，每七个劳动力

便有一个是当年新增加的。1990 年新增加的 9,425 万劳动力有三个

去处：农业或非农就业或失业，见表 3.9。显然，无论根据表 3.9 的

数据，还是根据公式(3.7)，甚至无论中国 1990 年前后的农劳比 l 大

小如何，当年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力都会相应出现爆发性增长，增长

率都会处于以总劳动力高达 17%的增长率为轴心的附近区域。这一

点在图 3.6 和 3.8 中揭示的非常清楚。 

 
48 数据来源见数据附录 2。本段中其他数据亦出自该数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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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中国年度人口和劳动力增量，1965-2000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表 1-3、1-4。 

 

表 3.9 中国新增总劳动力的流向，1990 年 

 增长率(%) 增量(万人) 新增总劳动各去向占比(%) 

总劳动力 16.92 9,425 100.00 

总就业 17.03 9,420 99.95 

农业就业 17.12 5,689 60.36 

非农就业 16.88 3,731 39.59 

失业 1.32 5 0.05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 

 

可是，1990 年中国能够增加六分之一劳动力的可能性只有三种，

第一是中国对劳动力统计的定义发生重大的扩张性变化；49  第二是

中国在 1990年同时发生重大的推迟退休和青年人提前就业的政策性

事件；第三是中国在 1970 年前后出现爆发性的人口增长以至于 1990

年前后中国新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激增。至少从已知的最近五十

 
49 劳动力统计发生重大的收缩性变化的一个例子， 是美国 1947 年把劳动力

的最低年龄从 14岁调高到 16岁。此项统计标准变化使美国农业劳动力一举

减少近 5%，而非农劳动力仅仅减少近 1%，参见 ERP, 2010, Table 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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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中国统计演变历史和中国经济史出发，第一和第二个可能性应

当都不存在。关于第三个可能性，我们进一步观察图 3.10。该图表

明，尽管 1970 年前后中国新增人口达到某个高峰，但高峰并不突出，

难以解释 1990年新增劳动力曲线上那种拔地而起的耸立高峰；因此，

中国应当不存在特定年份的人口激增导致 1990年劳动力激增的可能

性。如果这三种可能性都被排除，图 3.10 显示的中国总劳动力在 1990

年的不正常增长，便可能主要地应当归之于统计数据的某种高度失

真。 

证明1990年劳动力统计资料失真的另一个方法是观察中国国民

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状况。1990 年中国 GDP 增长率仅达 3.9%，

是 1978-2020 年期间最低的一年。50 因此，当年高达近 17%的新增

就业没有带来其应当带来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从另一个角度观

察，如此低的 GDP 增长速度不需要亦不可能吸纳如此之多的新增就

业。所以，如果中国 1990 年 GDP 增长率更为可信的话，同年的总

就业增长率便难以置信。 

中国曾在 1990 年展开过一次人口普查。该年劳动力数量应当出

自普查资料。若 1990 年普查资料准确性较高，则 1990 年劳动力数

量的不正常增加，主要原因也许是 1990 年之前若干年劳动统计的准

确性较低。它既表现为大量劳动者未计入劳动力，也表现为部分非农

劳动力计入农业劳动力。因此，避免 1990 年数据过于失真的一个方

式是依据可资使用的各种资料，研究和修订 1990 年之前和该年的数

据。南亮进和薛进军做过这样的研究。表 3.10 摘录了他们和国家统

计局从 1985 到 1990 年的相应数据。可以看出，南亮进和薛进军推

算的 1990 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比起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为

合理。根据前者的推算，1990 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量为 2,103 万，仅

达后者增量的五分之一强。当然，南亮进和薛进军的推算尚不能作为

定论。中国统计部门和学者需要对 1990 年及以前多年的劳动统计做

出进一步的研究和修订。 

 
50 中国 GDP 增长率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6 年》，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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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国家统计局和南亮进等的中国总劳动力数据对比， 

1985-1990年 

年份 

总劳动力 总劳动力增量 总劳动力增长率 

统计局 南亮进等 统计局 南亮进等 统计局 南亮进等 

万人 万人 % 

1985 50,112 56,401 1,679 1,053 3.47 1.89 

1986 51,546 57,866 1,435 1,509 2.86 2.66 

1987 53,060 59,589 1,513 1,750 2.94 3.00 

1988 54,630 61,215 1,571 1,661 2.96 2.77 

1989 55,707 62,813 1,077 1,743 1.97 2.83 

1990 65,132 64,722 9,425 2,103 16.92 3.3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数据附录 2；南亮进等数据：南亮进和薛进

军，2002，表 4。 
 

1990 年劳动力增量数据失真的影响广泛。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研

究来说，它扭曲了 1990 年之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压低了农业

劳动力转移数量。1990 年非农就业增加了近四千万。由于当年总劳

动力新增了九千多万，因此，这些非农就业在统计学上的来源被归之

于新增总劳动。可是，总劳动力不可能在 1990 年净增九千多万。例

如，图 3.10 显示除了 1990 年外，中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九十

年代末，每年新增劳动力从没有超过 1,800 万。假如 1990 年当年实

际新增劳动为 2,000 万。由于 9425 万-2000 万=7425 万，所以，在

1990 年统计的新增劳动力中间，依然有高达 7,400 多万需要适当调

整到 1990 年之前的八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诸年。在调整过程中，我

们将会发现在 1990 年近四千万新增非农就业中，有一部分甚至大部

分来自之前诸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举两个实证分析的例子说明 1990 年数据失真的具体影响。根据

现行数据，在 1979 到 2020 年期间，中国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

力转移量、非农就业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线性回归的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32 和 0.09。然而，如果从这三个变量的数据系列中排除 1990

年数据，两个相关系数猛地提高到 0.83 和 0.41，提高量分别达到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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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32。51 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拟合中，差距如此巨大的相

关系数，常常足以决定一个假说甚至模型本身的取舍。因此，1990 年

劳动统计的失真，对于观察和研究最近五十年或更长时间的中国经

济，可能产生某些带根本性的不良影响。 

3.6 关于劳动统计数据质量的若干讨论 

迄今为止，本书大量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

的数据。本书后面将继续使用这两个机构和其他机构发布的数据。国

际劳工组织强调它的数据是其数学模型的估计值（ILO Modelled 

Estimates）。该组织不但估计和发布世界劳动数据，也发布各国劳动

数据。虽然我们指出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的质量或可靠性值得商榷，但

“值得商榷”一类的说法过于宽泛。为了让读者对这些数据的可靠性

程度有所把握，我们在本节继续加以若干讨论。 

首先讨论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的可靠性，我们的讨论思路如下：国

际劳工组织在同一份就业数据表中，不但列出整个世界的数据，而且

列出各个国家的数据。由此我们可以假定，国际劳工组织整理与估计

各国就业数据的规则，应当和它整理与估计全世界就业数据的基本

规则相同。我们找出该组织的中国就业数据，将它与中国发布的同类

数据相比较。如果两者差距不大，该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数据可靠性

程度便较高；相应地，我们设想它的世界数据的可靠性也较高。反

之，若差距大，该组织关于中国从而关于世界的数据的可靠性便不

高。 

下面的表 3.11 列出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分别发布的

2009-2019 年中国总就业和农业就业数据。在表 3.11 内，我们把国际

 
51 关于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回归分析，参见第五章第 9.4 节。

关于非农就业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的数据来源，非农就业增长率：数据附

录 2；GDP 增长率：1979-2019 年：《中国统计摘要-2021 年》，表 3-3；2020

年：国家统计局，2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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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的“农业（Agriculture）”等同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第一产

业”，以便直接比较这两个指标的数据。我们比较的前提是中国统计

部门关于中国的统计数据是高度可信的。该表的相对误差栏显示，在

所讨论的十一年内，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值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差别甚小。无论总就业还是农业就业，两个机构的数据误差都不超

过 1%，而且只有一年的总就业数据差达到 1%。因此，就这十一年

来说，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总就业和农业就业估计值的可靠程度高。

由此可以推想，该组织的世界总就业和农业就业的估计值，也应当具

有一定的可靠度。不过在这十一年内，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总是小

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中间只有一个例外，即 2015 年农业就业，

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值大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就此而言，国际劳

工组织的数据，也许“系统性”地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尽管超

过的幅度不大，对前者的可靠性不产生严重影响。 

表 3.11 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比较（I），2009-2019年 

 
国际劳工组织 中国国家统计局 误差 相对误差 

总就业 农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数据来源 原始 原始 计算 计算 

符号 Ew Ew1 E E1 ΔE ΔE1   

计算方法     Ew-E Ew1-E1 ΔE/E ΔE1/E1 

单位 万人 万人 万人 % 

2009 75,510.3 28,769.4 75,828 28,890 -317.7 -121.0 -0.4 -0.4 

2010 75,767.3 27,806.6 76,105 27,931 -337.7 -123.9 -0.4 -0.4 

2011 76,118.6 26,489.3 76,420 26,594 -301.4 -104.7 -0.4 -0.4 

2012 76,362.1 25,657.7 76,704 25,773 -341.9 -115.3 -0.4 -0.4 

2013 76,632.6 24,062.6 76,977 24,171 -344.4 -108.4 -0.4 -0.4 

2014 76,835.3 22,666.4 77,253 22,790 -417.7 -123.6 -0.5 -0.5 

2015 76,967.6 22,003.9 77,451 21,919 -483.4 84.9 -0.6 0.4 

2016 77,086.2 21,352.9 77,603 21,496 -516.8 -143.1 -0.7 -0.7 

2017 77,128.3 20,809.2 77,640 20,944 -511.7 -134.8 -0.7 -0.6 

2018 77,102.9 20,099.6 77,586 20,258 -483.1 -158.4 -0.6 -0.8 

2019 76,718.1 19,434.7 77,471 19,445 -752.9 -10.3 -1.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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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际劳工组织使用的计量单位是千人，我们按照中国统计的做法，将

其转变为万人，因此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含有一位小数。下表同。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数据：ILO, 2021b；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

统计年鉴-2020年》，表 4-2。 

 

不过，中国 2020 年人口普查后，中国统计部门依据普查结果，

修订了早先发布的 2011-2019 年数据。下面的表 3.12 列出修订后的

中国数据并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值比较。该表显示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即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值与中国修订后数据的误差，在这十一年

内，先缩小，从最初的 0.4%缩小到 0.1%，接着转而扩大，且扩大速

度快，很快超过 1%并在期末稳定地达到近 2%（总就业）和 4%（农

业就业）。就总就业而言，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统计部门的数据在这

十一年中的相对误差从来没有超过 2%。因此，若中国统计部门数据

高度可信，则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中国就业的估计数据基本可信。但

是，两者关于农业就业的数据差距大，十一年中，有五年数据的相对

误差超过 2%，2019 年甚至达到 4.2%。所以，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中

国农业就业的估计值的可靠性很低。 

由于该组织的世界估计值以其对各国的估计值为基础，所以，它

的世界农业就业数据的可靠性也不会高。表 3.12 亦显示，两机构数

据的误差存在某种非对称的抛物线规律，即在这十一年中，相对误差

的绝对值先从大变小，再由小变大。这一规律适用于总就业和农业就

业两者。再次，在这十一年内，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值先是低于中国

发布的相应数据，接着超过后者并且超过得越来越多，在农业就业

上，前者超过后者的速度更快。这一点应当提示我们，对于离开我们

越近的历史年份，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的可靠程度越低。 

表 3.11 和 3.12 的差别源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在 2021 年修订前后

数据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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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国际劳工组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比较（II）， 

2009-2019年 

 国际劳工组织 中国国家统计局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总就业 农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数据来源 原始 原始 计算 计算 

符号 Ew Ew1 E E1 ΔE ΔE1   

计算方法     Ew-E 
Ew1-

E1 
ΔE/E ΔE1/E1 

单位 万人 万人 万人 % 

2009 75,510.3 28,769.4 75,828 28,890 -317.7 -121.0 -0.4 -0.4 

2010 75,767.3 27,806.6 76,105 27,931 -337.7 -123.9 -0.4 -0.4 

2011 76,118.6 26,489.3 76,196 26,472 -77.4 17.3 -0.1 0.1 

2012 76,362.1 25,657.7 76,254 25,535 108.1 122.7 0.1 0.5 

2013 76,632.6 24,062.6 76,301 23,838 331.6 224.6 0.4 0.9 

2014 76,835.3 22,666.4 76,349 22,372 486.3 294.4 0.6 1.3 

2015 76,967.6 22,003.9 76,320 21,418 647.6 585.9 0.8 2.7 

2016 77,086.2 21,352.9 76,245 20,908 841.2 444.9 1.1 2.1 

2017 77,128.3 20,809.2 76,058 20,295 1,070.3 514.2 1.4 2.5 

2018 77,102.9 20,099.6 75,782 19,515 1,320.9 584.6 1.7 3.0 

2019 76,718.1 19,434.7 75,447 18,652 1,271.1 782.7 1.7 4.2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参见表 3.11。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

国统计年鉴-2021年》，表 4-2。 

 

我们观察中国的修订前后数据，见表 3.13。该表显示，第一，在

这九年内，修订前数据总是大于修订后数据，因此，我们可以说，修

订前数据“系统性”地大于修订后数据。第二，两者差距随时间推移

而单方向地扩大，即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都不断提高，期末差距远远

大于期初差距。第三，农业就业数据的差距扩大得更快。第四，在绝

大部分年份内，两套数据的差距都大于 1%。总就业差距到期末接近

3%，农业就业差距更高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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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修订前后的中国总就业和农业就业数据比较，2011-2019年 

指标 
修订前 修订后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总就业 第一产业 

数据来源 原始 原始 计算 计算 

符号 Eq Eq1 E E1 ΔE ΔE1   

计算方法     Eq-E Eq1-E1 ΔE/E ΔE1/E1 

单位 万人 万人 万人 % 

2011 76,420 26,594 76,196 26,472 224.0 122.0 0.3 0.5 

2012 76,704 25,773 76,254 25,535 450.0 238.0 0.6 0.9 

2013 76,977 24,171 76,301 23,838 676.0 333.0 0.9 1.4 

2014 77,253 22,790 76,349 22,372 904.0 418.0 1.2 1.9 

2015 77,451 21,919 76,320 21,418 1,131.0 501.0 1.5 2.3 

2016 77,603 21,496 76,245 20,908 1,358.0 588.0 1.8 2.8 

2017 77,640 20,944 76,058 20,295 1,582.0 649.0 2.1 3.2 

2018 77,586 20,258 75,782 19,515 1,804.0 743.0 2.4 3.8 

2019 77,471 19,445 75,447 18,652 2,024.0 793.0 2.7 4.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表 4-2; 《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

表 4-2。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表 3.13 揭示的统计数据问题是一个普遍性

问题。中国在 2011 和 2021 年两次修订了前十年的劳动统计数据。

图 3.11 比较了两次修订前后的中国总就业增长率，指出修订前后数

据的差距。众所周知，在经济研究尤其计量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增长

率往往比绝对量更加重要。增长率相差百分之零点五，研究结论可能

就大相径庭。所以，联系到上一节关于中国 1990 年劳动统计的分析，

本节对中国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可靠性的讨论，应当提醒作者非常

谨慎地看待本书所应用的这些数据。此外，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中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部门常常调整数据。它们不但调整最近

年份的数据，而且常常调整历史年份数据。比如中国在 2016 年不但

调整了刚刚在 2015 年公布的 2014 年数据，而且调整了 1978 年的

GDP 总量数据。52 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数据亦常常调整。所以，本

 
52 关于这两次调整，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5 年》，表 3-1；《中国统计年鉴

-2016 年》，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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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本书有关中国和世界数据的所有图、表以及各个估计方程的系

数，非常可能因为这类数据在未来年份的调整而部分甚至完全失效。 

 

图 3.11 修订前后的中国总就业增长率数据比较，2000-2020 年 

 

进一步说，本章和本书利用中国和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其他机构

发布的数据绘制图、表和检验方程的目的，在于更清楚地展示非农化

大转型的主要趋势，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之间

的主要联系，而非以政策讨论为研究指向、以经济计量为立论基础，

更不以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的经济计量研究为基础。库

兹涅茨曾经花费巨大努力，整理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

期的年度经济数据，并且强调指出那些数据的“不足以度量年度经济

状况”。53 他整理那些数据的目的是观察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

影响这些趋势的主要力量，而非了解美国经济年度波动的幅度和时

点。本书对统计数据的使用，遵循的正是库兹涅茨的这一观点。所

以，读者应当把本书从数据展示和分析归纳出来的结论，视为一种方

向性的示意或线索，而非政策性和实用性的指南或参考。 

 

 
53 Kuznets, 1961, p. 534。斜体为原作者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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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  

 

 

4.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四个定量特征 

本书第一章提出了非农化转型是人类大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

第二章研究了非农化转型的度量指标和标准数据，第三章简要介绍

当今世界最典型的非农化国家——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趋势

和数量。本章在前面三章的基础上讨论非农化转型的若干基本定量

特征。下一章将依据这些特征，进一步提出非农化转型的经济学问题

和研究对象。 

为了纯粹地观察非农化转型的数量特征，本章不考虑农业劳动

力转移和例如资本积累、产出增加、工资提高、制度变迁等经济现象

的关系，而仅仅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的时间特征。毫无疑问，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只有通过长期历史资料才可能明确且稳定

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握极少数国家、而非多数国家甚至全世

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资料和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这极少数

国家的历史数据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具体地说，我们在本章仅

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

移的一般特征。本书第三章曾在起首处解释了选择这两个国家的理

由。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我们总结出如下几个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定量特征，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1) 农业劳动力总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2) 农劳比呈现单调下降的长期趋势，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

“稳态”水平； 

3) 农劳比降速呈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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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可能呈现高-低-高循环的中期周期性； 

5) 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呈现频繁的短期波动性； 

6) 若以农劳比降速高低为标准把整个非农化过程分成早期、

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则第（4）和第（5）个特征在早期和

中期特别重要； 

7) 各国进入非农化的时点不同，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

在显著差异； 

8) 后进入非农化转型的国家，非农化中期阶段可能更短、农劳

比降速更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绝对值更大； 

9) 非农化转型的时间跨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体应当在 200

到 250 年左右，而对整个人类而言，应当在 400 年左右，

不超过 500 年； 

10) 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

生产率； 

11) 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越低的国家，农业和非农生产

率差距越小； 

12) 非农化转型过程同时是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

程，因此也是总量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13) 农劳比越低的国家，人均生产率越高； 

14)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可能

呈现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本章第一节简略介绍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以下各节将具

体描述这些特征。 

4.2 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简介 

在利用中美两国历史资料描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之

前，我们首先介绍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在世界各国中，美国属

于最早开始系统性人口普查并公布统计资料的国家。不过，从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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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的美国人口普查的目的首先是、最早的几次亦仅仅是确定选

民和选区。1 1840 年的普查才开始加入关于农业和制造业的调查项

目。所以，美国早期的劳动统计出自后来的美国学者依据当时的人口

普查和其他资料而做出的研究，而非当时的普查数据。2 根据这些研

究而编制的美国劳动力的长期和系统数据始于 1800 年。不过，早在

1800 年之前，许多英国人便移民美国。他们把已经在英国出现的最

早的工业革命技术和思想带到美国。1780 年前后，当时版图的美国

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产铁国。3  以水流为动力的纺纱机和工厂早在

1790 年便开始在美国东北部的罗德岛州运行。因此，美国现代意义

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生起点应当不迟于 1790 年。1807 年和 1829

年，蒸汽动力的汽船和火车开始在美国营业，美国的工业和非农产业

开始起飞。从十八世纪末期以来的二百多年里，美国经济增长，农业

劳动力转移。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年都接受大量外国移民。不过，

即使如此，在大部分年份里，美国非农产业发展依然主要依靠本国的

农业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制度方面，美国始终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农

业劳动力的地区和职业转移不受任何正式制度约束，转入和转出地

区的劳动市场是竞争性质的，二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美国农业劳

动力转移便在这个制度内展开。 

由于美国在逢十年份从事人口普查，因此在 1890 年以前，美国

劳动力数据只有和人口普查相对应的逢十年份数据，1890 年以后才

有学者整理和政府发布的年度数据。4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美国

1800 年的农业劳动力总数不到 130 万，1850 年增加到近 490 万，

1910 年再增加到 1,100 万，接着在 1907 年达到最大值 1,149 万，然

后开始下降，1950 年降低到 716 万，2000 年降到 246 万，2020 年为

 
1  美国今天的人口普查主要目的依然如此。 

2  David 曾称 1840 年前是美国“统计资料的黑暗年代（a statistical dark 

age）”。参见 David, 1967。 

3  参见 Taylor, 1997, p. 240。 

4  美国早期数据来自学者的估算。美国学者和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类就业、失

业和农业劳动力历史统计数据，参见 Carter, Gartner and Haines, et al., eds., 

2006, vo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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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降至 235 万。5 图 4.1 显示了美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在 1800 到 2020

的二百二十年间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联系上一章展示的中国农业

劳动力数量在 1952 到 2020 的六十九年间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中

美两国表现出来的趋势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农业劳动力

数量在整个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先上升再下降的抛物线趋势，也

许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 

 

图 4.1 美国农业劳动力总量，1800-2020年，逢十年份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4。 

我们进一步用农劳比指标观察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见

图 4.2。美国 1800 年的农劳比为 74%，6 1900 年降低到 36%，2000

 
5  美国存在大量合法与非法的外籍或不明国籍的农业劳动力。例如在 1994-95

财政年度，美国籍农业劳动力占美国农业劳动力总数不足三分之一，没有

合法身份与身份不明的农业劳动力则占到 39%,，参见 Mines, Gabbard and 

Steirman, 2004。本书使用的美国官方或学术界公认的统计资料不包括这些

无合法身份与身份不明的劳动力，但包括合法且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外籍劳

动力。 

6  本书使用的美国早期数据是 Weiss 的估计结果。Lebergott 提供了另一组估

计数据。按照后者，美国 1800 年的农劳比为 83.6%，1900 年为 40.4%。不

过，编辑美国二百年历史统计的 Carter 等人建议优先使用 Weiss 的数据。参

见 Weiss, 1992, 1993; Lebergott, 1984; Carter, Gartner and Haines, et al., eds., 

2006, vol. 2, p. 2-110 to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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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降低到很低的 1.73%，后来继续降低到 2020 年的 1.46%。毫无

疑问，十年一期的数据掩盖了十年内的年度波动。如果不考虑这一

点，美国的逢十年份数据显示美国农劳比在 1800 年开始的二百二十

年间以相当平稳的方式不间断地下降，不但没有出现反复，而且波动

也不强烈。但美国的下降速度比中国慢得多。例如，从 1800 年的 74%

到 1900 年的 38%，美国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中国农劳比从 1952

年的 84%下降到 2020 年的 23%仅仅用了不足七十年。 

 

图 4.2 美国农劳比，1800-2020 年，逢十年份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4。 

 

最后，我们利用美国的数据计算它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和计

算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一样，我们也假设美国农业劳动力等于其

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我们得到的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应

当也是最小可能的数量，所以我们应当不会高估美国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趋势。图 4.3 的曲线表示美国从 1800 年起每十年的农业劳动力

转移量。由于美国数据涵盖的历史长，包括了人类对工业化和非农化

尚无意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早期过程，因此美国的数据可以部分

地揭示人类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初状况。图 4.3 显示，根据美国

学者较有共识的数据，在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总规模不到 5 万人，平均每年不到 5,000 人；在第二个十年内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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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甚至不到 4,000 人，但接着很快增加。如果不考虑时升时降的波

动，则从第四个十年即 1830 年起，美国每十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超过 10 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美国农业劳动力基本转出农业、依

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超过 300 万、其占总劳动力比重不大于 2%的

2010 年为止。7 

 

图 4.3 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最低数量，1810-2020年 

注：每十年转移量。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4。 

 

我们总结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并加总列在表 4.1 中。表 4.1

把美国二百二十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按公元纪年方式简单地分

为三个时期，即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在十九世纪的一

百年中，美国每年大约净转出 5 万农业劳动力。进入二十世纪，美国

农业劳动力转移显著加速，每年转移量近 22 万，该世纪总共转移农

业劳动力近 2,200 万，占美国二百二十年总共转移农业劳动力的

80%。随着美国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的大幅度减少，二十一世纪两个十

年美国每年转出农业劳动力数量亦大大下降并甚至降到十九世纪平

均水平以下。就整个二百二十年来说，美国总共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

近 2,700 万，平均每年转移超过 12 万。 

 
7  美国数据参见数据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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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美国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规模，1800-2020年 
单位：万人 

时期 年数 平均每年转移 总转移量 

1800-1900 年 100 5 483 

1900-2000 年 100 22 2,162 

2000-2020 年 20 2 41 

1800-2020 年 220 12 2,686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4。 

4.3 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趋势 8 

现在我们依据美国和中国的长期数据，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若干重要定量特征。首先观察农业劳动力总量。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

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农业劳动力总量应当先上升后下降。因此，农业

劳动力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可能有一个全局最大值和若干局部

最大值，其初始值和终点值可能是局部最小值或全局最小值。如果不

考虑局部极值，则农业劳动力的“理想轨迹”在时间坐标上应当类似

抛物线或者对数抛物线。图 4.4 显示了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在有

系统数据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中的变化状况，其中细线是拟

合抛物线。9 可以看出，美国 2020 年的农业劳动力仅仅略多于 1800

年数量。同时，美国曲线的抛物线拟合程度很高，相关系数 R2=0.83。

不过，美国的十年一期数据曲线完全可能掩盖美国农业劳动力在十

年内的某些剧烈波动，因此和同图的中国曲线不能以同一个标准看

待。中国曲线虽然存在许多次上下波动，其抛物线趋势依然十分明

显，相关系数 R2=0.88，甚至超过了美国的曲线。该图亦显示中国的

抛物线趋势比美国更为陡峭，说明各国的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在农

 
8  本节和以下诸节主要内容曾发表在胡景北，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

特征，经济资料译丛，第 2 期第 1-14 页。 

9  图 4.4 内中国曲线的拟合方程是 LA=-1567.6+1.5765t -0.0004t2，R2=0.8347；

美国曲线的拟合方程是 LA=- 239.37+0.2514t-7E-05t2，R2=0.8042，其中 t 表

示时间即年，t 的值域见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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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虽然具有共同的抛物线特征，但抛物线的具体

性质却各有不同。 

 

图 4.4农业劳动力总量变化的抛物线特征 

注：中国为 1952-2020 年年度数据；美国为 1800-2020 年逢十年份数据。

纵轴刻度是以农业劳动力最大值为 1 的农业劳动力总量。中国农业劳动力最大

值是 1991年的 39,098万，美国是 1907年的 1,149万。本图内美国曲线最高年

份是 1910年。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附录 2；美国：数据附录 4。  

4.4 农劳比下降趋势 

我们已经用图 3.3 和 4.2 分别揭示了中美两国农劳比的长期下降

趋势。我们在下面的图 4.5 中进一步用线性趋势线指出中美两国的农

劳比下降趋势。毫无疑问，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早期或者其他阶

段，农劳比可能会短暂地上升，例如中国 1959-1962 年发生的情形，
10 但它们完全不影响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确定性。在图 4.5 中，美

国曲线的线性拟合程度很高，相关系数 R2=0.93；中国曲线虽然有很

 
10 美国可能也出现过类似情形。根据 Lebergott 的估计，美国农劳比在 1800 和

1810 年分别为 83.63%和 83.95%，农劳比在这十年上升。参见 Lebergott, 

1984,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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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波折，但线性拟合程度依然很高，R2=0.88。11 由于图 4.5 在 1890

年前展示的是美国曲线是其农劳比每十年的变化状况，为了更清楚

地了解美国农劳比变化历史，我们用图 4.6 进一步展示了美国农劳比

从 1890 到 1990 年一百年间的年度变化。该图中的农劳比同样呈现

强烈的下降趋势，其线性拟合程度亦非常高，R2=0.97。在一定程度

上，尤其不考虑美国农劳比低于 5%以后的年份时，12 美国农劳比的

下降轨迹甚至可以视为一条直线，此时，我们可以把美国农劳比下降

曲线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匀速下降曲线。13 

 

图 4.5 农劳比下降趋势 

注：中国为 1952-2020 年年度数据；美国为 1800-1890 年逢十年份数据，

1890-2020年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附录 3；美国：数据附录 4、5。 

 
11 图 4.5 内中国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l=1816.2-0.8845t，R2=0.8877。美国曲

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l=732.68-0.3671t，R2=0.9345。 

12 如果考虑农劳比低于 5%以后的时间，那么，由于农劳比从 5%降低到比如

1%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农劳比下降曲线应当变为一条具有右侧长尾的曲

线。更重要的是，农劳比低于 5%以后，农劳比的继续降低速度将很慢，降

速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亦很小。因此，我们在图 4.6 没有显示 1990 年以后的

状况。 

13  l 匀速下降的经济学含义是每个很短时期的降速相等。假如 l 在农业社会末

期和后农业社会初期分别为 80%和 0%，设两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为 160

年，则在某种特殊定义的“均衡”过渡路径上，h1= h2=……= h160=0.5%, a2= 

a3=……= a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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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美国农劳比下降趋势，1890-1990 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5。 

 

图 4.5 和 4.6 同时清楚地显示，在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中，

农劳比不会在任何水平上长期稳定，或者说，农劳比没有任何意义上

的稳态水平。 

4.5 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趋势 

不过，比较图 4.5 和 4.6 的美国农劳比下降曲线和其趋势线，我

们发现美国农劳比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早期下降很慢；转移中期

下降很快；到转移后期，下降又变得很慢，因此农劳比应当是系统性

地变速下降的。我们观察美国农劳比降速 h。图 4.7 显示美国 h 从

1800 到 2020 年变化态势。14 这些以十年为一期的降速虽然可能掩

盖了 h 的年度波动，但在一定程度上亦揭示了 h 长期变化趋势。显

然这是一种抛物线趋势，h 在转型早期很低，到转型中期提高，然后

在后期又降低并最后趋向于零。图 4.7 同时表明十年一期的 h 在美国

 
14 图 4.7 美国曲线的抛物线拟合方程为 h=-1649.2+1.7382t-0.0005t2，

R2=0.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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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正数，即以逢十年份为起点、十年为单位计算，美国在最近二百

二十年间的每一时期都实现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图 4.8 显示了美国 1890-1990 年间 h 的年度变化。对照图 4.7，

1890-1990 的一百年主要应当是图 4.5 显示的美国农劳比下降全过程

的后半部分。在这一百年中，美国 h 的总趋势是降低，尤其从 1970

年起，h 趋向于零。15 

 

图 4.7 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特征。美国 1810-2020 年，逢十年份。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4。 

 
图 4.8 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抛物线特征，美国，1891-1990 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5。 

 
15 图 4.8 美国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h=13.293-0.0066t，R2=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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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图 4.9 展示中国农劳比在 1952 至 2020 年间的年度下降

速度。图 4.9 中的趋势线清楚表明，中国 h 在这六十多年的线性变化

总趋势是上升的。16  不过，中国农劳比降速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它们严重干扰了 h 的

基本趋势。我们在图 4.10 中排除这些干扰，因此更清楚地看到农劳

比降速的这一提高趋势。17  这两个图说明中国在这六十多年中应当

处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如果农劳比降速的抛物线

趋势成立的话，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延伸，中国农劳比降速在

未来将逐渐降低。 

 
图 4.9 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1953-2020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3。 

 
16 图 4.9 中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h=0.0169t+0.2934，R2=0.001。 

17 图 4.10 中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h=-26.96+0.0141t，R2=0.0737。从 R2 值可

以发现，与图 4.9 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比较，排除 1958-1963 年后的拟合程

度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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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0 中国农劳比下降速度的提高趋势，1953-2020年， 

无 1958-1963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3。 

4.6 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变化的周期性 

在图 4.9 中，中国农劳比降速 h 显示出某种周期性升降的规律。

我们排除 h 过大幅度剧烈波动的 1958 至 1963 年并在图 4.10 中绘出

h 在其他年份的数据曲线。图 4.10 更为清楚地显示了 h 波动的周期

性。在 1970 至 2018 年间，h 先后在 1978、1984、1993、2004 和 2013

年升到周期高点，在 1973、1982、1989、1999、2008 和 2016 年降到

周期谷底，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前面的图 4.7 已经展示了美国 h 的

年度波动。就该图显示的 1891-1970 年状况看，美国 h 的波动似乎也

有一定的周期性。不过，美国农劳比在 1890 年已经降低到 43%，因

此美国 1891 年开始的数据也许无法全面揭示农劳比降速的周期规

律。无论如何，由于中美两国的数据有限，我们只能说，在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农劳比降速在其长期的抛物线变化趋势

之上，也许还存在中期的周期升降现象。 

此外，中国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 a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

周期性。图 4.11 展示了中国 a 在 1954 至 2018 年之间的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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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h 相同，a 在 1958-1963 年波动过于剧烈，因此我们在图 4.12 中

排除这六个极端年份。如果不考虑由政府大力推动而后又退回的

1978-1979 年的农劳比加速度波动，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

a 分别在 1984、1993、2004 和 2013 年升到周期顶点，在 1985、1997、

2008 和 2015 年降到周期谷底，18 周期长度大约也是十年。当然，这

样的周期变化是否能视为规律，还要经过更多的检验。 

 
图 4.11 中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1954-2020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3。 

 
图 4.12 中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1954-2020年，无 1958-1963 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3。 

 
18 图 4.11 和 4.12 显示 1989 年也是 a 的低点。不过，图 4.12 似乎指示该低点

可能与当年中国的政治动荡关联更紧，而和 a 的周期性关联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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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短期波动性 

无论农劳比下降速度或加速度是否具有长期的线性或抛物线趋

势和中期的周期波动规律，这两种速度的短期变化都十分频繁。前面

的图 4.8 和 4.10 分别显示了美国和中国农劳比降速的年度波动。两

国降速虽然呈现明显的降低或提高趋势，但这些趋势的相关系数很

小，说明它们的年度波动剧烈。图 4.12 和下面的图 4.13 分别显示中

国和美国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的年度变化状况。它们的短期波动同样

频繁和剧烈。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

速度水平几乎没有连续两年相等的情形。短期波动是这两种速度的

显著特征。 

 
图 4.13 美国农劳比下降加速度，1892-1990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5。 

4.8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国别差异 

前面的图 4.5 显示中国从 1952 到 2020 年、美国从 1800 到 2020

年农劳比下降的状况。该图指出在这两个时期中，从几乎相同的农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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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水平出发，中国农劳比的下降速度远远高于美国。但是，由于中国

应当在 1850 年前后便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图

4.5 内中国曲线不能表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其前半期的全貌。不

过，图 4.5 依然提示我们，即使在非农化大转型的起点上，各国农劳

比差异不大，但各国在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两个指标上依然可

能存在显著差异。以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差异为表征，非农化大转型

在各国的表现形式和持续时间亦将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考虑非农化

大转型在各国所得以发生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各国的差异将 

更为显著。19 

为了清楚地揭示各国农劳比下降的异同，我们把整个非农化大

转型或农劳比下降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农劳比下降早期、中期和后

期。定义三时期的困难主要在于定义中期的困难。为此我们必须详尽

说明中期的分界。为简化讨论，我们使用公元纪年的年代，即两个逢

十年份之间的时期为单位，并且定义农劳比下降中期的起点为一国 h

最早达到或超过 5 个百分点的年代，终点为保持这一水平的最迟年

代。考虑到一些国家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波动过大甚至出现巨大倒退，
20  我们同时规定，一国农劳比在中期内不会重新退回到早期末或接

近早期末的水平，或者说中期必须是稳定的。用公式表示，我们的中

期定义如下：若在年代 t，ht ≥5.0%，且 lt+n ≤lt-1，n=1, 2, …，t、n 为

年代，t、n t，则一个国家在年代 t 进入农劳比下降中期。若进入中

期后，该国在年代 u 开始并连续出现 0<hu+n<5.0%, n=0, 1, 2, …，u、

n t，则该国从年代 u 开始进入下降后期。注意这里的中期定义不排

除中期内的一个或连续多个年代出现 h<5%；该定义只是保证农劳比

l 不回升到早期水平。 

 
19 当然，无论这些差异如何显著和重要，它们都只是非农化大转型在各国的

表现形式。它们能够影响非农化大转型的时间长度和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各

国人类的福祉程度，但不可能改变非农化大转型本身。 

20 例如，中国在 1958-1963 年间就出现过巨大倒退，以至于按逢十年份计算，

l 从 1960 年的 66%回升到 1970 年的 81%，因此这一年代的 h 为-15%。与此

相对照，在 1950 年代，中国 l 从有数据的最早年份 1952 年的 84%降低到

1960 年的 66%，该年代的 h 高达 18%。中国数据参见数据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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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定义和中国、美国的资料，我们列出中美两国非农化转

型的三个时期及其特点，见表 4.2。根据表 4.2 列举的中美两国非农

化大转型历史分期，我们总结出下述几个也许带有一般性的非农化

大转型的特征： 

1) 各国开始非农化大转型的历史过程有先有后。 

2) 各国非农化大转型期过程内各时期的时间长度差距很大。 

3) 就中期而言，一国中期开始得越迟，该国的中期阶段可能越

短。 

4) 各国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别。 

5) 一国进入中期阶段越迟，该国中期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可能

越高。 

6) 一国进入中期阶段越迟，该国中期的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绝

对值可能越大。 

表 4.2 同时提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意义可能主

要体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大

规模转移的中期阶段。到了后期阶段，由于农业劳动力已经很少，转

出农业的劳动力更少，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上既难以影响劳动市

场的总体状况，亦难以影响总产出。所以，就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宏观

层面的短期分析而言，转移的中期阶段最值得重视。但就非农化大转

型的整个历史过程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三个阶段各自的特征和由它

们构成的总体特征。 

 表 4.2 非农化大转型的时期划分及其特征：以中国和美国为例 

 中国 美国 

早期的起点年代 1850 年代 1800 年代 

中期的起点年代 1970 年代 1840 年代 

中期起点年份农劳比 l (%) 80.8 (1970 年) 67.2 (1840 年) 

中期的终点年代  1940 年代 

中期终点年份农劳比 l (%)  11.5 (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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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的平均年代速度 h 

(%) 

11.49 

(1970 年代-2010 年代) 

5.06 

(1840 年代-1940 年代) 

中期的年代速度区间 (8.13, 13.32) (2.15, 7.51) 

中期的年代加速度的区间 
(-4.76, 27.91) 

(1970 年代-2010 年代) 

(-3.74, 4.90) 

(1840 年代-1940 年代) 

注：中国中期数据指的是到 2020年为止的中期状况。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4、5。 

4.9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总长度 

在经济研究中，我们往往需要对经济增长和变化做出数值模拟

分析。此时，对参数的合理限定和取值常常成为数值分析成败的关键

因素。就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转型的数值分析来说，我们需要对

非农化的整个时间长度做出一定限制并且赋予一定的值。观察美国

的情形。该国的农劳比从公元 2000 年起始终低于 2%。因此，我们

也许可以认为该国非农化转型大体结束于 2000 年。美国应当不迟于

1790 年便开始了非农化转型。如果把 1790 和 2000 年分别设想为美

国非农化转型的起点和终点，那么，美国非农化转型的大体时间长度

为 210 年。 

本书第一章曾设想整个人类的非农化大转型应当不迟于公元

1700 年。如果以 1700 年为起点，人类的非农化转型迄今已经超过

300 年。以农劳比低于 2%为标准，就人类总体而言，我们也许可以

预期非农化转型将在公元 2100 年、至迟不晚于 2150 年前后大体完

成。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非农化转型的大体时间长度可能在 400 年

左右，应当不会长于 500 年。21 

 
21 非农化大转型的“完成”有多种含义。对照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型，我们

可以把“务农”或农业不再成为社会的独立经济活动或独立生产部门视为

非农化的“完成”。按照这个标准，当今的美国依然没有完成非农化大转

型。同时，按照这个标准，非农化的完成意味着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大部分

和最主要食物无须经由现有的农业生产出来，人类社会将有一个全新的

“食物生产部门”，而农业仅在这一部门内起着次要甚至很次要的作用。

人类何时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非农化“完成”，目前尚无法做出较为准确

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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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两部门生产率差异 

根据本书第一章的定义，非农化是人类从农业向后农业社会转

型的历史时期。但人类整体的转型只是每个人类个体转型的结果。个

体劳动力主动选择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就业的最重要原因，是个体

从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显著高于其在农业的收入，而其基础则是非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们观察最后一点。

Restuccia，Yang 和 Zhu 曾经根据 Penn World Table 和国际粮农

组织的 1985 年数据，将 85 个国家按照其全部劳动力平均的

GDP 高低分为 10 组，其中第 1 组劳均 GDP 最低，第 10 组最

高。22 他们接着计算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和非农劳均 GDP 以及

两部门劳均 GDP 之比。图 4.14 和 4.15 展示他们的计算结果。

就 1985 年而言，两张图向我们揭示了如下两个事实：  

1．以劳均 GDP 度量，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显

著低于非农业生产率。图 4.15 并且显示，农业与非农业生产率之比

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超过 0.4。 

2．一般而言，劳均 GDP 即总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农业与

非农生产率相对差距越小；反之，总劳动生产率越低的国家，该相对

差距越大。 

 
图 4.14 各国农业和非农业劳均 GDP，1985 年 

 
22 参见 Restuccia, Yang and Zhu,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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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表示按全部劳动力计算的劳均 GDP国家分组。浅色矩形为非农

劳均 GDP，深色为农业劳均 GDP。纵轴单位是国际美元。 

资料来源：Restuccia, Yang and Zhu, 2008, Fig. 2, Panel A。 
 

 
图 4.15 各国农业劳均 GDP占非农劳均 GDP 比重，1985 年 

注：横轴同图 4.14，纵轴表示农业劳均 GDP 与非农劳均 GDP之比。 

资料来源：Restuccia, Yang and Zhu, 2008, Fig. 2, Panel B.  

 

显然，我们可以把世界各国在 1985 年的横截面状况，在一定程

度上视为一个国家在非农化转型长过程中的历史状况。这样，我们能

够发现其他两个事实： 

3．在一国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非农化转型阶段，相对于非农生产

率，该国农业生产率更低。 

4．一国的非农化过程可以看成该国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

的过程。 

5. 在非农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率也许永远赶不上非农生产率。 

此外，基于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差距，农业劳动

力转移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即转移将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提高

总收入中的劳动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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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 

我们只要考虑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就会发现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我们用公式说明这一点。令 Y 和 L 分别代

表产出和劳动，上标 A 和 N 代表农业和非农业，q 代表劳动生产率，

我们有 

(4.1) Y=YA+YN=qALA+qNLN=qL 

假设农业和非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稳定不变且等于 1，L=LA+LN。考

虑农业低生产率，即 

(4.2) qA=aqN                   0<a<1 

代入到(4.1)得 

(4.3) Y =qL 

             =aqNLA+qNLN 

     =qN(aLA+LN) 

设想此时有一部分劳动力（∆L）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总产出

相应地从 Y 变成 Y*，我们由(4.3)得 

(4.4) Y*=qN[a(LA-∆L)+(LN+∆L)] 

             =aqNLA-aqN∆L+qNLN+qN∆L 

             =Y+qN∆L(1-a)>Y 

Y*大于 Y 的原因是 a 小于 1，也就是农业比非农业更低的生产率。

因此，基于生产率差距，在一定范围内，只要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

业，总产出就会提高，我们将这一点称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

应或者经济增长效应。同时，由于 

(4.5) Y*=q*L>qL=Y 

所以 

(4.6) q*>q 

也就是说，整个经济的总劳动生产率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提

高。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生产率效应。 

Restuccia，Yang 和 Zhu 在研究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同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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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整理了世界 85 个国家在 1985 年的农业就业比和总劳动生产率

数据。这里的生产率依然用劳均 GDP 度量。他们并且计算了各国生

产率与美国生产率之比。他们的计算结果见图 4.16。该图横轴是以

美国生产率为 1 的各国生产率，纵轴是农业就业比。本书第二章在

讨论农劳比和农业就业比定义时已经指出，这两个概念可以互相推

算。它们在长期中的变化趋势亦完全相同。因此，图 4.16 的纵轴在

相当高程度上可以表示农劳比。所以，该图清楚地揭示，一个国家的

农劳比越低，这个国家的总劳动生产率越高；一个国家的农劳比越

高，总劳动生产率则越低。由于世界各国在 1985 年的状况，可以从

另一个角度视为一个国家非农化转型的历史状况，因此，图 4.16 同

时表明，一个国家的非农化过程同时是这个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过程，也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23 

 

图 4.16 各国农业就业比和总劳动生产率，1985年 

 
23 Rohde 和 Sutch 曾就农业劳动力转移在美国早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写道：

“由于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一个离开农业的劳动者生

产的产品是一个农夫的两倍。这样的差距还发生在农业生产达到世界历史

从未有过的高水平的国家 [即美国----译者注] 内。如果这样巨大的生产率

差距确实是 1790到 1840的五十年间的特征，那么，它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巨

型发动机。一个为了制造业工作而愿意冒险并放弃农业的保障性和独立性

的劳动者能够使自己的收入翻倍。因此，农业劳动力份额在这五十年间的

大幅度下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转移到非农部门，

整个经济的产量便提高了。”参见 Rohde and Sutch. 2006, 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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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代表各国相对于美国的总劳动生产率，其中美国劳动生产率为 1。

纵轴代表各国的农业就业比。 

资料来源：Restuccia, Yang and Zhu, 2008, Fig. 1.  

4.12 农产品相对价格的波动与趋势 

如果说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与非农生产率的差距、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总生产率效应是三类清晰的现象，本节

讨论的农产品相对价格现象则不易认识。本书将假定人类的非农化

过程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展开的。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机制，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工资

和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前面的生产率差距直接和相对工

资有关，相对价格则和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供求有关。在一定意义

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供求几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大体平

稳的非农化转型中，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应当造成过大的农产

品供求差距；另一方面，较大的农产品供求差距又将通过价格机制引

导劳动力转出或转入农业。而农产品供求状况的主要标识，便是农产

品相对价格。 

用 p 代表农产品相对价格，pA与 pN分别代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

价格，我们有 

(4.7)  pt=

A

t

N

t

p

p
 

t t。这里，农产品相对价格是非农产品价格为 1 时的农产品价格。

不过，农产品相对价格统计困难，直接的农产品相对价格数据极其罕

见，长期数据资料更为罕见。因此，研究者不得不使用偏离(4.1)的其

他指标来代表农产品相对价格。 

Dennis 和 Iscan 曾经整理美国的农产品价格与不包括劳务项目

的商品价格的比率，并把它作为美国农产品相对价格的替代指标。24 

 
24 参见 Dennis and Isc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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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整理结果绘制成下面的图 4.17。设 1800 年美国农产品相对价

格为 1，该图显示了美国农产品相对价格从 1800 到 2000 年的变化状

况，尤其是以下三个特点： 

1．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短期波动十分频繁，有时甚至还十分剧烈。 

2．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显示某种阶段性，它的变化态势在这二

百年中的不同阶段差别很大。例如，该价格在十九世纪最初五十年的

大部分年份低于 1800 年水平，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则呈现上升趋势，然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处在大幅度且主

要是高位震荡中，25  以后便转为下降趋势。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该价格还处在 1800 年的水平左右，到了 2000 年，则下降到

1800 年水平的 60%上下。 

3．从长期看，农产品相对价格显示某种低-高-低的抛物线趋势。  

 

图 4.17 美国农产品相对价格，1800-2000 年 

注：农产品相对价格为农产品价格与商品价格之比（Farm divided by 

commodity prices），并以 1800 年的比值为 1。 

资料来源：改编自 Dennis and Iscan, 2009, Figure 4, p. 191. Dennis and Iscan

 
25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人为干预农产品价格从

而农产品相对价格。这类干预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短期和中期影响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此外，虽然它们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抛物线趋势也许没

有严重影响，但对抛物线的拐点和其他形状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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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明他们的资料来源如下：1800–1860: Warren-Pearson; 26  1860–1941: Hanes, 

1998; 1941–2000: BLS. 
 

不过，由于农产品相对价格作为一个有力的政策工具，可能会被

有意识地干预非农化转型的国家用来加快转型。这里的逻辑在于，由

于农业生产率低于非农生产率，若其他情形不变，农业劳动力转移越

多，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便越快，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亦越

猛，而农业劳动力转移越多，农产量增长会越慢：这样的供求变化将

导致农产品对价格上升，或者更准确地说，农产品相对价格提高得越

快。27  这一逻辑表明，人类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农产品相对价格调节

农业劳动力的快慢。对于把经济增长放到行动目标的某种特别优先

地位的人群来说，较快提高的农产品相对价格有助于实现目标。这一

逻辑同时表明，虽然各国的农产品相对价格都可能表示出长期的抛

物线趋势，但各国抛物线的具体性状将非常不同。这一点尤其适用于

非农化转型中期。28 

我们考虑中国的情形。中国自 2011 年开始有系统地公布食品和

非食品价格变化率，所以我们能够确定地计算食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推想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向和可能程度。我们的思路如下：造成

食品相对价格变化的因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是农产品

相对价格，且食品相对价格随农产品相对价格同方向变化，即就趋势

而言，后者上升，前者亦上升；后者下降，前者亦下降。因此，如果

我们知道食品相对价格变化趋势，我们便可以在相当高程度上了解

 
26 Warren-Pearson 指的是Warren和 Pearson整理的一套美国价格的历史数据和

据此编制的商品价格指数，在文献中又被称为 Warren-Pearson 价格指数 

(Warren-Pearson Index 或者 WPI)。参见 Warren and Pearson, 1933; Lewis, 

2012。 

27 对这一逻辑的严格论证，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关系的论述。 

28 不过，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政府有意识地、而且也适用于政府无意加快非农

化的国家，因为农业和非农业的收入差距在超越文化和其他因素对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影响后，会促使个体农业劳动力更快转移，从而在其他情形不

变的前提下，造成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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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势。29 令 pF 和 pNF 分别代表食品和非食品

价格，r 代表食品相对价格，我们有 

(4.8) rt=

F

t

NF

t

p

p
 

t t。再令食品和非食品的价格变化率为 bF和 bNF，食品相对价格变

化率为 π，为了简化，我们仅考虑连续时间情形，由(4.2)知，30 

(4.9) πt=bt
F-bt

NF  

t t。食品相对价格变化率是食品和非食品两者价格的变化率之差。

已知 bt
F 和 bt

NF 在 2011 年到 2020 年的取值，应用(4.3)很容易得到 π

在这十年内的值。若以 2010 年食品相对价格为 1，由于 2011 年食品

相对价格增长率为 0.092，我们求出该年食品相对价格“绝对”值为

1.092，相应地，我们求出 2012-2020 各年的食品相对价格值。下面

的图 4.18 展示了如此得出的中国食品相对价格。 

 

图 4.18 中国食品相对价格，2011-2020年 

 
29 一般而言，食品加工企业处于垄断竞争市场。各企业的竞争可能迫使它们

满足于将农产品价格变化传递到食品价格上。那些借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把

食品价格提升到平均上涨水平以上的企业将可能被其他同类企业击败。所

以，食品相对于非食品的价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农产品相对于非

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传递。参见例如 Gavin and Mandal，2002；Bauer, Haltom 

and Peterman，2004。    

30  (4.9)的证明见本书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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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 2010年食品相对价格为 1。 

资料来源：2011年：国家统计局，2012；2012 年：国家统计局，2013；2013

年：国家统计局，2014a；2014年数据：国家统计局，2015；2015年：国家统计

局，2016； 2016年：国家统计局，2017；2017年：国家统计局，2018a；2018

年：国家统计局，2019；2019年：国家统计局，2020a；2020年：国家统计局，

2021c。 

 

在这十年内，中国的食品相对价格从 1 上涨到 1.4 多，即十年期

增长率超过了 40%。如果我们分别考虑中国系统性数据开始年份的

1952 年、非农化转型中期开始年份的 1970 年，并把这些年度的食品

相对价格分别设为 1，则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史的基本常识，可以肯

定，从这些年份到 2020 年，中国食品相对价格的增长率将比 40%高

得多。对比图 4.17 和 4.18，我们也许可以引出一个假说，即非农化

转型中期开始越迟的国家，农产品相对价格在该时期的增长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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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5.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1 

本书第一和第三两章分别揭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整个世界和

中国的巨大规模。毫无疑问，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任何时代都足

以成为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一个成为经济问题甚至重大经济

问题的现象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成为经济

学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浓缩”他们对现象的了解、提炼出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分析概念，形成可作为理论探讨对象的严格问题。本书第一

和第三两章初步浓缩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采用农业就业比和农

劳比概念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现象转换为这些比率下降的

现象。本书第二章的定义表明和农业就业比相比，农劳比是一个更可

胜任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象为前提，我

们经由农劳比概念寻求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在本书中，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被精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均衡问

题。它指的是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短暂时期内，例如在每一

年，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学意义上既不多也不少。

而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农劳比的概念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

的问题随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既不快又不慢的均衡问题，即农劳比

降速均衡问题。 

为了清楚地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我们用农劳比

指标把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历史轨迹并列在下

 
1  本节主要内容曾发表在胡景北，2012，论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学术

界，第 172 卷第 9 期第 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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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图 5.1 内。注意该图的时间尺度延伸到未来的 2050 年。我们所

拥有的世界农劳比数据仅仅包括 1991-2020 的三十年。为了形象地

把握农劳比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虚拟了两条从 1800 到 1990 年的世

界农劳比曲线。该图显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全

世界正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交界处，美国则

几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图 5.1 用农劳比下降曲

线，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人类历史在最近几百

年出现的变化大势。 

图 5.1 不仅清楚显示了最近三百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史，而

且清楚显示了当今时代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所处位置，以及我

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未来的无知：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整

体虽然跨过了非农化转型中点，但仍然处在转型之中：它们的农劳比

下降曲线依然还“悬”在半空中，因此，中国和世界是否能够顺利地

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是一个难以明

确回答的问题。为了增进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和知识，为了中

国和世界农劳比的顺利下降，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如何下降到

当今高度，而且需要了解农劳比下降的一般规律。 

 

图 5.1 中国、美国和世界农劳比变化轨迹和展望，1800-2050 年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800 1825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75 2000 2025 2050

农劳比%

美国

中国世界2

1991年

世界1



第五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151 

注：世界 1 和世界 2 从 1800 到 1990 年线段为假想线，其中世界 1 是直

线。假设世界农劳比在 1800 年为 80%、1990 年为 42%。中国曲线为 1952-2020

年年度数据。美国曲线从 1800 到 1890 年为逢十年份数据、1890-2020 年为年

度数据。 

资料来源：世界：数据附录 1；中国：数据附录 3；美国：数据附录 4；

数据附录 5。 

 

显然，中国、美国与世界三条农劳比下降曲线都和比如飞机一类

落体下降的曲线非常相似。图 5.1 绘出的是农劳比下降的高度-时间

坐标系。把图 5.1 想象成三架飞机降落的高度-时间坐标系。美国飞

机开始降落得早，现在接近安全落地；世界和中国飞机最近几十年下

降很快，但目前还在半空中，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还很大，“安全落地”

还是一个虽然可望但必须谨慎行事才可及的目标。对飞机来说，一架

满载乘客的飞机应当既迅速又平稳降落：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

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骚动甚至伤亡；飞机应当尽可

能迅速下降，任何严重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为了掌握飞机在降

落过程中的动向并控制飞机继续降落，图 5.1 传递的飞机高度和时间

信息固然重要，但飞机在空中某一时刻的降落速度和加速度信息更

为重要。实际上，正是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才把包括飞机在内的

物体升降运动研究变为科学并使人类飞行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适

用于非农化大转型。如果把非农化视为历史大趋势并用农劳比测度

非农化过程的进展，那么，农劳比下降越迅速越平稳，非农化转型对

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越有利。在这里，农劳比大小本身不足以

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不足以揭示农劳比下降的过程。为了理解农

劳比下降过程并适当地干预之，人类必须了解农劳比在特定时期或

时点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即下降的瞬时速度与瞬时加速度，其中速

度指示农劳比在该时期或时点下降的迅速程度，加速度指示在该时

期或时点下降的稳定程度。显然，在一定条件之下，速度越大，加速

度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越快越平稳，对置身于其中的人类亦

越安全越“好”。所以，在经济学上研究农劳比下降和非农化大转型

的具体过程，我们将无法避免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概念。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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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说，正是速度和加速度概念，才把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或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经济学思考，从思辨性的前科学提升到分析性的科学层次。 

图 5.1 中的中美两国曲线在揭示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也

揭示农劳比在不同国家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

同时点和不同时期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不同。为什么农劳比下降

速度时高时低，为什么加速度时大时小？为什么它们因国因时而

异？在经济学的“真空”中农劳比将如何下降？如何定义经济学的

“真空”？面对图 5.1 展示的曲线，一个人无法抑制自己对历史和世

界的好奇心。把好奇心深入下去，我们发现，正是从这样的曲线出

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研

究；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学研究又可以进一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瞬时

速度和加速度研究。具体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表

述为包括下述这些问题的集合： 

问题一：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 

问题二：农劳比下降的均衡加速度。 

问题三：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最优性。 

问题四：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偏离均衡和最优轨迹的

机制 

问题五：人类有意识干预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恰当

方式。 

概括地说，如果我们把图 5.1 揭示的农劳比下降的时间曲线类比

为飞机下降的时间曲线，我们既应当研究它下降的平均速度即从起

点到终点所用的全部时间，更应当研究它在每个时点下降的瞬时速

度和加速度。对于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对于和农劳比变化密切关联

的某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福祉，对试图向农劳比变化施加影响的

人类尤其人类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瞬时速度和加速度显然比平

均速度更为重要。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

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均衡降

速的机制。因此，即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比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收入分配等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以农劳比下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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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也值得分析，也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而事实上，尤其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等重大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5.2 农劳比降速剧烈波动的教训 

如果说人类在非农化大转型早期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忽视它的历

史必然性，那么，在非农化达到一定规模以后，人类遇到的最大危险

应当是忽视转型过程的稳定性。我们在上一节用飞机降落比喻农劳

比下降。飞机降落过程中的严重不慎可能导致乘客重大伤亡。与此类

似，农劳比下降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亦将造成人类生命的重大损失。因

此，我们对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稳定性绝不可掉以轻心。本节通过中国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教训说明农劳比降速稳定性的重要性。读者

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前面的图 3.3 和 3.4 中，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

农劳比和转移量在 1958 年出现一次极其剧烈的大升大降。本章的图

5.1 更加明确地揭示中国农劳比历史轨迹在 1960 年前后的“垂直俯

冲”。下面的图 5.2 进一步指明，该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的

剧烈程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图 5.2 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农劳

比下降速度 h 和加速度 a。该图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这两条曲线在

1958-1963 年间的突兀升降，尤其是 1958 年中国农劳比一举降低了

23 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如果设想一个国家完成非

农化的标志是该国农劳比降低到 0%，那么，以 1957 年中国农劳比

为 81%计算，按照 1958 年的速度，中国仅仅需要不足四年的时间就

可以完成整个非农化大转型。然而，图 5.2 清楚指示的是，在 1959

年，中国农劳比降速一变而为负数，农劳比从下降猛地转向为回升，

并一举而连续回升了五年，以至于农劳比在 1963 年回升到 82.5%，

显著高于农劳比猛烈下降之前的 1957 年水平。因此，不但 1958 年

的高速度不可维持，而且通过这一高速度所达到的水平同样不可维

持。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水平的倒退幅度之大，还把中国的农劳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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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拉回到比 1957 年更早的年度。 

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稳定性的更恰当更直接的指标是农劳比降

低加速度。这个指标在当时的波动更为惊人：它在 1958 和 1959 两

年分别达到了 24%和-27%！按照 1958 年的加速度，中国到 1960 年，

就能够把农劳比从 1957 年的 81% 降到 0 （ 0.811957-0.231958-

(0.23+0.24)1959=0.11。可事实上，它在随后的 1959 年就“垂直俯冲”

地惊险下降了-27%。 

为了清楚地展示农劳比降速过度波动给经济生活和人类生命带

来的损失，我们把图 5.2 和图 5.3、5.4 联系起来。图 5.3 是中国人均

粮食产量图，图 5.4 则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对比图。它们揭示

在 1958-1962 年间，农劳比降速的剧烈波动先造成人均粮食产量的

剧烈下降，接着不但导致人口出生率剧烈下降、死亡率剧烈上升，而

且导致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即总人口绝对减少。我们进一步解释这里

的关系。首先观察有关农业劳动力诸变量。表 5.1 列出中国农业劳动

力数量、农劳比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在 1960 年前后的变化，并

用斜体标出 1958 年数据。该表指出，仅仅在 1958 年一年，中国就

减少了 3,800 多万农业劳动力(∆LA)。1958 年近 20%的农业劳动力负

增长率(n)表示 1957 年的农业劳动力中，每五位就有一位在 1958 年

转出农业。同时，1958 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不正常地高达 12%，
2 即使农业劳动力 LA仅仅依总劳动力增长率增加，LA在 1958 年也

 
2  本书第三章探讨过中国 1990 年劳动力不正常地快速增加的原因，指出统计

缺陷可能是其主要原因。这里提及的 1958 年中国劳动力不正常快速增加，

其原因首先应当是政府强制原先不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员就业，其次是政府

实行的食堂制度废除了家庭炊烧，让大量原先以家务为主的劳动力有可能

参加社会劳动。中国劳动统计资料的起始年份是 1952 年。从那时到 1957

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最高为 1957 年的 36.8%。但该比率于 1958 年猛地跃

升到 40.3%，一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它导致中国总劳动力爆发性增加。中

国当年劳动统计肯定存在严重缺陷，但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该类缺陷低估或

高估了劳动力数量；同时，我们猜想统计缺陷不是 1958 年劳动力数据不正

常的最重要原因。关于 1958 年前后中国劳动力参与率，参见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表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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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增加 2,300 万。3 由于农业劳动力总量在 1958 年绝对减少，因此

当年全部新增农业劳动力都转出了农业。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减少量

与新增量之和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所以，1958 年中国农业劳动力

最低转移量 H 亦达到创纪录的 6,100 多万(3,800 万+2,300 万)。相应

地，中国农劳比 l 也在 1958 年从 81%“自由落体”式地下降到 58%，

降速 h 和加速度 a 分别达到 23%和近 24%。 
 

 

 

图 5.2 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1953-2000年 

 
3  在 1958 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仅为 1.7%的前提下，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竟接近

难以想象的 12%，即几乎每八个劳动力就有一个是当年新增的。不过，如

此之高的总劳动力增长率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在随后三年里都成为负

数，即总劳动力绝对减少。总劳动力绝对减少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废除了

1958 年开始实行的食堂制度，大量社会劳动力回归不列入劳动力统计的家

务劳动。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数据来源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编，2010, 表 1-3 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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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50-2000年 

 

图 5.4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1950-2000 年 

资料来源：农劳比降低加速度：数据附录 3；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表 1-32；人口：同上，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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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诸指标在 1960年前后的变化 

年份 
LA ∆LA n H l h a 

百万 百万 % 百万 % % % 

1956 185 -0.5 -0.26 6.2 80.6 2.70 2.83 

1957 193 7.7 4.13 -1.6 81.2 -0.67 -3.37 

1958 155 -38.2 -19.78 61.2 58.2 23.00 23.66 

1959 163 7.8 5.04 -10.3 62.2 -3.93 -26.93 

1960 170 7.5 4.58 -9.3 65.7 -3.58 0.35 

1961 197 27.3 16.05 -29.2 77.2 -11.42 -7.83 

1962 213 15.3 7.74 -12.8 82.1 -4.95 6.47 

1963 220 6.9 3.24 -0.9 82.5 -0.34 4.61 

1964 228 8.4 3.80 0.7 82.2 0.25 0.59 

1965 234 6.0 2.61 1.7 81.6 0.60 0.36 

注：∆LA的正数表示转入、负数表示转出农业。H 的正数表示转出、

负数表示转入农业。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然而，1958 年出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超高速度不但不可能维持，

而且必须更大幅度地倒退，经济生活才可能恢复正常。观察 1958 年

及以后几年的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我们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波动，类似开车时错误地猛踩油门后立即更猛踩刹车的反应。

加速度在 1959 年的降幅超过了 1958 年的升幅，随后继续剧烈但幅

度递减地波动，直到 1964 年才基本返回正常范围。农劳比降速也直

到 1964 年才重新转为正数。农劳比本身亦在 1963 年反弹到比起大

波动之前水平更高的 82.5%。 

正如错踩油门又猛刹的汽车会造成车内人员伤亡那样，农劳比

过于剧烈的波动同样会造成社会灾难。设想中国在这几年中，农业生

产技术没有明显提高、农业资本没有显著增加、全国气候没有特别严

重变化，那么，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必将大幅度降低农产量从而大

幅度降低公众的农产品消费水平。图 5.3 显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

1958-1961 年间持续下降，下降幅度高达三分之一。在粮食产量猛烈

下降的同时，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亦猛烈下降。表 5.2 列出中国粮食、

肉类、油料和棉花四类产品从 1956-1965 年的人均产量。就粮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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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1957 和 1958 年中国人均产量在 300 公斤左右，但 1959 年猛地

降到 253 公斤，下降了近六分之一；接着继续下降，到 1961 年仅达

207 公斤，比 1957-1958 的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中国肉类产量数据

不全。在现有数据中，人均肉类产量从 1957 年的 6.2 公斤下降到 1962

年的 2.9 公斤，降低了二分之一强。人均食油和棉花产量的降低同样

超过二分之一。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人均产量下降，必将造成巨大

的人道主义灾难。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 1957-1958 年水

平，中国人均农产量便非常低下，仅够维生；4 农产量随后数年在全

国规模上从维生水平剧烈下降，就不但造成公众消费水平的大幅度

降低，而且难免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和饿殍。 

表 5.2 中国人均农产品产量在 1960 年前后的变化（单位：公斤） 

年份 

粮食 肉类 油料 棉花 

数量 
比 1957

年度 
数量 

比 1957

年度 
数量 

比 1957

年度 
数量 

比 1957

年度 

1956 306.8    8.1  2.3  

1957 301.7 0.0 6.2 0.0 6.5 0.0 2.5 0.0 

1958 299.5 -2.2   7.2 0.7 3.0 0.4 

1959 252.5 -49.2   6.1 -0.4 2.5 0.0 

1960 217.3 -84.4   2.9 -3.6 1.6 -0.9 

1961 207.3 -94.4   2.8 -3.7 1.2 -1.3 

1962 229.5 -72.2 2.9 -3.3 3.0 -3.5 1.1 -1.4 

1963 245.8 -55.9   3.6 -2.9 1.7 -0.8 

1964 266.0 -35.7   4.8 -1.7 2.4 -0.2 

1965 268.2 -33.5 7.6 1.4 5.0 -1.5 2.9 0.4 

 
4  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所有农产量都用于个人消费，按照 1 公斤稻或麦产出

0.7 公斤米或面计算，300 公斤稻麦可折合 210 公斤米面，1957-1958 年每个

中国人每天消费粮食亦不足 0.6 公斤；同时该时期人均每月消费的肉类和食

油尚不足 0.5 公斤。因此，1957-1958 年的农产品消费水平，本来亦只能勉

强维持生存。图 5.3 显示在 1950-2000 年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出现过两次

剧烈下降。第一次从 300 公斤下降到 207 公斤，第二次从 411 公斤下降到

333 公斤。我们可以发现，第二次下降后的最低点依然超出第一次下降前的

最高点。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第二次粮食产量下降时期，食用油和

肉类人均产量却明显提高。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2010，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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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农产品产量：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2010, 表

1-32；人口：同上，表 1-3。 

 

从逻辑上说，粮食产量短时期剧烈下降不一定导致饥荒，更不一

定直接导致饿殍。为保证农产品基本消费并降低人道主义灾难程度，

一个国家还有两个方式可用：动用以往农产品储备和从他国进口农

产品。关于动用储备，目前我们缺乏任何历史资料。关于农产品进出

口，根据林毅夫等学者的研究，中国从 1958 到 1950 年净出口粮食：

1959 年中国粮食产量比上年降低 15%，但粮食净出口数量却比上年

增长 56%。5  因此，进出口这个方式不仅没有为国内增加粮食可供

量，反而加剧国内粮食缺口，恶化了饥馑程度。这样，中国巨大的人

道主义灾难和饿殍便不可避免。 

图 5.3 和 5.4 清楚显示在 1958-1961 年间，与粮食产量猛烈下降

相对应，中国人口出生率剧烈降低、死亡率剧烈升高，人口净增长率

下降甚至变成负数，即总人口绝对减少。图 5.5 绘出的是中国逐年人

口增量。该图揭示了 1958-1961 年中国人道主义灾难惊心动魄的严

重性：中国从正常年份每年新增人口 1,500 万一下子变成一年减少

1,000 万! 下面的表 5.3 列出中国 1956-1965 十年间的人口变化数量。

我们看到，1958 年中国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增加的数量已经显著低

于 1957 年水平，1959 年增量继续减小，到 1960 年则径直转为负数，

人口绝对减少整整 1,000 万，1961 年进一步减少 348 万，到 1962 年

才转为净增加。因此，1960 年前后中国人口净减少 1,348 万。如果

考虑在正常年份，新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那么，加上新生与死亡

人口之差即净新生人口，中国在这段时期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将更多。

表 5.3 同时列出中国男女和城乡人口增减数据。如果说城乡人口迁移

模糊了城乡人口各自减少的数量，当年尚有保证的男女性别不可变

易性，让我们清楚地发现两性各自减少的幅度。在 1960 和 1961 两

年，中国男女人数各自净减少 1,010 万和 393 万，合计为 1,403 万，

 
5  参见 Lin and Ya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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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这两年总人口绝对减少量。应当说，两性人口净减少数量比总人

口净减少数量更接近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6 

 

图 5.5 中国每年新增人口，1950-2000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2010，表 1-3。 

 

表 5.3 中国人口数量在 1960年前后的变化（单位：万人） 

Year 
总人口 

增量 

按性别分 按城乡分 

男 女 城镇 乡村 

1956 1,363 727 636 900 463 

1957 1,825 933 892 764 1,061 

 
6  笔者曾务农的江苏省句容县是全国较为富裕的县。可在 1959和 1960年，死

亡超过出生的人数依然分别为 584 和 3,938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依然分别为

-0.162%和-1.113%，且在其前后年份，出生超过死亡的人数都远低于正常

年份数量。这些非正常死亡的经济学原因可以到下述资料中寻找：从 1957

年到 1962 年的六年，该县播种面积（万亩）分别为 128、108、85、97、104

和 116；每亩产量（公斤）分别为 125、118、84、82、73、98；每人占有粮

食（公斤）分别为 437、346、199、225、212、305。显然，非正常死亡和人

均占有粮食量在低水平上还减少一半以上直接有关，后者又和播种面积与

单产两者皆大幅度下降有关。这里，播种面积和单产如此大幅度下降，应

当又和农业劳动力突然大幅度短缺或农业劳动力转移极端不当有关。实际

上，该县 1994 年编纂的县志多处提到这段悲剧时，都把它归咎于“极左”

政策。参见句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第 134、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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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341 726 615 772 569 

1959 1,213 695 518 1,650 -437 

1960 -1,000 -607 -393 702 -1,702 

1961 -348 -403 55 -366 18 

1962 1,436 637 799 -1,048 2,484 

1963 1,877 1,016 861 -13 1,890 

1964 1,327 609 718 1,304 23 

1965 2,039 986 1,053 95 1,94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2010，表 1-3。 

 

毫无疑问，中国 1960 年前后的大饥荒期间人口数据存在严重问

题。7 但即使如此，中国在大饥荒期间减少上千万人口，应当是一个

确定的经验事实。8 在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在人类非农化大转型过

程中，在没有大规模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和平时期，像中国这场造成上

千万人口饿死的大饥荒是极其罕见的灾难。从图 5.3 和 5.4 出发，我

们可以得出结论：大规模饿殍的直接且主要原因之一，应当是人均农

产品产量的剧烈下降，或者说饥馑导致饿殍。9 而人均农产量剧烈下

降的直接和主要原因之一，又是过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即过高的农

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过高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之所以能够出

现，又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过于落后密切相关。因此，中

 
7  在表 5.3 的资料来源中，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全国总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

和自然增长率。然而，利用这些数据得出的总人口数量与统计局公布的数

量差异很大。例如，以 1960 年为例，用 1959 年人口数(67,207 万)乘 1960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57%)，得出 1960 年人口数为 66,900 万，比统计局公

布的 1960 年人口数 66,207 万高出近 700 万。因此，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绝对

量和增长率数据缺乏最低程度的相容性。笔者在这里优先使用国家统计局

的人口量数据。同时，笔者希望统计局尽快修正这一期间的人口数据，缩

小甚至消除两者的差异。 

8  杨继绳对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非正常减少做了仔细探讨，参看杨继绳，

2012。不过，中国学术界尤其统计学界对此的研究尚未展开，基本共识尚

未形成。 

9  林毅夫等学者利用中国各省份数据分析这场饥荒，指出粮食产量过快下降

和城市特权（urban bias）应当是导致饿殍的两个原因。参见 Lin and Yang, 

2000。此外，关于饥荒的社会原因，参见 Se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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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1960 年前后的大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

转移均衡研究的重要性。10 

5.3 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数学表述 

当然，中国 1960 年前后出现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的剧烈

波动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灾难，是中国以至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

过程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不应当被普遍化。不过，即使如此，它也

清楚地告诉我们，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不是越高越好。转移速度必须

恰当，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必须均衡。这个极端例子同时提示我

们，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不是一种象牙塔内的纯学术研究：它是一种

与亿万处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人类的福祉密切关联的研究。 

不过，本书主要从学术方面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回到图 5.1。

我们已经指出该图用农劳比下降标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满

载乘客的飞机降落现象的相似性。这两种现象对人类提出的问题也

是相似的：飞机或农劳比如何从现有高度平稳而又快速地降落。显

然，这些问题都具有动态最优化性质，因此需要利用数学中的动态最

优化分析。以图 5.1 为参照系，该图纵轴是农劳比高度 l、横轴是农

劳比下降所经过的时间 t，因此，图中任何一条农劳比变化曲线或线

段都可以用函数 

(5.1)   l=l(t) 

表示。使用转移纪年法并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的年份设为 0，    

 
10 Clark 曾把中国这场大饥荒直接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缺陷联系在一起，指出

以“剩余劳动力”概念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误导了中国政府。借助

Buck 对中国农业的研究，Clark 认为在中国，“如果你想用锄头（那里极少

畜力更少拖拉机）耕种像中国那么大的地方，你将需要六亿左右的人力。”

（If you are going to cultivat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with hand hoes ---- very 

few draft animals and still fewer tractors were available---- you are going to need 

the labor of something like 600 million people），因此，他认为除了冬季外，

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出且不会影响农产

量的观点，是导致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参见 Clark, 1984, p. 

65，并参见 Buck, 1930；Clark,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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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t [0, T] t*。如果我们仅仅关注 2020 年以后的非农化过程，则

可以设 2020 年为 0 年。l(t)表示农劳比下降的时间路径，因此可称为

农劳比变化或下降的时间函数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函数。根据

数学知识，假设 l(t)满足连续和多次可微等数学条件，农劳比曲线上

的任何一段趋向于无穷短的线段或弧便可以用三个量 t, l(t)和 l’(t)确

定，因此，这样一段弧的值可用 F 表示如下 

(5.2)  F=F[t, l(t), l’(t)] 

将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上的所有这些弧加总，我们得到该曲线

的泛函 V 如下 

(5.3)  V=∫ F[𝑡, 𝑙(𝑡), 𝑙′(𝑡)]d𝑡
T

0
 

V 又称为该条农劳比下降曲线的时间路径的值。对图 5.1 显示的世

界、中国和美国的三条历史曲线来说，每条曲线的 V 值是唯一的。

但对农劳比在 2020 年以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而言，我们有无数条实现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间路径即无数个 V。根据图 5.1，我们需要做的

是找出一条时间路径最短即 V 值最小的农劳比曲线，因此，对未来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转变成如下的数学问题： 

(5.4)   min V=∫ F[t, 𝑙(t), 𝑙′(t)]dt
T

0
 

       满足   l(0)=z1 和 l(T)=z2，T 未定 

其中 z1>0、z2≥0 是给定值。如果问题(5.4)可解，minV=V*, V*将是农

劳比下降的最短途径或者数学分析意义上的最优途径。以全世界为

例，设 2020 年为 0 年，z1=l
世界

(0)=25%、z2=l
世界

(T)=0%，V
世界*将是

人类从 2020 年开始的非农化过程的最短路径。如果考虑中国的情形

并令 l
中国

(0)=23%，l
中国

(T)=0%，V
中国*将是中国从 2020 年起的最短

非农化路径。如果给问题(5.4)加上一个适当的横截条件，我们将能够

求出 T，从而了解在最短路径上非农化完成的未来时点或完成非农

化继续需要的时间长度。同时，从(5.4)的解出发，我们还能够了解在

2020 年以后的非农化转型的各个时点上，农劳比下降的全局最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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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加速度。虽然，V*仅仅是数学意义上的最优化，和我们在本章第

一节提到的以人类的合目的性为基础的农劳比降速或非农化最优化

不是一回事。然而，一旦人类了解了非农化在数学上最短或最优路

径，人类就可以观察非农化的实际过程与此种最优途径的偏离，并按

照人类的愿望加以干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问题(5.4)中加入若

干控制变量，以便为人类有意识地干预非农化过程的决策提供一定

理论依据。11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5.4)中的 l’(t)即图 5.1 中曲线的斜率。在数

学上，农劳比曲线斜率等同于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两者又都等同

于农劳比曲线函数的一阶导数 l’(t)。农劳比下降的加速度则等同于农

劳比曲线函数的二阶导数 l’’(t)。l’’(t)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问题(5.4)

中，但在大部分情形下，求解(5.4)离不开关于 l’’(t)的知识。所以，问

题(5.4)和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提出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问题是一致

的。这样，我们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统一为确定农劳

比曲线 l(t) 和其一阶导数 l’(t)、二阶导数 l’’(t)的数学问题。这是因

为，从数学上理解图 5.1 曲线的前提是对 l(t)、l’(t)和 l’’(t)的了解，求

解问题(5.4)的前提也是对 l(t)、l’(t)和 l’’(t)的了解；而对 l(t)、l’(t)和

l’’(t)的了解，正是对农劳比、农劳比降速和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的了解，

后者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所在。经济学是一门经

验科学。非农化的路径和最优问题在形式上也许是数学的，但在内容

上必定是经济学的。 

因此，本书将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并确定农

劳比、农劳比降速和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的经济学内容。所以，本书着

重在直观上揭示和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经济学条件。为此，本

书的研究将以经济学中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为主，叙述亦将以图形

方式为主。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和图形方式意味着本书不可能在数学

上严格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亦不涉及数学上的最优途径。不

 
11 参见例如肖恩，1997/2003，动态经济学，第 6 章: “控制理论与混沌理

论”。该书中译本错误较多。英文原著参见 Shone, 1997/2002，Chapter 6: 

“Optimal Contro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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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方法既可能建立严格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基本思维框架，又可能揭示被以数理模型为主的研究所抽象的或跳

过的问题，并且还可能为更抽象更技术性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经济学

基础，为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指引。12 

5.4 人类基本常识的关键作用 

我们在上一节用数学方式严格表述非农化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经济学问题，指出该问题的解决可以让人类了解非农化在数学意义

上的最优路径，据此，人类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观察非农化的实际过

程并按照人类的愿望干预该过程。“理解”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最

显著特征之一。正是理解让人类有了超越本能地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并在人类演化的特定阶段发展出科学。对本书关心的非农化来说，只

有在人类建立了系统的自然科学以后，人类用其他方式代替农业来

生产食物的想法才有可能实现。仅仅劳动力转出农业，即使几乎全部

劳动力都不再务农，但只要人类需要的食物还主要地依靠农业，人类

的非农化大转型就依然无法完成。另一方面，劳动力大量转出农业的

前提是体现为资本的物质投入如机器、化肥等大量进入农业。如果

说，非农化早期的农业革命还与科学甚少联系，但十九世纪中叶以

后，农业产量的提高则主要依靠以科学为基础的农业机械、农业化学

和农田建设的发展。就此而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也必须以人

类科学尤其自然科学为前提。所以，非农化大转型的开端也许无须、

可非农化的完成必须依靠科学。 

但是，对“理解”和科学的重视，绝不意味对人类本能的任何忽

视。本能指向常识，生命和生活的基本常识。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人

 
12 假设把图 5.1 中中国曲线在 2020 年的点标为 A，则从 A 到 l(t)=0 的最短路

径的一个标志，是从 A 到横轴的线段越垂直越短。但中国在 1960 年前后超

快转移的教训告诉我们，越垂直的路径也许越不可行。因此，在求解(5.4)

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决定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经济学因素，了解它们的

均衡，而这些都是经济学而非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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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非农化过程，就其根本来说，主要是人类经由本能而驱使、经由常

识而实现的。“理解”仅仅起着次要作用。这里的“理解”，指的是在

社会科学范围内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本书第一章第 1.5 节曾经指

出，到最近时期为止，人类几乎连“非农化”的概念都没有形成。回

顾与非农化大转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工业化”。英语单词

“工业化 (indusrialization)”在文献中出现的年份应当不早于 1892

年。13  其时，工业化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美国如火如荼，在西

欧中欧诸国全面展开，而德国已经决心赶超英国。因此，以这些国家

为代表，人类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工业化

的概念是在人类已经走上工业化道路很长一段时间、工业化已经成

为人类“宿命”后才被提出的。就非农化而言，若以本书后面第六章

讨论的刘易斯理论为标准，则经济学家到二十世纪中叶才意识到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若以本书第七章讨论的“结构变化研

究”为标志，则主流经济学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开始把非农化纳入自

己的研究范围。而在二十世纪中叶和末期两个时点上，人类的农劳比

应当已经分别降低到 60%和 40%左右。这些简单事实部分地表明，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甚至世纪末，人类还没有“理解”非农化。然而，

人类却在这种“无知”状态下，至少完成了非农化最艰难的起步和确

立阶段。因此，这些简单事实同时表明了人类本能和常识在非农化过

程中的关键作用。 

本章第二节以中国 1958-1963 年的情形为例，说明人类在非农

化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灾难的严重性。该节的分析显示，该场灾难的直

接肇因是过于剧烈的非农化加速度。但它的更深层原因，却是当时的

中国政府对关于“共产主义新人”和人定胜天的“社会科学”理论的

自信。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政府以为，“共产主义新人”可以

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4 因此，巨量劳动力一次性从农

 
13 Merriam-Webster, 2022。 

14 刘西瑞，1958。刘西瑞本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调研者。中国政府最

重要的新闻报纸《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27 日在刊登刘西瑞这篇题为“人

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文章时特别加了进一步强化这个口号的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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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移到非农业不会造成农业减产。相应地，中国各地政府报告了许

多“高产奇迹”，例如 “小麦亩产 3530 斤”、15“早稻亩产三万六千

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16 等。正是这些违背常识的

理论和政策，在每个农民都被组织到极权经济的系统内和禁止其他

言论即“舆论一律”的环境中，17 18 让过于剧烈的非农化加速度和

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得以实现。 

相反，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之

所以能够出现和顺利展开，正是中国政府尊重常识的结果。1978 年，

被组织到人民公社的中国安徽省小岗村村民，秘密决定把公社集体

所有集体耕种的土地分到农户耕种后，中国政府尊重了他们的决定。

农民自耕自种，产量很快超出自食和政府公粮两者总和后，农民开始

私下销售粮食。中国政府又一次认可了农民的行为。接着，吃饱饭的

农民开始就地或者到附近城镇参加非农劳动甚至直接创建非农企

业，政府再一次顺从了他们的意愿。而个体农民的决定、行为、意愿，

只是他们追求吃饱穿暖以至于更好生活环境的人类本能所致，只是

他们根据生活常识所为。因此，不是中国农民或中国人在理解了“非

农化”之后的自觉活动、而是他们出于常识的“生活理性”行为，开

启并且形成了我们在本书第三章所描述的 1979年以来的中国农业劳

动力转移大潮，确定了中国最近四十年来的非农化主要进程。19 

因此，对人类需要继续展开的非农化转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

 
15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2 日，头版新闻标题：“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

‘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 3530 斤 湖北幸福社小麦十一亩亩产 3515

斤”。 

16 人民日报，1958 年 8 月 13 日，头版新闻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

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福建海新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

记录”。 

17毛泽东，1955。他的文章虽然以“驳‘舆论一律’”为题，但主张的却正是

舆论一律，因此，当时的中国新闻媒体对上述高产奇迹没有提出任何质

疑。 

18 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曾经指出，对信息传播的压制甚至禁止是中国

1958-1962 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 Sen, 1999, p. 181-182。该书中文

版为：森，1999/2002，第 177-178 页。中文版在此处有删减。 
19 关于中国 1978 年后农村和农业改革，参见杜润生，主编，1999。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168 

们对它的经济学“理解”，而是对个体生活基本常识的尊重。实际上，

从本书第三章对统计数据的讨论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即使在数学意

义上解决了本章第三节提出的经济学问题，获得了问题(5.4)的最优

解，经济学家也缺乏可靠的数据从模型中引出具有经济政策意义的

结论，人们依然不知道非农化在今年或者明年的恰当速度，经济政策

依然必须“摸索”。而不至于造成重大失误的摸索，将一定以常识为

基础。所以，常识不但在非农化的起动并变成不可逆的早期过程中起

着关键作用，而且在非农化的后续过程中依然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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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述 

 

 

 

6.1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1 

本章开始进入本书的理论讨论。我们首先考察经济学中关于非

农化的三个主要理论，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应当说，本书第一章指

出的非农化大转型和第四章揭示的农劳比长期下降特征，很早就为

经济学家所认识。经济学文献中常常提到的“配第·卡拉克规律”或

“库兹涅茨特征事实”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农劳比的长期下降趋

势。早期经济学家虽然没有特别关注非农化大转型，但至迟从二十世

纪中叶起，非农化转型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刘易斯应当是第一

位提出劳动力转移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他参与创立的发展经济学把

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占

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在“结构变化研究”的标题下

关注农业劳动力长期转移趋势。在本书第四章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

移特征中，第一和第二个特征分别是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下降

趋势。它们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特征。对它们的研究，可

以视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研究。刘易斯和新古典的劳动力转

移研究属于长期研究范围。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第三个特征即农劳

比降速的抛物线趋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长期特征，但对其

的讨论，超出了长期下降总趋势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第四和第

 
1  本章前四节的主要内容曾经发表在 Jingbei Hu, 2014, On the Shoulders of W. 

Arthur Lewi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Lewis Model，
Working Paper No. 503 of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该文的精简版为胡景北，2015c，刘易斯经济发展理

论：成就、问题和发展前景，社会科学，第 12 期第 40-49 页。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170 

五个特征，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的周期波动与短期波动，则属于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期研究主要探讨

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和决定条件，短期研究则关心农业

劳动力转移和宏观经济波动的相互影响。本章将介绍以刘易斯为代

表的发展经济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研究，下一章介绍新古典

经济学家在“结构变化研究”范围内的长期研究，接着的第八章讨论

以托达罗为代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研究。同时，我们将对这三

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做出一定评论。 

从长期角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候，刘易斯理论是一个难

以回避参照的话题。这里的原因第一是刘易斯最先从理论上提出了

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个原因是他在探讨劳动力转移研究时提出的

方法和思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内，为后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提

供了理论铺垫和直接启示。因此，我们首先考察刘易斯理论和农业劳

动力转移研究的关系。 

刘易斯是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特殊意义的经济学家。2  本书

第一章在回顾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曾经指出，

十八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古典经济学家 3 尽管亲身经历着农业劳

动力转移，但他们没有把它提炼为某种专属现象并从理论上加以解

释。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配置的概念区别，严

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具有长期且单方向的流动或配置性质，劳动

力配置则具有短期和双方向的流动或转移性质。因此，严格意义上的

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配置根本不同。每一个经济学理论都会包容劳

动力配置，但不一定包容劳动力转移。这是因为对劳动配置的研究虽

 
2  刘易斯建立和阐述其理论的主要作品除了已经引用的 1954 年文章外，还有

他的著作“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不过，刘易斯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他的原创性观点已经发表在其 1954 年文章中, 参见 Lewis, 1955, p. i。对刘

易 斯 理 论 的 讨 论 和 评 价 ， 参 见  Gersovitz, Diaz-Alejandro, Ranis 

and Rosenzweig, eds., 1982; Gollin, 2014。此外，1954 年刊登刘易斯原创性文

章的 The Manchester School 杂志于 2014 年专门用一期杂志发表文章纪念刘

易斯该文 60 周年，参见 The Manchseter School, vol. 72, No. 6。  

3  在提到古典经济学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凯恩斯的定义，把马克思和马

克思以后的部分经济学家也包括在内。参见凯恩斯，1936/1983，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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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需要把经济分成两个或者更多部门，但不一定需要把生产体系

分成特定的不同部门，也不要需要讨论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转移

的专门命题。但研究劳动力长期单方向转移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

是：劳动力从何而来、到何而去。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便必须以生

产体系被划分为某几个特定部门为前提。因此，辨别一个经济学家是

否认识到劳动力转移问题意义的直接方式，便是看他是否做出生产

部门分类以及该部门分类的目的。古典经济学家中，魁奈、4 李嘉图

和马克思都区别了农业和非农业，但前者的目的是产品在农业和非

农业阶级之间的流动和分配，后两者的目的是考察地租在收入分配

或者剩余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他们都不关心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

之间的转移。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生产部门分

类。它们把整个生产体系视为一个部门，所以不考虑劳动力在不同生

产部门之间转移的问题。刘易斯才最早地为劳动力的单方向转移提

出了生产部门分类，因此有资格被称为最早认识到劳动力转移意义

的经济学家。5  

刘易斯把一个脱胎于传统农业社会不久的经济体系分为传统和

资本主义或者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6 这就是他的二元经济论或者二

 
4  参见魁奈，1758/1979。 

5  在刘易斯之后，至少有两个经济部门分类值得注意。一个是经济学家斯拉

法（Sraffa）提出的基本产品和非基本产品部门。斯拉法借此分析商品价值

尺度的决定方式，而与劳动力转移无关。另一个是鲍莫尔（Baumol）提出的

生产率上升和停滞部门。鲍莫尔分类的明确含义之一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上

升部门向停滞部门长期且单方向转移。鲍莫尔的分类在最近二十年来的

“结构变化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参见本书第七章。不过，经济学家倾

向于认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大部分情形下低于非农业，因此，鲍莫尔的分

类很少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例如，Dennis 和 Iscan利用美国长期数

据的研究发现，鲍莫尔观点基本不符合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参见斯

拉法，1960/1997；Baumol and Bowen, 1966；Baumol, 1967；Dennis and 

Iscan, 2009。 

6  刘易斯最初用传统和资本主义代表他划分的两个部门。四分之一世纪之

后，在回顾其理论时，他把它们重新命名为传统和现代部门，而不再使用

资本主义部门一词。重新命名的原因，应该是当时许多国家坚称自己是非

资本主义国家，而刘易斯希望其理论亦能包容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转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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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方法。资本主义部门主要使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在一个国

家离开传统经济而走上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之初，资本很少，资本主义

部门亦很小。但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高，不但足以按照劳动

的边际生产率支付工资，而且能够提供利润。另一方面，传统部门主

要依赖劳动进行生产。该部门劳动力很多，劳动生产率非常之低，不

但显著低于资本主义部门，而且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甚至可能等于

或小于零。但是，为了维持劳动者的生存，传统部门的劳动收入又必

须至少维持在大于零的某个基本生存水平上，这样的劳动收入就是

所谓“生存工资”。刘易斯把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水平的劳动力

称为“剩余劳动力”，并认为只要剩余劳动力存在，实际工资就不会

上升，而只能够保持在生存水平上。“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理论模

型的核心概念，它和二元分析方法一样，是刘易斯在经济学中的重要

理论创新。 

不过，刘易斯在六十多年前自觉地面对的挑战既非劳动力转移

现象亦非生产部门分类方法，而是实际工资在传统部门的稳定性，即

不变工资的“古典经济学问题”。7 李嘉图用人口增长解释他提出的

“自然工资”的不变性，马克思用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支持他的劳动力

价值工资的不变性。二十世纪之后的经济学家不可能继续依靠这些

因素：他们必须发现新的解释因素。这里，又是刘易斯首先发现劳动

力过剩因素并将其精炼为“剩余劳动力”概念。这个概念让刘易斯在

一定程度上建立起自洽的工资理论和劳动力转移理论。刘易斯理论

可以简洁地表述如下。在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

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下，传统部门实际工资无法用边际

产量决定，而将制度性地决定在生存水平上。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资

本并需要增加劳动力，一部分传统部门劳动力将依据生存工资水平

而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资本主义部门亦依据该工资水平确定本部

 
见 Lewis, 1954, 1979。不过，由于在刘易斯理论中，“现代”部门只能够理

解为资本主义部门，所以本书继续使用刘易斯最初提出的传统和资本主义

部门概念。 

7  刘易斯，1954，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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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劳动边际产量和劳动量，所以劳动市场保持均衡。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劳动力转移不影响工资水平，所以在总劳动力给定的前提下，总

工资不变，由此产生的消费总需求不变。由于劳动力转出传统部门不

影响该部门产量，所以传统产品的总供给不变。资本主义部门因资本

与劳动两者增加而扩大，但增加的产量可以而且应当用于投资，因

此，面向消费的产品总供给亦不变，面向投资的产品将由资本主义部

门自身购买并扩大再生产，因此商品市场亦保持均衡。这样，剩余劳

动力转移将扩大资本主义部门利润和其代表的投资品生产。这些利

润又将用作新的资本主义部门投资并促使更多传统部门劳动力向资

本主义部门转移。传统部门劳动力不断减少将导致该部门劳动生产

率逐渐提高。经过一段时期，传统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将升到生存工

资水平，剩余劳动便将消失。从这一点开始，传统部门必须遵循资本

主义部门的边际生存率工资机制，整个经济的工资都将统一地决定

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并随着资本的继续增加而提高。它意味着传统部

门转变为资本主义部门，两部门经济也就全部转变为新古典性质的

单部门资本主义经济；这之后，工资将随着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而上

升，不变工资不复存在；刘易斯的二元分析方法和剩余劳动力概念亦

将随之失效。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刘易斯把不变工资的解释重点从古典经济

学的人口增长因素转变为他的现有人口因素；其次，刘易斯把经济发

展的研究重点从劳动力转移转变为资本积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理解一个先前只储蓄其国民收入百分

之四或五或更少的经济体如何把自愿储蓄提高到百分之十二或十五

甚至更高的过程。”8 所以，刘易斯把他 1954 年文章的主要篇幅用于

论证剩余劳动和投资基金两者的来源。 

刘易斯曾经用一个图说明他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我们把他的图

复制到这里，这就是下面的图 6.1。图 6.1 的横轴是资本主义部门的

劳动投入，纵轴是该部门的工资和边际生产率，LNS表示资本主义部

 
8  刘易斯，1954，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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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劳动供给曲线，MPN 既表示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又表

示它的劳动需求曲线。MPN 和 LNS 两曲线交点为劳动供求均衡点，

对应的横轴点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在资本数量不同时的均衡劳动量。

资本越多，劳动需求越大；由于工资固定，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增加工

人时不用提高工资，企业在新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固定工资相等的

点上雇佣工人，所以，随着资本增加，资本主义部门劳动投入不断增

加，但工资保持不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劳动投入为 LN
t时，注意

时点 t t。用 L 表示总劳动，在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为 LN
t 时，传统部

门劳动只剩下 (L-LN
t)。(L-LN

t)的劳动投入在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

升高到了固定的生存工资水平。所以从 LN
t 开始，如果现代部门继续

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传统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会高于生存

工资，传统部门工资也就会随本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提高；

资本主义部门为了从传统部门获得劳动力，便必须相应地提高本部

门工资，所以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亦必须提高。在图 6.1 中，此时 LNS

曲线开始向右上方延伸，表示资本主义部门劳动供给增加将伴随着

工资提高。9 因此，LNS 同时代表工资曲线。图 6.1 将工资曲线上对

应 LN
t 的点标为 T：在点 T 左侧，劳动力转移但工资不变；在 T 右

侧，劳动力继续转移但工资上升。工资曲线在点 T 左侧保持平行，

说明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无限大，刘易斯又把该种工资曲线称为弹

性无限大的工资曲线或劳动供给曲线，其含义是只要现代部门工资

稍有提高，愿意到该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将非常之多，以至于工资又将

降回原先水平。由此出发，刘易斯把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其转移不会导

致工资提高的劳动力。根据图 6.1，一个经济在其发展起点上即 t=0

 t时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是 LN
t。刘易斯把点 T的左侧区间视为经济

发展过程，其间适用他的理论；从 T 开始向右，是新古典经济学类

型的经济增长阶段，他的理论不再适用，而新古典经济学适用。为了

纪念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把点 T称为“刘易斯

 
9  根据刘易斯的逻辑，剩余劳动力转移或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是资本主义部

门不断追加的资本投资，而投资的前提又是储蓄，所以刘易斯得出结论：经

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储蓄。参见刘易斯，1954，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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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 ”。10 我们把 T的左侧区间称为刘易斯区

间，T的右侧区间称为新古典区间。11 

 

   图 6.1 刘易斯的不变工资模型：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供给和需求 

资料来源：Lewis, 1954, p. 151, 图 3。本图有扩展。 

 

6.2 刘易斯理论的意义 

正如上一节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历史上，刘易斯是第一位明确

地把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按照爱因

斯坦对科学进步的理解，12  刘易斯因为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即劳

 
10 Ranis and Fei，1961。 

11 胡景北，1994。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易斯没有否定本书第一章第 1.6 节指出

的新古典“单部门”假设，而只是在单部门假设充分发挥作用前添加了一

个“过渡阶段”。， 

12 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曾经精辟地指出：“提出问题经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

要，后者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技巧而已。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

性，或者从新角度观察旧问题，这些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并且标志着科学

的真正进步。”参见 Einstein and Infeld，1938，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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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转移问题而实现了经济学的一个“真正进步”。应当说，提出新

的经济学问题和确立新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刘易斯对经济学做出的

最大贡献。其次， 刘易斯提出剩余劳动力概念，利用它建立一个内

部自洽的经济学模型描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回顾一下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世纪中期经济学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深刻体

会到刘易斯的开创性贡献。众所周知，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存

在于当时正在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根据当时工业化国家

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迅速转移劳动力并成长为工业

化发达国家充满信心。正如 Tignor 指出的那样，刘易斯 1954 年文章

和 1955 年的《经济增长理论》著作“体现了那个时期的乐观情绪和

对新独立国家的信心。在刘易斯眼中，只要正确指导，发展中经济体

就能实现戏剧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3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正确指

导”的经济学研究却非常薄弱。著名杂志《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在 1952 年的创刊社论中指

出，当时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个别观点上，

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列出了一份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但没有系统

的影响因素表……即便仔细考察现有文献，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令人

满意的理论，更找不到学者们就哪些问题才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具有

重要性的一致意见。一位寻找通向适当理论之途的研究者在文献中

看不到任何希望之路。他看到的仅仅是一片充满贫困恶性循环、变革

障碍以及关于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之类说法的原始丛

林”。14 正是在这种状况中，刘易斯以其天才，从冗长的经济发展“影

响因素表”中，抓住了劳动力过多因素并创造“剩余劳动力”这一独

特概念，把这些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

长的关键问题，从而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迄今为止的发展

经济学学说史表明，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中，刘易斯

的问题和理论对“经济发展作为结构转变过程的思考范围和思考方

 
13 Tignor, 2006, p. 273。 

14 Editorial, 1952,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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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影响最为持久。15 实际上，正如 Findlay 指出的那样，后来的

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刘易斯理论的“扩展和衍生”。16 

刘易斯模型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和大众媒体中，他的睿智和

创见至今依然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Lal 在 1992 年曾意外地发现，

英美各大学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开列的参考文献虽然千差万别，但几

乎都包括了刘易斯 1954 年提出该理论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

的经济发展》。17 Gollin 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即 2014 年再次

发现，刘易斯这篇论文是“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生阅读文献内

的少有的六十年前的论文之一”。18 

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转移指的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

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的二元方法便源自劳动力在其间

转移的传统与资本主义两部门的并存现象，并且体现在两部门各自

的工资决定机制上。应当说，两部门并存现象并不必然引发经济学分

析的二元方法。工资决定机制的部门差异才是二元方法的根本所在。

例如，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鲍莫尔等学者虽然把经济体系分为

两个部门并且讨论或涉及了劳动力的部门流动问题，但在他们那里，

两部门工资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决定的。1870 年代发生的经济学边际

革命也认为各部门工资决定方式相同，它所提出的仅仅是工资决定

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刘易斯二元分析法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强调两

部门工资决定方式不同：传统部门工资由生存需要决定，资本主义部

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 

不过，肇始于边际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了把边际方法用于整

个经济，必须假设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否则整个经济不可能均

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三个同时成立的命题：（1）均衡，（2）

各部门生产率相等，（3）单一的边际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非农化开始以来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农业劳

 
15 Kirkpatrick and Barrientos，2004，p. 683。 

16 Findlay, 1980, p. 64。 

17 Lal, 1992, p. ix。 

18 Gollin, 2014,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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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都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这一生产率差距也是本书第

四章指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刘易斯已经观察

到这一点。19  Gollin 等人关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差距的最新研究

指出，即使考虑众多的度量误差，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平均产出依然存

在着“迷一样的巨大差距”。20 他们估计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平均产

出在非农业要比农业高出一倍；在发展中国家差距更大。21  微观经

济学关于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的分析早已指出，在一般情形下，劳动

投入越多，劳动的边际产量越是低于其平均产量；就边际产量为正数

而言，平均产量越低，边际产量占平均产量的比重越低。因此，农业

和非农劳动平均产出的差距，一定同时体现为农业和非农劳动两者

边际产出的更大差距。所以，对刘易斯来说，命题（2）不成立。显

然，若命题（2）不成立，命题（1）和（3）不可能同时成立。作为

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刘易斯既不可能完全放弃边际方法，也不可能

放弃均衡方法：他的创新之处就是提出新的二元方法，以便在承认生

产率部门差距的前提下，研究整个经济的均衡问题。在这里，正是刘

易斯首先把二元分析法引入一般均衡框架。22  与此相反，与刘易斯

同年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舒尔茨（Schultz），虽然用一元方法

分析了传统农业的均衡，却无法把它扩展到整个经济的均衡。23  

新古典经济学一元分析法所需要的相等生产率命题同时还排除

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正如巴罗（Barro）指出的那样，

 
19 Lewis, 1955。 

20 Gollin，Lagakos and Waugh，2014，p. 990。 

21 在最近的“资源错配（misallocation）”文献中，农业生产率差距被视为劳动

和其他生产性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不当的结果。不过，由于这

样的不当配置如此严重以致于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消除，经济学家也许需要

二元方法来分析它们。仅就资源在非农企业之间的不当配置，Banerjee 和

Moll 便发现“在财务约束下，企业从高度不当的初始配置（想象印度和中国

在市场化之前的情形）向稳态的转变可能非常缓慢，因此，在短期和中期观

察中，我们将持续看到大量的资源错配状况。”参见 Banerjee and Moll, 

2010, p. 202。 

22 Tignor，2006。 

23 Schulz,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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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等生产率命题，一个劳动力从甲部门转移到乙部门虽然会减

少甲产出、提高乙产出，但由于他在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两部

门相加的总产出不受影响，24  所以，劳动力转移没有宏观经济学意

义。相反，正如本书第四章第 4.11 节说明的那样，两部门生产率差

距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总产出效应。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

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在改变两部门产出的同时又必将提

高总产出。而这一点正是刘易斯特别强调的，即这样的劳动力转移将

“提高国民收入，增加超过工资的总剩余并使进一步的经济扩张成为

可能。”25 事实上，在非农化转型过程尤其转型中期，劳动力转移的

总产出效应无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还是对短期经济波动来说，都是非

常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揭示，是刘易斯的重要理论成就。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和二元分析方法，对农业劳动力转移

研究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刘易

斯的理论，就不会有本书这样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这是因为，农

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同样是一种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现象，而非

经济学家熟悉的劳动力短期且多方向配置的现象；研究农业劳动力

转移同样要以经济划分为两个生产部门为前提；分析农业劳动力转

移同样需要对引导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做出特别的设定，并且需

要分别适用于两部门的两种工资机制；最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离不开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因为该效应将农劳比降速与经济长期增

长和短期波动两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至少在上述四点上，刘易斯已

经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开辟了道路。 

6.3 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今天，站在刘易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肩上，我们应当看得更远，

应当更清楚地把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和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

 
24 Barro，1997。 

25 Lewis, 1958,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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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充分估计刘易斯理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作

用的同时，我们又发现，刘易斯理论不能够成为研究非农化大转型或

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

理论不能够转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刘易斯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而非农业

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的劳

动力，农业劳动力则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刘易斯区间中，剩余劳

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是互不包含但具有交集的两个集合。前者包括一

部分农业劳动力以及家仆、摊贩诸类低生产率的劳动者。刘易斯之所

以把经济划分为传统与资本主义两部门，就是因为他把那些不从事

农业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亦视为自己的研究范

围。而家仆、摊贩诸类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所需要的转移显然不同于

农业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刘易斯不但不使用、而且反对农业和非农

两部门划分。26  最早在发展经济学中划分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应当是

拉尼斯和费景汉。27 但正如费古如亚（Figueroa）正确指出的那样，

拉尼斯和费景汉的做法误解了刘易斯理论，并把刘易斯所强调的很

大一部分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排除出自己的研究范围。28  

本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遵从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两部门

划分。但在根本点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优越于剩余劳动力转移概

念。我们的理由如下： 

一、刘易斯论及的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存在于农业部门。与农业

剩余劳动力相比，其他类型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小，以至于人类不需要

一个专门且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来消除它们； 

二、即使按照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设想，其他非农剩余劳动

力类型亦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的过渡形

式；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规模和时间长度上都远远超越剩余

 
26 Lewis, 1954；1968。 

27 Ranis and Fei, 1961。  

28 Figuero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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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其实，即使在刘易斯设想的典型农业中，剩余劳动力亦

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部分。本书第四章揭示的农业劳动力转

移的第一个特征，便是无论“剩余”与否，农业劳动力都持续向非农

部门转移。因此，即使“剩余劳动力”转移结束了，非“剩余劳动力”

的农业劳动力依然需要转移；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绝

非剩余劳动力转移所能概括的现象。 

四、剩余劳动力概念缺乏任何对应或大体相应的统计学指标，因

此无法经由统计资料获得相关数据。这样，剩余劳动力概念也就无法

应用于经验研究。相反，具有广泛共识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的数据不

难获得。 

五、剩余劳动力和与此关联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缺乏相应的

产品和与产品相联系的价格机制。本章第一节在阐述刘易斯理论时，

曾经假定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

给定的特殊情形。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传统部门产品和资本

主义部门产品的市场均衡，而无需特别考虑它们的价格变化。可是，

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必须明确引入价格变化。在图 6.1 的刘易

斯区间大部分范围内，为了到达点 T，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必须大

于零。可它一旦大于零，劳动力继续转出就会造成传统部门总产量下

降。若总需求不变，传统和资本主义两部门产品的价格就得改变。然

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和相应的统计学上，我们没有任何与这两种产

品对应的价格，因此，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范围内，我们无法研

究商品价格变化和由价格变化导致的两部门实际工资变化，因此也

无法研究和实际工资变化相联系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当说，正在因

为这样的困境，拉尼斯和费景汉也许才不自觉地用农业非农业划分，

代替刘易斯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并也才引入农产品和工业

品价格来讨论若农业劳动力中的“剩余”的边际产出大于零，这些劳

动力的继续转移和两产品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六、由于上述原因，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无法进一步发展为“剩

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而后者才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从前科学转

变为科学的关键性标志。我们可以用失业和失业率概念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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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概念在经济学中具有长久的历史。至迟在 17 世纪中叶，配第就

详细讨论了失业问题和应用公共工程缓解失业的可能性。29  十九世

纪的李嘉图和马克思开始把失业视为经济的内生问题，但直到二十

世纪，失业率才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30  失业研

究才进入严格的经济分析阶段。因此，从失业到失业率，经济学家用

了二百多年时间。然而，从失业到失业率的“飞跃”之所以可能，是

因为这两个概念可以转化为统计指标以及统计学本身的进步。可剩

余劳动力概念无法转化为统计指标，因此，即使刘易斯提出剩余劳动

力转移率概念，这个概念也无法让刘易斯理论成为科学并用于经验

研究。应当说，正是这一根本缺陷，让刘易斯理论无法在重视经验研

究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潮流中立足。 

作为本节的结束，我们从逻辑上证明前面提出的第三个理由，即

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规模和时间长度上皆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

我们证明的根据是两部门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历史经验。首先，我们扩

展图 6.1 来说明刘易斯的两部门生产率趋同论点，这就是下面的图

6.2。图中 wN 代表非农或现代部门工资，wE 指示生存水平工资。我

们在图 6.2 内加入三条农业劳动边际产量 MPA 曲线。它们在劳动力

转移过程起点上分别为正数、零和负数，代表刘易斯提及的初始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三种可能性。31 这些曲线最初都远远低于 wE曲线。刘

易斯认为 MPA在剩余劳动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并在刘易斯拐点 T上

追平 MPN，剩余劳动力亦在 T 点完全消除。图 6.2 显示了这一点。

所以，对刘易斯来说，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消失标志着剩余劳动力消除；剩余劳动力消

除意味着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最终收敛。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二元

分析方法仅仅适用于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而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代

表了劳动力转移的全部过程。 

 
29 配第，1662/1979。 

30 Card，2011。 

31 Lewis, 1954, p.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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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参见图 6.1。本图有扩展。 

 

今天，借助于比刘易斯时代更完善的经济统计，我们知道农业生

产率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也远远低于非农业生产率，但农业

劳动力转移在这些国家依然没有结束，在其他国家则远未结束。32 为

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图 6.2 中添加一条农业生产率曲线 MPA*。假

设 MPA*曲线从某个初始点出发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

我们发现在远离初始点的区域内，MPA*曲线比刘易斯的 MPA曲线更

接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演进路径，33  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

高很快，但它不仅在刘易斯区间内始终低于非农生产率，而且在刘易

斯拐点及之后很长时期内，依然低于非农生产率；甚至在二十一世纪

 
32 刘易斯指出他所讨论的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国家已消除。参见 Lewis, 1954。 

33 图 6.2 是在刘易斯理论框架的图 6.1 中加入若干条农业边际生产率曲线。所

有这些曲线都不反映历史事实，而只是简化的示意。中国和美国非农化历

史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形，应当是农业边际生产率在非农化起点上皆大于零，

且非农生产率在非农化开始后便呈现上升趋势。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非

农化历史中也许不存在相应于刘易斯区间的阶段。 

O LN 

M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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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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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MPN=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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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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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辨认两者大幅度收敛的前景。34  因此，生

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应当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维度：它们不可能

同时消失。在刘易斯拐点右侧，剩余劳动力不再，但生产率差距犹

存。由于在该拐点右侧，劳动力依然需要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

率的非农业转移，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能仅仅局限于剩余劳动力

转移；相反，剩余劳动力转移也许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

段，因此，为了容纳更广阔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突破刘易斯

理论。  

6.4 不变工资和上升工资 

图 6.2 已经说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右，两个部门的工资都将随着

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升，同时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业转移。本节将

进一步说明，上升工资现象不但出现在刘易斯拐点之右，而且也完全

可能出现在刘易斯区间，因此，即使接受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概念，

刘易斯的不变工资理论也可能失效。事实上，刘易斯生前已经发现在

剩余劳动力依然大量存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实际工资在上升。

 
34 图 6.2 中的 MPA 和 MPA*曲线都指示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增长更

快。这一点既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理论结论，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

史的经验事实。理论方面，参见胡景北，2008a。历史方面，参见本书第四

章第4.9节。同时参见Ngai and Pissarides, 2004；Duarte and Restuccia, 2010。

其中，Ngai 和 Pissarides 估计美国在 1869-1998 的 130 年间，农业、制造业

和服务业三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关系是 gA - gM=0.01, gM - gS=0.01，其中

gA, gM 和 gS 分别代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显

然，这些研究都表明 gA>gM>gS。如果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合并为非农产业并

用 gN 代表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必然有 gA>gN，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速度快于非农的速度。Duarte and Restuccia 研究的时期较短。他们发现在

1956-2004 年间，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gA=3.8%、gM=2.4%和 gS=1.3%，即 gA>gM>gS 和 gA>gN。他们并且发现这样

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次序出现在他们研究的 29 个国家样本中的 23 个国家

内。注意上述研究中的生产率指的都是劳动的平均生产率。根据劳动的平

均生产率越低、其边际生产率占平均生产率的比重越小的原理，我们还可

以得到推论，即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非农业的程度将大于

农业劳动平均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非农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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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将其称为“真正的理论之谜”。 35 这个谜之所以存在，部分原

因是因为刘易斯无法想象农业或乡村工资的上升。如果乡村工资不

上升，在市场机制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城市工资上升自然成

迷。因此，为了说明工资在刘易斯区间上升的可能性，我们需要观察

乡村或农业部门。下面的图 6.3 改编自费景汉和拉尼斯 1964 年关于

剩余劳动力著作中的图 1b。36  该图横轴代表农业劳动 LA，曲线

OKCMZN 代表土地数量一定时的农业生产函数 YA。YA曲线上的点

K、C、M、Z、N 分别代表 LA为 R、V、Q、W、P 时的农业产出。

其中，从点 M 向右，YA成水平线，表示从 LA=Q 时开始，继续新增

劳动力不会提高产出，也就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从 M 向

左，增加劳动将提高产出，减少劳动将降低产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大

于零。假设总劳动力固定为 P。在经济发展起点上，全部劳动力在农

业，LA=P，农业劳动平均产出为(N/P)=tgαP。假设 tgαP相应于生存工

资水平即 tgαP=wE。继续增加人口和劳动力，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将低

于生存工资，社会将萎缩，人口和劳动力将减少。我们不考虑这种特

殊情形。图 6.3 中与 YA相切的直线 GK 与直线 ON 平行，所以 αP=αG，

即 tgαG=tgαP=wE。它表示当 LA=R 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生存

工资。根据刘易斯理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 P-R 即线段 RP。

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认为，农业实际工资“通常不会偏离生存所需

的卡路里水平很远并且多少与”图 6.3 中的 tgαP“联系在一起”；同

时，“只要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人们就没有理由想象农业工

资会显著高于”生存工资。37 只有农业劳动力减少到 R 时，农业劳

动的边际产出才升高为 tgαG并等于 tgαP，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消失，

农业工资才会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和农业边际产出的进一

步提高而上升。 

 
35 Lewis, 1979, p. 224。 

36 Fei and Ranis, 1964, p. 12。 

37 Fei and Ranis, 1964,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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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剩余劳动力和上升工资 

资料来源：Fei and Ranis, 1964, p.12, Fig 1b。本图有扩展。 

 

费景汉和拉尼斯接着考察了农业劳动力从 P 减少到 W 的情形。

劳动力虽然减少，但总产量不变，两线段 ZW 和 NP 相等。所以，若

农业工资不变，农业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总额将是 W·tgαP即线段 XW，

农业部门有了用线段 ZX 标示的产出剩余。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是：

谁将获得 ZX：耕作者、地主还是政府？38 他们认为地主将获得 ZX，

而政府应当通过税收获得部分 ZX 以用于发展非农业。可是，他们对

这一问题的答案完全没有考虑拥有耕地的农民获得 ZX 的可能性。

显然，一旦考虑这种可能性，费景汉和拉尼斯根据刘易斯理论所持有

的不变工资命题就会失效。39 我们仔细观察 LA=W 的情形。如果土

地为耕作者所有，耕作者将获得所有土地产品，因此农业工资为 

(Z/W)= tgαW > tgαP=wE。这意味着只要劳动力转出农业，农业工资便

 
38 Fei and Ranis, 1964, p. 27. 

39 如果考虑政府获得所有农业产出剩余，则不变工资命题的有效性取决于政

府行为。如果政府实行某种反农业劳动者的特殊政策，农业工资可以停留

在生存水准且长期不变，刘易斯的不变工资命题依然有效。参见胡景北，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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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升并高于生存水平，即使此时农业中依然存在刘易斯定义的剩

余劳动力。而农业工资一旦上升，非农部门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就

必须按照上升了的农业工资水平支付非农工资，所以非农部门工资

亦将上升，刘易斯的“城市工资上升之谜”也就可以部分地解开。因

此，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图形清楚地证明，只要农业劳动力能够获得产

出剩余，则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剩余”，无论他们的生产率多么低下，

农业工资都会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上升。所以，剩余劳动力概念

并不必然导致不变工资：农业工资完全可能在剩余劳动力条件下上

升。这样，以不变工资为特征的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即使对

于剩余劳动力转移也不具有一般性，遑论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 1994 年的一篇文章中，本书作者曾经把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

者合一即自耕农的农业社会结构称为“一阶级”模型，40  并对一阶

级模型中的农业工资概念提出以下三个命题： 

（1）只要农业劳动力数量低于在当时生产技术水平上能够维生

的数量（即图 6.3 中的 P），农业工资就不低于、而是高于生存水准。 

（2）农业工资是农业就业的单调反函数。由于就业的可变性，

农业工资不可能不变。 

（3）在经济发展和非农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必将

减少，因此，农业工资以及相应的非农工资必将上升，所以，工资上

升是非农化转型中的必然趋势。41 

其实，即使在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设想的两阶级社会结构

内，不变生存工资也很难实现。例如，费景汉和拉尼斯曾面对这样的

问题：为什么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的情形下，农业工资能够保

持在生存水平高度。他们的解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习俗所形成的压

力，迫使取得剩余的地主向租地农民提供生存工资。42  既然如此，

 
40 笔者将由地主、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农业工人组成的农村社会结构称为三阶

级模型，由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全靠租地耕种的农民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为二

阶级模型。李嘉图和马克思讨论的是三阶级模型，刘易斯和拉尼斯与费景

汉研究的是二阶级模型。参见胡景北，1994。 

41 胡景北，1994。 

42 Fei and Rani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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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农民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边际产出的时候，同

样的压力不能类似地迫使地主接受越来越高、但增速依然低于劳动

生产率增长的农业工资呢？这里，刘易斯和其追随者的理论显然不

能“一以贯之”。 

总的来说，刘易斯虽然抓住了劳动力转移这个特殊经济现象，但

他不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意义，不了解他所研究

的二十世纪中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仅仅是非农化转型过程

内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他才用传统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代

替农业和非农业的区别、用剩余劳动力转移代替农业劳动力转移。他

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研究

对象，可这一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经意所为，因为他给自己明确

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不是劳动力转移，而是固定不变的工资水平。如果

把劳动力转移扩展到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我们便会发现工

资变化与否、工资是否仅足维生之类的问题，充其量只是非农化转型

中某个阶段或地区的局部问题，而不是整个非农化转型的一般问题。

把劳动力转移和不变工资联系起来，就会把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

究限制在非常狭隘的范围内。例如，若工资固定不变，我们就很难研

究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更无从研究劳动力转移对整个社会的福

利意义。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只有上升工资命题，才可能让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承认工资变化尤其工资

上升，我们将为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打通道路。  

6.5 刘易斯不变和生存工资的一个案例 43 

最后，我们观察刘易斯不变工资的一个案例。针对上一节的图

6.3，拉尼斯和费景汉曾经问道：谁将获得农业产量剩余？耕作者、

 
43 本节主要内容曾发表在胡景北，2002，农业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机制：对

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史的一种理解，经济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第 435-

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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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还是政府？他们以日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为背景，指出如

果地主获得该剩余，农业工资就可能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

下保持不变。我们从逻辑上指出，如果耕作者获得剩余，农业工资便

将上升。如果政府获得剩余呢？对此的答案应当到经济史中寻找。本

节介绍政府获得剩余并保持农业工资不变的例子，这就是中国从上

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到七十年代晚期的情形。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 3.3 节起首处所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建

立中央极权的“计划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的两个要点是农业的“集

体化”与非农业的国有化。它根本排除了市场的作用。44  这个制度

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末期。在这二十年内，中国经济的运转方式，在

农业方面，是政府通过它作为完全垄断的农产品市场需求者确定农

产品价格，并且把农民的收入固定在生存工资的水准上；在非农产业

方面，政府作为该产业劳动力的唯一需求者和以农产品为主体的消

费品市场的唯一供给者，又把非农工资也规定在城市所需要的较高

但同样是生存水平上。作为农业和非农业剩余或资本的唯一占有者，

政府也就掌握了超过农业和非农业生存工资的全部剩余收入。假如

中国存在刘易斯设想的政府，那么，政府将把全部剩余用于非农产业

的资本积累，扩大非农产业，并继续利用生存工资吸纳农业剩余劳动

力，获得更多的剩余，从而再一次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以最终实

现经济增长，走出刘易斯区间。假如中国不存在或者仅仅部分地存在

刘易斯设想的政府，则政府只会把全国的部分剩余用来增加非农资

本。无论中国政府的真实状况如何，中国在极权经济时期所遵循的发

展道路，也许符合刘易斯提出的不变生存工资发展机制。 

下面我们用一些统计资料来初步论证中国极权经济下的不变生

存工资机制。图 6.4 绘出的两条曲线，分别展示在 1953 到 1978 年

间，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实际工资两者相对于 1952 年的变化

 
44 上一章在解释非农化速度严重失当和大饥荒关系的案例中，我们之所以没

有提及农产品尤其粮食价格，是因为当时中国排除了市场作用，不存在农

产品国内市场。此外，当时中国也不存在劳动市场，劳动力转入和转出农

业是政府决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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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它们指出，虽然到 1957 年，在农业的自耕农制度和整体市场经

济还发挥一定作用的时候，工业生产率和工资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

势，但从 1958 年全面建立极权经济之后，中国工业生产率虽然依旧

保持上升趋势，七十年代中期已经达到 1952 年水平的 250%以上，

但中国工业工资不但总体上显现下降态势，而且在大部分年份低于

1952 年的水平，迟至七十年代中期依然明显低于 1952 年水平，这两

条趋势完全不同的曲线表明，工资变化与劳动生产率变动之间几乎

不存在任何关联，劳动生产率增长完全没有带动工资的提高。也就是

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好处，没有体现在工业工资提高

上，而是全部被政府取走了。同时，图 6.4 显示，工业工资水平被政

府“固定”在某个“不变”水平附近，或者说 1952 年工资水平附近。

我们知道，在这段时期，中国政府一方面动员城镇人口和劳动力迁移

到乡村务农，另一方面又严格禁止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这两点毫无

疑问地意味着工业工资至少不低于、甚至显著高于农业工资，因此劳

动者个人更愿意务工而非务农。所以，如果工业工资水平固定不变，

农业工资水平也不可能明显提高，而更可能同样地固定不变。 
 

 

图 6.4 中国工业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1953-1978年 

注：曲线描绘的是各年相对于 1952年数据的变化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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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固定不变工资的水平是什么标准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

个重要方法，是观察工资储蓄的有无与大小。我们整理有关数据并列

在表 6.1 中。1978 年以前，中国居民的储蓄形式几乎只有两种，即

增加手持现金或银行储蓄。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增量以及其他金融

储蓄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就现金而言，中国的银行体系从 1953 年

到 1978 年共计增发了 178.5 亿元，45 平均每年增发约 6. 9 亿元。即

使这些货币在每年年终全部被居民持有，每年人均新增手持现金也

不及 1 元。而在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新增现金掌握在各种类型非居

民单位如企业、政府机关和银行手中。表 6.1 显示 1978 年以前，人

均每年新增银行储蓄也在 1 元左右徘徊，仅有 1958、1977 和 1978 三

年超过了 2 元。从相对数角度观察，居民每年新增银行储蓄占仅占

居民消费支出 1％上下，只是在 1958 和 1959 年超过 2％。即使我们

考虑到表 6.1 的居民消费统计包括了政府用非现金方式发放给居民

的补贴，而居民银行储蓄仅仅是居民现金收入的一部分，我们也很难

设想居民储蓄率会提高到比如 3％。这里的理由之一，是像住房、医

疗、粮食等等的非现金补贴，如果改换成相应的现金发给居民，由于

这些都是居民在低水平生活时的必需消费，居民也会把补贴改成的

现金收入继续支出到相应消费项目上。 

表 6.1 居民银行储蓄和居民消费支出，1954－1978年 

年份 

人均当

年储蓄 

人均消

费支出 
比率 

年份 

人均当

年储蓄 

人均消

费支出 
比率 

元 元 % 元 元 % 

1954 0,60 87,54 0,68 1967 0,21 134,47 0,16 

1955 0,65 93,50 0,70 1968 0,56 129,94 0,43 

1956 1,08 97,61 1,11 1969 -0,30 132,34 -0,22 

1957 1,32 100,46 1,31 1970 0,43 137,95 0,31 

1958 3,03 103,48 2,93 1971 1,27 140,26 0,90 

1959 1,95 95,39 2,04 1972 1,71 145,01 1,18 

1960 -0,30 103,17 -0,29 1973 1,79 152,91 1,17 

 
45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1 年》，第 6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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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1,65 114,57 -1,44 1974 1,68 153,58 1,10 

1962 -2,12 116,05 -1,83 1975 1,42 156,93 0,90 

1963 0,67 114,76 0,58 1976 1,01 160,30 0,63 

1964 1,39 119,46 1,17 1977 2,37 163,47 1,45 

1965 1,34 123,45 1,08 1978 3,01 173.91 1.73 

1966 0,95 130,07 0,73 1978* 3,01 182,86 1,65 

注：消费支出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储蓄：《中国金融年鉴-1998 年》，第 511、512 页。消费支出：

《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第 42页；1978*：《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 68

页。人口：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2010，表 1-3。 

 

因此，在中国的极权经济时期，居民的储蓄率应当远远低于其可

支配收入的 5％。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居民储蓄或者说工资

储蓄对工资收入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居民工资相当于生存工资，生存

水平是极权经济中的工资锚点。在这个意义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

期到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应当符合刘易斯的

不变生存工资发展理论。46 然而，正如本书第三章表 3.3 揭示的那

样，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 1979-2020 年相比，中国极权经济时期每

年平均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不及三分之一，降低的农劳比百分点

不及二分之一。 

因此，以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和农劳比降低量为尺度，中国到 1978

年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明显劣于 1979 年以后的方式。所以，

刘易斯以生存工资为核心概念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虽然对中国

 
46 经济学中有一个古典发展机制的说法，该机制的特征是工资等于消费、利

润等于储蓄等于投资。刘易斯理论所隐含的发展机制便是这一古典机制。

帕西内蒂（Pasinetti）曾指出，古典机制“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当然是不可能

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却能够出现。”我们设想，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

包括国家机构官员都是劳动力，工资皆为生存水平，工资将等于消费；因

为没有地主，另一部分国民收入便是利润；由于没有资本家消费利润，利

润将等于储蓄等于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古典机制才能得到实现。参见

Pasinetti 1974，p.43。然而，这一机制既无法阻止政府官员将利润用于自身

消费，也无法阻止投资错误，更必须依靠本书第五章提到的“共产主义新

人”来推动生产或奴隶来维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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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经济时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也只是解

释一种落后的转移方式，而无法扩展以解释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更为

波澜壮阔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194 

第七章   新古典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评述 

 

 

 

7.1 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刘易斯理论属于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范围。研究农业劳动

力转移长期趋势的另一个经济学分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变化

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占据着经济学研究的中

心位置。与之相反，刘易斯理论甚至整个发展经济学从诞生以来就处

于经济学的某种边缘地带。前面第一章第 1.6 节指出，欧美国家的宏

观经济理论不再考虑生产部门分类，而使用经济单部门假设。因此，

对这些理论来说，劳动力部门流动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具备宏观

经济学意义，也很少受到宏观经济学家重视。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大幅度扩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创的新古典增

长理论的同时，又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研究重点转移到经济的长

期增长问题上。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恰恰是三百年来经济

增长史的一个突出现象。这样，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自然地生发

出研究劳动力在各经济部门之间流动的“结构变化研究”分支，并且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进一步扩展的过程中，成为该理论的重要关注点。

最近二十年来，“结构变化研究”生机勃勃，涌现大量研究成果，蔚

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变化研究 (Structural Change study)”

领域。“结构变化”这个词条也在 2008 年第一次被收入《新帕尔格雷

夫经济学大辞典》中。1 本章将介绍和评论这个研究分支对农业劳动

 
1  Matsuyama,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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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或农劳比下降趋势的若干重要观点。2 

经济结构变化的含义广泛，包括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经济部门结

构、投资和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国内外生产结构甚至劳动力年龄结

构等等的变化。本书讨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属于生产要素

的部门结构变化范畴。后者变化可以严格定义如下：设在两时点    

t, t+n t*，经济生产 m 种异质商品，每种商品由且仅由一个独立部

门生产，不存在联合生产，则经济在该两时点存在 m 个生产部门。

若利用劳动力指标度量部门结构且假定无失业，则在时点 t，劳动力

的部门结构可以写成 Lt=(L1
t, L

2
t, ..., L

m
t)，其中 L 表示劳动力。由于

Lt=L1
t+L2

t+ … +Lm
t，令 li

t=Li
t/Lt，i=1, 2, …, m，l1

t+l2
t+ ... +lm

t=1，则

部门结构亦可写为 lt=(l1
t, l

2
t, …, lm

t)。我们定义如果 lt+n=(l1
t+n, l

2
t+n, …, 

lm
t+n)≠(l1

t, l
2

t, …, lm
t)=lt, 经济在该两时点之间发生了用劳动力度量的

部门结构变化。3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产出、资本、消耗能源、参

与国际贸易等等指标定义相应的部门结构变化。应当说，用不同指标

定义的部门结构变化之间有许多共性，例如劳动力和总产出两者结

构变化趋势可能相当类似。所谓结构变化研究，就是探讨结构变化发

生的原因和需要的条件，以及它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 

但是，上述定义过于一般。在具体研究部门结构变化时，经济学

家常常把所有各种商品归并成很少几个相互独立的大类和相应的生

产部门。部门结构变化研究中最为常见的分类是农产品、制成品和服

务三大类以及相应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本书使用的则是

最为简单的农产品与非农产品和农业与非农业分类。也就是说，若令

A、M 和 S 代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N 代表非农产业，则在上述

用劳动力定义的部门结构中，时点 t 的三部门的劳动力结构可写为

 
2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乔根森（Jorgenson）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通常被视

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乔根森模型既非发展经济学的典型理论，也非新

古典“结构变化研究”的理论渊源，本书限于篇幅而不予讨论。参见

Jorgenson，1961。 

3  参见 Ngai and Pissaride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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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lA
t, l

M
t, l

S
t)，两部门结构为 lt=(lA

t, l
N

t)，其中 lN
t=lM

t+lS
t。4 

正如前面所说，当今的结构变化研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肇始

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扩展。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是索洛模型

（Solow model）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斯曼模型（Ramsey-Cass-

Koopmans model, RCK 模型）。这两个模型都把所有商品视为仅仅一

种既可消费又可投资的产品，因此它们考察的经济只有一个生产部

门，劳动和资本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生产这一产品。就此而言，劳动和

资本以及产出的部门结构不属于它们的研究范围。“结构变化研究”

的经济学家放弃这一单商品单部门假设，代之以上述三部门或者多

部门假设，以便研究经济的结构变化。但是，由于这一类研究从新古

典增长理论出发，接受索洛和 RCK 模型的几乎所有其他假设，因此，

它们依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范畴。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研究同时还

接受了索洛和 RCK 模型的几乎所有基本问题和基本结论。因此，从

科学方法论角度看，结构变化研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从核心向外围

的一种扩展。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是解释以“卡尔多特征事实”著称的

经济长期增长的若干特征，5 其中最重要的是： 

（1）人均产出增长率稳定 

（2）产出资本比稳定 

（3）资本收益率稳定 

（4）资本和劳动收入占总产出份额稳定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所具有的

 
4  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转移，是每日每时发生的正常现象。有时，

这样的转移集中且主要是单方向地表现在某两类或几类部门之间，例如夕

阳产业劳动力减少、朝阳产业劳动力增加等。本书特别关注劳动力在农业

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主要原因是和其它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相比，农

业劳动力转移至少具有以下五个特征：对人类历史的特殊意义，转移数量

大，农业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大，转移时间跨度大，宏观经济影响大，以

及统计资料多。但本书毫无保留地承认，其它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也具

有自己的研究价值。 

5  Kaldor, 1961。Kaldor 增长特征有多种表述方式。参见例如朱保华，1999，

第 15 页；陈体标，2011，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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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所需要的条件和经济学意义，因此，新古典增

长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也需要和这些特征相吻合。从这一理论中扩展

出来的结构变化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在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之内，

细化其问题。具体来说，结构变化研究的问题是，如果把经济分成多

个部门并允许部门结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整个经济的卡尔多

特征；或者说，卡尔多特征是否与经济结构变化相容。由于经济结构

变化常常被命名为“库兹涅茨特征事实”，结构变化研究的问题亦常

常称之为经济增长中的库兹涅茨特征和卡尔多特征相容问题。另一

方面，由于现代增长理论的核心模型都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卡

尔多特征，所以，从这一理论扩展出来的结构变化研究，必须在不违

反卡尔多特征的前提下解释库兹涅茨特征。 

由于本书主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着重的是劳动力部门结构变

化中的农劳比下降，因此，我们关心的是库兹涅茨特征中的农劳比下

降特征如何得以解释。6 二十多年来的结构变化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

解释这一特征，即产品消费偏好差异和生产技术差异，有时又称为需

求角度和供给角度的解释。7 Kongsamut、Rebelo 和 Xie（以下简称

为 KRX 模型）的研究代表了从需求角度出发的解释。8 他们以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三部门经济为研究对象。我们把制造业和服务业

 
6  本书忽视卡尔多增长特征。这里的主要理由是本书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或

非农化，并把非农化视为人类大历史的一个可明确区分的阶段。卡尔多在

提出和论证其增长特征时，关注的不仅是我们称为非农化的时期，而且包

括未来在内的全部人类史的经济增长。卡尔多论证其增长特征的一个重要

方法，就是把其他不同趋势推向无限长的人类未来，从而证明那些趋势不

成立。例如，资本产出比若呈提高趋势，在未来某一天，一单位资本将能够

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出；若呈下降趋势，在未来某一天，再多的资本也生产

不出一单位产出：两者显然都不可能，因此资本产出比必须稳定。这样的

论证在逻辑上对整个人类史也许是成立的，但对某个历史阶段却不一定成

立。至于人均产出增长率稳定的特征，只要我们对比农业社会阶段和非农

化转型阶段，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巨大差距。这样的

差距也许不会妨碍我们观察整个人类史，但它却完全可能妨碍我们观察特

殊的非农化转型阶段。 

7  Acemoglu, 2009, p. 697。 

8  Kongsamut, Rebelo and Xie, 199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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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非农产业从而利用它们解释两部门经济现象。KRX 模型假定

消费者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消费偏好不同，因此，在消费者的偏好

函数中，两类产品的地位不同，其中农产品消费偏好低于非农产品偏

好，9 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

速度低于非农产品，或者说，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

1。这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从需求角度要求农业产出的

增长速度必须低于非农产出从而亦低于总产出的增速。已知产出是

产量与价格之积。KRX 的模型设定价格不变，农业产出增速低于总

产出增速便意味着农业产量增速低于总产出增速，而后者意味着投

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的增速低于总资本和总劳动增

速，当然更低于非农资本和劳动增速。所以，资本和劳动将向非农业

集中，农劳比将下降，并在总产出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消费者在收入提高时对农产品的偏好弱于对非农产品偏好这

一点，将通过在收入提高时的农产量相对低速增长而导致农劳比降

低的大趋势。 

从供给角度对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集中在不同产品或部门的

生产技术差异对农劳比下降趋势的影响上。生产技术差异至少可以

分成两类。第一类差异属于生产要素投入比率差异，例如不同部门的

资本和劳动投入比有别；第二类差异与要素投入无关。我们用最简单

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说明这两种差异。设想用劳动平均产出表

示的农业和非农生产函数分别为： 

(7.1)   yA=BA(kA)α 

(7.2)  yN=BN(kN)β 

其中 y=Y/L 为人均收入，k=K/L 为人均资本，B 为技术水平系

数，α 和 β 分别为系数。和前面一样，上标 A 和 N 代表农业和非农

业。这里，BA 和 BN 在生产函数中代表两部门各自的总要素生产率

 
9  即所谓的非位似性消费偏好。相反，若各商品的消费偏好在效用函数中无

差异，则称为位似性消费偏好。因此，KRX 模型常常以“非位似性偏好”

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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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即与资本和劳动投入无关的造成产

量变化的因素。显然，若 yA和 yN的函数设定相同，两个部门的技术

差异将表现在（1）kA≠kN；（2）α≠β 和（3）BA≠BN。由于（1）和（2）

都与要素投入有关，因此将它们都归于第一类技术差异，（3）则属于

第二类差异。 

在从供给角度展开的结构变化研究中，Acemoglu 和 Ngai 等人

分别研究了这两类技术差异的影响。10  本节着重介绍关于第二类技

术差异对经济结构变化影响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应当是

Ngai 和 Pissarides 于 2007 年提出的结构变化模型，下面简称为 NP

模型。该模型假定消费者对农业和非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相等，即

不存在恩格尔定律。这样，从需求角度出发，该模型中没有任何力量

导致结构变化或我们关注的农劳比变化。但 NP 模型设想不同部门的

TFP 增长率有差异。若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率在各部门相等且都

等于总资本和总劳动两者的增长率，但各部门 TFP 增长率不同，生

产函数中的 B 变化有别，则各部门产量的增长率可能大相径庭，有

的高于有的等于有的低于总产出增长率；但各产品需求的增长率毫

无例外地等于总产出增长率，因此，有些产品的需求大于、有些低

于、有些等于相应的产品供给。此时，供求不等商品的价格将波动。

价格波动导致各部门收入波动。收入降低或收入提高幅度不及总收

入增速的部门，其资本和劳动收益皆相应下降或增速不及资本和劳

动两个总量收益的增速，资本和劳动便会流出到收入增速高的部门。

这样，各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就不再全都等于要素总量增长

率，要素的部门结构就将改变。如此的改变会导致不同商品产量增速

的相应降低或提高，从而在新的价格和要素配置上，实现新的市场出

清和各部门要素收益相等的均衡局面。所以，TFP 增长率的部门差异

将导致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门差异，也就是导致部门结构变化。

就农劳比下降来说，设想农业部门 TFP 提高更快，若农业资本和劳

动两者投入分别与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投入同比率增加，农产量上

 
10 参见 Acemoglu and Guerrieri, 2008; Ngai and Pissarides, 200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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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速度将高于总产出增速。但农产品需求的增速等于总产出增速，因

此，若价格不变，农产品将供过于求；同时，农业工资和利润率亦高

于其他部门。可农产品供大于求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如果农产品

价格下降幅度正好等于它所刺激的农产品需求的提高幅度，则只要

价格下降程度和农业 TFP 提高程度相适应，农产品便会供求相等，

农业工资和利润率也会降低到经济总工资率和总利润率水平上。然

而，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 1，因此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必须大

于农产品需求提高幅度，农产品才可能恢复供求相等。如果这样的

话，农业工资率和利润率便会降低到经济整体水平之下，农业劳动力

和资本便会流出，所以，农业劳动占总劳动份额便会下降，劳动力的

部门结构也就改变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若一定的农产品价格降低

幅度不能带来同量的农产品销售提高速度，农产品依然供过于求。所

以，农产品供求相等便必然要求降低农产量。为了降低农产量或者把

农产量上升速度降低到总产出增速水平，投入到农业的资本和劳动

的增速便应当低于总量投入的增速，更低于非农部门的资本和劳动

投入增速。这样，农业资本占总资本比重和农劳比两者便将降低。所

以，农业 TFP 比非农部门 TFP 增长更快这一点，将通过农产品需求

与总产出同步增长而要求的农业要素投入相对低速增长，造就农劳

比降低的大趋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上述从需求角度和供给角度研究的两种

情形中，农业资本比重和农劳比两者将同时降低。当然，仅仅农业资

本增速下降便可能把农产量增速抑制到所需要的低水平。但是，如果

这样的话，非农资本增速将更高，非农部门人均资本的提高速度快于

农业，因此非农劳动生产率比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非农工资亦

相应提高更快，而更高的非农工资必将指引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部

门，从而降低农业劳动增速，提高非农劳动增速，农劳比亦相应降

低。所以，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前提下，资本或投资向非农部门的重

新配置不可能单独出现：它必然伴随着劳动或新增劳动向非农部门

的重新配置，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劳比降低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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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古典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的数学说明 

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是一个高度数学化的研究领域。从该

理论生发出来的“结构变化研究”承续了这一传统。因此，为了清楚

地介绍“结构变化研究”对农劳比降低趋势的讨论，我们的阐述也需

要运用数学工具。 

本节用一个统一的数学框架介绍从需求和供给两角度出发的

“结构变化研究”。下面我们仅仅关注生产部门，而将消费和储蓄暂

时放在一边。“结构变化研究”以新古典单部门经济体系为基础。设

新古典的单部门生产函数为 

(7.3)  Yt=BtFt(Kt, Lt)  

t t*。该函数连续且至少二次可导，满足 Inada 条件且一次齐次，因

此，令 k=K/L，y=Y/L，(7.3)可改写为下述精炼形式： 

(7.4)  yt=Btft(kt) 

在不造成歧义的前提下为书写简便，我们将不再特别标出时间符号。

把(7.3)分解成 m 个部门，各部门生产函数为 

(7.5)  Yi=BiFi(θiK, liL)   i=1, 2, …, m  

其中 Yi 与 Y 的函数设定相同，θ 和 l 分别表示部门资本和劳动

占总资本和总劳动比重，Bi=B, Σθi=1, Σli=1, i=1, 2, …, m。进一步假

定要素自由流动和完全竞争，因此，劳动和资本在各部门的边际生产

率相等，劳动和资本在任何一个部门的配置比亦相等，即 

(7.6)  

i

il


=1          i=1, 2, …, m 

把(7.5)改写为精炼形式如下： 

(7.7)  Yi=BiliLFi(

i

il

 K

L
, 1)     

=liLBif(k)      i=1, 2, …, m  

(7.7)式第二个等号后用 f 而不用 fi，是因为各部门生产函数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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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生产函数不但设定相同，而且变量亦相同。令 L=1，(7.7)相应转化

为 

(7.8)  yi=liBif(k)   i=1, 2, …, m  

同时，以第 m 种商品为价值单位，pm=1。根据产品价格与其生产技

术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关系，各产品与基准产品价格的关系为 

(7.9)  pi=
B

B

m

i
pm=1   i=1, 2, …, m 

因此，各部门生产函数加总等于总量生产函数：  

(7.10) Σpiyi  =ΣpiliBif(k) 

=Bf(k)Σli 

=Bf(k) 

=y    i=1, 2, …, m 

(7.10)表明我们的部门区分(7.5)与新古典单部门模型相容。(7.5)

提供了一种分析部门结构变化的可能性。令 o 代表部门产出占总产

出比重，我们有 

(7.11) oi=

i ip y

y
=

B ( )

B ( )

i ip l f k

f k
 

=li              i=1, 2, …, m 

所以，一部门产出占总产出比重等于该部门劳动投入占总劳动

比重，即产出比等于劳动比。11 进一步观察劳动比的变化，我们有 

  
d

d

il

t
=

iy

y

d

d

ip

t
+

ip

y

d

d

iy

t
-

2

i i

t t

t

p y

y

d

d

y

t
 

 
11 NP 模型以另一种方式得出了这个公式。改用本书的符号，他们的公式(13)

为 li=(xi/X)·(c/y)，其中 xi 是消费品 i 的产值和可消费又可投资的 m 商品用

于消费的产值之比，X 是所有用于消费的产品产值和用于消费的 m 商品产

值之比，因此，x 和 X 的分母相同，(xi/X)成为消费品 i 的产值与消费总产值

之比。(13)中的 c 是以 m 商品为计值单位的总消费，y 是以 m 商品为计值单

位的总产值。显然，c 与 X 的分子相等，因此，li=(xi/X)·(c/y)=(i 商品产值/

用于消费的产品总值)·(总消费/总产值)= (i 商品产值/总产值)=(piyi/y)=oi，

和我们这里的(7.11)相同。参见 Ngai and Pissaride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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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7.12) il
g =

d

d

il

t
/li =(

iy

y

d

d

ip

t
)/

i ip y

y
+(

ip

y

d

d

iy

t
)/

i ip y

y
 

-(
2

i i

t t

t

p y

y

d

d

y

t
)/

i ip y

y
 

         =
d

d

ip

t
/pi+

d

d

iy

t
/yi-

d

d

y

t
/y 

         = ip
g + iy

g - yg   

其中 g 表示增长率。(7.12)指出，一个部门劳动比的变化率，等于该

部门产品价格和产量两者变化率之和与总产出变化率的差。由(7.12)

容易得到下述关系： 

(7.13) il
g >0, 若 ip

g + iy
g > yg   

(7.14) il
g =0, 若 ip

g + iy
g = yg   

(7.15) il
g <0, 若 ip

g + iy
g < yg   

显然，只有当(7.14)同时出现在所有部门时，劳动力部门结构才

不会变化。由于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某一部门劳动比的降低，因此我们

特别考虑(7.15)，即劳动比增长率为负数的情形。用我们习惯的符号

A 代表农业，A  (1, 2, …, m)，lA是农劳比。我们考察促使农劳比

降低的力量。根据上一节的介绍，这样的力量分别来自于对农产品的

需求和供给方面，即 KRX 揭示的恩格尔定律和 NP 模型揭示的 TFP

增长率差异。我们考察这两种力量。 

首先考察 KRX 的需求力量。12 在 KRX 模型中，农产量增长率

等于总产出增长率， Ay
g 即 A

S

y
g 等于 yg ，其中上标 S 表示供给；同

时，农产品需求增长率低于总产出增长率 yg ，即 

 
12 Stijepic 曾经用一个简单的方程组说明 KRX 模型指出的消费偏好变化对农劳

比下降趋势的作用，参见 Stijepi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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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yg -gD
A=c>0 

其中 gD
A=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率, 上标 D 表示需求， 

gD
A=( Ap

g + A

D

y
g )，cR+，因此，我们有 

(7.17) A

S

y
g -( Ap

g + A

D

y
g )=c>0， 

由于 KRX 不涉及生产方面，TFP 系数 B 为常数，由各部门 B 决

定的商品相对价格不变， Ap
g =0，所以 KRX 无法通过把农产品价格

增长率降为负数来接近甚至实现农产品市场出清，因此有 

(7.18) A

S

y
g - A

D

y
g =c>0 

农产品供给量高于农产品需求量！把 Ap
g  =0 和(7.18)代入到

(7.12)为 

(7.19) Al
g =0-c=-c<0 

因此，KRX 模型中的农劳比增长率必然是负数，农劳比必然呈

下降趋势。13 

不过，虽然 KRX 模型中的价格变化率为 0，该模型依然需要解

释价格机制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在本节模型中加入需求，

我们将需要某种形式的效用函数。为简明起见，我们不考虑效用函数

的具体形式，而仅仅指出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

减。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不仅如(7.9)表明的那样取决于生产技术，它

也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评价。令 ui 代表对 i 商品的消费边际效

用，则(7.9)应当扩展为 

 
13 农劳比增长率和农业劳动投入增长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可以同时出

现。为了提高农产量，经济往往需要正数农业劳动增长率，但只要农业劳

动增长率低于总劳动增长率，农劳比增长率便成为负数。本书第一章的图

1.1 便揭示了农业劳动力增加而农业就业比下降的经验事实，而后者的下降

在绝大部分情形下也意味着农劳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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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i

m

p

p
=

i

m

u

u
=

B

B

m

i
 

也就是说，两商品的相对价格之比亦等于它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这样，当农产量与总产出以相同速度增长时，恩格尔定律使得消费者

若消费所有农产量，农产品消费的边际效用将相对下降，农产品价格

随之下降，(7.9)从而(7.20)不再成立，经济失衡。农产品价格下降一

方面导致农业劳动边际产值以及农业工资下降，另一方面导致农业

资本利润率下降，因此，农业劳动和资本将流出并流到收入弹性大于

1 的产品部门，这样，农业投入减少，农产量下降，消费者消费的农

产品减少，农产品消费的边际效用相对提高，农产品价格回升。所

以，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与劳动和资本为取得更高收益而在农业与

其他部门之间的流动，将促使经济恢复均衡，农产量减少，(7.9)从而

(7.20)重新成立，农劳比亦随之降低。因此，虽然从长期看，KRX 模

型中的价格是常数，但在短期中，正是价格机制使得经济恢复均衡并

指引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方向，促成了农劳比降低的大趋势。显

然，重新均衡的多部门经济，依然和新古典的单部门经济相容。14 

其次，考察 NP 模型提出的供给力量。15 在 NP 看来，各部门

TFP 参数 B 变化有别。令
Big 代表第 i 部门的 TFP 增长率，NP 设想 

(7.21) 
Big >

B
g =

Bmg  

这里，我们既把 m 商品作为价值单位，也令 m 部门的 TFP 变化

率
Bmg 等于经济的总 TFP 变化率

B
g 。这样，在各部门要素投入增

长率等于总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前提下，我们便有 

 
14 KRX 没有专门解释短期调整问题。我们从他们的逻辑中推演出价格机制和

短期调整。 

15 NP 模型假定经济存在许多消费品部门（I 大组）和一个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

于投资的商品生产部门（M 部门），因此劳动力结构变化分成两类，一类是

I 大组内部各部门之间变化，一类是 I 大组和 M 部门之间的变化。我们在这

里做了简化或者一般化。参见 Ngai and Pissaride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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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iy
g =

S
iy

g > yg = my
g  

且  

(7.23) 
S

iy
g - yg =d>0 

dR+。由于 NP 模型不涉及需求方面，或者更严格地说，NP 模型假

定不存在恩格尔定律，各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相等且等于 1，即一商

品的需求增长率等于总产出增长率，因此，对 i 商品的总需求增长率

为 

(7.24) gD
i= ip

g +
D

iy
g = yg  

所以， 

  
S

iy
g - gD

i =
S

iy
g -( ip

g +
D

iy
g )=d 

也就是说，              

(7.25) 
S

iy
g -

D
iy

g = ip
g +d 

显然，为实现商品供求平衡，我们必须有   

(7.26) ip
g =-d<0  

因此，i 商品价格需要下降且下降率为 d，i 商品供求才能相等。

这里，d 又是 i 部门 TFP 系数 Bi 相对 Bm 的增长率，所以，(7.26)保

证了(7.9)的成立。此外，(7.26)又表明，商品价格变化率和商品量与

总产出变化率之差的绝对值相等，这样，(7.26)实际上证明了，若一

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等于 1，则该商品的价格变动可以完全吸收其产

量变动的影响，从而既保证了商品市场均衡，又排除了经由该商品生

产技术变化造成的产量变动所要求的生产要素投入变动，即排除了

我们关心的经济结构变化。所以，在 NP 模型中，价格弹性等于 1 是

不存在部门结构变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农产品恰恰不满足这一条件。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通常

小于 1，也就是说，农产品降价 d%，农产量销售不会提高 d%，而只

会小于 d%，因此，在 A

S

y
g - yg =d、 Ap

g =-d 时，我们依然有 A

D

y
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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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

S

y
g > A

D

y
g ，农产品依然供过于求。此时，出清农产品市场有两个

方式，第一是继续降价。但继续降价在促使商品供求平衡的同时，却

降低农业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以及它们的工资和利润率；农业劳

动和资本为获得更高收益将流出农业，农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相对

于其他产业将减少；第二是减产，也就是直接减少农产量；可减产亦

意味着减少农业劳动和资本投入。在这两种方式下，农劳比 lA 都必

须降低， Al
g 都必须成为负数。在市场经济内，可能出现的是第一种

方式。此时，农产品价格下降比率将超过|d|，其他商品价格相对于农

产品而提高，因此，农业的劳动工资率和资本利润率都将低于其他部

门，农业劳动和资本将转移到其他部门，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和

资本投入比下降，农产量增长速度相应降低，经济重新均衡，包括农

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率重新相等，所有商品市

场出清。所以，在价格弹性不等于 1 的前提下，我们得到 

(7.27) 若
Big >

Bmg ，则 il
g <0；若

Big =
Bmg ，则 il

g =0； 

若
Big <

Bmg ，则 il
g >0  

也就是说，在 NP 模型中，技术进步速度和劳动比重反方向变

化：技术进步快的部门，劳动比重下降；技术进步慢的部门，劳动比

重上升。只有技术进步速度与基准部门速度相同的部门，劳动比重才

保持稳定。最后，我们考察 NP 模型出现部门技术变化差异后的加总

问题。如果说，由于 KRX 模型不涉及生产部门，因此在它重新均衡

时，农劳比降低后的多部门加总和新古典的单部门模型之间的相容

性是一目了然的，那么，这一相容性对于 NP 模型就需要特别说明。

在 NP 模型中，B 自主变化且各部门 B 变化率有别。以 Bm为标准，

令 Bm=1、pm=1；
Bmg =0、 mp

g =0，则根据(7.9)，我们有 

 (7.28) ip
g =-

Big   

设技术变化前后的时点为 t 和 t+n, t, t+nR+, n 很小甚至趋向于

无限小，利用简单的离散方法，我们得到
i

t np +

i

t ny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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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i

t np +

i

t ny + =
i

tp (1+ ip
g )

i

t nl + Bi

t (1+
Big )f(kt+n) 

   =[
i

tp (1+ ip
g ) Bi

t (1+
Big )]

i

t nl + f(kt+n) 

   =[
i

tp Bi

t (1+ ip
g +

Big + ip
g

Big )]
i

t nl + f(kt+n) 

   =
i

tp Bi

t

i

t nl + f(kt+n) 

在(7.29)式的推导中，我们略去了 ip
g

Big 项，这不但是因为该

项的绝对值很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连续时间研究中，该项不会发

生。加总各个部门得 

(7.30) Σ
i

t np +

i

t ny + =Σ
i

tp Bi

t

i

t nl + f(kt+n) 

=Bt+nf(kt+n)Σ
i

t nl +  

=Bt+nf(kt+n) 

=yt+n 

(7.30)表明，价格相应于技术变化而发生的变动，在经济实现效

率和均衡的时候，恰好能够抵消技术变化给加总带来的干扰，NP 的

多部门模型依然和新古典的单部门模型相容。 

7.3 新古典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评论 

显然，和上一章介绍的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相比，新古典

“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农业劳动力中转移研究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重视逻辑尤其数理逻辑。逻辑的强处是清晰和内

部一致性。同时，逻辑还能揭示它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因此，新古典

的研究逻辑严格，要求每一个概念准确无歧义，每一个假定、至少是

被研究者觉悟到的假定明确，每一步推论可靠，每一个结论在大范围

中可检验。符合这样要求的研究必然是使用数学语言的形式化研究。

与此相比，刘易斯理论大量使用的是相当模糊、难以界定其适用范围

的概念，例如剩余劳动力和不变工资。其次，结构变化研究和刘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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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虽然都以长期经济史为背景，但结构变化研究进一步以可资利

用的数据为背景，就此而言，结构变化研究可以经由经验检验确定其

合理程度，而刘易斯理论很难和经验数据直接联系，其基本概念如剩

余劳动力亦缺乏对应的统计数据。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今的结构变

化研究属于“分析”的范畴，而刘易斯理论尚属于“前分析”范畴。 

新古典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促使

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因素或力量如下： 

（1）恩格尔定律：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 1。 

（2）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 1。 

（3）农产品生产技术的提高速度大于经济整体生产技术的提高

速度。 

这三种力量清楚地存在于非农化转型中，因此，它们在经济增长

的长过程中促使劳动力转出农业转入非农业，并在一个长时间中造

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这样，新古典经济学能够提供一套对农

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趋势的解释。就这一点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比我们

在上一章介绍的刘易斯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后者仅仅解释作为农业

劳动力转移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没有对农业劳动力转移

做出全面解释，甚至没有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发展和增长过

程中的大趋势。同时，刘易斯虽然指出资本积累是劳动力转移的推动

力量，但新古典研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积累的前提下，推动劳动力

转移的具体力量。 

本章介绍的 KRX 和 NP 两个模型，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

度，论证了上述三种力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而在经济史中，

这些力量同时发挥作用。就此而言，这些模型都是片面的。但科学总

是从一个角度出发开始探索。更全面的模型将会同时包括这些甚至

更多起作用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范畴内，农业劳动力

转移研究也大有可为。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尝试提出包括上述三种

力量的统一模型。16  不过，综合考虑这三种以及更多力量或变量的

 
16 参见例如 Guillo, Papgeorgiou and Perez-Sebastian, 2011; Stijepi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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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化模型不但需要更多的设定，而且在数学上更难处理甚至无

法处理，因此，新古典理论内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需要和新思路

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数学技巧”。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

（Acemoglu）曾经指出，目前这些模型得到的结论都应当被视为“初

步的”而非决定性的；为建立一个理解劳动和资本跨部门再配置的令

人满意的理论框架，经济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7  而这样的理论

框架，应当同时能够对非农化大趋势做出更全面和明确的解释。 

KRX 和 NP 模型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它们对农劳比下降趋势

的预测偏差上。例如，在 KRX 模型中，代表农产品需求低收入弹性

的参数在农产品需求提高过程中会越来越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弱，

这样，农产品需求与总需求两者增速逐渐趋同，农劳比下降趋势也将

逐渐停止，农劳比将达到某个“稳态”水平。由于农劳比取值区间有

限，在参数合理的前提下，KRX 应当预见稳态农劳比水平与实现稳

态农劳比所需要的时间长度。然而，非农化转型的历史提示我们，有

意义的稳态农劳比不可能存在；18 本书第四章第 4.2 节曾指出这一

点。同时，从 KRX 模型的数值模拟得到的实现稳态农劳比的时间长

度应当非常长，远远超过我们在第四章根据非农化转型史估计的非

农化转型的合理时间框架，即一个国家可能需要 200-300 年、全人类

应当不超过 500 年。 

在 NP 模型中，农产品价格必须不断下降，农劳比才能降低。本

书第四章揭示的农产品相对价格历史表明，至少与农劳比下降速度

相比，农产品价格在非农化转型中的长期趋势几乎是稳定的。19  因

此，在影响农劳比下降的这一极其重要变量的动态上，NP 模型的预

见是失败的。同时，根据 NP 模型以美国为背景所作的数值模拟，20 

 
17 Acemoglu, 2009, p. 719-720。 

18 所谓的“有意义的农劳比水平”，指的是在经济活动中起着明显影响的农

劳比。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直接从自然物采集农产品的活动今天依然

存在，但从事这类活动的劳动力占总劳动的比重显然没有达到“有意义”

的水平。 

19 就此而言，KRX 模型的不变农产品价格假设更符合历史事实。 

20 Ngai and Pissaride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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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农劳比下降速度远远低于实际速度；也就是说，NP 模型预测

的非农化转型时间长度，也超出了非农化转型的合理时间框架。21 

Ngai 和 Pissarides 认为，如果在数值模拟时考虑恩格尔定律即小于 1

的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NP 模型的农劳比降速模拟应当所有改善。
22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NP 模型本身必须先引入恩格尔定律。而这

一要求又等同于前面所提出的建立一个同时包括恩格尔定律和技术

变化的统一模型。 

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新古典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面对的一个

重大困难是本书第四章指出的农业与非农业之间长期和显著的生产

率差距。第六章的图 6.2 则是农业追赶非农业生产率的示意图。我们

今天能够从比如美国非农化历史清楚认识到至少下述三点，即在非

农化转型过程中， 

（1）农业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 

（2）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都呈现提高趋势；  

（3）农业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提高得更快。 

本书第四章甚至把这三点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三个特

征。然而，KRX 模型完全没有考虑两部门生产率差距。NP 模型考虑

的生产率差距和这里提出的生产率差距现象完全不是一回事。NP 模

型设定在起点上各部门生产率相等；非农化转型中出现的技术变化

造成生产率差距；这些差距“瞬时”发生“瞬时”消失，消失的途径

便是劳动力和资本重新配置。因此，在 NP 模型中，一部门的劳动份

额始终等于其产出份额。应当说，NP 讨论的源自技术变化的生产率

短期差距及其消失，确实是非农化转型中的重要现象，值得经济学家

研究。但在非农化转型中长期存在的生产率差距，才是比 NP 模型研

 
21 陈体标曾提出一个改进的 NP 模型。但陈体标模型预见的非农化转型时间长

度同样超出合理范围，以国家为背景，陈体标模型预测农劳比从比如 80%

降低到 1%所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 500 年。参见陈体标，2011。这里应当说

明，在笔者和陈体标共同探讨“结构变化研究”的当年，笔者亦没有意识

到非农化的时间框架问题。 

22 参见 Ngai and Pissaride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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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生产率差距更为基本的现象。23 

KRX 和 NP 模型忽视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根本原因，是该差距

涉及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命题之一的各部门生产率相等。本

书第六章第 6.2 节曾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部门配置研究中的三个基

本命题是均衡、各部门生产率相等和边际分析。劳动和资本在各部门

生产率相等是边际生产率定价的保证，而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边

际生产率定价命题又属于拉卡托斯所说的理论“硬核”。24 就劳动力

的部门流动来说，在逻辑上，如果两部门生产率存在差距，低生产率

部门的工资相应较低，劳动力将转出该部门并转入高工资部门，两部

门生产率将迅速趋同。否则的话，两部门生产率的较长时间差距就会

造成两部门工资的较长时间差异，边际生产率工资命题便会动摇、新

古典经济学的硬核就会受损。可是，非农化转型史揭示的现象是：在

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显著的情形下，农业劳动力没有立即并按照短期

内消除差距的要求而“超大规模地”转出，因此，该差距短期内没有

消除。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核心假设是理性。理性的农业劳动力为什

么不立即转入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回忆刘易斯理论。他试图用农

业生存工资回答这个问题：农业劳动力取得高于其边际生产率的生

存工资，非农部门按照这一工资确定劳动边际生产率，非农劳动工资

等于非农边际生产率等于农业工资，因此劳动市场均衡。也就是说，

刘易斯用生存工资把部门生产率差距和工资部门相等两者协调起

来。上一章曾经说明，刘易斯的回答有很大缺陷。但新古典经济学直

接回避这个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包括

本章介绍的 KRX 和 NP 模型，也只能依据新古典的理论逻辑而继续

 
23 卡尔多在提出他的增长特征时曾经强调：“虽然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抽

象的基础上，但所选择的抽象类型却必绝不能在真空中决定：它必须适合

经验确定的经济过程的标志性特点。因此，一个理论家在选择研究路径

是，应当从被他当作与自己的问题有关联的一系列事实出发”。参见

Kaldor, 1961, p. 177-178。在我看来，与农业劳动力部门转移问题相关联的基

本事实之一，便是农业与非农部门的生产率长期差距。忽视这一事实，就

落入了卡尔多所说的“在真空中”决定的过度抽象。  

24 拉卡托斯，197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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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理解阿西莫格鲁在 2008

年总结“结构变化研究”时的看法，即该研究虽然丰富了我们对经济

增长和发展的理解，“但是，由于我们还没有离开新古典经济增长研

究方法，[现有研究] 仅仅是我们在探讨库茨涅茨所强调的部门结构

巨大变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不大一步”。25   

 
25 Acemoglu, 2009, p. 720。方括号内文字为引用者所加。注意本书第一章第

1.6 节在非农化讨论的范围内，用单部门假设定义新古典研究方法。它和阿

西莫格鲁说的“新古典方法“不一定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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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宏观经济学研究  

本书前面提到，自凯恩斯以来的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设是整个

经济由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一个部门构成，即单部门经济假设。本书

把它视为“新古典”假设。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新古典的各部

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因为后者意味着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重

新配置或转移，不会改变总产出，因此不具备总产出效应或者宏观经

济学意义，所以各部门可以合并为单一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

部门假设亦可以视为新古典理论框架仅仅考虑非农部门，而暂时排

除农业部门，以便集中考察和非农部门直接相关的失业问题。从这个

角度出发，在宏观层次上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把

农业“附上”或“嵌入”到新古典框架上，或扩展新古典框架，第二

是放弃单部门假设而改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假设。使用本书对“新

古典”一词的用法，第一种方式是新古典性质的，第二种方式是非新

古典的，如前面引用的阿西莫格鲁所说的“离开新古典经济增长研究

方法”。本书前面两章阐述和评论的刘易斯理论和结构变化模型采取

的是第一种方式。前者发现各部门生产率不等，提出低生产率部门向

高生产率部门趋同的过渡阶段，即“从传统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过

渡”阶段或本书命名的“刘易斯区间”。刘易斯区间结束后，经济便

进入各部门生产率相等的“正常状态的”资本主义阶段或新古典区

间。所以，刘易斯把劳动力在低-高生产率部门之间的转移，“附着到”

新古典框架上。结构变化诸模型则直接否认农业的“低生产率”性

质，把它视为与非农业内部各次级部门同质的部门“嵌入”到新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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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里，把原先用于处理各非农次级部门之间要素再配置的研究工

具，直接推广到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要素配置。采取第一种方式的另

一类劳动力转移研究，应当是以托达罗（Todaro）模型为代表的城乡

劳动力转移理论。1 本书后面各章试图采取第二种方式，即承认农业

的特殊性并假设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经济，考虑农业和非农两种

产品和它们的价格，研究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尤其是单

方向地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在具体展开本书研究之前，本章首先

就托达罗模型和相关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失业关系加以若干讨论，

指出托达罗在考察劳动力转移时，把失业和城镇工资视为在单部门

经济中决定的外生变量，并用它们影响处于“理论边缘”的劳动力转

移。不过，本章的着重点在于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意

义，指出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失业变动，因此

完全无法用少量的失业变动来解释。具体而言，本章将利用中国和美

国的例子，说明在非农化转型中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

效应应当远远强于失业的该种效应，所以，单部门假设的新古典研究

方法无法容纳农业劳动力转移。 

托达罗模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非农化大转型的短期研究。前

面两章阐述的刘易斯理论和“结构变化研究”模型都属于非农化转型

的长期趋势研究。就本书第四章揭示的非农化转型的定量特征来说，

这两类研究对农业劳动力总量减少和农劳比下降两个特征都提供了

一定解释。不过，它们都没有明确解释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两者

下降的抛物线趋势。2 同时，由于长期趋势需要通过短期或一个个时

点之间的变化来实现，所以长期趋势的解释需要以短期实现机制为

 
1  托达罗模型的经典论文见 Todaro, 1969; 1976a; 1980。托达罗曾为国际劳工

组织撰写一本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著作，见 Todaro, 1976b。他的 1980

年论文为该著作的压缩和更新版。由于哈里斯（Harris）和托达罗两人后来

进一步阐述了该模型，经济学文献常常又把它称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本

书为简略起见而称为托达罗模型。参见 Harris and Todaro, 1970。关于托达

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区别，参见 Blomqvist，1978。不过，在失业

变化诱致乡城劳动力转移这一点上，两个模型是相同的。 

2  陈体标曾探讨了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率的抛物线关系，参见陈体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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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但这两类研究都没有深入探讨短期机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

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文献很少关注农劳比下降的具体过程。但非农

化研究必须关注其具体过程。本书提出的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

概念，便是用来描述非农化过程的。因此，经由托达罗模型，本书将

转向非农化短期研究。我们知道，非农化转型最重要的短期特征是农

劳比降速和加速度的波动，也就是农劳比下降过程的波动性。然而，

和长期趋势研究相比，讨论短期波动必须考虑失业和价格两个新变

量。如果说，长期研究可以回避这两个变量的话，那么，离开失业和

价格，即使是仅仅针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研究也无法深入。众所

周知，新古典假设基础上的短期宏观经济研究，最为关注的变量是经

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我们将之称为一级变量，而把诸如货

币、财政等变量称为二级或更次级变量。本章将要强调的是，如果农

业劳动力的总产出效应强于失业的相应效应，前者就可以而且应当

代替失业成为一级变量。那么，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不但

需要改变新古典的单部门假设，而且需要改变宏观经济研究的某些

核心结构。 

再次回顾第一章的表 1.4 和 1.5。它们显示了两种不同的经济环

境：失业占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失业增量占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比重两

个指标的大小，在欧美国家和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们揭示在相

应的年份，欧美国家处于非农化大转型后期，中国则处于中期。在非

农化后期，农业劳动力很少，转出的农业劳动力更少，劳动市场的代

表性变量已经是失业。因此，仅仅考虑非农业的单部门假定和失业、

增长与通货膨胀三大一级变量的结构设定，3 是研究非农化后期经济

的适当方式。但在非农化早期尤其中期，农业劳动力总量和转移量都

很大，劳动市场的代表性变量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托达罗逻辑

适合的是其实是非农化后期的农业劳动力少量转移现象，而非非农

化早期尤其中期阶段。本章下面诸节以及下一章将说明，在非农化早

 
3  更准确说应当是“失业增量”。注意失业增量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相对

应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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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中期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独立的宏观经济学意义，无须通

过失业便能够发挥自己的宏观经济效应。因此，在这两个阶段，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宏观作用不但不依赖失业，而且高于失业，所以，适合

非农化早期和中期的宏观经济学，应当使用两部门设定，应当把农业

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同列为一级变量，而把失业降为二

级甚至三级的次要变量。 

8.2 托达罗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4   

现在我们观察托达罗模型。5  托达罗把经济分为城镇和乡村两

个部门，城镇工资由政治决定并高于乡村工资。6 乡村劳动力为了提

高收入而从乡村向城镇转移。但由于城镇存在失业，他们在做转移决

策时只能估计自己在城镇获得就业并取得城镇工资的概率，这就是

转移者对转移后的预期工资。用 H 代表劳动力乡城转移量，wU和 wR

分别代表城镇和乡村工资，wU>wR>0，E 代表预期值，u (0, 1) 代表

城镇失业率，托达罗列出公式为 

 

 
4  本章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 Hu, 2011, Beyond Todaro: A Re-Consideration of 

Comparative Macroeconomic Relevance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No. 432，以及胡景北，2015b，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孰轻孰重：

中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学术月刊》第 3 期第 83-91 页。 

5  如果说托达罗模型的问题是城镇或移入地就业失业状况对移入者的影响，

劳动和城市经济学文献大量讨论的问题则是托达罗模型的反问题，即移民

尤其国际移民对迁入地居民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参见例如 Card, 1990；

Borjas, 2003。近期综述可参考 Blau and Mackie, eds., 2017。该综述的要点见 

Blau and Hunt, 2019。中文早期经典文献见刘学军和赵耀辉，2009。总体而

言，经济学研究发现移民对迁入地居民就业的负面影响不大，甚至略有正

面影响。卢云鹤向我指出这一点并提供帮助，特此致谢。 

6  托达罗认为城镇高工资的原因是保护城镇原有劳动力的特殊制度，或者我

们所说的城市特权。参见Harris and Todaro，1970。联系到本书第六章第 6.5

节关于中国极权经济下不变工资的讨论，可以说托达罗的城镇高工资假定

亦适合当时的中国，区别只在于托达罗模型允许、而当时的中国不允许劳

动力自由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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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H=f(X), X=E(wU)-E(wR), dH/dX >0 劳动力转移量决定 

(8.2)  E(wU)= wU(1-u)   城镇预期工资决定 

(8.3)  E(wR)= wR    乡村预期工资决定 

(8.4)  E(wU)= E(wR)       均衡条件 

其中, (8.1)表示劳动力转移受乡村劳动力预期的两部门工资差

异影响。城镇预期工资越是高于乡村预期工资，劳动力转移的愿望越

强；反之则越弱。(8.2)表示乡村劳动力预期的城镇工资为城镇固定工

资和城镇就业率之比。城镇就业率越高，乡村劳动力转入后取得就业

的可能性越大，该劳动力转移后获得城镇工资的概率也越高。(8.3)表

示乡村预期工资等于乡村通行工资。(8.4)表示当两部门的预期工资

相等时，劳动者不再向城镇转移或向乡村回流，转移者劳动市场实现

均衡。(8.2)是托达罗模型的特征。将(8.2)和(8.3)代入(8.4)，我们得到

均衡时两部门工资比为   

   wU(1-u)= wR   

即 

 (8.5)     w= R

U

w

w
=1-u  

其中 w 是以城镇工资为标准的两部门相对工资，w (0, 1)。(8.5)

表示 w 取决于 u。把(8.2)和(8.3)代入(8.1)并考虑 wR=wwU，我们有 

 (8.6) H =f[E(wU)-E(wR)] 

          =f[wU(1-u)-wR]   

          =f[wU(1-u)-wwU] 

          =f{[(1-u)-w]wU} 

          = f{[1-(u+w)]wU} 

          =f(u) 

且 

 (8.6a) 
dH

du
=

dH

dX

dX

du
=- wU

dH

dX
<0 

注意(u+w)>0。(8.6a)指出转移和城镇失业反方向变动。城镇失业率越

高，失业越多，转移到城镇后取得就业和城镇工资的概率越小，乡城



第八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 

219 

转移者越少，反之则越多。7 这样，托达罗模型就把乡城转移和城镇

失业两者联系在一起并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函数。这一点亦是托达罗

模型最重要的创新之处。8 

托达罗模型的重要含义之一是政府减少城镇失业的政策不但达

不到目标，还可能适得其反，造成更严重的城镇失业。这里的原因是

政府政策在降低城镇失业率的同时，缩小了乡村劳动者考虑的城乡

工资差距，导致更多乡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而可能更多地增加城

镇失业。正如菲尔兹（Fields）所说：在托达罗之前，“经济学家广

泛认为只要穷国政府把足够的资源和刺激用于创造更多城镇就业，

穷国城镇失业就可能减少甚至消除。托达罗证明这类政策是徒劳

的”，因此，“我们所有研究不发达国家劳动市场和人口问题、研究

它们经由劳动力转移而互动的经济学家都受惠于托达罗。” 9 Willis

同样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中同时存在着城镇高失业率和高乡城转

移量。对这类现象的解释，当今已经形成共识，而托达罗在这方面的

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 10  

与我们在前两章介绍的长期趋势理论相比，托达罗模型存在若

干显著的不同之处，例如，第一，托达罗着眼于与失业有关的短期经

济政策问题，而非长期的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托达罗用乡村和城

镇之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和资本主义部门之分以及新古典的生产部

门划分；第三，托达罗以城镇固定工资为假定前提，而刘易斯以传统

部门固定工资为研究对象；第四，托达罗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

业相联系，刘易斯则把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的转移和

 
7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化的反向关系很早就为经济

学家所认识，参见例如 Johnson，1948，p.153。但托达罗应当是第一位用模

型表述和分析该关系的经济学家。 

8  根据托达罗模型，当且仅当 u+w=1，H=0。比照经验事实，一般情形下

u≤0.2，则只有当 w≥0.8, 即乡村工资要达到城镇水平的八成，转移才可能停

止。可在劳动力大量存在农业或乡村的国家里，w≥0.8 的可能性极低；所

以，一般情形下 u+w<1，因此 H>0，乡城转移不可能停止，托达罗均衡亦

不可能实现。 

9  Fields, 1980, p. 390。 

10 Willis, 1980, pp. 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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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部门资本投资相联系，而新古典从需求、投资和技术变化角度研

究劳动力转移。 

8.3 托达罗模型批评 

虽然托达罗模型把乡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联系在一起，使

它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这初看上去的吸引力恰好掩盖了该模型的

基本缺陷。首先，是托达罗模型虽然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却依

然囿于单部门研究框架。使用拉卡托斯的术语，托达罗只是在新古典

框架“硬核”外围附加一层“保护带”。具体地说，托达罗扩大单部

门研究框架内的失业变量，把它与劳动力转移相联系。这样，劳动力

转移变成失业的某个次级变量，前者必须经由后者才能间接地获得

宏观经济学意义。托达罗的这一做法并不新鲜。例如，女性就业和失

业有关。失业少，女性就业便多；失业多，女性就业便少。劳动参与

率也与失业有关。失业率低时，劳动参与率高；反之便低。托达罗模

型的逻辑显然亦如此。这里的一个显著例子，是托达罗不关心失业本

身的决定，对他来说，失业在单部门框架内决定，是他关注的乡城劳

动力转移这个“局部”市场的外生变量。 

其次，托达罗虽然考虑了失业，把劳动力转移引入短期研究，但

无法引入短期研究的另一个更重要变量价格。第一，托达罗考察的是

劳动力的乡城转移。诚然，乡城转移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农业劳动力，

城镇比乡村更高的工资水平劳动力单方向地乡城转移的基本因素。

然而，工资购买力受所购买商品价格的影响。商品价格波动将直接影

响工资购买力，亦直接影响乡城工资之间的比较，从而影响个体劳动

力的转移决策。因此，除了工资，我们必须考虑商品价格。恰恰在这

里，乡城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面对不可逾越的障碍：经济体系中不存在

两类可抽象地命名为“城镇商品”和“乡村商品”的经济物品，因此

不可能定义这两类商品的价格，乡城劳动力转移模型从而无法引入

商品价格变量。在这一点上，托达罗模型和刘易斯模型相像，后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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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经济分为资本主义与传统或现代与传统部门，也无法讨论商品

价格变量。而离开商品价格波动，我们不可能深入讨论包括劳动力迁

移在内的短期宏观经济学。其次，把劳动力转移通过失业而附加到单

部门经济框架的做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引入新的价格变量的可能性。
11  由于无法引入价格变量，托达罗模型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

时，缺乏价格变量进一步表示劳动力转移没有宏观经济学意义。 

再次，托达罗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城镇工资水平外生固定且

高于乡村工资。外生固定城镇工资假设的原因，是因为城镇工资由托

达罗不关心的单部门经济决定，而非由失业变量派生出来的次级劳

动市场决定。但这样一来，托达罗就和刘易斯相同，都用某种外生工

资讨论劳动力转移，其讨论也就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工资是劳动市场

信号和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关键变量。工资变量如果外生，劳动力转

移的研究将永远达不到科学水准。所以，任何一种臻向完美的以劳动

力转移经济学理论都不应当容许外生工资。12 

不过，托达罗理论的这三个特点不影响托达罗实现其研究目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托达罗所做的不是考察大规模农业或乡村劳动

 
11 劳动力乡城转移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对应于非农

化大转型中的城镇化现象。然而，从这个视角出发，经济学理论无法走

远。从历史学看，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相比，劳动力从乡村向城

镇的转移仅仅具有第二位的意义。回顾农业化大转型。它的核心是种植业

的出现和扩展。正是种植业和人类对种植业产品的依赖促使人类定居，造

就农业化后期出现的大规模定居的城市。城市对人类的社会化和人类文明

的进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比起农业化本身，定居和城镇化毕竟是第

二位的。相应地，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城镇化，也只是非

农化的伴随现象。从经济学看，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属于地域转换，劳动力

的农业非农业转移属于职业转换。劳动力从乡村农业转移到城镇非农业则

是地域和职业的双重转换。虽然在某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地域和职业转

换可以视为同一类型经济活动，例如都可以视为个体劳动者在约束条件下

追求个人收入或幸福的一种选择。然而，现有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和乡村劳

动力迁移现象之间缺乏匹配关系，但和农业非农业转移现象存在明显的匹

配关系。商品价格就是这样的分析工具。 

12 Willis 在评论托达罗模型的时候表述了他对不变工资假定的不满：“我必须

说出我的困惑，为什么托达罗和其他学者没有探讨直接应对现代部门刚性

工资的可行政策。”参见 Willis，1980，p. 397。然而，相对于“不变”来说，

“外生”才是托达罗和刘易斯工资理论的根本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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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而是考察政府促进城镇就业的政策。托达罗曾经清楚地说明

这一点，即他的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一种增加 500 个城镇就业机会的

经济政策“是否会把超过 500 位正在犹豫是否迁入城镇的乡村劳动

者真的诱导入城镇”。13 对托达罗来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该就业

促进政策就会反而加剧城镇失业。确实，托达罗的研究目的利用单部

门经济理论就可以达到，而且无需引入价格变量或内生城镇工资。就

类似的政策研究来说，托达罗模型肯定有其作用。 

上述四点清楚地表明，尽管托达罗把发展中国家尤其非洲国家

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他的模型能够解释促进城镇就业的政府

政策会造成意料之外的乡城转移后果，但是，由于他把失业视为核心

变量，用政治因素决定城镇工资，把劳动力转移视为次要变量，认定

劳动力转移是失业的函数，因此，他的模型也更像针对发达国家，或

者说，他的模型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类似就业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模型不是宏观经济层面上的理论研究，而是个

别政策层面上的操作研究，是新古典单部门模型在就业政策问题上

的运用。所以，托达罗模型与严格意义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或

者从乡村向城镇的转移大趋势的短期机制基本无关。把托达罗评价

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模型，扩展到整个宏观经济研究，将会过度夸大

托达罗模型的作用。 

事实上，就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的劳动力转移来说，我们面对的

转移现象不是 500 个新增城镇就业，而是在像肯尼亚这样的小国里

5 万、14 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里 500 万新增城镇就业。5 万或 500 万

新增就业在肯尼亚或中国都不是某项特定经济政策所能够造就的。

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新增就业，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分析，而是宏

观经济分析。例如，在肯尼亚创造 500 个和在中国创造 5 万个新就

业也许不会影响城镇工资。但是，如果没有乡城劳动力转移，在肯尼

亚创造 5 万个和在中国创造 500 万城镇就业，必然会抬升城镇工资

 
13 Todaro，1976a，p. 216。斜体字为原文所有。 

14 肯尼亚是托达罗研究的背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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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造成复杂的宏观经济影响。在这里，数量规模起决定性作用。托达

罗研究的是小规模失业变化和小规模劳动力转移关系，我们的兴趣

则是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关系。就此而言，托达罗模型不适

宜我们的研究。 

正如本章下面将说明的，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

城镇失业“少量”增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数量级。它们之间不可同日

而语。由于在大多数情形下，乡城劳动力转移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范

围之内。因此，我们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用乡城劳动力转移来观

察。我们举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有着数量级差别的例子。回

顾第一章的表 1.5。该表指出，2010 年中国城镇失业减少 13 万人，

但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超过 1,059 万。注意转移劳动力绝大部分进

入城镇。在这样的数字面前，我们根本无法按照托达罗的思路，设想

高达 1,000 万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诱因是城镇失业减少了 13

万人。13 万人的城镇失业减少，比起同时在非农部门获得就业的

1,000 万农业转移劳动力来说是太少了，这样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

移或者乡城转移完全无法用托达罗模型解释。 

此外，托达罗所设想的，是受城镇失业减少所吸引而进城的乡村

劳动力，将变成新的城镇失业者，而非进城获得非农就业。但在我们

列举的中国 2010 年例子里，情况则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乡村或农业

转出劳动力依然在进城后获得了城镇就业，而非填补减少了的城镇

失业。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小的国家。托达罗研究针对的肯尼

亚属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我们计

算出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组 2008 年新增失业为 70 万。假设农业劳

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则同年这些国家的农业转移劳

动力至少达 150 万。15 显然，即使假设这些国家当年没有原非农就

业者失业，16 这 150 万转移劳动力中有 70 万成为新增城镇失业，则

依然有 80 万转移劳动力在非农部门获得了就业。所以，在这个地区，

 
15 国际劳工组织把包括肯尼亚、但不包括南非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当成一

组。本节数据的资料来源：ILO，2011，Table A 2，A4，A10，A11。 

16 但在托达罗模型里，这一假设又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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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转移所起的支持非农就业增长的作用，仍然强于它的增

加城镇失业的作用。 

8.4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相对效应的判定标准  

为了进一步揭示托达罗模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研究上的

局限性，我们需要具体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的数量关系，

了解两者宏观经济效应的相对强弱。这是因为，失业变动和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相对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它们的数量对比，而且更重要地取

决于它们的总产出效应的强弱对比。转移和失业的总产出效应又可

以视为它们各自的经济增长效应。本书第四章第 4.9 和 4.10 节已经

指出，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劳动生

产率，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该效应的发生机制可做

如下理解；由于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较低，若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劳动

力离开农业到非农部门就业虽然降低了农业产出，但非农产出上升

更多，两相抵消会产生一个正数，因此总产出会增加。失业的总产出

效应在经济学文献中已经有了大量研究。它的发生机制易于理解。若

其他条件不变，失业增加无论出现在农业或非农部门都会减少该部

门产出并从而减少总产出，失业减少则会提高总产出。世界上绝大多

数国家既存在失业也存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样，失

业变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地位便取决于它们的

相对数量和对总产出影响的相对大小，这就是本节开始研究的失业

变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总产出变化的相对重要性问题。17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本节将提出一个判定失业变动和农业劳动

 
17 研究失业和劳动力转移对产出增长影响的另一途径是利用经济计量方法观

察失业和劳动力转移作为自变量对作为因变量的产出的影响和相关程度。

张艺利用这一方法和本书定义的转移率，发现中国 1978至 2008年的失业变

动与 GDP 增长的相关性不显著，但农业劳动力转移则显著相关。本章关于

失业变动和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作用的结论与之相同。参见

张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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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转移两者的总产出效应孰强孰弱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农业劳动力

转入非农部门给该部门带来的增产，是否能够抵消它给农业造成的

减产与新增失业给非农部门造成的减产之和。如果不能抵消，新增失

业的总产出效应将大于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如果抵消且有余，劳动力

转移的效应将更大。下面的第 8.4 和 8.5 节分别把这个标准应用到美

国和中国。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战后的美国对总产

出的影响低于失业的影响；而它对 1978 年以来中国总产出的影响大

于失业的影响。因此，以美国为背景的宏观经济研究可以忽视农业劳

动力转移，但以中国为背景的宏观经济研究则可以忽视失业，而必须

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在短期宏观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的总量以及技术与制度都是

给定的。如果把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且假设农业劳动生

产率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资本的部门配置给定，劳动力同质，劳动

力部门转移不需要时间，那么，劳动影响产出增长和波动的途径将是

失业变动与劳动力部门转移。设总劳动力在时点 t t的分布是 

(8.7)  Lt=LA
t+LN

t+Ut 

令 Lt=1 并改写(8.7)式得到 

(8.8)  1=lA
t+lN

t+ut 

(8.7)和(8.8)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劳动配置公式。已知劳动力总量不变。

设经济在时段(t, t+1) t内存在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转出

转入、失业者转入非农就业或非农就业者失业的现象。设净转出农业

的劳动力为 Ht,t+1，来自非农部门的净新增失业为Ut,t+1，则新的劳动

配置为：18 

(8.9)   Lt+1=(LA
t-Ht,t+1)+(LN

t+Ht,t+1-Ut,t+1)+(Ut+Ut,t+1) 

=Lt
  

令 u*t,t+1=Ut,t+1/Lt+1 表示新增失业率, u*t,t+1 (-ut, l
A

t+lN
t)，令 Lt+1=1，

 
18 (8.9)假定农业劳动力不直接转入失业且不直接接纳失业者就业。劳动力在

农业、非农业和失业三者之间的流动和配置变化还有许多形式。不过，只

要增加一些复杂性，(8.9)能够用于研究其他各种配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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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 t+1 t内时的劳动力配置可写 19 

(8.10)   1=(lA
t-ht,t+1)+(lN

t+ht,t+1-u*t,t+1)+(ut+u*t,t+1) 

           =lA
t+1+lN

t+1+ut+1 

(8.7)至(8.10)说明，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变量相比较的失业变量，不是

失业总量和失业率，而是失业变动和新增失业率。(8.7)和(8.9)分别表

示同量总劳动的两种不同配置。为比较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的总

产出效应，我们观察时点 t 和 t+1 上两种劳动配置对总产出的影响。

设经济在这两种配置时的总产出为 Yt 与 Yt+1，劳均产出为 yt与 yt+1,。

由于劳动力总量不变，因此总产出和劳均产出的意义相同，我们将不

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考虑两部门的总合生产函数如下： 

(8.11) yt=ptf
A

t(l
A

t)+ fN
t(l

N
t)       

和 

(8.12)  yt+1=pt+1f
A

t+1(l
A

t+1)+fN
t+1(l

N
t+1) 

         =pt+1f
A

t+1(l
A

t-ht,t+1)+fN
t+1(l

N
t+ht,t+1-u*t,t+1) 

其中 f 代表部门生产函数，具有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性质。由于资

本总量及部门配置在短期中不变，所以它们未出现在生产函数中。设

非农产品为价值标准商品，p 是农产品相对价格，p>0。为了纯粹地

分析失业和劳动力转移对产出的相对效应，我们设 pt=pt+1。这意味着

我们既不考虑失业变动或转移可能给相对价格造成的影响，也不考

虑它们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施加给总产出的影响。20 

我们考虑在什么条件下，同时发生的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增加不

会造成总产出变化，即 Yt =Yt+1。假设时段(t, t+1) t足够短、ht,t+1和

u*t,t+1 足够小，我们对(8.12)求 lA
t+1 与 lN

t+1 的全微分得到 

 
19 (8.10)揭示了我们定义的 h 在短期波动研究中的一个特殊优点，即 h 可直接

与新增失业率相比较，因此可直接用于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20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相对价格 p 都极其重要。在本节的讨论里，若

H>0，则 fA
t+1<fA

t，农业减产。若其他条件不变，p必将提高，这又会造成一

系列重要影响。所以，p 不变是个严重假设。我们将在下面的第十一章引入

和讨论 p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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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dy =p

A

A

f

l




·(-h) +

N

N

f

l




·(h-u*)  

      =(h

N

N

f

l




-hp

A

A

f

l




)-u*

N

N

f

l




 

      =h

N

N

f

l




-(hp

A

A

f

l




+u*

N

N

f

l




) 

      =(h

N

N

f

l




-u*

N

N

f

l




)-(hp

A

A

f

l




=0 

其中-h 和(h-u*)分别代表 dlA 和 dlN。dy=0 表示劳动力转移和失

业变动两者的总产出效应相互抵消使得总产出不变。为简便起见，

(8.13)舍弃了时间下标。我们考察(8.13)成立的条件。(8.13)第二至第

四个等号后的各项和分别表示在转移和新增失业同时出现的情形

下，总产出保持不变的条件： 

（1）转移带来的两部门产出的净增产等于新增失业造成的非农

产出减产； 

（2）转移带来的非农产出增产等于转移造成的农业减产与新增

失业造成的非农产出减产之和； 

（3）转移和新增失业带来的非农产出净增产等于转移造成的农

业减产。 

这三个条件只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它们是(8.13)式的经济学

意义。本书数学附录 1“失业变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相应相

对强弱的判定标准”给出了(8.13)的解。(8.13)和它的解亦适用于劳动

力从非农业逆转入农业和失业减少同时发生的情形。劳动力逆转移

降低总产出，失业减少提高总产出，所以该情形依然可以利用总产出

不变的(8.13)加以分析。但是，如果转移和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的

方向相同，(8.13)将无法应用，我们需要新的判定方式。设农业劳动

力转到非农部门且失业减少，两者都会提高总产出。我们的判定问题

变成转移和失业减少两者中，哪一个因素对总产出提高的贡献更大。

新的劳动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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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Lt+1 = (LA
t-Ht,t+1)+(LN

t+Ht,t+1+Ut,t+1)+(Ut-Ut,t+1) 

  = Lt
  

即 

(8.15)  1 = (lA
t-ht,t+1)+(lN

t+ht,t+1+u*t,t+1)+(ut-u*t,t+1) 

        =lA
t+1+lN

t+1+ut+1 

相应地，(8.12)和(8.13)变成 

(8.16)  yt+1= pt+1f
A

t+1(l
A

t+1)+fN
t+1(l

N
t+1) 

     = pt+1f
A

t+1(l
A

t-ht,t+1)+fN
t+1(l

N
t+ht,t+1+u*t,t+1) 

(8.17)  dy=p

A

A

f

l




·(-h) +

N

N

f

l




·(h+u*)>0 

在数学附录 1 中，我们证明(8.13)和(8.17)的解皆为 

(8.18) 
*u

h
+r=1 

其中 r 是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之比，r (0, 1)。(8.18)

便是失业变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孰强孰弱的判定公

式。它表示，如果新增失业率和转移率之比与两部门边际生产率之比

的和等于 1，失业变动和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同样强；若它们的和大于

1，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更强；反之，若它们的和小于 1，转移的

总产出效应更强。 

举一个例子解释我们获得的判定公式。设 L=1000 万，U=10 万，

u*=1%，r=20%，代入判定公式(8.18)得到 

(8.19) 0.01/h+0.2=1 

解得 h=1.25%，H=12.5(万)。它表示在出现新增 10 万失业者的经济

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必须达到 12.5 万，总产出才能够保持不变。

在这 12.5 万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中，10 万补偿新增失业，2.5

万转移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产出正好补偿 12.5 万转出劳动力给农业

造成的减产。若 H<12.5 万，h<1.25%，(0.01/h)+0.2>1，总产出会降

低，失业的总产出效应更强。如果 H>12.5 万，总产出将提高，转移

对总产出的作用更强。假如失业减少且-U =10 万，我们也必须有

H=12.5 万，失业减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给总产出带来的增加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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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在后一个例子中，|-u*|=1%，h=1.25%。 

上述例子指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符号U 和-U 从而

u*和-u*并不统一。而如果出现-u*，(-u*/h)<0，(8.18)几乎不可能成立。

因此，为避免符号混乱，取 u*和 h 的绝对值并把(8.18)改写为 

(8.20) |
*u

h
|+r=1 

不过，在判定公式 (8.18)的三个变量中，u*、h 和 r 虽然具有统

一的理论公式，但仅仅 u*和 h 具有计算所需要的统计数据，计算结

果没有歧义；r 既没有可用于直接计算的统计数据，也没有可用于估

算的一致方法，r 的估计结果因此而见仁见智，无法统一，所以(8.18)

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为了实现判定标准的可操作性，我们在数学

附录 1 中发展一种由(8.18)衍生的经验公式  

(8.21) |
*u

h
|+s=1 

其中 s 为农业和非农两部门劳动的平均产出比, s (0, 1)且 s>r。

所以，在应用 (8.21) 时，如果(u*/h)≥1, 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一定

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如果(u*/h+s)<1, 则转移的总产出效应

一定更强。但如果 u*/h<1 且(u*/h+s)>1，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s 和 r 的

差距。 

8.5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的相对重要性 美国21 

世界各国既存在失业变动也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生

产率亦毫无例外地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所以失业变动和劳动力转

移在某一国家内对总产出的相对重要性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我们选

择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和劳动力最多的中国为例来研究。本节

关注美国的情况。美国 1947 年把劳动力统计的年龄标准从 14 岁提

高到 16 岁。此举使农业劳动力减少近 5%，而非农劳动力仅仅减少

 
21 本节和下一节的统计检验得到张艺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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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22 为避免数据扭曲，我们仅仅观察 1947 年到 2010 年的美国

经济。选取 2010 年为截止年份的一个理由是美国农劳比 h 此时已经

非常低，几乎不再具备任何显著的宏观经济学意义，因此没有必要加

入 2010 年以后年份。下面的图 8.1、8.2 和 8.3 分别展示了美国 1947-

2010 年农业劳动力与失业、1948-2010 年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与

失业增量、转移率与新增失业率的变化状况。我们在本书第四章中已

经指出，美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和农劳比始终保持着降低趋势。在战后

六十三年中，美国农业劳动力从 790万降到 220万人，农劳比从 13.3%

降到 1.4%。因此，美国战后继续保持劳动力净流出农业的总趋势。

但美国失业总量在这段时期内虽然常有波动，却在波动中持续且迅

速上升，从 1947 年的 230 万升到 2010 年的 1,480 万。所以，图 8.1

清楚显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失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巨大数

量优势。实际上，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内，美国失业总量几乎每年

都高于 700 万，但美国农业劳动力总量始终在略高于 200 万的位置

上徘徊。23 

 

图 8.1 美国农业劳动力和失业，1947-2010 年 

 
22 参见 ERP，2015，Table B11。 

23 美国 2000 年失业为 570 万，2001 年为 680 万，以后每年皆超过 700 万。参

见 ERP，2015，Table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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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和失业增量，1948-2010年 

 

图 8.3 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新增失业率，1948-2010年 

图 8.1、8.2和 8.3资料来源：农业劳动力，数据附录 5；失业：ERP，2015，

Table B11。 

 

图 8.2 展示美国在 1948-2010 年期间，每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从

未达到 100 万，但失业增量的绝对值常常超过 100 万。图 8.3 中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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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优势。在图 8.3 中，h 仅有四年是负数且非常接

近零，其余 59 年都是正数，它说明战后美国劳动力净流出农业的趋

势。然而，和美国同期 u*相比，h 却显得无足轻重。首先，|h|大于|u*|

的年数仅有 12，而且若 x=|h|-|u*|>0，x 的所有取值皆远远低于 1 个

百分点。但|u*|大于|h|的年份为 51，z=|u*|-|h|>0 的取值甚至高达 3.5

个百分点。其次，|u*|的波动幅度远远宽于|h|。图 8.3 显示 u*的波动

区间为（-2.1%，3.5%），区间宽度为 5.6 个百分点；但 h 的波动区间

仅为（-0.2%，1.0%），区间宽度仅为 1.2 个百分点，显著低于 u*。所

以， h 在图形上几乎接近水平轴波动，但 u*在水平轴上下大幅度摆

动。|u*/h|的描述统计表明，在这 63 年中，|u*/h|的均值为 28.6，即按

绝对值即使，美国的新增失业率是转移率的近 30 倍。同时，在置信

度 99%水平上，|u*/h|均值区间的最小值是 3.1，也就是说，美国这段

时期的|u*/h|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大于 1。  

总结上述分析，无论根据判定标准(8.20)还是根据经验公式

(8.21),只要|u*/h|≥1，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就肯定强于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效应。所以美国从战后到 2010 年时期的失业变动对总产出的

影响更大。就此而言，以美国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确实可以忽视农业

劳动力转移，而把失业作为研究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级变量。 

8.6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的相对重要性 中国 

按照上一节的思路，我们比较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在中

国的总产出效应。中国的城镇失业数据从 1978 年开始。本节用这一

数据代表中国失业 U 并据此计算 1979 到 2020 各年份新增失业U

和新增失业率 u*。本节的研究步骤如下：首先，我们考察 h 和 u*的

关系。若 u*/h<1，我们接着考察 s。若(u*/h)+s<1，我们可以得出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更强的结论。若(u*/h)+s≥1，我们将需要

进一步研究 s 和 r 的可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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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节做法相同，我们也用图 8.4、8.5 和 8.6 绘出中国 1980-

2020 年的农业劳动力 LA 和失业总量 U、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H 和新

增失业 ΔU 以及转移率 h 和新增失业率 u*的变动状况。首先考察 LA

和 U 的关系。图 8.4 指出，虽然 LA 在这段时期迅速下降， 可直到

该时期的最后一年 2020 年，中国 LA仍然有近 1.8 亿，但中国失业最

多时也仅仅略高于 1,000 万。因此，从 LA中流出流入的 H 和从 U 中

流出流入的 ΔU 也可能出现巨大的数量差距。图 8.5 恰恰揭示了 H 和

ΔU 之间这样的数量差距。它清楚地表明 H 对∆U 的压倒性数量优

势。在图 8.5 中，∆U 的取值始终落在∆U=0 附近，只有三年的绝对

值超过 100 万。它的波动幅度小，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08 万和

215 万，差距只有 323 万。相反，H 波动剧烈，波动幅度大，最大值

和最小值分别为 1,716 万和-340 万，它们的差超过 2,000 万。同时，

在这四十一年内，H 在大部分年份都超过 500 万，并且有十四年超

过 1,000 万。就两者的绝对值来说，H 只有两年小于∆U，且小于的

值仅仅为 46 万和 47 万。而在 H 大于∆U 的其他 39 年，H 和∆U 的

绝对值差距有 15 年超过 1,000 万，19 年在 100 万至 1,000 万之间，

4 年在 50 万至 100 万之间。图 8.6 进一步比较 h 和 u*。由于 h 和 u*

分别为 H 和∆U 与总劳动力 L 之比，所以 h 和 u*图像的相对形状与

H 和∆U 大体相同，即 u*在 u*=0 的上下小幅度波动，而 h 波动幅度

大，h 的绝对值远远大于 u*的绝对值。对比中美两国的 H 和∆U 或者

h 和 u*图像，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1980 年之后四十一年情形和美国

战后六十三年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的失业变动比同期的转移大得

多，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则比同期失业变动大得多。此外，中国的情

形更加突出。美国失业变动只是劳动力转移的四倍多，而中国劳动力

转移是失业变动的十六倍多。就 h 和 u*来说，美国的 u*在 h 上下波

动，中国的 h 则远离 u*波动。这些区别有趣地说明了失业变动和转

移在中美两个经济运行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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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中国农业劳动力和失业，1980-2020年 
 

 
    

 图 8.5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和失业增量，1980-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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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新增失业率，1980-2020年 

图 8.4、8.5和 8.6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u*/h|系列数据的描述统计同样表明，|u*/h|在中国 1979-2020 年

间的均值仅为 0.19。同时，在置信度 99%水平上，|u*/h|的均值几乎

可以完全肯定地小于 1。不过，无论根据判定标准(8.20) 还是根据经

验公式(8.21), 仅仅|u*/h|<1 并不能够裁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效应是

否强于失业变动。此时我们需要明确了解|u*/h|+r 或|u*/h|+s 是否大

于、等于或小于 1。为此我们需要|u*/h|的具体数值。由于在 99%的置

信水平上，|u*/h|均值区间的最大值不超过 0.39。为了提高研究结果

的可靠性，我们把|u*/h|=0.39 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值。 

现在我们考察判定公式中的另一个因素 r。首先考察经验公式中

的 s。在中国关于三个产业的统计资料中，第一产业仅仅指农业，因

此我们把第二和第三产业合并为非农产业，并把各产业国内生产总

值与就业的比率视为该产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记为 AP。利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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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与此相反，s 波动激烈，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并大体以 s=20%

为中轴线。对 1979-2020 年 s 的描述统计显示，s 的均值为 0.21。在

99%的置信度水平上，s 均值区间的最大值为 0.22。因此，我们采用

s=0.22 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值。24 

 

图 8.7 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平均生产率（当年价格），1980-2020年 

资料来源：国内生产总值：1979-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表 3-

1；2001-2019 年：国家统计局，2021a；2020 年：国家统计局，2021d。就业：

数据附录 2。 

 

回到经验公式(8.21), 我们已经选取 1979 至 2020 年中国的

|u*/h|=0.39 和 s=0.22，所以对该时期的中国，我们有 

(8.22) |u*/h|+s=0.39+0.22=0.61< 1 

 
24 这里的研究结果和 Maddison 与 Restuccia、Yang 和 Zhu 的结论相近。

Maddison 对 22 个发展中国家 1950 与 1965 两年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的平均生

产率做了比较研究，发现多数国家在这两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存在 s≈0.2。

Restuccia、Yang 和 Zhu 则发现发展中国家在 1985 年也都存在 s≈0.2。我们

的研究结果和他们的结论相近。参见 Maddison，1970；Restuccia, Yang and 

Zhu，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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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与 s 的和明显小于 1。由于 r<s，所以应用判定标准(8.20)将得到

相同结论。25 因此，在 1979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远远大于失业变动的效应，农业劳动力转移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强于失业变动的作用。由此可见，与失业

相比，以中国经济为背景或者以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为背景的宏

观经济研究应当特别重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甚至应当把农业

劳动力转移作为替代失业的宏观经济学关键变量。而强调失业对农

业劳动力转移有着支配性影响的托达罗模型，则难以解释大规模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意义和作用。 

当然，正如本书第三章最后一节对数据可靠性的讨论说明的那

样，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数据需要小心看待。尤其对中国失业

数据，我们必须万分小心。本书第三章曾经指出，在中国不公布失业

数据的 1978 年以前年份内，中国依然存在城镇失业。其次，中国公

布的失业统计仅仅是“城镇失业”。根据中国的户口制度，一个农业

劳动力即使在中国城镇连续工作十年后失业并依然居住在城镇，他

继续属于“农业人口”，不被计入“城镇失业”。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的温家宝在 2010 年 3 月曾说中国有两亿失业者。26 虽然他的这一数

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它至少部分地揭示了中国失业数据的问 

 
25 例如，Chow 曾经推算中国 1978 年各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分别为农业

63 元，工业 1027 元，建筑业 452 元，交通运输业 739 元，商业 1809 元。

按照 Chow 的推算，1978 年中国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值应当不足非农劳动该

产值的十分之一，即 r < 0.1。Wang 估算中国非农业和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

率之比在 1980、1988 和 1992 年分别为 2.55、2.29 和 3.68，即 r < 0.4。Yang 

and Zhou 则把中国经济分成农业、乡村工业和国有工业三个部门，估计

1987-1992 年间中国劳动边际生产率在农业约为 450-600 元之间，乡村工业

在 1987-1991 年约为 600-900 元，1992 年为 9300 元，国有工业则在整个期

间为 7700-9300 元。从 Yang 和 Zhou 的数据出发，至少对 1992 年而言，r < 

0.1。就总体而言，这里选取的 r<s=0.26 应当得到相关文献的支持。不过，

由于上述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不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它们关于中国农业

和非农劳动边际生产率的直接估算都难免粗糙，难以为凭。参见 Chow, 

1993; Wang, 1997; Yang and Zhou, 1999。 

26 参见网易新闻，2010。同时可参见蔡昉，2009。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238 

题。27 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些问题，在本节考察的 1979-2020 年期

间，中国的失业变动在数量上远远小于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其总

产出效应亦远远低于转移的效应，应当是可信的。 

 

 
27 冯帅章等学者曾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计中国的城镇失

业，估计中国 1988-2009 年期间的城镇失业，他们的估计值远远高于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也是本书所使用的城镇失业数据。参见 Feng, Hu and Moffit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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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和波动 

 

 

 

9.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 

上一章在讨论失业变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时，指出在 1979-

2020 年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比失业转就业的数量规模大得多，

其总产出效应亦高得多。这一点应当适用于各国非农化大转型早期

尤其中期的一般状况。就此而言，失业变动应当不是决定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宏观变量，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要求，针对非农化

中期的宏观经济研究，应当使用两部门假设并且把农业劳动力转移

作为替代失业的关键变量。本章试图进一步说明的是，非农部门发展

对劳动力的需求，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影响变量。由于在两部

门划分中，非农部门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所以，非农部门发展对农

业劳动力的需求，又可以视为经济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要求。本

章将以中国最近几十年经济发展史为例，揭示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

与总产出增长与波动的直接联系，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直接来

自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且只有农业劳动力转移才能够支撑经济增长；

而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扮演经济波动的主要角

色。其他劳动市场变量，包括失业变动和总劳动力变动，都因其相对

于转移的过小数量，而不足以有力地支持和影响经济增长与波动。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非农产业的劳动需

求。这一需求通过下述三类供给渠道得到满足：1.非农劳动力增量，

2. 失业减量，此时我们假定失业转就业者仅仅转到非农产业就业，

3. 农业劳动力转移。下面的表 9.1 列出中国从 2000 至 2020 年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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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量的三类来源。我们观察这三类来源对非农劳动供给的重要

性。 

本书第三章说明，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把

总劳动力增量分成农业和非农劳动力增量两类，后者往往属于农业

劳动力转移。根据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诸指标的定义，农业和非农

劳动力增量的划分标准是总劳动力增长率。注意非农劳动力包括非

农就业和失业。毫无疑问，非农劳动力增量是非农就业的直接来源。

表 9.1 指出，在本世纪第一个二十一年中，这个渠道提供的劳动力只

有两年（2001 和 2002 年）超过非农就业增量，只有一年（2000 年）

超过后者很多，其余十八年都远远低于后者。实际上，在 2003 年，

它就仅仅达到非农劳动增量的四分之一强。在 2004 年，它甚至满足

不了后者的六分之一。到了 2011 年，非农劳动力增量已经低于非农

就业增量的百分之五。而从 2015 年起，它干脆成为负数，完全失去

非农就业增量源泉的作用。实际上，纵观这二十一年，在中国每年都

新增劳动力的前十五年内，新增非农劳动力便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非

农部门的劳动需求；而在总劳动力减少的后六年内，总劳动力增量更

成为起负作用的因素。总的来说，在 2000-2020 年间，中国新增非农

就业近 2.2 亿，新增非农劳动力仅 2,000 万强，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

重不足 10%。 

非农就业增量来源的第二个渠道是原有失业者。在中国统计体

系内，失业者仅仅指城镇非农失业者。表 9.1 指出中国原有失业者对

非农就业增量的作用无足轻重。第一，中国的城镇失业数量很小，失

业者即使全部在非农部门重新就业，也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

求。例如，2010 年中国城镇失业总数为 908 万，当年新增非农就业

为 1,237 万，前者不足后者的四分之三。第二，若 2010 年中国真的

完全消除了失业，2011 及以后诸年，中国将失去这个渠道。第三，

在这二十年中，中国即使能够减少城镇失业，减少的数量也极其有

限，就此而向非农部门提供的劳动力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例如，

中国失业在 2010 年减少了 13 万，仅占当年非农就业增量的 1%，几

乎可以忽视。第四，在表 9.1 列出的二十一年内，中国的城镇失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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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国失业减少从而能够为非农

就业提供人力资源的年份只有区区五年。而且，这五年内减少的失业

数量，远远比不上其他年份增加的失业。也就是说，失业群体不但不

能为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反而要从每年就业劳动力中“取走”一部

分。表 9.1 显示，在这二十一年中，失业每年从就业劳动力中取走 28

万人，总计取走 585 万人。所以，至少在本世纪第一个二十一年，中

国的失业群体对非农就业供给所起的是负作用。 

所以，对二十一世纪最初两个十年的中国经济来说，无论新增非

农劳动力还是失业者重新就业还是两者的总和，都远远无法满足非

农部门的劳动需求。这样，中国非农部门增长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劳动

力就只能源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表 9.1 中的任何一年，非农部门的

扩张都需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支持。而早在 2003 年，农业劳动力转

移占非农就业增量的比重就超过四分之三。从 2004 年起，该比重就

没有低过百分之八十，从2011年起便稳定地超过百分之九十。从2015

年开始，中国总劳动力变为负增长，中国失业显著增加，中国非农部

门扩张便完全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总量看，在整个 2000-2020 年

期间，中国新增的近 2.2 亿非农就业中，源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劳动

力便超过 2 亿，比重高达 93%。就年度而言，在这二十一年间，中

国不但每年出现正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且每年转移数量都很大，

其中有十三年接近或超过 1,000 万，有六年甚至接近或超过 1,500 万。

这里仍然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计算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假设前提是

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相等。这个前提在中国应当不

成立，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应当更高。考虑到这一点，农业劳动

力转移数量应当更大，占新增非农就业比重也更高。所以，虽然中国

劳动和就业统计的质量值得商榷，农业劳动力转移亦时多时少，但就

这二十一年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中

国非农就业扩张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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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中国新增非农就业来源，2000-2020年 

年 

非农

就业

增量 

非农劳动力 

增量 
失业减少 

农业劳动力 

转移 

比率

和 
数量 

占非

农就

业增

量比 

数量 

占非

农就

业增

量比 

数量 

占非

农就

业增

量比 

 万人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 

2000 417 358 85.9 -20 -4.8 79 18.9 100.0 

2001 356 402 113.0 -86 -24.2 40 11.2 100.0 

2002 242 289 119.5 -89 -36.9 42 17.3 100.0 

2003 892 246 27.5 -30 -3.4 676 75.8 100.0 

2004 1,903 285 15.0 -27 -1.4 1,644 86.4 100.0 

2005 1,771 212 12.0 -12 -0.7 1,571 88.7 100.0 

2006 1,832 189 10.3 -8 -0.4 1,651 90.1 100.0 

2007 1,553 189 12.2 17 1.1 1,347 86.8 100.0 

2008 1,051 178 17.0 -56 -5.3 928 88.4 100.0 

2009 1,297 182 14.0 -35 -2.7 1,150 88.7 100.0 

2010 1,237 165 13.3 13 1.1 1,059 85.6 100.0 

2011 1,550 67 4.3 -14 -0.9 1,497 96.6 100.0 

2012 995 35 3.5 5 0.5 955 96.0 100.0 

2013 1,744 37 2.1 -9 -0.5 1,716 98.4 100.0 

2014 1,514 51 3.4 -26 -1.7 1,489 98.3 100.0 

2015 925 -11 -1.2 -14 -1.5 950 102.7 100.0 

2016 435 -43 -9.8 -16 -3.7 494 113.5 100.0 

2017 426 -144 -33.7 10 2.3 560 131.4 100.0 

2018 504 -202 -40.0 -2 -0.4 708 140.4 100.0 

2019 528 -271 -51.4 29 5.5 770 145.9 100.0 

2020 554 -127 -22.9 -215 -38.8 896 161.7 100.0 

合计 21,723 2,087 9.6 -585 -2.7 20,221 93.1 100.0 

年平

均 
1,034 99 9.6 -28 -2.7 963 93.1 100.0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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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长的长期关系 

我们已经清楚地指出在本世纪以来的二十一年内，中国在非常

高的程度上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支持非农就业增长；失业对非农

就业增长的影响不但是负的，而且微乎其微；非农劳动力的自然增长

也支持非农就业增长，但它的作用远远逊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二十一

年时间虽然不算短，但仅仅根据二十一年情形，我们很难引出更长时

期的一般性结论。这一点尤其适用中国。中国从 1980 年前后开始实

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降低。由于人口

和劳动力变化之间存在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2000 年开始

的二十一年，正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劳动力增长的滞后影响充

分表现出来的时期。所以，2000 年以来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绝大部分

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象，也许可能和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有

关。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供给的作用，我

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 

毫无疑问，中国特别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增

长。回到上面的表 9.1。该表“非农劳动力增量”显示中国“自然”

新增的非农劳动力在本世纪迅速减少并转变为负数的趋势。然而，新

增非农劳动力的减少只是加剧非农就业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

赖程度，而非造就依赖本身。事实上，对中国来说，非农部门扩张依

赖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绝非本世纪的新现象。它甚至不仅仅是

1978 年中国开始市场化经济改革以后的新现象。应当说，它是中国

现代经济增长的长期现象。中国连续性的年度劳动统计数据始于

1952、终于 2020 年。我们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出 1953 至 2020 年中国

年度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见图 9.1。图 9.1 中的正数

表示非农就业增加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

业减少或劳动力从非农业向农业转移。该图清楚地显示非农就业增

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

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非农就业增量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

量也大；非农就业增量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同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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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

很高。就整个 1953 到 2020 的六十八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非

农就业增量的比重为 68.7%，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其他两类劳

动力来源的总和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亦不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贡献

的一半。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

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强烈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

移。因此，在中国，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密切关联绝不

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极端的“独

生子女”政策在内的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

经济制度在 1953-2020 的六十八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

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

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  

 

图 9.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1953-2020年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在图 9.1 中的唯一例外出

现在 1990 年。这一年非农就业增量很大，但农业劳动力没有转移。

我们已经在第三章第 3.5 节指出这一例外应当源自于统计失误，因此

不能否定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紧密关联。除了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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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情形，图 9.1 亦揭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另

一个虽非例外但极端的情形，即这两个数据系列在 1958 到 1962 年

大饥荒期间发生的大幅度波动。我们在第五章第 5.2 节对此做了说

明。不过，由于在这五年中，本章讨论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

转移两者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所以这一极端情形不涉及本章的主

题。但由于这五年的情形过于极端，容易掩盖正常状况，因此，我们

暂时把它和 1990 年一并排除，而只考虑正常年份。图 9.2 排除这些

特殊年份。该图进一步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之间的

紧密联系，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长期和决定性作用。 

 

图 9.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1953-2020年，无特殊年份 

注：无 1958-1962、1990年。 

资料来源：参见图 9.1。 

 

9.3 非农就业增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节使用更严格的数理统计方法观察非农就业增量和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关系。第八章第 8.4 节曾经考虑过相等数量的总劳动力在两

个相邻时点的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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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Lt=EA
t+EN

t+Ut 

(8.9)  Lt+1=Lt  

      =(EA
t-Ht,t+1)+(EN

t+Ht,t+1-Ut,t+1)+(Ut+Ut,t+1)
  

t, t+1 tt。现在加入新增劳动力。设总劳动力增长率为 nt,t+1 并令

EN+U=LN，(8.9)变为 

(9.1)     Lt+1=Lt+nt,t+1Lt 

      =(EA
t-Ht,t+1)+(EN

t+Ht,t+1-Ut,t+1)+(Ut+Ut,t+1)+nt,t+1(E
A

t+EN
t+Ut) 

=(EA
t-Ht,t+1+nt,t+1E

A
t)+(EN

t+Ht,t+1-Ut,t+1+nt,t+1L
N

t)+(Ut+Ut,t+1) 

= EA
t+1+EN

t+1+Ut+1 
  

(9.1)有三个假定前提。第一是总劳动力增量按照总劳动力增长

率分布于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第二是“自然增长”的非农劳动力“自

动”进入非农就业。失业没有自然增长。新增失业仅仅来自非农就

业。第三是失业者仅仅在失业和非农就业之间转移， 

由(9.1)得到非农就业增量的供给为 

(9.2)  ∆EN
t,t+1=nt,t+1L

N
t+Ht,t+1+-(-Ut,t+1)      

          =nt,t+1L
N

t+Ht,t+1+Ut,t+1  

根据(9.2)，∆EN 的三个来源分别是 nLN、H 和U。我们的问题

是发现这三个来源对非农就业增量的相对重要性，即它们占∆EN 的

比重。这是一类常见的经济学问题。菲尔茨（Fields）曾经针对这类

问题，提出一个分析和检验不同因素影响比重的方法。1 根据该方法，

已知一 n 个自变量的线性估计方程为 2 

(9.3)   X=a0+a1x1+ a2x2+...+ anxn+ε 

其中 n 为有限正整数，X 和 x 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a 为系

数，ε 为误差值。令 sj 代表第 j 个 x 对 X 的影响占所有 x 对 X 总影响

的比重，s (0, 1)，j=1, …, n，可以证明 

(9.4)   sj=
j j

2

cov( ,X)

(X)

a x


 

 
1  Fields, 2002, 2003。 

2  叶林祥向我介绍菲尔茨方法并提供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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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 ε=0 的情形下， 

(9.5)   s= j

n

s =1 

应用这个方法到我们的问题，∆EN、nLN、H 和∆U 分别相应于(9.6)中

的 X、a1x1、a2x2 和 a3x3 且 n=3、a0=0、ε=0。代入中国 1953 到 2020

年数据，得到结果如下： 

(9.6)  s(nLN) =

N N

2 N

cov( L ,ΔE )

(ΔE )

n

σ
≈

16,896,262

89,561,611
≈0.1887=18.87% 

(9.7)   s(H) =

N

2 N

cov(H,ΔE )

(ΔE )σ
≈

73,279,262

89,561,611
≈0.8182=81.82% 

(9.8)   s(∆U) =

N

2 N

cov(ΔU,ΔE )

(ΔE )σ
≈

613,913

89,561,611

−
≈-0.0069=-0.69% 

(9.9)   s=s(nLN)+s(H)+s(∆U)=0.1887+0.8182-0.0069=1.0000 
 

上述检验结果无可置疑地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量

的决定性影响。在所有三个影响因素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比重

超过了 80%。非农劳动力“自然”增长的比重不足 20%，而失业转

就业的比重甚至小于微不足道的负 1%。可以说，在 1953-2020 年期

间，失业转非农就业的人数甚至少于非农就业转失业的人数。 

不过，中国公布的失业数据仅仅从 1978 年开始。在上述检验中，

协方差 cov(aixj, X)计算以离差计算为前提，而离差是各年数据与其

平均数之差。这样，1978 年之前的所有失业离差都是固定数，即零

与全部六十八年失业变动平均数之差。由此，我们得到的估计结果必

然有很大偏差。为了避免这样的偏差，我们把全部数据分为 1953-

1977 年和 1979-2020 年两段，然后再分别检验这两个阶段。3 此外，

本书第三章第 3.5 节曾经指出，中国 1990 年劳动统计数据过于失真。

那一年，n 高达完全不可置信的 17%。相应地，ΔEN和 nLN两个变量

 
3  中国公布的失业数据从 1978 年起。但这一年的数据是 1952 至 1978 年间的

失业初始量和变动量之和，因此该年数据很大，不可作为“1978 年新增失

业”处理，所以我们在两阶段的分期中排除 197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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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990 年数据过大。在 1953-2020 年和 1979-2020 年的相对重要性

分析中，ΔEN1990 年数据的作用分别占分母 σ2(ΔEN)的 10%和 36%，

nLN1990 年数据的作用分别占分子 σ2(ΔEN, nLN)的 6%和 9%。所以，

我们对上述两个阶段的分析分为包括和排除 1990 年两种。这里需要

特别提醒的是，正如本书第三章第 3.5 节说明的那样，由于对 1990

年数据的任何修正都要求调整 1990 年之前至少十年的数据，因此，

1990 年数据的失真又意味着 1990 年之前十年的数据也不同程度地

失真。为了避免 1990 年及之前年份数据严重失真的影响，我们将增

加一个阶段，即 1991-2020 年。 

包括和不包括 1990 年的各阶段计算结果见表 9.2。4 注意计算

结果有四舍五入。我们的计算发现，除了包括 1990 年的 1979-2020

年阶段外，在其他所有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即它占非农就

业增量的比重都超过 80%；若排除 1990 年，则都超过 90%。在基本

不受 1990 年数据影响的 1991-2000 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重甚

至高达近 95%。新增非农劳动力的比重在排除 1990 年的各种场合都

不及 10%。在有失业变动数据的阶段内，失业影响都显著小于 1%。

因此，我们应当说，在表 9.2 涵盖的各时期内，农业劳动力转移是非

农就业增量的占绝对优势的来源。 

表 9.2 非农就业增量来源的相对重要性（%） 

 H nLN ΔU 总和 

1953-1977 92.78 7.22  100.00 

1979-2020     

包括 1990 48.30 51.18 0.52 100.00 

不包括 1990 94.99 4.39 0.61 100.00 

1991-2020 94.27 5.10 0.62 100.00 

1953-2020     

包括 1990 81.82 18.87 -0.69 100.00 

不包括 1990 92.95 7.85 -0.80 100.00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4  检验方程见本章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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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使用回归分析方法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

增量的重要性。和相对重要性的分析一样，我们也把从 1953 到 2020

的六十八年分成同样的四个阶段，并考虑包括和不包括 1990 年数据

的情形。由于失业变动数量太小，可以忽视，我们仅仅考察农业劳动

力转移和非农劳动力增量两者各自与非农就业增量的线性回归关

系： 

(9.10) ∆EN =b0+c0H 

(9.11) ∆EN= b1+c1(nLN)    

表 9.3 列出了这两个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和自变量系数的估计

值。5 我们知道，相关系数越接近 1，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

能越密切。和相对重要性分析的结果类似，表 9.3 同样指出，除了包

括 1990 年的 1979-2020 年阶段外，在其他所有阶段，H 的 相关系数

不但都比 nLN 相关系数更显著地接近 1，而且都大于 0.8。相反，在

包括和不包括 1990 的全部阶段中，nLN相关系数皆远远低于 0.4，只

有一次例外为 0.7。就自变量系数来说，该系数越接近 1，因变量和

自变量两者的变化量越接近相等。表 9.3 显示，若不包括 1990 年，

H 的系数不但都比 nLN 系数更清楚地接近 1，而且常常落在 1 的邻

域，即非常接近 1。在包括 1990 年的 1953-2000 年阶段，由于时间

跨度大，1990 年失真数据的影响变小，H 系数甚至达到 1.006 这样

的水平。反之，在不包括 1990 年的各个阶段，nLN的系数都远离 1。

所以，表 9.3 进一步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非农就业增长的关键性

作用。毫无疑问，线性回归本身就有缺陷，数据的可靠性亦需要商

榷，6 但即使如此，本节的数量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前面两节

的数据描述所得出的结论：在中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增

长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长的贡献，既远远大于失业

转就业的贡献，也远远大于新增非农劳动力的贡献。 

 
5  回归方程的结果见本章附录。 

6  例如，一般而言，无论利用相关系数、标准差或其他指标，线性回归分析

不可能无偏差地揭示各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参见例如

Grömping，2009；代鲁燕，2012。而我们对相对重要性的分析表明，菲尔

茨方法对数据的可靠性高度敏感。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250 

表 9.3 非农就业增量回归方程的相关系数和自变量系数 

 相关系数 自变量系数 

符号 H nLN H nLN 

1953-1977 0.997 0.701 1.075 9.702 

1979-2020     

包括 1990 0.324 0.355 0.671 0.694 

不包括 1990 0.831 0.012 0.875 0.265 

1991-2020 0.880 0.022 0.933 0.424 

1953-2020     

包括 1990 0.823 0.208 1.006 1.096 

不包括 1990 0.964 0.184 1.037 2.342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9.4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 

本节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增量关系前进到农业劳动力

转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非农产业，非农就业增

量大，经济增长便快；反之便慢。非农就业增量主要来自农业劳动力

转移，那么，经由非农就业增量，我们可以得到下述逻辑：农业劳动

力转移多、经济增长便快；反之便慢。本节考察这个逻辑。当然，在

科学中，即使我们掌握了现象的逻辑关系，可只要我们尚未实证地确

认它，它就依然停留在假说层次上。本书不准备从事精细的实证检验

工作，而只是为这样的工作提供一些大尺度的基本思想。 

考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关系，农业劳动力转移量的概

念不再适用。这首先是因为转移量和经济总量之间不存在它和非农

就业增量那样的直接关系，其次也因为它不适合经济学研究。这里需

要的是比率、增长率一类的概念。为了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

长的基本关系，我们需要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即农劳比降低速度

和常用的经济增长指标——GDP 增长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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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图 9.3 展示从 1953

年到 2020 年，中国 GDP 增长率 g 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h 两条曲线。

由于这两条曲线在 1958-1962 年大饥荒期间波动过于激烈，我们用

左纵轴统一地度量它们。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它们的关系，我们从图

9.3 中排除这些特殊年份以及劳动力数据严重失真的 1990 年并得到

图 9.4。注意图 9.4 改用右纵轴度量转移率。显然，图 9.3 和 9.4 中的

g 和 h 关系密切。在这两个图中，它们在绝大多数年份内变化方向相

同，波动状况类似。这一点应当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之间

可能存在着重要的相互关联。 

 

图 9.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 GDP 增长，1953-2020年 

资料来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数据附录 3。GDP增长率：1953-1977年：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0，表 1-8；1978-1999 年：《中国统

计年鉴-2016年》，表 3-4；2000年：国家统计局，2020b；2001-2019年：国家

统计局，2021a；2020年，国家统计局，202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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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 GDP增长，1953-2020年，无特殊年份 

注：无 1958-1962、1990年。 

资料来源：参见图 9.3。 

 

仿照前面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就业增量关系的研究，我们

利用线性回归函数分析 g 和 h 在中国 1953-2020 年期间的关系。7 由

于大饥荒时期和 1990年的数据过于突兀，我们分别排除这两个特例，

因此得到如下三个回归方程：8 

(9.12)  g =7.173+1.211h，R2=0.366 

(9.13)  g =7.387+1.612h，R2=0.113    

无 1958，1959，1960，1961 和 1962 年 

(9.14)  g =7.224+1.207h，R2=0.366   无 1990 年 

这三个方程隐含的意义如下： 

 
7  和前面的非农就业增量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简单关系不同，转移率和 GDP

增长率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在获得比较严肃且考虑多种变量的 GDP 增长率

回归方程之前，我们无法用菲尔茨方法估计转移对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8  (9.12)-(9.14)中常系数和自变量系数的标准差与 t 值分别是：(9.12)：常系

数：0.6855，10.4636；自变量系数：0.1961，6.1769。(9.13)：常系数：

0.7972，9.2653；自变量系数：0.5791，2.7828。(9.14)：常系数：0.6946，

10.4001；自变量系数：0.1972，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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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中的 R2≈0.37，意味着在有数据的整个六十八年里，

中国 GDP 增长率和转移率存在着相关程度很高的联系。当然，与表

9.3 中非农就业增量和转移量之间的 R2=0.823 相比，0.37 不算高。不

过，转移率与增长率的关系，和转移量与非农就业增量关系的性质不

同。后者首先是一种直接和单一的关系。前者则不但是间接关系，而

且复杂和模糊得多。例如，给定一个转移量，非农就业增量相应增加

这一数量；但给定一个转移率，总产出增长率变动几何，还取决于总

就业增长率和非农就业增长率、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两部门资本

投入变化、技术变化以及诸如政策和气候等等因素。其次，前者的关

系要通过价格度量，而后者关系只要用人数度量。尽管本节回归方程

使用的都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 GDP 增长率，可“不变价格”只是一

定程度上不变，无法全面排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再次，农业劳动力转

移本身便影响价格。本书第八章第 8.3 节在研究转移和失业变动的总

产出效应时，曾假设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变。但是，若其

他条件一定，则农业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农业劳动投入减少，将反映为

农产品产量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以价格为权数而加总的两部门总

产出将因此而变化。考虑到这些以及其他因素，(9.12)的 R2=0.37 应

当是很高了，已经揭示转移率和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带有规律

性的关系，或者说，转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增长。9  

（2）(9.13)排除大饥荒时期后，R2猛地从 0.37 降到 0.11。换句

话说，转移和 GDP 在大饥荒期间互相波动的相关程度明显高于它们

在整个 1953-2020 的六十八年平均水平。所以，包括大饥荒时期，两

个变量在整个六十八年的关系紧密很多；排除它，两者关系便松散得

多。这个事实再次表示，大饥荒时期的经济波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之

间应当存在重要联系。 

（3）比较(9.14)和(9.12)，可以发现排除 1990 年以后，相关系数

 
9  张艺曾经利用本书定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研究 1978-2008 年间的中国经济

增长。他发现在其选取的包括总劳动力增长率、货币增长率等在内的六个

自变量中，只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投资增长率对 GDP 增长率的影响是显

著的。参见张艺，2010。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254 

几乎不变，常系数和自变量系数亦改变很小。这个事实应当表示，

1990 年劳动统计数据严重失真不影响转移和 GDP 关系的关联程度。

这里的具体原因在于增长率和转移率在 1990年都落到局部最小值附

近。图 9.3 揭示了这一点。所以，它们在 1990 年的相关关系，与它

们在整个六十八年的关系在程度上非常接近。相反，总劳动力增长率

和非农就业增长率在 1990 年双双达到的 17%，既是局部也几乎是全

局最大值，10 “导致”的却是局部最小的 GDP 增长率。这个矛盾再

一次说明 1990 年劳动统计数据的荒谬。 

9.5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波动 

上一节提到的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多、经济增长便快；反之便

慢”，不但表示转移与经济增长可能有关，而且表示转移和经济波动

也可能有关，因为“快慢”同时意味着波动起伏。回归方程(9.12)不

仅指出转移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指出转移

和经济波动之间同样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图 9.3 和 9.4 显示中国的

增长率和转移率在 1953-2020 年间波动频繁，波幅常常很大。在这种

情形下，两者的相关系数能够达到 0.37，说明两者的波动之间亦可

能存在某种带有规律性的关系，或者说，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够明显地

影响经济波动。 

我们进一步观察 GDP 增长率的变化。令 GDP 增长加速度为 

(9.15) ag,t,t+1:t+1,t+2,≡gt+1,t+2-gt,t+1 

t, t+1, t+2 t。显然，ag 可以部分地度量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图 9.5

显示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 a 和 ag在 1954-2020 年期间的表现。

在全部六十七年内，a 和 ag 同方向变化的年份达 45 年，不同方向变

化的年份只有 22 年。不同方向变化大都在次年即改变，两者各自保

持原有不同方向达三年的情形仅仅出现过一次，即最近的 2018-2020

 
10 非农就业增长率有两个例外，即 1958 年的 149.0%和 1978 年的 17.9%。参

见数据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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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ag 和 a 的三个回归方程如下：11 

(9.16)   ag=-0.2093+0.8392a，R2=0.289 

(9.17)  ag=-0.2232+2.2250a，R2=0.219  

无 1958，1959，1960，1961 和 1962 年 

(9.18)   ag=-0.2013+0.8594a，R2=0.289 无 1990 年 

注意(9.16)中的 R2 接近 0.3。它意味着在有数据的整个六十七年

里，中国 GDP 增长加速度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之间应当存在着

相关程度很高的联系。(9.17)进一步指出，大饥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

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波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表示大饥荒和劳

动力转移过度失衡之间亦存在密切联系。同时，(9.18)再次说明不可

置信的 1990 年数据不影响经济波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的联系。

当然，正如本书前面强调过的那样，如果劳动统计的质量值得商榷，

由那些统计资料得出的农劳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是质量迅速恶

化的数据，所以，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两者

关系的讨论，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指出了它们之间有着值得注意

的联系，而非我们从回归分析中得到的相关关系具体数值。 

 

图 9.5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和 GDP 增长加速度，1954-2020 年 
资料来源：参见图 9.3。 

 
11 (9.16)-(9.18)中常系数和自变量系数的标准差与 t 值分别是：(9.16)：常系

数：0.7868， -0.266；自变量系数：0.1673，5.1356。 (9.17)：常系数：

0.6639，-0.3363；自变量系数：0.5418，4.1064。(9.18)：常系数：0.7988，

-0.252；自变量系数：0.1686，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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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劳动力总量变化和经济增长 

最后，我们观察劳动力总量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关于经济

增长的实证分析中，总劳动力增长率 n 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自变量，

有时甚至还是唯一的劳动变量。因此，观察一下它和 GDP 增长率的

线性回归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基本思路的层次上把握它们的关系和

它们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类似(9.12)到(9.14)，我们把 1953-2020

的六十八年分为三种情形，分别计算总劳动力和 GDP 两者增长率的

回归方程如下：12 

(9.19) g=7.121+0.573n，R2=0.050 

(9.20) g=8.973-0.011n，R2
→0.000， 

无 1958，1959，1960，1961 和 1962 年 

(9.21) g =5.918+1.374n，R2=0.149，无 1990 年 

(9.19) (9.20)和(9.21)告诉我们，第一，在整个六十八年的时期内，

总劳动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只有 0.05。与转移率高达

0.37 的相关系数相比，总劳动与 GDP 的相关程度很低。同时，比起

(9.12)中转移率系数，(9.19)的总劳动增长率系数更远离 1。因此，总

劳动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关联程度，应当显著低于转移率与后者

的程度。第二，如果排除大饥荒时期，总劳动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

的相关系数几乎变为 0。它说明大饥荒时期的经济波动和总劳动增长

率的波动亦密切相关。13 对此，我们在本书第五章第 5.2 节做过解

释。1958 年中国劳动力的爆发性增加，主要应当来自当年中国劳动

力参与率爆发性提高；紧接着的猛烈减少，主要原因则应当是大规模

的不正常死亡和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度下降，而主要不是统计错误。劳

动力增长率如此剧烈的波动，又和当时的 GDP 增长率在正负数之间

 
12 (9.18)-(9.20)中常系数和自变量系数的标准差与 t 值分别是：(9.18)：常系

数：1.0134，7.0273；自变量系数：0.3084，1.8566。 (9.19)：常系数：

0.7869 ， 11.4034 ；自变量系数： 0.2580， -0.0425 。 (9.20)：常系数：

1.0525，5.6224；自变量系数：0.4071，3.3751。 

13 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在 1958-1962 五年的数据如下：1958：11.90%；1959

年：-1.01%；1960 年：-1.12%；1961 年：-1.12%；1962 年：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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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幅度波动密切关联。第三，比较(9.21)和(9.14)，我们发现排除

1990 年，总劳动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几乎提高了 10 个

百分点。它进一步揭示 1990 年总劳动力数据的荒谬。    

上述分析表明，总劳动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作用，应当明显逊于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当然，仅仅从相关系数和自变量系数的对比

出发，我们无法得到关于转移和总劳动增长两者宏观经济作用孰强

孰弱的结论。不过，尽管如此，我们的比较研究至少强烈地指向一个

结论，即对中国 1953 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必须考虑农业劳动

力转移。进一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这一段时期不但应当替代

失业，而且也应当替代总劳动作为短期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级变量。 

特别注意的是，对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中国，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基本原因是中国人口低增长率和

快速老龄化的双重叠加。它们从 2015 年起造成中国劳动力总量绝对

减少。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非农就业增量，就几乎只能来自农

业劳动力转移。下面的表 9.4 以 2018 年为例说明这一点。2018 年中

国总劳动力绝对减少 274 万，增长率为-0.36%。表 9.4 第二列列出按

照这一增长率计算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增量分别为-72 万和-202 万。

此时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资源，只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

转就业。可在 2018 年，中国实际的失业增量是正数，也就是说，这

一年中国在总量上不但没有发生失业转就业，反倒发生就业转失业，

即非农就业转失业 2 万。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劳动资源，只

有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唯一来源。当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H 为

708 万，其中 202 万补偿非农劳动力“自然减少”，506 万成为非农

劳动力增量。考虑非农就业和失业的区别，则 708 万中有 202 万补

偿非农就业“自然减少”，2 万补偿非农就业因失业而出现的减少，

504 万成为非农就业增量。相应地，当年中国有 2 万失业增量。14 由

于在总量意义上，失业增量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经由非农就业

 
14 就中国的制度而言，由于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无论失业与否都不计入失业统

计，所以他们全部转入非农就业。如果设想部分失业者因为年龄因素退出

劳动力队伍，我们可以引入失业的“自然增长”。表 9.4 中非农就业和失业

数据做出相应调整，即可考虑失业的自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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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而实现的。因此，当年中国非农就业和失业两者的增量，全部

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 

表 9.4  中国劳动市场平衡表，2018 年 （单位：万人） 

 L E LA LN EN U 

2018 年初 77,030 76,058 20,295 56,735 55,763 972 

自然增减(n) -274 -274 -72 -202 -202  

失业变动(ΔU)     -2 2 

农业劳动力转移(H)   -708 708 708  

年内变动总和 -274 -274 -780 506 504 2 

2018 年末 76,756 75,782 19,515 57,241 56,267 974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 2、3。 

 

前面提到造成中国总劳动力增量为负数的原因，是中国人口低

增长和快速老龄化两者的叠加。下面的图 9.6 揭示了这一状况。本世

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量呈现下降趋势并在 2016 年以后呈现明显的下

降趋势。没有重大战争和自然灾难前提下的人口增量下降，必定意味

着新出生人口减少和随之造成的少儿人口减少。图 9.6 显示本世纪以

来的一半年份，中国少儿人口绝对减少。即使少儿人口从 2011 年开

始增加，增量也很小。反之，中国老龄人口增量大，本世纪以来每一

年度都超过少儿人口增量，并从 2017 年开始超过总人口增量。老龄

人口和少儿人口的增量关系的唯一例外是 2020 年，当年少儿人口增

量突兀地从升高到近 1,600 万。实际上，从 2011 到 2020 年，少儿人

口总共增加 3,018 万，同期老龄人口却增加了 7,170 万，超过前者的

一倍。15 所以，图 9.6 应当预示，在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劳动

力总量也许都将保持减少趋势。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属于世界

最高的少数国家之列，因此，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余地，在劳动年龄人

 
15 图 9.6 显示少儿人口增量在 2000、2010 和 2020 年都出现过于剧烈的变化。

这三个年份正是中国的人口普查年。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数据在 1990 年的情

形，我们也许有一定理由想象，这三年的少儿人口数据分别是对此前十年

数据失当的某种调整。然而，把调整仅仅集中在普查年一年，既使该年数

据过于突兀，又让此前十年的数据失当无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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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继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以增加劳动力。所以，在这样的人口增

长、年龄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参与率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

力资源，将只能依靠尚未退役的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即从低生产率部

门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而在这里，由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的巨大

差距，由于农业劳动力在 2020 年依然接近 1.8 亿之众、农劳比依然

接近四分之一，我们可以预料，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未来相当长时期的

中国经济增长中都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
 

 

图 9.6 中国总人口、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增量，2000-2020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22，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 年 1 月 20 日检索。 

 

9.7 数量分析附录 

（1）农业劳动力转移、总劳动力增量和失业变动占非农就业增

量的比重 

 

 
16 章铮对 2020 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者的结构和他们移出农业的可能性做过仔

细分析。参见例如章铮，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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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77 年： 

(9.18) s(H)1953-1977=

N

2 N

cov(H,ΔE )

(ΔE )σ
≈

54,406,712

58,641,734
  

   ≈0.9278=92.78% 

(9.19) s(nLN)1953-1977=

N N

2 N

cov( L ,ΔE )

(ΔE )

n

σ
≈

4,235,022

58,641,734
  

   ≈0.0722=7.22% 

(9.20) s1953-1977=s(H)1953-1977+s(nLN)1953-

1977=0.9278+0.0722=1.0000 

 

1979-2020 年，包括 1990 年：  

(9.21) s(H)1979-2020=

N

2 N

cov(H,ΔE )

(ΔE )σ
≈

9,367,007

19,393,223
   

   ≈0.4830=48.30% 

(9.22) s(nLN)1979-2020=

N N

2 N

cov( L ,ΔE )

(ΔE )

n

σ
≈

9,925.095

19,393,223
  

  ≈0.5118=51.18% 

(9.23) s(ΔU)1979-2020=

N

2 N

cov(ΔU,ΔE )

(ΔE )σ
≈

101,120

19,393,223
  

   ≈0.0052=0.52% 

(9.24) s1979-2020=s(H)1979-2020+s(nLN)1979-2020+s(ΔU)1979-2020 

              =0.4830+0.5178+0.0052≈1.0000 

1979-2020 年，不包括 1990 年（用“*”标记）：  

(9.25) s(H)*
1979-2020=

N

2 N

cov(H,ΔE )

(ΔE )σ
≈

11,602,676

12,214,043
   

   ≈0.9499=94.99% 

(9.26) s(nLN)*
1979-2020=

N N

2 N

cov( L ,ΔE )

(ΔE )

n

σ
≈

536,551

12,214,043
 

    ≈0.043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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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s(ΔU)*
1979-2020=

N

2 N

cov(ΔU,ΔE )

(ΔE )σ
≈

74,815

12,214,043
  

   ≈0.0061=0.61% 

(9.28) s*
1979-2020=s(H)*

1979-2020+s(nLN)*
1979-2020+s(ΔU)*

1979-2020 

              =0.9499+0.0439+0.0061≈1.0000 

1991-2020 年：  

(9.29) s(H)1991-2020=

N

2 N

cov(H,ΔE )

(ΔE )σ
≈

8,718,797

9,248,458
   

   ≈0.9427=94.27% 

(9.30) s(nLN)1991-2020=

N N

2 N

cov( L ,ΔE )

(ΔE )

n

σ
≈

472,022

9,248,458
  

   ≈0.0511=5.10% 

(9.31) s(ΔU)1991-2020=

N

2 N

cov(ΔU,ΔE )

(ΔE )σ
≈

57,639

9,248,458
  

   ≈0.0062=0.62% 

(9.32) s1991-2020=s(H)1991-2020+s(nLN)1991-2020+s(ΔU)1991-2020 

              =0.9427+0.0511+0.0062≈1.0000 

1953-2020 年：  

(9.33) s(H)1953-2020=

N

2 N

cov(H,ΔE )

(ΔE )σ
≈

73,279,262

89,561,611
  

   ≈0.8182=81.82% 

(9.34) s(nLN)1953-2020=

N N

2 N

cov( L ,ΔE )

(ΔE )

n

σ
≈

16,896,262

89,561,611
  

   ≈0.1887=18.87%  

(9.35) s(ΔU)1953-2020=

N

2 N

cov(ΔU,ΔE )

(ΔE )σ
≈

613,913

89,561,611

−
 

≈-0.0069=-0.69% 

(9.36) s1953-2020=s(H)1953-2020+s(nLN)1953-2020+s(ΔU)1953-2020 

                      =0.8182+0.1887-0.006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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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2020 年，不包括 1990 年（用“*”标记）：  

(9.37) s(H)*
1953-2020=

N

2 N

cov(H,ΔE )

(ΔE )σ
≈

75,105,612

80,602,073
   

   ≈0.9295=92.95% 

(9.38) s(nLN)*
1953-2020=

N N

2 N

cov( L ,ΔE )

(ΔE )

n

σ
≈

6,345,435

80,602,073
  

   ≈0.0785=7.85% 

(9.39) s(ΔU)*
1953-2020=

N

2 N

cov(ΔU,ΔE )

(ΔE )σ
≈

648,974

80,602,073

−
 

≈-0.0080=-0.80% 

(9.40) s*
1953-2020=s(H)*

1953-2020+s(nLN)*
1953-2020+s(ΔU)*

1953-2020 

                 =0.9295+0.0785-0.0080=1.0000 

 

（2）非农就业增量的回归方程 

（2.1）非农就业增量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回归方程 

注意方程下第一行是标准差，第二行是 t 检验值。 

(9.41) ∆EN
1953-1977=124+1,075H1953-1977   R2=0.997 

          (16.2945)   (0.1140) 

          (7.6136)  (94.2686) 

(9.42) ∆EN
1979-2020=576+0.671H1979-2020   R2=0.324  

          (145.7758)  (0.1532) 

          (3.9498)  (4.3797) 

(9.43) ∆EN
1979-2020=339+0,875H1979-2020   R2=0.831，无 1990 年 

          (60.8187)  (0.0632) 

          (5.5800)   (13.8510) 

(9.44) ∆EN
1991-2020=209+0.933H1991-2020   R2=0.880 

          (69.1305)  (0.0652) 

          (3.0216)   (14.3162) 

(9.45) ∆EN
1953-2020= 245+1.006H1953-2020   R2=0.823 

          (67.1353)   (0.0574) 

          (3.6472)  (17.5288) 

(9.46) ∆EN
1953-2020= 175 +1.037H1953-2020  R2=0.964，无 1990 年 

          (29.4866)   (0.0250) 

          (5.9320)  (41.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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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非农就业增量与总劳动力增量回归方程 

 

(9.47) ∆EN
1953-1977=-1034 +9.702nLN

1953-1977    R2=0.701 

            (248.7380)  (1.3222) 

            (-4.1576)  (2.3379) 

(9.48) ∆EN
1979-2020=846 +0.694nLN

1979-2020    R2=0.355 

            (99.9852)  (0.1479) 

            (8.4656)  (4.6945) 

(9.49) ∆EN
1979-2020=951+0,265nLN

1979-2020 R
2=0.012，无 1990 年 

            (133.0178)    (0.3913) 

            (7.1479)   (0.6784) 

(9.50) ∆EN
1991-2020=976 +0,424nLN

1991-2020    R2=0.022 

            (140.0585)  (0.5387) 

            (6.9719)  (0.7868) 

(9.51) ∆EN
1953-2020=503+1.096nLN

1953-2020    R2=0.207 

            (144.0197)  (0.2642) 

            (3.4892)  (4.1475) 

(9.52) ∆EN
1953-2020=252+2.342nLN 1953-2020 R

2=0.184，无 1990 年 

       (178.9917)  (0.6119) 

             (1.4066)  (3.8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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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1 

 

 

 

10.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特点 2 

前面两章以中国为例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的相对

总产出效应，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劳动供给和宏观经济影响。

它们清楚地揭示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独立具有的宏观经济学意义。然

而，要在宏观层次上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必须放弃标准的新古

典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经济的生产部门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

门假设。由于单部门假设同时意味着各部门生产率相等，因此，两部

门假设的前提必然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不等，或者说农业生产率

低于非农生产率。如果工资决定于生产率，那么，为什么农业劳动力

不在短期内便迅速转移到非农业并导致两部门生产率相等？在生产

率差距长期存在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两部门的经济均衡？同时，两部

门假设必然引入两种不同产品和它们的相对价格。如果农业劳动力

转移具有宏观效应，农产品相对价格应当也具有一定的宏观效应。可

如何理解相对价格的宏观意义？所以，一旦我们引入两部门假设，我

们便不可避免地面临这些和其它相关的基本经济学问题，我们就不

得不对它们做出某种系统性的探索。 

再次回顾第一章表 1.4 和 1.5 揭示的两种经济环境。如果说单部

 
1  本章得益于和姜斯栋的深入讨论，特此致谢。 

2  虽然欧美主要国家在二十世纪早期及之前经历过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劳动力转移应当具有比失业变动更重要的独立的宏观意义。但在那个时

期，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等现代经济学概念还没有出现，因此，欧美

国家不可能形成比如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以及相应的宏观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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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假设更适合非农化转型后期或接近后期的经济环境，那么，两部门

假设应当适合非农化早期和中期。实际上，以特定经济环境为背景讨

论或建立宏观经济学体系是经济学中的常见现象。古典经济学家斯

密、李嘉图、马克思都以当时非农化尤其工业化最为典型的英国为背

景建立自己的理论。在谈到选取英国的原因时，马克思明确指出：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

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

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

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

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3 现代经济

学家中，巴罗（Barro）写过以美国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但

他在与格瑞利（Grilli）合作撰写以西欧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教

科书时，特地把书名取为《欧洲宏观经济学》。4 布达（Burda）与维

罗茨（Wyplosz）曾在他们的《欧洲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中指出他们

写作该书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富有挑战性的特定环境”下的经济

学，亦即不同于美国的欧洲环境下的经济学。5 然而，正如上面提及

的两个数据表指明的那样，与欧、美经济之间的区别比较，中国经济

和欧美经济的区别更大，中国经济或者以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为

背景的经济，向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更为严峻。6 

概括地说，以非农化转型早期和中期为背景、以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总产出效应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应当具有如下特点： 

（1）承认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并把两部门经济作为标准

假设。 

（2）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劳动市场的关键变量，把它和经济

 
3  马克思，1867/1972，第 8 页。 

4  Barro and Grilli, 1994。 

5  Burda and Wyplosz, 1993, p. vi。 

6  这里应当特别提醒的是，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甚至以中国为背景讨论和建立新

的宏观经济理论，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希特勒政府主张的类似”日耳曼

物理学”的那种经济学完全是两回事。关于日耳曼物理学，参见 Beyerche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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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同列为一级变量。 

当然，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需要同时考虑农业劳动力转

移与失业。不过，在建立这样完整的理论之前，人们只能先建立仅仅

考虑失业或仅仅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然后再进一步引入

其它劳动市场变量。 

（3）一旦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我们就得把产品区分为农产品和

非农产品。两类产品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相对价格。相对价格不属于

单部门假设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围，但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背景的

宏观经济学离开相对价格就无从讨论转移，因为就纯粹的经济学研

究来说，离开相对价格机制，劳动力部门转移就无法理解。而相对价

格的引入将立即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和打开新的空间。 

（4）引入价格意味着引入短期波动。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上，

几乎所有以往研究注重的都是农业劳动力长期减少趋势，而很少讨

论它的短期波动问题。毫无疑问，在非农化大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农

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单方向流动。但在短期中，第一农业劳动力可能

回流，因此农业劳动力短期中可能双向流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我们知道，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的短

期波动是农劳比下降过程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后者又与通货膨胀存在显著联系，另一方

面，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一级变量又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可能

和整体经济的通货膨胀具有重要关联，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

波动问题应当在宏观层次上加以研究。 

（5）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劳动力大量存在于农业的国家

内，农民是经济中最需要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群体。失业之所以成为

欧美背景经济学的核心变量，首先不在于失业与例如投资等变量相

比具有更强的和经济增长或波动之间的联系，而由于失业直接联系

到社会最需要改善而人数又最多的那一部分人的状况。但在农民众

多的国家内，经济状况最需要改善而人数又最多的群体不是城镇失

业者，而是农民。例如，农民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应当比城镇失业者更

差，他们人数亦更多。改善失业者群体状况的途径是实现尽可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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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改善农民状况的途径则是实现农民转入非农就业。农业劳动力

转移作为存在众多农业劳动力国家的经济学的一级变量，便直接把

农民的状况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联系起来，同时也直接和政府的宏

观经济政策联系起来。7 

10.2 中国农村土地的准自耕农制度  

以生产率差距为前提的两部门假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

么追求更高收入或工资的农业劳动力，没有在短期内迅速转移到高

生产率的非农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观察农业内部的状

况。假定一个农业劳动力不是暂时性地、而是长期甚至永久性地离开

农业生产并转移到非农就业，8 其经济动机是提高个人收入；也就是

说，如果他转移到非农部门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他便转移；如果不

能，便不转移。如果已经转移到非农部门，但后来发现转回农业更能

提高收入，他又会转回农业。因此，尽管在历史大趋势上，农业劳动

力单方向地从农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但就个人、就某

个年份尤其就经济学惯用的短期概念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双向

的：有人转入城镇和非农部门，有人转回乡村和农业；在一个国家

中，有时转入非农部门的劳动力为主；有时转回农业的劳动力为主。

 
7  就此观察，托达罗模型把城镇劳动者视为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关心对象，偏

离了经济学所应当具有的社会福利方向。这一偏离和该模型错误地把单部

门假设用于农业劳动力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关。在发展中国家内，不是城

镇或非农失业者，而是农业劳动力，才是最需要改善而人数又更为众多的

群体。 

8  本书讨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仅仅是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职

业且全职转移，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能同时在农业和非农业就业。毫

无疑问，劳动力兼业即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业是一种常见现象。本书把它

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渡形式。经济学家常常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分为离

土又离乡和离土不离乡两类。后者可以再细分成两小类。第一小类包括转

变为城镇的原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在当地转入非农部门。第二小类包括

农业劳动力转入乡村非农业。此外，也有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范畴的离

乡不离土，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务农。李实向我指出这些转

移的细分。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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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引导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转移的指南是这

两个部门的实际工资差距，即考虑了物价变化之后的工资差距。但在

研究两部门工资差距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农业工资的决定机制。而要

做到这一点，我们又需要了解农业的经济制度。 

人类各个民族在非农化转型之前处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经

济制度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并不相同。这样的农业制度并不随着非

农化开始而消失：相反，它们继续存在于非农化转型的早期甚至中

期，有时甚至延长到非农化后期。对非农化转型中出现的非农部门，

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某种标准制度，这就是常说的新古典经济制度。

但在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中，农业部门没有标准制度。我们必须根

据所研究的某个民族的背景讨论它的农业制度。由于本书把中国作

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本节将讨论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直接

有关的中国农业制度。9 

在当今中国，农业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农户自己组成的集体所有，

并由农户按家庭分散使用。10  在这一法律框架内，中国现行农业土

 
9  如果中国从十九世纪中期进入非农化大转型，那么，后来中国的农业土地

制度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850年代到 1940年代的自耕

农为主、租佃制为辅的土地私有制。例如，根据 1934 年的调查，当时全国

自耕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为 69.27%，佃耕比重为 30.73%。第二个阶段

是从 1950年代到 1970年的准国家所有制制度，在该制度下，农户既非独立

的土地使用决策者亦非收益承担者，但却是风险承担者。对此的部分说明

见本书第六章第 6.5 节。第三个阶段便是本节所提出的准自耕农制度。关于

1934 年的调查，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1946，第 63 页。 

10 中国当今的农业制度是在 1980 年前后建立的。从中国历史看，一直到 1955

年前后，中国农业制度以自耕农为主。1949 年后，中国政府以消除贫富两

极分化为目标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将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村人口。但因为改

革后很快出现新的贫富两极分化，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中国政府遂从

1955 年开始实行耕地农村人口集体所有、农业劳动力集体耕种的农业集体

化制度，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在这个制度

下，农民集体无权处置自有的耕地，常常也无权决定耕种什么、如何耕

种，亦无权决定耕地产品的处置。张曙光从农民不得不加入集体生产组织

并在其中失去作为共同所有者正当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该制度类似租佃

制。1980 年前后，中国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制度。

它是本节讨论的对象。关于 1949 年以后的土地改革前后中国耕地分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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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度可以称之为土地社区公有、个体使用制度。这个名称中的若干

概念解释如下： 

1．社区公有制。特定居住地域内人口共同所有的财产制度称为

社区所有制。当今世界的国家所有制本身便是一种典型的社区公有

制。土地社区公有的具体含义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只有根据法律属

于某个社区的人才具有该社区居民身份并具备该社区土地共同所有

者的资格；第二，只有属于这个社区范围的土地才是该社区居民的所

有物。因此，一个人在法律上离开了社区，他就自动丧失了该社区公

有财产所有者的身份；他为此亦得不到该社区的补偿。与此相对应，

一个人在法律上进入某个社区，他也自动成为该社区公有财产的所

有者，而无需预先做出贡献。社区所有制不但排除了一个人跨社区成

为所有者的可能性，而且排除了一个社区拥有社区外土地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社区层次是农村村民小组或行政

村。 

2．个体。这里的个体指以农为生的家庭即农户。本书仅仅从经

济学角度考察农户，把农户视为利用土地和主要利用家庭劳动力从

事农业生产的最小经济单位。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农户或以农为生

的人口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可以自由地离开农村社区和农业从而不

再属于农业或农村人口。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在 1950 年代开

始实行的户口制度，把公民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区分的标准是

1950 年代中期的常住地：常住城镇的人属于非农业户口，常住乡村

的人属于非农业户口。该区分不但对当时人口是终生的，而且对他们

的后代亦是终生的。两类户口的转换实行 “审批制”。一个人只有获

得特别的批准才能够从农业户口转换为非农业户口或反方向转换。

就此而言，中国农业人口是一种正式制度规定的身份。在中国极权经

济时期，农业人口不能自由离开乡村、不能自愿放弃农业。上世纪八

十年代以后，农业人口重新获得自由离开乡村和放弃农业并从事非

 
况，参见 Menzel, 1978, p. 468-407；《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 31 页。

关于该次土改后新出现的贫富两级分化和其后果，参见毛泽东，1955，第

186 页；朱秋霞，1995。张曙光和赵农，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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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权利，但他们没有获得自由改变“人口身份”的权利。因此，

即使一个自行转移到城镇的农业劳动力十年二十年地连续在城镇非

农就业，他依然属于“农业人口”，而不能自由地转为“非农业人口”。

而在一个农村社区中，农业人口身份的居民才同时具有农业土地所

有者的身份。11 

3．在社区土地公有制框架下，社区土地由社区内的农业人口共

同所有。他们组成某种机构来行使自己的所有者权利。 

4．个人使用制表示社区土地在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被分配到各

个农户，由农户独立耕种并独立承担土地耕种的收益和风险。中国首

次实行土地家庭或农户使用制度的时间是 1980 年前后。那次分配的

土地使用权在 2000 年前后结束。再次重新分配时确定的土地使用权

期限为 30 年，即到 2030 年前后。 

我们观察中国农用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和众所周知的地主佃农

制度、地主雇农制度或自耕农制度相比，这个制度有两大特点： 

（1）不存在土地使用权初始分配的土地市场和与此关联的劳动

市场。它意味着土地不按照出价高低的市场原则配置到生产中。一个

农户要从事农业首先要有土地。中国以村民小组或行政村为社区分

配耕地时遵循人口原则，即耕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农户。社区往往也

在人口原则的大框架内增加一些次要原则。12  人口原则和市场原则

大相径庭。想象一下市场原则。按照市场原则分配，某个农户上缴社

区的土地产量大，那个农户就能获得更多甚至全部社区土地的使用

权。没有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可以从得地农户上缴社区的产量中

获得应属自己的农产品。此时，土地在农户之间的配置便需要经过土

 
11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

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

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注

意，一个自行转移到城镇非农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因为不改变其农业人口

身份，所以不需要该条款中的迁移“证明”。 

12 宋开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社区土地使用权初始分配案例。在该案例中，农

户在 2000 年确定土地使用权分配原则时，不但考虑现有人口，而且考虑未

来三十年内各家庭的预期人口。参见宋开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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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场。这个市场和劳动市场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希望获得耕地的

农户必须在出价时压低自己的收入而抬高上缴的产量。众多希望获

得耕地的农户之间的竞争，将确定具体使用土地的农户和他们上缴

社区的农产量。显然，获得土地的农户的剩余农产量就是他的个人收

入。不过，中国应当没有任何社区利用市场原则。 

（2）农户无须缴纳地租。由于农户获得耕地并从事生产不需要

经过土地和劳动市场，所以农户不需要为他们耕种的土地向“自己组

成的某种机构”缴纳地租。当然，农户完全可能向这一机构缴纳某些

费用，缴纳标准也完全可能根据耕种的土地面积而定，但这些费用通

常用来支持社区的公共服务，因此不能视为地租。 

具有上述特点的中国农地制度和理论上的自耕农制度类似。在

纯粹自耕农制度下，每个农户耕种且仅仅耕种自己所有的土地，不存

在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亦不存在地租。就纯粹状态而言，在中国的

社区农户公有、个体农户耕种的土地制度下，每个农户耕种且仅仅耕

种自己获得使用权的土地。两个制度的区别在于自耕农制度内的每

个农户是其耕种土地的独立所有者。而在中国当前制度内，每个农户

是作为社区居民之一而与其他社区农户共同作为他所耕种的土地的

所有者。我们把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称为准自耕农制度。13  换用本

书第六章使用过的更一般概念，中国现行农业土地制度和自耕农制

度都可以视为农业社会的一阶级模型。这个模型的关键特点是耕种

者耕种并且仅仅耕种自有土地。 

对经济分析而言，重要的不是法律上的所有制，而是法律和习俗

确定的使用权限和收益-风险分担机制。根据中国农业土地制度，农

户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为三十年。在这三十年内，在一定范围内，

农户有权决定如何在农业范围内使用土地，并且承担自己决定的收

益和风险。因此，农户尽管不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但在其拥有土地

 
13 长期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是所谓的“准自耕农制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

点在中国农业中有着长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永佃制便可以视为租佃制

和自耕农制度的中间形式。若地租率比较稳定，则永佃制更接近这里所说

的准自耕农制度。参见王昉，2005，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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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期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决策者和独立承担风险与

收益的经营者，这样，他足以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即一个追求自己

经济利益的独立和理性的经济人。14  

10.3 农业工资的特点 

农业生产严重依赖耕地。所以，农户的经济状况和耕地的有无与

多寡密切相关。这一点，无论对一个农户、一个农村社区还是一个国

家来说都是正确的。我们暂且从一位农户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且不探

讨他所使用的耕地的所有权问题。假设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这个农

户耕种的土地数量一定，所应用的耕作技术确定，所投入的资本和劳

动数量也是固定的，那么，这个农户的收成在正常年份也是基本稳定

的，并且超过生存产量。在纯粹的租佃制度下，这个农户要把他使用

租入土地的收成分为以下三份： 

(10.1) 佃农：土地总产量=耕作成本+地租支出+净产量 

                      =资本支出+地租支出+生存产量 

公式中的耕作成本包括种子、农具、机械、用水、化肥、农药、

改良耕地等所有为了取得土地收成而由农户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物

质资料成本，我们把它综合地称为资本支出。佃农使用租入的耕地、

他本人的资本和劳动生产。地租按照预先商定的方式和数量支付。总

产量扣去资本支出和地租后的剩余便是佃农的净产量。假定佃农净

 
14 艾利思曾经定义农户如下：“农户是主要从农业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

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农户；农户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

的投入和产出市场。(Peasants are households which derive their livelihoods 

mainly from agriculture, utilise mainly family labour in farm production,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partial engagement in input and output markets which are often 

imperfect and incomplete.)”。该定义没有牵涉农业土地所有制、但显然以农

户有土地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前提，因此，该定义蕴含农户具有某种长期

有效的土地使用权，因此也含有农户既是土地使用的独立决策者也是其收

益和风险承担者的内容。参见 Ellis，1993，p. 13，原文为斜体字。中文版

参见艾利思，1993/2019，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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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等于他的生存需要量即生存水准。按照佃农的看法，净产量是他

的农业劳动收入。不过，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他的净产量包括两个部

分，一部分是他的劳动收入，一部分是他的资本支出的利息收入。比

如，由于他必须先付款购买化肥，这一例如 500 元的化肥款应当视

为他的资本支出。因该化肥施用而获得的产量增量，应当归为资本带

来的净产量。换一个角度，设想该农户不购买化肥，而把这 500 元存

入银行并在年底获得例如 5 元利息。所以，如果他购买化肥的话，他

除了要把 500 元的化肥款计入耕作成本并在年底收回之外，他还应

当从净产量收入中另外扣除 5 元作为利息收入，剩下部分才是他的

劳动收入，因此，这个佃农的收入分配公式应当变为下式：15 

(10.2) 佃农：土地总产量=资本支出+地租支出+净产量 

   =资本支出+地租支出+ (资本产量+劳动产量) 

现在我们改变农业土地制度，从租佃制度变为人民公社制度和

自耕农制度，佃农变成人民公社社员或自耕农或者准自耕农。地主消

失了，但土地还是原先的土地，技术还是原先的技术，甚至农业产量

也还是原先的水平，但产量分配状况变成下面的(10.3) 16 和(10.4): 

(10.3)人民公社：土地总产量=资本支出+政府征购产量+净产量 

               =资本支出+政府征购产量+生存产量 

(10.4)自耕农：土地总产量=资本支出+净产量 

比较公式(10.2)、(10.3)和(10.4), 我们有： 

 
15 本节讨论农产品分配时完全不考虑各类型农民通过不同途径向政府缴纳的

正式或显性的税收。 

16 政府征购产量指人民公社社员按照政府定量和定价卖给政府的农产品。注

意本节不考虑农业税收。在需求方，政府当时是农产品唯一购买者和定价

者；在供应方，政府规定社员生存需要的农产品数量，超过该数量的农产

量备全数“征购”。出售征购产量所得的收入属于社员的“净产量”。也

就是说，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出售征购产量收入+社员留存产量折算收入=

社员净产量收入=生存水准。由于出售征购产量收入占社员净产量收入比重

不大，同时为了突出社员不得不以政府规定的低价向政府出售部分农产

量，公式(10.6)把征购产量和社员净产量分开并以前者代表社员缴纳的某种

“无偿”产量。关于征购产量比重，参见赵发生，编，1989。转引自钱煜

昊、曹宝明和武舜臣，2019，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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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自耕农净产量>佃农净产量 

(10.6) 自耕农净产量>人民公社社员净产量 

(10.5)和(10.6)成立的原因是经过土地制度变化，原来被佃农交

付给地主的地租或者被社员交付給政府的公粮，现在被自耕农留下

作为自己所拥有的产量，所以归于自耕农的净产量大于归于佃农或

社员的净产量。公式(10.5)和(10.6)看似平常，其理论意义却非常重要。

如果说，在租佃制或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户尽管要缴纳地租或公粮，

但自己留下的净产量在正常情况下应当能够维持生存，17  那么，转

变为自耕农制度，农户留下的净产量就高于生存水准。把佃农和人民

公社社员的净产量视为生存工资，我们得到 

(10.7) 自耕农农业工资>生存工资 

所以，仅仅一个土地制度变化，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刘易斯

等经济学家主张的生存工资概念就不再适用，或者说，假设生存工资

概念适用于租佃制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话，那么，它不再适用于自耕农

制度和我们观察的中国准自耕农制度。 

我们把农户获得的净产量视为农业工资。这里的原因首先在于

佃农、社员和自耕农和准自耕农通常都不区分他的净产量和劳动产

量的关系，而把净产量统统视为自己的劳动产量或劳动收入。18  例

如，在中国现行的准自耕农制度下，农户很少会把自己的土地净收入

分为地租收入、资本利息收入和劳动工资收入三个部分，而习惯地把

它仅仅视为自己的劳动收入。中国统计部门也默认这一点，因此，中

国官方统计资料仅仅公布农户的净收入，而不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土

 
17 这里假定佃农自己所得的净产量等于他的生存产量即生存工资的原因，一

是借以把租佃制作为一种和自耕农制度比较的参照系，二是以刘易斯为代

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生存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性。

三是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把生存工资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实际

生活中，佃农净产量往往高于生存产量。但即使如此，公式(10.5)依然成

立。 

18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资本贡献的净产量属于资本收入或利润。因此，(10.5)

和(10.6)的假定前提是农户把资本利润亦视为劳动的净产量。艾利思认为，

“缺乏系统的资本收益率概念”是区分农户和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特点。

参见 Ellis，199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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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本和劳动等诸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其次，农户通常拿自己的土

地净收入与非农部门的工资收入相比较，而不拿自己的“纯”劳动收

入和非农工资比较。非农劳动者亦把农户的净收入作为自己工资的

参照系。这一事实对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正因为农业和非

农劳动力都用这样的净收入和非农工资比较，所以，我们在讨论农业

劳动力转移时把农户净产量视为农业工资；同时，我们也把自耕农制

度下农户净产量高于其生存水准的状况称为农业工资高于生存工资

的命题。 

在自耕农制度下，农业工资还会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出农业而上

升。19 回顾图 6.3。该图中的农业劳动平均产量 tgαP 代表生存工资

wE，tgαP=wP=wE。农业劳动力数量为 P 时，农业没有任何多余产量

可用来缴纳地租或公粮，因此不可能出现租佃制或人民公社制，而只

可能是某种形式的自耕农制度。若自耕农制度不变，当劳动力减少到

W 时，平均产量为 tgαW>tgαP=wP=wE，农业工资提高了！若农业劳动

力继续减少到 Q、V 或 R，由于 tgαR>tgαV>tgαQ>tgαW>tgαP，农业工

资将继续提高。所以，在技术水平、耕地资源和资本投入一定的前提

下，农业劳动力越少，农业工资越高；农业劳动力越多，农业工资越

低：农业工资和农业劳动力两者的变化成反比，农业工资在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中将呈现上升趋势。20 

 
19 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民的著作，大部分没有明确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大背景。例如，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虽然提及农户在非农部门兼业，但

完全没有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它也不可能考虑由转移而派生的许多

重要现象，例如农业工资上升趋势。参见艾利思，1993/2019。 

20 这里需要说明耕地流转机制或土地使用权二次分配机制。在土地使用权期

限内，农户可以租出或租入土地，因而形成土地出租市场。非农化转型改

变了耕地在农业社会的供求关系。从供给面说，转出劳动力多，农地租佃

市场供给量便大。从需求面说，由于农业工资已经高于生存水平，继续务

农者对新农地需求的动机将是提高收入；这些农户依然有机会通过非农途

径提高收入，取得新农地仅仅是他们提高收入的许多途径之一，往往还不

是最吸引人的途径。所以，在非农化过程中的农地买卖和出租市场（在中国

情形下仅仅是出租市场）上，农地供给和需求关系将不是严重供不应求，而

是在一定地租水平上的供求基本平衡甚至供大于求。那种高地租盈利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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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方法，把农业工资视为农业产出和劳动投入之商，我们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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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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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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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动投入的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之比，即产量弹性，e (0, 1)，所

以，工资与劳动反方向变化，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中，农业工资

将呈现上升趋势。 

这样，我们得到中国或者自耕农农业工资的四个命题： 

1) 它由农户的净产量决定。 

2) 它高于生存水平。 

3) 它可以储蓄。21 

 
景不适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农化时代。具体地说，以租地市场为例，一

个准备转移的农户应当在自己获得一定地租的情形下便准备租出农地，而

一个需要付出地租才能够增加农地的务农农户，应当在农地增加将提高甚

至明显提高自己获得的净产量的情形下才会租入农地，所以，在非农化的

大形势下，无论租入耕地农户的劳动边际产量是否依然低于所谓的生存水

平，地租也不会像刘易斯设想的那样，高到让租地农户净产量无法提高的

地步。相反，地租必须充分低，租地农户的净产量必须明显提高，农户之

间的农地流转才能够实现。而租入农户净产量提高便意味着农业工资提

高。这一机制的理论基础是土地尤其农地在非农化过程中经济作用的下

降。这种下降必然表现为地租的相对降低和农地市场的供大于求。在经验

上，我们发现在中国最近四十年的非农化过程中，农地甚至出现闲置或抛

荒或历史习成的复种指数下降。它意味着即使不要求任何地租，转出农户

有时也无法把农地使用权租出给继续务农的农户。关于中国的农地闲置，

参见例如韩立达和陈卫宜，2008；郑沃林和罗必良，2019。 

21 应当说，一旦工资高于生存水准，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假设劳动者无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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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它将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上升。 

这四个命题是理解中国以及自耕农和准自耕农制度下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关键所在。 

10.4 农业部门标准制度 

从农业工资的上述四个命题出发，我们扩展自耕农和准自耕农

的定义如下：如果农户的农地使用权长期稳定，农户主要利用家庭劳

动力和常见技术在正常年份获得的自有净产量超过生存水准，农户

不具有系统的利润概念，则称由这样农户组成的农业制度为广义自

耕农制度，而无论农地所有权如何安排。显然，广义自耕农制度便既

包括狭义的自耕农制度，也包括符合定义的准自耕农制度、租佃制度

和其他农地制度。 

同时，我们提出一个假说：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广义自耕农制

度可能成为农业部门的标准制度，或者说，世界各民族在非农化转型

开始时所具有的形形色色农业制度，将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向广义

自耕农制度趋同。 

这个假说的一个思想实验如下。若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

农地租佃比率为百分之三十且佃农净产量等于生存水准，若后续年

份长期正常，无自然和社会巨灾，则在非农化开始后，佃农应当比自

耕农更希望转移到非农部门，佃农向非农企业提出的最低要价应当

比自耕农的要价低，因此，佃农在劳动市场上更有获得非农就业的竞

争力。所以，随着非农化不断进展，佃农转出农业的速度应当比自耕

农更快。佃农不再耕种的农地，如果继续在农业范围内使用，农地所

有者可能的制度安排有：1. 完全自耕；2. 出租给他人耕种，但新佃

 
蓄。而一旦他们有储蓄，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他们无投资。而农业投

资将增加农业资本，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后者又会导致农业工资上升。因

此，强调劳动者无储蓄的李嘉图、马克思和刘易斯理论，不得不坚持工资

不可能高于、至少不可能长期地、正常地高于生存水准的说法。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278 

农所得的净产量将高于生存水准；3. 自耕并雇佣他人帮工；4. 雇佣

专职管理者经营；5. 组建公司或合作社经营。 

在这五类制度安排中，第 1、2 两类属于我们定义的广义自耕农

制度。第 3 类情形比较复杂。如果雇佣劳动在其劳动总投入中的比

重不高，则该类制度仍可以视为广义自耕农制度的一种形式。第 4、

5 两类可能属于农地的资本主义制度，即追求利润的农地经营，也可

能属于非资本主义的追求劳动收入的经营。如果是追求劳动收入的

经营，则它们更可能类似广义自耕农制度。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第

1、2 和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第 3 类可能更为普遍，也就是说，广义

自耕农制度可能越来越占优势。 

下面用一些资料部分地佐证我们的假说。表 10.1 显示的是美国

农地所有权在 1880 到 1997 的 100 多年间变化。如果从数据比较详

尽的 1900 年算起，农地全部自有的农场占美国农场总数的比重不但

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与此相反，全部租入土地的农场比重反而

显著下降，从上世纪初的 35%降低到世纪末的 10%左右。同时，农

地部分自有的农场比重上升更为显著，从世纪初的近 8%升到世纪末

的 30%左右。根据本章前面对土地流转的说明，在非农化过程中，

农户租入土地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劳动收入，因此，租入农地的农户

的劳动收入不但必然提高，甚至应当明显高于其生存水准。所以，美

国农地全部自有和部分自有的农户，都可以归于广义自耕农制度，甚

至美国的全部租入土地的农户也可以归于这个制度。22 所以，表 10.1

应当显示广义自耕农制度在美国农业中成为占统治地位制度的趋

势。 

 

 

 
22 就广义自耕农制度的另一个特征“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力”来说，美国从

1910至1996年的统计揭示，美国农业劳动力中的家庭劳动力 (unpaid family 

workers) 比重始终在 70%以上。参见 Carter, Gartner and Haines, etc. eds., 

2006, vol. 4，Tab Da612-614。关于专业化家庭农业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

的兴起和替代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参见 Friedman, 

1978。关于农业制度自非农化转型开始以来的演变，参见沈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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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美国农场所有权结构，1880-1997 年 

(%) 

年份 全部自有 部分自有 受雇管理 租入 

1880 74.4   25.6 

1890 71.6   28.4 

1900 55.8 7.9 1.0 35.3 

1910 52.8 9.3 0.9 37.1 

1920 52.2 8.7 1.1 38.1 

1930 46.3 10.4 0.9 42.4 

1940 50.6 10.1 0.6 38.8 

1945 56.3 11.3 0.7 31.7 

1950 57.4 15.3 0.4 26.9 

1954 57.4 18.2 0.4 24.0 

1959 57.0 22.5 0.6 19.8 

1964 57.6 24.8 0.6 17.1 

1969 62.5 24.6  12.9 

1974 61.5 27.1  11.3 

1978 57.5 30.2  12.3 

1982 59.2 29.3  11.6 

1987 59.3 29.2  11.5 

1992 57.7 31.0  11.3 

1997 60.0 30.0  10.0 

注 1：1880和 1890年“全部自有”数据包括部分自有和受雇管理的农场。
23
 

 
23 表 10.1 中的“农场”是资料来源中的“farm”的翻译。根据美国农业普查

定义，“farm”是根据农业生产单位而非农地所有权定义的。一个“farm”

使用的农地可以有多种所有权形式，而一个农地所有者若把自己农地租给

不同租入者使用，则每个租入者使用的土地为一个“farm”。表 10.1 资料

来源也使用“farm operator”概念，其含义是自己劳动或者直接监督劳动的

“farm”运营者 (person who operating a farm, either by performing labor him- 

or herself or directly supervising it)。同时，一个 farm 只能有一个 farm 

operator。本章前面定义农户为“利用土地和主要利用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

生产的最小经济单位”。显然，美国的 farm 至少部分符合本章的农户定

义，而 farm operator则部分相应于“农户户主”。因此，本书往往不加区别

地使用农场和农户两个概念。在本书中，农户可以理解为持有农场农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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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1920年“全部自有”数据中有 345 个农户没有区分其农地全部还是

部分自有。 

注 3：1930年“全部自有”数据中有 330 个农户没有区分其农地全部还是

部分自有。 

资料来源：Carter, Gartner and Haines, etc. eds., 2006, vol. 4，

Tab Da530—545。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从 1945 年成立起就开始世界农业普查。

下面的表 10.2 和 10.3 分别整理自该组织 1970 年和最新公布的 2010

年调查资料。两个表明确指出，在 FAO 分类的所有地区和在全世界，

农地自有的农场占总农场的比重和农地自有农场的农地占总农地的

比重在 1970 和 2010 年都超过其他所有权类型。就两个表涵盖的“世

界”来说，自有农场和自耕农地的比重在 1970 年分别为 79.2%和

61.1%，四十年后的 2010 年则分别上升到 91.4%和 74.3%，不仅在这

两个调查年度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总和，而且清楚地表现出向广义

自耕农制度的趋同。唯一的例外是 1970 年前后的非洲。24 这是因为

当时非洲许多农地的私有权还没有确立。同时，尽管因为所涵盖国家

以及所使用概念的不同，表 10.2 和 10.3 有许多不可比之处，但它们

亦指出，从 1970 年到 2010 年，自有土地农场和自有农地比重在可

对比的所有地区和全世界都明显上升。唯一的例外是欧洲的农地自

有比重。这是因为在这四十年中，欧洲各国鼓励转出农业的农户将农

地出租给依然务农的农户。注意此时欧洲农地出租制度不但长期稳

定，而且租入者的净收入显著高于生存水准，所以，欧洲的土地制度

属于我们定义的广义自耕农制度。 

 
用权的务农家庭，一个农场可以理解为由单一农户使用的全部农地组成的

经济单位，而两者都表示农业生产中独立核算的最小经济单位，农户户主

亦等同于农场使用权持有者和运营者。注意农场在中文中被广泛理解为利

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农业经济单位，例如《汉语大词典》的“农场”词

条如下：“农场，nóngchǎng，[farm]用机械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企业单

位”。“农场”在本书中则具有和农户几乎相同的含义。参见表 10.1 的资

料来源以及《汉语大词典》，2022。 

24 Ray 认为表 10.2 对 1970 年农地自有比重的估计偏高。参见 Ray, 1998, p.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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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以农地所有权分类的世界农场和农地结构，1970 年 

类别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欧洲 北美洲 世界 

国家数 10 4 15 12 2 46 

农场所有权分布 (%)       

自耕 85.8 5.2 60.3 67.6 63.2 79.2 

完全租佃 5.9 1.6 17.1 9.3 12.0 7.1 

自耕加租佃 8.2 6.9 6.6 23.0 24.8 10.0 

其他 0.0 86.3 16.0 0.1 0.0 3.7 

农地所有权分布 (%)       

自耕 84.0 9.2 80.4 58.9 36.6 61.1 

完全租佃 5.9 3.0 6.2 12.5 11.9 9.0 

自耕加租佃 10.1 29.1 5.6 28.5 51.5 27.2 

其他 0.0 58.7 7.8 0.1 0.0 2.7 

注： “其他”指擅自占有土地或者土地属于部落或社区等情形。“国家数”

指向 FAO报告该类资料的 FAO成员国数量。  

资料来源：FAO，1981，转引自 Otsuka, Chuma, and Hayami, 1992, Tab.1，

瑞, 1998/2002，Tab. 12.2.  

 

表 10.3 以农地所有权分类的世界农场和农地结构，2010 年 

类别 非洲 美洲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世界 

农场所有权分布       

国家数 2 11 13 34 4 64 

所有权分布 (%)       

自有 75.8 91.8 92.1 91.6 96.1 91.4 

租入 2.6 11.4 1.7 16.9 29.3 3.3 

其他 7.9 2.7 1.1 6.0 2.9 1.8 

多种形式 1.7 2.2 5.6   4.8 

农地所有权分布       

国家数 5 16 15 34 7 77 

所有权分布 (%)       

自有 85.7 78.5 91.5 52.4 64.6 74.3 

租入 6.2 19.5 2.7 41.5 34.8 23.1 

其他 4.7 1.5 0.8 6.1 0.6 1.7 

多种形式 3.4 0.6 4.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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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个农场可以登记为多种所有权类型。25 

资料来源：FAO, 2021, Tab. A2.8.  

根据 FAO 对 2010 年前后世界农业普查的总结，26 在向它提交

报告的 81 个国家中，“使用者所有或者类似使用者所有 (owner-like) 

的耕地制度，是农业土地制度中最为普遍的形式。”同时，“按面积计

算，世界各地区只有极个别国家报告说，从他人处租入耕地是它们国

家最普遍的农地所有权形式。这些国家是非洲的塞舌尔、亚洲的塞浦

路斯、欧洲的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卢森堡、马耳他和斯

洛伐克，美洲的苏里南和大洋洲的北马里亚纳群岛。”27 我们进一步

考虑虽然是 FAO 成员国、但没有向该次普查提交报告的中国。中国

农地制度显然属于广义自耕农制度。那么，由于中国农业在世界的重

要性，广义自耕农制度在当今世界农业中的比重将更高。因此，我们

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广义自耕农制度应当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农

业制度；第二，各类农业制度在 1970 到 2010 年间应当向广义自耕

农制度趋同。 

10.5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平均产量工资 

本书使用农业工资概念的目的，是分析农业劳动力面临非农就

业机会时的经济行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工资理论是边际产量决

定工资。本书则把农业工资视为平均产量工资。毫无疑问，边际产量

 
25 FAO 使用的概念是“agricultural holding”and“agricultural holder”。前者指与

所有权、法律形式或农地规模无关的单独管理的农业生产单位 (economic 

uni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single management … without regard to title, 

legal form or size)，后者指对前者运营做出决策和管理的个人、个人组成的

团体或法人。本书把它们分别译为“农场”和“农场运营者”。显然，它们在

一定程度上和美国的两个概念 farm 与 farm operator 相对应。不过，与关于

美国情形的表 10.1 相比，FAO 没有区分“受雇管理”农场。参见 FAO，2019, 

p. 374。 

26 2010 年调查指从 2006 到 2015 年的世界农业普查。 

27 FAO，2021，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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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业劳动力或农户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考虑一个农户。他把自己

的时间配置到劳动和闲暇（或非劳动时间）两个用途上，以便获得最

大的经济幸福或效用。劳动挣得收入，收入购买消费品。但劳动辛

苦，因此取得的收入和购得的消费品可能“不值”闲暇。所以，农户

如何在劳动和闲暇之间配置时间，首先取决于他对消费和闲暇两者

孰轻孰重的偏好。尽管各个农户的偏好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为他们

列出一个一般性的偏好方程即 28 

(10.10)  U=U(C, LE) 

其中 U、C 和 LE分别代表效用、消费和闲暇，且 

 (10.10a)  
dU

dC
>0, E

dU

dL
>0  

 (10.10b)  

2

2

d U

dC
>0, 

2

E 2

d U

dL
>0  

(10.10a)表示消费和闲暇越多越好，(10.10b)则表示随着消费和闲

暇增多，新增加一单位消费或闲暇带来的效用越小。由于增加消费或

闲暇必须以减少闲暇或消费为代价，因此若令 U 为常数并从(10.10)

中解出 C，我们得到 

(10.11)  C=C(U, LE) 

且 

 (10.11a)  
E

dC

dL
=

dU

dC
/

E

dU

dL
<0  

(10.11)的图形便是下面图 10.1 内用 LE-C 坐标度量的效用无差

异曲线 U，其中曲线位置越高，效用 U 越大。注意图 10.1 的横轴表

示农户可支配的总时间 T，T 是常数。LE以横轴右侧为起点，劳动 L

以横轴左侧为起点。因此，图 10.1 中的 LE-C 坐标系是正常情形的逆

时针 180 度旋转后的情形。图中的 Y 曲线是我们熟悉的农业生产函

数。我们假设农户产量全部被其消费，所以 Y=C。生产函数确定了

 
28 关于农户的最优选择，参见 Bardhan and Urdy, 1999, Chapter 1 “Household 

Economics”；或艾利思，1993/2019，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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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在不同劳动投入时可能取得的最大产量或消费，效用函数则确

定了农户在消费和闲暇之间的偏好。因此，农户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选

择是点 D，即投入劳动 L=R，产量 YD，消费 CD=YD，闲暇 LE=T-R。

点 D 的标志是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斜率绝对值相等，即农户在消

费和闲暇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农户劳动的边际产量。可见，作为一

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边际产量将帮助农户确定最优时间配置和最

优消费。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想象农户减少一单位闲暇时间而劳动的

收入，是该单位劳动时间的新增产量即边际产量。因此，边际产量可

以视为劳动报酬或工资。 

 

图 10.1 没有非农就业机会时的农户最优决策 

 

现在我们考虑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假定该农户可以在从事农业

的同时亦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并假定非农工资 wN由外部决定。此时，

农户需要在农业、非农业和闲暇三者之间配置时间以取得最大效用。

为了清楚地理解农户此时的决策，我们有必要列出一个模型如下： 

(10.12) U=U(C, LE) 

(10.13) C=Y+WN 

(10.14) Y=f(LA) 

(10.15) WN=wNLN 

O 
农业劳动 → 

Y, C 

YD=CD 

 

U1 

T 

D 

R 

 闲暇 

U2 U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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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LA+LN+LE=T 

其中 wN和 WN分别为非农工资率和非农劳动总工资收入。由于

劳动需要分为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我们用已经熟悉的符号 LA 和 LN

代表这两类劳动。仍然假定农户消费其所有收入，我们将(10.14)-

(10.16)代入(10.13)得到 

(10.17) C= f(LA)+wNLN 

   = f(LA)+wN(T-LA-LE) 

代入到(10.12)得 

(10.18) U=U[(f(LA)+wN(T-LA-LE), LE] 

解出最大化条件为 

(10.18a) 
A

dU

dL
=

U

C




(

A

A

d (L )

dL

f
-wN) 

(10.18b) 
E

dU

dL
=-

U

C




wN+

E

U

L




 

令(10.18a)和(10.18b)等于零，整理得 

(10.19a) 

A

A

d (L )

dL

f
=wN 

(10.19b) 
E

dC

dL
=wN 

(10.19)两个方程是农户为取得最大效用而在农业和非农劳动及

闲暇三者间配置时间的标准，其中(10.19a)指出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

等于非农工资，(10.19b)指出闲暇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非农工

资。因此，非农劳动机会的出现导致非农工资概念，而非农工资概念

一旦出现，农户的时间配置决策便决定性地受到非农工资影响。 

我们用图 10.2 说明这个模型。首先，我们引入向右上方倾斜的

工资直线 wN。注意 wN直线在 LE-C 正常平面上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该直线可能在农户原先的最优选择点 D 同时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

相切，此时，(10.19)两个标准满足，农户按照这些标准投入的农业劳

动的边际产量正好等于非农工资，所以该农户不为非农劳动机会所

动，而继续其原有的劳动配置决策。但是，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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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情形，是非农劳动工资高于农户原先最优决策时的农业劳动

边际产量，因此，农户为取得更大效用将把一部分时间配置到非农劳

动。图 10.2 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假设非农工资为 wN
E，农户在点 D

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低于 wN
E，农户将减少农业劳动并把这部分时间

转而用于非农产业，一直到农户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 wN
E 的点

E 为止。在农户转移部分劳动时间到非农业的过程中，农户总收入将

上升，若农户的收入和闲暇相对偏好不变，农户根据效用函数与工资

线的切点 I 配置劳动和闲暇时间。假如农产品的价格为 1，农户投入

农业劳动 Q 获得农业产出为 YE，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为 V-Q，非农

工资收入(V-Q)wN
E，农户总收入等于总消费，即 CE=YE+(V-Q)wN

E。

在图 10.2 中，农户增加劳动时间以取得更多收入。农户虽然为新增

收入而减少了闲暇，但农户效用从 U1 提高到 U2，显然，农户从增加

收入中获得的消费效用大于农户因减少闲暇而失去的效用。不过，在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边际产量的作用：农户最优化决策要求其农

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 

 

图 10.2 存在非农就业机会时的农户最优决策 

 

到现在为止，我们证明边际产量工资对兼业农户的意义。但是，

正如马歇尔当年在其经济学集大成的著作中强调的那样，边际分析

O N 
农业劳动 → 

Y, C 

YD=CD 
E 

U1 

T 

F 

D 

R 

wN
E 

 闲暇 

αF 

Q S 

βF 

CI I 

J 

wN
F 

U2 U3 

V 

CJ 

YF 
YE 

Y 



第十章   农业制度和农业工资 

287 

是以连续原理为基础的。29  农户逐渐减少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非农

劳动时间是个连续过程，因此适合于边际分析。我们再次观察图

10.2。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资应当不断上升，wN曲线越来越

陡峭，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相应地越来越少，非农劳动时间越来越

多，农户获得的效用越来越大。但是，在这个连续过程中，农户始终

保持着兼业而不完全离开农业。这是因为，如果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

动边际产量，那么只要农业劳动时间不趋向于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

量便始终低于其平均产量，农户把劳动时间完全配置在非农业就会

导致收入以及效用损失。例如，如果上升了的工资线 wN
F和生产函数

在点 F 相切，农业劳动投入为 N，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为 tg(βF),明显小

于平均产量 tg(αF)。此时，如果农户保持兼业，农户的总收入为 

(10.20) C 兼业=YF+wN
F(S-N) 

=N·tg(αF)+wN
F(S-N) 

=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N· FY

N
+wN

FS-wN
FN  

=( FY

N
-wN

F)N+wN
FS 

如果农户按照边际产量工资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他的收入  

则为 

(10.21) C 转移=N·tg(βF)+wN
F(S-N) 

=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农业劳动时间 

+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N·tg(βF)+wN
FS-wN

FN  

=wN
FS 

显然，由于(YF/N)>wN
F, 所以有 

(10.22) C 兼业>C 转移 

 
29 马歇尔，1890/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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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应于非农工资 wN
F，农户的选择是兼业而非转移。这里，

农户兼业收入高于转移收入的原因，在于农户兼业时按照农业劳动

平均产量计算自己的农业劳动报酬。如果在相应 F 的时点上，农户

准备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则非农产业的工资至少不能低于他的农

业平均产量工资。就此而言，一旦农户跳出连续性调整农业和非农业

劳动时间配置的框架，农户所面临的决策便是一次性完全转移出农

业的决策。这是一种非连续的突变。对这种突变，农户要求的非农工

资，至少应当是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工资，也就是说，只有当非农工资

不低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时，农户才愿意彻底放弃农业而完全转移

到非农产业。我们对农业劳动投入为 N 时的阐述，适用于农业劳动

不趋向于零情形以外的所有其他情形。因此，分别用 wA 与 wN 表示

农业和非农工资，L=LA+LN 表示总劳动，APA 表示农业劳动平均产

量，我们一般化地表述上述条件如下： 

(10.23) C 转移=wNL ≥ (APALA+ wNLN) =C 兼业 

且 

(10.24) C 转移=C 兼业, 若 APA=wN 

也就是说 

(10.25) wA=APA=wN 

(10.24)是农户在兼业与转移之间决策的均衡条件。(10.25)把这一条件

进一步表述为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并等于非农工资。30 

本书在后面章节将把(10.25)同时视为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市场的均衡

条件。 

 
30 如果把图 10.2 视为整个农业部门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农业劳动力

转移，农业劳动平均产量越来越高。因此，为吸引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

需要支付的非农工资也越来越高。同时，农产量不但不能减少，反而还要

增加。本书后面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分析将说明，除了技术进步外，

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农业和非农业。投入农业的资本用以保证农

产量增加，投入非农的资本则保证非农部门在吸收农业劳动力的时候，依然

能够提高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在农业劳动力趋向非常少从而农业劳动边际

产量趋向非常大的时候，一方面，经济可能没有足够新资本转移农业劳动

力，另一方面，人类可能已经发展出生产农产品的非农方式。非农化大转

型的结束，应当是农业失去在人类食物生产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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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本节的分析至少蕴含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是耕地和

农业资本品的二次市场不发达甚至不存在。31  它意味着一个农户在

完全离开农业的时候，无法将他的耕地和资本品按照它们在他若不

转移时的边际产量的价格租出或售出。如果这一前提不成立，二次市

场存在且完全，耕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随时可以按照其边际产量

价格售出，农户将在其可以兼业的任何时点上完全离开农业而不承

受收入损失，农户在兼业与转移之间决策的均衡条件，便应当是农业

工资等于非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这样，转移决策时的农业工资也将

等于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可是，如果市场不完全或不存在，农户若

转移，就得承受耕地和资本两方面的损失；为此，农户便需要从“较

高”的非农工资中获得补偿。32  就我们观察到的情形而言，耕地和

农业资本品的二次市场至少是不完全的；耕地和尚未折旧结束的资

本品几乎不可能在其使用者转出农业时按照边际产量价格售出。这

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中，耕地出租或出

售者在耕地市场上不再因为耕地的稀缺性而占有卖方优势。相反，耕

地需求者将因为农业劳动力的转出而获得讨价还价的优势，因此，地

租或地价不可能根据耕地在准备转移者手中的边际产量决定。农业

资本品二次市场的不发达程度应当更为严重。无论农业机械还是农

具抑或仓储设施，农户在完全离农时几乎都不可能按照其边际产量

价格售出。33  毫无疑问，农户在转移时可能用“较低”价格出租或

出售他们的耕地和资本品，因此这两个市场应当存在，只是不完全，

不能按照边际产量定价。所以，在经验上，农户转移时要求的补偿或

者说非农工资，应当处在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与平均产量之间。而从

 
31 卢云鹤先生向我指出这一前提条件。特此致谢。 

32 这里的分析可以一般化。不仅农户，其他个体生产者在考虑放弃个体经营

而接受资本主义企业就业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果他们完全成为雇

员，他们个体经营时的资本品很难按照他们经营时的边际生产率价格售

出。 

33 如果进一步考虑农户向非农业的职业转移同时还是他们向城镇的地区迁

移，农户包括住房在内的大量生活资料在转移时无法根据其消费的边际效

用价格售出，农户要求的补偿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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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抽象出发，本书主张农户转移决策考虑的是非农工资等于农业

劳动的平均产量。 

本节分析蕴含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每个农户有且仅有一个劳

动力，因此，农户和农业劳动力含义相同。但在经验上，绝大多数农

户有多个劳动力。假设某农户有三个劳动力且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时

间相同、转出者和原农户始终保持在一个经济单位中，用经济学语

言，他们始终包括在一个唯一的效用函数中，则第一和第二个完全转

出农业的劳动力的转移决策条件，便是整个农户的农业劳动边际产

量和非农工资相等。这一点在非农化早期可能特别重要。本节假定每

个农户只有一个劳动力，原因首先在于它是经济学的最常见假定。其

次，非农化大历史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一定会表现为农户的转移。

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导类型又应当是离土又离乡。但是，和农业劳

动力转移有关的政策研究，应当注意这个假定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由于本书完全不考虑劳动力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的兼业情

形，而专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本书后面的分析将运用的农业

工资命题是平均产量工资命题。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表明，绝大

多数农户选择了完全转出农业而非兼业，所以，根据本书的命题，非

农工资在经济史中应当至少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非农业高于

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经济上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

量创造了条件。和生存工资或其它固定工资或外生工资相比，在农业

劳动力转移决策中，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命题，不仅应当更接近个体

决策者的经济理性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在承认

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前提下，为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

与短期均衡提供必要的工具。34 

 
34 显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和其作为农户的日常生产与消费决策所参照

的系统不同，因此，转移决策所考虑的平均产量工资，与日常决策所考虑

的边际产量工资可能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对务农者的研究表明，无论这

些劳动力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s）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农业从业者

（farmers）还是其他群体，他们都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理性人”，例

如都不区分、至少不严格区分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不过，如果把非农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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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列出表 10.4 以显示农业劳动力兼业现象

的长期性和巨大规模。表 10.4 涉及的时期属于美国非农化转型的中

期和后期，农户户主是该农户经营的农场土地的使用权持有者。兼业

意味着他们处在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某个过渡或中间阶段。表

10.4 指出，美国农户户主兼业比重非常高，除了严重战争期间（1940

和 1945 年），该比重在其他年份皆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就变化趋势

来看，在表 10.4 涉及的近七十年内，两大趋势值得注意。第一，兼

 
型视为人类演化的一种突变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务农者在这一转型过程中

对世界和对自身认识本身的变化。关于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假设，笔者曾

经解释如下：“如果说，当一个自耕农经济从其前资本主义形式开始经济

发展的时候，绝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这个假设还能够比较好地模

拟现实。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转移

到现代产业就业，这个假设的有效性也就越来越动摇。因为，在自耕农制

度下的经济发展中，离开农业的劳动力将出售或出租或出让自己原有或现

有、但自己不再耕种的土地给继续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耕种。这样，土地的

价值即“租金”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的同

时，资本开始进入农业。当个体农业劳动力自己的资本投入还很少的时

候，他们很可能把资本投入仅仅视为生产的一种‘流动成本’并在产品价

值中回收，就像他们对待容易损坏、所以每年必须在地方集市上重新购置

的镰刀那样。然而，随着劳动力的转出，农业资本投入日益增加，农户的

‘机会成本’意识将浮现并且增强起来，资本的价值或‘利润’开始出

现。最后，在土地的出售、出租和出让过程中，一部分农户可能获得远远

超过自己耕种能力的大量土地。即使引入大型农业机械，他们也必须雇佣

季节性帮工来耕种。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开始出现，农业生产者

和农业工人开始分离。所以，一个农业劳动者或者自耕农或者农业生产者

将逐渐淡化他们原有的意识，即他们的全部净收入仅仅是他们的劳动所

得。在决定自己是否转移到现代产业的时候，他们用以和现代产业工资相

比较的农业收入，可能也不再是他们的全部净收入。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

着农业生产从前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事实上，即使仅仅

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而言，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必然地又是一场制度变革

和意识形态变革的过程，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制度、农业生产者劳动者的思

维方式、农业生产者劳动者作为大写的‘人’本身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稳定的，人的行为模式尤其不可能稳定不变。所

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离开其初期阶段、但还没有达到终期阶段的长时间

里，我们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的任何行为假设，都必然是过渡性，并且不

可能适用于经济体系在我们研究的时点上的所有农业劳动者生产者。”参

见胡景北，2008a，第 9 页。关于农户理性，参见例如 Schultz, 1964；关于

主动务农农户的调查和讨论，参见陆桔利，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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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比重具有明显的提高趋势，从 1930 年的 30%提高到 1997 年的近

55%。第二，每年平均兼业天数具有更明显的提高趋势，所以，兼业

不足 100 天的比重下降，100 天及以上的比重上升，兼业 200 天及以

上比重上升得尤其突出。农业劳动力的兼业现象，向我们提出了研究

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许多重要问题。 

表 10.4 美国农户户主兼业比重，1880-1997年  

（%） 

年份 
兼业 

总人数 

兼业 

1-49 天 

兼业 

50-99 天 

兼业 

100-199 天 

兼业 

200 天及更多 

1930 30.2 13.4 5.3 5.2 6.3 

1935 30.5 14.0 5.3 5.1 6.1 

1940 28.7 8.9 4.3 6.2 9.3 

1945 26.8 5.3 3.0 4.2 14.2 

1950 38.8 10.7 4.9 5.8 17.5 

1954 45.0 11.9 5.2 6.4 21.5 

1959 44.8 10.2 4.7 6.2 23.7 

1964 46.3  14.2 6.0 26.1 

1969 54.3 10.0 4.3 8.0 31.9 

1974 43.7 5.8 2.7 6.8 28.4 

1978 53.3 8.0 3.1 8.0 34.1 

1982 53.0 7.0 3.0 8.4 34.6 

1987 53.4 6.5 3.1 8.5 35.3 

1992 51.6 5.7 2.8 8.4 34.6 

1997 54.5 5.6 3.0 8.8 37.1 

注 1：按照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标准，农户户主（farm operator）指直接经营

农场的人，有时又译为农场经营者或运营者。每个农场只对应一个农户。兼业

（work off the farm）指不在本农场工作，但包括在其它农场工作。 

注 2：1964 年调查没有区分 1-49 和 50-99 天的兼业，当年兼业 50-99 天的

数据是 1-99 天数据。 

资料来源：Carter, Gartner and Haines, etc. eds., 2006, vol.4, Tab. Da51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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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农劳比均衡 

 
 

 

11.1 非农部门制度 

一旦我们了解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我们就可以讨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后者又可以严格定义为农劳比下降。但在考察农劳

比下降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农劳比本身的均衡。若总劳动数量给定且

无失业，则农劳比表示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农

劳比均衡也就是劳动力两部门配置均衡。然而，在讨论这一均衡前，

我们还需要了解非农部门。和了解农业部门的情形一样，了解非农部

门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该部门的标准制度。不过，如果说农业部门可能

存在多种标准制度的话，那么，非农部门的标准制度基本上只有两

个，即新古典市场制度和政府直接管理制度。经济学研究通常把非农

部门的标准经济制度设定为新古典制度。本书的背景是 1978 年迄今

的中国经济。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中国非农部门制度和新古典制度

存在很大差异。但本书依然把它视为某种类型的新古典制度。我们的

主要理由有二。第一，经济学研究需要对其研究对象设定某种标准化

的制度。例如，尽管中国农业的实际制度和自耕农制度千差万别，我

们在上一章依然把中国农业土地制度“标准化”为某种自耕农制度。

第二，中国非农部门的经济运转所体现出的经济制度和新古典制度

之间存在高度的近似性。这里仅仅指出两种直接与本书研究方法关

联的近似性。首先，无论中国不同企业在法律上的所有制有什么区

别，绝大部分企业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包括独立

决定员工个人报酬的权利，并承担为此而出现的风险，因此，它们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通过市场而独立经营独立承担风险的生产

者。其次，只要员工数量超过一定规模。企业就会把自己的净产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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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于劳动成本即工资，一部分归于利润。

而新古典类型企业或生产者的关键特征之一，便是明确区分工资和

利润。一旦区分工资和利润，我们便需要区分标准。新古典的区分标

准是边际生产率，即按照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确定工资率和利润

率。在新古典理论之旁，我们熟悉的区分标准有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然

工资、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工资、刘易斯的生存工资，以及其他工资

理论。1 不过，所有这些非新古典工资理论或者仅仅适合特殊情形如

自然工资和生存工资，或者本身需要更多解释而难以应用到劳动者

和企业决策中，如劳动力价值工资。因此，尽管中国各个企业具体决

定工资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只有边际产量工资概念最能够近似地把

它们在理论上一般化。所以，本书把具有上述两种新古典近似性的生

产者都视为新古典类型的企业，并研究这些企业之间、它们和劳动力

尤其转移劳动力之间的市场关系。这里需要提及的，一旦我们假设企

业利用边际标准决定工资和利润，我们也就假设企业以最大利润为

生产目的。 

11.2 两部门总产出 

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经济分析中，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交换

比率或价格是不可或缺的概念。这就是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概念。实

际上，整个微观经济学所阐述的价格，正是两商品或者多商品之间的

相对价格。相对价格指的是一单位某种商品所交换的其他商品数量，

也就是把前一种商品的价格定为 1 并用它的实物量表示后一种商品

的价值。本书把非农产品价格定为 1，农产品相对价格指的是用非农

产品表示的农产品的价值。设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货币价格为pA与pN，

pA>0，pN>0，令 p 为农产品相对价格且 

(11.1)  p=
A

N

p

p
 

 
1  例如斯拉法认为，工资获得者和利润获得者之间的斗争决定工资。参见斯

拉法，196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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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设农业和非农业产量分别为 YA 和 YN。使用货币价格，经济的

总产出可写成公式 

(11.2)  Y=pAYA+pNYN 

引入 p 并用 Y 表示以非农产品为单位度量的总产出，我们有 

(11.3)  N

1

p
Y=Y=pYA+YN 

设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皆遵循新古典生产函数如下： 

(11.4) pYA=pf A(KA, LA) 

(11.5) YN=fN(KN, LN) 

其中 K 代表资本。假设两部门资本数量一定，我们在图 11.1 中绘出

两部门产量随劳动投入而变化的图形。产量随劳动增加而提高，但提

高的幅度越来越小。考虑到本书多次提到的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

同量劳动在非农部门生产的产出明显高于在农业的产出，因此非农

生产函数 YN 在图 11.1 中高于农业生产函数 pYA。假设农业和非农

劳动的投入都是 Q，则两部门产出分别为 pYA(Q)和 YN(Q)，总产出

为 Y(2Q)=pYA(Q)+YN(Q)。在图 11.1 中，这样的总产出和其结构表现

为农业和非农产出分别等于线段 MQ 和 NQ，而总产出等于线段

MQ+NQ。为节省篇幅，图 11.1 中没有绘出总产出 Y 曲线。注意图

中的角 α 和 β 的正切分别代表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非农劳动的边

际产出。 

 

图 11.1 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函数 

O 劳动 

N 

以非农产品计算的产出 

YN
 

M 

β 

α 

Q 

pYA
 

pYA(Q) 

Y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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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劳动市场均衡 

设想一个非农企业需要增加劳动力。我们暂且假设经济体系的

总劳动力数量给定且没有失业，以便专注分析劳动力的部门转移。这

样，该企业就得从其他非农企业和农业中获得新增劳动力。就两部门

整体而言，非农企业的新增劳动需求只能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来满

足。因此，我们设想这里的劳动市场参与者仅仅是非农企业和农业转

移劳动力。  

非农企业增雇劳动的标准是其工资出价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

所以，在资本给定的前提下，工资越低，企业能够接受的劳动边际产

量越低，企业准备雇佣的劳动便越多。换句话说，对非农部门企业来

说，劳动的工资越低，它们雇佣的工人越多，它们获得的利润也越

大，因此，企业将尽可能压低工资。对转移劳动力来说，他所要求的

非农工资至少不低于农业工资即他的农业劳动平均产出。非农企业

和转移劳动力讨价还价的结果，将是转移劳动力的最低要价等于企

业的最高出价，即公式(10.25)揭示的两部门工资相等且都等于农业

劳动平均产出。假如 t t 时非农企业或非农部门雇佣的劳动总量是

LN
t，总劳动为 L 并且不存在失业，则 LA

t=L-LN
t，总劳动以结构    

(LA
t, L

N
t)分别配置在两部门。 

我们用图 11.2 阐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工资的决定方式。图

11.2 的纵轴代表用非农产品度量的产出，横轴代表总劳动。农业和非

农劳动则分别从横轴两端点开始计量，其中农业劳动 LA从左原点、

非农劳动 LN从右原点开始，因此 pYA从左原点向右上方延伸，YN从

右原点向左上方延伸。它们与图 11.1 中的曲线 pYA和 YN完全相同，

只是 YN的原点从图形左侧改变到右侧。这一改变的优点是我们可以

用横轴直观地讨论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配置。因为整条横

轴现在代表总劳动，横轴上任一点到左原点的线段度量农业劳动、到

右原点的线段度量非农劳动，所以横轴上任一点代表总劳动在农业

和非农业之间的一种特定配置。同时，pYA和 YN 在图 11.2 依然表示

在资本给定时产出随劳动增加而变化的状况。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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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非农业生产率，所以 pYA曲线低于 YN。图 11.2 中的纵虚线 AB、

CD 和 EF 分别代表总劳动在时点 t t及其邻域的三种部门配置，例

如虚线 AB 表示总劳动配置为(LA
t, L

N
t)，因此 AB、CD 和 EF 可视为

劳动的部门配置线。 

考虑劳动市场的均衡。在图 11.2 中，α 表示左原点到农业产出

曲线的直线和横轴的夹角，tgα 是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tgα=wA；β

表示非农产出曲线的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tgβ 是非农劳动的边际产

出，tgβ=wN。当劳动市场均衡时，我们有 

(11.6)  wA=wN 

它在图 11.2 中也可以表达为 

(11.7)  α=β 

我们的目的是在图 11.2 中找出保证(11.7)成立的劳动配置线。在

该图中，产出曲线给定后，α 和 β 的大小取决于劳动配置线的位置，

后者又决定了 LA 和 LN 的大小。显然，配置线越是左移，α 越大、β

越小，配置线左移到 CD 时，1>β1，(11.7)不成立。此时配置线必须

转而右移。但它越是右移，α 越小、β 越大，它右移到 EF 时，2<β2，

(11.7)又不成立，所以配置线又必须左移：在这样的试错性移动中，

经济会找到一条配置线，它所标识的劳动配置，正好使得 α=β。这就

是图 11.2 中的配置线 AB，其时 αt=βt，劳动配置为 LA
t 和 LN

t。此时，

由于 wA=wN，每个劳动力都不再准备流动到其他部门；由于 wN等于

非农劳动边际产出，非农企业也不准备增加或减少劳动力，所以劳动

市场均衡，AB 是均衡的劳动配置线，(LA
t, L

N
t)是均衡的劳动配置，

wA
t 和 wN

t 是均衡的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而且 wA
t=wN

t。同时，在图

11.2 中，有且仅有 AB 一条配置线能够让 α=β，任何其他配置线都做

不到这一点。例如配置线 CD 和 EF 虽然标示了两种劳动配置，但此

时≠β，wA≠wN，一部分劳动力仍然希望转移，所以劳动市场不会均

衡。显然，对 CD 和 EF 的这一说明适用于图 11.2 中任何其他不同于

AB 的配置线，因此，AB 作为均衡配置线具有唯一性。此外，AB 还

是具有稳定性的均衡配置线。如果市场处在 CD 或 EF 配置线，劳动

力追求更高工资的流动行为，将促使 CD 线右移、EF 线左移，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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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和 β 的差距。所以，在图 11.2 中，如果配置线不是 AB 线，劳动力

流动和工资变动将促使劳动力配置回到 AB 线。 

 

 

图 11.2 劳动市场均衡 

 

11.4 非农工资上升趋势 

严格地说，图 11.2 所阐明的是劳动力如何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

配置并实现均衡，而非原本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在均衡

配置线附近的流动和微调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

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减少、非农劳动力增加，而不是两部门劳动力在均

衡线附近的重新配置；换句话说，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均衡的劳动

配置线本身向农业劳动减少方向的移动。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依然

可以利用图 11.2 考察非农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变化趋

势。在图 11.2 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表现是 AB 线左移。AB 线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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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很多。我们考虑常见的一个原因即非农资本增加。非农资本增

加意味着图 11.2 中的 YN 曲线上扬。我们在图 11.3 中用粗线表示资

本增加后的 YN曲线和其他相应线条，并用下标 t、t+1 分别表示资本

增加前后的变量，t，t+1 t。非农资本增加后，YN从 YN
t 上扬到 YN

t+1，

它在点 B*
t 的切线和水平线的夹角从 βt 扩大到 β*

t+1。β*
t+1 落在 βt+1 的

邻域且 β*
t+1>αt，标志着对应 AtBt 线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提高，wN上

升并超过 wA。农业劳动力因此希望转到非农就业，非农企业亦希望

雇佣更多劳动力以降低 wN，所以 AB 线左移。随着 AB 线左移，农

业劳动减少，α 扩大，wA 上升；非农劳动增加，β 缩小，wN 下降。

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AB 线到了 At+1Bt+1 左侧，α 将大于 β，促

使一部分劳动力转回农业并导致 AB 线右移。所以，劳动力转移和两

部门产量及相应工资的变动，将持续到 AB 线左移到或右移回

At+1Bt+1 的位置为止。在图 11.3 中，此时 αt+1=βt+1，wA
t+1=wN

t+1，劳动

力不再流动，企业不再变更雇工数量，劳动市场重新均衡，均衡劳动

配置为(LA
t+1, LN

t+1)，均衡工资分别为 wA
t+1=tgαt+1，wN

t+1=tgβt+1，

wA
t+1=wN

t+1。 

比较图 11.3 中的 αt+1 和 αt、βt+1 和 βt，我们不难发现 αt+1>αt、

βt+1>βt，所以 wA
t+1>wA

t、wN
t+1>wN

t。显然，非农资本增加带动了农业

劳动力转移，使得在 Lt+1=Lt 的前提下，LA
t+1<LA

t，LN
t+1>LN

t；而随着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和非农工资都提高了。农业工资提高的原因

是劳动力转出农业后，依然务农的劳动力的平均产出提高。非农工资

提高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力减少提高了农业工资。如果非农企业增

加对农业劳动力的雇佣，新离开的农业劳动力会因为依然留在农业

的劳动力的工资的上升，而向非农企业提出更高的最低非农工资要

价。2 企业在因资本增加而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的背景下，为了增雇

工人而不得不相应地提高工资；但企业又希望尽可能少提高工资，所

 
2  上一章关于土地流转的脚注指出，在非农化转型中，依然务农的农户只有

在净产量或工资提高的前提下才会租入或购入土地，所以，一部分劳动力

转出农业且其土地流转后，农业工资将提高。因此，一个理性的转移劳动

力会把自己转移后提高了的农业工资作为向非农企业提出的最低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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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的最高工资出价也是新一批劳动力离开农业后的农业工资，

因此，双方增加和减少非农劳动供求的行为，最终导致企业的最高出

价与转移劳动力的最低要价相匹配，部分农业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农

业工资和非农工资双双提高并在新的高水平上相等。如果非农资本

继续增加，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农业和非农工资将继续提高。由于

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共同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水平，所以整

个经济体系的工资将随着非农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提高。 

回到农业平均产量工资命题。我们发现正是这个命题，在两部门

生产率差距的前提下，让我们描述的转移劳动力市场不但得以均衡，

而且得以实现工资不断提高的均衡。在讨论刘易斯理论时，我们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三个同时成立的命题： 

（1）均衡； 

（2）各部门生产率相等； 

（3）单一的边际分析方法。 

刘易斯放弃了第三个命题，而代之以不变生存工资。刘易斯虽然

借此让劳动市场在生产率差距的前提下达到均衡，但无法容纳工资

提高的均衡。托达罗用政治决定非农工资水平并用失业调节来达到

生产率差距时的两部门均衡。3 政治决定的工资可以毫不费力地既容

纳生产率差距，又容纳劳动市场均衡，还容纳工资提高。但经济学研

究应当尽可能避免“政治决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农业劳动力

转移起关键作用的“真实工资”也许永远难以确定。政治决定工资、

生存工资、平均产量工资和边际产量工资，以及其他可能的工资命

题，都是对“真实工资”的接近或逼近。而在本书的研究框架内，农

业的平均产量工资应当比所有其他工资命题更加接近“真实工

资”。 

 
3  Storesletten、Zhao 和 Zilibotti 也用政治决定非农工资。但和托达罗不同的是，

他们设想政府对非农工资征税，征税标准是税后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工资。

参见 Storesletten，Zhao and Zilibotti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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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非农资本增加和工资上升 

 

11.5 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图 11.3 中的工资和劳动力配置波动的源头是非农资本变化与随

之而来的 YN 曲线变动。但工资和劳动配置波动还有一个源头，就是

pYA 曲线变动。显然，即使农产量曲线 YA 不变，p 的变动也会造成

pYA曲线变动。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经常变动。价格一变，一定

工资所能购买到的商品数量就会变化，实际工资或实际收入水平将

随之改变，所以，研究工资在劳动市场均衡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作

用便必须研究价格。实际上，一个农业劳动力在决定是否转移时，不

但考虑农业和非农业的货币工资差距，而且考虑农产品和非农产品

的价格变化给这两类货币工资造成的实际差距。只有在农业和非农

业的实际工资相等时，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才不准备进一步在两部

门之间转移。所以，劳动市场均衡工资应当是实际工资，即 

(11.8) pAwA=pNwN 

或 

(11.9) pw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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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和(11.9)指出，不但 wA 和 wN 的变动会造成相对工资变化

和劳动市场波动，而且在 wA 和 wN 不变时，仅仅 pA 与 pN 变动带来

的农产品相对价格 p 变动也会导致两部门工资差距，打破劳动市场

均衡。而只要 pA 和 pN 的变化不同步，p 就将变动。在图 11.3 中，p

的所有波动都表现为 pYA 曲线的上扬和下抑。该图清楚地说明劳动

市场均衡的前提条件是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稳定。只要农产品相对价

格还在波动，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均衡。所以，为了研究劳动市场

均衡，我们必须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稳定机制。 

然而，引入相对价格后，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出现三个市场，即劳

动市场、农产品市场和非农产品市场。根据瓦尔拉斯定律，在这三个

市场中，只要其中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三个市场将同时均衡。我们

已经定义 pN=1，因此我们暂时不考虑非农产品市场，而集中关注劳

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共同均衡问题。同时，由于 pN不变，我们亦

仅仅考虑农产品货币价格变化。注意此时农产品货币价格变化相当

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 

农产品价格变化受制于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首先考虑农产品

需求。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假设全部农产品都用于消费。这个假设不

排除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在食品或其他消费品生产中的用途。它仅仅

排除农产品用作最终投资商品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假设农产品和

消费者消费需求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消费者不是通过食品工业等途

径对农产品产生需求，而是为着自身的消费直接需要农产品。根据历

史经验，我们可以列出如下几个农产品需求的一般特点： 

1) 在市场经济中，随着收入的提高，人均与总量农产品消费支

出也将提高。用 Y 和 YA,D分别代表收入和农产品消费，则

YA,D与 Y 成正比。  

2) 随着收入提高，农产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下降。该比重即恩

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特点也称为恩格尔定律。 

3) 各个消费者和各个国家在收入相等时的农产品消费有所不

同。 

农产品消费绝对量随收入提高而上升、相对量即占收入比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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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提高而下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并存的两个突出现象。这

是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农产品绝对需求上升和相对需求

下降并存的原因是农产品的收入弹性既大于 0 又小于 1。收入弹性大

于 0 表示随着收入的提高，农产品的绝对需求将增加；收入弹性小

于 1 表示农产品绝对需求提高的速度低于收入提高的速度，所以农

产品需求占收入的比重又将随着收入提高而降低。经济学家通常把

收入弹性低于 1 的产品称为收入弹性低的产品。农产品是典型的低

收入弹性产品。但收入弹性低于 1 和收入弹性低于 0 是截然不同的

两回事。收入弹性低于 0 的产品是所谓的“劣质商品”或者吉芬商

品，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对这类商品的需求绝对减少。农产品属于低

收入弹性产品，但不属于负收入弹性的吉芬商品。所以，农产品的绝

对需求将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只有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

理解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机制。4 

一般来说，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至少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收

入、对农产品消费的偏好强度以及农产品价格。用 YA,D 表示农产品

的总量需求，表示农产品消费的偏好强度，YA,D 可写成下述函数： 

(11.10)  YA,D = YA,D(Y, , p) 

且 

(11.10a)  

A,DdY

dY
>0, 

A,DdY

d
>0, 

A,DdY

dp
<0 

(11.10b)  

2 A,D

2

d Y

dY
<0 

(11.10a)指出农产品需求与收入和农产品偏好强度变化成正比，

与农产品价格变化成反比。(11.10b)则指出收入越高，新增收入中用

于农产品支出的部分越小，即恩格尔定律。考虑到收入对农产品需求

变化的关键性作用，我们将(11.10)改写成 

 
4  农产品支出和总收入的关系类似于凯恩斯提出的消费支出和总收入关系，

后者被其命名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类似地，我们也可以用边际农产

品消费倾向递减的说法理解恩格尔定律。参见凯恩斯，1936/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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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YA,D =YA,D(Y, , p)  

=(Y, , p)Y 

    =Y 

其中 λ 为系数，λ (0, 1)。λ 亦可以视为恩格尔系数。注意Y

是个数，而(Y, , p)是个函数。我们把影响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偏好

和价格三个因素视为影响 λ 的变量，即它们通过影响 λ 而影响 YA,D。

由(11.10a)和(11.10b)知， 

(11.12)  
d

dY


<0, 

d

d

λ


>0, 

d

d

λ

p
<0 

就农产品供给 YA,S而言，我们有农业生产函数为 

(11.13) YA,S=YA,S(p, YA) 

                   =pYA(KA, LA) 

其中上标 S 表示供给。农产品供给取决于包括土地在内的农业

资本 KA和劳动 LA的投入以及农产品相对价格 p。我们暂且假设 KA

给定不变。由于 p 越高，农业实际工资越高，劳动者越是愿意投入农

业生产，因此，p 越高，农产量和农产品总供给也越多；相反，p 越

低，农业工资越低，劳动力越希望转出农业，农产品总供给可能越

小，所以，农产品供给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成正比。 

合并(11.11)与(11.13)以得到农产品市场均衡方程如下： 

   YA,D=YA,S 

即 

(11.14) Y=pYA 

在供求-价格坐标系中，Y 是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下降曲

线，pYA则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上升曲线。若其他条件不变，(11.14)

可解出促使农产品市场供求的均衡 p。它意味着在收入、偏好、农业

投入和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产品供求取决于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市

场的供求与价格波动会实现以供求平衡为标志的均衡，此时农产品

价格稳定下来而不再波动。如果农产品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将下

降；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将上升，以便恢复市场均衡。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始终假设一个经济体系在技术上具有利

用现有资源保障公众农产品消费超过生存水平的能力，因此，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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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收入、偏好和农产品价格因素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或者消费者

降低农产品支出的时候，我们始终假设农产品产量不会下降到仅仅

满足生存水平的地步，农产品支出也不会降低到消费者只能维持生

存的程度。同时，我们也假设农产品消费不存在生理学上的最大值，
5 因此，农产品需求的第一或第二个特点始终成立。这样，由技术、

生产要素投入、农产品价格等因素若造成农产品产量上升和价格下

降，消费者将消费更多农产品。 

11.6 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均衡 

现在我们再一次考虑农产品市场的均衡。农产品供求相等时，农

产品市场出现均衡价格。但是，如果此时劳动市场没有实现均衡，劳

动力依然希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流动，则农产品供给将随着劳动

力的部门转移而波动, 农产品市场的均衡不会稳定。这里的原因是劳

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转移意味着农业劳动投入的变化。农业

劳动投入一变，农产量就会变化，农产品总供给就会异于农产品总需

求，价格便不可能不变。但农产品价格变化又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失

衡。所以，如果劳动市场不均衡，农产品市场也不可能均衡。这样，

不但劳动市场的均衡要以农产品市场均衡为前提，而且农产品市场

的均衡同样要以劳动市场均衡为前提。实际上，无论农产品市场还是

劳动市场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均衡，两个市场的稳定均衡只可能是两

市场共同均衡。所以，为了理解农产品市场或劳动市场的均衡机制，

我们必须理解这两个市场共同均衡的机制。 

到现在为止，我们假定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总资本以及农业资

本不变，因此从生产角度决定农产量的因素仅仅是农业劳动。我们同

样假定短期中社会的总劳动力不变，因此决定总劳动力在农业和非

农业部门配置的因素是两部门相对工资。影响相对工资的两个因素

分别是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比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在农业和非农

 
5 关于农产品最大消费的假定，参见 Jorgenson,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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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投入一定的前提下，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两部门各自

的劳动投入即劳动的部门配置，而农产品价格取决于农产品的供求。

但是，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前提下，农产品供给又取决于农业劳动投

入。由于总劳动给定且无失业，因此农业劳动若变化，非农劳动必然

相应变化；而由于两部门的生产率差距，劳动的部门配置变化又一定

会反映到总产出即总收入变化上，后者将影响农产品总需求；所以，

农产品供求状况和劳动力部门配置状况有关，而劳动力部门配置又

和农产品价格有关。这样，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机制

中，劳动力的部门配置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应当是两个最重要的决定

因素。劳动力部门配置确定后，农产品价格才可能确定；但农产品价

格不预先确定，劳动力部门配置亦不可能确定，所以劳动力部门配置

确定和农产品价格确定互为前提：两个变量必须同时确定同时均衡。

劳动力配置均衡意味着劳动市场均衡，农产品价格均衡意味着农产

品市场均衡，这样，我们就把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问题

转化为劳动力配置和农产品价格共同均衡的问题。 

为了严格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我们需要用相对量概念

表示劳动力的部门配置。根据本书的农劳比 l 定义，lL 可表示农业

劳动力，(1-l)L 表示非农劳动力。l 同时代表总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

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注意 l (0, 1)。下面我们把符号 LA、LN转换

为 lL 和(1-l)L。由于我们暂时不考虑 L 的变化，所以上述符号转换

的优点是把我们关心的变量从 LA或 LN转变为 l，或者从劳动力数量

变量转变为劳动比重变量即农劳比。在这里，l 降低意味着劳动力从

农业转入非农业，l 提高则表示劳动力从非农业转回农业。相应地，

由于 ltL 和 lt+1L 分别表示 t 和 t+1 t 两个时点的农业劳动力数量，

所以，它们的差代表了农业劳动力的变化量或转移量。 

回顾图 11.3 并将其横轴变量改写为 lL 和(1-l)L。这就是下面图

11.4 的横轴。除了横轴的标示之外，图 11.4 表示的劳动市场均衡和

图 11.3 完全相同。不过，为了研究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共同均

衡，我们需要在图 11.4 中引入农产品市场。回到农产品市场均衡方

程(11.14)。其中供给方程 pYA已经出现在图 11.3 中。需求方程 λY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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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时视为农产品需求和收入关系曲线。已知农产品需求和供给

反方向变化，而 pYA 曲线在图 11.4 中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因此

λY在该图中应当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并且与 pYA曲线有且仅有一

个交点。但是，图 11.4 的纵轴是收入或产出而非价格，我们又必须

根据 λY 与 Y 的关系确定 λY 在图 11.4 中的位置。我们先在图 11.4

中引入总收入曲线。假设在某个时点 0 t上，所有劳动力都投入农

业，l0=1，则 Y0=YA
0，经济总收入等于农业总收入。如果暂时撇开价

格问题，则基于农业的低生产率，此时总收入应当是这个经济能够生

产的最小收入 YMIN。YMIN显然处在农业产出曲线和右纵轴的交点。

从这点出发，一个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就业，农业产出降低，非农

产出提高，由于非农产出增量大于农业产出减量，所以总产出 Y 亦

提高。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入非农业，在农业产出减少的同时，

非农产出和总产出越来越高，总产出等于在给定价格前提下每一种

劳动配置所生产的农业产出与非农产出之和。因此，总产出曲线 Y

在图 11.4 中应当是一条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它意味着总

产出随 l 下降而上升。 

由于农产品需求与总产出变化成正比，所以农产品需求也将随

着 l 下降而上升，因此农产品收入-需求曲线应当和总产出曲线一样

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只是前者比后者上升得更为平缓。由于我们

仅仅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某个时点的均衡，因此，为简化讨

论，我们在图 11.4 中把农产品需求曲线绘成一条从右下方向左上方

倾斜的直线。这样，图 11.4 将同时显示劳动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的变

化状况。6 

 
6  图 11.4 中的农产品收入-需求曲线显然它的价格-需求曲线不同。图 11.4 中

的农产品供给曲线亦是农产品收入-供给曲线，因为其参照系不是价格，而

是收入或横轴的农劳比。所以，价格变化在图 11.4 中的反映不是供给或需

求数量在供给或需求曲线上的移动，而是供给和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就

此而言，图 11.4 可以用来研究价格变化对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另

一方面，收入往往是比价格更强的影响农产品需求的变量。因此，用收入

以及影响收入的农劳比做横轴来讨论农产品市场均衡，可能比使用数量-价

格坐标系更有助于揭示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与农劳比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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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短期中总劳动和两部门资本投入给定，λ 稳定，我们把注

意力集中在价格、工资和劳动力流动上。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供

求波动将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我们先考察劳动市场。如果劳动过多地

配置在农业，l 很大，YA高，同时 Y 比较低。低的 Y 导致对农产品

需求 λY 低，农产品可能供过于求，p 将下降；p 下降导致角缩小，

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力希望转出农业，所以，在劳动力

自由流动、工资和价格自由波动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市场失衡虽然一

定会造成商品市场失衡，但恰恰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同样的工资和价

格机制的作用，劳动力又不可能经常过多地配置在农业。但如果劳动

力过少配置在农业，l 很小，YA低，同时 Y 比较高。高的 Y 带来较

高的 λY，农产品更可能供不应求，p 将上升。p 上升造成角扩大，

农业工资高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力希望转入农业，所以，劳动力也

不可能长期地过少配置在农业。把这两方面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发现

劳动力的部门配置 l 有一个波动区间，既不可能过大也不可能过小。 

 

图 11.4 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 

 

我们进一步考察农产品市场。如果农产品需求超过了供给，p 将

升高，即使农业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升高的 p 也会扩大角，提升农

业工资，农业工资将超过非农工资，因此一部分劳动力将从非农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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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农业并导致 l 上升。这意味着 YA 提高和 Y 降低。YA 提高增加了

农产品供给，Y 降低抑制了农产品需求，所以农产品生产将趋于供求

平衡，p 不可能继续升高。反之，如果农产品需求低于供给，p 降低，

缩小，农业工资将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将从农业转出到非

农业，l 下降，因此 YA和农产品供给减少；但 l 下降却导致 Y 提高，

农产品需求相应增加，农产品供求又将趋于平衡，p 也不可能继续下

降。所以，和 l 一样，p 也存在一个波动区间，而不可能过大或过小。 

在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变动中，劳动力部门配置和农产品

价格在各自波动区间之内的变化，可能使它们在 l=lt、p=pt时实现两

个市场的共同均衡，lt、pt便是均衡的劳动配置和均衡的农产品价格。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含义是在价格为 pt 时，数量为 ltLt 的农业劳动的平

均产出。正好等于数量为(1-lt)Lt 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同时在价格 pt

上，数量为 ltLt 的农业劳动生产的农业总供给，又正好等于由 ltLt 和

(1-lt)Lt 分别在两部门生产的产出之和引出的对农产品的总需求，因

此，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图 11.4 用点 At 标示两市

场共同均衡点，在点 At 上，角t 和t 相等，劳动市场均衡，经过点

At 的劳动配置线 AtBt 是均衡配置线；同时，在点 At 上，农产品供给

曲线 ptY
A

t 和农产品需求曲线tYt 相交，农产品市场均衡。由于农产

品供给和需求曲线在点 At 上都和均衡劳动配置线相交，所以农产品

市场均衡点同时是劳动市场均衡点，因此，点 At 是两个市场的共同

均衡点。 

需要注意的是图 11.4 中存在一个并且仅仅存在一个使得两市场

共同均衡的点 At。毫无疑问，图 11.4 中存在着许多劳动市场或者农

产品市场的均衡点，但除了 At 外，不存在其他任何一个点可以让两

市场共同均衡。我们观察劳动均衡配置线 AtBt。显然，由于农产品供

求曲线只有一个交点，因此，AtBt 亦只有 1 个点可以和农产品供求

曲线的交点相交。AtBt 上没有任何其他点可以同时与农产品供给和

需求两条曲线相交。如果 lt 变化，劳动配置线离开 AtBt 而移动，但

无论左移还是右移，新的配置线都将在两个点上分别和农产品供给

与需求曲线相交，而不可能在一个点上和它们同时相交。如果 pt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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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农产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移动，则无论它们各自上扬还是下

抑，它们都不可能再在 AtBt 同时相交，而只会在两个点上分别与 AtBt

相交。 

此外，At 还是图 11.4 中的稳定均衡点，也就是说，如果外部状

况变化，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失衡，经济调整将通过劳动力部门流

动和农产品价格波动，促使两市场重归共同均衡。例如，如果恶劣气

候一次性地把农业产量从 YA
t 降低到 YA

t1，农业产出曲线随之下抑，

经济将落在图 11.4 部门配置线 AtBt 右侧、农业产出曲线 ptY
A

t 下方

的区域里。此时，经济总产出也因为农业产出减少而下降，但不会和

农业产出同步下降；同时，农业产出曲线下抑必然造成t1<t，农业

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劳动力试图流动到非农部门，这将进一步

减少农产量。因此，农产品市场将出现供不应求局面，p 相应上升到

pt1，农业产出曲线上扬到 pt1Y
A

t1，角度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到

一定抑制。所以，劳动力流动和价格波动将引导经济吸收外部冲击并

在更低农业产量和更高农产品价格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随着气

候恢复正常，一定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产量回升，YA
t 提高到 YA

t2，农

产量可能超过需求，价格下降，劳动力相应地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

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将逐渐吸收恶劣气候的冲击并返回

到原先的两市场共同均衡点 At。就此而言，配置线 AtBt 是稳定的均

衡配置线，lt是稳定的均衡农劳比，pt是稳定的均衡农产品相对价格，

而 ptw
A

t=wN
t是均衡工资，YA

t 和 YN
t 分别是两部门的均衡产量，均衡

总产出为 Yt=ptY
A

t+YN
t。 

11.7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若干前提条件 

我们借助图 11.4 说明了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原

理。图 11.4 是个纯粹的理论构造，它建立在许多假定之上。由于图

11.4 是本书后续分析的出发点，我们需要仔细地了解这些假定。 

首先，图 11.4 假定总劳动 L 是个定量并且用固定长度的横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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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这样，图 11.4 不考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或变化的问题。但人

口和劳动力变化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有必

要在后续研究中放弃这个假定。 

第二，图 11.4 假定经济中不存在失业，所以农业劳动和非农劳

动之和便是总就业也是总劳动。如果存在失业，总劳动和总就业将不

相等，图 11.4 中的横轴或者改为总就业或者相应地增加失业的刻度。

现代意义上的失业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才出现并且愈演愈烈

的，失业变动和劳动力转移是相互影响的两个变量，所以对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进一步研究需要放弃无失业的假定。 

第三，总资本 K 是个定量。具体地说，在图 11.4 中，农业资本

和非农资本都是给定的，因此它们的和即总资本也是给定的。但资本

积累同样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没有资本积累便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固定总资本的假定也需

要放弃。 

第四，图 11.4 把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视为常数的做法不但隐含

了总资本不变的假定，而且隐含了总资本的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即

农业和非农业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不变。然而，不但总资本在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中不断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总资本在两个部门之间

的配置还会变化。一般来说，非农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会上升，农业资

本比重会下降。因此，资本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也需要放弃。 

第五，图 11.4 假定恩格尔系数不变。但恩格尔系数下降是农业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入研究必

须放弃不变恩格尔系数的假定。 

第六，图 11.4 完全没有考虑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

图 11.4 中的农业和非农生产函数曲线是固定的。劳动投入变化只会

造成产量在给定曲线之上的变动；而生产函数曲线本身不会移动。虽

然农业产出曲线会因为农产品价格变化而上扬或下抑，但农产量曲

线不会移动。生产函数曲线固定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投入固定，另一

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条件固定。由于技术和制度变化亦构成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所以一个恰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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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能够包容和展开技术与制度变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这些假定共同构成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

农业之间配置的理论环境。在这样一种纯粹的实验室环境内，劳动市

场和农产品市场可能实现同时均衡。如果暂时不考虑失业、技术和制

度变化，那么，其他四个假定可以用图 11.4 中的四个常数即 L、KA、

KN和 λ 来表示，其中 L>0、KA>0、K N>0、1>λ>0。在图 11.4 中，给

定这四个量，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均衡的 l 和 p。这四个量中的任何一

个发生变化，l 和 p 都将相应改变。但只要这四个量在其定义域内变

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两市场同时均衡的 l 和 p。 

11.8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数学证明 

图 11.4 是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共同均衡的示意图。本节将从数

学上严格证明该均衡。由于本节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所以本节的公式

单独标号。注意劳动力在两部门的配置状况可以用农劳比表示，因

此，农劳比均衡代表了两部门劳动配置的均衡。由于农劳比是两个存

量的比率，所以农劳比均衡考虑的是农劳比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某

一时点上的均衡，农劳比波动指的是在这一时点邻域的波动。7 

1) 非农化转型是一个有起点和终点且起点和终点之间连续的

历史过程，t*=(0, …, 1, …, T)是非农化转型的时点集合，其

中 T 是足够大的正整数。 

2) 经济体系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 

3) 两类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 

4) 标准新古典生产函数 

5) 没有失业 

 
7  笔者曾经以非农比为指标研究过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

程中的共同均衡问题，参见胡景北，2011。 



第十一章   农劳比均衡 

313 

6) 总劳动给定 

7) 总资本给定 

8) 资本在两部门的配置给定 

9) 农产品消费比重给定 

10) 农业工资取决于农业劳动平均产出、非农工资取决于非农

劳动边际产出 8 

根据上述假设，该经济的实体部分可分为劳动、农产品和非农产

品三个市场。依照瓦尔拉斯定律，若其中两个市场均衡，第三个市场

必定均衡，所以下面仅仅考虑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均衡，其中农

产品市场往往简称为商品市场。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的某一时点    

t t*，该经济的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可以用下述模型来代表： 

(11.8.1)  Yt=pA
tY

A
t+pN

tY
N

t           （货币价格计量的总产出） 

(11.8.2)  pt=

A

t

N

t

p

p
       （非农产品计量的农产品相对价格） 

(11.8.3)  Yt= N

t

1

p
Yt= ptY

A
t+Yt

N   （非农产品计量的总产出） 

(11.8.4)  YA
t=f At(θtKt, ltLt)              （农业生产函数） 

(11.8.5)  YN
t=f Nt[(1-θt)Kt, (1-lt)Lt]         （非农生产函数） 

(11.8.6)  wA
t=f At/(ltLt)                  （农业产品工资） 

(11.8.7)  wN
t=df Nt/d[(1-lt)Lt]             （非农产品工资） 

(11.8.8)  ptw
A

t=wN
t                 （劳动市场均衡条件） 

(11.8.9)  ptY
A

t=λtYt                 （商品市场均衡条件） 

(11.8.10)  Lt=Lt
~                         （常数总劳动） 

(11.8.11)  Kt=Kt
~                         （常数总资本） 

(11.8.12)  θt=θt
~                    （常数资本部门配置） 

(11.8.13)  λt=λt
~                  （常数农产品消费比重） 

 
8 这个假设可以视为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假设的另一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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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符号的含义见本章前面各节。参数集(Lt, Kt, θt, λt) (L, K, θ, 

λ), 解集 (Yt, Yt, Y
A

t, Y
N

t, p
A

t, p
N

t, pt, lt, w
A

t, w
N

t) (Y, Y, YA, YN, pA, pN, 

p, l, wA, wN), 其中实体经济的解集为 (Yt, Y
A

t, Y
N

t, pt, lt, w
A

t, w
N

t)  

(Y, YA, YN, p, l, wA, wN), 核心解集为(lt, pt) (l, p)。同时，各生产函数

f 为新古典生产函数，f A
t f, fN

t f, f 满足 Inada 条件，即 f >0, f ’>0, 

f ’’<0, f(x→0)→0, f(x→∞)→ ∞, f ’(x→0)→ ∞, f ’(x→∞)→0。 

  

仅仅考虑由(11.8.3)至(11.8.13)组成的实体经济并求核心解集 

(lt, pt) (l, p)。为简便计，下面将略去时间下标。注意劳动市场方程

为(11.8.6)、(11.8.7)与(11.8.8)。把(11.8.6)和(11.8.7)代入(11.8.8)并移项

得到： 

(11.8.14)  pL= A

L

( K, L)

l

f l

Nd [(1 )K,(1 )L]

d[(1 )L]

− −

−

f l

l


 

其中上标 L 表示劳动市场。(11.8.14)对 l 求导得 

(11.8.15)   

Ld

d

p

l
= A 2

L

( )f
(f A-lL

Ad

d( L)

f

l
)

Nd

d[(1 )L]

f

l−
-

2

A

Ll

f
  

        

2 N

2

d

d[(1 )L]−

f

l
>0 

(11.8.15)大于零的原因是 

 f A - lL

Ad

d( L)

f

l
= f A(1- lL

Ad

d( L)

f

l
A

1

f
)= f A(1- eA

L) >0, 

    

2 N

2

d

d[(1 )L]−

f

l
<0. 

其中 eA
L (0, 1) 表示农业劳动的农业产量弹性。展开农产品市

场方程 (11.8.9) 并移项得 

(11.8.16)  pG =
1



−

N

A

Y

Y
=γ

N

A

[(1 )K,(1 )L]

( K, L)

− −f l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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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标 G 表示商品市场且 

(11.8.17)  γ=
1



−
    γ>0, 

d

d




>0        

由于均衡时 pL=pG，合并(11.8.15)与(11.8.16)得 

(11.8.18)  A

L

( K, L)

l

f l

Nd [(1 )K,(1 )L]

d[(1 )L]

− −

−

f l

l


=γ

N

A

[(1 )K,(1 )L]

( K, L)

− −f l

f l




. 

消去 f A并整理得  

(11.8.19) 

Nd [(1 )K,(1 )L]

d[(1 )L]

− −

−

f l

l


=γ

N[(1 )K,(1 )L]

L

− −f l

l
. 

(11.8.19) 中只有一个变量 l，其余 L、K、θ 和 γ 皆是参数。设

函数 G(l)且  

(11.8.20) G(l) =γ

N[(1 )K,(1 )L]

L

− −f l

l
-

Nd [(1 )K,(1 )L]

d[(1 )L]

− −

−

f l

l
. 

G(l) (-∞, ∞)连续且至少一次可微。显然，G(lE)=0 表示 lE是(11.8.19)

的解。下面证明 lE
t 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 

 

令  

   A= f N [(1-θ)K, (1-l)L] 

   B= lL 

C=

Nd [(1 )K,(1 )L]

d[(1 )L]

− −

−

f l

l
  

若 l →0, 则(1-l)L→L, 我们有A→I (I是一很大的有限数), B→0

和 C→J (J 是一很小的有限数)，所以  

G|l→0=γ
A

B
- Ct →∞.      

若 l →1, 则(1-l)L→0, 我们有 A→0, B→L 和 C→∞,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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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1=γ
A

B
- Ct →-∞.      

因此，根据介值定理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在(l, G(l))坐

标系上，l 在(0, 1)区间由小变大的连续过程中，G(l)肯定将由正数变

为负数，即 G(l)必须与横轴相交，所以，在 l  (0, 1)中一定存在      

lE l 使得 G(lE)=0，lE 便是(11.8.19)的解。把 lE 代入模型，我们将求

出核心解集为(lE, pE)  (l, p)和实体经济解集(YE, YA,E, YN,E, pE, lE, 

wA,E, wN,E) (Y, YA, YN, p, l, wA, wN)。 

 

对 G(l)求导得 

(11.8.21) 
dG

dl
=γ

1

Ll

Nd [(1 )K,(1 )L]

d[(1 )L]

− −

−

f l

l


(-L)  

- γ
N[(1 )K,(1 )L]− −f l

2

1

( L)l
L   

-

2 N

2

d [(1 )K,(1 )L]

d[(1 )L]

− −

−

f l

l
(-L) <0 

(11.8.21)小于零的原因是：  

-γ
1

l

Nd [(1 )K,(1 )L]

d[(1 )L]

− −

−

f l

l
<0, 

-γL 2

1

( L)l

N[(1 )K,(1 )L]− −f l <0 

和 

L

2 N

2

d [(1 )K,(1 )L]

d[(1 )L]

− −

−

f l

l
<0 

由于(dG/dl)<0，因此 G(l)=是 l 的严格单调函数。它表示 G(l)仅

仅在横轴的一个点上和横轴相交并在该点上仅仅相交一次，所以，在

l (0, 1)中，有且仅有一个 lE l 使得 G(l)=0，lE是 G(l)也是 (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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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解。把 lE 代入模型，我们将获得唯一一组核心解和实体经济

解集。 

 

设函数 l(t)的导数为 

(11.8.22)  
d

d

l

t
=g(γ

N

L

f

l
-

Nd

d[(1 )L]

f

l−
) 

其性质为： 

(11.8.22a) g(0)=0 

(11.8.22b) g’>0 

注意 g 函数中的第 1 项是用相对价格加权的农业工资，第 2 项

是非农工资，所以(11.8.22)描述的是 l 作为两部门工资差距的函数的

动态波动。(11.8.22a)是直观结果。(11.8.22b) 表示若农业工资高于非

农工资，l 将上升；反之则下降。将(11.8.22)在点 l=lE 展开为泰勒级

数并取最初两项如下： 

(11.8.23)  

Ed( - )

d

l l

t
=g(0)+(l-lE)g’(0){d[γ

N

L

f

l
-

Nd

d[(1 )L]

f

l−
]/dl} 

考虑到(11.8.22a), 我们有 

(11.8.24)  

Ed( - )

d

l l

t
=(l-lE) g’(0){d[γ

N

L

f

l
-

Nd

d[(1 )L]

f

l−
]/dl} 

(11.8.24)的通解为  

(11.8.25) l=lE+[l(0)-lE]exp{g’(0){d[γ

N

L

f

l
-

Nd

d[(1 )L]

f

l−
]/dl}t} 

其中 l(0)代表 l 在波动起点 t=0 时的值。由于 g’(0)>0 且  

d[γ

N

L

f

l
]/dl < 0,  

d[-

Nd

d[(1 )L]

f

l−
]/dl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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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exp{·}<0，因此 l 将在波动中趋向于 lE，lE 是(11.8.19)的稳

定解。把 lE代入模型求出的核心解集和实体经济解集也是稳定解集。 

上述证明可以应用于农劳比在非农化转型中任意时点的均衡。

所以，对任意 t t, 模型的核心解可写为： 

(11.8.26) lE
t = lE

t(Lt, Kt,θt,λt),  

(11.8.27) pE
t= pE

t(Lt, Kt,θt,λt)。  

将其写为更简洁的形式并用 Z 代表之：  

(11.8.28) Zt=(Lt,Kt,θt,λt;lt,pt) (L,K,θ,λ; l, p)=Z 

其中分号前后分别为参数和核心解。Zt 即相当于图 11.4 中的共

同均衡点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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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 1 

 

 

 

12.1 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问题 2 

如果说上一章研究的是农劳比均衡，本章主题便是农劳比下降

速度的均衡。上一章指出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某个时点上，一

个经济体系可以同时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的配

置均衡与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个市场的均衡，并得到均衡农劳比和

均衡价格。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变化，经济将会稳定在这组均衡的农劳

比和价格上。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某个时点的均衡说明，适用于

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点。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

程中，经济可能在任何时点上同时实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

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当今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是农业劳

动力转移、农劳比下降。所以，一个经济体系要顺应历史趋势，它的

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长期稳定在某个均衡农劳比上。因此，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业劳动力如何均衡

地转移、农劳比如何均衡地下降，也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或农劳

比下降速度如何均衡。本章将具体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定义农业劳

动力转移速度均衡并说明该均衡的可能性。 

一个经济体系的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稳定”很长时间，

 
1  本章部分内容曾发表在 Jingbei Hu, 2012, A Study on Intersectoral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Infl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456。 

2  笔者曾经以非农比上升速度为核心概念，讨论过它的均衡问题。正如本书

第二章在讨论农劳比和非农比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分析

都可以逻辑地转换为非农比升速的分析。参见胡景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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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非农化转型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稳态”农劳比。这是农业劳动

力转移历史的特点，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与失业分析的一个显

著区别。失业率可以长期甚至“永久”地保持在某个社会可以接受、

经济可以均衡的水平上而无须改变。所以，以单部门假设为基础的宏

观经济研究说明了失业均衡，就基本完成了失业的理论分析而可以

转入经济政策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则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用农

劳比下降标识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尽管农劳比均衡是农业劳动力

转移研究的一个必要环节，可它仅仅是农劳比下降研究的一个中间

环节。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农劳比的均衡，而是农劳

比下降速度的均衡。遗憾的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所有理论，几

乎都把农劳比或类似指标的均衡作为研究的终点。这些理论在说明

劳动市场如何均衡或者包括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内的经济如何均

衡后，都会转而指出外部条件变化尤其资本增加后，农业劳动力将向

非农业转移，农劳比将下降。但它们没有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没

有触及农劳比降速均衡的问题。就此而言，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

论以及本书上一章的理论分析，都没有触及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劳

动力转移问题。上一章的图 11.4 同样没有触及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

它确定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配置，

而非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间的转移。外部条件例如资本的变化对均

衡配置或农劳比的影响所触及的，也仅仅是均衡配置的稳定性和随

外部条件而变化的方向问题，而非农劳比变化的速度问题。说到底，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是在每个特定很短时段或者两个紧密相邻的

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才恰当或者均衡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用

图 11.4 仅仅解决了在特定时点比如 t t上，农劳比应当多高的问题，

而没有涉及在比如 t 和 t+1 t*两个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的问

题。所以，图 11.4 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准备了基础，

我们的理论探讨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的均

衡问题。 

根据第四章揭示的农劳比慢、快、慢的下降型式，我们绘出农劳

比下降的示意图如图 12.1。假定农劳比下降的开始时间是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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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图 12.1 中的 l 曲线表示农劳比从时点 0 开始不断下降的过

程。我们在上一章研究了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某一时点 t t*的

均衡机制，就是说，给定该时点的总劳动力 Lt、农业资本 KA
t，非农

业资本 KN
t 和恩格尔系数 λt，一个市场经济将能够实现均衡的 lt。不

过，均衡的 lt 只是意味着 Lt 可以稳定地配置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

没有劳动力准备流动或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而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无

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对象不是农劳比 l 在时点 t t*或 t+1

t*的均衡，而是 l 在两时点 t 和 t+1 t*之间降速的均衡。在图 12.1

中，lt 从 t 时的 lt 下降到 t+1 时的 lt+1，下降速度是 h t,t+1=∆lt,t+1=lt-lt+1。

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水平的 h 才恰当或均衡。

如果两时点 t 和 t+1 t*之间的差距趋向零，h 将是农劳比下降的瞬

时速度；如果差距较大，h 则是这两个时点之间的平均降速。所以，

我们将要研究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均衡问题。如果换用农业

劳动力转移率的概念，我们则需要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均衡。不

过，本章不考虑农劳比下降的慢、快、慢型式，而仅仅讨论农劳比下

降的均衡。 

 

 

图 12.1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劳比下降的研究对象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322 

12.2 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定义 

与其他许多变量不同，农劳比降速 h 的均衡定义不是一目了然

的。农劳比 l 的均衡定义显而易见：如果任何一个劳动力都不准备在

两部门之间流动或转移，l 就是均衡的。h 的均衡则直接和转移有关：

劳动力在两部门间转移多大数量或 h 下降多大幅度才是均衡的。显

然，h 降速大小与外部条件有关，比如资本积累的幅度、总劳动力增

加的数量、恩格尔系数变化的大小等等。设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

中的两个相邻时点定义的时段(t, t+1) t内，农业劳动力转移量达到

了某个水平，3 在这个水平上，在时点 t+1 没有劳动力再愿意转移，

该时段内的转移量便是均衡量。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转移率的均

衡。然而，这一思路容易和农劳比均衡相混淆，因为后者在时点 t+1

均衡时也没有劳动力再愿意流动。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均

衡，我们需要仔细地考虑均衡的定义。 

回到图 12.1。在那里，我们已经了解 l 在时点 t t 的均衡。由

于 l 在该时点的均衡机制适用于 l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全过程中任何一

个时点的均衡，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l 在时点 t+1 t 也是均衡的。用

lt 和 lt+1 表示 l 在这两个时点的均衡值，ht,t+1=lt-lt+1。我们对 h 均衡的

定义问题变成下述问题：ht,t+1 必然是时段(t, t+1) t的均衡农业劳动

力转移率吗？如果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又应当如何定义？ 

我们先考察 ht,t+1 是否必然为均衡值。由于经济体系在 t 和 t+1 必

定存在均衡值 lt 和 lt+1。如果我们定义 lt 和 lt+1 之差为均衡的 ht,t+1，则

从 t 点出发，由于 lt+1 恒等于 lt 与 ht,t+1 之和且 lt+1 必定是均衡值，所

以无论 ht,t+1取何值，它都是均衡值；不均衡的 h t,t+1 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如果 h 有均衡的问题，(lt-lt+1)就不必然是 h 的均衡值。但

 
3  本书第二和第三章曾经指出真实转移量没有对应的统计资料，因此在统计

学意义上是不可知的。但这一点并不否定真实转移量的存在性和其在理论

分析中的应用性。不过，正如本章和后续章节所讨论的那样，所有关于真

实转移量的讨论，在经济分析中都可以而且应当转而使用农劳比降速概念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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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仅仅(lt-lt+1)就不足以定义均衡 h。所以，我们必须放弃用

均衡 l 定义均衡 h 的方式，而寻求其他定义均衡 h 的方式。 

仔细考察 h 在两时点之间的均衡。已知经济在时点 t t 的核心

解集为(lt, pt)。它也是农劳比和价格在该点的均衡组合。资本、劳动

等外生变量在两时点 t 和 t+1 t 之间可能发生各种变化，这些变化

尽管不会让外生变量脱离其定义域，但完全可能造成 t+1 时的均衡

解(lt+1, pt+1)≠(lt, pt)且 lt+1≠lt, pt+1≠pt。由于(lt, pt)和(lt+1, pt+1)分别是两相

应时点上的唯一均衡组合，因此，如果不能用(lt-lt+1)定义 h 的均衡，

我们也许可以用(pt-pt+1)来定义。pt和 pt+1 是 t 和 t+1 时点上的均衡价

格。显然，我们也不能够直接用(pt-pt+1)定义 h 均衡，否则的话，不

均衡的 h 依然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用某种特殊的(pt-pt+1)定义 h

均衡。我们的定义如下： 

当且仅当商品市场的均衡价格在两相邻时点 t 和 t+1 t相等时，

在该两时点确定的时段(t, t+1) tt 之内的农劳比降低速度为均衡降

速，即 

(12.1a)  pt+1=pt → (lt-lt+1)=hE
t,t+1，               t, t+1 t 

这是离散状况下的均衡速度定义。在连续状况下，我们有 

(12.1b)  dp(t)=0→h(t)=
d

dt

l
|t=hE(t)，         t t*t  

其中上标 E 表示均衡值。上述定义表示，如果从时点 t t出发，

在时段(t, t+1) t*变化的农劳比数量 h 正好使得经济体系在 t+1 t*

实现的均衡价格等于 t t*时点的均衡价格，h 便是均衡转移率。换

句话说，如果经济在 t+1 点实现均衡，均衡价格 pt+1，则只要 pt+1=pt，

ht,t+1 就是均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这里，虽然(lt, pt)和(lt+1, pt+1)是经

济体系在该两时点上唯一可能的均衡值，但由于各外生变量在 t 和

t+1 之间的变化不同，因此(lt+1, pt+1)的取值有许多种可能。我们对 hE
t+1

定义的要点是，在(lt+1, pt+1)的各种可能取值中，有这样一组或几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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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l*
t+1, p

*
t+1)，使得 p*

t+1=pt，此时的 ht,t+1=lt-l
*

t+1 是均衡的 hE
t,t+1。4  

我们的转移率或农劳比降速的均衡定义意味着，如果 h 在农业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每个时段上都是均衡的，则农产品相对价格 p在

整个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保持不变。毫无疑问，农产品相对价格经

常变化。事实上，正是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指引劳动力和资本在两

部门之间流动。没有这样的价格变化，我们就无法解释农业劳动力转

移的市场机制，更无法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所以，农产品相

对价格不变的模型仅仅是一种理论构造，但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理论

构造。第一，它是一个可观察的理论构造。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可观察

的变量。所以，用相对价格的波动与否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转

移均衡也就成为可观察的经济现象。第二，建立模型的目的是提供一

个观察现实世界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应当尽可能地简单、实用，在

与现实世界对照时尽可能避免中间环节。农产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模

型符合这样的要求。第三，虽然农产品相对价格经常波动，但其波动

有一定范围，在一个很短时段内波动太大，经济体系肯定处于失衡状

况，此时的 h 亦不可能是均衡 h；只有价格波动的范围足够小，经济

以及 h 才可能说得上均衡。所以，农产品相对价格不变模型只是把

价格波动范围凝缩到一点并形成一种理想状态而已。第四，从长期

看，农产品相对价格有可能出现上升或下降趋势，所以，农产品价格

在整个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不变的设想，以及与这一设想相关联

的农产品价格不变模型可能有误。然而，即使农产品相对价格具有长

期变化趋势，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也是如果它不具有长期趋势时的

状况。只有了解了这一状况，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它的长期趋势和

与这一趋势联系的转移率均衡。例如，假设农产品价格具有上升趋

势，则一旦我们了解农产品价格不变的状态及其条件，我们就可以顺

理成章地继续了解导致它上升的条件、甚至导致它在一定时间内上

升一定程度的条件。而缺乏对农产品价格不变状况的了解，我们很难

 
4  这里定义的均衡 h，可以视为对外生变量变化范围做出的限制，因为只有外

生变量在 t 和 t+1 t*之间的变化正好使得经济体系在 t+1 时实现的时点均

衡为(lt+1, pt+1=pt)，h 均衡才可能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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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可能有条理地从理论上探讨农产品价格上升趋势。所以，即使

农产品相对价格有可能长期上升或下降，对它的理论探讨也需要从

它的不变状态开始。第五，依据本书第四章第 4.12 节，农产品相对

价格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也许不具有显著的上升或下降的长期

趋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均衡转移率定义，不但为我们分析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亦恰好符合农

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趋势。 

12.3 资本配置比和投资配置比 

本节进一步讨论上述定义的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可能性。观察经

济在时点 t 和 t+1 t*之间的变化是否能够在 t+1 时实现 pt+1=pt 的均

衡。由上一章第 11.8 节知，若经济的四个外生变量总劳动、农业资

本、非农资本和恩格尔系数中的一个或多个在这两个时点不等，即 

(12.2)  (Lt, K
A

t, K
N

t, t)≠(Lt+1, K
A

t+1, K
N

t+1, t+1)  

则经济在这两个时点的均衡解集亦可能不等， 

(12.3)  (lt, pt)≠(lt+1, pt+1) 

我们的目的是在(12.2)的前提下证明经济在 t+1 时点有可能存在5 

(12.4)  (lt+1, pt+1)=(lt+1, pt+1=pt)  

经济在两时点的均衡解集不等的原因是两时点的外生变量取值

不同。为了说明在均衡解集不等的前提下均衡价格相等的可能性，我

们需要考察外生变量改变对均衡解集尤其均衡价格的影响。为深入

 
5  显然，一组均衡解可能对应一组或多组外生变量值。令 W 和 S 分别表示外

生变量集和核心解集，(11.8.28)可改写成 Zt=(Wt; St)且 ZtZ，Wt=(W1
t, 

W2
t , …, Wn

t )W，StS。一旦知道 Zi
t =(Wi

t; St)Zt，i [1, n]，我们要

做的是从 Wt+1=(W1
t+1, W2

t+1 , …, Wn
t+1)W 中找出 WE

t+1=(WE1
t+1, WE1

t+1, …, 

WEm
t+1)Wt+1且 WEj

t+1≠Wi
t，Ej [E1, Em], 使得 St+1=SE

t+1S。注意上标 E

表示转移速度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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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我们用总资本和其在农业与非农部门的配置比率代替原

先使用的农业和非农资本概念。由于农业资本 KA 和非农资本 KN 是

外生变量，所以它们的和即总资本 K=KA+KN 也是外生变量且 KA

K，KNK。令和N分别代表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

我们有 

(12.5) =

AK

K
，N=

NK

K
 

 (0, 1)， N (0, 1)， + N=1。简称为资本配置比， K 表示农

业资本投入，(1-)K 表示非农资本投入。把 K 和 代入(12.2)以消去

两部门资本 KA和 KN，我们得到时点 t 和 t+1 t*的外生变量向量分

别为(Lt, Kt, t, t)和(Lt+1, Kt+1, t+1, t+1)。 

假设资本没有折旧和损坏，资本作为某种技术品不能在两部门

之间流动，所以不能自主变化。再假设农产品消费比 λ 不会自主变

化。经济体系中自主变化的外生变量便是总劳动 L 和总资本 K。我

们首先考察总资本变化尤其总资本增加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影

响。6 由于资本没有损坏和更新，资本的变化将仅仅来源于投资带来

的新资本。没有投资，各部门资本将不会变化。设想经济体系在时点

t 从总产出 Yt 中储蓄一部分并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投资。同时，我们

假定投资在(t, t+1) t*时段内可以不断调整，从最初投入的某一部门

退出而转投入它部门等等。只是到了时段终点 t+1 时，这些投资才固

定地成为某一部门的新增资本而不再能够重新配置。投资增加了经

济体系的资本。用 I 代表投资，It=∆Kt,t+1>0。总资本因投资而从 Kt 增

加到 Kt+1，Kt+1=Kt+∆Kt,t+1>Kt。投资可能配置在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

门，用和N分别代表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我们得

 
6  这里，本书仅仅使用局部均衡的方法分别考察资本和劳动变化后转移均衡

的可能性。同时，本书也仅仅使用比较静态的方法。该方法的优点之一是

我们可以清楚地阐述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表示的经济学意义，同时，根据

对应原理，该方法亦有助于应用动态方法思考和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问

题。参见例如 Samuelson, 1941; Gandolfo, 1997, pp. 31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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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2.6) =

AI

I
 

 [0, 1]。由于投资可能仅仅集中在农业或非农部门，所以的定义

域从等于或大于 0 到等于或小于 1。为农业投资比或投资配置比，

I 表示农业投资，(1-)I 表示非农投资。 

已知总资本在 t 和 t+1 时点的配置为 

(12.7) Kt=tKt+(1-t)Kt 

(12.8) Kt+1=t+1Kt+1+(1-t+1)Kt+1 

设想我们已经了解经济在时点 t 的情形，所以 Kt 和t 是已知量。现

在我们需要了解经济在时点 t+1 的情形。由于经济在时点 t 的投资 It

已知且 Kt+1=Kt+It，所以只要知道t+1，我们就了解了经济在时点 t+1

的资本部门配置。考虑 t+1 时的农业资本 KA
t+1。它可以用两种方式

计算如下： 

(12.9) KA
t+1=t+1Kt+1 

(12.10) KA
t+1=tKt+t+1It 

其中t+1为 It最终在 t+1 时点的配置比。 合并两式得 

(12.11) t+1Kt+1=tKt+t+1It 

两边除以 Kt 并注意 

(12.12)  gK;t,t+1=
t

t

I

K
 

是资本在 t 和 t+1 t*之间的增长率，我们得到 

(12.13) t+1(1+gK;t,t+1)=t+t+1gK;t,t+1 

即 

(12.14) t+1=
t

K;t ,t 11 g



++
+

K;t ,t 1

K;t ,t 11

g

g

+

++
t+1 

    =t+1(t+1) 

因为 Kt 与 It 是已知数，所以 gK;t,t+1 也是已知数，因此在(12.14)

中，只有t+1和t+1 是变量且t+1 是t+1的函数。显然这是一个线性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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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表示对应任意一个t+1值，存在而且仅仅存在一个 θt+1 值，因此，

只要知道t+1，我们就能够知道 θt+1 从而知道 t+1 时的资本部门配置。

这里的经济学含义是无论投资数量大小，投资配置比都是一个可调

整的变量。经济可以通过调整它来调整资本的部门配置比。在这两个

比率的关系中，如果投资配置比等于原有的资本配置比，则新的资本

配置比等于原先的资本配置比，资本配置比在两个时点之间不变。如

果投资配置比大于资本配置比，农业资本比重即资本配置比将上升；

投资配置比越是超过原先的资本配置比，新的资本配置比就越高；反

之，如果投资配置比低于资本配置比，后者将下降；投资配置比越是

低于原先的资本配置比，新的资本配置比就越低。所以，新的资本配

置比和投资配置比成线性的正方向变化关系。我们把这个关系绘成

图 12.2。图中t+1 是一条直线，在t 线两侧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延伸。

t 作为已知量是一条水平线。由于与资本存量相比，新投资是个很小

的量，因此投资配置比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改变原有的资本配置比；即

使t+1 取其极值 0 或 1，t+1 也不会离开t 很远。图 12.2 指出，一旦

投资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配置确定，我们就可以知道增加后的

总资本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的配置即  
t+1Kt+1=KA

t+1 和 (1-

t+1)Kt+1=KN
t+1。我们已经假定 Lt+1=Lt。现在进一步假定 虽然会随

着收入和价格变化而变，但t+1 的取值范围应当离t 足够近，Δt,t+1

应当很小。7 设 Δt,t+1 已知。这样，我们将知道 t+1 时四个外生变量

集为(Lt+1=Lt, Kt+1=Kt+It, t+1=t+1(t+1), t+1=t+Δt,t+1)。显然，只要我

们知道t+1，我们就能求出经济体系在 t+1 时的均衡解(lt+1, pt+1)。 

 
7  正如公式(11.11)指出的那样，是收入、农产品消费偏好和价格的函数，其

中收入在长期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短期中亦常常如此。就两相邻时点决定

的时段而言，收入会随着资本与劳动力两者总量及它们的配置而变化，亦

将相应变化。本书的模型能够内生决定收入，但无法内生决定，只能假定

Δ。不过，只要 Δ足够小，该假定便不致影响我们的讨论。当然，本书模

型需要扩展以容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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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资本配置比和投资配置比的变化关系 

12.4 总资本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现在我们说明经济在 t+1 时的均衡解有可能是(lt+1, pt+1=pt)。由

于时点 t+1 t*的资本配置比可以通过相应的投资配置比来确定，因

此，如果经济在时点 t t*投资 It 和投资配置比t+1 已知，我们便可

以绘出经济体系在时点 t+1 时的农业和非农产量曲线。不过，在 t

到 t+1 的时段内会不断变化，其他各变量亦会相应变化，所以经济从

t 时投资到 t+1 时重新均衡需要经历一个调整过程，经济最终在 t+1

时确定的投资配置比t+1是调整的结果。我们扩展两市场共同均衡的

图 11.4 为图 12.3。图 12.3 中的虚线是新加的，代表经济在(t, t+1)

t*时段内对投资做出初步配置后的调整状况，下标 t1 (t, t+1) t*表

示经济处在 t 和 t+1 两时点之间的某个更细级别的时间单位上。8 农

业和非农资本在 t1 时的数量t1Kt+1 和(1-t1)Kt+1 取决于它们各自在 t

时的水平tKt和(1-t)Kt、t 时的投资总量 It以及投资的部门配置比t1。

 
8  本书第二章曾经指出，时段的划分意味着每一时段内又有着更细的时点和

由这些时点确定的更细时段，直到不可再分的普朗克时长为止。 

O 

 t+1 

 

t+1 E 

t+1 

 
t+1=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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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t、Kt 和 It 已知，所以两部门在 t1 时的资本仅仅取决于t1。两部

门生产函数的位置和性状取决于各自的资本投入，因此两部门生产

函数曲线在 t1 时的位置和性状也取决于t1，所以我们在图 12.3 中用

YA()或 YN()表示农业或非农业资本变化造成的农业或非农业产量

曲线。 

 

图 12.3 全部投资用于农业时的劳动力转移 

     

为了清晰地讨论问题，我们首先考虑两种极端情形，即t1=1 和

t1=0 的情形。t1=1 意味着投资全部用于农业，非农业资本没有任何

增加，因此，非农曲线在 t 和 tt1 之间保持不变，YN
t1=YN

t。另一方面，

农业有了新的资本，同量劳动力可以生产更多农产量，如果 p 不变，

农业产出曲线将从 t 时的 ptY
A

t 上扬到 t1 时的 ptY
A

t1。图 12.3 表明，

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由于农业资本增加而上升，由于 p 不变，农业

劳动的平均产出从而农业工资也将上升。但非农工资则因非农资本

不变而不变，所以农业工资将超过非农工资。在图 12.3 中，它表现

为角t1>t。因此，劳动力希望从非农业转移到农业，图中 AtBt 线旁

的箭头代表了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劳动力向农业的转移会降低农业

劳动平均产量并提高非农劳动边际产量，促使劳动市场恢复均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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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农产品市场上，经济却遇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由于投资即资

本投入的增加，社会的总产出 Y 将提高，因此由 Y 决定的对农产品

的需求也将提高。但在 Y 提高的同时，恩格尔系数在t 的邻域有所

下降，即t1<t，但t1Yt1>tYt，因此农产品总需求t1Yt1 曲线在图 12.3

中比tYt 高，但又比后者平缓。如果投资全部用于农业，YA 增长幅

度将超过 Y 的增长幅度；若价格不变，新的农产品供求相等点将在

AB 线左侧很远的点 Et1。对应于点 Et1 的农业劳动投入小于 t 时的

ltL，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在点 Et1 的农产品供求平衡，农业劳动力必

须减少以便降低农产量，否则农产品市场将供大于求；但劳动市场上

的工资差距却诱导劳动力向农业转移并造成更为严重的农产品供大

于求。如果投资配置比不加调整，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唯一方式便是

p 下降。下降的 p 带动 pYA 曲线下抑，农产品供求差距和与差距

都随之缩小，经济可能在 t+1 达到新的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

同均衡，即实现均衡的(lt+1, pt+1)。然而，由于 pt+1≠pt或 pt+1<pt，所以，

根据我们对 h 均衡的定义，lt-lt+1=ht,t+1≠hE
t,t+1，农业劳动力转移在 t 和

t+1 两时点之间没有实现均衡。显然，图 12.3 既说明经济在 t+1 时实

现均衡的必然性，也指出经济在 t+1 时的均衡具有多种可能性。 

在图 12.3 中，为了避免农产品价格下降，经济可能采取的唯一

方式是在(t1, t+1) tt*时段内至少把一部分投资转用于非农业，也就

是让<1，农业产量曲线下抑、非农产量曲线上扬。图 12.3 中两条产

出曲线旁的上下箭头表示了这样的变化。显然，越小于 1，为了实

现 t+1 时的两市场均衡，p 下降的必要性越小。我们观察另一个极端

情形即t2=0 并用图 12.4 说明之。与 t1一样，t2 (t, t+1) t*也是 t 与

t+1 之间的一个更细级别的时间单位。在 t2 时，经济把所有投资用于

非农业，农业没有任何投资。因此，在图 12.4 中，YN上扬到投资所

能允许的最高处 YN
t2(=0)，扩大，非农劳动边际产出以及非农工资

提高。可农业工资由于 YA和 p 不变而保持在 t 时水平上，因此非农

工资高于农业工资，即图 12.4 中的角t2>t。它表示劳动市场失衡，

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试图转移到非农部门，AB 线向左移动。但是，由

于资本增加，总产出 Y 将提高。即使降低，Y 也会提高，新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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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市场供求相等点将是位于 AtBt线右侧的 Et2。为了在该点实现均

衡，农业劳动力应当增加，AB 线应当右移，否则农产品市场便供不

应求；但劳动市场上的工资差距却诱导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并造成

更为严重的农产品供不应求。如果不改变投资的部门配置，解决新的

两难困境的唯一方式同样是农产品价格变化，但这一次是价格上升。

p 上升后，尽管农产量 YA 和生产率不变，但农业产出 pYA和农业工

资 pwA 提高，农产品供不应求状况缓解，劳动市场工资差距缩小，

经济在 t+1 时将实现两市场共同均衡并得到均衡的(lt+1, pt+1)。然而，

和t+1=1 的情形类似，经济在t+1=0 前提下实现的 t+1 时的均衡价格

和它在 t 时的均衡价格不同，pt+1≠pt或 pt+1>pt，所以，经济在 t 和 t+1

两个时点之间实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我们定义的均衡转移，

ht,t+1≠hE
t,t+1。 

 

图 12.4 全部投资用于非农业部门时的劳动力转移 

 

在图 12.3 中，为了避免 p 下降，经济可以采取的方式是把一部

分投资转用到非农业部门。同样，在图 12.4 中，为了避免 p 上升，

经济也可以把一部分投资转用到农业。因此，经济在 t 和 t+1 之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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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调整而找到“恰当的”t+1 值即E
t+1。经济按照E

t+1 在两部

门之间配置投资，则在时点 t+1 实现新的均衡时既不造成农产品价

格下降也不导致其上升，即经济在 t+1 时的均衡价格等于它在 t 时的

均衡价格。我们用图 12.5 说明经济调整的过程。图 12.5 中的粗实

线表示经济在 t+1 时既实现两市场的共同均衡也实现农业劳动力转

移速度的均衡。为了达到这样的双重均衡，经济在农产品价格上升时

便提高，在农产品价格下降时便降低，通过不断的试错，经济将

能够发现某个均衡的E
t+1 并按照E

t+1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恰当地”

配置投资，使得经济在从 t 到 t+1 的调整中实现农产品价格在前后两

个时点上的相等，从而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所以，转移均衡

是可能的，或者使用经济学的术语，转移均衡是存在的。9 

 

图 12.5 投资配置均衡和转移均衡 

 

 
9  关于总资本增加后转移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证明，参见本书数学附录

2。转移速度均衡稳定性尚需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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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中的点 At+1 是经济在时点 t+1 的均衡点，直线 At+1Bt+1 是

经济在该时点的均衡劳动配置线。已知 μ 和 θ 一一对应，一旦 μt+1 给

定，θt+1 便给定且唯一。而四个外生变量(Kt+1, θt+1, Lt+1, λt+1)一旦给定，

经济存在一组且仅仅一组均衡解(lt+1, pt+1)，所以转移均衡解(lt+1, 

pt+1=pt)也应当是唯一的。这就是转移均衡的唯一性。最后，转移均衡

也应当是稳定的。转移均衡的稳定性指的是在(t, t+1) t*时段内，经

济内在地有一种趋向均衡点 At+1 的趋势。例如，假设经济在图 12.5

中处在配置线 AtBt 和 At+1Bt+1、农业产出曲线 ptY
A

t+1(μ=1)和

ptY
A

t+1(μ
E)围成的区域内。由于此时农产品供过于求，p 将下降；为

此，一部分投资将被诱导而转移到非农部门，使得 pYA 曲线进一步

下抑；新的非农投资扬高 YN线，增加了总收入和农产品总需求；新

的非农投资同时扩大了角 β，吸引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这又减

少了农产量，提高了非农产量。在农业产量因投资和劳动力两者减少

而降低、农产品需求因非农部门扩展而提高的情形下，农产品价格可

能从下降转而上升；如果上升后的价格超过 pt，经济将转移一部分非

农投资到农业，一部分劳动力也将相应转到农业，农业产量增加，非

农产出和总收入减少，农产品价格又会下降。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

经济可能倾向于均衡点 At+1，其时实现的农产品价格 pt+1=pt。针对这

一价格，农产品供求相等、角 α 与 β 相等，两市场同时均衡，劳动

力转移均衡。如果经济处在点 At+1 附近的其他区域，投资和劳动力

配置的调整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同样可能引导经济趋于点 At+1 并实现

两市场均衡和转移均衡。 

图 12.5 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相对价格效应和总产出效应。

相对价格效应指转移影响农产品相对价格。本书第十五章将说明，通

过相对价格效应，转移也将影响绝对价格即价格总水平，并且进一步

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通货膨

胀效应。前面第八章讨论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这里略加

补充。如果在图 12.5 中加入总产出图形，那么，它是一条从右纵轴

上某一正数点出发向左上方倾斜的上升曲线，其位置高于非农产出

曲线。已知在时点 t 和 t+1，总产出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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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t=pt(lt)YA
t(Kt, t, lt)+YN

t(Kt, t, lt)=At+Bt 

 Yt+1=pt(lt+1)YA
t+1(Kt+1, t+1, lt+1)+YN

t+1 

(Kt+1, t+1, lt+1)=At+1+Bt+1>At+Bt=Yt 

如果不存在转移的总产出效应，两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那么，

总资本增加后的均衡总产出更可能是 

 Y0
t+1=pt(lt)YA 0

t+1(Kt+1, t+1, lt)+YN 0
t+1 

(Kt+1, t+1, lt)=A0
t+1+B0

t+1 

其中上标 0 表示不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显然， 

 At+1+Bt+1>A0
t+1+B0

t+1>At+Bt 

A0
t+1+B0

t+1>At+Bt 的原因是两部门资本增加；At+1+Bt+1>A0
t+1+B0

t+1 的

原因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

率部门的转移。可以说，只要(At+1+Bt+1)-(A
0

t+1+B0
t+1)>0，农业劳动力

转移便具有总产出效应。而只要农业生产率低于非农业，我们便必然

有(At+1+Bt+1)-(A
0

t+1+B0
t+1)>0。若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或者说农劳比

降速足够大，农业劳动力转移便具有显著的总产出效应。 

12.5 总劳动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经济体系中另一个自主变化的外生变量是总劳动力。和总资本

变化一样，总劳动变化也是经济中的常态。和总资本变化对转移均衡

的影响机制类似，总劳动变化也通过总劳动增量在两部门间的配置

而影响转移均衡。令∆Lt,t+1 代表总劳动在时段(t, t+1) t*内的增量，

νt+1 代表∆Lt,t+1 在时点 t+1 t配置到农业的比率，即 

(12.15) νt+1=
A

t,t 1

t ,t 1

L

L

+

+




 

ν [0, 1]。由于总劳动增量往往可能仅仅集中在农业或非农部门，所

以 ν 的定义域从等于或大于 0 到等于或小于 1。我们称 ν 为总劳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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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农业部门配置比或新增劳动配置比，ν(∆L)表示农业新增劳动，

(1-ν)(∆L)表示非农新增劳动。 

已知总劳动在 t 和 t+1 时点的配置为 

(12.16) Lt=ltLt+(1-lt)Lt 

(12.17) Lt+1=lt+1Lt+1+(1-lt+1)Lt+1 

(12.16)中的 Lt 和 lt 都是已知量。由于总劳动增量外生且 Lt+1=Lt+∆

Lt,t+1，所以只要知道 lt+1，我们就知道经济在时点 t+1 的劳动部门配

置。考虑 t+1 时的农业劳动 LA
t+1。它可以用两种方式计算如下： 

(12.18) LA
t+1=lt+1Lt+1 

(12.19) LA
t+1=ltLt+νt+1∆Lt,t+1 

其中 νt+1 为∆Lt,t+1 最终在 t+1 时点的配置比。合并两式得 

(12.20) lt+1Lt+1=ltLt+νt+1∆Lt,t+1 

与我们对(12.13)的计算方式相同，在(12.20)两边除以 Lt 得到 

(12.21) lt+1(1+nt,t+1)=lt+νt+1nt,t+1 

即 

(12.22) lt+1=
t

t ,t 11 ++

l

n
+νt+1

t ,t 1

t ,t 11

+

++

n

n
 

       =lt+1(νt+1) 

其中 nt,t+1 (-1, 1)是我们熟悉的总劳动在时段(t, t+1) t*内的变

化率。由(12.22)知 lt+1 是 νt+1 的线性函数，即对应任一个 νt+1 值，存

在而且仅仅存在一个 lt+1 值，因此，只要知道 νt+1，我们就能够知道

lt+1 从而知道 t+1 时的总劳动部门配置。这里的经济学含义是无论总

劳动增量大小，它的配置比都是一个可调整的变量。经济可以通过调

整它来调整总劳动的部门配置。和投资配置比与资本配置比的关系

类似，我们也可以绘出(12.22)表示的总劳动增量配置比与总劳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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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比的关系图。这就是下面的图 12.6。图 12.6 中新的总劳动配置比

lt+1 曲线是一条直线。lt 作为已知量在图 12.6 中是一条水平线，由于

与劳动存量相比，新增劳动是个很小的量，因此，即使 νt+1取其定义

域的极值 0 或 1，lt+1 也不会离开 lt很远，所以 lt+1 曲线将在 lt线两侧

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延伸。图 12.6 指出，一旦新增劳动在农业和非农

业两部门的配置确定，我们就可以知道增加后的总劳动在农业和非

农业两部门的配置即 lt+1Lt+1=LA
t+1 和(1-lt+1)Lt+1=LN

t+1；由于我们假定

Kt+1=Kt、θt+1=θt 并设的变动量 Δt,t+1 已知，所以只要我们知道新增

劳动配置比 νt+1，我们就将得到经济体系在 t+1 时的均衡解(lt+1, pt+1)。 

 

图 12.6 总劳动配置比和新增劳动配置比的变化关系 

 

现在观察经济体系在 t+1 的均衡解(lt+1, pt+1)同时成为农业劳动

力转移速度在时段(t, t+1) tt*的均衡解的可能性，即(lt+1, pt+1)=(lt+1, 

pt+1=pt)的可能性。和研究总资本变化对转移均衡的影响一样，我们也

从两市场共同均衡的图 11.4 出发，考察总劳动变化对转移均衡的影

响。把图 11.4 扩展为图 12.7。图 12.7 仅仅考虑总劳动增加的情形。

总劳动减少的情形可以类似理解。图 12.7 用延长横轴的方式表述总

劳动增加：横轴右端点从 Lt 右移到 Lt+1，横轴延长段的长度为       

∆Lt,t+1=nt,t+1Lt=(Lt+1-Lt)。由于总资本及其部门配置不变，所以农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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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生产函数曲线的形状保持原样，农业产出曲线的起点亦保持在

左坐标原点(0, 0)上。以左坐标原点为基础，非农生产函数曲线现在

右移到起点为(Lt+1, 0)的位置上。我们用粗线描出经济体系在 t+1 时

状况。注意若转移均衡，pt+1=pt，农业产出曲线在 t 和 t+1 两时点上

完全相同，即 ptY
A

t=pt+1Y
A

t+1。图 12.7 并在这一农业产出曲线两旁绘

了两条虚线，表示价格变化时的农业产出曲线。假设 t3  (t, t+1)

t*，νt3=1，所有新增劳动都增加在农业，劳动配置线从 AtBt 移到

At3Bt3，At3Bt3 在点 At3 与横轴相交。At3Bt3 和 YN
t+1曲线的交点 Bt3 相

应于 AtBt 与 YN
t 曲线的交点 Bt。由于 YN

t+1 仅仅是 YN
t 的平移，所以

横轴两点 At3和 Lt+1 之间的线段表示时点 t3 的非农劳动投入 LN
t3。由

于 νt3=1，因此 LN
t3=LN

t。这样，连接(ltLt)和 At3 两点的线段便代表新

增农业劳动和新增总劳动。由于我们不考虑劳动存量的变化，而仅仅

考虑新增劳动如何配置，所以，时点 t+1 的劳动配置线 At+1Bt+1 只可

能处于 AtBt和 At3Bt3 两条配置线之间。同时，由于经济体系在 t+1 肯

定能够实现用 At+1Bt+1 表示的均衡，我们的问题仅仅是 At+1Bt+1 可否

同时表示转移均衡。 

 

图 12.7 总劳动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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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根据资本不变时劳动增加将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原理，

全部新增劳动投入到农业部门后，农业平均产量下降，低于甚至可能

明显低于不变的非农劳动边际产量，αt3<βt。劳动市场失衡，农业劳

动力希望转出。同时，农产量供过于求，p 降低。p 降低进一步拉低

农业平均产量，更多劳动力希望转出农业。农业劳动力转出意味着 ν

从 νt3=1 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降低农产量的同时，又会通过提高

总收入的方式提高农产品需求，因此 p 不但可能不再下降，而且可

能转而上升，向原先的 pt 靠拢。另一方面，如果新增劳动一开始全

部配置到非农部门，νt4=0，t4 (t, t+1) t*，由于农业劳动力不变，

LA
t=LA

t4，配置线 At4Bt4 与原配置线 AtBt 重合。此时，非农劳动边际

产量即非农工资低于农业工资，劳动力希望转入农业，劳动市场失

衡。对商品市场来说，所有新增劳动配置到非农业，非农产出和总产

出提高带动农产品总需求上升，但农产量不变，因此商品市场供不应

求，p 将提高，这又进一步诱使劳动力从非农业转入农业，以恢复商

品市场均衡。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ν 必然上升，一部分新增劳动

力转移到农业，在农业降低农业平均产量和提高农业总产量，在非农

产业提高劳动边际产量但降低对农产品总需求，所以，劳动和商品两

市场重新趋于均衡，p 可能转而下降并接近原先的 pt。因此，通过新

增劳动配置比的灵活变化，经济体系可能在时点 t 的价格水平上重新

实现时点 t+1 的两市场均衡，并同时实现时段(t, t+1) t*中的转移均

衡。10  

总劳动增加后的经济体系同时实现这两类均衡的过程，和农产

品消费比重 λ 变化与否有关。我们知道，若经济在总劳动不变时仅

仅增加总资本，经济的总收入和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将提高，因此 λ 将

降低。图 12.5 用更平缓的直线 λt+1Yt+1表示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没

有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总劳动增加应当导致平均收入下降，11 λ 上

升，在特殊情形下也可能 λ 不变。因此，我们在讨论总劳动增加后的

 
10 具体证明请见数学附录 3。该附录亦研究了总劳动增加在资本部门配置比可

变情形下給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造成的影响。 

11 基于新古典生产函数，我们不考虑劳动稀缺耕地充裕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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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均衡时，需要考虑 λ 变化的不同情形。如果 λ 保持不变，则在时

点和时段双重均衡时，农业劳动增加的百分比造成的农业劳动平均

产出降低的百分比，等于非农劳动增加的百分比造成的非农劳动边

际产出降低的百分比；而农业和非农劳动两者的增加量之和又等于

新增总劳动；同时，在商品市场上，这一农业劳动增加的百分比所带

来的农业产量增长率。等于非农劳动增加的百分比給非农产量带来

的增长率。使用经济学术语，双重均衡同时实现的两个标志一是农业

劳动平均产量对农业劳动的弹性等于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对非农劳动

的弹性，二是农业产量对农业劳动的弹性等于非农产量对非农劳动

的弹性，即 

 (12.23)  
A

L,APLe =
N

L,MPLe 、
A

Le =
N

Le  

或者更一般地： 

 (12.24)  
N

L,MPL

A

L,APL

e

e
=

N

L

A

L

e

e
 

其中
A

L,APLe   (-1, 0)和
N

L,MPLe   (-1, 0)分别表示针对农业劳动的农业

劳动平均产量弹性和针对非农劳动的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弹性，
N

Le   

(0, 1)和
A

Le   (0, 1)分别表示针对农业劳动的农业产量弹性和针对非

农劳动的非农产量弹性。(12.24)表示，只要各部门劳动增加后，非农

劳动的边际产量弹性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弹性之比，等于非农产

量弹性和农业产量弹性之比，t+1 时的两市场共同均衡就可以在 t 时

的价格水平上实现。也就是说，如果两个部门各自增加劳动后，按原

先价格计算，各部门工资降低程度之比，等于两部门产量增长程度之

比，那么，经济在实现劳动增加后的均衡同时也实现了转移均衡。可

以看出，(12.23)只是(12.24)的一个特例。 

如果 λ 可变，情形则较为复杂。由于总资本不变，总就业增加在

带来总产出提高的同时，将降低总就业的平均产出，因此恩格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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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上升；总就业增加的来源如果是人口增长，12 农产品需求将“绝

对”上升；如果是原有失业者就业，则失业者会因为就业提高的收入

而增加农产品消费，13  而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可能降低。也就是说，

上述三个原因都可能导致农产品消费比重 λ 变化甚至提高。图 12.7

仅仅考虑人口增长造成的总就业增加的效应，此时，农产品需求上

升，农产品需求曲线 λt+1Yt+1 比 λtYt 略陡。这样，农业产量的提高幅

度就应当大于非农产量提高幅度，新增劳动也就应当更多地配置到

农业部门。此时，两部门均衡和转移均衡同时实现的条件是： 

 (12.25)  
N

L,MPL

A

L,APL

e

e
>

N

L

A

L

e

e
 

(12.25)可解释如下：若价格不变，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和农业劳动

平均产量分别代表两部门工资，(12.25)意味着以非农部门为分子，两

部门各增加 1%劳动后，非农工资与农业工资降低速度之比大于非农

产量与农业产量提高幅度之比。和(12.24)相比，(12.25)要求更快的非

农工资降低速度。由于劳动市场重新均衡要求两部门工资相等，因此

(12.25)实际上要求的是更高的农业劳动增长率，以保证两部门的工

资降低速度相等。在资本和其部门配置不变的前提下，更多劳动增加

到农业，农业产量将更高，因为 λ 提高而提高了的农业总需求可能

得到满足，经济体系不需要改变价格，就能够实现总劳动增加后的新

均衡并同时实现转移均衡。 

应当指出的是，本节讨论的转移均衡，和上一节讨论资本积累时

的转移均衡含义有所不同。本节涉及更多的是劳动力增长后如何在

两部门之间配置新增劳动力；在 λ 提高的前提下，农业劳动力增长

 
12 这里不考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长之间的时间差距。对非农化大转型长过

程的分析中，这一差距也许可以忽略。但对短期分析而言，使用劳动力而

非人口概念更为适当。同时，各时段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率差距本身也需

要严肃的研究。 

13 显然，如果我们把图 12.7 的横轴视为就业，l 视为农业就业比，则我们对新

增劳动的分析也可以视为对失业转就业的分析。就此而言，本书的模型也

可以容纳失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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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农劳比上升，表现为劳动力向农业转移。因此，这里讨论的问

题显然和我们定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同。但是，第一，即使劳动力

由于人口增长而向农业集中，经济体系依然有一个价格稳定和减少

经济波动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可以部分地通过我们的转移均衡分

析加以理解。第二，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部分历史中，资本积累和

人口与劳动力增长同时发生。资本积累降低农劳比、人口增长提高农

劳比。两者同时作用于农劳比并影响农劳比降速的均衡。就此而言，

虽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抑制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它对农劳比的影响

依然需要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理论框架下加以分析。第三，在我

们考虑的两个能够自主变化的外生变量中，资本必须比劳动增长更

快，农劳比才能够降低，我们才能够讨论农劳比降低速度及其均衡。

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假设资本不但比劳动增长更快，而且更

快到这样的程度，即新增劳动带来的抑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效应不

但完全被新增资本抵消，而且新增资本还能够导致人均收入增加、λ

降低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12.6 农产品相对价格长期上升时的农劳比下降速度 

均衡 

从图 12.5 和 12.7 出发，我们也可以分析农产品相对价格具有上

升或下降趋势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设想农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

趋势是上升，我们考虑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和转移均衡的关系。此

时，转移均衡需要和某个社会可以接受、经济可以平稳、且符合历史

趋势的某个或某些农产品价格长期增长率相联系；如果该增长率不

可知，则和某个或某些社会接受且经济平稳的增长率相联系。这是因

为，农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上升趋势，绝不意味着它在短期或间隔很

短的两个时点如相邻的两个月、季度或年之间大幅度上升：它在这样

两个时点之间的上升至少应当平缓而不引起经济波动和社会不安。

举个数字例子。农产品相对价格每年上升 3%也许不会影响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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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正常变化，但若上升 10%，经济几乎肯定会出现很大波动。14 参

照前面借助价格不变的均衡概念建立起来的模型，假设在两相邻时

点 t 和 t+1 t*之间，符合上述要求的“恰当”的农产品相对价格增

长率为 φt,t+1，φt,t+1>0 且在某个可行范围内，那么，转移均衡可以定

义为在相邻两时点 t 和 t+1 之间，如果经济在 t+1 时的均衡解(lt+1, 

pt+1)=[lφ
t+1, p

φ
t+1=(1+φt,t+1)pt]，则均衡转移率为(lt-l

φ
t+1)=hE,φ

t,t+1。与前面

的分析类似，若仅仅考虑资本积累，则经济不断调整投资配置比 μ，

在[(pt+1-pt)/pt]>φt,t+1 时提高 μ，[(pt+1-pt)/pt]< φt,t+1 时降低 μ，经济应当

能发现某个或某些值 μφ，根据 μφ 配置两部门投资，经济在 t+1 时得

到的时点均衡解将同时是转移均衡所要求的解。 

这里的分析同时表明，即使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在长期中不

等于零、而是正数或负数，我们以价格不变为基准所做出的分析，也

为分析价格可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后面的

章节中，我们将专注于价格不变的基准模型分析。但是，在本书第十

五章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短期波动分析中，我们将发现，对于政府有意

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来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可以成为政

府的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工具。 

12.7 农劳比下降速度均衡的经济机制 

对图 12.5 和 12.7 的具体解释牵涉更多经济学原理。在一个市场

经济中，经济为什么会趋向转移均衡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问题，这就

是转移均衡的实现机制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转移均衡所定

义的农产品相对价格不变，指的仅仅是农产品相对价格在 t 和 t+1

t*两个时点上的相等，而非它在经济从 t 到 t+1 的时段之内的不变。

相反，正是相对价格和与之不可分的农业与非农工资差距的波动，在

 
14 3%的增长率将在 100 年内涨价近 20 倍，而 10%的增长率则涨价近 14,000

倍。本书第十五章将揭示，2007 年中国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 11%。它应当

和 2008 年中国经济波动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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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段内指引劳动和资本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不断重新配

置，并最终引导经济在时点 t+1 实现均衡。无论资本增长还是劳动力

增长，经济因投资或新增劳动而发生的增长与调整，是以相对价格和

工资变化为指南的。缺乏相对价格和工资变化，经济不知道某个部门

的投资应当是多少、劳动力部门转移应当是什么方向和多大数量。所

以，前面两节所用的试错法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方法，即通过相对

价格和工资两者的波动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 

我们观察这一调整过程。在第十一章讨论农劳比 l 的时点均衡

时，我们曾经指出在时点 t t*的邻域，如果经济的外部条件变化，

经济会在该邻域内波动。这是经济学分析的一般做法。然而，如果说

在均衡点 lt实现的时点 t 附近有一个邻域容许 lt波动的话，那么，在

两个时点 t 和 t+1 t*之间一定也存在某个时间区域让 l 波动。同时，

由于 l 在 t+1 时必定有均衡，所以，l 在 t 和 t+1 之间的波动一定会收

敛到 t+1 的均衡 lt+1。 

同理，农产品价格在这一区域的波动也一定会收敛到均衡值 pt+1

且不会偏离 pt 很远。这是因为，如果投资最初配置到某个部门比较

多，比如配置到非农部门过多，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快，非农资

本利润上升，劳动需求增加。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业部门投资

不够而劳动力又转出，因此农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

转入非农业本身便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提高、非农生产率相

对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进一步导致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

利润下降、非农劳动需求减少。如果投资不调整，经济可能在一个提

高了的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均衡。然而，农产品价格上涨尤其比较激烈

的上涨，一方面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诱导劳动力留在农业，另一方

面也提高农业资本的盈利率，因此会诱导投资向农业部门转移。所

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农业资本增加和劳动力更少流出农业并

甚至倒流入农业。这样，农产品供给增加，农产品价格又将下降。另

一方面，如果投资最初投入到农业过多，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更

多转入农业，农产品供给增加将导致供过于求并逼迫农产品价格下

降。经济虽然可以在农产品价格降低的状况下实现均衡，但农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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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下降更可能诱导一部分投资从农业转入非农业。投资的重新配置

将降低农产量而提高非农产量，同时也将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

而提高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因此一部分劳动力又将随之从农业转入

非农业；投资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将降低农产品供给和提高

农产品需求，因此会减缓农产品价格的下降。 

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最初的投资如何配置，相对价格的波

动将部分地改变由投资造成的两部门相对生产率，改变两部门相对

工资和资本的相对盈利率，后两者的变化又转过来诱导劳动和投资

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和投资的重新配置转而进一步造成相

对价格和要素相对收益变化，劳动和投资的部门配置又将改变。在这

样的过程中，通过价格变化和要素流动，经济将最终在 t+1 时实现均

衡。此时的均衡价格虽然不一定回到投资开始之前的价格水平，但离

开该水平应当不会很远。所以，即使调整前后的相对价格水平不等，

它们的差距也会处于一定范围之内。总劳动增加后的调整与结果与

此类似。我们定义的转移均衡要求在调整过程前后的相对价格相等。

它是一种理想状态，是理论上的参照系。在我们不知道两时点价格差

距的适当范围时，由于我们知道前一时点的价格，后一时点的价格是

否等于、高于或低于前一时点价格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把握相对价格

的波动方向和程度、确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快慢适度与否。 

最后，本章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的说明，揭示了投资配

置比和新增劳动配置比的调整作用。就前者来说，资本积累或投资出

现以后，经济增加了一个调节工具即投资配置比。图 12.5 显示，经

济既可以仅仅利用相对价格工具以实现某个部门的特殊增长，也可

以利用投资配置比工具实现价格稳定，还可以同时利用这两个工具

在相对价格有所变化的同时促进某个部门更快增长。就理想状况而

言，这两个调节工具的作用目标是农劳比稳定而又迅速地下降。但在

实践中，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却可能是比如高经济增长率或其他。

无论如何，如果这两个工具使用不当，经济也可能因此出现社会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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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波动。这里也凸显了本书第五章第 5.4 节强调的常识和生活理

性对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15 

 

 

 
15 本书第五章揭示的中国 1958-1962 年期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便是这些

调节工具的应用过于失当的极端情形。当时，中国的投资几乎全部用于非

农业，而农产品相对价格则被官方规定为不变常数而无法上升。这样，一

方面，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无法通过价格信号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劳

动力无法根据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流向农业，并错误地继续流向非农

业。两者叠加进一步恶化农产品供不应求，并最终导致大饥荒。另一方

面，本书第四章图 4.18 展示的中国食品相对价格从 2011 到 2020 年的上升

状况，又可能意味着中国在这十年内运用相对价格工具加快农业劳动力转

移，并承受由此造成的物价总水平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关于农产品相

对价格和食品相对价格的关系，参见本书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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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恩格尔定律与技术变化  

 

 

 

13.1 恩格尔规律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第十一章第 11.7 节曾经列出农劳比均衡的六个前提条件，即劳

动力总量不变、无失业、资本总量不变、资本部门配置不变、恩格尔

系数不变和生产函数曲线性状不变。第十二章在资本和总劳动两个

总量变化的前提下，讨论资本部门配置变化和农劳比降速均衡。本章

将观察恩格尔系数和技术变化两者对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影响。由于

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增长率必须高于劳动力增长率，农业

劳动力转移才能够真正展开，因此，我们在本章中不再考虑总劳动增

加的影响，而专注于总资本增加与恩格尔定律、生产函数曲线形状两

者变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互相影响。1 

先观察恩格尔系数变化。回顾上一章图 12.5。在该图中，经济在

资本增加后通过调整实现转移速度均衡，劳动配置线从 t 时的 AtBt

线左移为 t+1 时的 At+1Bt+1线，pt+1=pt，ht,t+1=lt-lt+1>0，劳动力从农业

向非农业转移且均衡转移。注意图 12.5 中的农产品需求线斜率的变

化：λt+1Yt+1 比 λtYt 更为平缓。它表示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这个看上

去微不足道的降低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事实上，

即使有了投资或新增资本，农业劳动力转移也绝非不言自明的逻辑

 
1  如果假设生产函数取柯布-道格拉斯形式，非农生产函数可写为 YN=[(1-

θ)K]β[(1-l)L]1-β, 其中 β 为资本产量弹性，表示生产技术。改写公式(11.8.19)

为 (1-β)lL[(1-θ)K]β[(1-l)L]-β=γ[(1-θ)K]β[(1-l)L]1-β 。 从 中 解 出 l=l(γ, β) 且

(dl/dγ)>0, (dl/dβ)>0，即农劳比是恩格尔系数和生产技术系数两者的函数并

与它们分别同方向变化。本书不深入探究这里的问题，仅在本章就恩格尔

定律和技术变化两者对转移均衡的影响做若干经济学原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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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投资包括非农投资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劳动力必然从农业向非

农业转移。有了投资，劳动力是否转移以及转移的方向依然需要仔细

的论证和说明。本节将要指出的是，投资以及它的“恰当”配置只有

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够促成农业劳动力转移。而恩格尔定律便是恰当

的投资配置促成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

上，正是恩格尔定律保证了劳动力转移并且是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

没有恩格尔定律，投资并不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2 

所谓恩格尔定律指的是农产品消费占总产出或总收入比重数随

总收入提高而下降。假设经济通过资本积累在两个相邻时点分别达

到均衡时，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皆实现供求相等，农产量和非农产

量都有所增长。但是，为了同时实现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

非农产量应当比农产量增长更快，从而非农劳动投入应当更多、农业

劳动投入应当更少。而正是恩格尔定律保证了非农产量增长更快。下

面证明这一点。假设投资总能增加总产出。把农产品供求均衡公式

Y=pYA 代入总产出公式，我们可以写出经济在 t 和 t+1 点上均衡时

 
2  注意这里的“在一定意义上”。本书数学附录 2 的公式(A2.25)指出恩格尔

定律并不一定能够在总资本增加的前提下导致农劳比下降。这里的原因是

(A2.25)同时考虑了恩格尔定律和两部门技术状态。两部门在特定时点的技

术状态可以用该时点上劳动和资本总量、部门比以及它们的部门产量弹

性、边际产量弹性和平均产量弹性诸状态变量表示。数学附录 2 分别用希

腊字母 υ 和拉丁字母 v 代表这些状态变量在总资本变化时的两种特定组合并

得到(A2.25)的具体形式为 dl/dK=(υgγ+v)，其中 gγ 代表农业产出份额 λ 的变

化率，υR+，vR。显然，若 gγ=-(v/υ)，则 dl/dK=0，恩格尔定律不会

在总资本增加的前提下导致农劳比降低。因此，恩格尔定律并不必然地导

致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书第 7 章曾解释新古典的 KRX 模型证明恩格尔定律

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但 KRX 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其模型不但不涉及生

产方面的任何变化，而且不涉及生产技术状态变化的特定组合。这里需要

注意的还有，(A2.25)涉及的生产技术和第 7 章所介绍的 NP 模型讨论的外生

技术变化不同。就此而言，即使限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新古典经济学对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章在讨论恩格尔定律和农

业劳动力转移关系时，暂时假定不但 gγ≠-(v/υ)，而且 gγ<-(v/υ)，以保证 λ 和

l 具有相同变化方向，即保证恩格尔定律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就非农

化历史总趋势给我们的直觉来说，gγ=-(v/υ)和 gγ>(v/υ)的情形应当是经济史

的特例而非常见现象。在考虑 gγ≠-(v/υ)与 gγ<-(v/υ)时，我们追求的主要是逻

辑论证的严格性，而非历史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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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产出构成为 

(13.1)  Yt=ptY
A

t+YN
t=tYt+(1- t)Yt 

(13.2)  Yt+1=t+1Yt+1+(1- t+1)Yt+1 

公式(13.1)第二个等号后的式子表明 λ 可以视为总产出的构成权

数。设总产出在 t 和 t+1 之间的总增长率为 g>1，即 

(13.3)  gt,t+1=
t 1

t

Y

Y

+
>1 

令农业和非农业产品总需求的增长率为 gA,D 与 gN,D，其中上标 D 代

表需求。根据恩格尔定律，若 gt,t+1>1，则t+1<t，(1-t+1)>(1-t)，我

们有 

(13.4)  gA,D
t,t+1=

t 1 t 1

t t

Y

Y




+ +

=
t 1

t




+

gt,t+1 < gt,t+1 

(13.5)  gN,D
t,t+1=

t 1 t 1

t t

(1 )Y

(1 )Y




+ +−

−
=

t 1

t

1

1




+−

−
gt,t+1 > gt,t+1 

和 

(13.6)  gA,D
t,t+1< gt,t+1 < gN,D

t,t+1 

农产品需求增长率低于总收入增长率，更低于非农产品需求增

长率。在市场均衡时，农业和非农业产出必须相应地等于对它们各自

的需求。用上标 S 代表供给，农业和非农业产出增长率分别为 gA,S
t,t+1

和 gN,S
t,t+1。显然，gA,S

t,t+1 和 gN,S
t,t+1 必须分别等于 gA,D

t,t+1 和 gN,D
t,t+1，

根据(13.6)式，经济必然有 

(13.7)  gA,S
t,t+1< gt,t+1 < gN,S

t,t+1 

农业产出增长率必须低于总产出增长率更低于非农产出增长率。所

以，正是恩格尔定律保证了非农产出比农业产出的更快增长。同时，

在转移均衡的前提下，由于价格不变，产出增长率等于产量增长率，

因此，恩格尔定律又保证了非农产量比农产量的更快增长。 

从恩格尔定律对两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出发，我们可以说明恩

格尔定律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作用。考虑 λ 不变即恩格尔定律

不起作用的情形。此时，因为t+1=t，农产品总需求 λY 的增长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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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Y 增长率，根据前面的推导，我们很容易得到下式： 

(13.8)  gN,D
t,t+1=gt,t+1=gA,D

t,t+1 

非农产品和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相等。如果经济的投资“恰当

地”配置到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资本增加前后的农产品价格不

变，pt+1=pt，那么，在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时，农产品总供给 pYA的

增长率将等于 YA的增长率并等于 Y 增长率，即 

(13.9)  
t 1 t 1

t t

Y

Y

+ +


=

A

t 1 t 1

A

t t

Y

Y

+ +p

p
 → 

t 1

t

Y

Y

+
=

A

t 1

A

t

Y

Y

+ = gt,t+1  

相应地，非农产品供给的增长率也必定等于 gt,t+1。也就是说，λ

不变导致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供求与总产出同比率增长。我们再次

观察图 12.5 并将其转型为图 13.1。假设在图 13.1 中，t+1=t，t 时的

投资按照 t 时的资本配置比分配到两个部门，即 μt=θt=θt+1，因此两部

门资本增长率相同，两部门产量曲线在 AtBt 线上以同等比率提高。3 

若价格不变，则农业和非农业产出曲线的上扬将达到的位置会使得

At、Bt 和tYt在配置线 AtBt 上以同等比率升高为 At+1、Bt+1 和t+1Yt+1，

即 

(13.10)  t 1

t

A

A

+ = t 1

t

B

B

+ = t 1 t 1

t t

Y

Y




+ + = gt,t+1  

因此，t+1 时的农产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将在点 At+1 上相交。

由于点 At+1 在原先的配置线 AtBt 上，所以农产品市场在资本增加后

重新恢复的均衡并不要求劳动力部门配置有所改变。同时，At 与 Bt

以同等比率上升又意味着角t 和t 也以同等比率分别扩大为t+1 和

t+1，因此t+1=t+1，劳动市场均衡。显然，劳动市场均衡的恢复亦不

要求劳动力部门配置有所改变。所以，t+1 时的劳动配置线 At+1Bt+1

和 t 时配置线 AtBt 重合，劳动力部门配置在 t 和 t+1 之间不变，我们

定义的转移均衡将推出的结果是劳动力不转移！ 

 
3  这里显然牵涉到本章脚注 2 提到的资本产量弹性。只有在该弹性的某些特

殊假定下，两部门资本增长率相等时，两部门产量曲线才可能在AB线上同

比率提高。本节假设这些特殊假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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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恩格尔系数不变和劳动力部门配置不变 

注：图中t+1=t，pt+1=pt.。 

 

如果劳动力必须转出农业，恩格尔系数便必须降低。在这里，仅

仅资本增加并不必然促成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农产品消费支出比

重降低的恩格尔定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基本

作用。恩格尔定律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可以借助图 13.2 说明如

下。设 t1 (t, t+1) t*为时段(t, t+1)中的一时点，在图 13.2 中，两

部门资本以相同比率增长，若价格不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产出在

AtBt 线上将分别从 At 与 Bt 提高到 At1与 Bt1，总产出为 Yt1=At1+Bt1。

同时，(At1/At)=gA,S*, (Bt1/Bt)=gN,S*且 gA,S*=gN,S*=g*，αt1=βt1，劳动市场

均衡。但是，由于恩格尔定律发生作用，农产品需求、经济总收入和

非农产品需求三者增长率关系将是 gA,D*<g*<gN,D*，所以此时

gA,S*>gA,D*，gN,S*<gN,D*，即农产品产出增长快于需求增长，非农产出

增长慢于需求增长，因此农产品需求线不会是 λtYt1，而会下抑为

λt1Yt1，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非农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商品市场在

点 At1 失衡，经济必须做出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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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恩格尔定律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我们用图 13.2 表示经济调整，劳动配置线和农业产出曲线旁的

箭头表示调整的主要方向。市场调整的第一步是农业产出曲线下抑。

由于产量曲线不变，所以农产品价格必须下降，设想价格从 pt 下降

到下一个时点 t2 (t, t+1) t*的 pt2。p 下降后，角 α 相应缩小并小于

βt1，劳动市场失衡，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将希望转移到非农部门，劳动

配置线左移。劳动力转入非农业一方面可以降低非农劳动边际产量、

提高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有助于劳动市场恢复均衡；另一方面，劳动

力转入非农业可以增加非农产出，减少农业产量，因此有助于缓解非

农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此外，劳动力转

入非农业将提高总收入，增加农产品需求，因此也能够抑制农产品价

格下降趋势。经过价格和农劳比的不断调整，最后，经济将在 t+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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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均衡，新的均衡配置线 At+1Bt+1必定出现在 AtBt 左侧，t+1 时的

农业劳动(lt+1L)必定小于 t 时的农业劳动(ltL)。劳动力必定从农业转

向非农业，所以，只要满足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力转移便

将是资本投资和恩格尔定律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pt+1 必定小

于 pt，因此，恩格尔定律也将是在非农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导致农产

品相对价格下降的一种机制。 

13.2 农产品偏好变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恩格尔定律虽然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的一个重要条

件，但它没有涵盖农产品偏好变化的所有内容。例如，即使各个经济

体系或者各个人的总收入或总产出相等，他们的农产品偏好强度依

然高低有别。所以，除总收入以外，农产品偏好还受着其他一些因素

影响，例如收入结构、价格、人口变迁、习惯变化、自然和社会突发

事件等因素。收入结构因素包括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收入变化。例

如，假设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率显著低于高收入人群，他们的恩格

尔系数下降程度也比后者更慢或更快，则在社会总收入提高的情形

下，总体经济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幅度，要比两组人群的收入增长率相

等时小或大，因此总收入变化不能完全解释此时的恩格尔系数变化。

价格变化是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另一重要因素。在非收入与非价格因

素的范围内，人口增加和人口结构变化、文化和生活习惯诸因素都不

可忽视。例如，佛教徒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恩格尔系数可能较低。

素食向肉食或者肉食向素食的风气转变会提高或降低恩格尔系数。

最后，突发事件会在短期内改变公众的农产品偏好。例如，某次核电

站事故对农业造成的大面积核污染将迫使人们暂时压抑农产品消

费。所以，农产品偏好的变化往往独立于社会总收入的变化。我们把

这样的农产品偏好变化称为农产品偏好的自主变化。本节考察与总

收入无关的农产品偏好自主变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由公式(11.15)知，λ 是农产品偏好 η 的函数并与 η 同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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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经济在时点 t 处于两市场均衡状态，总劳动 L 在两部门之间的

配置为 [ltL，(1-l t)L]。此时，若在(t, t+1) t*的某个时点 t3 上，某种

与总收入无关的因素对 η 发生作用，η 下降并导致t下降为t3，t3<t，

农产品需求也从tYt 下降为t3Yt，t3Yt<tYt=ptY
A

t，因此农产品供过

于求，原先均衡的农产品市场因偏好降低而失衡，经济为恢复均衡必

须调整。 

我们用图 13.3 说明下降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注意两部

门资本是给定量，所以在图 13.3 中，两部门的实物生产函数曲线也

是给定的。图 13.3 中的细虚线表示农产品偏好降低为t3 时的农产品

需求。农产品需求下降后，若农产量不变，农产品价格 p 将下降。在

图 13.3 中，它表示农业产出曲线由于 p 降低而下抑，因此，角变

小，农业工资下降并低于非农工资。所以，一部分劳动力准备从农业

转入非农业。由于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业在减少

农产品实物产量的同时会增加总产出，这样，农产品需求会相应增

加，后者有助于减缓价格的下降。同时，劳动力转入非农业一方面提

高了农业生产率和农业工资，另一方面又降低了非农劳动生产率和

非农工资，又有助于两部门工资差距的缩小。所以，劳动力转移的机

制将促使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恢复均衡。图 13.3 用粗线表示经济

在 t+1 时重新实现两市场均衡的状况。农产品偏好降低引发了经济

调整。图 13.3 显示，在调整完成后的重新均衡上，农产品价格、农

业和非农业工资将比调整前低，农业劳动力比调整前少，经济出现了

农业劳动力转移。 

所以，农产品偏好降低虽然能够引发农业劳动力转移，但由此引

发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会导致工资提高。这里的原因是经济没有新

投资，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实物生产率没有提高，所以，任何一个

部门增加劳动力都会降低该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农产品偏好下

降导致农业供给过剩。它意味着在新的需求水平上农业资本与劳动

投入过多。在农业资本不可改变的情形下，农业劳动必须减少。在非

农工资不变的前提下，农业劳动减少的条件是农业工资下降。这一条

件通过降低的农产品价格而满足。农业劳动减少会减缓农业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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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下降，这些劳动转入非农业又会导致刚刚高于农业工资的非

农工资下降，所以，在劳动市场恢复均衡时，均衡工资将低于调整前

的均衡工资。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低于调整前价格，所以，农产品

偏好降低并经由农产量下降导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会实现我们定

义的均衡转移。 

 

图 13.3 农产品偏好下降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显然，如果农产品偏好由于某些与总产出无关的因素而上升，它

所引发的经济调整将发生在相反的方向。我们用图 13.4 阐明这一点。

在图 13.4 中，农产品偏好上升导致t 提高到t4，农产品需求相应地

从tYt 由提高到t4Yt，t4Yt>tYt=ptY
A

t，这样，农产品需求在 t4时的

劳动配置线上将超过农产品供给，因此价格 p 上升。p 上升带动农产

品实物产量曲线上扬，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农业工资提高，劳动市

场不再均衡，一部分非农劳动希望转入农业，劳动配置线将右移。这

意味着总产出降低，进一步提高，使农产品需求有所降低；同时，

即使农业资本不变，一部分劳动力转入农业也会增加农业实物产量，

因此农产品市场趋向均衡；此外，劳动力从非农业转入农业会提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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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资、降低农业工资，又有助于劳动市场恢复均衡。不过，在经济

重新达到两市场均衡时，新的均衡价格将高于原先价格，新的农劳比

高于原先农劳比，劳动力更多地从事农业。也就是说，如果农产品偏

好强度上升来源于总产出和价格两者以外的因素，那么，该偏好上升

的经济后果之一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劳动力从非农业向农业回流，同

时，用非农产品度量的农业和非农业工资上升。不过，用农产品度量

的工资可能降低。 

 

图 13.4 农产品偏好上升和农业劳动力倒流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

由非总收入因素导致的农产品偏好变化可能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走

在该历史过程前列的国家的农产品消费偏好对后进国家的影响等

等。本节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产品偏好的短期变化。在短期中，某种非

农产品的消费时尚、对农产品质量的特殊担忧以及总收入结构的特

异变化都会改变农产品消费偏好。我们的分析表明，农产品消费偏好



第十三章   恩格尔定律与技术变化 

357 

的改变将影响农产品相对价格、农业和非农工资以及总劳动力在农

业和非农业之间的配置，也就是说，农产品消费偏好变化将影响宏观

经济的短期运行，引发经济调整或波动，减缓或加剧宏观经济已有的

短期波动的程度。4 

13.3 农业和非农技术同步变化的影响 

本节开始考虑农业和非农两条生产函数曲线形状变化对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影响。第 11.7 节指出生产函数曲线形状变化的原因是生

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变化。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中，技术和制

度变化应当与恩格尔定律一样起着基本的作用。从直觉出发，我们甚

至可以说，没有技术和制度变化就没有经济增长亦没有农业劳动力

转移。但是，技术和制度变化又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学问题。本节仅仅

从一个很狭隘的角度讨论它们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4  外生的农产品偏好上升的一个例子发生在中国的 2007 年。该年中国城乡居

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上升 1.37%和 0.23%。同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分

别提高 13.2%和 9.5%，城乡食品价格分别上涨 10.7%和 13.6%。假设上述统

计可靠，由于收入提高和食品价格上涨应当降低恩格尔系数，所以 2007 年

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升的原因可能在于某些非收入非价格因素的特殊

变化。根据本节对偏好上升的经济后果的分析，2007 年中国的居民收入（最

重要部分是工资）和食品价格上升。就乡村来说，由于食品价格上升更快，

所以用食品度量的乡村居民收入反而下降。由此可以部分解释乡村恩格尔

系数的上升。但是，城镇恩格尔系数更明显的上升却无法由此解释。看

来，某些不属于总收入和价格的其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与本节分

析结果相反，2007 年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农业劳动力回流，而且出现农业劳

动力转移。不过，我们的分析只要略加扩展就可以指出，如果在调整过程

中用外力保证“不恰当”多的非农投资，非农产出曲线的上扬幅度就可能

超过作为食品价格基础的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幅度，农业劳动力就会向非

农部门转移。不过，这样一来，外生的农产品偏好上升与“过度”的非农

投资将把经济推向较高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经济的较大幅度波动。而通货膨

胀也确实成为中国 2007年和 2008年上半年的主要经济问题。当然，中国统

计资料的准确性是个问题，此外，食品价格和农产品相对价格亦不应当混

为一谈，但即使如此，本节揭示的农产品偏好上升和随之的经济调整的基

本原理依然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统计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 年》，

表 8-3；《中国统计年鉴-2014 年》，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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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从生产角度考察技术和制度变化，把它们仅仅限定为

一种和资本与劳动投入无关但能够影响农业和非农业实物产量的某

些特殊因素。例如，在本书使用的各种两市场均衡图形中，我们假定

两部门实物生产函数曲线的位置和形状由各部门的资本投入决定。

实际上，这些曲线的位置和形状同时取决于各部门所使用的技术和

制度。只是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上和制度框架内，资本投入才决定实物

产量曲线性状，劳动投入进一步决定具体产量。如果技术和制度改

变，产量曲线的性状将变化，一定资本和劳动投入所生产的产量也就

变化。例如，更高效能的新计算机比先前的计算机便宜得多。因此，

在计算机折旧更新时，生产者不必花费任何新资本就能够提高自己

的产量。就农业来说，引入一种新作物或畜禽品种往往只需要花费少

量额外资本，但和旧品种相比，新品种却能在无需增加其他资本和劳

动时增加产量。此外，如果在计算劳动力的时候不考虑劳动者的知识

水平，那么，获得比如微积分、电学与市场经济的知识并不需要花费

我们这里考虑的额外的资本与劳动，但有了这些知识，原有数量资本

和劳动将可能生产更高产量。 

如果把技术理解为使用一定数量资本和劳动所能生产的产量，

我们可以把许多其他影响产量的因素归入技术范畴。例如，自然灾

害、瘟疫、大规模事故可以视为技术水平的降低，风调雨顺、事故几

无的状况可以视为技术水平的提高。制度和意识形态也是影响产量

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这里亦把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技术。例如，1980

年前后中国实行“非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把原先政府规定

必须由农民集体耕种的土地分配给农户个体耕种，把农产量分配模

式从原先的超过农民生存水准的产量全部上交政府改变为超过上交

政府指标后的产量全部归农民，中国农业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在这一

改革前后变动不大，但农业产量在改革后增加很多。5  

这样，技术在本书中成为一个宽泛理解的概念，包括了资本和劳

 
5  参见林毅夫关于中国 1980 年前后农业制度改革和农业产量增长的论文，尤

其是他的英文论文，Li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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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外所有影响产量的因素，甚至包括了经济学家常说的制度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排除出技术范畴。资本劳动比无

疑是度量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说，一个部门的资本劳动比

越高，这个部门的技术水平越高。不过，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可以归因

为总资本和总劳动两者各自的变化以及它们的部门配置变化。由于

我们在本书中把资本和劳动的变化与它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所以我们不在技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影响的讨

论中关注资本劳动比的变化。6 同时，我们也不考察技术水平变化的

原因，而仅仅把技术水平变化作为一种外生因素而探讨它对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影响。 

在本书的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分析中，技术水平变化至少有两

种可能性。第一，两部门的技术变化方向和速度相同；第二，两部门

技术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不同。本节和下一节分别考察这两种可能性。 

我们首先考察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发生方向和速率相同的技术变

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设经济在时点 t t*处于两市场共同均

衡的状态。假定外生的技术进步发生在(t, t+1) t*的时段内的某一时

点 t5 并冲击原本均衡的经济体系。在 t 时的均衡劳动配置线 AtBt 上，

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分别从原先的 TA
t和 TN

t提高到 TA
t5和

TN
t5，且(TA

t5/T
A

t)=(TN
t5/T

N
t)=gT>1。农业和非农业实物产量曲线相应

上扬到 YA
t5 和 YN

t5。在 AtBt 线上，农业产量和非农产量分别提高了

gT倍，7 相应地，角和亦分别扩大 gT倍为t5 和t5，t5=t5，所以

劳动市场保持均衡。我们用图 13.5 说明这一状况。图 13.5 和图 13.1

描述的现象类似，只是在后者，农业和非农实物产量曲线上扬的动力

是投资。 

此外，图 13.1 从偏好角度出发，图 13.5 则从技术角度出发。因

 
6  由于我们不考虑资本折旧和更新问题，因此资本部门配置一旦确定就不再

改变。只有资本增量或投资可以通过不同的部门配置比而改变资本的部门

配置。在这一前提下，即使不存在资本增量，技术进步如果促使农业劳动

力转移，技术进步也就可能改变各部门的资本劳动比。 

7  本节假定这一点成立。但严格地说，这一点是否成立依然取决于两条生产

函数线在与 AB 线相交时的诸种相对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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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与图 13.1 不同的是，图 13.5 建立在恩格尔定律之上。技术进步

提高产量后，总产出相应提高，农产品总需求虽然上升为 λt5Yt5，但

由于恩格尔定律作用，农产品需求上升幅度小于农产品供给增长幅

度，所以两部门方向速率相同的技术进步发生以后，农产品市场出现

供过于求局面，农产品价格必须从原先的 pt 下降。农产品价格下降

意味着角缩小，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希望转

移到非农业，因此劳动市场失衡。图 13.5 用箭头标出了技术进步发

生后，农产品价格变化和劳动力转移的方向。根据上一章阐述的两部

门均衡机制，一旦技术进步确定了新型状的产量曲线，经济便以价格

和劳动力部门配置两者变化为核心展开市场调整过程以吸收技术进

步的冲击并最终恢复均衡。图 13.5 没有绘出经济在 t+1 时的重新均

衡状况。不过，我们可以指出，新均衡的特征是 pt+1<pt，lt+1<lt，ht,t+1>0

以及 αt+1>αt，βt+1>βt，即农产品价格下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

以及农业和非农业的均衡工资提高。 

上述结论可以解释如下。我们已经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将促使

工资上升。根据这一思路，只要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会有均衡工资上

升。而只要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农业劳动力便将转移。在图 13.5

中，技术进步同比率提高了两部门产量后，农产品价格 p 在恩格尔

定律作用下必须下降。而 p 一旦下降，农业工资便低于非农工资，农

业劳动力就会转移。p 下降越严重，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越大；但 p

又不可能下降特别严重，不可能把新的农业产出曲线拉低到技术进

步前的位置。这是因为两部门技术进步提高了总产出，经济对农产品

的总需求相应提高，价格下降亦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总需求，所以，

当经济在 t+1 时重新实现均衡时，均衡的农业总需求曲线 λt+1Yt+1 与

t 时的均衡配置线 AtBt 的交点必将高于点 At；同时，由于 t+1 均衡时

农产品需求等于供给，因此对应于某个均衡劳动配置比 lt+1L，我们

有 λt+1Yt+1(lt+1L)=pt+1Y
A

t+1(lt+1L)。这样，在 AtBt 线上，t+1 时的农业产

出曲线 pt+1Y
A

t+1 又不可能因为 p 的下降而下抑到 ptY
A 的位置，所以

在图 13.5 中，pt+1Y
A

 t+1 将处在 pt5Y
A

t5=ptY
A

t5 和 ptY
A

t 两条曲线之间，

或者说在配置线 AtBt 上，t+1 时的农业产出不会降到 At 的水平，所



第十三章   恩格尔定律与技术变化 

361 

以 p 的下降又是有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亦是有限的。当然，此时发

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我们定义的均衡转移。 

 

图 13.5 两部门同步技术进步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总的来说，两部门同步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两部门产出和经济体

系的总产出，提高了两部门工资。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因此无论用

非农产品还是农产品度量，工资水平皆有所提高。从长期的非农化转

型角度观察，两部门同步技术进步有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工资水

平提高，并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从短期的经济波动角度观察，这一

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又有助于减轻与农产品价格上涨相

联系的通货膨胀，因此有助于缩小经济波动的幅度。 

13.4 农业技术进步慢于非农技术进步的影响 

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技术的不同步变化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现象。

例如，比起农业，计算机技术对非农业生产的提高作用可能更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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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生的严重干旱或水灾等恶劣气候会显著降低农业产量，可对非

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小。政府对经济的监督、管制规则的变化常常对非

农业影响更大等等。为了简化讨论，我们把让现有资本和劳动投入生

产更多产出的技术进步视为技术水平的正方向，把技术退步视为负

方向，这样，如果两部门或者其中一个部门发生技术变化，我们总可

以把这些变化归入下述三类：农业技术进步慢于、等于和快于非农业

技术进步。由于第二类情形与农业和非农业同步技术变化的情形相

同，本节我们将开始讨论农业技术进步慢于和快于非农技术进步的

第一和第三类情形。这两种情形又可以视为某一部门技术水平不变

而另一部门出现正向或负向技术变化。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即图 13.5 中，农业技术进步慢于非农技术进

步可以表述为农业技术不变而非农技术进步，并在该图中表现为在

资本投入给定的前提下，农业产量曲线不变、非农产量曲线上扬。这

类似于上一章图 12.4 显示的情形。在图 12.4 中，农业产量曲线不变、

非农产量曲线上扬的原因是经济体系把全部投资用于非农业。在本

节中，虽然两条曲线变化的原因不是投资，而是农业技术不变时的非

农技术进步，但其表现相同：非农产出、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和非农工

资随之提高。受非农高工资吸引，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劳动配

置线左移。不过，这仅仅是市场对更快非农技术进步的第一反应。基

于非农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转移，总产出提高很快。尽管恩格尔系数下

降，但农产品总需求依然上升。由于农业产量曲线保持在原有水平

上，所以若农产品价格不变，在(t, t+1) t*的时段内的某个时点 t6上，

新的农产品市场均衡点将是图 13.6 中的 Et6。Et6 在 AtBt 线右侧，对

应的农劳比 lt6 大于 t 时的农劳比 lt。这意味着农产品市场均衡要求劳

动力倒流入农业。减少或避免劳动力倒流的唯一方式是提高农产品

价格。农产品价格提高既有助于缓解农产品供不应求局面、也有助于

缓解农业劳动力的转出愿望。然而，无论农产品价格如何提高，只要

农产品供求相等点 E 还在 AtBt 线右侧，农业劳动力便将增加。然而，

如果 E 转到 AtBt 线左侧，虽然农业劳动力减少了，可农业产量相应

降低，低于 YA
t(lt)，也就是说，此时用实物度量的农产品产量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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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皆将下降。 

这里，在总产出和农产品价格提高的背景下，消费者有三种选择

的可能性： 

1) 愿意更少消费农产品，即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0，价格

弹性<-1。 

2) 农产品消费量不变, 即收入弹性=0，价格弹性=0。 

3) 愿意更多消费农产品且恩格尔定律有效，即收入弹性>0，

价格弹性>-1，同时价格弹性<0，且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

的绝对值。 

如果经济面临第一种可能性，农产品价格将上涨得足够高，到时

点 t+1，新的农产品市场均衡点 Et+1将落在 AtBt线左侧，由于经过调

整，两市场肯定能够重新达到共同均衡，因此 t+1 时劳动配置线

At+1Bt+1将处于AtBt线左侧，农业劳动力减少，ht,t+1>0；同时YA
t+1(lt+1)< 

YA
t(lt)，pt+1>pt，非农技术更快进步造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非均衡

的转移。此外，以非农产品度量的工资提高，但以农产品度量的工资

很可能降低。不过，由于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大可能小于 0，经

济面临这种可能性的概率很小。此外，经济面临第二种可能性的概率

更小。 

第三种可能性是经济将面临的一般情形，即在总产出提高的时

候，消费者不会减少、反会增加农产品实物消费量，此时，农产品价

格必然上涨。价格上涨将抑制消费者增加农产品消费的欲望，但不会

完全甚至不会大幅度地降低这样的增加欲望。因此，以总收入提高为

前提，Et+1最终不会落于 AtBt 线左侧。在非农技术发生更快进步以后

的经济调整过程中，E 将多次移动，但到 t+1 时，最终让劳动市场同

时均衡的农产品市场稳定均衡点 Et+1=At+1 应当只可能落在 AB 线右

侧，即劳动力倒流入农业。 

图 13.6 反映了非农技术发生更快进步后、经济最终在更高农劳

比水平上实现两市场同时均衡的状况。图 13.6 用粗虚线表示 t+1 时

的均衡状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总收入上升和价格提高将降低

恩格尔系数，但总收入的上升依然会增加农产品总需求和农产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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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需求。农产品总供给虽然可以通过价格提高而增加，可在农业技术

和农业资本不变的前提下，农业实物产量增加的唯一途径是增加劳

动投入。所以，若其他情况不变，一个经济的非农业比农业的技术进

步越快、其总收入增长得越快，这个经济对农产品实物需求便越多，

这个经济为了扩大农产品生产就越需要把劳动力集中到农业。这就

是图 13.6 赖以成立的经济学原理。8 这一原理也可以应用于非农技

术不变、农业技术退步的情形。在本节的研究框架内，严重的天灾可

以视为农业技术退步。它导致农产量下降。由此出现的农产品供不应

求将在农业资本不变的情形下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工资提高，

劳动力倒流入农业，经济将在由天灾造成的更高农劳比水平上实现

均衡。 

 

图 13.6 非农技术进步更快和劳动力倒流 

 
8  这一原理最初是由 Baumol 清楚提出的。针对技术进步速度不同而又面对需

求约束的生产部门，他指出生产要素尤其劳动必须越来越多地向技术进步

慢的部门集中，以保证产出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吻合。参见 Baumol，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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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农业技术进步快于非农技术进步的影响 

农业技术进步快于非农技术进步可以简化为非农技术不变而农

业技术进步的情形，因此在图 12.5 的框架内可以描述为非农产量曲

线不变、农业产量曲线上扬。这类似于上一章的图 12.3，只是图 12.3

以全部投资用于农业为前提，而本节以更快农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经

济在时点 t 均衡后，若农业技术发生更快进步，农业产量从 YA
t 提高

到 YA
t7，t7 (t, t+1) t*，农业产出曲线上扬，劳动力将从非农部门

向农业转移，农劳比将提高，也就是说，经济将不但没有农业劳动力

转移，而且劳动力还会倒流回农业。劳动力倒流的直接原因是在非农

产出曲线不变的同时，农业产出曲线因新近的技术进步而上扬，所以

角 αt7>βt7，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工资大于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工资并诱

导劳动力流向农业。劳动力流向农业虽然有利于劳动市场均衡，但却

进一步提高农产量。另一方面，恩格尔定律又决定了农产品需求提高

幅度，低于总产出更低于此时的农产量提高幅度，所以农产品必将供

过于求，因此农产品价格必须下降。价格下降在带动农业产出曲线下

抑、促进农产品消费的同时又抑制了劳动力向农业的倒流。设想在时

段(t, t+1) t*内、t7 之后的一点 t8 上，价格下降到 pt8，此时农业产出

曲线 pt8Y
A

t7与先前曲线 ptY
A

t 重合，农业和非农两条产出曲线与配置

线 AtBt 的交点 At8、Bt8 分别与 At、Bt重合，所形成的角 αt8=αt=βt=βt8；

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等于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劳动市场重新均衡。这

样，经济在点 t8 上恢复时点 t 的劳动力配置，农劳比不变，如图 13.7

所示。在图 13.7 中，一次性的农业技术进步把农业产出曲线从 ptY
A

t

上扬到 ptY
A

t7，随后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则把 ptY
A

t7 拉回到 pt8Y
A

t7= 

ptY
A

t，此时农业工资与非农工资相等，劳动市场均衡。 

但是，经济在劳动配置线 At8Bt8=AtBt 上不可能同时实现农产品

市场均衡。这是因为在农产品消费量增加尤其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一

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不大可能把自己的消费品组合从(YA
t/Lt, Y

N
t/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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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YA
t7/Lt, Y

N
t/Lt)，9 即不可能仅仅增加农产品消费而不同时增

加非农产品消费。因此，在无法保持 YA
t7/Lt 而又增加 YN/Lt 的前提

下，他们更希望的组合应当是(YA
t7/Lt-x

A, YN
t/Lt+xN)，xA>0, xN>0。这

样，为了将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产品增产全部售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

不会停止在 pt8，而将在随后的(t, t+1) t*时段内的点 t9 继续下降到

更低的 pt9。新的农业产出曲线 pt9Y
A

t7 与 AtBt 线的交点低于 At=At8，

即 pt9Y
A

t7<ptY
A

t，这意味着农业技术进步造成的农产量提高反倒促成

农业产出的降低。由于非农产出不变，所以农业产出减少导致总产出

减少，农产品总需求曲线下降，农产品市场将在 AtBt 线上的点 At9 均

衡。在图 13.8 中，由于总收入和农产品价格两者的下降，λ 相应升

高，因此农产品总需求曲线 λt9Yt9 变陡并和 pt9Y
A

t7 相交于点 At9，农

产品市场均衡。 

 然而，相应于点 At9，αt9<αt=βt=βt9，所以点 At9 不是劳动市场的

均衡点，农业劳动力为获得更高工资而希望转入非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方面降低农产量，一方面又更多增加非农产出并增加总产出，因此

农产品总需求和农产品价格两者的下降趋势受到抑制，这既有利于

劳动市场均衡亦有利于产品市场均衡。在市场调整过程中，两部门的

劳动力、产量、工资和价格不断变化。在调整结束的时点 t+1 上，农

业产出曲线 pt+1Y
A

t+1<ptY
A

t，但 pt+1Y
A

t+1>pt9Y
A

t7，YA
t(lt)<YA

t+1(lt+1) 

<YA
t7(lt), pt>pt+1>pt9，即农业产出依然低于技术进步前产出，可高于

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情形。但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同时，尽管农业

劳动力减少，农产量依然高于技术进步前产量，因此在 t+1 时，农产

量和非农产量都提高了。农业劳动力实现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10 可

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转移不是均衡的。同时，两部门的工资都比农

业技术进步前下降。工资下降的原因首先是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因

 
9  (YA/L) 和(YN/L) 分别表示人均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消费。注意本书假定人

口和劳动力数量相等。 

10 显然，本节讨论的经济调整机制和分析结论都与第 7 章介绍的 NP 模型相

同，即农业更快的技术进步和农产品更低的价格弹性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

和农产品价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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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不变而劳动力增加而降低，更重要的原因是农业技术进步大

幅度地降低了农产品价格，以非农产品为尺度计算的农业产出和总

产出减少。但是，若用农产品度量，工资和总产出都有很大提高。 

 

图 13.7 农业技术进步更快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人类非农化转型过程中，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两个推动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力量。与资本积累不同的是，技术进步难以定

义和度量，因此其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为

简化研究，本章把不属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其他因素导致的产出曲

线变化全部归之于技术进步，研究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我们

的结论指出，农业和非农业同步的技术进步或者农业技术的更快进

步都可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有更快的非农技术进步才会抑制

农业劳动力转移。把这一结论应用到迄今为止的三百多年非农化历

史，农业技术进步应当比非农技术进步更快，或者至少不慢于非农技

术进步，技术进步才可以在总体上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正如本书第

四章第 4.9 节揭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

在发达国家要比在发展中国家小得多。同时，发达国家的农劳比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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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比要比发展中国家低得多。假设发达国家早年的农业和非农

业生产率差距类似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水平，而如今的差距却远小于

当今发展中国家水平，那么，在一个国家降低农劳比也就是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比非农业生产率提高更快。11 这

也是非农化转型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的三大源泉，可能是农业技术进步更

快、农业资本增加更快与农业劳动力转出或减少。可我们知道，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是农产量增加；农产量不增加，农业劳动力不可能

转出；而在农业劳动力转出前提下提高农产量的途径，只能是农业资

本更快增加和农业技术更快进步。在本章下面的 13.7 节中，我们将

指出非农化过程的另一个重要现象：非农资本比农业资本更快增长

和资本向非农部门集中。所以，在非农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农业资

本不会比非农资本增加更快。因此，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三大源泉

中，最基本的源泉似乎只可能是农业更快的技术进步。正是这样的技

术进步，促使农业产量尤其农业劳动生产率更快提高，从而释放出更

多农业劳动力，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更快的原因可能

有许多种。首先，美洲和澳洲在 1700 年以后的农业化，提高了全球

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其次，大约 1850 年后的全球气候转暖，应当是

有助于农产量增长的重大“技术性”因素。第三个因素应当和农作物

与家禽家畜的高产新品种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有关。一部分这样的品

种在世界非农化开始前便广泛应用于某些地区，另一部分虽然是后

来农业科研的成就，但与其产出效益相比，其传播所需要的成本很

 
11 本书作者曾经论证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提高更快。设想在非农化

起点上，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接近零，但非农边际生产率能

够在保证生存工资的同时保证资本利润；在非农化结束时，两部门劳动生

产率应当相等或接近，那么，非农化过程必然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追赶

非农生产率的过程。假设在非农化起点时，非农边际生产率是农业的 10

倍，则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平均每年的提高速度高于非农业 1 个百分点

时，两部门生产率趋同所需要的时间为 230 年；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

比非农业高 2 个百分点，趋同所需要时间将缩小一半，为 115 年。这两种假

设和各国非农化历史的背景应当不会相差太大。参见胡景北，2008a。参见

本书第四和第六章关于农业和非农业两者劳动生产率提高关系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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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以至于我们还无法在生产函数中“内生地”表示它们。第四个因

素则与农业投资的计算方式有关。例如，各国从事农业科研的人员常

常不计入农业劳动力；各国用于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一般研究的大

量资本投入，常常也不计入农业投资。 

13.6 资本产量弹性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本节讨论资本产量弹性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下文把资本产

量弹性简称为资本弹性。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各自的资本弹性综合

反映了两部门各自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劳动比。在非农化转型的长期

过程中，两部门的资本弹性应当出现某种系统性的变化并呈现趋同

的趋势。在非农化转型过程的某个短时段内，资本弹性可能变化不

大，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假定为常数。本节亦不考虑资本弹性

的变化，而仅仅指出两部门的资本弹性区别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

响。12 

用 e 代表弹性，下标 K 代表，资本产量弹性 eK的定义是 

 
12 本章脚注 2 曾经引用过本书数学附录 2 中的公式(A2.25)。该公式也可以用

来 分 析 资 本 弹 性 和 农 业 劳 动 力 转 移 关 系 。 该 公 式 具 体 形 式 是 

dl/dK=(υgγ+v)，其中 gγ 代表 λ 的变化率。显然，若 gγ=0，则 dl/dK= v。因

此，若恩格尔规律不起作用，则在资本变化时，农劳比的变化方向和程度

等于 v 。从 (A2.28) 和 (A2.24) 知， v=v(
A

Ke , 
N

Ke , 
N

K,MPLe , 
A

Le , 
N

Le , 

N

L,MPLe )，其中
A

Ke 和
N

Ke 表示资本在农业和非农业的产量弹性，
N

K,MPLe 是

资本在非农业的边际产量弹性，
A

Le 和
N

Le 是劳动在农业和非农业的产量弹

性，
N

L,MPLe 是劳动在非农业的边际产量弹性。所以，影响 v 的因素仅仅是

资本和劳动在两部门的弹性。毫无疑问，在非农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上

述诸弹性都会变化，而不可能是长期“稳定”的常数。但对这些弹性变化

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的研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由于新增资本是除技

术进步之外的造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主要积极力量，所以本节仅仅

分析两部门资本产量弹性的区别可能给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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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eK=

Y

Y
K

K




=

Y

K





1

Y

K

=
K

K

MP

AP
  

其中 MPK和 APK分别代表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资本产

量弹性表示资本增加一定百分比给产量带来的百分比增长。它又可

以表述为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其平均产出之比。(13.11)式中第三个等

号后的公式表明，资本边际产出占其平均产出的比重越大，资本产量

弹性越大，一定的资本增长率所带来的产量增长率越高。由于在一般

情形下资本增加总会带来产量增长，所以 eK>0。 

 同理，劳动的产量弹性可写为： 

(13.12)  eL=

Y

Y
L

L




=

Y

L





1

Y

L

=
L

L

MP

AP
  

eL>0。在前面几章的两部门均衡分析中，我们假定农业和非农业的生

产要素投入仅仅是劳动和资本，土地也被包括在资本之中，所以生产

要素的产量弹性仅仅可以分为资本产量弹性和劳动产量弹性。我们

进一步假定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该性

质指的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形下，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同一倍数，两者

共同生产的总产出也将增加这一倍数。13  这样，资本和劳动两者的

产量弹性之和将等于 1，即 

(13.13)  eK + eL =1  

(13.13)式指出在一个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部门的产量函数中，

如果一种生产要素的产量弹性大，另一种要素的产量弹性便小，反之

 
13 这一假定要求生产函数是“一次”的。“一次”表示函数和变量两者增长

的倍数相同。我们假设本文使用的产量函数满足这一要求。一次齐次生产

函数的一个常见例子是 Cobb-Douglas 函数，其最简形式为 Y=KαL1-α。它的

一次齐次性可验证如下：设 n>0, mY=(nK)α(nL)1-α =(nαKα)( n1-αL1-α)=n(KαL1-

α)=nY，因此 m=n。在 Cobb-Douglas 函数中，eK =α,  eL=1-α。不过，即使生

产函数不是一次齐次的，我们依然可以假设农业资本的产量弹性大于非农业

资本的这一弹性，只是随后的分析更为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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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反是。由此出发，我们观察农业和非农业的要素产量弹性的大小。

前面的两部门分析假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所以

对应于同量劳动投入，非农产出远远高于农业产出。在本书图 11.1

和以它为基础的其他示意图中，非农产出曲线亦远远高于农业产出

曲线。因此，农业劳动边际产出低于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农业劳动平

均产出低于非农劳动平均产出，即 MPA
L<MPN

L，APA
L<APN

L。由此

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下述关系： 

(13.14)  

A

L

A

L

MP

AP
<

N

L

N

L

MP

AP
  

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之比，小于非农劳动的相应比

值，所以，农业劳动的农业产量弹性低于非农劳动的非农产量弹性，

即 

(13.15)  eA
L < eN

L   

由于 eA
L+ eA

K=1，eN
L+ eN

K=1，因此，从(13.15)式不难得出结论： 

(13.16)  eA
K > eN

K   

农业资本的农业产量弹性大于非农资本的非农产量弹性！这一

点表明，如果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以同等比率增长，则农产量比非农

产量的增长率更高。(13.16)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一个特征。该特

征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如果劳动投入和价格不变，则为了保证两部门

产量以相同速度增长，农业资本增长率就应当低于非农资本增长率，

因此，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的特点将导致资本向非农业集中。14 而

在恩格尔定律有效的前提下，农业产量增长必须慢于非农产量，所以

农业资本增长率将进一步低于非农资本增长率，总资本将进一步向

非农部门集中。这样，农业资本的高产量弹性与恩格尔定律两者的共

同作用，应当促使非农资本比农业资本更快增长。 

回顾本章的图 13.1。在那里，我们设想 μt=θt=θt+1，因此两部门

 
14 这一特征的另一重要含义，是农业劳动的产量弹性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不断提高并追赶非农劳动产量弹性。本书第四章曾根据数据列出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这一数量特征，因此，这里的理论含义和第四章的经验事实是相

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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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同比率增长；若价格不变，在配置线 AtBt 上，两部门产出将以

相同增长率分别从 At 和 Bt 提高到 At+1 和 Bt+1。显然，图 13.1 隐含的

一个重要前提是农业和非农业的资本产量弹性相等，因此各部门的

资本与产量才能以同一比率增加。如果资本在农业的产量弹性高于

在非农业的产量弹性，那么，两部门资本以同等速度增加，农业产量

增长率便应当超过非农产量增长率。在图 13.1 中，(At+1/At)就应当大

于(Bt+1/Bt)。因此，即使 μt=θt，我们也有 

(13.17)  gA,S
t,t+1>gt,t+1>gN,S

t,t+1 

所以，即使不考虑恩格尔定律并设想农产品需求和总收入增长

率相等，gA,D
t,t+1=gt,t+1，由于农业资本的产量弹性更高，两部门资本

增长率相同的话，经济也会出现 gA,S
t,t+1>gA,D

t,t+1的情形。考虑到恩格

尔定律，gA,D
t,t+1<gt,t+1，农产品供给将更大幅度地超过需求。我们将

图 13.1 改编为 13.8 以表示这种状况并把图 13.1 中的 At+1 和 Bt+1 重

新标示为图 13.8 中的 A+
t+1 和 B+

t+1。设想在时点 t t*上，经济的投

资按照 μt=θt 配置到两部门，在(t, t+1) t*时段中的某个更低级别时

点 t1 上，非农产出曲线上扬到 YN
t1。农业产出曲线上扬到 ptY

A
t1，它

们与配置线 AtBt 的交点分别是 At1与 B+
t+1。由于农业资本弹性更高，

所以在线 AtBt 上，(At1/At)>(Bt1/Bt)=(B+
t+1/Bt)=(A+

t+1/At)，农业产出曲

线 ptYt1 和 AtBt 线的交点 At1 现在高于 A+
t+1，农产品供过于求。同时，

由于 At1>A+
t+1，角 α 扩大，αt1>β+

t+1=βt1，劳动力从非农业向农业倒

流，农产量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更加严重。因此，农

产品价格必将下降并带动农业产出曲线下抑以缩小农产品供求差

距。价格下降同时缩小了农业和非农业工资差距。设想农产品价格会

一直降到新的农业产出曲线和与非农产出曲线同比率提高的程度，

即 pt2Y
A

t1 在点 A+
t+1 过配置线 AtBt，此时价格为 pt2，pt2<pt，pt2Y

A
t1< 

ptY
A

t1，αt2=β+
t+1，劳动市场均衡，农劳比保持在 t 时点的水平，经济

既无农业劳动力转移也无劳动力倒流。这就是图 13.8 显示的状态。 

但是，和本章第 5 节关于农业技术进步更快的分析类似，农产

品市场不可能在点 A+
t+1均衡。在点 A+

t+1 上，农业产出、非农产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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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出三者的增长率相同，但都低于农产量增长率，因此，即使消费

品结构不变，农产品市场也供过于求。如果恩格尔定律有效，农产品

总需求增长率更是低于农业产出增长率，所以 λt2Yt2 与配置线交点肯

定低于 A+
t+1，农产品市场依然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将继续下降以

引导农产品消费、促进农产品市场均衡。可是，只要农产品价格低于

pt2，我们便有角 α<β，农业工资低于非农工资，劳动力便希望转移到

非农部门，农业劳动力转移降低了农产量又通过提高总产出而推动

了农产品需求，所以有利于农产品市场均衡；另一方面，它在提高农

业劳动平均产出的同时降低了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又有利于劳动

市场均衡，因此，经济通过调整将在 t+1 时实现均衡，均衡的特征将

是 pt+1<pt，lt+1<lt，ht,t+1>0，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由于农产品

价格下降，劳动力没有实现均衡转移。 

 

图 13.8 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产出曲线在图 13.8 中降低到 pt2Y
A

t1 时的经济状况，和图

13.2 的状况相同。图 13.2 假定两部门资本弹性相等，因此若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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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长率相等，两部门产出曲线将在劳动配置线上同比率升高；在

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劳动力将转出农业以降低农业产量。为了简化说

明，图 13.8 也可以利用恩格尔定律在点 A+
t1 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必然性。不过，由于农业资本弹性更高，在两部门资本增长率相等

的前提下，农业产出曲线升高比率要大于非农产出升高比率，因此农

产量供过于求的现象要比图 13.2 显示的状况严重得多，所以，图 13.8

恢复两市场同时均衡所要求的农产品价格下降程度和农业劳动力转

移程度也比图 13.2 的要求大得多。 

此外，我们还可以设想另一种特殊情形。如果 t 时投资不按照 t

时资本配置比分配，而按照 μt=μ#
t<θt，μ#

t 表示这样一种投资配置比，

它使得在农业资本弹性更高的情形下，两部门投资造成的两部门产

量曲线的上扬比率相等，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图 13.2，通过恩格尔

定律，农产品价格下降、劳动力转移。同时，由于 μ#
t<θt，在新的均

衡点上，我们还得到 θt+1<θt，(1-θt+1)>(1-θt)，即农业资本比下降，非

农资本比上升。所以，在农业资本弹性更高的前提下，经济不但实现

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或集中，而且实现资本向非农部门的集中，

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的两个生产因素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都具有向

非农部门集中的趋势。 

显然，在两部门资本增长率相同的情形下，农业资本弹性更高的

特点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下降两个结果。就第一个

结果而言，农业资本弹性更高成为促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又一个内

生机制。就第二个结果而言，农业资本弹性更高成为抑制农产品价格

上升的内生机制。最后，农业资本弹性更高的特点还成为社会总资本

向非农业集中的一个内生机制。 

13.7 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和资本向非农业的集中 

我们已经指出在资本投资的前提下，恩格尔定律和农业资本弹

性更高两者将促成农业劳动力转移。但由于它们同时降低了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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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所以它们没有促成农业劳动力在时段(t, t+1) tt*内的转移均

衡。本节将说明经济可以通过调整投资配置比以达到转移均衡。我们

再次观察图 13.8。经济在图 13.8 中调整的起点是与 A+
t+1 相交的农业

产出曲线 pt2Y
A

t1。该曲线需要下抑。为此，经济有两个调整工具可

用：价格下降或农产量下降，或者两个工具同时使用。上一节我们讨

论经济首先通过价格下降来实现市场调整。经济亦可以首先通过产

量下降调整市场。经济让产量下降的方式是降低投资配置比，把它从

比如 μt#<θt 进一步降低，即减少一部分农业投资并将其转入非农部

门。这样，YA相应降低。若价格不变，农业产出曲线相应下抑。由

此造成的 α<β 将促使劳动力转出农业。与此同时，农业减少的投资

被用于非农业，非农产出曲线上扬并高于原先的 YN
t#曲线，角 β 进

一步扩大，又一次推动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劳动力转移扩大了

角 α、缩小了角 β，有助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转移提高了总收

入、增加了农产品需求，在部分农业投资退出和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

产量之际，又有助于缩小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差距，促进市场均衡。所

以，通过调整即降低投资配置比，经济有可能在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同时，达到农产品价格的稳定，使得 pt+1=pt，实现转移均衡。显然，

这也就是图 12.5 阐明的不考虑资本弹性和几乎不考虑恩格尔定律的

纯粹状态下的调整机制。 

实际上，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即使我们假设资本存量不能够转

移，投资在两部门间的转移或者试错性质的投资亦是常见现象，因

此，我们无须做出比如投资决策不可改变的假定。在市场经济中，引

导投资者在试错过程中改变决策的信号是相对价格。在图 13.8 中，

消费者需求结构和恩格尔定律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后，农业工

资相对于非农工资随之下降，农业资本收益相对于非农资本收益亦

随之下降。农业相对收益下降在促使劳动力转出农业的同时，也同样

促使资本转出农业。因此，相对价格下降后，劳动和资本将同时向非

农部门转移。两者的同时转移迅速地降低农业产量、提高非农产量和

总产出，有助于抑制农产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趋势。不过，若劳动和资

本过多转出农业、农产量下降过快；同时总收入以及农产品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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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快，农产品又会转而供不应求，相对价格又将上涨，农业相对收益

回升，劳动和资本又会相应地从非农业流向农业。所以，在两时点 t

和 t+1 t*之间，市场经济将通过相对价格波动指引劳动力和投资不

断重新配置。在这样的调整过程中，经济完全可能在 t+1 时实现投资

配置比 μE
t+1，pt+1=pt，ht,t+1=hE

t,t+1>0。这就是图 12.5 显示的结果。同

时，由于 μE
t+1<θt，所以 θt+1<θt，t+1 时的农业资本比低于 t 时的农业

资本比。农业资本比降低意味着非农资本比提高。因此，由于导致农

业劳动力转移和资本集中的机制是同一组恩格尔定律、资本产量弹

性和相对价格机制，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资本向非农部门的集中应当

是非农化转型过程中的两个相伴共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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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均衡 

 

 

 

14.1 农劳比下降加速度问题 

本书第十二章在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时，设想只要一个经

济有投资或者新增劳动并且把它们适当地配置到农业和非农两个部

门，农产品相对价格就可能保持稳定，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就可能均

衡。该章没有考虑投资量或者新增劳动量的大小或规模问题，或者

说，投资或新增劳动的规模和我们前面讨论的转移均衡没有特定的

关系。无论投资大小、新增劳动多少，只要投资和新增劳动配置适

当，转移就可以均衡。然而，投资或新增劳动的规模依然是经济增长

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该章指出，如果技术条件不

变，资本的增长率必须高于人口增长率，农业劳动力才能够不断转移

到非农部门。所以，一定规模的投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

确实，即使假定劳动力总量不变，投资配置适当，农业劳动力在均衡

路径上转移，可如果投资达不到一定规模，转移量微乎其微，农业劳

动力转移将极其缓慢，转移的历史过程将大大拉长，人类命运的不确

定性将大大强化。因此，投资的规模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

其实，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谓“投资是农业劳动力得以转移的

必要条件”的命题必须表现为投资的一定数量规模。本章将讨论投资

的规模问题。我们将指出，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与投资规模直

接关联的概念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速度，或者说，投资规模所影响

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速度大小。因此，关于投资规模的讨论同时

将是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问题的讨论。 

在人类认识史上，加速度是速度的派生概念。如果说速度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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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点有关，那么，由于加速度是相邻两个时段速度的变化，所以加速

度与两个相邻时段或三个相邻时点如 t、t+1 与 t+2 t*有关。三个时

点可以明确定义两个时段，如时段(t, t+1) t*和(t+1, t+2) t*。就此

而言，本章内容已经超出前面定义的短期范围，因为两个时段意味着

资本至少发生两次而非一次性改变。不过，即使如此，只要我们想象

两个时段足够短，比如每个时段的单位是年，那么，在通常需要至少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两年之间的

经济问题依然可以视为短期问题，因此，本章依然把加速度作为短期

问题研究。同时，本章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积累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加

速度的关系上，因此暂时假设劳动力总量在所研究的三个相邻时点

或两个相邻时段之间不发生变化。 

我们在第十二章中说明农业劳动力可以均衡转移、农劳比均衡

下降，也就是说，l 在图 12.1 中从 At 到 At+1 的降低路径可以是均衡

的。我们的说明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任意两个相邻时点定

义的时段，因此，把图 12.1 扩展为图 14.1，l 从 At+1到 At+2 的降低路

径也是均衡的。它表示给定资本积累，一个经济将能够实现均衡的 l

变化即均衡的农劳比降速 h。 

 

图 14.1 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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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均衡降速只意味着在资本积累和恩格尔规律两者的作用

下，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相对价格稳定可以并存。严格地说，均

衡降速虽然和速度有关，但和速度的高低无关。无论资本积累多少，

只要它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适当，农劳比的降低就不会造成相对价

格波动，降低的程度或速度就是均衡速度。这里，农劳比降速 h 是比

如 0.01%/年还是 0.1%/年或者 1%/年的问题，和转移均衡的概念无

关。可是，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降速的均衡与否，而且需要了解

农劳比降速的高低程度。如果利用图 14.1 来阐明这一点，那么，我

们不但需要知道农劳比 l 在时段(t, t+1) t*的降速 ht,t+1 是否均衡，而

且需要知道 ht,t+1 的大小。 

不过，农劳比降速的高低很难绝对地度量或者研究。例如，我们

很难研究图 14.1 中 ht,t+1 的大小，其原因之一是我们不知道 l 在上一

时段(t-1, t) t*的降速 ht-1,t的均衡与否和高低程度，因此缺乏参照系

来研究 ht,t+1 的大小。可是，一旦我们有了参照系，我们对 ht,t+1 的研

究也就变成对它和 ht-1,t 关系的研究，而这一关系的精炼概念就是加

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研究速度，我们必须研究加速度，即研

究两个相邻时段的速度变化。回到图 14.1。该图绘出了包括三个时

点的时段(t, t+1, t+2) t*和 l 在其中的变化。1 假设 lt、lt+1 和 lt+2 均

衡，ht,t+1 和 ht+1,t+2 均衡，根据本书第二章定义的农劳比降低加速度，

at,t+1;t+1,t+2=ht+1,t+2-ht,t+1，将其变形为 ht+1,t+2=ht,t+1+at,t+1;t+1,t+2，由于 ht,t+1

是已知量，我们对 ht+1,t+2 大小的研究便转换为对 at,t+1;t+1,t+2 的研究。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虽然本书第四章曾经借助中国和美国的数

据，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变化的历史事实，但加速度变化的历

史事实本身，并不必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具有理论意义。速

度差、速度差的差、速度差的差的差是一个无限序列，我们的研究只

能深入到这一序列的某个层次。为此，我们需要理论分析以确定我们

将至少暂时止步的层次。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上，农劳比降低加速

 
1  注意本书始终假定任意两相邻时点定义的时段具有相同的时间长度，例如

(t, t+1)和(t+1, t+2)两时段长度相等，或者根据上下文而皆等于普朗克时长或

经济学常用的一个月、一个季度或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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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便由于它对农劳比降速规模研究的必要性既成为我们必须达到的

层次、又成为我们可以暂时止步的层次。 

14.2 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等于零的状况 

加速度和三个相邻时点及它们定义的两个相邻时段有关。为简

化时间符号，我们将用 t0 表示非农化时点集合 t*中任意一不同于非

农化终点 T 的时点 t，t0 t*，t0≠T t*。注意 t0 t*可以、但不必须

等同于集合 t*中的非农化起点 0 t*。这样，符号 t1、t2、…T 将表

示从 t0 t*开始的后续时点。同时，我们也用诸如 l0、K1 的方式表示

相应变量在比如 t0、t1 时的取值。此外，本章下面将仅仅讨论农劳比

降速 h>0 的情形。 

在不考虑偏好和技术特定变化的前提下，h>0 意味着经济必须

有投资。考虑在两相邻时点 t0 和 t1，经济皆把一部分收入用作投资

I0>0和 I1>0并在均衡路径上把农劳比从 l0先后降低到 l1和 l2，l0>l1>l2。

我们用图 14.2 表示这一情形。图中的细、中粗和粗线分别代表经济

在三相邻时点 t0、t1和 t2 t*的状况。由于经济始终在均衡路径上增

长，所以三时点上的价格相等，即 p0=p1=p2。为了清楚地揭示这一点，

图 14.2 仅仅用 p0 表示三个时点的价格。经济有了投资后，资本先后

从 K0 提高到 K1 并再提高到 K2，农业和非农业产出曲线相应地从

p0Y
A

0(0K0)和 YN
0[(1-0)K0]分别上扬为 p0Y

A
1(1K1)、p0Y

A
2(2K2)和

YN
1[(1-1)K1]与 YN

2[(1-2)K2]，农业劳动力从 l0L 减少到 l1L 再减少

到 l2L；非农劳动力则从(1-l0)L 先后增加到(1-l1)L 和(1-l2)L。纵虚线

A0B0、A1B1 和 A2B2 分别代表三个时点的劳动配置线。在这个过程

中，尽管农产品消费比重、价格、工资、投资与劳动力的部门配置在

时段(t0, t1)和(t1, t2)内频繁变化，但在它们于 t0、t1与 t2 三个时点上稳

定时，两部门工资相等，农产品供求相等，市场均衡。图 14.2 中的

三个点 A0、A1 和 A2 分别代表了经济在这三个时点的均衡，而三时

点之间的农劳比变化速度和加速度分别为 h0,1=l0-l1>0，h1,2=l1-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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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2=h1,2-h0,1。 

为了研究 h1,2的规模，在已知 h0,1 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研究 a0,1;1,2

的规模。为简化起见，我们首先考虑 a0,1;1,2=0 的情形。显然，a0,1;1,2=0

意味着 h1,2=h0,1，相邻两时段的农劳比降速相等。继续假设劳动力总

量不变，L2=L1=L0≡L。根据第二章的加速度定义，我们有 

(14.1) a0,1;1,2=h1,2-h0,1=
1,2H

L
-

0,1H

L
=0 → H1,2-H0,1=0 

所以，a=0 不但意味着相邻两时段的转移率相等、而且在总劳动

不变的前提下也意味着转移量相等，因此后一时段的转移率 h1,2 和转

移量 H1,2 已经确定；由于 t2 时农劳比 l2=l1-h1,2，所以 l2 亦随之确定。

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考虑加速度等于零的情形，我们也就预先确定了

下一个时段的转移速度和该时段末的农劳比数值，我们的问题亦转

变为：经济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或几个投资量 I0
1，它的同时实现均衡

和转移均衡的配置能够让经济在时段(t1, t2)实现 h0
1,2=h0,1、在时点 t2

实现 l0
2，其中上标 0 表示加速度等于 0 时的变量数值。 

回顾关于转移均衡的第十二章，我们在那里给定 K1>K0 并调整

θ 的取值而找到均衡的农劳比降速 h0,1。第十二章的思路是只要     

∆K0=I0>0，投资和劳动力的部门配置调整可以导致均衡的劳动力转

移。该章不关心均衡转移率 h0,1 的大小，而只关心 p1 的特定取值即

p1=p0 是否成立。现在我们必须同时关心 p 和 h，因为我们希望在劳

动力均衡转移的前提下实现特定的 H 或 h。在第十二章中，I0 给定

后，μ0,1 的调整与 θ 及 λ 和 l 的相应变化保证 pE
1=p0，我们相应地找

到 lE
1 和 hE

0,1=l0-l
E

1。与此类似，在点 t1，如果 Y1 中有一部分储蓄并

投资为 I1=∆K1>0，则 K2=K1+∆K1 已知，通过调整 μ1,2 和 θ2 及 λ2 与

l2，我们也一定能够找到 pE
2=p1=p0 并相应找到 lE

2 和 hE
1,2=lE

1-l
E

2，劳

动力在时段(t1, t2) t*继续保持均衡转移。一般情况下，我们得到的

时点 t2 的均衡农劳比 lE
2 不等于加速度为零时的均衡农劳比 lE,0

2，后

者要求 lE,0
2=lE

1-h0,1 即 hE,0
1,2=h0,1。也就是说，时点 t2 的转移均衡农劳

比不一定等于加速度在时段(t1, t2)等于零所要求的转移均衡农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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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段的均衡转移率亦不一定等于 a=0 所要求的转移率。就此而言，

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均衡定义和劳动力转移加速度无关，也和劳动力

转移量或转移率的大小无关。根据我们的定义，只要相邻两时点的相

对价格相等，该两时点之间的劳动力转移就是均衡的。 

借助图 14.2 绘出的分析框架，我们解释经济有可能在时段(t1, t2) 

 t*实现加速度为零的均衡农业劳动力转移。图 14.2 是图 12.5 的扩

展，其坐标轴、曲线和变量的含义类同。设想经济处在时点 t1，但时

点 t2 的劳动配置线 A2B2已经给定。经济要做的是调整 K 和 θ 以及 λ

以便在 t2 实现以 α2=β2、λ2Y2=p2Y
A

2 且 p2=p0 标志的均衡，而这样的

均衡又必须正好落在点 A2 上。设想经济对原有资本 K1 加上一笔投

资 I1=ΔK1,2>0 并以非常小的单位逐次加大或者减小 I1。对每一次加

大或减小了的 I1，经济调整 μ 达到 p 不变的两市场均衡，然后比较

所达到的均衡农劳比 lE
2 是否等于预先给定的加速度为零所要求的

lE,0
2。如果 lE

2<lE,0
2，经济将再一次扩大 I1；如果 lE

2>lE,0
2，经济将再

一次缩小 I1。注意两部门产出函数中的 K 是 I 的函数并与 I 同方向

变化。农业和非农产出曲线旁的虚产出曲线和箭头、劳动配置线 A2B2

旁的虚线和箭头表示经济不断追加或缩减投资的试错过程。通过这

一过程，经济将能够发现特定数量的 I0
1，它正好使得 K0

2=K1+I0
1 的

均衡配置将实现预先给定的 lE
2=lE,0

2和 hE
1,2=hE,0

1,2=h0,1+0=h0,1。注意，

图 14.2 的调整过程和图 12.5 的调整过程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图 12.5

是给定特定数量的投资，经济调整投资的部门配置以实现转移均衡，

因此图 12.5 中的虚线产出曲线表示相应于不同投资配置比的产出曲

线。可在图 14.2 中，虚线产出曲线表示的是相应于不同投资数量的

产出曲线。当然，对每一个特定数量的投资，经济都要调整其部门配

置以保证转移均衡的实现。但图 14.2 强调的是，尽管每一特定数量

投资的适当配置都有可能实现转移均衡，可不同数量投资的转移均

衡配置所得到的转移率不同；为了实现预先给定的转移率目标，经济

需要调整投资数量并找到能够实现该目标的投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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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加速度为零投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 

注：l1L=(l0-h0,1)L，l2L=(l1-h1,2)L=(l0-h0,1-h1,2)L=(l0-2h0,1)L=(l0-2h1,2)L。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经济在各时点的均衡存在且唯一。令 Z 为

经济体系的变量集合，Z=(L, K, , ; l, p)。Z0, Z1, Z2Z。已知经济

在时点 t1 和 t2 可以实现转移均衡，即存在 ZE
1=(L1=L0, K1=K0+I0, 1, 

1; l1, p1=p0)Z1 和 ZE
2=(L2=L1, K2=K1+I1, 2, 2; l2, p2=p1)Z2。如果

存在使得加速度为零的 ZE,0
2=(L2=L1, K2=K1+I0

1, 
0

2, 2; l0
2=l1-h0,1, 

p2=p1)ZE
2，则由于时点均衡的唯一性，ZE,0

2 将是唯一的，即只有一

套外生变量(L2=L1, K
0

2, 
0
2, 

0
2)可以产生解集(l0

2, p2=p1)，因此外生变

量集合(L2=L1, K2=K1+I0
1, 

0
2, 2)是唯一的。由于时点均衡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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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均衡也应当是唯一的，即 h0
1,2=l0

2-l1 也是唯一的，由此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等于零的加速度也是唯一的。进一步，由于外生变量集合

(L2=L1, K2=K1+I0
1, 

0
2, 2)的唯一性且 K1 为已知量，我们甚至可以得

出结论：让加速度等于零的转移均衡所要求的投资量 I0
1 也是唯一 

的。2 

14.3 农业劳动力稳态转移的不可能性 

已知经济在转移均衡的同时实现转移加速度为零所需要投资的

规模。如果经济可利用的投资正好满足这一规模，非农化速度将不会

波动，经济亦将在所谓的稳态路径上不断转移农业劳动力并完成非

农化转型。然而，稳态路径转移不但要求稳定或不变的转移速度，而

且要求与其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变量的增长率稳定，甚至还要求经

济可利用投资资金即储蓄的规模与稳态转移所需要的投资规模相匹

配。在大多数情形下，后两类条件不可能与稳态转移速度同时出现，

因此，用恒定转移速度标示的非农化稳态转型不可能实现。本节首先

证明稳态转移路径的不可能性。既然稳态路径不可能实现，零转移加

速度也就不可能成为被经济体系当作锚点的均衡加速度，我们也就

需要用其他方式定义均衡的转移加速度。 

应当指出的是，上一节对相邻两时段农劳比降低加速度为零所

要求的投资规模的分析，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任何两个

相邻时段。令 I1 为在时点 t1 t*的投资, I0
1 为加速度在两相邻时段 

(t0, t1) tt*和(t1, t2) tt*等于零所需要投资。对于任何两个相邻时段 

(t0, t1)和(t1, t2) t*，I0
1 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路径上使得两时

段的转移速度相等，转移加速度为零。显然，我们有关系： 

 

 
2  这里所说的唯一性，指的是总资本变化后的均衡解的唯一性。如果总劳动

或总就业及恩格尔系数和总资本同时变化，均衡解的唯一性问题将变得非

常复杂并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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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1>I0
1 → a0,1;1,2 >0  

         I1<I0
1 → a0,1;1,2 <0  

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大于加速度为零所需要的量，转移率就会上

升，转移速度就会提高；反过来，如果投资小于加速度为零所需要的

量，转移率就会下降，转移速度就会降低。只有在 I1=I0
1 时，转移加

速度为零，转移速度不变。 

如果非农化过程各时点上的投资皆使得该时点前后两个时段的

加速度等于零，转移速度成为常数。这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稳态

（Steady State）”。这样，农劳比下降便是一种稳态运动，下降的高度-

时间轨迹将是一条直线。农劳比稳态下降的最显著优点是非农化转

型在理想状态下不存在任何波动，因此它赋予人类非农化大转型某

种确定性。虽然从社会演化或者经济政策的角度观察，农劳比降速也

许应当在某些时期快一些、在另一些时期慢一些，但农劳比降速的稳

定性給社会和经济政策制定带来的正面影响，可能大于其快慢不定

的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就经济分析本身而言，稳态运动可以大大减

少研究的复杂性并强化非农化理论的预见性。 

回顾本书第四章的图 4.2 和 4.3。它们显示美国逢十年份和年度

农劳比下降状况。仔细观察那两条农劳比下降线，我们发现美国农劳

比下降速度并不稳定。图 4.5 揭示从 1800 到 2000 年，美国每十年的

农劳比降速态势更像抛物线形式。图 4.6 进一步揭示从 1890 年以来，

美国农劳比的年度降速呈现明显的长期降低趋势。因此，美国非农化

转型过程中不存在恒定不变的农劳比降速，非农化转型本身也远远

不是一个稳态过程。所以，仅仅以美国一个国家为例，我们已经发现

非农化转型历史不是那么简单，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劳比下降不是

一个直线过程。经济学对非农化的研究必须超越稳态概念。 

从理论上说，非农化转型不是稳态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和

农业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一些关键变量在非农化转型中不大可能

以恒定速度变化。如果它们的变化速度不可能恒定，尤其是如果它们

的变化速度在一个方向上持续提高或降低，那么，只要非农化转型过

程所需要的时间足够长，它们越来越快或越来越慢的增长，都会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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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非农化所能容纳的范围，稳态非农化便无法维持下去，非农化速

度便必须改变，非农化加速度也就不可能始终保持为零。 

工资显然属于非农化过程的关键变量。我们观察工资在农劳比

降低加速度为零状态下的变化。已知在农产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

下，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考虑工资在(t1, t2) t*确定的

时段内发生的变化即 wA
2 与 wA

1 之比为 

(14.3)  

A

2

A

1

w

w
=

A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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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
/

A

1

A

1

Y

L
=

A

2

A

1

Y

Y

A

1

A

2

L

L
 

            =

Y

1,2

;1,2

1

1- l

g

g

+ 

>1 

其中 

(14.4)  

A

2

A

1

Y

Y
=

A A A

1 2 1

A

1

Y (Y Y )

Y

+ −
=(1+

A

1,2g )=(1+
Y

1,2

λg )>1 

(14.5)  

A

1

A

2

L

L
=

A

1 1,2

A

1

1

L (-H )

L

+
=

1,2

A

1

1

H L
1-

L L

=

1,2

1

1

1
1-h

l

=

;1,2

1

1- lg
>1 

这里，gl;1,2 (0, 1)是农劳比在时段(t1, t2)内的降低率，它代表 h

的作用。3 根据 gl;1,2<定义域，(1-gl;1,2) (0, 1)，所以[1/(1-gl;1,2)])>1。

因此，(14.3)表明两时点农业工资比取决于农产品需求和农业劳动力

转移在两时点定义的时段内的变化，并且和后两者分别成正方向变

化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农产品需求增长或农业劳动力转移或两者同

时出现，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就会上升；在转移均衡的路径上，农业工

资就会提高。由于两时点的农产量和农业劳动量是唯一的，在加速度

等于零的前提下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也是唯一的，所以两时点的工资

和其在两时点之间的增长率也是唯一的。 

由(14.3)得到农业工资在时段(t1, t2)增长率如下： 

 
3 注意，由于我们定义 ht,t+1=-(lt+1-lt)，所以 gl;1,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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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gA
w;1,2=

A

2

A

1

w

w
-1=

Y

1,2

;1,2

1

1- l

g

g

+ 

-1=

Y

1,2 ;1,2

;1,2

(1 )-(1- )

1-

l

l

g g

g

+ 

 

              =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0 

(14.6)再次指出，只要农产品需求增长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为

正数，农业工资增长率就将大于零，农业工资就会不断上升。进一步

说，在(14.6) 最后一个等号后的分式中，由于分母肯定是正数，所以

只要分子是正数，农业工资增长率就是正数。因此，即使分子中的两

个变量之一是负数，但只要两变量之和为正数，农业工资增长率依然

是正数，农业工资依然将上升。就此而言，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提

下，农产品需求不增长甚至有所下降的情形也不能阻止农业工资上

升趋势。 

从(14.3)解出 wA
2 得 

(14.7) wA
2=

Y

1,2

;1,2

1

1 l

g

g

+

−



wA
1 

                 =wA
2(

Y

1,2

λg , gl;1,2, w
A

1)  

                 =wA
2(

Y

1,2

λg , h1,2, l1, w
A

1)  

且 

(14.7a) 

A

2

Y

1,2

d

d λ

w

g
=

A

1

;1,21 l

w

g−
>0  

(14.7b) 

A

2

;1,2

d

d l

w

g
=

Y

1,2

2

;1,2

1

(1 )l

g

g

+

−



wA
1>0 

(14.7c) 

A

2

1,2

d

d

w

h
=

A

2

;1,2

d

d l

w

g

;1,2

1,2

d

d

lg

h
>0 

(14.7d) 

A

2

A

1

d

d

w

w
=

Y

1,2

;1,2

1

1 l

g

g

+

−



>0 

对(14.7a)至(14.7c)的经济学解释和上述对农业工资增长率公式

的解释一致。(14.7d)的解释很明显：前一时点的工资高，后一时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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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将更高。而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便是前面解释的农业工资增长

率大于零。 

为了和我们定义的稳态相一致，我们现在仅仅考虑工资变化的

速度和加速度，而把工资增长率问题放在一边。(14.6)给出了工资在

时段(t1, t2) t的增长率 gw;1,2 公式。据此，工资在该时段的增长速度

或增量为 

(14.8) Δw1,2= w2-w1=gw;1,2w1=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w1 

(14.8)亦适用于非农化转型过程中的任意一个时段，因此我们可

以得到工资在时段(t0, t1) t的增量 Δw0,1。为简化证明，我们假设农

产品需求增长率
Yg 在各时段相等，并用 aw表示工资变化的加速度。

在相邻两时段(t0, t1) t和(t1, t2) t之间，工资变化的加速度为 

  aw;0,1;1,2=Δw1,2-Δw0,1 

             =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w1-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w0 

将 

  w1 = w0+Δw0,1=w0+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w0=(1+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w0 

代入上式得到 

(14.9)  aw;0,1;1,2=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1+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w0-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w0 

      =(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w0 

由于 w0>0 且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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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判断 aw;0,1;1,2 的取值区间，我们仅仅需要考虑下面定义的 V 的

值域：  

(14.10)  V=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

Y

1,2 ;1,2

Y

0,1 ;0,1

+

+

l

l

g g

g g





;0,1

;1,2

1-

1-

l

l

g

g
 

显然，若 V>1，(14.9)第二个等号后括号项内的第一与第三项之

和将大于零，我们便知 aw;0,1;1,2>0。在
Yg 不变的假设前提下，V>1

的条件是 gl;1,2>gl;0,1。在我们的研究框架内，该条件是存在的。对此

的证明如下。由于我们仅仅在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等于零的前提下讨

论问题，我们有 h1,2=h0,1，因此 

(14.11)  gl;1,2-gl;0,1=
1,2

1

h

l
-

0,1

0

h

l
= h0,1(

1

1

l
-

0

1

l
) 

                    = h0,1
0 1

0 1

l - l

l l
>0 

(14.11)表明在稳态非农化过程中，后一时段的农劳比变化率总

是大于前一时段的比率。对此的经济学解释很简单。稳态变化意味着

加速度等于零，因此各时段的农劳比降速 h 相等，但农劳比本身却

越来越小，所以，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变化率的分子不变、

分母变小，该比率也就越来越大。令 c=gl;1,2-gl;0,1，c>0，我们有

gl;1,2=gl;0,1+c，gl;0,1=gl;1,2-c。把它们分别代入到(14.10)第二个等号后的

两个分式中并继续假设两时段的农产品需求增长率相等即

Y Y

1,2 0,1=g g 
，则有 

  

Y

1,2 ;1,2

Y

0,1 ;0,1

+

+

l

l

g g

g g




=

Y

1,2 ;0,1

Y

0,1 ;0,1

+

+

l

l

g gc c

g g

+


=1+

Y

0,1 ;0,1+ l

c

g g
>1 

       ;0,1

;1,2

1-

1-

l

l

g

g
= ;1,2

;1,2

1-( - )

1-

l

l

gc c

g
=1+

;1,21- l

c

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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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V>1。它意味着
Y

1,2 ;1,2

;1,21

l

l

g + g

- g



>

Y

0,1 ;0,1

;0,11

l

l

g + g

- g



，因此(14.9)第二

个等号后的括号项大于零，所以 aw;01;1,2>0。也就是说，工资变化的

加速度不等于零，它的加速度大于零！4 这意味着在稳态转移过程中，

后一时点的工资不但高于前一时点，而且提高的幅度亦高于前一时

段工资提高的幅度。由于我们就相邻两时段(t0, t1)和(t1, t2)的讨论适用

于非农化转型过程中任何两个相邻时段，因此也适用于整个非农化

转型过程，所以，如果非农化转型是一种农劳比下降速度不变的稳态

过程，非农化转型过程就不但是工资提高的过程，而且是工资提高速

度不断加快的过程。工资在稳态非农化转型过程中的这一性质可以

用图 14.3 来描述。图 14.3 假设 aw 为一个很小的正数常数，5 对 aw

求两次时间积分将分别得到以时间为变量的工资增长速度函数和工

资函数如下： 

 (14.12) Δw(t)=awt                

 (14.13) w(t)= w0+
1

2
awt 2             

 
4  我们也可以类似地证明若农劳比降低加速度恒等于零，则工资增长率的增

长率大于零，即工资增长率本身在不断提高。已知工资增长率可一般地写

成 gw;t,t+1=

Y

t,t 1 ;t ,t 1

;t ,t 11

l

l

g + g

- g

+ +

+



，t, t+1 t*。工资增长率在两相邻时段的增长率

为

A A

w;t+1,t 2 w;t ,t 1

A

w;t,t 1

-g g

g

+ +

+

=

A

w;t+1,t 2

A

w;t ,t 1

g

g

+

+

-1，t, t+1, t+2 t。我们证明

A

w;t+1,t 2

A

w;t ,t 1

g

g

+

+

>1。由于

A

w;t+1,t 2

A

w;t ,t 1

g

g

+

+

 =

Y

t 1,t 2 ;t 1,t 2

;t 1,t 21

l

l

g + g

- g

+ + + +

+ +



/

Y

t,t 1 ;t ,t 1

;t ,t 11

l

l

g + g

- g

+ +

+



=Vt,t+1;t+1,t+2，根据(14.10)，V>1，所以，工资增长率的增长率大于零。 

 

5  视具体方程而定，aw 完全可能是一个变量，即原函数 w(t)完全可能是一类

可微次数超过 2 的连续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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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加速度为零条件下的工资加速提高 

 

回顾本书第十和第十一章。我们在那两章中分别指出农业工资、

非农工资以及整个经济的工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上升趋

势。不过，工资上升和工资上升速度的上升是两回事。前者既包含工

资越来越快也包含工资恒速甚至越来越慢地上升的意义，后者则仅

仅包括工资越来越快上升的状况。现在我们发现，如果转移加速度恒

等于零，工资上升速度将不断提高，工资将越来越快地上升。如果在

非农化转型整个过程中，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在一段时期内大于零，则

在这段时期内，工资上升速度将提高得更快。但是，在转型过程中的

某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工资提高速度不可能总是快于总产出增长速

度，而总产出又不可能持续加速提高，因此，工资也不可能持续地加

速提高，所以，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即使农劳比降低加速度会在一

段时期内保持为正数或零，但至少过了这段时期，它必须下降，即加

速度必须小于零，以便降低工资提高的加速度和速度，保证非农化转

型能够持续并最终完成。6 就此而言，非农化转型不可能表现为以加

 
6  农业工资增长率提高、农业工资提高速度加快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上

应当意味着在农业工资达到某种“高水平”后，经济所能动员的投资将不

足以保持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为零要求的投资水平，转移加速度将变为

负数，农劳比下降速度将越来越慢。根据(14.9)，若农产品需求增长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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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等于零为特征的稳态过程。 

其实，非农化转型不但不可能是一个加速度为零稳态过程，而且

也不可能是一个加速度恒定不变的过程。恒定不变的加速度可以是

零，也可以大于或者小于零。因此，我们刚刚分析的以零加速度为特

征的稳态状况，仅仅是恒定加速度的一个特例。我们现在观察恒定加

速度的一般情形并说明它的不可能性。令 a 表示不变加速度，它的

取值区间是 a  >0、 a   =0 和 a  <0。我们已经说明非农化转型不可

能稳态，即 a≠ a =0。我们说明 a≠ a =0 的理由完全适用于 a≠ a >0

的状况。因为若 a= a >0，非农化转型就是一个持续加速的过程。如

果 a= a =0 的稳态非农化转型不可能的原因是它将导致工资加速提

高，那么，加速的非农化转型就会由于同一原因而更不可能。最后，

a= a <0 意味着非农化转型是一个持续减速的过程，农劳比降速在非

农化过程中不断降低。减速非农化虽然避免了不断加速的工资提高

趋势，但它却可能把非农化转型的历史拖得过长、甚至半途而废。根

据各国非农化的历史经验，非农化转型在最初起点上的初始速度都

很小甚至非常小，几乎都小于 0.1%。如果再不断减速，非农化转型

便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为了保证非农化转型的成功启动和农劳比

的显著降低，非农化加速度应当有一个提高的阶段。就此而言，非农

化转型不可能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减速过程。综合上面的讨论，三种恒

定加速度不可能。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 a 的取值如何，非农化转

型都不具有 a= a 的性质。非农化转型不但不是一个稳态过程，而且

也不是一个恒定加速度的过程。 

 
变，农业工资增长率为常数的条件将是 gl;1,2=gl;0,1；而 gl;1,2=gl;0,1 则要求

h1,2=[h0,1(l0-h0,1)/l0] ={h0,1-[(h0,1)2/l0]} <h0,1 ，此时加速度为负数，

a0,1;1,2=h1,2-h0,1=-[(h0,1)2/l0]。但即使如此，农业工资依然在上升，只是上

升的速度本身没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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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投资决定转移加速度 

如果非农化转型不可能采取恒定加速度的方式，转移加速度不

是常数，那么，任何两时段之间的加速度取值，便应当视该两时段的

具体状况而定。我们的工作便转变为寻找在具体情形下决定转移加

速度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学中，这样的一般规律又表述为农劳比变化

加速度的均衡。然而，在讨论加速度均衡的时候，我们首先面临一个

定义均衡加速度的问题：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的任何两个相邻时段

之间，什么样的加速度才是均衡加速度？为便于讨论均衡加速度的

定义，我们先观察投资和加速度的关系。 

我们已经说明，针对时点 t0、t1、t2 t 时的任何正数数量投资

I1=K1,2>0，存在一个 2使得经济能够实现均衡转移，转移均衡解为

(l2, p2=p1)和 h1,2=-(l2-l1)。如果恰好有 I1=I0
1，则 0

2使得 h0
1,2=h0,1，即

a0,1;1,2=0。 

进一步，如果一个经济体系在 t2 t时为自己确定农劳比在下一

个时段(t2, t3) t 的目标降低速度为 h*
2,3=h1,2+a*

1,2;2,3，则在转移均衡

路径上，与 3 相对应，经济体系有且仅有一个特定数量的 I*
2能够实

现该目标，即 

        若 I2>I*
2, 则 a1,2;2,3> a*

1,2;2,3 

(14.14) 若 I2=I*
2, 则 a1,2;2,3= a*

1,2;2,3  

  若 I2<I*
2, 则 a1,2;2,3< a*

1,2;2,3  

显然，若经济始终在转移均衡路径上转移农业劳动力，则一定数

量的投资将决定一定数量的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反过来说，特定数量

的农劳比降低加速度要求特定数量的投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

投资决定的是加速度；投资决定了农劳比降低加速度，或者说决定了

农劳比降速的变化。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投资不决定农劳比降低速度，而决定农劳比

降低加速度。由于加速度变化立即会传递到速度上并表现为速度的

变化，所以投资是通过决定加速度而影响速度的，或者说投资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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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加速度而改变速度的。 

投资虽然是决定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的重要甚至首要因素，但不

是唯一因素。例如，经济所拥有的总劳动力的变化也会改变农劳比降

低加速度。设想转移均衡，则劳动力的变化会让一定投资水平如

I2=I*
2 所实现的加速度，低于或者高于比如劳动力总量不变时应当实

现的 a*
1,2;2,3。所以，经济实现的加速度，是经济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就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框架而言，经济在决定某一时点农劳

比均衡所参考的参数，有总资本、总劳动、资本部门配置和农产品消

费偏好四类。即使不考虑制度和技术两类因素的变化，这四类参数的

变化都会影响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因此，经济实现的加速度，至少是

这四类参数变化合力的结果。同时，在所有这四个决定农劳比变化加

速度的因素中，投资又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没有投资，总劳

动的正数变化将起着拉低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的作用，非农化将无从

谈起；如果抽象掉资本存量的折旧和折旧投资，则没有投资，资本部

门配置的调整亦无从谈起；没有投资，平均产出很难提高，农产品消

费偏好的变化在经济学中亦无法解释。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特别重

视投资在非农化过程中作用的原因之一。7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总资本的变化即投资对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

速度的影响，则在我们的研究进程中，农劳比降速均衡是用稳定的农

产品相对价格定义的，而后者又是由商品市场决定的。投资虽然通过

改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改变了农劳比降速，但它不直接参与农劳比

降速均衡的决定机制，所以，投资也就不直接参与农劳比降速均衡水

平即农劳比降速大小的决定。但是，由于投资决定了农劳比降低加速

度的大小，因此投资应当直接参与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的决定机

制。 

 
7  这一点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非农化大转型是某段可命名为“资本主

义”的人类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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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转移加速度均衡定义 

假设一个经济体系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始终保持时点均衡和转移

均衡。这样，在加速度定义 a0,1;1,2=h1,2-h0,1 中，h0,1和 h1,2 是两相邻时

段(t0, t1)和(t1, t2) t*的均衡 h；但该定义中的 a0,1;1,2 并不因此而一定

是均衡 aE
0,1;1,2；也就是说，两相邻 h 的均衡并不必然表示它们的差

即 a 也是均衡的。这里的原因，和我们否定均衡 l 定义均衡 h 的原因

类似，即如果均衡 h 能够定义均衡 a，则在转移均衡的路径上不可能

存在非均衡的 a，对 a 的均衡研究也就没有意义。如果 a 还有不均衡

的可能性，仅仅均衡 h 就无法定义 a 的均衡。我们就必须寻找其他

方式来定义 a 的均衡。 

上一节指出投资应当参与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的决定机制，

因此，一个可以设想的方式是用投资定义加速度的均衡。由于加速度

决定于投资，所以，如果投资是均衡的，则加速度亦可能是均衡的。

回到(14.14)，这一方式意味着若 I1 均衡，则 a0,1;1,2均衡。这一方式的

优点，是让我们跳出了用农劳比降速定义农劳比加速度均衡的循环

论证怪圈。但它的缺点是仅仅把问题转移到资本市场，而没有解决问

题。投资均衡与否由经济体系的资本市场决定。令 S 代表储蓄。假

设在资本市场上，投资和它的对立面储蓄在资本利息率或利率 r 的

调节下一定会实现市场出清，I=IE=SE。那么，只要我们假设资本市

场在非农化转型过程的任何时点 t0 t是均衡的，我们就必须认为每

一个 I0, I1, I2, ... 都是相应时点上的均衡值，因此，相应于 I1≡IE
1，我

们必然有 a0,1;1,2=aE
0,1;1,2。然而，在这里，我们遇到在运用均衡农劳比

降速定义均衡加速度时同样的问题：只要资本市场保持均衡，非均衡

的加速度就不可能存在。如果加速度还有不均衡的任何可能性，仅仅

均衡投资就无法定义均衡加速度。我们依然需要寻找其他方式来定

义加速度的均衡。 

用均衡投资定义均衡加速度还存在一个严重困难。设想在资本

市场上，无论初始的意愿投资和意愿储蓄相差多大，利息率的波动和

调节总能够把两者吸引或抑制到同一数量水平，所以，资本市场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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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得到均衡投资。但是，如果市场波动过大，为实现资本市场均衡所

需要的本期利息率与上期利息率相差过大，本期资本市场的均衡又

非常可能不稳定，这样得到的均衡投资也可能非常不稳定。而用这样

不稳定的“均衡”投资来定义均衡加速度，均衡加速度也可能很不稳

定。虽然，就短期而言，均衡加速度尽管有可能、但不必要稳定在上

一期的水平上，可就均衡本来的含义而言，为避免过大波动，均衡加

速度不应当离开上期水平很远。就此而言，用可能通过利率大幅度波

动来实现的均衡投资定义均衡加速度是不恰当的。 

反过来说，如果本期均衡利率与上期利率相差不大甚至处在上

期利率的邻域，本期资本市场取得的均衡就应当比较稳定，均衡投资

也比较稳定，它所决定的加速度亦比较稳定，比较接近于均衡加速

度。把这样的思路推到极端，我们得到均衡加速度的一种定义如下： 

当且仅当资本市场的均衡利率在两相邻时点 t和 t+1 t相等时，

在相邻三时点 t, t+1 和 t+2 t 之间的农劳比降低加速度为均衡加速

度，即 

(14.15)  rt+1=rt → at,t+1;t+1,t+2=aE
t,t+1;t+1,t+2， t, t+1, t+2 t。 

这是离散状况下的均衡加速度定义。在连续状况下，我们有 

(14.16)  dr(t)=0→a(t)=
d

dt

h
|t=aE(t)，        t t* 

如上所述，我们定义均衡加速度的思路是在短期内，资本市场利

率不应当变化过大。实际上，如果短期内资本市场利率过快升降，经

济体系必将波动并调整以抑制其过快升降，因此，利率过快变化本身

就标志着经济失衡。在经济失衡的前提下，转移加速度不可能均衡。

就此而言，通过利率的过快变化，资本市场也许能够实现某个时点的

均衡并发现该时点的均衡投资，但这样的均衡不会稳定，这样的均衡

投资不应当成为以跨期或跨时点为特征的转移加速度的均衡标准。

反之，仅仅就(14.15)表示的离散状况来说，相邻两时点利率相等或者

接近相等的条件，约束了利率在该两时点之间的变化幅度，使得资本

市场不可能通过利率过快变化来实现在后一相邻时点上的均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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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约束了经济体系利用利率工具“跳跃性”地增加或减少投资的可能

性，保证了资本市场在某一时点发现的均衡投资具有某种稳定性。而

正是均衡投资的稳定性，才进一步保证了转移加速度的均衡。 

我们的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定义意味着，如果 a 在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中的每两个时段之间都是均衡的，则资本市场利率 r 在

整个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保持不变。毫无疑问，资本市场利率经常

变化。事实上，正是利率变化和收入一起指引总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

间变动。没有这样的利率变化，我们就无法解释消费、储蓄和投资决

定的市场机制，更无法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波动。所以，资本

市场利率不变的模型仅仅是一种理论构造，但它亦是一个很好的理

论构造。第一，它是一个可观察的理论构造。虽然利率结构是经济学

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至少从理论上说，资本市场利率是可观察的变

量。所以，用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与否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均

衡，加速度均衡也就成为可观察的经济现象。第二，建立模型的目的

是提供一个观察现实世界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应当尽可能地简单、

实用，在与现实世界对照时尽可能避免中间环节。资本市场利率不变

的模型符合这样的要求。第三，虽然资本市场利率经常波动，但其波

动有一定范围，在一个很短时段内或者短时间波动太高或太低，经济

体系肯定处于失衡状况，此时的 a 亦不可能是均衡 a；只有利率稳定

在一定且很小范围内，经济以及 a 才可能谈得上均衡。所以，资本市

场利率不变模型只是把利率波动范围凝缩到一点并形成一种理想状

态而已。第四，从长期看，假如资本市场利率有可能出现上升或下降

趋势，它在整个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不变的设想以及与这一设想

相关联模型应当有误。然而，即使利率具有长期变化趋势，我们首先

需要了解的也是如果它不具有长期趋势时的状况。只有了解了这一

状况，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它怎样才具备了长期趋势。例如，假设

利率具有上升趋势，则一旦我们了解利率不变的状态及其条件，我们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了解导致它上升的条件、甚至导致它在一定

时间内上升一定程度的条件。而缺乏对利率不变状况的了解，我们很

难甚至不可能有条理地从理论上探讨利率上升趋势。所以，即使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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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利率有可能长期上升或下降，对它的理论探讨也需要从它的不

变状态开始。第五，本书第七章曾经介绍过经济增长的卡尔多特征事

实。卡尔多特征之一便是利率的长期稳定性：在长期中，利率既不会

上升也不会下降，而保持在同一水平上。显然，我们的加速度均衡定

义和卡尔多特征事实一致。 

14.6 资本市场均衡 

既然我们用资本市场均衡定义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我们就

必须进一步考察资本市场的均衡机制。资本市场的供求双方分别是

需求资本的投资者和供应资本的储蓄者。前面曾经讨论一个经济为

实现零转移加速度而需要的投资总量。但那不是投资需求。投资需求

指的是个体生产者或经济体系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在市场条

件下形成的关于特定投资数量的意愿，而非就某一具体项目、具体工

程所计算的投资需要或预算。和投资需求类似，储蓄需求亦可以理解

为某种有实现可能性的储蓄希望。显然，储蓄和投资关乎的是收入在

现期和未来之间的配置，我们用“下期”代表“未来”以简化讨论。

储蓄是把现期收入用于下期消费、投资是把现期收入用于下期生产。

因此，储蓄和投资都牵涉到储蓄者与投资者对下期可能出现状况的

预期。由于下期状况受到经济参与者无法控制的许多因素影响，所以

未来具有不确定性，预期具有风险。这样，经济参与者关于储蓄和投

资的最终决策，又部分地取决于各个参与者对未来的看法和对风险

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经济学中，储蓄者的这种态度和心理常常用“时

际偏好”概念代表之，它表示针对同一笔收入或者对同一外部条件与

收入，一个人更倾向于把收入用于现期消费还是下期消费即储蓄的

特征。投资者的心理特征亦可以用凯恩斯提出的“动物血性 (animal 

spirits)”来表征，动物血性越强，在同等条件下一个人就越愿意投资；

反之则反是。 

如果仅仅考虑个体储蓄者和投资者，则在我们的研究框架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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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又可以分成非农和农业储蓄者与投资者两类。非农储蓄者和投资

者是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经济人。根据新古典经济学，非农储蓄者又

仅仅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与产品消费者、非农投资者则仅仅是为了盈

利目的而利用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的生产者；储蓄者不投资、投资者不

储蓄，因此非农储蓄和投资是非农部门内部两类不同经济主体分别

作出的决策。与此不同，农业部门的经济主体不仅是生产要素所有者

和产品消费者，它同时也是产品生产者；不仅是储蓄者，同时亦是投

资者，因此农业主体是生产和消费、储蓄和投资合一的经济单位。本

书第十章讨论农业生产制度和工资时，曾经使用包括生产和消费功

能在内的农户概念。现在我们继续使用这个概念。在该章中，我们指

出如果农户面对着转出农业并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那么，农户的

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将相互独立。这就是著名的农户决策分离原理。

第十章同时指出农业工资高于生存水准。一旦农业工资或农户的现

期收入高于生存水准，我们就必须考虑农户现期储蓄的可能性，因

此，农户储蓄是农业工资高于生存水准的一个必然推论，所以，在非

农化过程中农户可能储蓄。由于储蓄决策和消费决策在一定意义上

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农户决策分离原理又意味着我们能够独立于

农户生产决策而考察农户的储蓄决策。8 

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非农部门的储蓄者和消费者是两类不同经

济主体。他们在资本市场相遇并通过利率机制确定各自的储蓄和投

资决策。因此，非农部门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本来就是分离的。同时，

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指出的那样，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阶段，非农

工资将和农业工资一样高于生存水准，因此非农劳动收入也会储蓄。

同时，非农资本收入亦可储蓄。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整个经济体系

的总储蓄如下：9 

 

 
8  参见巴德汉和尤迪，1999/2002。 

9  这里没有考虑农业和非农储蓄函数各自的特点，因此把农业和非农两者产

出的预期合并为总产出预期、农户和非农消费者的时际偏好合并为整个经

济统一的时际偏好。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400 

(14.17)  St =stYt  

              =st[Yt, Et(Yt+1), ρt, rt]·Yt 

              =St[Yt, Et(Yt+1), ρt, rt] 

其中 s 代表储蓄率，Et(Yt+1)表示行为者在时点 t 对其在时点 t+1

收入的预期，ρ 和 r 分别代表储蓄者的时际偏好与利息率。经济的总

储蓄取决于当期和预期的下期收入、储蓄者的时际偏好以及利率。10 

同时，st 和 Yt 同方向、和 Et(Yt+1)反方向变化，并且和 ρt 反方向、和

rt 同方向变化。假设(14.17)的储蓄函数连续且可微。类似地，总投资

函数为两部门投资函数之和： 

(14.18)  It =IA
t[Et(Yt+1), rt] +IN

t[Et(Yt+1), rt]  

             =It[Et(Yt+1), rt] 

我们假设农业和非农的投资决策都取决于预期下期总收入和利

率，并且与预期收入同方向、与利率反方向变化。经济体系的总投资

函数形式以及投资与其影响变量的关系也与分部门的投资函数相

同。同时，两部门和总量投资函数皆连续且可微。在资本市场上，若

已知总收入，储蓄者和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给定，储蓄者的时际偏好一

定，则储蓄和投资仅仅受利率变动的影响。合并储蓄和投资函数，我

们不难解出令 

(14.19)  St[Yt, Et(Yt+1), ρt; rt]=It[Et(Yt+1); rt] 

成立的均衡利率 rE
t。注意(14.19)中只有 r 是变量。令 

(14.20)  Gt=St[Yt, Et(Yt+1), ρt, rt] - It[Et(Yt+1), rt] 

Gt 是 r 的连续且可微函数，Gt (-∞, ∞)。若 r→0, 则 St→min St, It→∞, 

所以 Gt→-∞; 若 r→1, 则 St→∞, It→0, 所以 Gt→∞: 因此，在(r, Gt)

坐标系内，曲线 Gt 必将在 rt (0, 1)区间内通过以 Gt=0 为标志的横

 
10 经济学研究常常从消费者的时际偏好出发设定消费者的跨期效用函数，然

后把它和生产方面的函数结合起来研究包括消费、储蓄和投资在内的经济

增长。对非农化转型更全面的经济学研究，应当也会考虑效用函数以及和

它相联系的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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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轴，所以，Gt(r
E

t)=0 存在，rE
t存在。 

对 Gt 求导得 

(14.21) t

t

dG

dr
= t

t

dS

dr
- t

t

dI

dr
>0  

(14.21)大于零是因为储蓄与利率正方向、投资与利率反方向变

化。(14.21)表明 Gt 在(r, Gt)坐标系内是一条单调上升曲线，因此，如

果 Gt 与横轴相交，则它仅仅与横轴相交一次，所以，存在并且仅仅

存在一个 rE
t 使得 Gt(r

E
t)=0。所以，在利率机制的作用下，经济体系

的资本市场能够达到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均衡。  

14.7 加速度均衡存在的可能性 

在资本市场均衡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

度均衡的可能性。根据定义，加速度均衡的条件是资本市场利率的跨

期稳定性。卡尔多在提出经济增长特征时，曾经猜想利率在经济史上

长期稳定甚至保持不变。利率长期不变的猜想需要在相邻的短期间

实现。这是因为，利率如果不能在相邻短期之间跨期稳定，它的长期

稳定便很难实现。所以，卡尔多特征意味着在我们的非动态非连续的

研究方法中，利率的长期不变应当体现为利率在两个相邻时点上相

等。如果后者成立，则前者不但有可能实现，而且具备了实现的机

制。相反，如果后者不成立，前者实现的难度将大大增加。联系到我

们定义的加速度均衡，资本市场利率跨期稳定，加速度才可能均衡，

否则，加速度均衡便无从谈起。 

我们绘制一个图解释资本市场跨期稳定的问题。在图 14.4 中，

由方程(14.20)确定的函数 G(r)被假设为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直

线，其中时点 t 的直线 Gt(rt)用粗线表示。已知在时点 t 有且仅有一

个使 Gt(r
E

t)=0 成立的时点均衡利率 rE
t。由于我们对资本市场在 t 时

点均衡的说明适用于资本市场在非农化过程中其他任何时点的均

衡，所以资本市场在时点 t+1 肯定能够均衡，我们将得到一个且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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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rE
t+1 使得 Gt+1(r

E
t+1)=0。卡尔多特征猜想和我们的加速度均衡要

求的不但是资本市场均衡，而且是资本市场在不同时点的均衡利率

相等。用这里的两时点例子，卡尔多特征和加速度均衡要求的是

Gt(r
E

t)=0、Gt+1(r
E

t+1)=0 和 rE
t+1=rE

t。回到图 14.4。我们在那里绘出了

四条 t+1 时的资本市场方程直线并用上标中的数字区分之。这四条

直线都在利率的定义域内与横轴相交，因此都能够实现资本市场在

时点 t+1 均衡。其中 G2
t+1(rt+1)与 Gt(rt)不在同一点上过横轴，其均衡

利率 r2,E
t+1 不等于 rE

t，因此不符合卡尔多特征和加速度均衡的要求。

反之，直线 G1
t+1(rt+1)和 G3

t+1(rt+1)的斜率虽然与 Gt(rt)有别，但它们都

和 Gt(rt)在同一个点上与横轴相交，因此，它们在时点 t+1 的均衡利

率都与时点 t 的均衡利率相等，即 r1,E
t+1=rE

t、r3,E
t+1=rE

t。图 14.4 中的

G0
t+1(rt+1)=Gt(rt)，两条线重合，所以 r0,E

t+1=rE
t。显然，G0

t+1(rt+1)、

G1
t+1(rt+1)和 G3

t+1(rt+1)皆符合卡尔多特征与加速度均衡的要求。因此，

我们的加速度均衡可能性问题变成在什么条件下，使得均衡利率不

变的曲线 G0
t+1(rt+1)、G1

t+1(rt+1)或 G3
t+1(rt+1)成立。 

 

图 14.4 资本市场长期均衡与利率跨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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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解释某一时点的均衡利率，而是

根据加速度均衡的定义，解释相邻各时点均衡利率的相等性，即

rE
t+1=rE

t。下面，我们假设资本市场总是处于均衡路径，因此，rt、rt+1

皆代表相应时点的均衡利率，rt 为已知数，而 rE
t+1 则仅仅代表与 rt 相

等的 rt+1，即若 rt+1=rt，则 rt+1=rE
t+1，rt+1r，rE

t+1 rt+1。我们要做的

是说明 rE
t+1存在的可能性。已知 t 和 t+1 的资本市场方程如下： 

(14.22) Gt=St[Yt, Et(Yt+1), ρt; rt]-It[Et(Yt+1); rt] 

(14.23) Gt+1=St+1[Yt+1, Et+1(Yt+2), ρt+1; rt+1]-It+1[Et+1(Yt+2); rt+1] 

资本市场在两时点的区别源于资本市场方程在两时点参数的区

别。若两时点参数不变，则后一时点仅仅是前一时点状况的简单重

复。在(14.22)和(14.23)的三个参数中，预期收入变量 E(Y)在很大程

度上随 Y 变化而变。消费者时际偏好是个受到大量非经济因素影响

的变量，它在实践中是个主动变量，但在这里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假

设它也是一个被动变量，随 Y 而变。因此，两时点资本市场参数的

区别，首先和主要地表现在两时点总收入或总产出的区别上。一般情

形下，后一时点总产出更大，即 Yt+1>Yt。总产出一变，其他参数也

可能变化，总储蓄和总投资亦将改变，资本市场将呈现与过去不同的

景象。因此，我们的问题缩小为在新的产出下，原先的利率水平是否

依然能够引导资本市场达到均衡。此时，(14.23)可以改写为： 

(14.24) Gt+1=St+1[Yt+1≠Yt, Et+1(Yt+2)(Yt+1), ρt+1(Yt+1); rt+1(Yt+1)]  

               -It+1[Et+1(Yt+2)(Yt+1); rt+1(Yt+1)] 

(14.24)对 Yt+1 求导得 

(14.25) t+1

t+1

dG

dY
= t+1

t+1

dS

dY
+ t+1

t+2

dS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1

dS

dρ

t+1

t+1

d

dY

ρ
 

+ t+1

t+1

dS

dr

t+1

t+1

d

dY

r
- t+1

t+2

dI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1

dI

dr

t+1

t+1

d

dY

r
 

资本市场的均衡要求 Gt+1(rt+1)=0，加速度均衡进一步要求

Gt+1(rt+1=rt=rE
t+1)=0。我们仅仅研究资本市场均衡中的一种特殊均衡

即 rE
t+1 rt+1 的情形。首先考虑时点均衡情形。此时，Gt+1=0，也就

是说，G t+1不随 Y t+1 变化，所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404 

(14.26) 
t+1 t+1

t+1

dG ( )

dY

r
=0 

由于我们不知道时际偏好和总收入的联系，我们既没有强烈理

由猜想时际偏好会在非农化过程中显示提高或降低的长期趋势，也

缺乏有力根据假设时际偏好会在非农化过程中采取例如抛物线变化

态势或者保持不变，所以，尽管在大量情形下，时际偏好的变化会造

成储蓄在两时点之间的“非规则”改变，但因为我们对这些非规则变

化缺乏理解，11 我们在这里假设时际偏好独立于总产出，因此 

(14.27) t+1

t+1

d

dY

ρ
=0 

这样，(14.25)可转形为 

(14.28) t+1

t+1

dS

dY
+ t+1

t+2

dS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1

dS

dr

t+1

t+1

d

dY

r
 

= t+1

t+2

dI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1

dI

dr

t+1

t+1

d

dY

r
 

移项得 

 
11 下述例子部分说明经济学对时际偏好的理解尚不成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美国开始裁军。当时，美国政府向被裁军人提供两种领取安置补贴的方

式：一次性补贴和每年补贴。以九年军龄的E-5系列被裁军人为例，他可以

在退伍时一次性领取 22,283美元或者在退伍后的十八年中每年领取 3,714 美

元。把逐年领取的补贴折现为退伍时美元价值，统一的贴现率 ρ=17.5%，

而当时的利率 r=7%，两者差距超过十个百分点。然而，绝大多数被裁军人

依然选择领取一次性补贴。和这些人领取逐年补贴的情形相比，美国政府

在被裁军人安置费用上节省了现值 17 亿美元。在这个例子内，被裁军人领

取逐年补贴的主要风险是（1）过早去世，（2）通货膨胀，（3）丧失把一次

性补贴用来投资而获得未来十八年内年收益超过比如 10.5%收入的机会。不

过，（1）和（3）不适用于被裁军人的平均状况；（2）在美国未来十八年内

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平均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10%的可能性几乎无限

小。实际上，通货膨胀率在裁军之前四年里的平均水平只有 4.2%。即使假

定通货膨胀率为 5%，逐年领取的贴现率依然比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两者之

和高出五个百分点以上。显然，排除通货膨胀影响，大部分被裁军人在这

里的主观评价或偏好，远远高于客观的市场利息率标准。这个例子揭示经

济学对消费者在跨期收入和消费方面的选择偏好知之甚少。参见 Warner and 

Pleet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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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t+1

dS

dr

t+1

t+1

d

dY

r
- t+1

t+1

dI

dr

t+1

t+1

d

dY

r
 

= t+1

t+2

dI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1

dS

dY
+ t+1

t+2

dS

d (Y )E

t+2

t+1

d (Y )

dY

E
] 

即 

(14.29) t+1

t+1

d

dY

r
 ={ t+1

t+2

dI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1

dS

dY
 + t+1

t+2

dS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1

dS

dr
- t+1

t+1

dI

dr
) 

注意(dSt+1/drt+1)≠(dIt+1/drt+1)。显然，在我们的设定下，rE
t+1 的条

件是(14.29)等于零，即 r 不随 Y 而变。这意味着(14.29)右侧的分子

为零，也就是说 

(14.30) t+1

t+1

dS

dY
+ t+1

t+2

dS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2

dI

d (Y )E

t+2

t+1

d (Y )

dY

E
 

我们知道 

       t+1

t+1

dS

dY
>0, t+1

t+2

dS

d (Y )E
<0, t+2

t+1

d (Y )

dY

E
>0, t+1

t+2

dI

d (Y )E
>0 

因此，(14.30)可改写为  

(14.31) t+1

t+1

dS

dY
-| t+1

t+2

dS

d (Y )E

t+2

t+1

d (Y )

dY

E
|= t+1

t+2

dI

d (Y )E

t+2

t+1

d (Y )

dY

E
 

我们假定若收入增长，各经济主体因为本期收入高于上期而预

期下期收入继续增长，即若 Yt+1>Yt, 则 E(Yt+2)>Yt+1。在这种情况下，

储蓄会因为本期收入增长而提高，却又会因为预期下期收入继续增

长而下降；投资则因为预期下期收入增长而上升，此时，资本市场均

衡且均衡利率与上期利率相等的条件，便是由本期收入增长本身和

经由对预期收入的影响而造成的储蓄的净增加等于它们所导致的投

资增量：这样，总收入变化給储蓄和投资带来同量变化，总储蓄与总

投资继续相等，利率无需改变，即 Gt+1(rt+1)=0、rt+1=rt=rE
t+1。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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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中，收入变化虽然可能造成曲线 G(r)的变化，但变化后的

G(rt+1)依然可能和变化前的 G(r t)在同一点上与横轴相交。 

(14.31)是否可能成立，如果成立，其实现机制如何等问题，超出

了本书讨论的范围。由于利率可能具有长期不变的特征，因此，

(14.31)应当具有成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均衡利率可能

不因收入变化而改变。由于非农化过程同时是总收入提高的过程，我

们的说明初步表示，在非农化过程中，资本市场均衡利率具有保持在

不变水平上的某种可能性。 

回到加速度均衡问题。我们知道投资改变加速度。考虑一个经济

在时点均衡和转移均衡路径上展开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在三个时

点 t、t+1 和 t+2 t分别得到农劳比 lt、lt+1、lt+2 和均衡转移率 ht,t+1与

ht+1,t+2。已知在 t 时，资本市场利率为 rt、产生投资为 It。投资经过适

当配置，产生均衡转移率 ht,t+1。现在，t+1 时，资本市场利率为 rt+1=rt，

产生投资 It+1。如果经济依然适当配置投资，经济将得到均衡转移率

ht+1,t+2。这样，经济在三时点的劳动力转移加速度为 at,t+1;t+1,t+2=ht+1,t+2-

ht,t+1。由于 rt+1=rt，所以，无论 at,t+1;t+1,t+2 的数值大小如何，at,t+1;t+1,t+2

都是经济在这三个时点之间的均衡转移加速度。 

14.8 利率长期下降条件下的加速度均衡 

从图 14.4 出发，我们也可以分析资本市场利率具有上升或下降

趋势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设想利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我们考虑

利率下降和转移加速度均衡的关系。12  此时，加速度均衡需要和某

个社会可以接受、经济可以平稳、且符合历史趋势的某个或某些利率

长期下降率相联系；如果该下降率不可知，则和某个或某些社会接受

 
12 Schmelzing 发现自 14 世纪初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所有资产类别的实际利

率在最近七百年皆呈现下降趋势。如果这一发现得到更多支持，利率不变

的卡尔多特征可能不再成立，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观点将有新的重大变

革。参见 Schmelzi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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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经济平稳的下降率相联系。这是因为，利率的长期下降趋势，绝不

意味着它在短期或间隔很短的两个时点如月、季度或年之间会大幅

度下降：它在这样的两个时点之间的下降至少应当平缓而不引起经

济波动和社会不安。参照前面借助利率不变的均衡概念建立起来的

思考框架，假设符合上述要求的“恰当”的利率下降率在两时点 t 和

t+1 t之间为 it,t+1，it,t+1<0 且在某个可行范围内，那么，加速度均衡

可以定义为在相邻两时点 t 和 t+1 之间，如果外生变量的变化使得经

济在 t+1 时的均衡解 (ht,t+1, rt+1)=[hi
t,t+1, ri

t+1=(1+it,t+1)rt]，则均衡加速

度为(hi
t,t+1-ht-1,t)=aE,i

t-1,t+1。与前面的分析类似，若仅仅考虑总收入变

化，则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对未来的预期并相应调

整储蓄和投资决策，有可能使得 rt+1=(1+it,t+1)rt，此时，加速度的变化

不会导致经济波动，更不会造成社会不安。 

这里的分析同时表明，即使资本市场利率的变化率在长期中不

等于零、而是正数或负数，即具有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我们利用

利率不变为基准所做出的讨论，也为讨论利率可变的农业劳动力转

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14.9 加入资本市场后的实体经济 

本书从第十章开始，分别阐述了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特点和

它们各自的工资决定机制。在经济体系统一的劳动市场上，两部门工

资将相等。但商品价格波动会改变实际工资。第十一章分析了决定价

格的商品市场并分析它和劳动市场的同时均衡。两市场的同时均衡

确定了农劳比在非农化过程中某一特定时点的水平。但非农化要求

农劳比不断下降。第十二章讨论了农劳比在两相邻时点之间的下降

速度问题，指出在资本总量和其部门结构两者变化的前提下，农劳比

降速实现均衡即我们所说的转移均衡的机制。本章探索农劳比降低

加速度的均衡，说明加速度取决于投资规模，而后者在资本市场上确

定。这样，我们的非农化分析就把经济体系的三大市场——劳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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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在上述各章的讨论中，我

们建立和使用过许多方程和方程组。现在我们把它们结合到一个统

一的模型中。在非农化过程中的任意时点 t t*，该模型可写为如下

形式：  

(14.32) Yt =pA
tY

A
t+pN

tY
N

t    （货币价格计量的总产出） 

(14.33) pt =

A

t

N

t

p

p
  （用非农产品计量的农产品相对价格） 

(14.34) Yt = N

t

1

p
Yt= ptY

A
t+Yt

N （用非农产品计量的总产出） 

(14.35) YA
t=f At(θtKt, ltLt)        （农业产量函数） 

(14.36) YN
t=f Nt[(1-θt)Kt, (1-lt)Lt]        （非农产量函数） 

(14.37) wA
t =

A

t

t tL

f

l
       （农业部门工资） 

(14.38) wN
t =

N

t

t t

d

d[(1 )L ]−

f

l
      （非农部门工资） 

(14.39) ptw
A

t =wN
t      （劳动市场均衡条件） 

(14.40) ptY
A

t =λtYt,         （农产品市场均衡条件） 

(14.41) It[Et(Yt+1), rt]=St[Yt, Et[Yt+1(Yt)], ρt, rt]   

（资本市场均衡条件） 

(14.42) Lt=Lt*, Kt=Kt*, t=t*, t=t*, ρt=ρt*       （参数） 

在前述各章中，我们对所建立并列举在这里的方程都做了相应

的假设。这些假设继续适用于我们的统一模型。在这个模型中，

(14.32)是两部门的货币总产出。(14.33)定义了相对价格。根据这个定

义，非农产品价格始终为 1。利用(14.33)，我们获得了揭去货币面纱

的实际经济。(14.34)到(14.41)共八个方程都是实体经济方程。我们在

前面诸章的所有分析，也都是对实体经济的分析，而没有讨论任何货

币经济问题。就有关实体经济的八个方程来说，(14.34)到(14.40)七个

方程并连同给定参数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子模型。在第十一

章中，我们求解这个子模型，证明存在满足这个子模型的农劳比 lt 以



第十四章   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均衡 

409 

及相应的农产品相对价格 pt、总产出 Yt、农业和非农产出 YA
t 和 YN

t

以及农业和非农工资 wA
t和 wN

t。 

在资本市场方程(14.41)中，假设 Et(Yt+1)取决于 Yt，因此，一旦

我们通过实体经济子模型求出 Yt 并代入(14.41)，我们就可以求得均

衡利率 rt，决定储蓄和投资。所以，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实体经济在

非农化过程中的任意时点 t t*的均衡是存在的。 

上述实体经济模型有一个重要性质，就是资本投入独立于同期

投资。在这个模型中，本期总产出决定于本期资本和劳动投入，而与

本期投资无关；本期投资不但不影响本期产出，相反还受到本期产出

的强烈影响。本期投资能够影响的仅仅是下期资本投入。本期资本投

入独立于同期投资的性质可以用图 14.5 表示如下。该图显示产出、

投资、资本增加、产出提高的“循环”是某种“单行道”，即它们的

影响是单方向的。本期产出影响本期投资，本期投资加入下期资本并

影响下期产出，依此不断延伸，但本期投资不影响本期资本投入。 
 

 

图 14.5 资本投入独立于同期投资的单行道性质 

 

本期投资影响下期产出的机制是投资对非农化加速度的决定作

用。已知上期和本期之间的非农化速度，本期投资将决定加速度并在

本期和下期之间实现新的转移速度，而这一新速度将导致新的下期

产出水平，这样，本期投资也就影响了下期产出。 

上述说明表示，所谓的“投资不影响同期资本投入”性质，是从

投资是否参与本期产出的生产角度观察的。从供给角度看，作为本期

产出的一部分，本期投资无疑会影响本期产出：本期投资越大，本期

产出相应地越高；反之则反是。但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对投资函数所

做的分析那样，投资来源于投资者的盈利目的；如果没有盈利，投资

将不会发生。这样，我们就转到需求角度。由于可用于投资与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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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产出在商品的物理性质上往往大相径庭，所以，虽然经济主体

在生产完成后才把产出分配为消费和储蓄或投资，但产品的物理性

质大大限制了它们的选择范围，因此，各个经济主体其实在本期生产

之前做出的本期生产计划中，就隐含着投资品和消费品在未来的本

期产出中可能出现的构成。而对投资的预期计划亦可以视为投资需

求。这样的投资需求无疑将影响本期产出。也就是说，投资不但能够

在供给方面影响本期产出，而且能够在需求方面影响本期产出。所

以，我们所说的“投资不影响本期资本投入”，强调的是把本期投资

视为本期初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品，把本期投资视为本期产出的一

部分，而不是“生产”本期产出的资本投入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我

们的所谓“投资不影响同期资本投入”的性质，强调的是投资本身不

作为本期生产要素投入到本期生产中。本期投资是本期产出的一部

分，但不是本期生产要素的一部分。 

在经济学中，凯恩斯特别强调本期投资在需求方面对本期产出

的决定性作用。在凯恩斯看来，投资与产出不仅是单方向的影响关

系，而且本期投资影响本期产出。但凯恩斯同样认为，本期投资不增

加本期资本或生产能力，也就是说，投资不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同期

产出的生产中。相反，是经济体系在本期初所投入生产的资本和劳动

生产了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本期产出。1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凯恩

斯理论从短期分析扩展到长期分析的哈罗德（Harrod）和多马

（Domar）14 等人所提出的问题，才是凯恩斯为避免本期有效需求不

足导致失业而实施的本期投资，在下期造成更多产出的同时，是否也

会造成下期更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更严重的失业。他们显然也

把投资理解为新资本形成过程或者新生产能力建设过程。这一过程

所需要投入的资本和劳动虽然提高了本期产出，但是，在新资本形成

后或者新生产能力建成投入生产后的下期，产出才会因为这些新资

本或者新生产能力而提高，也就是说，本期“生产”投资、下期生产

 
13 凯恩斯，1936/1983。 

14 参见 Harrod, 1939；Domar,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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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投资。因此，本期资本投入不受本期投资影响。 

在动态分析中，投资和资本投入以及产出的时序关系将显著失

去意义。动态分析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本书的重点在于阐明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尤其是农业劳动力转

移短期波动问题的思路。只有充分理解这些短期问题，我们才能更稳

健地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中期和长期问题做出统一的动态分

析。 

14.10 实体经济短期和长期均衡的可能性 

本书第十一章曾经讨论过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农业劳动力转

移过程中的共同均衡问题。本节我们进一步讨论出现资本市场后的

共同均衡。首先，考虑第十一章的方程(11.8.14)并改变序号如下：  

(14.43) pL
t=

t t

A

t t t t t

L

( K , L )

l

f l

N

t t t t t

t t

d [(1 )K ,(1 )L ]

d[(1 )L ]

f l

l

− −

−


 

          =pL
t(lt) 

其中上标 L 表示劳动市场，t t*。(14.43)表示劳动市场均衡所

要求的商品价格和农劳比的关系。(14.43)对 lt 求导结果是 

(14.44) 

L

t

t

d

d

p

l
=

t

A 2

t

L

( )f
(f A

t-ltLt

A

t

t t

d

d( L )

f

l
)

N

t

t t

d

d[(1 )L ]

f

l−
 

-

2

t t

A

t

Ll

f

2 N

t

2

t t

d

d[(1 )L ]

f

l−
>0 

它和(11.8.15)完全相同。(14.44)大于零的数学原因在那里说明过，这

里不再赘述。(14.44)大于零的经济学原因是如果模型中的其他变量

如资本和其部门配置不变，农劳比提高将会降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

量并相应地降低农业工资，为了保持劳动市场均衡，农产品价格必须

上升，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值得以提高，两部门工资差距得以缩小和消

除。如果农劳比下降，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和农业工资提高，此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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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必须降低，以便把农业劳动平均产值和农业工资保持在非

农工资水平上。因此，为了保持劳动市场均衡，价格将和农劳比同方

向变化。 

我们进一步考虑商品市场。重写农产品市场均衡方程(11.8.16)如

下：  

(14.45) pG
t=

t

t1−





N

t

A

t

Y

Y
=γt

N

t t t t t

A

t t t t t

[(1 )K ,(1 )L ]

( K , L )

f l

f l

− −


 

          =pG
t(lt) 

其中上标 G 表示商品市场且 γ=λ/(1-λ)，γ>0，(dγ/dλ)>0。 (14.45)

表示商品市场均衡所要求的商品价格和农劳比的关系。(14.45)对 lt 求

导得到关系  

(14.46) 

G

t

t

d

d

p

l
= -γt{Ltf

 N
t A 2

t

1

( )f

A

t

t t

d

d( L )

f

l
 

+Lt A

t

1

f

N

t

t t

d

d[(1 )L ]

f

l−
}<0 

(14.46)小于零的原因是其右侧花括号内各项以及 γt 都是正数。

(14.46)指出商品市场均衡要求价格和农劳比反方向变化。对此的经

济学解释如下。若农劳比提高，农产品产量将上升，在其他因素不变

的前提下，农劳比提高会经由总产值减少而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所

以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为达到市场均衡，农产品价格必须下降。反

过来，若农劳比下降，农产品产量减少，农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农产

品价格必须提高。 

当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实现共同均衡时，两市场价格必须相等，

即 pL
t=pG

t。我们分别用两条直线简洁地表示(14.43)和(14.45)并绘制

图 14.6。曲线 pL
t 和 pG

t 分别表示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均衡时的价格

与农劳比关系轨迹。由于两条曲线在 lt 的定义域内分别单调上升和

下降，因此在 lt 的定义域内，两条曲线有且仅有一个交点即 EL,G
t。它

表示仅仅在 EL,G
t 上，两市场才可以经由均衡解集(lt, p

L,G
t)实现共同均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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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均衡时的价格与农劳比关系 

 

现在我们引入资本市场。考虑(14.13)。它可以写成 

(14.47) St=st(rt)Yt=st(rt)(ptY
A

t+YN
t)=st(rt)ptY

A
t+st(rt)Y

N
t 

也就是说， 

(14.48) It(rt)= st(rt)ptY
A

t+st(rt)Y
N

t， 

从中解出价格 pt 为 

(14.49)  pK
t = 

N

t t t t t

A

t t t

I ( )- ( )

( )

r s r f

s r f
   

   = pK
t(rt) 

(14.49)中的上标 K 表示资本市场。(14.49)把资本市场的均衡利率和

商品市场的均衡价格联系在一起。它表示如果利率变化，为了保持资

本市场均衡，商品市场价格所需要相应变化。因此，(14.49)可以理解

为资本市场均衡所要求的商品价格与利率的关系。(14.49)的导数为 

(14.50)  

K

t

t

d

d

p

r
= A

t t

1

s f

t

t

dI

dr
-

t

A

t

I

f 2

t

1

s

t

t

d

d

s

r
>0 

(14.50)指出商品价格与利率反方向变化。对此可解释如下：若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投资增加，若储蓄率稳定，为保证储

蓄与投资相等，总产出必须提高；在实物产出不变的前提下，总产出

p 

l 0 

pL pG 

p
L,G

t
 

lt 

EL,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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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价格权数必须上升，也就是说，用利率下降方式增加投资会促使

农产品相对价格提高。反过来，若利率上升，投资减少，储蓄也必须

减少，此时农产品相对价格将降低以便降低总产出，保证储蓄等于投

资。我们从(14.49)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机制。由于 It(rt)=stYt>stf 
N

t，

所以 It(rt)-stf 
N

t>0。我们知 pK
t>0。若 rt 下降，(14.49)中的分子 It(rt)与

stf 
N

t 的差距扩大，同时分母中的 st(rt)下降，因此 pK
t 将提高；若 rt 上

升，It(rt)与 stf 
N

t 差距缩小，而分母中的 st(rt)上升，所以 pK
t 将降低。 

显然，在整个经济均衡时，资本市场均衡要求的商品价格同时必

须等于劳动市场均衡要求的价格，即 pK=pL，也就是 

   A

t t

1

s f
[It(rt)-stf 

N
t)]= A

Ll

f

Nd

d[(1 )L]

f

l−
 

整理得 

(14.51) It(rt)=st{lL

Nd

d[(1 )L]

f

l−
+ f Nt} 

(14.51)把资本市场的利率 r 与农劳比 l 联系起来，它表示资本和劳动

两市场同时均衡所要求的利率和农劳比关系。假设(14.51)可解出 r，

我们将得到 

(14.52) rL
t=rL

t(l)  

其中上标 L 继续表示劳动市场或与劳动市场相关联。(14.52)是资本

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均衡所需要利率与农劳比的关系；在 r-l 平面坐

标系上，它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共同均衡时形成的利率和农劳比

相互变化的轨迹线。对(14.51)求导得 

(14.53) 

t

dI

dl
= st{L

Nd

d[(1 )L]

f

l−
+lL

2 N

2

d

d[(1 )L]

f

l−

d[(1 )L]

d

l

l

−
 

+

Nd

d[(1 )L]

f

l−

d[(1 )L]

d

l

l

−
} 

        =st{L

Nd

d[(1 )L]

f

l−
-lL2

2 N

2

d

d[(1 )L]

f

l−
-L

Nd

d[(1 )L]

f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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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lL
2

2 N

2

d

d[(1 )L]

f

l−
>0 

(14.53)大于零的原因是非农生产函数的二阶导数小于零。这样，我们

有 

(14.54) 

L

t

t

d

d

r

l
=

L

t

t

d

dI

r

t

dI

dl
<0 

所以，rL
t(l)在坐标系(rL, l)上的形状是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

曲线。可是，资本市场均衡要求的商品价格不但应当与劳动市场均衡

要求的商品价格相等，而且必须与商品市场均衡本身要求的价格相

等，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均衡不但要求 pK=pL，而且也要求 pK=pG。

考虑 pK=pG并合并(14.44)和(14.51)，我们得到 

  A

t t

1

s f
[It(rt)-stf 

N
t)]=γ

N

A

[(1 )K,(1 )L]

( K, L)

− −f l

f l




 

整理得 

(14.55) It(rt)=(1+γt)stf 
N

t[(1-θt)Kt, (1-lt)Lt] 

(14.55)经由商品市场把资本市场的利率 r 与农劳比 l 联系起来，它表

示在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共同均衡时所出现的价格对利率和农劳比

关系的特定要求。在 r-l 平面坐标系上，(14.55)是这一特定要求所确

定的 rt(lt)轨迹线。假设(14.55)可解出 r，我们将得到 

(14.56) rG
t=rG

t(lt)  

其中上标 G 继续表示商品市场或与商品市场相关联。对(14.55)求 l 的

导数得 

(14.57) 

t

dI

dl
=-(1+γ)stL

Nd

d[(1 )L]

f

l−
<0 

所以，(14.56)的导数为 

(14.58) 

G

t

t

d

d

r

l
=

G

t

t

d

dI

r

t

dI

d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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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 rG-l 平面坐标系上，(14.56)是一条从左下方向右上方

倾斜的轨迹线。 

由于在劳动、商品和资本三市场共同均衡时，经济不但有

pL=pG=pK，而且有 rK=rL=rG,所以(14.52)和(14.56)分别确定的 rL和 rG

必须相等。我们把 rL(lt)和 rG(lt)绘制在一张图中，这就是图 14.7 中上

方的三市场共同均衡的利率图。在该图中，rL与 l 反方向、rG与 l 同

方向变化。已知它们都是 l 的单调函数，因此，在 l 的定义域内，它

们不但有交点，而且仅仅有一个交点，这就是图 14.7 上方图中的点

Et。 

我们把图 14.6 放置在图 14.7 内下方。表示 lt 的一条垂直线把图

14.7 中的两张图联系在一起。它们表示在劳动、商品和资本三个市

场共同均衡时，均衡利率和均衡价格要求的是同一个均衡农劳比，也

就是说，实体经济在 t t*实现三市场共同均衡时，我们将得到的核

心均衡解集是(pt, rt, lt)。显然，它是劳动和商品两市场共同均衡时的

核心解集(pt, lt)加入资本市场后的扩充。 

 

图 14.7 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共同均衡时的利率与农劳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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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本书第十二章。我们在那里定义转移均衡的特征是 p 的稳

定性，即 pt+1=pt。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这个特征显然进一步意

味着 

(14.59) pT=pT-1=…=pt+1=pt=pt-1=…=p1=p0 

或 

(14.60) pT=pT-1=…=pt+1=pt≠pt-1≠…≠p1≠p0 

(0, 1, …, t-1, t, t+1, …, T-1, T) t*，其中 T 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终

点。(14.59)表示，如果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起点上，经济恰好是

均衡的，那么，在转移均衡的路径上，均衡价格将保持稳定到农业劳

动力转移的终点。(14.60)则表示，如果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上，

经济失衡，经济将努力恢复均衡。假设经济在时点 t t*恢复均衡，

那么，从这一时点开始，经济将把均衡价格保持在 pE
t+1=pt水平并将

这一水平保持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终点，以便在转移均衡路径上不断

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图 14.7 下方图中的均衡价格，将在农业劳

动力转移过程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 

同理，由于加速度均衡的特征是 r 的稳定性，即 rt+1=rt。在农业

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过程中，这个特征显然进一步意味着 

(14.61)  rT=rT-1=…=rt+1=rt=rt-1=…=r1=r0 

或 

(14.62)  rT=rT-1=…=rt+1=rt≠rt-1≠…≠r1≠r0 

(0, 1, …, t-1, t, t+1, …, T-1, T) t*。(14.61)表示，如果在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历史起点上，经济恰好是均衡的，那么，在加速度均衡的路径

上，均衡利率将保持稳定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终点。(14.62)则表示，

如果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上，经济失衡，经济将努力恢复均衡。

假设经济亦在时点 t t*恢复资本市场均衡，那么，从这一时点开始，

经济将把均衡利率保持在 rE=rt 水平，以便在加速度均衡路径上不断

转移农业劳动力。因此，图 14.7 上方图中的均衡利率，同样将在农

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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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长过程中，在理想状况下，经济不但将在每个时点上实现农劳比

均衡，而且将实现跨时点的转移速度和加速度均衡，这样，经济将在

保持农产品相对价格和资本利率两者长期稳定的同时，不断地降低

农劳比，最终完成非农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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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上一章在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同时，也讨论了包括劳

动、商品和资本三个市场的实体经济。本章将把我们的讨论扩展到货

币市场。讨论货币市场的必要性，在于货币价格变化是实体经济均衡

或失衡的主要指示器。本书第十至第十四章探讨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均衡的问题。在那里，我们使用很多假设条件来保证转移均衡。然

而，在非农化历史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均衡转移只是一种理想现象，

转移不均衡是常态，转移失衡甚至严重失衡亦不少见。本书第四章曾

经利用中国和美国数据，揭示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在两国非农

化历史中频繁波动，波动幅度有时甚至很大。如果说，小幅波动尚可

理解为农业劳动力在其均衡路径附近转移，较大幅度的波动则必然

意味着转移失衡。本书第五章进一步利用中国 1958-1962 年的例子，

揭示转移过度失衡的事实和可怕后果。即使不考虑中国的这个特例，

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严重偏离均衡

路径的情形，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尤其是非农化中期阶段，应

当也不罕见。失衡会造成经济波动，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并带来一系

列经济调整问题。因此，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需要从农劳

比长期下降趋势与均衡下降的可能性，扩展到农劳比下降的失衡现

 
1  本章的思想最初发表于胡景北，2008c，价格波动与劳动力转移波动：以中

国为背景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总第 25 期，第 31-53 页；部分内容

曾经发表在 Hu, Jingbei, 2012, A Study on Intersectoral Migr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Infl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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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经济学中，失衡常常被视为一种短期现象，因此也仅仅从短期

波动的角度讨论之。所以，农劳比下降的失衡现象亦可以理解为农业

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现象，这样，通过从均衡到失衡的研究重点转

变，我们也就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研究明确地转入短期研究。而

短期研究必然把我们带到货币市场面前。本章将从理论上说明农业

劳动力转移失衡如何造成货币价格变动甚至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波

动。就此而言，本章将初步建立一个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经济

学的理论框架。 

首先观察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本书前面提出和分析了农业劳

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三类均衡，即农劳比均衡、农劳比降速均衡和农劳

比降低加速度均衡；用我们已经熟知的符号表示，它们又可以称之为

l 均衡、h 均衡和 a 均衡。 

（1）l 均衡。严格地说，l 均衡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范

畴。当然，l 均衡可以设想为 h 趋于零时的农劳比微调。我们已经证

明，l 均衡不但能够实现，而且能够在短期或者我们定义的时点短期

内实现。均衡实现过程是一个时间过程：在均衡实现之前，工资和价

格依然会波动。但这样的波动属于微调，幅度小，时间短，因此对我

们将要讨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只具有有限的意

义。 

（2）h 均衡。如果仅仅考虑 K 的外生变动，l 将和 θ、λ 相应变

动并实现新的 l 均衡；K 变动前后的两个 l 之差即 h 的均衡，将使 K

变动前后的两个 p 相等。K 变动引发 K 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置，可

能导致 θ 和 l 的波动很大并导致 p 出现很大波动。即使经济能够实

现 h 均衡，但 p 在 h 均衡前的这种很大波动依然表现为经济失衡。

如果 θ 配置不当，h 甚至难以均衡，则 p 的波动将直接表现为经济

失衡。这样的两类失衡都可以视为 h 失衡。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不

仅 K，而且 L、θ、λ 以及生产制度和技术的变化都可能通过类似 K

影响 h 的机制导致 p 和 h 的很大波动以及失衡。它们也应当视为 h

失衡。显然，h 失衡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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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均衡。依然以 K 的变化为例。K 的波动与资本市场利率

r 密切相关。尽管经济有可能实现 a 均衡，但 a 在均衡实现前的波动

若很大或失衡，r 也将很大波动。r 的波动将通过资金借贷渠道传播

到货币市场，货币市场利率随之波动。2 后者会导致货币供求失衡，

作为通货膨胀指标的一般价格水平或价格总水平也将波动，这样，宏

观经济将波动。因此，a 失衡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也

应当具有很大意义。 

不过，本章将仅仅关注 h 失衡和经济波动的关系，这里的原因，

第一在于只有理解了 h 失衡，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理解 a 失衡。第二，

与 h 失衡直接关联的经验数据是价格。与利率数据相比，价格数据

不但更为易得，而且也更易理解、更少歧义。而数据的易得性和低歧

义性是经验研究的重要前提。第三，就非农化转型中的经济波动而

言，h 失衡可能比 a 失衡更为重要。 

然而，与 a 失衡几乎可以直接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联系不同，h 失

衡似乎和宏观经济波动没有直接联系。正如图 12.5 所示，与 h 失衡

相联系而波动的价格是农产品相对价格。相对价格波动与经济的部

门结构有关，而与整体经济不一定有关。因此，为了理解 h 失衡和经

济波动的关系，我们必须找出从 h 失衡到整体经济波动的传递机制。

在经济学中，整体经济波动的典型标志之一是整个经济的物价总水

平波动或通货膨胀（包括通货紧缩）。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通货膨

胀便没有整体经济波动。因此，在 h 失衡和经济波动之间可能存在

的传递链条中，关键环节是农产品相对价格和物价总水平的关系。如

果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可以造成物价总水平波动，h 失衡便可能导致

经济波动。而 h 失衡和经济波动的联系，意味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可

能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影响经济波动的全局。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便

 
2  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交易的是至少一年期以上的长期借贷，货币市场交易

的则多是一年内的短期借贷。因此，前者形成的利率往往被称为长期利

率，后者则是短期利率。两类利率又相互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视为利率期限结构问题。有关研究参见例如弗里德曼，

1987/1996；King and Kurman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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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具有经济增长效应，而且也具有通货膨胀效应，即具有完整的短

期宏观经济学意义。 

本书第八和第九章曾经指出，肇始于欧美国家的短期宏观经济

学把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视为三个一级变量；失业决定性地影

响增长和通货膨胀。但对 1978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而言，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超过失业的相应效应；也就是说，与失业相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在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因此，本书

提出用农业劳动力转移替代失业，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

货膨胀并列为三个一级变量。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在短期宏观经济

学中确实能够替代失业，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也就应当决定性地影

响中国在同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所以，本章对 h 失衡和通货膨胀关

系的研究，可以视为第八和第九两章的继续。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

胀和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市场直接相关，因此，对 h 失衡和通货膨胀

关系的讨论，又将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扩展到货币市场。就最笼

统的区分来说，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可分为劳动市场、商品市场、资

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样，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也就扩展

到囊括所有这四个市场的对整个经济的研究。 

15.2 转移失衡和通货膨胀的逻辑关联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的逻辑关联。

2007 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上涨

4.8%。当时，中国国家统计局把计入 CPI 统计的消费品和劳务分成

八大类，其中一类是食品。3 2007 年食品价格指数上涨 12.3%。按照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说法，食品价格上涨拉动了 CPI 上涨 4 个百分点。
4 也就是说，如果 2007 年食品价格保持不变，当年 CPI 将仅仅上涨

 
3  2016 年以前，中国的 CPI 统计分类中把食品和烟酒各作为八大类中的一

类。从 2016 年起，食品和烟酒合并为一类。因此，2007 年的食品大类不包

括烟酒。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b。 

4  国家统计局，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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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CPI 上涨 4.8%和 0.8%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表示中国

经济出现严重的 CPI 通货膨胀，后者表示中国经济完全没有通货膨

胀。因此，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 2017 年中国食品价格不上涨，

当年中国不会发生 CPI 通货膨胀。5 

通货膨胀是经济失衡的显著标志。6 CPI 变化是度量通货膨胀的

一个主要指标。如果说 2007 年中国 CPI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食品

 
5  我们以 2007年的中国经济为例，是因为随后的 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

后来被视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或者说是有详细记

载的最近三百多年来人类非农化历史上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经济危机。在最

近八十多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危机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研

究并且会持续下去。同样，2008 年经济危机也是并将继续是经济学研究的

重要课题。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中，中国还处在世界经济的

边缘，还不是危机发源地和最重要承受者之一，因此，对那次危机的研究

可以忽视中国经济；那么，在 2008 年危机中，中国已经处于世界经济的中

心地带，危机的发生和变化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对其的研究必须考虑中

国经济状况。而 2008年中国经济状况尤其是中国的通货膨胀，又和 2007年

中国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实际上，中国当时的月度 CPI 上涨率在 2008 年

2 月达到峰值 8.7%之后便迅速下降，到 2008 年 11 和 12 两月分别只有 2.4%

和 1.2%，因此，中国在 2008 年危机期间发生的 CPI 通货膨胀主要在 2007

年底和 2008 年初。所以，讨论 2008 年中国经济的起落离不开对中国 2007

年状况的分析。不过，本章使用 2007 年为例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统计

部门公布了 2007 年食品价格上涨对 CPI 上涨的相对作用，因此我们可能讨

论食品相对价格。反之，中国统计部门既没有发布 CPI 统计中的食品比

重，也没有就食品价格上涨对 2008 年 CPI 通货膨胀的相对作用有过任何数

量说明，因此，我们无法对 2008 年食品相对价格做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任

何估算。而没有相对价格数据，我们便无法在实证意义上讨论实体经济和

通货膨胀的关系。关于中国 2008 年 CPI 数据，参见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2009 年第 1 期，表 2.12.1。 

6  研究金融和经济危机史的金德尔伯格曾指出危机的共同特点之一，是经济体

系在危机之前出现繁荣和通货膨胀。2008 年 9 月危机爆发前，中国和世界

经济同样出现了繁荣和通货膨胀。例如，食品价格分别在 2007和 2008年连

续上涨到历史最高位。在经济学中，比非食品价格上涨高得多的食品价格

上涨更多地属于食品相对价格上涨，是实体经济现象；通货膨胀属于物价

总水平变化，是货币经济现象。就此而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2008 年 9

月以前世界经济发生的问题，可能是一种由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通货膨胀。

如果这样的话，理解 2008 年危机的角度之一，应当是从相对价格出发寻求

它们影响物价总水平的机理。本章的目的是提出这样一种新理解。参见金

德尔伯格 , 1996/2000；关于 2007 和 2008 年的世界食品价格，参见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Monthly,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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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剧烈上涨，那么，这一说法应当更确切地表述为食品价格相对于

非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食品相对价格上涨，或者说，非食品价格

不变时的食品价格上涨。某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过快上涨，应当不是货

币超发的表现，而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现。因此，2007 年中国通货

膨胀主要应当是中国实体经济失衡、而非货币市场失衡或货币政策

错误的表现形式。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 2007 年中国实体经济

失衡的具体内容。从食品相对价格过快上涨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当年

食品市场严重供不应求。食品来源于农产品；食品严重供不应求应当

和农产品严重供不应求有关，而农产品产量正是我们前面讨论农业

劳动力转移时的关键变量之一。事实上，无论在农劳比 l 本身还是农

劳比降低速度 h 和加速度 a 的均衡机制中，农业产量都是关键变量。

只要 l、h 或 a 三个变量任何一个失衡，农产量便将变动；反过来，

只要农产量变动，l、h 或 a 单独或全部都得变动。所以，农产量和

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而农产量又和农产品相对

价格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在本书第十二章中，我们发现用农劳比降速过快标志的农业劳

动力转移失衡会导致农产量供不应求，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所以，

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相互变化的逻辑关系在我们的理

论中是明确的。扩展这一逻辑关系以包括食品价格和通货膨胀，我们

得到下述逻辑链条： 

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快失衡 → 农产品相对价格过快上涨 

     → 食品相对价格过快上涨 → CPI 通货膨胀 

显然，如果这个逻辑链条成立，那么，2007 年中国实体经济失

衡的具体内容便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而且是转移过快导致

的失衡。这样，我们便可以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联系起来，

也就是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和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联系起来，或

者说，我们就可以进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研究领域。 

在上述逻辑链条中，第一个箭头指示的关系已经在本书前面做

了理论说明；就 2007 年中国情形来说，第三个箭头指示的关系亦由

中国国家统计局做了实证的说明。本章要做的是从理论上说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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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第三个箭头。为此，我们再举一个有助于厘清思路的例子。原油

价格和汽油价格的波动关系是常见的经济现象。汽油相对于所有非

汽油产品的价格即汽油的相对价格波动，在短期中受制于消费者收

入、消费习惯、气候、原油价格、原油炼制、运输、税收甚至重大事

故等等因素。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原油价格的作用最为重要。原油

售出后，原油炼制、汽油运输、加油站销售等从原油售出到消费者最

终购买的汽油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系列。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内，这一

系列经营活动都属于寡头垄断行业。寡头垄断企业可以在一定范围

内改变和确定价格，但在市场经济中，这些炼制、加工、运输和销售

企业却很难利用原油价格的波动而额外改变汽油价格并获取超额利

润：它们在更多时候是把原油价格波动“直接”传递到汽油价格上。

所以，经济学研究对此的共识是原油价格波动和汽油价格波动之间

存在高度相关关系。 

与汽油价格一样，食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亦很多。收入、消费习

惯、气候、农产量、运输、销售、税收、疫病等诸多环节都会影响食

品和非食品的交换比价。不过，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作为食品基本原

料的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应当最为重要。农产品售出后，农产品的运

输、加工到食品销售也形成整个产业系列。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中，

这些产业几乎都是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部门；而食品行业更类似垄

断竞争部门。所以，与在炼油到汽油销售的系列行业中经营的企业相

比，在农产品加工到食品销售的系列行业中经营的企业，应当更缺乏

影响价格的市场力量，因此除了把农产品价格波动“直接”传递到食

品价格之外，它们应当更难利用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获取额外利润。7  

此外，如果我们承认农产品运输、食品加工和销售行业有可能利

用农产品价格波动而在食品价格上获得暴利，我们实际上也就承认

 
7  食品部门内的企业竞争可能迫使这些企业满足于仅仅将农产品价格变化传

递到食品价格上。那些借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把食品价格提升到平均上涨水

平以上的企业将可能被其他同类企业击败。所以，食品相对于非食品的价

格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传递。参

见例如 Gavin and Mandal，2002；Bauer, Haltom and Peterma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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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和食品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传递关系，即农产品价格波

动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到了食品价格上。这样，我们在研究食品企

业如何利用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波动获得暴利的时候，依然需要了解

食品价格如何随着农产品价格而波动。所以，无论食品企业是否利用

价格波动获利，我们对食品价格的研究必然将我们引向对农产品价

格的研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大背景下，也就是引向本书前面几章

讨论的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从经济政策角度

观察，由食品价格上涨主导的 CPI 通货膨胀，总是把政策研究者和

制定者注意力引向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本书前面对农业劳动力转移

和农产品相对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恰好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以便

我们把 CPI 通货膨胀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逻辑地联系起来，把通

货膨胀这一重要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联

系起来，或者说，把短期经济波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联系起来。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虽然经济学家常常把食品价格波动尤其上

涨归因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但经济学家通常又把农产品价格上涨归

因于突发的严重恶劣气候、农产品疫病或被我们在本书归类为技术

变化的其他外部条件。确实，恶劣气候条件等外部条件能够显著降低

农产量并造成农产品供给缺口；若需求稳定，农产品供不应求将推动

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而上涨，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进一

步演变成食品相对价格上涨。本书第十三章在讨论技术变化对农业

劳动力转移影响时，已经提及这里因素的作用。但是，本书关于农产

品价格变化的基本观点与此不同。本书认为，虽然严重的气候灾害等

外部因素会造成农产品供给下降和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但在 2007

年的中国，在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以及在非农化历史进程的

许多情形下，主要不是气候等外生因素、而是经济的内生因素造成农

产品供求失衡和农产品价格波动。本书特别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这

一内生因素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该类影响又可以纳入农业劳

动力转移失衡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框架之内。这一框架的基本逻

辑如下：假如资本和土地的部门配置给定，则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

相应于消费者的收入以及他们的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购买愿望，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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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将生产过多、农产品生产过少；农产品相对价格就会上升；它接

着引起食品相对价格上升；后者进一步导致 CPI 上升甚至导致 CPI

通货膨胀。 

15.3 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与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 

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学通常假定一种单部门经济，该经济中只有

一种商品，其价格相当于物价总水平。本书讨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

门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所以将一个经济体系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部

门并引入相对价格。本书并且假设非农产品价格恒等于 1，因此本书

迄今为止所提及的价格变量均为农产品相对价格。8 在此基础上，本

书第十到十四章讨论实体经济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而忽略了

货币经济产生的各种复杂性。 

在实体经济中，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农产品相对价格之间存

在着某种函数关系。本书第十二章指出，若时距很小的相邻两时点价

格相等，则在该两时点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或转移率为均衡转

移率。该章并且指出，如果仅仅考虑两时点间的总资本或总劳动变化

造成的影响，则如此定义的均衡转移率是存在的。为简略起见，本章

将仅仅考察总资本变化的影响。由第 11.8 节知，对非农化大趋势中

的任意时点 t t*，我们的模型存在变量和解的集合为 

(15.1) Zt(Lt, Kt,θt,λt; lt, pt)Z(L, K,θ,λ; l, p)=Z 

其中分号前后分别为参数变量和解变量。(15.1)即(11.8.28)。已

知解子集(lt, pt)存在和唯一。在第十二章和数学附录 2 中，我们初步

证明 

(15.2) Zt+1=Zt+1(Lt+1=Lt, Kt+1=Kt+ΔKt,t+1, θ
E

t+1, λt+1; l
E

t+1, pt+1=pt) 

Zt+1(Lt+1, Kt+1, θt+1, λt+1; lt+1, pt+1) 

Z(L, K, θ, λ; l, p) 

 
8  正如本书第二章指出的那样，该假设没有特殊意义；我们同样可以假设农

产品为价值标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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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t, t+1 t*。(15.2)中的 lE
t+1 表示 lt+1 同时满足 pt+1=pt，因此，

ht,t+1=(lt-l
E

t+1)=hE
t,t+1 是均衡转移率。θE

t+1 则表示资本增加后为实现

hE
t,t+1 所需要的资本配置比。从 Zt+1中减去 Zt，我们有  

(15.3) ΔZt,t+1=Zt+1-Zt 

     =ΔZt,t+1(ΔLt,t+1, ΔKt,t+1, Δθt,t+1, Δλt,t+1; Δlt,t+1, Δpt,t+1) 

     =ΔZt,t+1(0t,t+1, It,t+1, Δθt,t+1, Δλt,t+1; ht,t+1, Δpt,t+1=0t,t+1) 

显然，若总劳动不变，价格增量为 Δpt,t+1=0，均衡转移率 h 将取

决于资本增量即投资 I、恩格尔系数增量 Δλ 和资本部门配置比增量

Δθ。从(15.3)中解出 h 为  

(15.4) h=h(I, Δλ, Δθ) 

h (-1, 1)。在保持 t 和 t+1 时距的同时无限地缩小该时距，t, t+1

t*，我们可以将离散变化的 Δpt,t+1 转换为连续变化的 dp，并将它写成

h 的函数如下： 

(15.5)  dp=f[h(I, Δλ, Δθ)]  

且 

(15.5a) dp(h=hE)=0 

(15.5b) 

2d

d

p

h
=f ’(h)>0 

(15.5) 表示资本、恩格尔系数和资本配置比三者的变化对价格的影

响都经由它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影响来实现。换句话说，转移率

对价格的影响包含了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对价格影响的信息。所以，

价格增量仅仅是转移率的函数，而转移率则是所有其他变量和参数

的函数。令 φ 代表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增长率，我们有 

(15.6)    φ(h)≡
dp

p
=

1

p
f(h) 

p≠0，φ (-1, ∞)。φ(h)的性质如下: 9 

 
9 (15.6b)不考虑 p 和 h 的关系。若考虑，则 dφ/dh=(1/p)(d2p/dh)- (1/p2)dp(dp/d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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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a) φ(h=hE)=0 

(15.6b) 
d

dh


>0 

 φ(h)的性质可见图 15.1。为简洁起见，图 15.1 把 φ(h)汇成一条直线。

该图显示 φ 和 h 变化方向相同，φ 在且仅在 h=hE点与横轴相交。  

 

图 15.1 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 

 

15.4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的可能性 

我们在第十二章指出，资本增长后，总资本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

和重新配置，不但可能导致经济实现新的均衡，而且可能在原有价格

水平上实现新的均衡。不过，这一命题绝不意味着价格在新旧均衡之

间不发生变化。恰恰相反，正是价格在资本增长后的波动，引导资本

和劳动的部门间流动与配置并最终导致经济均衡。我们的转移均衡

仅仅意味着价格在经济调整结束时可能落在资本增加之前的水平

上。 

但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上，农产品相对价格经常波

 
(d2p/dh) = (1/p)(d2p/dh) [1-(1/p)dp(dp/d2p)]=(1/p)(d2p/dh)[1-(dp/p)(dp/d2p)]= 

(1/p)(d2p/dh)(1-e)，其中 e=(dp/p)(dp/d2p)是价格的一阶变化百分比和价格变

化百分比之比，或者说价格的一阶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弹性，e (-1, 1)，因

此(15.6b)依然成立。  

h 

φ 

hE O 

φ(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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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波动幅度有时甚至很大。因此，经济在非农化过程中常常没有实

现转移均衡，有时甚至远离均衡。若经济远离均衡，经济往往遭遇激

烈的波动，并承受超过正常调整的损失，才能够重新返回非农化均衡

路径或其邻域。那么，如果排除气候等外生因素，经济中存在哪些可

能造成农产品相对价格大幅度波动和转移率远离均衡的内生因素

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非农投资偏向造成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这个假说的含义是投资或者资本增量常常过多地配置到非农部

门，以至于投资配置比“系统性地”远离转移均衡所需要的水平。注

意该假说和资本向非农部门集中命题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第十三章

说明，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一起向非农部门集中，农业

资本比和农劳比一起下降，非农资本比和非农劳动比一起提高。因

此，在给定投资中，非农投资比高于非农资本比并带动后者不断提

高。这是农业劳动力均衡转移所要求的条件，这里不存在任何意义上

的“投资偏向”。因此，辨认一个经济体系是否存在非农投资偏向的

标准，不是非农投资比与农业投资比的相对高低，而是农劳比下降速

度均衡与否。后者的判定标准又是农产品价格稳定与否。如果农产品

价格明显甚至大幅度上涨，我们便可以判定经济体系中存在非农投

资偏向。10  

非农投资偏向的经济理性可以列举如下： 

（1）非农劳动生产率高，非农投资盈利比农业投资高。相反，

农业投资虽然提高农产量和农业劳动收入，但往往没有显著的利润。

因此，投资者常常偏爱非农部门。  

（2）根据恩格尔定律，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中，非农

产品需求的增长率快于农产品需求增长率，因此，非农产品更广阔的

 
10 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转移失衡在市场经济中不可能持续，因此由失衡引

起的向均衡方向的经济调整，必然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所以，我们看到

的历史是农产品价格的升降波动。我们提出的“非农投资偏向”假说只是

把农产品价格上升视为某种主动的现象，而把价格下降视为经济调整的结

果，所以，我们不把农产品价格下降视为“农业投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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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前景往往容易吸引过多投资。 

（3）与非农生产相比，农业生产更容易受到气候和其他自然条

件变化的影响，因此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更不容易吸引投资。 

（4）基于农业和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在政府有意识地促进经

济增长的国家里，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而倾向过多投资于非农部

门。 

毫无疑问，非农投资偏向可以理解为现代化冲动的一种形式。最

近三百多年中，现代化冲动超越各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出现在

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本书第一章已经说明，所谓的“现代化”与本书

讨论的非农化密切关联，两者几乎同时发生、一起变化。我们甚至可

以说，没有非农化就没有现代化。11  因此，所有出现现代化冲动的

国家都难免出现非农化冲动。非农化冲动既意味着个体的市场参与

者具有非农投资偏向，也意味着在政府有意识推动非农化的国家内，

经济政策制定者偏好把投资向非农部门倾斜。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也

指出，足够的非农投资是加快非农化的一个有力工具。所以，在政府

有意识推动非农化的国家里，投资的非农偏向几乎成为必然现象。根

据本书第十二章的分析，这一偏向造成的过多非农投资，将诱导过多

农业劳动力转移并进一步造成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也就是农业劳

动力转移失衡。 

本书第十二章曾经详细讨论过多非农投资导致转移失衡的机

制。考虑时点 t t*的资本存量 Kt。假定不存在资本折旧，资本存量

不可能在部门间重新配置。所以，资本配置仅仅指的是资本增量或投

资造成的总资本重新配置。设经济在 t 时点将全部储蓄转换为投资 

It, t+1，(t, t+1) t*。根据该章图 12.2，投资在两部门的配置比和资本

在两部门的配置比之间存在正方向的线性对应关系，因此，过多非农

投资将造成过多非农资本。在考虑恩格尔系数变化的前提下，对应一

定的投资，经济存在且仅仅存在一个投资配置比，可以通过相应的资

 
11 反过来的命题“没有现代化就没有非农化”不一定成立，因为比之非农

化，现代化包括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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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配置比实现价格稳定的转移均衡。但非农投资偏向导致过高的非

农投资比，后者造成过高的非农资本比，这样，过多的劳动力将从农

业转向非农业，转移率超过均衡转移率，农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

涨。这便是本书第十二章分析的一种可能现象。此时，经济繁荣，增

长速度高。但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过快将导致通货膨胀，从而迫使经

济调整，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调整过

程便是经济波动，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便可能呈现出短期波动的

态势，甚至可能出现中期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如本书第四章第 4.5 和

4.6 节用统计数据揭示的那样。12 

15.5 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到价格总水平波动 

非农投资偏向虽然可以造成资本和劳动过多配置到非农部门，

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但对短期波动的宏观经济分析来说，我们

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可否与如何导致作为通货膨

胀指标的价格总水平的波动。本节将回答这个问题并解释农产品相

对价格波动到价格总水平波动的传递机制。 

改写定义 φ 的(15.6)为  

(15.7) φt,t+1=
t+1 t

t

-p p

p
 

t, t+1 t*。注意 p=(pA/pN)且 pN≠0。用 b 表示 pN 的增长率，其形式

与(15.7)相同。回忆第十四章第 14.9 节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

该模型的前三个方程如下： 

(15.8) PtYt =pA
tY

A
t+pN

tY
N

t   （货币价格计量的总产出） 

 
12 这里，我们把农产品相对价格稳定的长期趋势作为前提。不过，正如本书

第十二章指出的那样，即使长期趋势是上升，我们的分析思路同样有效，

因为长期上升趋势绝不意味着价格的短期显著波动或大幅度上升。相反，

无论价格长期趋势如何，价格的短期大幅度波动都应当避免。而本章基于

价格长期稳定趋势的分析，可以作为分析价格长期上升趋势下的价格波动

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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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pt =

A

t

N

t

p

p
  （用非农产品计量的农产品相对价格） 

(15.10) Yt = ptY
A

t+Yt
N         （用非农产品计量的总产出） 

t t*，P 代表价格总水平。(15.10)将货币或名义总产出 PtYt 转换为

实际总产出 Yt。在此基础上，本书第十到十四章讨论了实际经济或

实体经济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而完全忽略了与货币经济有关

的(15.8)和(15.9)两个方程。现在我们研究这两个方程。注意我们在

(15.8)中加入 P。由上述三式可得到 

(15.11) PtYt =pN
tYt     

考虑 pN≠1 的情形并改写时点 t+1 t的(15.11)为 

(15.12) Pt+1Yt+1= pN
t+1Yt+1

  

              =pN
t+1(pt+1Y

A
t+1+YN

t+1) 

把 pN和 p在两时点确定的时段(t, t+1) t*的增长率 b和φ代入(15.12)

得到 

(15.13) PtYt+1=pN
t+1(pt+1Y

A
t+1+YN

t+1) 

            = (1+bt,t+1)p
N

t[(1+φt,t+1)ptY
A

t+1+YN
t+1] 

=  pN
t(ptY

A
t+1+YN

t+1)+pN
tφt,t+1ptY

A
t+1 

+bt,t+1p
N

t[(1+φt,t+1)ptY
A

t+1+YN
t+1] 

            = Y*
t+1+ pN

tφt,t+1ptY
A

t+1+bt,t+1p
N

t[(1+φt,t+1)ptY
A

t+1+YN
t+1] 

其中 

(15.14) Y*
t+1= pN

t(ptY
A

t+1+YN
t+1) 

  = pN
t[(pt(Y

A
t+∆YA

t,t+1)+(YN
t+∆YN

t,t+1)] 

  = pN
t(ptY

A
t+YN

t)+pN
t(pt∆YA

t,t+1+∆YN
t,t+1) 

           = PtYt+pN
t(∆YA

t,t+1+∆YN
t,t+1) 

其中Y*
t+1表示用 t时价格计算的实际或消除价格变化影响的 t+1

时的总产出。显然，两时点的名义总产出的总变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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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t+1 t+1

t t

P

P

Y

Y
 =

N A N N A N A N

t t t t t,t+1 t,t+1 t t,t+1 t t+1 t,t+1 t t,t+1 t t+1 t+1

t t

P ( Y + Y ) { Y + [(1+ ) Y + Y ]}

P

+ p p + p φ p b p φ p Y

Y

 

=1+
N A N

t t t,t+1 t,t+1

t t

( Y + Y )

P

p p  

Y

+

N A N A N

t t,t+1 t t+1 t,t+1 t t,t+1 t t+1 t+1

t t

Y + [(1+ ) Y + Y ]

P

p φ p b p φ p

Y

 

(15.15)最后一个等号右侧第二和第三项分别是产量与价格变化

给 t+1 时名义总产出造成的影响占 t 时名义总产出的比率。为集中关

注价格变化的影响，我们假设∆YA
t,t+1=∆YN

t,t+1=0，因此(15.15)最后一

个等号右侧第二项为零。用 πt,t+1  (-1, ∞)代表仅由价格变化造成的

名义总产出在(t, t+1) t*内的变化占 t 时名义总产出的比率，πt,t+1 为

价格总水平在期间(t, t+1) t*的增长率。展开 π 并分别求得 π(φ)和

π(b)如下：  

(15.16)     πt,t+1(φt,t+1) 

       = 

N A N A N

t t,t+1 t t+1 t,t+1 t t,t+1 t t+1 t+1

t t

Y + [(1+ ) Y + Y ]

P

p φ p b p φ p

Y
 

 =

N A N A N

t t,t+1 t t+1 t,t+1 t t,t+1 t t+1 t+1

N A N

t t t+1 t+1

Y + [(1+ ) Y + Y ]

( Y + Y )

p φ p b p φ p

p p
 

  =

A A A N

t,t+1 t t+1 t,t+1 t t+1 t,t+1 t t+1 t+1

A N

t t+1 t+1

Y + [ Y + Y + Y ]

Y + Y

φ p b p φ p

p
 

=

A N A

t,t+1 t t+1 t+1 t,t+1 t t+1 t,t+1

A N

t t+1 t+1

( Y + Y ) + Y (1+ )

Y + Y

b p φ p b

p
 

=bt,t+1+(1+bt,t+1)λt+1φt,t+1 
13 

 

(15.17) πt,t+1(bt,t+1)=λt+1φt,t+1+(1+λt+1φt,t+1)bt,t+1 
 

 
13 在连续条件下，π=b+λ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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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4 

 λt+1=

A

t t+1

A N

t t+1 t+1

Y

Y + Y

p

p
 

λt+1 (0, 1)是用 t 时农产品相对价格计算的 t+1 时农业产出与总产出

之比，也就是排除了价格变化影响的农产出和总产出之比。15  注意

两个函数 πt,t+1(φt,t+1)和 πt,t+1(bt,t+1)皆是单调增长的线性函数。为求简

便，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将省略时间下标。显然，π(φ)和 π(b)具有下

列性质: 

(15.18) 
d

d

π


= (1+b)λ>0 

(15.19) 
d

d

π

b
= (1+λφ)>0 

(15.20) π(φ=0)=b  

(15.21) π(b=0)=λφ 

(15.22) b(φ, π=0)→ b=-
1+

λφ

λφ
  

(15.18)和(15.19)显示价格总水平既和相对价格也和价值标准商

品价格同方向变化。(15.20)和(15.21)则指出，只要相对价格或价值标

准商品价格两种价格之一发生变化，价格总水平就可能变化。(15.20)

指出若相对价格不变，价值标准商品的价格变化将造成价格总水平

变化。这一含义是瓦尔拉体系的应有之义。(15.21)进一步指出即使价

值标准商品价格不变，相对价格变化也会导致价格总水平变化。因

此，(15.18)与(15.21)共同强调的是，φ 代表的相对价格变化也将影响

价格总水平。换句话说，相对价格对价格总水平变化是有意义的。由

于相对价格是在实体经济内决定的，我们将相对价格的这一影响称

 
14 注意这里定义的 λ 和本书前几章讨论的 λ 的区别。在前面，计算 λ 所使用的

价格和产量是同一时点数据，这里则是不同时点数据。 

15 根据本书的非农化定义，λ 在非农化历史中应当呈现降低趋势，并最后趋向

于零。不过，我们研究的是非农化过程，因此不考虑 λ 趋向于零的特殊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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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体经济部门对价格总水平的刺激作用或相对价格刺激、实体经

济刺激。  

另一方面，由于价值标准商品价格的变化源自流通中的货币量

变化，所以 b 代表货币部门对价格总水平的刺激作用。经济学家的

一个广泛共识，是货币刺激能够改变包括价值标准商品在内的所有

商品的货币价格并改变价格总水平。(15.20)清楚表示了这一共识，即

在 φ=0、不存在相对价格刺激的情形下，价格总水平变化率等于价值

标准商品价格变化率。 

最后，(15.22)揭示 π=0 所需要的 φ 与 b 之间的特殊关系。如果

我们不考虑 φ 与 b 同时等于零的极端情形，则在 φ 与 b 同时发生变

化的一般情形中，为了保证 π=0，b 不但必须与 φ 反方向变化，而且

必须达到特定的变化水平，以便彻底抵消 φ 变化给 π 造成的影响。  

根据(15.18)至(15.22)，我们在图 15.2 中绘出 π(φ)图形。为简洁

起见，π(φ)被绘为一条直线。显然，这是一条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

的上升直线。如果经济中既无相对价格刺激也无货币刺激，φ=0，

bj=0，则 π=0。如果两种刺激同时发生又相互完全抵消，我们亦有 π=0。

例如，若 φ=10%，则 b=bk<0 将完全抵消 φ 对 π 的影响并促使 π=0。

相反，如果经济仅出现一类刺激，或者两类刺激同时出现在相反方向

上但其影响不能互相抵消，则 π≠0，价格总水平必将波动。更严重的

是，如果两类刺激出现在相同方向，它们互相强化，价格总水平波动

将非常强烈。例如，若 φ=10%、b=bi>0, 经济将有 π=bi+10%λ(1+bi)

且 π>bi、π>10%λ, 即图 15.2 中对应点 B 的纵轴点 C，其时经济遭遇

通货膨胀。所以图 15.2 清楚地揭示了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

的正向变化关系。只有在实体经济不但实现均衡、而且同时实现转移

均衡，即只有在 φt,t+1(h
E

t,t+1)=0 时，相对价格的通货膨胀刺激才会消

除。否则的话，即使不存在货币刺激，b=0，实体经济失衡和相对价

格上涨依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事实上，实体经济失衡往往正是通过

通货膨胀或价格变动才成为可观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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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相对价格、价值标准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三者增长率关系 

 

15.6 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到 CPI波动 

物价总水平或价格总水平虽然是度量价格波动的有力工具和通

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但在实践中，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运用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度量和确定通货膨胀。这里的

原因首先是 CPI 比物价总水平更易统计且更能够准确把握。不过，

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社会和政治性质、而非经济和统计性质的。CPI

度量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包括劳务的价格变化，因此，CPI 直接和消费

者即公众自身的福祉有关。所以，在公众心理内，CPI 是一个远比物

价总水平敏感的价格波动度量指标。虽然物价总水平和 CPI 的波动

关系密切，但只要 CPI 上升快，则无论物价总水平波动状况如何，

公众都会要求货币当局或经济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抑制和降低 CPI

涨幅。就短期经济波动来说，通货膨胀常常是经济繁荣的制动器。通

货膨胀能够执行制动器功能的原因，就在于公众不愿意承受通货膨

胀。但公众最关心的不是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而是 CIP 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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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所以，正是 CPI 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关键信号，指示了大

部分个体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行动方向。而在许多国家中，物

价总水平资料阙如或收集时间过长，CPI 资料成为公众与政策制定者

可资利用的唯一宏观价格信息。因此，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

膨胀关系的研究，不能止于它和物价总水平的关系，而应当扩展到

CPI。 

为了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和 CPI 之间的变化关系，我们首先列

出以下三个新的假设： 

(1) 农产品仅仅指用来加工成直接消费的食品的原料。这个假设

的含义之一，是所有农产品在出售给最终消费者之前，都必须经由食

品工业部门加工。 

(2) 从农业生产者出售农产品到加工后的食品销售给最终消费

者之间的一切生产和劳务活动都属于食品加工部门。  

(3) CPI 统计中的所有商品和劳务可分为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 

我们分别用上标 F 和 NF 代表食品和非食品并令 pF 和 pNF 代表

它们的货币价格、bF和 bNF代表它们的变化或增长率, πC代表 CPI 增

长率。πC在两时点 t 和 t+1 t*之间的计算公式如下： 

(15.23) πC
t,t+1=λF

t+1b
F

t,t+1+(1-λF
t+1)b

NF
t,t+1 

其中 

(15.24) bF
t,t+1=

F F

t+1 t

F

t

-p p

p
 

(15.25) bNF
t,t+1=

NF NF

t+1 t

NF

t

-p p

p
 

而 λF
t+1 (0, 1)是在时点 t+1 上，在 CPI 统计范围内，食品购买

总额与消费总额的比率。令非食品为价值标准商品，pFNF表示食品对

非食品的相对价格，φF表示其增长率，我们有 

(15.26)  pFNF
t =

F

t

NF

t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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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6 

(15.27)  φF
t,t+1 = 

FNF FNF

t 1 t

FNF

t

p - p

p

+ =

F

t 1

NF

t 1

F

t

NF

t

p

p

p

p

+

+ -1=

F

t 1

F

t

p

p

+

NF

t 1

NF

t

1

p

p
+

-1 

 = 

F

t,t 1

NF

t,t 1

1+

1+

b

b

+

+

-1 

= 

F NF

t,t 1 t ,t 1

NF

t,t 11+

b - b

b

+ +

+

 

t、t+1 t*。(15.27)表明当且仅当 bF
t,t+1=bNF

t,t+1, φ
F

t,t+1=0，即仅仅在食

品和非食品两者价格以相同速度变化时，食品相对价格才不会变化。

只要 bF
t,t+1≠bNF

t,t+1, 我们便发现 φF
t,t+1≠0。从(15.27)中解出 bF为 

(15.28) bF
t,t+1=bNF

t,t+1+(1+bNF
t,t+1)φ

F
t,t+1 

把(15.28)代入到(15.23)并在不引起误解的前提下略去时间下

标，我们得到: 17 

(15.29) πC=λF[bNF+(1+bNF)φF]+(1- λF)bNF 

    = bNF+(1+bNF)λFφF  

现在我们做出另一个假设，即货币刺激对包括在物价总水平和

CPI 两者之内的所有商品的影响程度相等，因此有 

(15.30) bNF=b 

b 取决于货币刺激。显然，由于货币刺激对食品和非食品价格的影响

相等，货币刺激不改变食品相对价格，不影响 φF。φF 仅仅取决于实

体经济状况。正如本章第 2 节所讨论的那样，食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应当严重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φF 应当是 φ 的函数。我

 

16 在连续条件下，φ
F

t,t+1= bF
t,t+1–bNF

t,t+1。  

17 在连续条件下，π
C

=λ
F
φ

F
+ b

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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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这一命题写成下述方程：18 

(15.31) φF=φF[φ(h)] 

且 

(15.31a) 

Fd

d




>0 

(15.31b) 

Fd

dh


=

Fd

d





d

dh


>0 

(15.31b)成立的原因是其等号后的两项皆大于零。(15.31)将食品

相对价格变化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直接联系起来，它表示食品相

对价格不仅受实体经济影响，而且更明确地受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

影响。把(15.30)和(15.31)代入到(15.29), 我们有 

(15.32) πC =b+(1+b)λFφF [φ(h)] 

                =πF{b, φF[φ(h)]} 

(15.32)进一步把 CPI 通货膨胀率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明确联系

起来。它指出 CPI 通货膨胀率取决于货币和实体经济两类刺激。从

(15.32)可以引出两类刺激的具体表现形式 πC(φF)和 πC(b)如下： 

(15.33)  πC(φF)=b+(1+b)λFφF 

(15.34)  πC(b)= λFφF+(1+λFφF)b 

以及 

(15.35)  

C

F

d

d

π


= (1+b)λF>0 

 
18  (15.31)可以视为本节的一个假说，即农产品相对价格是食品相对价格的主

要决定因素。(15.36)也可以用数据检验之。在经济政策实践中，例如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提出核心通货膨胀（core inflation）概念。这个概念从美国的

CPI统计中排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美联储这样做的理由是该两类商品的价

格波动几乎全部源自于供给冲击。它意味着美联储认为食品价格波动本质

上与货币政策无关，并意味着食品价格波动是相对于非食品价格的相对价

格波动。同时，正如 Motley 所言，”这些（食品和能源）价格对价格总指数

有着重要影响”，但“它们经常迅速反转变化，因此不需要货币政策做出

反应”。然而，正如本章下面指出的那样，食品价格变化不但对 CPI 影响

巨大，而且在许多情形下需要货币政策来应对。参见 Motley, 1997。引言中

括号内词汇是本书作者所加。  



第十五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和通货膨胀 

441 

(15.36)  = 1+λFφF>0 

(15.37)   πC(φF=0)=b  

(15.38)   πC(b=0)=λFφF 

(15.39)   b(φF, πC=0)→ b=-

F F

F F1+

 

 
  

方程(15.35)至(15.39)的形式和方程(15.18)至(15.22)完全相同。除了变

量内容外，它们的含义也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再解释。此外，我们

也像图 15.2 那样为(15.33)绘出图 15.3.  

 

图 15.3 食品相对价格、非食品价格和 CPI 三者增长率关系 

 

15.7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粗略比较一下图 15.2 和 15.3，我们很容易发现两图的一个显著

区别，即图 15.3 中的 πC(φF)曲线比图 15.2 中的 π(φ)陡峭得多。它表

示这两条曲线的斜率不等: πC(φF)的斜率明显大于 π(φ)斜率。注意

πC(φF)和 π(φ)的斜率分别是(1+b)λF 和(1+b)λ, 因此它们的斜率区别仅

仅来自 λF和 λ 的区别。λF和 λ 的示意公式可写为： 

Cd

d

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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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 λF =
食品总支出

消费总支出
=

FF

C

p
 

(15.41) λ =
农业总产出

总产出
=

A AY

Y

p
 

其中 F 和 C 分别代表 CPI 统计范围内的食品销售量和消费总支

出。已知 C<Y。同时，根据上一节起首处提出的（1）和（2）两个

假设，CPI 中的食品总支出既包括农业总产出又包括食品加工工业增

加在其上的产值，因此 pFF>pAYA，这样，我们必然得到 19 

(15.42) λF>λ 

和 

(15.43) κ≡

F
λ

λ
>1 

 

我们把 κ 称为“CPI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 因为正是 κ 造成

 
19 毫无疑问，(15.42)是建立在许多假设条件、尤其是假设（1）和（2）之上的

理论推导结果。在可资参考的统计资料中，农业产出不仅包括只用于或可

用于食品原料的产出，而且包括例如棉花、林木等许多其他非食用类农产

品。各国统计部门发布的食品工业部门产值统计，不但只涵盖一部分食品

加工工业，而且不包括食品工业的原料价值，因此和(15.40)中以假设（2）为

基础的“食品总支出”定义大相径庭。所以，各国统计提供的农业和食品

工业产值数据不能直接用于(15.40)。同时，(15.40)中的“消费总支出”，

应当是 CPI 统计的全部支出总额，而非总产出中的总消费。所以，在大部

分情形下，我们缺乏可直接用于计算(15.40)的统计资料，因此难以通过推

算(15.40)和(15.41)的数值来研究(15.42)和(15.43)。不过，即使如此，后两式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是成立的。本节下面的经验研究将说

明这一点。 

20 严格地说，这里定义的 κ 应当称为农产品价格变动给 CPI 造成的通货膨胀

放大系数。本章第二节曾经提及原油和汽油两者价格之间的变动关联。与

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系类似，原油价格波动仅仅包括在价格总水平波动中，

而汽油价格波动还包括在 CPI 波动中。显然，若全部原油用于炼制汽油，

原油产出占总产出比重应当远远小于汽油消费占 CPI 比重，因此，原油价

格波动应当也会给 CPI 波动造成某种乘数效应，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本章

的研究方法，得到类似(15.43)的原油价格波动的 CPI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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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C(φF)和 π(φ)的斜率差别，并且放大了用 CPI 变化率表示的通货膨胀

率。下面我们把 κ 简称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仔细观察 κ。假设经济

不存在货币刺激，b=0；经济存在相对价格刺激且食品相对价格增长

率等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即 φF=φ>0，则价格总水平增长率和

CPI 增长率分别为 

(15.44) π =λφ 

(15.45) πC =λFφF=κλφ>λφ=π 

也就是说， 

(15.46) 

Cπ

π
=κ >1 

由于 κ >1，所以 κ 放大了实体经济刺激给 CPI 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

例如，设想 λ=0.10，λF=0.30，则 κ=3；若 φF=φ=10%，则 π=1%，πC=3%。

对公众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物价总水平上涨 1%完全算不上问

题，但 CPI 上涨 3%就成为需要严肃对待的通货膨胀危险。而 10%的

相对价格上涨之所以成为公众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个重要原因

便是“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起的作用。 

我们考察 κ 的经验数据。下面的表 15.1 列出美国 2010-2015 年

的 κ 值。美国统计部门公布计算 CPI 时所应用的食品支出比重数据，

它相当于本节定义的 λF。表 15.1 显示，在 2010 至 2015 年间，美国

的 λF 落在以 0.15 为中心、跨度小于 0.005 的很小区间内。但同期美

国的 λ 却全部落在 0.014 之下，这样，美国的 κ 值在这六年内都大于

10，最高甚至接近 14。如此高的 κ 值会把由农产品价格提高造成的

比如 1%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放大为美国公众完全不可接受的超过

10%的 CPI 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高 κ 值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

国农业产值比和农劳比皆非常低，可美国依然十分重视农业的原因。 

 

 
所以，尽管在形式上，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是唯一的，但在内容上，许多不

同种类产品都有其特殊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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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美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0-2015 年 

年份 

食品支出比重 农业产值比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λF λ κ=λF /λ 

%  

2010 14.79 1.14 12.97 

2011 15.25 1.32 11.55 

2012 15.26 1.20 12.72 

2013 14.90 1.38 10.80 

2014 15.27 1.22 12.52 

2015 14.97 1.07 13.99 

资料来源：食品支出比重：2010: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1; 2011: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2; 2012: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3; 

2013,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4; 201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5; 2015: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6。农业产值比：World Bank, 2018。 

  

与美国不同，中国统计部门不公布计算 CPI 所运用的食品支出

比重。同时，在中国统计数据涵盖的大部分年份内，CPI 资料仅仅包

括 CPI 和其中各大类商品价格的变化。仅仅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公

布的 CPI 数据区分了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我们据此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推算食品支出比重，并进一步计算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由

(15.23)可得到下式 

(15.47)  λF==

C NF

F NF

b

b b

 −

−
 

因此，只要有 πC、bF 和 bNF 三个指标的数据，我们将能够发现

λF。表 15.2 列出我们利用中国 2011 至 2015 年数据的计算结果。21 

 
21 应当说，我们的计算结果只是给出了 λF 的区间。这个区间虽然比较可信，

但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计算 CPI 时所运用的 λF 数值依然是两回事。严格地

说，我们不可能利用现有统计数据适当地整理出无歧义的 λF 数据。从

(15.47)出发，计算 λF 的第一个困难在于 πC 和 bNF 可能接近甚至相等，此时

λF接近于零。第二，bF和 bNF可能非常接近甚至相等。此时 λF趋向无限大。

第三，如果(15.47)的分子或分母项是负数，λF 甚至小于零。第四，即使

πC、bF和 bNF的数据避免了上述三种可能性，但用它们求出的 λF依然可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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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我们计算的结果有一定可信性，22 那么，在 2011 至 2015 年期

间，中国 CPI 的食品支出比重大约在 0.30 至 0.35 之间，同期的 κ 值

大约在 3.2 至 3.9 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五

年中，κ 值大约为 3.5。换句话说，在这五年里，如果农产品相对价

格上涨造成物价总水平上升 1%的话，相应的 CPI 将上涨 3.5%。3.5%

的 CPI 上涨率亦是一个让中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忧虑的数字。

所以，虽然中国的 κ 值比美国低得多，但它依然是导致通货膨胀的

一个重要因素。 

表 15.2 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1-2015 年 

年份 

食品支出比重 农业产值比 1 农业产值比 2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λF λ1 λ2 κ=λF /λ1 

%  

2011 30.43 9.43 9.4 3.23 

2012 31.25 9.42 9.4 3.32 

2013 32.26 9.30 9.3 3.47 

2014 35.29 9.06 9.1 3.90 

2015 30.77 8.83 8.8 3.48 

注：农业产值比 1为世界银行数据，农业产值比 2为《中国统计年鉴》数

据。为了与表 15.1的计算方法保持一致，本表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是用农业产

值比 1做分母计算的。 

资料来源：2011：国家统计局，2012；2012：国家统计局，2013；2013：

国家统计局，2014a；2014：国家统计局，2015；2015：国家统计局，2016。农

业产值比 1：World Bank, 2018。农业产值比 2：《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表

3-2。 

 
远超出可信范围。例如，表 15.2 中的 2011、2014 和 2015 三年的 λF 的数值

便严重不可信。显然，在众多的 πC、bF 和 bNF 月度数据中，上述四种情形

不但无法避免，而且都属于正常状况。再如，bF和 bNF的统计数据在公布时

仅仅取小数点后三位，更小的差异无法反映。可 bF 和 bNF之差很小，以至于

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的情形并非反常状况。但此时两者之差 φF 便等于零，而

通过(15.47)得到的 λF 将无限大。表 15.2 列出的 λF 所确定的区间之所以比较

可信，是因为 πC、bF 和 bNF 三者在这五年的年度统计数据“恰好”落在三

者数量关系的某种“和谐”范围内，所以只能视为一种偶然。 

22 程国强和胡冰川认为 2007 年中国 CPI 的食品权重为 33.6%。参见程国强和

胡冰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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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的 κ 值区别提示我们，κ 值不但因为各国的消费习惯

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因为各国非农化进程先后而有

所区别。我们考虑后一种情形。设想在非农化历史起点 t=0 t*时，

λF=λ→1，其时 κ→1；非农化历史终点 t=T t*时 λF=λ→0，则在非农

化进程中，λF和 λ 都呈现下降趋势。其次，该趋势应当呈现非线性状

态。再次，至少从大趋势观察，λF应当比 λ 下降更慢。第四，作为 λF

和 λ 的比率，κ 在 λF 和 λ 两者趋于零的趋势中将趋于无穷大，即当

t=T t*时，κ→∞，因此，κ 在非农化进程中不仅会呈现上升趋势，

而且可能出现加速度的上升趋势。图 15.4 展示了 λ、λF 和 κ 在非农

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能趋势。 

 

图 15.4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的上升趋势 

 

15.8 通货膨胀的货币条件和货币市场均衡 

本章前面几节讨论了相对价格和价值标准商品价格的变化以及

这些变化对通货膨胀的交互影响。我们的讨论隐含着一个矛盾；如果

价值标准商品的价格能够变化，该商品就不再是价值标准；可如果它

的价格不能变化，我们的讨论也就退化为相对价格变化与通货膨胀

的简单关系：相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相对价格下降，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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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价格不变，则无膨胀无紧缩：这样的退化使我们前面的讨论变得

毫无意义。这是理论本身的矛盾。同时，对照经验事实，我们发现，

第一，相对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决不如此简单。第二，在实际

生活中，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断变化，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够充任价

值标准商品。这是经验和理论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两个矛盾，我们必

须跳出迄今为止的实体经济分析框架而进入货币经济。货币经济的

典型特点是不再以某种特定的实体商品作为价值标准。如果我们不

把纸币或信用货币视为“商品”，则一定规则下的纸币票面价值，便

成为包括可能作为价值标准商品的所有商品的货币价格。这样，被我

们视为价值标准商品的非农产品或非食品，也就有了货币价格；而非

农产品或非食品的价格变化便可以理解为它们货币价格的变化。另

一方面，在价格总水平上涨率 π 和 CPI 上涨率 πC的讨论中，我们发

现 π 和 πC 能够在相对价格增长率 φ 与 φF 和价值标准商品价格增长

率 b 与 bNF 皆等于零或两者恰好对冲的两个条件下保持稳定。但这

两个条件非常严格，常常无法满足。所以，π 和 πC 或者两者之一常

常变化并可能大于零。可是，π 和 πC 要大于零，除了我们已经指出

的实体经济条件外，还有一个货币条件必须满足，即经济必须相应增

加货币流通量。实际上，在产量不变的前提下，只要货币流通量稳

定，则无论 φ 与 φF、b 与 bNF 怎样变化，π 和 πC 都将等于零，通货

膨胀绝无可能。因此，为了分析转移失衡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我们也

需要引入货币市场，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架构

必须把经济体系中的第四个市场即货币市场包括进来。 

回顾著名的货币恒等式，我们有： 

(15.48) MtVt=PtYt 

=pA
tY

A
t+pN

tY
N

t 

=pN
t(ptY

A
t+YN

t) 

=pN
tYt(pt)

  

t t*，其中 M 和 V 分别代表货币供应量与货币周转速度，MV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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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量，P 和 Y 为价格总水平与总产出。(15.48)的第二个等号

右侧用农业和非农业产出为权数表述货币恒等式。注意本章在讨论

两时点 t 和 t+1 t*之间价格波动时，始终假设 YA
t=YA

t+1，YN
t=YN

t+1。

(15.48)第三个等号右侧导入我们熟悉的农产品相对价格。从该等号

知若 MV 不变，pN 不但必须随 p 变化而反方向变化，而且变化的量

也是一定的。例如，若 p 提高 c1>1 倍，我们有 

(15.49) pN(c1pYA+YN)>pN(pYA+YN)=MV 

(15.49)省略了时间下标。它表明，即使两部门产量不变，只要相

对价格变化，实际总产出就将变化。23 (15.49)中，p 上涨后，若 MV

不变，pN 必须相应变成 pN^，使得 pN^(c1pYA+YN)=MV，所以

pN^=c2p
N<pN，即 c2<0，pN 降低。可以证明 c2=[-λφ/(1+λφ)]<0，即式

(15.22)。这个例子表明，只要 MV 稳定，pN 和 p 两者不但必须在反

方向上变化，而且在 p 提高的前提下，pN 必须下降到使得价格总水

平和 CPI 不变的程度。换句话说，只要 MV 稳定，价格水平就稳定，

经济就不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就此而言，正如弗里德曼断言的那样，

通货膨胀是且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24 

我们跳过(15.48)中的中间环节，直接考虑它的最后一个等式

MV=pNY(p)，此时，MV 成为 pN 和 p 两者的函数。我们如此做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一旦我们了解 pN 和 p 的增长率 b 和 φ，我们就可以

通过(15.16)和(15.29)得到 P 的增长率 π，并在一定前提下得到 CPI 的

增长率 πC。因此，我们不再考虑 π 和 πC的问题。 

注意(15.48)用Yt(pt)把实际总产出视为相对价格的函数。由Yt(pt)

的定义知： 

(15.50)  
dY

dp
=YA >0 

观察(15.48)中的 MV 和 M、V 三者对 p 的导数： 

 
23 图 11.1 用直观的方式揭示相对价格变化造成总产出变化的命题。 

24 Friedman, 1963/1968,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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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a)  
d(MV)

dp
=pN

d(MV)

dY

dY

dp
>0 

(15.48b)  
dM

dp
=(pN/V)

dM

dY

dY

dp
>0 

(15.48c)  
dV

dp
=(pN/M)

dV

dY

dY

dp
>0 

(15.48a)、(15.48b)和(15.48c)表示，若 pN不变，则 MV、M 和 V 三者

皆与 p 同方向变化。因此，即使 pN 不变，p 上涨将一定导致 MV 增

加，而后者增量的来源又是 M 或 V 或两者同时增加。25 

严格地说，(15.48)是一个会计等式。经济分析需要把它转变为货

币需求方程。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货币市场利率便是一个

重要因素。和资本市场利率不同，货币市场利率表示短期持有货币的

成本。成本越高，货币需求越低，反之亦反是。用 mD 和 mS 分别代

表货币需求和供给，并且用 r 在本章以下部分仅仅代表货币市场利

率，以(15.48)中的最后一个等式为基础，我们得到货币需求方程和我

们的两部门经济模型所扩展的货币市场模型为 

 (15.51) MD
t=MD

t[rt, Vt, p
N

t, Yt(p)] 

 (15.52) MD
t=MS

t 

(15.53) MS
t=MS

t
* 

 (15.54) V=V*, pN
t=pN

t
*, Yt=Yt

*(p)   

t t*，表示常数。假定货币供给由政府的货币当局决定，因此 MS是

外生常数。(15.51)的导数为： 

(15.51a)  

DdM

dr
<0, 

DdM

dV
<0, 

D

N

dM

dp
>0, 

DdM

dY
>0 

显然，这个货币市场分模型和传统的货币市场模型相同。唯一的

 
25 这里亦反证了前面的命题，即若货币流通量不变，相对价格变化将导致价

值标准商品价格的反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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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是它在货币需求函数(15.51)中把总产出分解成价值标准商品价

格和实际产出两个元素，而实际产出又是相对价格的函数。仅仅就货

币市场来说，若实体经济已经决定了 p 和 Y 且 pN 不变,V 亦稳定，

则货币市场的唯一变量是 r。由于 MS是政策变量，MD与 r 反方向变

化，在以 M 为横轴、r 为纵轴的平面坐标系内，MS是一条垂直线，

MD 则是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单调下降曲线，因此，在 r>0、

MS>0、MD>0 的区间内，MS 和 MD 必然有且仅有一个交点，它对应

着的 rE便是使得 MS=MD的货币市场均衡利率。 

15.9 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实现 

现在我们回到 h 失衡且 h>hE的情形。此时农产品和食品两者相

对价格上涨。若非农产品和非食品的货币价格相应下降到一定程度，

完全和恰好抵消前两者上涨的影响，经济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然而，

非农产品和非食品的生产者不但力图阻止其价格下降，而且试图进

一步促使其价格稳定甚至上涨。这里仅仅考虑非食品价格情形。在理

论上，非食品价格不降低甚至上涨的主要原因如下： 

（1）非食品价格显著下降的直接后果是非食品行业的预期利润

将落空。 

（2）食品相对价格上涨侵蚀非食品部门的工资。后者需要因应

食品价格上涨而提高。可工资提高却进一步恶化非食品部门的利润

状况。26  

（3）非食品部门将不得不减少劳动力和缩小生产。 

 
26 这一点可以由本书第十二章的分析引出。在那里，我们没有讨论货币价格

变化的问题，而由于相对价格会导致两部门相对工资变化，劳动力将相应

地在两部门间重新配置，或者说，劳动力向相对价格提高的部门转移。这

里的具体机制可以设想如下：若食品价格上涨率为 x>0，劳动者为补偿而要

求相应的工资上涨率为 y>0。由于工资不全部用于食品，因此 x > y > 0。设

非食品价格上涨率为 z。显然，在农产品和食品两者相对价格上涨的背景

下，经济一定存在关系 x > y > z，所以，非食品企业利润将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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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食品行业构成经济体系主要部分。非食品行业缩小生产意味

着整个经济的衰退。同时，上述第二和第三点亦适用于食品生产部

门，因为该部门的特征是低进入壁垒和垄断竞争，各个企业面对上涨

了的农产品相对价格所能够做的，主要是把上涨了的原材料成本转

移到食品的价格上。食品价格上涨了，食品部门工资需要上涨，但食

品部门利润不会像农产品成本那样上涨，因此，食品部门利润率仍将

下降。所以，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生产的所有非农部门都将陷入利润减

少、利润率下降的不利局面，非农部门尤其非食品部门将不得不减少

生产。只有农业部门从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中获利。但在农业劳动力

大规模转移的国家中，农业产出因价格上涨而出现的增长完全不足

以抵消非农部门减产给总产出造成的影响；由食品相对价格上涨带

动的食品产出增长也完全不足以抵消非食品产出的下降。因此，当农

产品相对价格显著上涨、非农产品价格相应下降的时候，经济体系将

和非农部门一起落入衰退。  

经济体系试图避免或至少延缓衰退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避免非

农产品和非食品价格下跌或下跌过快。为此，经济必须增加货币流通

量，而通货膨胀也就不可避免。 

经济增加货币流通量的第一种方法源自市场本身。每一个非农

企业天生具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货币流通量由 MS 和 V 即货币供给

和货币流速两个因素决定。已知货币供给是政策变量，则货币流速是

市场变量。这里的原因在于货币流速的变化和企业自发行为密切相

关。假设货币当局不增发货币，货币供给不变，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

后，货币流速亦将上升。从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到货币流速上升的机

制是非农企业自发行为。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后，非农企业为阻止其

产品价格和收益下降，将自发地把它们的资本包括社会正常闲置资

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到正常水平之上。为此，企业加快流动资本周转，

缩短周转周期。由于所有企业面对同样的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问题，

众多非农企业不约而同的行动，将加快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同

时，在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的前提下，非农企业的资金缺口扩大，资

金需求增加，市场利率因而提高。利率提高进一步促使企业和其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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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主体动员正常的闲置资金，加快资金周转，从而再次加快货币流

速。这样，即使货币供给不变，货币流速的上升依然增加了货币流通

量并为阻止非农产品价格下降创造了一定的空间。27 28 

然而，随着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非农产品和非食品两者价格不再

足量下跌，物价总水平和 CPI 随之上涨，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开始

显现。这样的通货膨胀是非农企业面对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的理性

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与货币政策无关。虽然，没有货币流通量的增

加，通货膨胀不可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膨胀确实是一种货

币现象。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由相对价格或实体经济刺激造成的

通货膨胀虽然也是货币现象，可它和货币政策无关。即使货币政策稳

定，实体经济刺激依然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是货币现

象，但不一定是货币政策现象：它是实体经济失衡在货币市场的表现

形式。通过这样的通货膨胀，实体经济失衡传递到货币市场。此时，

由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快失衡造成的劳动和商品两市场的供不应求，

 
27 货币流速变化是货币史和经济史上的显著现象。陈利平曾绘出美国 1915-

1999 年以 M1 和 M2 度量的货币流通速度 v 逐年变化图。它表明，尽管货币

流速在长期中围绕着 v=0 波动，但没有任何一年出现过 v=0，甚至没有任何

连续两年 v 相等过。因此 v 的短期波动是 v 的显著特征。同时，v 的短期波

动又强烈地表现出顺周期的特征，即在经济繁荣时升高，在经济危机或萧

条时降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总结他们对美国 1867-1960 年货币史的研究

时指出：“与周期性波动相对应，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了系统性的、稳定

的变动趋势：在扩张时期上升；在在紧缩时期下降。”参见陈利平，

2003；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1991, 第 419 页。 

28 货币流速为什么出现周期性波动？弗里德曼认为原因在于个体市场参与者

的行为。他指出，若假设货币是货币当局发行的一定量纸币，“货币持有

者无法直接改变货币量。但他们可以把这一货币量变成他们希望的任何一

个实际货币量。”如果个体希望持有较小的实际货币量，将会增加支出以

减少现金余额。这一做法会提高支出流从而提高货币收入与价格，并且提

高货币流速。反之，若个体希望持有较大实际货币量，就会减少名义支出

流，货币流速降低，货币收入与价格将降低。本文对货币流速变化动因的

解释与弗里德曼有所不同。不同的主要之处是弗里德曼把货币当局确定的

货币供给变动当作经济主体调整的触发器，而本章把相对价格变动当作触

发器。在本章中，无论货币供给是否按照弗里德曼规则变化，经济主体适

应相对价格变化的调整，都将造成与相对价格变化同方向的货币流速变

化。参见 Friedman, 1959, pp.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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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经由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导致的货币流速上升传递到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供不应求，货币利率上升，这样，包括实体经济和货币市场

在内的整个经济体系现在陷入全面供不应求的过热之中。 

虽然各个非农企业的自发行动可以加快货币流速、减缓非农价

格下降的速度和压力，但除非利率大幅度提高，否则货币流速上升程

度有限。因此，在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幅度很大的前提下，资金短缺

和利率提高导致的货币流速上升程度，不足以阻止非农产品和非食

品货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下降。此时，如果货币发行由完全竞争的

商业银行自主决定，银行将参照上升了的利率和货币需求增加货币

供给；若货币发行被货币当局垄断，货币当局亦完全可能增加货币供

给以抑制利率过快上升。考虑到非农部门减产意味着整体经济增长

速度下落甚至经济衰退，在有意识干预经济的国家中，货币政策将用

于阻止经济增速下落尤其阻止衰退，货币当局将增发货币，提高货币

量。然而，货币供给的提高虽然有助于阻止非农产品和非食品价格下

跌，但却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 

我们观察货币流通量提高的效应。对(15.48)最后一个等式的四

个变量求导数并得到它们的增长率为 

(15.55)  m(φ)+v(φ)=b(φ)+g(φ) 

或 

(15.56)  bNF(φ)=b(φ)=m(φ)+v(φ)-g(φ) 

其中 m、v 和 g 分别代表 M、V 和 Y 的增长率，bNF=b。把(15.56)代

入(15.29)并考虑连续时间情形，我们有  

(15.57)  πC(bNF)=λFφF+bNF 

    =λFφF+[m(φ)+v(φ)-g(φ)] 

(15.57)中的 m+v-g 可以表示货币流通量和实际收入两者增长率的关

系。假设 v 稳定，弗里德曼（Friedman）的货币供应规则要求 m=g，

即货币盯住实际产出变化率。29  弗里德曼认为这一规则可以避免通

 
29  Friedman, 1968。弗里德曼强调货币政策规则的理由是人类有关货币的知识

不足以让人类灵活应用货币政策，参见 Friedman, 1968, pp.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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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然而，(15.57)指出，即使遵守弗里德曼规则，经济也只能够

做到非食品价格增长率等于零，而在 φF>0 时，CPI 增长率依然等于

λFφF>0。CPI 能够大于零的货币原因在于，由于 YA和 YN不变，g 在

(15.57)中的变化完全取决于 φ，因此，弗里德曼规则盯住 g 改变货币

供给，实际上演变成为盯住 φ，即盯住相对价格增长率改变货币供

给，所以，根据弗里德曼规则，严重的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依然导致

能够造成通货膨胀的货币供给。由此可见，一旦在宏观经济学中引入

两个部门和两种商品以及它们的相对价格，弗里德曼规则将不再能

够避免通货膨胀。 

进一步说，在我们考虑的两部门经济中，商品市场过热表现出的

农产品相对价格大幅度提高，劳动市场过热表现出的工资提高，货币

市场过热表现出的利率提高，导致非农业和非食品企业人工和资金

成本上升，即使它们的产品不降价，它们也得遭受利润下降与缩小生

产的损失，整个经济亦将面临衰退的威胁。为避免衰退，货币当局非

常可能让货币增长率大于仅仅由 φ>0 造成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即非

常可能让 m>g。此时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利率上升势头得到一定

抑制，但 b>0、bNF>0，货币供给加剧通货膨胀。(15.57)已经考虑了

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的通货膨胀放大效应。已知 φF>0，现在再有(m-

g)>0，πC将更高于零。也就是说，在实体经济刺激的前提下，经济又

承受货币刺激，两类刺激在同方向上相互增强，CPI 通货膨胀将更加

严重。 

我们把货币增长率大于实际产出增长率即 m>g 定义为货币超

发。借助于货币超发，非农产品和非食品的货币价格从下跌转而上

涨，非农企业利润下滑幅度缩小，经济似乎暂时摆脱了衰退的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货膨胀的经济作用正在于此，即通货膨胀延缓了

经济衰退的爆发。就此而言，通货膨胀不应当作为负面现象而一概否

定。 

但是，通货膨胀又引起公众的强烈焦虑，货币当局面临抑制通货

膨胀的强大公众压力。因此，在实体经济发出通货膨胀强烈刺激的前

提下，货币政策处于某种两难境地：不超发货币，非农企业经营困



第十五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和通货膨胀 

455 

难，经济将立即陷入衰退；超发货币，又会在本来已经发生的通货膨

胀趋势上火上浇油。若不存在货币当局，银行业自主发行货币并自由

竞争，货币发行将面临同样的两难困境。超发货币可以延缓衰退的爆

发，但它同时作为货币刺激，又使得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经济调整所

需要的波动亦更加剧烈。由于通货膨胀放大系数的作用，由同一个实

体经济刺激即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推动的 CPI 通货膨胀，将因为货

币超发而更为剧烈。因此，比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更高的 CPI 通货

膨胀将造成公众压力并迫使货币当局实行紧缩政策。但货币紧缩又

将导致非农部门和整个经济落入衰退。 

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所出现的通货膨

胀趋势并非源于原先的货币政策错误或货币超发，而源于实体经济

失衡。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剧烈上涨意味着实体经济严重失衡。无论货

币政策如何变化，它都无法改变相对价格变化率，因此无法改变相对

价格剧烈变化导致的非农企业利润下降和生产缩小的结果，从而无

法改变实体经济的失衡。实体经济失衡必须通过实体经济的调整才

能缓和与纠正。货币政策不可能代替实体经济的调整。在我们的两部

门分析中，过多非农投资造成过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产品相对

价格上涨和实体经济失衡。下降的非农价格和由此引发的货币超发

造成的通货膨胀正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现。经济现在需要调整的是

实体经济。经济增长必须放慢甚至衰退，投资必须更多地投入农业，

以便降低农产品相对价格并恢复经济均衡。  

15.10 食品相对价格上涨和 CPI 通货膨胀 中国 2007

和 2008年 

本章第 2 节曾用中国 2007 年的例子，引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与通货膨胀的逻辑关联。本节继续这个例子，为前面关于转移失衡与

通货膨胀的理论讨论作一佐证。该节提到中国 2007 年有关数据为

CPI 上涨率 πC=4.8%，食品价格上涨率 bF=12.3%。把这两个数据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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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后得到 

(15.58) 0.048=0.123λF +(1-λF)bNF 

为简便起见，我们在本节略去时间下标。中国统计部门认为在

2007 年，食品价格上涨拉动 CPI 上涨 4 个百分点，因此 

(15.59) 0.123λF =0.04 

解得 30 31 

(15.60)  λF≈0.325 

由于 

(1-λF)bNF=0.048-0.04=0.008 

所以 

(15.61) bNF=0.008/(1-λF)=0.008/(1-0.325)≈0.012 

考虑食品相对价格增长率 φF。根据离散条件下的公式(15.27)，我们

有 

(15.62)  φF=

F NF

NF1+

b - b

b
 

=(0.123-0.012)/(1+0.012)≈0.110 

可见，中国食品相对价格在 2007 年上涨近 11%。32 如此剧烈的

 
30 本章第 8 节提到程国强和胡冰川认为 2007 年中国 CPI 中的食品权重为

33.6%。此外，他们认为 2006 年第四季度以后的中国 CPI 上涨主要由食品

尤其猪肉价格上升造成。不过，他们没有考察食品相对价格变化。参见程

国强和胡冰川，2008。 

31 λF是统计部门根据一定规则制定并且作为给定值用来计算 πC。中国公布CPI

及其中八个消费类别的月度价格统计，即每月的 πC、bF 和七个非食品价格

变化率 bNF
1 至 bNF

7。由于中国每一年度的 λF 固定，因此，从理论上说，我

们可以任选某个年度的八个月份，建立八个联立方程： 

πC
i=λFbF

i+λNF
1bNF

i1+λNF
2bNF

i2+λNF
3bNF

i3+λNF
4bNF

i4+λNF
5bNF

i5+λNF
6bNF

i6+λNF
7bNF

i7 

i=1，…，8 代表月份。代入 πC、bF 和 bNF 数据求解该方程组得出八类商品

的 λ 值。但一些 λ 值过大或过小，甚至是负数，完全超出可信范围。所以，

该方法不可行。不可行的部分原因见本章第 7 节脚注 21。这里，本书作者

特别请求中国统计部门公布 λ 数据。 

32 前面第四章的图 4.18 展示了以 2010 年为 1 的中国食品相对价格从 2011 到

2020 年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年内，中国食品相对价格年度增长

率全都低于 2007 年的水平。参见图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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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价格上涨指示实体经济正处于严重失衡之中。当然，2007 年中

国 4.8%的 CPI 通货膨胀可能既有实体经济刺激的原因，也有货币刺

激的原因。为了分离这两类刺激，我们根据(15.34)将(15.58)改写为： 

(15.63) πC=(1+bNF)λFφF+bNF 

=(1+0.012)×0.325×0.110+0.012 

=0.036+0.012 

=0.048 

(15.63)指出，在 2007 年，中国实体经济失衡造成 CPI 上涨 3.6

个百分点，货币刺激造成 CPI 上涨 1.2 个百分点。从相对重要性角度

观察，实体经济刺激的作用为 0.036/0.048=75%，货币刺激因素的作

用为 0.012/0.048=25%。显然，按照中国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中国

2007 年通货膨胀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实体经济失衡。 

我们进一步设想三种假设状况。首先，根据(15.39)，尽管 2007

年中国食品相对价格剧烈上涨，但只要 bNF 变成绝对值足够大的负

数，CPI 就可能稳定不变。把 φF和 λF值代入(15.39)得到  

(15.64) bNF(φF, πC=0)= -

F F

F F1+

 

 
 

                           ≈-(0.325*0.110)/(1+0.325*0.110) 

                           ≈-0.034<0 

也就是说，为了保证 CPI 的稳定，在 2007 年的中国，非食品价

格需要至少下降 3.4%。不过，因为非农企业会自发加快资金周转和

货币流速，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货币流通量，非食品价格在实

践中不可能下降得如此严重，而 CPI 相应地也必然有所提高。 

第二，为避免非食品企业和非农企业价格下跌和缩小生产，中国

货币当局增发货币。设想货币流速不变，中国货币当局为适应食品相

对价格上涨而增发货币，即根据 m=g>0 原则增发货币。由(15.56)和

(15.63)知，此时 bNF=0，πC=λFφF=3.6%。中国在 2007 年依然将面对通

货膨胀威胁，经济依然需要调整。 

但是在 2007 年，中国非食品价格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还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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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此，根据上一节的分析，中国货币当局在 2007 年不但为适

应相对价格上涨而增发货币，并且超发货币，使得 m>g>0。这样，

2007 年在中国发生的事实是实体经济刺激和货币刺激出现在相同方

向上，它们互相强化，最终导致了 4.8%的通货膨胀率。  

第三，假设 2%是公众可以接受的最高 CPI 上涨率。把 πC=0.02

代入上述各公式，发现食品货币价格需要上涨 9.3%，而非食品价格

依然需要下降 1.5%。此时，货币政策依然处于两难境地：超发货币，

CPI 上涨更快；不超发货币，非农企业难免衰退。 

我们把中国2007年发生的实际情形和上面三个假设状况列在表

15.3 中。表 15.3 中的四种状况，可以视为当年货币政策具有的多种

可能性中的四种。 

表 15.3 中国食品相对价格与 CPI 变化，2007 年 (%) 

状  况 bF bNF πC 

I 中国 2007年实际状况 12.3  1.2  4.8  

II 假如 bNF=0 11.0  0.0  3.6  

III 假如 πC=0 7.2  -3.4  0.0  

IV 假如 πC =2%  9.3  -1.5  2.0  

注：λF=32.5%，φF=11.0%。 

 

在食品相对价格上涨高达 11%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已经不可能

同时避免 CPI 通货膨胀和经济减速。在同时承受这两项不良后果的

情形下，通货膨胀应当更难承受，经济大幅度减速或衰退应当难以避

免。我们仅仅列举中国人民银行在 2007 和 2008 两年改变利率的行

为来揭示这一点。表 15.4 显示中国人民银行在 2007 年连续六次提高

法定存款利率，从最初的 2.52%提高到 2007 年末的 4.14%，一共提

高了 1.62 个百分点。但到了 2008 年 9 月，以美国雷曼公司破产为标

志，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随即剧烈减速，中国人民银

行以 180 度大转弯的姿势改变货币政策，大幅度降低利率，到 2008

年 11 月已经降低到了 2007 年以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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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 中国法定利率变化，2007年 (%) 

利率变化开始日 利率 变化率 

2006.08.19 2.52  

2007.03.18 2.79 10.7 

2007.05.19 3.06 9.7 

2007.07.21 3.33 8.8 

2007.08.22 3.60 8.1 

2007.09.15 3.87 7.5 

2007.12.21 4.14 7.0 

2008.10.19 3.87 -6.5 

2008.10.30 3.60 -7.0 

2008.11.27 2.52 -30.0 

注：一年期存款利率。变化率=(本次利率-上次利率)/上次利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表 19-8； 

《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 19-8。 

 

所以，2007 和 2008 年中国的例子应当表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过程中，经济需要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以便从源头消除

或者大大降低实体经济对通货膨胀的刺激。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导

致当年中国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的因素很多，例如国际农产品价格

上升等，而不仅仅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但是，我们的探讨清楚地表

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应当是造成当时农产品供不应求和农产品

相对价格迅速上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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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附录 1   

失业变动和劳动力转移相对效应的判定标准 
1 

 

     

A1.1 假设和说明 

本附录将提出一个判定失业变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总产

出效应孰强孰弱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部门给该

部门带来的增产，是否能够抵消它给农业造成的减产与新增失业给

非农部门造成的减产之和。如果不能抵消，新增失业的总产出效应将

大于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如果抵消且有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将更

大。 

在短期宏观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的总量以及技术与制度都是

给定的。如果把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且假设农业劳动生

产率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资本的部门配置给定，劳动力同质，劳动

力部门转移不需要时间，那么，劳动影响产出增长和波动的途径将是

失业变动与劳动力部门转移。设总劳动力在时点 tt的分布是 

(A1.1) Lt=LA
t+LN

t+Ut 

(A1.1)以及本附录中各符号的含义和定义域见本书第二章。本附录新

使用的符号将特别定义。令 Lt=1 并改写(A1.1)式得到 

(A1.2) 1=lA
t+lN

t+ut， 

已知劳动力总量不变。设经济在时段(t, t+1)t 内存在劳动力在农业

与非农部门之间的转出转入以及就业者失业或失业者就业的现象。

 
1  本附录得到孙经纬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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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净转出农业的劳动力为 Ht,t+1，净失业为Ut,t+1，则新的劳动配置

为：2 

(A1.3) Lt+1=(LA
t-Ht,t+1)+(LN

t+Ht,t+1-Ut,t+1)+(Ut+Ut,t+1) 

           =Lt
  

由第二章的定义知，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ht,t+1=Ht,t+1/Lt+1, ht,t+1(-lN
t-ut, 

lA
t)。令 u*t,t+1=Ut,t+1/Lt+1 表示新增失业率, u*t,t+1(-ut, lA

t+lN
t)，则在 

(t, t+1)t内劳动力可以再配置为3 

(A1.4) 1=(lA
t-ht,t+1)+(lN

t+ht,t+1-u*t,t+1)+(ut+u*t,t+1) 

         =lA
t+1+lN

t+1+ut+1 

(A1.3)和(A1.4)分别表示同量总劳动的两种不同配置。为比较劳

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我们观察时点 t 和 t+1 上两种劳

动配置对总产出的影响。设经济在这两种配置时的总产出为 Yt 与

Yt+1，劳均产出为 yt 与 yt+1,。由于劳动力总量不变，因此总产出和劳

均产出的意义相同，我们将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考虑经济的

总量生产函数如下： 

(A1.5) yt=ptf
A

t(l
A

t)+ fN
t(l

N
t)       

和 

(A1.6) yt+1= pt+1f
A

t+1(l
A

t-ht,t+1)+fN
t+1(l

N
t+ht,t+1-u*t,t+1) 

其中 f 代表部门生产函数并符合 Inada 条件。由于资本总量及部

门配置在短期中不变，所以它们未出现在生产函数中。设非农产品为

价值标准商品，p 是农产品相对价格，p>0。为了纯粹地分析失业和

劳动力转移对产出的相对效应，我们设 pt=pt+1。这意味着我们不考虑

失业或转移可能给相对价格造成的影响，也不考虑它们通过相对价

格变化施加给总产出的影响。下面我们分别观察失业和劳动力转移

两者同向或反向变动的情形。 

 
2  劳动力在农业、非农业和失业三者之间的配置变化可以有多种形式。(A1.3)

假定农业劳动力不直接转入失业且农业不接纳失业者就业。但(A1.3)可以扩

展以包容其它各种劳动再配置形式。 

3  (A1.4)揭示了我们定义的 h 在短期波动研究中的一个特殊优点，即 h 可直接

与新增失业率相比较，因此可直接用于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 

484 

A1.2 失业和劳动力转移两者同方向变动的情形 

这是劳动力转出农业、失业增加的特殊情形，即 ht,t+1>0 和

u*t,t+1>0。它们分别意味着农业产出和总产出下降；但如果

ht,t+1>u*t,t+1，非农产出将上升，且在一定条件下，总产出甚至也会上

升。我们仅仅考虑在什么条件下，同时发生的 ht,t+1>0 和 u*t,t+1>0 不

会造成总产出变化，即 Yt =Yt+1。假设时段(t, t+1)t足够短、ht,t+1 和

u*t,t+1 足够小，我们对(A1.6)求全微分得到 

(A1.7)   dy=p

A

A

f

l




·(-h) +

N

N

f

l




·(h-u*)  

       =-hp

A

A

f

l




+h

N

N

f

l




-u*

N

N

f

l




=0 

       = h

N

N

f

l




-(hp

A

A

f

l




+u*

N

N

f

l




)=0 

其中-h 和(h-u*)分别代表 dlA 和 dlN。dy=0 表示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

化两者的总产出效应相互抵消使得总产出不变。为简便起见，(A1.7)

舍弃了时间下标。我们考察(A1.7)成立的条件。(A1.7)第二个等号右

侧第 1 项表示劳动力转出农业给农业产出带来的变化，第 2 项和第

3 项分别表示由劳动力转入非农业和新增失业两者造成的非农劳动

投入变化给非农产出带来的变化。h>0 给农业、u*>0 给非农业带来

的显然是减产，因此，(A1.7)第三个等号右侧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

和失业变动两者同时发生而总产出保持不变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劳

动力转入非农业造成的非农产出增产，必须等于他们转出农业造成

的农业减产与新增失业造成的非农产出减产之和。这个条件也可以

从另一个角度表述如下：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带来的非农劳

动投入变化所造成的非农产出增产，必须等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造成

的农业减产。这就是(A1.7)的经济学意义。 

(A1.7)的一个平凡解是 h=u*=0。它没有经济学意义。我们考虑

h>0、u*>0 时的解。已知农业劳动和非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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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lA 和∂fN/∂lN。由 Inada 条件知 p∂fA/∂lA>0，∂fN/∂lN>0。令 r 表

示农业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之比， 

(A1.8) r= p

A

A

f

l




/

N

N

f

l




>0 

把 r 代入(A1.7)并整理得 

(A1.9)  h

N

N

f

l




-(hp

A

A

f

l




+u*

N

N

f

l




) 

               =h-hr-u* 

               =(1-r)h-u*=0 

显然，由于 r>0，(1-r)h<h，因此，若 h≤u*，(A1.9)式不成立。

所以，(A1.9)即(A1.7)式成立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 h>u*，农业劳动力

转移率必须大于新增失业率。其次，若 r≥1，则(1-r)h≤0，(A1.9)亦不

成立，所以(A1.9)即(A1.7)式成立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 r<1，即 r(0, 

1)，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非农劳动边际生产率，即本书第四

章关于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历史事实描述。设 h≠0。用(1/h)乘

(A1.9)并移项整理得 

(A1.10) 
*u

h
+r = 1    

h>0。u*/h 是新增失业率和转移率之比。已知 u*>0, h>0, 所以

(u*/h)>0。(A1.10)式指出如果新增失业率和转移率之比与两部门生

产率之比的和等于 1，失业变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就

会相互完全抵消，总产出将不会因为同时发生的失业增加和劳动力

从农业转入非农业而变化。这是从投入变化角度考察的(A1.9)从而

(A1.7)式成立的充要条件。 

(A1.10)和(A1.7)两式的区别是(A1.7)用产出变化判定劳动力转

移与新增失业对总产出变化的相对意义，而(A1.10)则把这一判定标

准表述为新增失业率、转移率和劳动生产率三者的数量比较关系。

若(A1.10)左侧两项之和小于 1，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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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1) 
*u

h
+r < 1 

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将超过失业变动的效应。此时，劳动力转移

在非农部门带来的增产，将超过它在农业造成的减产和新增失业在

非农部门造成的减产之和，总产出将提高。相反，如果 

(A1.12)  
*u

h
+r > 1 

失业的总产出效应超过劳动力转移效应，劳动力转移在非农部门带

来的增产不能补偿它在农业部门造成的减产和失业在非农部门造成

的减产之和，总产出将下降。显然，由于 r>0，因此只要 u*≥h，(A1.12)

式便成立。 

上述分析也适用于 h<0 和 u*<0 同时发生的情形。h<0 表示劳动

力从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入低生产率的农业，总产出将减少；u*<0

表示总失业减少、总就业及总产出增加，所以该情形依然可以利用总

产出不变的(A1.7)式加以分析，并利用(A1.10)至(A1.12)判定失业减

少与劳动力反向转入农业对总产出效应的绝对值孰高孰低。 

A1.3 失业和劳动力转移两者不同方向变动的情形 

如果 u*、h 变化方向不同，(A1.7)将无法应用，我们需要新的判

定方式。设 h>0、u*<0，农业劳动力转出到非农部门且失业减少，两

者都会提高总产出。我们的判定问题变成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失业

减少两者中，哪一个因素对总产出提高的贡献更大。用-|u*|表示 u*<0

并把(A1.4)和(A1.6)分别改写成 

1=(lA
t-ht,t+1)+(lN

t+ht,t+1+|u*|t,t+1)+(ut-|u*|t,t+1) 

yt+1= pt+1f
A

t+1(l
A

t-ht,t+1)+fN
t+1(l

N
t+ht,t+1+|u*|t,t+1) 

(A1.7)则变成下列不等式 

       dy=p

A

A





f

l
·(-h) +

N

N





f

l
·(h+|u*|)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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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A1.13)  dy=h

N

N





f

l
- hp

A

A





f

l
+|u*|

N

N





f

l
> 0 

(A1.13)两侧同除以 |u*|

N

N





f

l
得 

(A1.14)  
N

N

dy

f
|u* |

l





= h

|u* |
-r h

|u* |
+1 > 0 

                      =(1-r) h

|u* |
+1<0  

令 vu(0, 1)代表失业减少带来的总产出增量占全部总产出增量

的比重，即 

(A1.15)  vu=

N

N

d

f
|u* |

l

y



  

代入(A1.14)并整理得 

      
1

uv
=(1-r) h

|u* |
+1 > 0 

即 

(A1.16)  
1

uv
-1=

1 u

u

v

v

−
=

h

u

v

v
= (1-r) h

|u* |
> 0 

其中 vh(0, 1)代表劳动力从农业转入非农业带来的总产出净增

量占全部总产出增量的比重。由于 vh+vu=1，我们推导出(A1.16)式。

显然，若 

(A1.17)  (1-r) h

|u* |
=z=1 > 0 

则 vh=vu，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减少对总产出增加的效应同样大。

若 z >1, 则 vh >vu，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更大；若 1>z>0, 则

vh<vu，失业变动的产出效应更大。(A1.17)同样适用于 u*>0、h<0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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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此时失业增加而劳动力从非农部门转入农业，两者都会降低总产

出，dy<0, (A1.17)可以用来判断哪一个因素对总产出降低的作用更

大。改写(A1.17)为 

(A1.18)  (1-r)h =|u*| 

设 h≠0。(A1.18)两侧乘(1/h)并移项得  

(A1.19)  
| * |u

h
+r=1 

(A1.19)与(A1.10)的区别仅仅在于 u*是否取绝对值。我们用 

(A1.20)  |
*u

h
|+r=1 

统一(A1.10)与(A1.19)两式。 

举一个数字例子解释我们获得的判定公式。设 r=20%，L=1,000

万，U=10 万，u*=1%，代入判定公式(A1.20)得到 

(A1.21)  0.01/h+0.2=1 

解得 h=1.25%，H=12.5(万)。它表示在出现新增 10 万失业者的该经

济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必须达到 12.5 万，总产出才能够保持不

变。在这 12.5 万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中，10 万补偿新增失业，

2.5 万转移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产出正好补偿 12.5 万转出劳动力给

农业造成的减产。如果 H>12.5 万，总产出将提高，转移对总产出的

作用更强；但若 H<12.5 万，总产出会降低，失业的总产出效应更强。

假如 u*、h 反方向变化且-U =10 万，我们也必须有 H=12.5 万，失

业减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给总产出带来的增加才一样大。在后一种

情形下，|u*|=1%，h=1.25%。 

A1.4 判定标准的经验公式 

在判定标准 (A1.20) 的三个变量中，u*、h 和 r 虽然具有统一的

理论公式，但仅仅 u*和 h 具有计算所需要的统计数据，计算结果没

有歧义；r 既没有可用于直接计算的统计数据，也没有可用于估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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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方法，因此 r 的估计结果见仁见智，无法统一，所以(A1.20)在

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为了实现判定标准的可操作性，我们发展一种

由(A1.20)衍生的经验公式，以便用某个可以直接度量与计算的变量

代替 r。 

我们用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平均生产率之比代替 r。令 AP 和 MP

分别代表劳动的平均产出与边际产出，AP>0，MP>0; 用 β=(MP/AP)

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之比, β 亦称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由

于 MP>0, AP>0, 所以 β>0。注意 MP、AP 都是 L 的函数，所以 β 也

是 L 的函数。对(A1.5)和(A1.6)中的部门生产函数 fA与 fN来说，若资

本投入不变，一部门的 β 和该部门劳动投入成反比，即 

(A1.22)  
d

dL


=

MP
d

AP

dL
<0 

(A1.22)表示若资本投入不变，劳动投入越大，劳动的边际产出

与其平均产出相比越小。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

即[APA(L)/APN(L)]<1, [MPA(L)/MPN(L)]<1, 由(A1.22)知 

(A1.23)  
A A

A A

MP (L )

AP (L )
<

N N

N N

MP (L )

AP (L )
 

整理得到 

(A1.24)  
A A

N N

MP (L )

MP (L )
<

A A

N N

AP (L )

AP (L )
 

(A1.24)表示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生产率，则农业和非农

劳动的边际产出比低于它们的平均产出比。令 s 代表农业和非农劳

动的平均产出比，s=APA/APN, s(0, 1)，我们得到 

(A1.25)  r < s 

令 c=s-r，c>0, 代入(A1.20)得到 

(A1.26)  |
*u

h
|+s-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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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可以通过统计资料直接计算出来，计算结果无歧义。由于 r、

s 很小，它们的差 c 更小，在经验研究中往往可以忽视，这样，我们

得到经验公式如下： 

(A1.27)  |
*u

h
|+s=1 

注意在应用(A1.27)时，如果{|u*/h|+s}<1, 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总产出效应一定大于失业变动的效应。但如果{|u*/h|+s}>1 且|u*/h|<1, 

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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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证明 

 

 

A2.1 转移速度均衡定义 

设时段(t, …, t+1)t*。由第 11 章第 11.8 节公式(11.8.28)知，集

合 Zt=(Lt, Kt, θt, λt; lt, pt)Z，Zt+1=(Lt+1, Kt+1, θt+1, λt+1; lt+1, pt+1)Z，定

义 

(A2.1) 当且仅当 pt+1=pt，ht,t+1=-(lt+1 - lt)=hE
t,t+1 

hE
t,t+1ht,t+1。我们称 hE

t,t+1 为时段(t, …, t+1)t*的均衡转移速度或转

移均衡。 

A2.2 问题 

假设 Lt+1=Lt，考虑 K 的自主变化和 θ 与 λ 以及 l 与 p 的相应变

化是否能够产生 hE
t,t+1，或者说考虑转移均衡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存

在性。资本积累和转移均衡的关系可定义如下 

(A2.2) ZK
t+1=(Lt+1=Lt, Kt+1>Kt, θt+1, γt+1; lt+1, pt+1=pt)Zt+1Z 

其中我们用 γ 替代 λ。基于(11.8.17)，这一替代不会造成特殊问

题。考虑 ZK
t+1 的存在性。它相当于考虑 p 在 K 变化前后保持不变的

条件。ZK
t+1和 ZK

t 的差为 

(A2.3) ∆ZK
t,t+1= (∆Lt,t+1=0, ∆Kt,t+1>0, ∆θt,t+1, ∆γt,t+1;  

∆lt,t+1, ∆pt,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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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是给定∆Kt,t+1>0, 它造成的其它参数的变化是否能

够实现∆pt,t+1=0。 

A2.3 总资本变化与转移均衡的存在性 

为简洁起见，下面略去时间下标。首先观察劳动市场。将(11.8.14)

写成 K 的函数为 

(A2.4)  pL=

L

A L L

(K)L

[ (K)K, (K)L]

l

lf θ
  

   

N L L

L

d {[1- (K)]K,[1- (K)]L}

d{[1- (K)]L}

f l

l
         

       = pL[lL(K), θL(K), K] 

(A2.4)对 K 求导得   

(A2.5) 

Ld

dK

p
=

L

L

p

l





Ld

dK

l
+

L

L

p







Ld

dK

θ
+

L

K

p


 

    =A

Ld

dK

l
+B

Ld

dK

θ
+C 

其中  

(A2.6) A=

L

L

p

l




 

   = L A

1

f

N

L

d

d[(1- )L]

f

l
- lLL2

A 2

1

( )f

A

L

d

d( L)

f

l
  

    

N

L

d

d[(1- )L]

f

l
-lLL2

A

1

f

2 N

L 2

d

d[(1- )L]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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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A

1

f

N

L

d

d[(1- )L]

f

l
(1- lLL A

1

f

A

L

d

d( L)

f

l
 

-lLL

2 N

L 2

d

d[(1- )L]

f

l

L

L

(1- )L

(1- )L

l

l N

L

1

d

d[(1- )L]

f

l

) 

 = L A

1

f

N

L

d

d[(1- )L]

f

l
(1-

A

Le -

L

L1-

l

l

N

L,MPLe ) 

 =L A

1

f

N

L

d

d[(1- )L]

f

l

N

N

f

f

L

L

(1- )L

(1- )L

l

l
(1-

A

Le -

L

L1-

l

l

N

L,MPLe ) 

 =
L

1

1-l

N

A

f

f

N

Le (1-
A

Le -

L

L1-

l

l

N

L,MPLe ) 

 = L 2

1

(1- )l

N

A

f

f

N

Le [(1-l)(1-
A

Le )-lL N

L,MPLe ]>0 

其中
A

Le  (0, 1)和
N

Le  (0, 1)分别代表农业劳动的农业产量弹性

和非农劳动的非农产量弹性，
N

L,MPLe  (-1, 0)代表非农劳动的非农边

际产量弹性。由于
N

L,MPLe <0，所以 [∙]>0，因此 A>0。  

(A2.7) B= 

L

L

p






 

   = -lLLK A 2

1

( )f

A

L

d

d( K)

f N

L

d

d[(1- )L]

f

l
 

-lLLK A

1

f

2 N

L L

d

d[(1- )L]d[1- )K]

f

l
 

= -lLLK

N

A

f

f
{ A

1

f

A

L

d

d( K)

f
L

L

K

K



 N

1

f
 

N

L

d

d[(1- )L]

f

l

L

L

(1- )L

(1-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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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1

f

2 N

L L

d

d[(1- )L]d[1- )K]

f

l

L

L

(1- )K

(1- )K





N

L

N

L

d

d[(1- )L]

d

d[(1- )L]

f

l

f

l

} 

  = -lLLK

N

A

f

f
{

A

Ke N

Le
L

1

K
L

1

(1- )Ll
 

       + N

1

f

N

K,MPLe
L

1

(1- )K

N

L

d

d[(1- )L]

f

l

L

L

(1- )L

(1- )L

l

l
} 

    = -

N

A

f

f
(

L

L1-

l

l L

1



A

Ke N

Le +
N

Le N

K,MPLe
L

1

1-

L

L1-

l

l
) 

  = -

L

L1-

l

l

N

A

f

f

N

Le (
L

1



A

Ke +
N

K,MPLe
L

1

1-
) 

  = -

L

L1-

l

l
L L

1

(1- ) 

N

A

f

f

N

Le [(1-θL)
A

Ke + θL N

K,MPLe ]<0 

其中
A

Ke (0, 1)代表农业资本在农业的产量弹性，
N

K,MPLe (0, 1) 

代表非农资本在非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弹性。 

(A2.8) C=

L

K

p


 

=-lLLθL
A 2

1

( )f

A

L

d

d( K)

f N

L

d

d[(1- )L]

f

l
+lLL(1-θL) A

1

f
 

2 N

L L

d

d[(1- )L]d[1- )K]

f

l
 

          = -lLLθL
A 2

1

( )f

A

L

d

d( K)

f
L

L

K

K





N

L

d

d[(1- )L]

f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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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f

f

L

L

(1- )L

(1- )L

l

l
+lLL(1-θL) A

1

f
2 N

L L

d

d[(1- )L]d[1- )K]

f

l
 

L

L

(1- )K

(1- )K




 

N

L

N

L

d

d[(1- )L]

d

d[(1- )L]

f

l

f

l

 

= -
A

Ke N

Le
L

L1-

l

l

1

K

N

A

f

f
+lLL A

1

f

N

K,MPLe 1

K

N

L

d

d[(1- )L]

f

l
 

N

N

f

f

L

L

(1- )L

(1- )L

l

l
 

   = -
A

Ke N

Le
L

L1-

l

l

1

K

N

A

f

f
+

N

K,MPLe
N

Le
L

L1-

l

l

1

K

N

A

f

f
 

   = 

L

L1-

l

l

1

K

N

A

f

f

N

Le [
N

K,MPLe -
A

Ke ] 

由于 lL≠1, K≠0, fA≠0，
N

Le 、
N

K,MPLe 和
A

Ke 可定义，所以 C 亦是可

定义的。C 的取值区间依
N

K,MPLe 和
A

Ke 的比较而定。 

令(dpL/dK)=0，整理(A2.5)并求出 dlL/dK 为 

(A2.9) 

Ld

dK

l
=-

B

A

Ld

dK

θ
-

C

A
 

由于 A>0、B<0, 因此-(B/A)>0。所以对劳动市场来说，若

(dpL/dK)=0，则 lL和 θL对同一资本变化的反应方向相同。 

现在观察商品市场。将(11.8.16)改写成 K 的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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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 pG=γ(K)

N G G

A G G

{[1- (K)]K,[1- (K)]L}]

[ (K)K, (K)L]





f l

f l
 

     =pG[γ(K), lG(K), θG(K), K] 

对(A2.10)求导得  

(A2.11)  

Gd

dK

p
=

Gp







d

dK

γ
+

G

G

p

l





Gd

dK

l
+

G

G

p







Gd

dK

θ
+

G

K

p


 

    =Q
d

dK

γ
+R

Gd

dK

l
+S

Gd

dK

θ
+T  

其中 

(A2.12)  Q=

Gp






=

N

A

f

f
>0 

(A2.13)  R= 

G

G

p

l




 

    = -γf N A 2

1

( )f

A

G

d

d( L)

f

l
L-γ A

1

f

N

G

d

d[(1- )L]

f

l
L 

    = -γL

N

A

f

f
{ A

1

f

A

G

d

d( L)

f

l

G

G

L

L

l

l
 

+ N

1

f

N

G

d

d[(1- )L]

f

l

G

G

(1- )L

(1- )L

l

l
} 

    = -γL

N

A

f

f
[

A

Le
G

1

Ll
+

N

Le
G

1

(1- )Ll
] 

    = -γ G G

1

(1- )l l

N

A

f

f
[(1-lG)

A

Le +lG N

Le ]<0 

(A2.14)  S= 

G

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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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γf N A 2

1

( )f

A

G

d

d( K)

f
K-γ A

1

f

N

G

d

d[1- )K]

f
K 

= -γK

N

A

f

f
{ A

1

f

A

G

d

d( K)

f
G

G

K

K




+ N

1

f

N

G

d

d[1- )K]

f
G

G

(1- )K

(1- )K




} 

= -γ

N

A

f

f
[

A

Ke
G

1


+

N

Ke
G

1

1-
] 

= -γ G G

1

(1- ) 

N

A

f

f
[(1-θG)

A

Ke +θG N

Ke ]<0 

(A2.15)   T=

G

K

p


 

  = -γf N A 2

1

( )f

A

G

d

d( K)

f
θG+γ A

1

f

N

G

d

d[1- )K]

f
(1-θG) 

  = γ

N

A

f

f
{(1-θG) N

1

f

N

G

d

d[1- )K]

f
G

G

(1- )K

(1- )K




 

-θG
A

1

f

A

G

d

d( K)

f
G

G

K

K




} 

  = γ

N

A

f

f
(

N

Ke 1

K
-

A

Ke 1

K
) 

  = γ
1

K

N

A

f

f
(

N

Ke -
A

Ke ) 

由于 K≠0, fA≠0 以及
N

Ke 与
A

Ke 可定义，因此 T 亦可定义。T 的取

值区间由
N

Ke 和
A

Ke 的比较而定。若
N

Ke <
A

Ke ，则 T<0。 

令(dpG/dK)=0，整理(A2.11)并求出 dlG/dK=为 

(A2.16)  

Gd

dK

l
=-

S

R

Gd

dK


-

Q

R

d

dK

γ
-

T

R
 

由于 R<0、S<0，因此-(S/R)<0，所以 dpG/dK=0 的第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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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lG 和 θG 对同一资本变化的反应方向相反。由于 Q>0、R<0，因此

-(Q/R)>0，所以 dpG/dK=0 的第二个条件是 lG 和 γ 对同一资本变化的

反应方向相同。考虑 K 变化影响 γ 的路径如下： 

(A2.17)  
d

dK

γ
=

d

d





d

dY

 dY

dK
<0 

由于(dγ/dλ)>0、(dλ/dY)<0 和(dY/dK)>0，所以(dγ/dK)<0。 

下面的图 A2.1 显示了 dθ/dK 和 dl/dK 在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

关系。为简单起见，图 A2.1 用直线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A2.9)

和(A2.16)，dlL/dK 和 dθ/dK 同方向变化、 dlG/dK 和 dθ/dK 反方向变

化。曲线 dlL/dK 代表在资本增长和价格稳定的前提下，让劳动市场

均衡的所有 dlL/dK 和 dθL/dK 的点的轨迹(dθL/dK, dlL/dK)，曲线

dlG/dK 则代表在同一前提下，让商品市场均衡的所有 dlG/dK 和

dθG/dK 的点的轨迹(dθG/dK, dlG/dK)。两条曲线的交点 E 则代表能够

在资本增长和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同时实现两市场均衡的所有 dlL/dK 

和 dθL/dK 的点的轨迹，即在点 E，(dθL/dK)=(dθG/dK)=(dθE/dK)，

(dlL/dK)=(dlG/dK)=(dlE/dK).  

 

 图 A2.1 资本增长和价格稳定时的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共同均衡。 

为求出点 E，我们合并(A2.9)和(A2.16)以消去 dl/dK 并得到 

(A2.18)  -
B

A

Ld

dK

θ
-

C

A
=-

S

R

Gd

dK

θ
-

Q

R

d

dK

γ
-

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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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dθL/dK)=(dθG/dK)=(dθ/dK)并整理得 

     (
S

R
-

B

A
)

d

dK

θ
=-

Q

R

d

dL

γ
+

C

A
-

T

R
 

即 

     (
B

A
-

S

R
)

d

dK

θ
=

Q

R

d

dL

γ
+

T

R
-

C

A
 

整理得 

(A2.19)  
d

dK

θ
=

Q d T C
+ -

R dK R A
B S

-
A R

γ

 

            =
AQ

BR-AS

d

dK

γ
+

AT - CR

BR - AS
 

         = τ
1


d

dK

γ
+u 

             =τ
𝛾∗

𝛾
+u 

其中，我们假定 γ 在所考虑的时段(t, …, t+1)t*发生的所有变

化，皆肇始于 K 的同期变化。(A2.19)用𝛾&代替 dγ/dK。γ*/γ(-1, 1)

表示 γ 的变化率，而 τ 代表 γ*/γ 对 dθ/dK 的影响系数且 

(A2.20)  τ
1


=

AQ

BR-AS
>0 

(A2.21)   τ >0 

τ/γ >0 的原因是 AQ>0、BR>0、AS<0。由于 γ >0，因此 τ >0。τ 的展

开式为 

(A2.22)   τ= θ(1-θ 

A N

L L,MPL

A N A N A N A N

K K,MPL L L K K L L,MPL

(1- )(1- ) -

[(1- ) ][(1- ) ] [(1- ) ][(1- )(1- ) - ]   + + + +

l e le

e e l e le e e l e l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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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2)表明 τ 是常数。对(A2.22)的证明见本附录第 A2.4.1 节。 

(A2.19)中的 u 为 

(A2.23)  u=
AT - CR

BR - AS
 

由于(BR-AS)≠0, u 是可定义的且 u 是常数。但因为 T 和 C 的取

值区间不能确定，所以 u 的取值区间亦不能确定。u 的展开式为 

(A2.24)  u=τ
1

K
 

N A A N N A A N

K K L L,MPL K,MPL K L L

A N

L L,MPL

( )[(1- )(1- )- ] ( - )[(1- ) ]

(1- )(1- )-

+ +e - e l e le e e l e le

l e le
 

(A2.24)表明，由于 K≠0, [(1-l)(1-
A

Le )-l
N

L,MPLe ]≠0 以及 τ 可定义，

所以 u 是可定义的。对(A2.24)的证明见本附录第 A2.4.2 节。 

把(A2.19)代入(A2.9)并解出 dl/dK, 我们得到  

(A2.25) 
d

dK

l
=-

B

A
(τ

𝛾∗

𝛾
+u) -

C

A
 

           =-τ
B

A

𝛾∗

𝛾
-

1

A
(uB+C) 

           =υ
𝛾∗

𝛾
+v 

其中 

(A2.26)  υ=-τ
B

A
>0 

(A2.26)>0 的原因是 τ>0、A>0 和 B<0。(A2.26)表明 υ 是常数。

υ 的展开式为 

(A2.27)  υ=l(1-l) 
A N

K K,MPL

A N A N A N A N

K K,MPL L L K K L L,MPL

(1- )

[(1- ) ][(1- ) ] [(1- ) ][(1- )(1- ) - ]

 

   

+

+ + + +

e e

e e l e le e e l e le

>0 

(A2.27)>0 的原因是其分子、分母中各项皆大于零。对(A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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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见本附录第 A2.4.3 节。 

 

(A2.25)中的 v 为 

(A2.28)  v=-
1

A
(uB+C)  

=
(1- )

(1- )

l l

 
1

K

A N N A

K K,MPL K,MPL K

A N

L L,MPL

K[(1- ) ]- (1- )( - )

(1- )(1- ) -

   +u e e e e

l e le
 

由于 θ≠0, θ≠1, K≠0, [(1-l)(1-
A

Le )-l
N

L,MPLe ]≠0 以及 u 可定义，

因此 v 是可定义的常数。对(A2.28)的证明见本附录第 A2.4.4 节。 

回到(A2.2)和(A2.3)，我们得到 

(A2.29)    ∆ZK
0,1= 

(∆L0,1=0, ∆K0,1>0, ∆θ0,1|K=τ
𝛾∗

𝛾
+u, ∆γ0,1|K=

𝛾∗

𝛾
; 

∆l0,1|K=υ
𝛾∗

𝛾
+v, ∆p0,1=0) 

所以， 

(A2.30)  ZK
1=(L1=L0, K1>K0, θ1, γ1; l1, p1=p0) 

= (L0, K0+∆K0,1, θ0+τ
𝛾∗

𝛾
+u, γ0+

𝛾∗

𝛾
; l0+υ

𝛾∗

𝛾
+v, p0)Z1Z 

存在，其中∆K0,1>0。因此，我们证明了 dp/dK=0 的存在性。其次，

我们也证明了 dp/dK=0 的唯一性。它基于 dθE/dK 和 dlE/dK 的唯一

性。虽然 dθE/dK 和 dlE/dK 的具体取值要视 γ*/γ 而定，但它们皆是

γ*/γ 的线性函数，所以，𝛾 ∗/γ 的取值不影响 dθE/dK 和 dlE/dK 的唯一

性。当然，由于 γ*/γ 的取值与总产出 Y 有关，Y 反过来又取决于资

本增长后包括 l 和 θ 在内的各变量的变化，所以 γ*/γ 又不可能先于

dθE/dK 和 dlE/dK 而决定。就此而言，这里的证明需要扩展到更一般

的均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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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τ, u, υ和 v的证明 

A2.4.1  τ 的证明 

 

由(A2.20)知  

(A2.31)  τ
1


=

AQ

BR - AS
 

        =
Q

B
R -S

A

>0 

首先考虑 B/A。 

(A2.32) 
B

A
={-

1-

l

l

1

(1- ) 

N

A

f

f

N

Le [(1-θ)
A

Ke +θ
N

K,MPLe ]} 

            /{ 2

1

(1- )l

N

A

f

f

N

Le [(1-l)(1-
A

Le )-l
N

L,MPLe ]} 

   =-{
1-

l

l

1

(1- ) 
[(1-θ)

A

Ke +θ
N

K,MPLe ]}/{ 2

1

(1- )l
 

[(1-l)(1-
A

Le )-l
N

L,MPLe ]} 

          =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0 

所以，  

(A2.33) 
B

A
R-S =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 

{-γ
1

(1- )l l

N

A

f

f
[(1-l)

A

Le + l
N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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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1

(1- ) 

N

A

f

f
[(1-θ)

A

Ke +θ
N

Ke ]} 

             = γ
1

(1- ) 

N

A

f

f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1-l)
A

Le + l
N

Le ]+γ
1

(1- ) 

N

A

f

f
[(1-θ)

A

Ke +θ
N

Ke ] 

             = γ
1

(1- ) 

N

A

f

f
{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1-l)
A

Le +l
N

Le ]+[(1-θ)
A

Ke +θ
N

Ke ]} 

             = γ
1

(1- ) 

N

A

f

f
 

A N A N A N A N

K K,MPL L L K K L L,MPL

A N

L L,MPL

[(1- ) ][(1- ) ] [(1- ) ][(1- )(1- ) - ]

(1- )(1- ) -

   + + + +e e l e le e e l e le

l e le
 

         = γ
1

(1- ) 

N

A

f

f
X>0 

其中 

(A2.34)  X= 

A N A N A N A N

K K,MPL L L K K L L,MPL

A N

L L,MPL

[(1- ) ][(1- ) ] [(1- ) ][(1- )(1- ) - ]

(1- )(1- ) -

   + + + +e e l e le e e l e le

l e le

>0 

(A2.34)大于零的原因是其等号后分母、分子各项皆大于零。 

所以 

(A2.35)  τ
1


=

Q

B
R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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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A

f

f
)/[γ

1

(1- ) 

N

A

f

f
X] 

    = 1/[γ
1

(1- ) 
X] 

      = θ(1-θ)
1

X

1


>0 

以及 

(A2.36)   τ=θ(1-θ)
1

X
 

       =θ(1-θ)   

A N

L L,MPL

A N A N A N A N

K K,MPL L L K K L L,MPL

(1- )(1- ) -

[(1- ) ][(1- ) ] [(1- ) ][(1- )(1- ) - ]   + + + +

l e le

e e l e le e e l e le

>0 

τ>0 的原因是 θ>0, θ<1 和 X>0。 

    

 

 
A2.4.2  u 的证明 

 

由(A2.23)知  

(A2.37)  u =
AT-CR

BR-AS
=

CR
T-

A
B

R-S
A

 

首先观察分子中的 CR 项。 

(A2.38)  CR = [
1-

l

l

1

K

N

A

f

f

N

Le (
N

K,MPLe -
A

Ke )] 

{-γ
1

(1- )l l

N

A

f

f
[(1- l)

A

Le + l
N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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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2

1

(1- )l

1

K
(

N

A

f

f
)2 N

Le (
N

K,MPLe -
A

Ke )] [(1-l)
A

Le + l
N

Le ]  

因此， 

(A2.39)  
CR

A
={[-γ

2

1

(1- )l

1

K
(

N

A

f

f
)2 N

Le (
N

K,MPLe -
A

Ke )] 

[(1- l)
A

Le + l
N

Le ]}/{
2

1

(1- )l

N

A

f

f

N

Le  

[(1-l)(1-
A

Le )-l
N

L,MPLe ]} 

            = -γ
1

K

N

A

f

f

N A A N

K,MPL K L L

A N

L L,MPL

( - )[(1- ) ]

(1- )(1- )-

+e e l e le

l e le
 

所以， 

(A2.40)  T-
CR

A
=γ

1

K

N

A

f

f
(

N

Ke -
A

Ke ) 

-{-γ
1

K

N

A

f

f

N A A N

K,MPL K L L

A N

L L,MPL

( - )[(1- ) ]

(1- )(1- )-

+e e l e le

l e le
} 

      = γ
1

K

N

A

f

f
 

N A A N N A A N

K K L L,MPL K,MPL K L L

A N

L L,MPL

( )[(1- )(1- )- ] ( - )[(1- ) ]

(1- )(1- )-

+ +e - e l e le e e l e le

l e le
 

      = γ
1

K

N

A

f

f
Z 

其中 

(A2.41)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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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A N N A A N

K K L L,MPL K,MPL K L L

A N

L L,MPL

( )[(1- )(1- )- ] ( - )[(1- ) ]

(1- )(1- )-

+ +e - e l e le e e l e le

l e le
 

由于 Z 的分母是正数、分子中各项可定义，所以 Z 是可定义的。

Z 的取值区间视分子的取值区间而定。  

由(A2.35)知 

(A2.42)  
B

A
R-S=γ

1


Q 

              =γ
1



N

A

f

f
 

所以 

(A2.43)   u=

CR
T-

A
B

R-S
A

 

     =(γ
1

K

N

A

f

f
Z )/(γ

1



N

A

f

f
) 

            =τ
1

K
Z 

=τ
1

K
 

N A A N N A A N

K K L L,MPL K,MPL K L L

A N

L L,MPL

( )[(1- )(1- )- ] ( - )[(1- ) ]

(1- )(1- )-

+ +e - e l e le e e l e le

l e le
 

(A2.43)最后一个等号后两个分数的分母皆是正数、τ>0, 所以 u

是可定义的常数，其取值范围视第二个分数的分子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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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3  υ 的证明 

由(A2.26)知  

(A2.44)  υ=-τ
B

A
 

将(A2.32)和(A2.36)代入(A2.44)得 

(A2.45)  υ=-{θ(1-θ) 
A N

L L,MPL

A N A N A N A N

K K,MPL L L K K L L,MPL

(1- )(1- ) -

[(1- ) ][(1- ) ] [(1- ) ][(1- )(1- ) - ]   + + + +

l e le

e e l e le e e l e le

}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 

      = l(1-l) 
A N

K K,MPL

A N A N A N A N

K K,MPL L L K K L L,MPL

(1- )

[(1- ) ][(1- ) ] [(1- ) ][(1- )(1- ) - ]

 

   

+

+ + + +

e e

e e l e le e e l e le

>0 
υ>0 的原因是(B2.45)第二个等号后的所有各项都是正数。 

 

 
A2.4.4 v 的证明 

 

由(A2.28)知 

(A2.46)  v=-
1

A
(uB+C) 

     =- (u
B

A
+

C

A
) 

由(A2.32)知  

(A2.47)  u
B

A
=u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 

        =- u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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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A2.6)和(A2.8)知，   

(A2.48) 
C

A
={

1-

l

l

1

K

N

A

f

f

N

Le [ N

K,MPLe - A

Ke ] } 

/{
2

1

(1- )l

N

A

f

f

N

Le [(1-l)(1- A

Le )-lL N

L,MPLe ]} 

     = l(1-l)
1

K

N A

K,MPL K

A N

L L,MPL

-

(1- )(1- ) -

e e

l e le
 

所以 

(A2.49) u
B

A
+

C

A
= -u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l(1-l)
1

K

N A

K,MPL K

A N

L L,MPL

-

(1- )(1- ) -

e e

l e le
 

       =
(1- )

(1- )

l l

 

1

K
[ (1- ) 

N A

K,MPL K

A N

L L,MPL

-

(1- )(1- ) -

e e

l e le
 

- uK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 

 
因此 

  

(A2.50)  v= -(u
B

A
+

C

A
) 

        =-{
(1- )

(1- )

l l

 

1

K
[ (1- ) 

N A

K,MPL K

A N

L L,MPL

-

(1- )(1- ) -

e e

l e le
 

- uK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 

=
(1- )

(1- )

l l

 

1

K
[uK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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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N A

K,MPL K

A N

L L,MPL

-

(1- )(1- ) -

e e

l e le
] 

=
(1- )

(1- )

l l

 

1

K

A N N A

K K,MPL K,MPL K

A N

L L,MPL

K[(1- ) ]- (1- )( - )

(1- )(1- ) -

   +u e e e e

l e le
 

θ≠0, θ≠1, K≠0, [l(1-
A

Le )-(1-l)
N

L,MPLe ]≠0，u 为可定义常数，所以 v 可

定义且是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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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附录 3  

  

总劳动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证明 

 

 

A3.1 问题 

设时段(t, …, t+1) t*。设 K1=K0。考虑 L 的自主变化和 θ 与 λ

以及 l 与 p 的相应变化是否能够产生 hE
t,t+1，或者说考虑转移均衡在

人口增长过程中的存在性。人口变化和转移均衡的关系可定义如下 

(A3.1) ZL
t+1=(Lt+1≠Lt, Kt+1=Kt, θt+1, γt+1; lt+1, pt+1=pt)Zt+1Z 

如(A2.2)，我们在(A3.1)中也用 γ 替代 λ。考虑 ZL
t+1 的存在性。

它相当于考虑 p 在 L 变化前后保持不变的条件。已知 ZL
t+1 和 ZL

t 的

差为 

(A3.2) ∆ZL
t,t+1 = (∆Lt,t+1≠0, ∆Kt,t+1=0, ∆θt,t+1, ∆γt,t+1;  

∆lt,t+1, ∆pt,t+1=0) 

我们的问题是给定∆Lt,t+1≠0, 它所造成的其它变量的相应变化

是否能够实现∆pt,t+1=0。 

A3.2 总劳动变化与转移均衡的存在性 资本部门配置

比不变 

为简洁起见，下面略去时间下标。首先观察劳动市场。将(11.8.14)

写成 L 的函数为 

(A3.3) pL=

L

A L L

(L)L

[ (L)K, (L)L]

l

lf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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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L

L

d {[1 (L)]K,[1 (L)]L}

d{[1 (L)]L}

− −

−

f l

l
 

          = pL[lL(L), θL(L), L] 

(A3.3)对 L 求导得  

(A3.4) 

Ld

dL

p
=

L

L

p

l





Ld

dL

l
+

L

L

p







Ld

dL

θ
+

L

L





p Ld

dL

p
 

      =A
Ld

dL

l
+B

Ld

dL

θ
+D 

其中  

(A3.5) A=
L

L

p

l




 

  =
L 2

1

(1 )− l

N

A

f

f

N

Le [(1-l)(1- A

Le )-lL N

L,MPLe ]>0 

(A3.6) B=
L

L

p






 

   =-
L

L1−

l

l L L

1

(1 ) −

N

A

f

f

N

Le [(1-θL)
A

Ke + θL N

K,MPLe ]<0 

A 和 B 的计算见(A2.6)和(A2.7) 

(A3.7) D=
L

L





p
 

        = lL
A

1

f

N

L

d

d[(1- )L]

f

l
- lL2L

A 2

1

( )f
 

A

L

d

d( L)

f

l

N

L

d

d[(1- )L]

f

l
+(1-lL)lLL

A

1

f

2 N

L 2

d

d[(1 )L]−

f

l
 

      = lL
A

1

f

N

L

d

d[(1- )L]

f

l
(1- lLL

A

1

f

A

L

d

d( L)

f

l
+(1-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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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L 2

d

d[(1 )L]−

f

l N

L

1

d

d[(1 )L]−

f

l

) 

 = lL
A

1

f

N

L

d

d[(1- )L]

f

l
(1- A

Le + N

L,MPLe ) 

 = lL
A

1

f

N

L

d

d[(1- )L]

f

l

N

N

f

f

L

L

(1 )L

(1 )L

−

−

l

l
(1- A

Le + N

L,MPLe ) 

 =
L

L(1 )L−

l

l

N

A

f

f

N

Le (1- A

Le + N

L,MPLe ) 

 =
L

L(1 )L−

l

l

N

A

f

f

N

Le ( N

L,MPLe - A

L,APLe ) 

其中 A

L,APLe  (-1, 0)代表农业劳动在农业的劳动平均产量弹性

且 

(A3.8) A

L,APLe =

A

A

A

A

A

A

Y
d

L
Y

L

dL

L

=

A A

A A

A

A

dY dL

Y L

dL

L

−
= A

Le -1 

因此 

(A3.9) 1- A

Le =- A

L,APLe >0 

由于 lL≠1，L≠0，fA≠0， N

Le 、 N

L,MPLe 和 A

L,APLe 可定义，所以 D 亦

是可定义的常数。D 的取值区间依 A

L,APLe 和 N

L,MPLe 两者之差而定且与

|
A

L,APLe -
N

L,MPLe |之差成正比；若 A

L,APLe =
N

L,MPLe ，则 D=0。 

令(dpL/dL)=0，整理(A3.4)并求出(dlL/dL)为 

(A3.10)  
Ld

dL

l
=-

B

A

Ld

dL

θ
-

D

A
 

考虑资本存量的部门配置不因总劳动变化而变的情形，即考虑

若(dθL/dL)=0，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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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0a)  
Ld

dL

l
=-

D

A
 

(A3.10a)揭示了(dpL/dL)=0 和(dθL/dL)=0 时的(dlL/dL)，也就是价

格和资本部门配置比两者皆不变时，总劳动力变化后，劳动市场均衡

要求的农劳比变化。由于 A>0，所以农劳比的变化方向由 D 决定。

展开(D/A)为 

(A3.11) 
D

A
=

L

L(1 )L−

l

l

N

A

f

f

N

Le (
N

L,MPLe -
A

L,APLe ) 

/
L 2

1

(1 )− l

N

A

f

f

N

Le [-(1-lL)
A

L,APLe -lL N

L,MPLe ] 

    = lL(1-lL)
1

L

A N

L,APL L,MPL

A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e
 

注意我们用-
A

L,APLe 代替了 A 中的(1-
A

Le )。因此，(A3.10a)的展

开式为 

(A3.12) 
Ld

dL

l
=-

D

A
=- lL(1-lL)

1

L

A N

L,APL L,MPL

L A L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 e
 

            = lL(1-lL)
1

L

N A

L,MPL L,APL

L A L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 e
 

改写为农劳比对总劳动变化的弹性如下： 

(A3.13)  

Ld

dL

l
L

L

l
=

L

L

d

dL

L

l

l =(1-lL)

N A

L,MPL L,APL

L A L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 e
 

注意(A3.12)右侧第二个分数项的分母是负数。(A3.12)表明若

(dpL/dL)=(dθL/dL)=0，则在劳动市场上，农劳比对总劳动变化的反应

方向由 A

L,APLe 与 N

L,MPLe 之差决定。若 A

L,APLe =
N

L,MPLe ，则(dlL/dL)=0,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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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比不随总劳动变化而变。若|
A

L,APLe  |>|
N

L,MPLe  |，(dlL/dL)<0，农劳比

将与总劳动反方向变化；反之，若|
A

L,APLe  |<|
N

L,MPLe  |，(dlL/dL)>0，农

劳比将与总劳动同方向变化。 

现在观察商品市场。将公式(11.8.16)改写成 L 的函数为   

(A3.14)  pG=γ(L)
N G G

A G G

{[1- (L)]K,[1- (L)]L}]

[ (L)K, (L)L]





f l

f l
 

   =pG[γ(L), lG(L), θG(L), L] 

对(A3.14)求导得  

(A3.15) 

Gd

dL

p
=

Gp







d

dL

γ
+

G

G

p

l





Gd

dL

l
+

G

G

p







Gd

dL

θ
+

G

L





p
 

    =Q
d

dL

γ
+R

Gd

dL

l
+S

Gd

dL

θ
+W 

其中 

(A3.16)  Q=

Gp






=

N

A

f

f
>0 

(A3.17)  R=

G

G

p

l




 

     =-γ
G G

1

(1 )−l l

N

A

f

f
[(1-lG) A

Le +lG N

Le ]<0 

(A3.18)  S=

G

G

p






 

    =-γ
G G

1

(1 ) −

N

A

f

f
[(1-θG) A

Ke +θG N

Ke ]<0 

对 Q、R 和 S 的计算见(A2.12)、(A2.13)和(A2.14)。  

(A3.19)  W= 

G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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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γf N
A 2

1

( )f

A

G

d

d( L)

f

l
lG+γ

A

1

f

N

G

d

d[1 )L]−

f

l
(1-lG) 

    = γ
N

A

f

f
{(1-lG)

N

1

f

N

G

d

d[1 )L]−

f

l

G

G

(1 )L

(1 )L

−

−

l

l
 

-lG
A

1

f

A

G

d

d( L)

f

l

G

G

L

L

l

l
} 

    = γ
N

A

f

f
(

1

L

N

Le -
1

L

A

Le ) 

    = γ
1

L

N

A

f

f
( N

Le - A

Le ) 

由于 L≠0, fA≠0 以及 N

Le 与 A

Le 可定义，因此 W 亦可定义。W 的

取值区间由 N

Le 和 A

Le 的比较而定且与 N

Le 和 A

Le 之差成正比；若 N

Le  =

A

Le ，则 W=0。 

令(dpG/dL)=0 ，整理(A3.15)并求出(dlG/dL)为 

(A3.20)  

Gd

dL

l
=-

S

R

Gd

dL

θ
-

Q

R

d

dL

γ
-

W

R
 

考虑资本存量的部门配置不因总劳动变化而变的情形，即考虑

若(dθG/dL)=0，我们有 

(A3.20a)  

Gd

dL

l
=-

Q

R

d

dL

γ
-

W

R
 

(A3.20a)揭示(dpG/dL)=0 和(dθG/dL)=0 时的(dlG/dL)，也就是价格

和资本部门配置比皆不变时，商品市场均衡要求的农劳比变化。

(A3.20a)表示此时(dlL/dL)应当是(dγ/dL)的线性函数，且函数的斜率为

-(Q/R)，截距为-(W/R)。分别展开(Q/R)和(W/R)如下： 

(A3.21) 
Q

R
=

N

A

f

f
/{-γ

G G

1

(1 )−l l

N

A

f

f
[(1-lG)

A

Le +lG N

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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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lG(1-lG)

G A G N

L L

1

(1- ) +l e l e
<0 

(A3.22)  
W

R
={γ

1

L

N

A

f

f
(

N

Le -
A

Le )}/{-γ
G G

1

(1 )−l l

N

A

f

f
 

[(1-lG)
A

Le +lG N

Le ]} 

      =-lG(1-lG)
1

L

N A

L L

G A G N

L L(1 ) +

e - e

- l e l e
 

所以 

(A3.23)  

Gd

dL

l
=-

Q

R

d

dL

γ
-

W

R
 

       =-[-
1


lG(1-lG)

G A G N

L L

1

(1- ) +l e l e
]

d

dL

γ
 

-[-lG(1-lG)
1

L

N A

L L

G A G N

L L(1 ) +

e - e

- l e l e
] 

           = lG(1-lG)
G A G N

L L

1

(1- ) +l e l e

d

dL

γ 1


+ lG(1-lG) 

1

L

N A

L L

G A G N

L L(1 ) +

e - e

- l e l e
  

        = lG(1-lG)
G A G N

L L

1

(1- ) +l e l e
[

d

dL

γ 1



L

L
+

1

L
(

N

Le -
A

Le )] 

        = lG(1-lG)
1

L
G A G N

L L

1

(1- ) +l e l e
(

L,e +
N

Le -
A

Le ) 

其中
L,e   (-1, 1)代表农产品比重对总劳动变化的弹性。将

(A3.23)改写为农劳比对劳动力变化的弹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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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4)  

Gd

dL

l
G

L

l
=(1-lG)

G A G N

L L

1

(1- ) +l e l e
(

L,e +
N

Le -
A

Le )  

 

(A3.23)表明若(dpG/dL)=0 且(dθG/dL)=0，则在商品市场上，农劳

比对总劳动力变化的反应方向由
L,e 、 N

Le 和 A

Le 三者比较而定。若

L,e  =0 即农产品消费比重不随总劳动变化而变，则当 N

Le  =
A

Le 时，

(dlL/dL)=0, 农劳比不随总劳动变化而变。若 N

Le >
A

Le ，(dlL/dL)>0，此

时，为了保证农产品供给，农劳比将与总劳动同方向变化；反之，若
N

Le <
A

Le ，(dlL/dL)<0，农劳比将与总劳动反方向变化以避免农产品生

产过多。设(
N

Le -
A

Le )=c 并设
L,e ≠0。若 c=0，(dlL/dL)的取值范围将视

L,e 的取值范围而定。若 c≠0，则(dlL/dL)的取值范围由
L,e +c 决定。 

在(dθL/dL)=(dθG/dL)=0 的前提下考虑两市场共同均衡。合并

(A3.10a)与(A3.20a)得 

(A3.25)  -
D

A
=-

Q

R

d

dL

γ
-

W

R
 

解出(dγ/dL)为 

(A3.26)  
d

dL

γ
=(

D

A
-

W

R
)/

Q

R
=

DR - AW

AR
/
Q

R
=

DR - AW

AQ
 

由于 A>0，Q>0，所以两市场共同均衡时，农产品比重对总劳

动变化的反应方向取决于 DR 和 AW 的差。由(A3.11)和(A3.22)知 

(A3.27) 
D

A
-

W

R
=[l(1-l)

1

L

A N

L,APL L,MPL

A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e
] 

-[-l(1-l)
1

L

N A

L L

A N

L L(1 ) +

e - e

- l e le
] 

    = l(1-l)
1

L
(

A N

L,APL L,MPL

A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e
+

N A

L L

A N

L L(1 ) +

e - e

- l e le
) 

    = l(1-l)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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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A N N A A N

L,APL L,MPL L L L L L,APL L,MPL

A N A N

L,APL L,MPL L L

( - )[(1- ) + ] ( )[(1- ) + ]

[(1- ) + ][(1- ) + ]

+e e l e le e - e l e le

l e le l e le
 

由(A3.21)知(Q/R)且 

(A3.28)  (
D

A
-

W

R
)/

Q

R
 = l(1-l)

1

L
 

A N A N N A A N

L,APL L,MPL L L L L L,APL L,MPL

A N A N

L,APL L,MPL L L

( - )[(1- ) + ] ( )[(1- ) + ]

[(1- ) + ][(1- ) + ]

+e e l e le e - e l e le

l e le l e le
 

                  /[-
1


l(1-l)

A N

L L

1

(1- ) +l e le
] 

         = -γ
1

L
 

A N A N N A A N

L,APL L,MPL L L L L L,APL L,MPL

A N

L,APL L,MPL

( - )[(1- ) + ] ( )[(1- ) + ]

(1- ) +

+e e l e le e - e l e le

l e le
 

仅仅考虑等号右侧的第二个分数的分子项并展开如下： 

(
A

L,APLe -
N

L,MPLe )[(1-l)
A

Le +l
N

Le ]+(
N

Le -
A

Le )[(1-l)
A

L,APLe + l
N

L,MPLe ] 

      = (
A

L,APLe -
N

L,MPLe )(
A

Le -l
A

Le +l
N

Le ) 

+(
N

Le -
A

Le )(
A

L,APLe -l
A

L,APLe + l
N

L,MPLe ) 

= (
A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l
A

Le A

L,APLe +l
A

Le N

L,MPLe  

+l
N

Le A

L,APLe -l
N

Le N

L,MPLe )+(
N

Le A

L,APLe -
A

Le A

L,APLe -l
N

Le   

A

L,APLe + l
A

Le A

L,APLe + l
N

Le N

L,MPLe - l
A

Le N

L,MPLe ) 

      =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即 

(A3.28)  (
D

A
-

W

R
)/

Q

R
=-γ

1

L
(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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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1-l)
A

L,APLe + l
N

L,MPLe <0 

代入(A3.26)得 

(A3.29)  
d

dL

γ
=-γ

1

L
(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X  

      =γ
1

L
(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X|  

即 

(A3.30)  
L,e =

d

dL

γ 1


L 

            =(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X| 

(A3.29)表明(dγ/dL)存在且唯一，其变化方向视(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为正数或负数而定。因此，在(dθ/dL)=0 的前提下，总劳动力

变化后，两市场同时均衡且转移均衡是存在且唯一的。此外，(A3.30)

右侧的五个量是农业劳动在农业的产量弹性和平均产量弹性、非农

劳动在非农部门的产量弹性和边际产量弹性以及农劳比 l。这些弹性

在短期内都可以视为常数，l 则是已知数。因此，在短期内，在

(dθ/dL)=0 的前提下，两市场同时均衡且转移均衡的条件是农产品消

费比重对总劳动变化的弹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农产品消费比重对

总劳动变化的导数必须等于上述五个量的取值和它们之间的特定联

系。不过它的取值范围仅仅取决于上述四个弹性。如果假设(dγ/dL)>0，

则(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0，即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或 A

Le N

L,MPLe <
N

Le

A

L,APLe , 也就是(
N

L,MPLe /
A

L,APLe )>(
N

Le /
A

Le )。这个条件应当是满足的，

因为在两部门产量曲线的相应区段内，非农曲线更加陡峭，所以两部

门增加同量劳动，非农部门的边际产量和农业部门平均产量两者下

降幅度之比，应当大于两部门总产量变化幅度之比。 

考虑(dγ/dL)=0 的特殊情形，我们有 

(A3.30a)  
A

L,APLe -
N

L,MPLe =0 和 N

Le -
A

L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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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0b)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0 

根据(A3.13)和(A3.24)，(A3.30a)给出了(dl/dL)=0 的一个条件。 

将(A3.30)代入(A3.23)得到 

(A3.31) 

Gd

dL

l
= l(1-l)

1

L
A N

L L

1

(1- ) +l e le
 

{[- (
N

Le A

L,APLe -
A

Le N

L,MPLe )/X]+
N

Le -
A

Le } 

         = l(1-l)
1

L
A N

L L

1

(1- ) +l e le
 

N A A N N A

L L,APL L L,MPL L L( - )+ X- X

X

e e e e e e−
 

           = l(1-l)
1

L
A N

L L

1

(1- ) +l e le
 

N A A N

L,MPL L,APL L L

A N

L,APL L,MPL

( - )[(1- ) + ]

(1- ) +

e e l e le

l e le
          

      = l(1-l)
1

L

N A

L,MPL L,APL

A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e
   

(A3.31)和(A3.12)的结果完全相同，即 

(A3.32) 

Gd

dL

l
= l(1-l)

N A

L,MPL L,APL

A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e
 

   =

Ld

dL

l
 

可见，在(dp/dL)=0、(dθ/dL)=0 的前提下，使得两市场共同均衡

与转移均衡同时成立的均衡(dl/dL)是存在的。此外，考虑到上述弹性

是常数，所以均衡(dl/dL)也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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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总劳动变化与转移均衡的存在性 资本部门配置

比可变 

进一步考虑(dθ/dL)≠0 的情形。已知对于劳动市场，我们有 

(A3.10) 

Ld

dL

l
=-

B

A

Ld

dL

θ
-

D

A
 

由于 A>0、B<0, 因此-(B/A)>0。所以对劳动市场来说，若

(dpL/dL)=0 且(dθ/dL)≠0，则 lL 和 θL 对同一总劳动变化的反应方向相

同。对此可解释如下：若 θL 下降，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增长更快；为

保证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提高与非农劳动边际产量提高同步以避免

价格变化，劳动力应当从农业流向非农业，农劳比亦应下降。反过

来，若 θL 上升，劳动力应当从非农业流入农业，以提升非农劳动边

际产量提高速度、放慢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提高速度，以保证劳动市场

的重新均衡无需价格的改变，因此 lL应当和 θL 一起上升。 

商品市场的转移均衡条件见(A3.20)，即 

(A3.20) 

Gd

dL

l
=-

S

R

Gd

dL

θ
-

Q

R

d

dL

γ
-

W

R
 

由于 R<0、S<0，因此-(S/R)<0，所以 dpG/dL=0 的第一个条件是

lG和 θG对同一总劳动变化的反应方向相反。对此可解释如下：若 θG

下降，非农产量从而总产出和对农产品总需求增长更快；为保证农业

产量的相应提高以避免价格变化，新增劳动力应当更多地配置到农

业，农劳比亦应上升。反过来，若 θG上升，新增劳动力应当更多配

置到非农业，以提升非农产量和对农产品的总需求、放慢农业产量提

高速度，保证水平市场的重新均衡无需价格的改变，因此 lG 应当下

降。 

由于 Q>0、R<0，因此-(Q/R)>0，所以 dpG/dL=0 的第二个条件是

lG和 γ 对同一总劳动变化的反应方向相同。对此可解释如下：若 γ 提

高，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更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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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应当被配置到农业部门，农劳比亦提高；反之，若 γ 降低，农劳比

亦应降低。 

合并(A3.10)和(A3.20)得 

(A3.33)  -
B

A

Ld

dL

θ
-

D

A
=-

S

R

Gd

dL

θ
-

Q

R

d

dL

γ
-

W

R
 

令(dθL/dL)=(dθG/dL)并求出(dθ/dL)为 

(A3.34)  (
S

R
-

B

A
)

d

dL

θ
=-

Q

R

d

dL

γ
+

D

A
-

W

R
 

即 

   (
B

A
-

S

R
)

d

dL

θ
=

Q

R

d

dL

γ
+

W

R
-

D

A
 

整理得 

(A3.35)  
d

dL

θ
=

Q d W D
+ -

R dL R A
B S

-
A R

γ

- 

    =
AQ

BR-AS

d

dL

γ
+

AW - DR

BR - AS
 

      =τL

1



d

dL

γ
+x 

           =τL

𝛾∗

𝛾
|L+x 

在(A3.35)中，我们假定 γ 在时段(t, …, t+1) ∈t*发生的所有变

化皆肇始于 L 的同期变化并用 γ*|L 代替 dγ/dL。(γ*/γ)|L∈(-1, 1)表示 γ

的变化率，而 τL 代表 γ*/γ 对 dθ/dL 的影响系数且 

(A3.36)  τL

1


=

AQ

BR-A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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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7)  τL >0 

(A3.36)大于零的原因是 A>0、Q>0, AQ>0；B<0, R<0, BR>0; A >0, 

S<0, -AS>0, (BR-AS)>0。在此基础上，由于 γ>0，所以(A3.37)亦成立。

联系(A2.20)和(A3.36)，可以发现两个公式的右侧完全相同，因此，

在数值上，τL=τ。它们的值见(A2.22)。就此而言，τ 不仅代表 L 不变

时，K 的变化在转移均衡时经由 γ 造成的对 θ 的进一步影响，而且

同时代表了 K 不变时，L 的变化在转移均衡时经由 γ 造成的对 θ 的

进一步影响。τ>0 意味着无论在 K 还是在 L 单独变化时，如果它们

的变化造成了 γ 的变化，则 θ 需要与 γ 同方向变化，以保证两市场

同时均衡与转移均衡。 
 

(A2.35)中的 x 为 

(A3.38)  x=
AW - DR

BR - AS
 

由于(BR-AS)>0, (BR-AS)≠0, x 可定义且 x 是常数。但因为 W 和

D 的取值区间不能预先确定，所以 x 的取值区间亦不能确定。x 的展

开式为 

(A3.39)  x= τ
1

L

N A A N

L L,APL L L,MPL

A N

L,APL L,MPL

-

(1- )

e e e e

l e le+
 

(A3.39)表明，由于 l≠1，L≠0，fA≠0 以及 τ 可定义，所以 x 是可

定义的。对(A3.39)的证明见本附录第 A3.4.1 节。 

把(A3.35)代入(A3.10)并解出 dl/dL, 我们得到 

(A3.40) 
d

dL

l
=-

B

A
(τ 

𝛾∗

𝛾
+x) -

D

A
 

        = -τ
B

A

𝛾∗

𝛾
-

1

A
(xB+D) 

           =υL

𝛾∗

𝛾
|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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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3.41)  υL=-τ
B

A
>0 

(A3.41)大于零的原因是 τ>0、A>0 和 B<0。(A3.41)表明 υL 是常

数。根据(A2.26)，在数值上，υL=υ。它们的值见(A2.27)。就此而言，

υ 不仅代表 L 不变时，K 的变化在转移均衡时经由 γ 造成的对 l 的进

一步影响，而且同时代表了 K 不变时，L 的变化在转移均衡时经由

γ 造成的对 l 的进一步影响。υ>0 意味着无论在 K 还是在 L 单独变

化时，如果它们的变化造成了 γ 的变化，则 l 需要与 γ 同方向变化，

以保证两市场同时均衡与转移均衡。 

(A3.40)中的 z 为 

(A3.42)  z=-
1

A
(xB+D)  

        =l(1-l)
1

L
 

N A A N A N A N A N

L L,APL L L,MPL K K,MPL L,APL L,MPL L,APL L,MPL

A N 2

L,APL L,MPL

( - )[(1- ) ]- (1- )( - )[(1- ) ]

(1- )[(1- ) ]

e e e e e e e e l e le

l e le

    

 

+ +

+
 

由于 θ≠0, θ≠1, L≠0，[(1-l)
A

L,APLe +l
N

L,MPLe ]≠0 以及 τ 为可定义常

数，所以 z 可定义且是常数。对(A3.42)的证明见 A3.4.2 节。 

回到(A3.1)和(A3.2)，我们得到 

(A3.43) ∆ZL
t,t+1 

=(∆Lt,t+1≠0, ∆Kt,t+1=0, ∆θt,t+1|L=τ
𝛾∗

𝛾
|L+x, ∆γt,t+1|L=

𝛾∗

𝛾
|L; 

∆lt,t+1|L=υ
𝛾∗

𝛾
|L+z, ∆pt,t+1=0) 

所以， 

(A3.44)  ZL
t+1=(Lt+1≠Lt, Kt+1=Kt, θt+1, γt+1; lt+1, pt+1=pt) 

=(Lt+∆Lt,t+1, Kt, θt+τ
𝛾∗

𝛾
|L+x, γt+

𝛾∗

𝛾
|L; lt+υ

𝛾∗

𝛾

𝛾∗

𝛾
|L+z, pt) 

Zt+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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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其中∆Lt,t+1≠0。因此，我们证明了(dp/dL)=0 的存在性。其次，

我们也证明了(dp/dL)=0 的唯一性。它基于(dθ/dL)和(dl/dL)的唯一性。

虽然(dθ/dL)和(dl/dL)的具体取值要视(γ*/γ)|L而定，但它们皆是(γ*/γ)|L

的线性函数，所以，(γ*/γ)|L的取值不影响(dθ/dL)和(dl/dL)的唯一性。

当然，由于(γ*/γ)|L 的取值与总产出 Y 有关，Y 反过来又取决于总劳

动变化后包括 l 和 θ 在内的各变量的变化，所以(γ*/γ)|L又不可能先于

(dθ/dL)和(dl/dL)而决定。就此而言，这里的证明需要扩展到更一般的

均衡证明。 

A3.4  x和 z的证明 

A3.4.1  x 的证明 

 

已知(A3.38)  

(A3.38)  x =
AW - DR

BR - AS
 

由(A2.42)知  

(A3.45)  BR-AS=A(
B

A
R-S)=Aγ

1



N

A

f

f
 

           =γ
1



N

A

f

f
2

1

(1- )l

N

A

f

f

N

Le [-(1-l)
A

L,APLe -lL N

L,MPLe ] 

           =-γ
1

 2

1

(1- )l
(

N

A

f

f
)2 N

Le [(1-l)
A

L,APLe +lL N

L,MPLe ] >0 

注意我们用-
A

L,APLe 代替了 A 中的(1-
A

Le )。观察(A3.38)分子中的

AW 项： 

(A3.46) AW ={
2

1

(1 )− l

N

A

f

f

N

Le [-(1-l) A

L,APLe -l N

L,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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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1

L

N

A

f

f
( N

Le - A

Le )] 

=-γ
2

1

(1 )− l

1

L
(

N

A

f

f
)2 N

Le ( N

Le - A

Le )[(1-l) A

L,APLe +l N

L,MPLe ] 

 
接着观察(A3.38)右侧分子中的 DR 项： 

(A3.47)  DR=[
1−

l

l

1

L

N

A

f

f

N

Le (
N

L,MPLe -
A

L,APLe )] 

{-γ
1

(1- )l l

N

A

f

f
[(1- l)

A

Le + l
N

Le ]} 

        =-γ
2

1

(1- )l

1

L
(

N

A

f

f
)2 N

Le (
N

L,MPLe -
A

L,APLe )[(1-l)
A

Le + l
N

Le ]  

因此，  

(A3.48)  AW-DR={-γ
2

1

(1 )− l

1

L
(

N

A

f

f
)2 N

Le (
N

Le -
A

Le ) 

[(1-l)
A

L,APLe +l
N

L,MPLe ]}-{-γ
2

1

(1- )l

1

L
(

N

A

f

f
)2 

N

Le (
N

L,MPLe -
A

L,APLe )[(1-l)
A

Le + l
N

Le ] } 

= γ
2

1

(1- )l

1

L
(

N

A

f

f
)2 N

Le {(
N

L,MPLe -
A

L,APLe )[(1-l) 

A

Le + l
N

Le ]-(
N

Le -
A

Le )[(1-l)
A

L,APLe +l
N

L,MPLe ]} 

展开并整理大括号内各项得到  

(A3.49)  {(
N

L,MPLe -
A

L,APLe ) [(1-l)
A

Le + l
N

Le ]-(
N

Le -
A

Le )  

[(1-l)
A

L,APLe +l
N

L,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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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l)
A

Le N

L,MPLe - (1-l)
A

Le A

L,APLe + l
N

Le N

L,MPLe  

-l
N

Le A

L,APLe ]-[(1-l)
N

Le A

L,APLe - (1-l)
A

Le A

L,APLe  

+ l
N

Le N

L,MPLe -l
A

Le N

L,MPLe ] 

  = (1-l)
A

Le N

L,MPLe -l
N

Le A

L,APLe -(1-l)
N

Le A

L,APLe  

+ l
A

Le N

L,MPLe  

  =
A

Le N

L,MPLe -l
A

Le N

L,MPLe -l
N

Le A

L,APLe -
N

Le A

L,APLe  

+l
N

Le A

L,APLe + l
A

Le N

L,MPLe  

  =
A

Le N

L,MPLe -
N

Le A

L,APLe  

所以，  

(A3.50)  AW-DR=γ
2

1

(1- )l

1

L
(

N

A

f

f
)2 N

Le (
A

Le N

L,MPLe -
N

Le A

L,APLe ) 

将(A3.45)和(A3.50)代入(A3.38)得到  

(A3.51)  x =
AW - DR

BR - AS
 

    =[γ
2

1

(1- )l

1

L
(

N

A

f

f
)2 N

Le ( A

Le N

L,MPLe - N

Le A

L,APLe )] 

          /{-γ
1

 2

1

(1- )l
(

N

A

f

f
)2 N

Le [(1-l) A

L,APLe +l N

L,MPLe ]} 

    = τ
1

L

N A A N

L L,APL L L,MPL

A N

L,APL L,MPL

-

(1- )

e e e e

l e le+
 

由于(A3.51)最后一个等号后两个分数的分母皆不等于零、τ >0, 

所以 x 是可定义的常数，其取值范围视括号内诸弹性的比较而定。 

 

A3.4.2  z 的证明 

由(A3.42)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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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2)  z=-
1

A
(xB+D) 

     =-x
B

A
-

D

A
 

由(A2.32)知 

(A3.53)  
B

A
=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 L,MPL

(1- )

(1- )(1- ) -

 +e e

l e le
 

   =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APL L,MPL

(1- )

-(1- ) -

 +e e

l e le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APL L,MPL

(1- )

(1- )

 +

+

e e

l e le
<0 

因此 

(A3.54)  x
B

A
= τ

1

L

N A A N

L L,APL L L,MPL

A N

L,APL L,MPL

-

(1- )

e e e e

l e le+
 

[
(1- )

(1- )

l l

 

A N

K K,MPL

A N

L,APL L,MPL

(1- )

(1- )

 +

+

e e

l e le
] 

= τ
(1- )

(1- )

l l

 

1

L

N A A N A N

L L,APL L L,MPL K K,MPL

A N 2

L,APL L,MPL

( - )[(1- ) ]

[(1- ) ]

e e e e e e

l e le

 +

+
 

 
由(A3.11)知(D/A)。把(A3.11)和(A3.54)代入(A3.52)得到 

(A3.55)  z = -[τ
(1- )

(1- )

l l

 

1

L
 

N A A N A N

L L,APL L L,MPL K K,MPL

A N 2

L,APL L,MPL

( - )[(1- ) ]

[(1- ) ]

e e e e e e

l e le

 +

+
] 

     -l(1-l)
1

L

A N

L,APL L,MPL

A N

L,APL L,MPL

-

(1- ) +

e e

l 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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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1-l)
1

L
 

         
N A A N A N A N A N

L L,APL L L,MPL K K,MPL L,APL L,MPL L,APL L,MPL

A N 2

L,APL L,MPL

( - )[(1- ) ]- (1- )( - )[(1- ) ]

(1- )[(1- ) ]

e e e e e e e e l e le

l e le

    

 

+ +

+
 

 

由于 θ≠0, θ≠1, L≠0，[(1-l)
A

L,APLe +l
N

L,MPLe ]≠0 以及 τ 为可定义常

数，所以 z 可定义且是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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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附录 1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1991-2020年 

 

指标 
总 

劳动力 
总就业 

农业 

就业 

农业 

就业比 

农劳

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符号 L E EA lE l h a H 

来源 原始 原始 原始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方法 
   EA/E EA/L lt-lt+1 ht-ht-1 hL 

单位 万人 万人 万人 % % % % 万人 

1991 240,814 225,834 96,680 42.8 40.1    

1992 244,984 230,694 98,401 42.7 40.2 0.0  -47 

1993 248,930 233,666 98,579 42.2 39.6 0.6 0.6 1,407 

1994 253,342 237,774 99,213 41.7 39.2 0.4 -0.1 1,113 

1995 257,592 241,556 99,625 41.2 38.7 0.5 0.0 1,252 

1996 261,806 245,268 100,591 41.0 38.4 0.3 -0.2 664 

1997 265,946 249,032 101,250 40.7 38.1 0.4 0.1 932 

1998 269,844 252,400 103,490 41.0 38.4 -0.3 -0.6 -756 

1999 274,990 257,029 105,046 40.9 38.2 0.2 0.4 418 

2000 279,302 261,279 105,789 40.5 37.9 0.3 0.2 904 

2001 283,577 265,456 106,370 40.1 37.5 0.4 0.0 1,038 

2002 288,103 269,484 106,254 39.4 36.9 0.6 0.3 1,814 

2003 292,889 274,170 106,019 38.7 36.2 0.7 0.1 2,000 

2004 297,972 279,387 105,054 37.6 35.3 0.9 0.3 2,806 

2005 303,195 284,688 104,149 36.6 34.4 0.9 0.0 2,746 

2006 306,796 289,141 102,257 35.4 33.3 1.0 0.1 3,129 

2007 310,475 293,925 100,515 34.2 32.4 1.0 -0.1 2,967 

2008 310,941 296,827 98,931 33.3 31.8 0.6 -0.4 1,736 

2009 312,938 295,429 99,624 33.7 31.8 0.0 -0.6 -58 

2010 315,729 298,562 98,668 33.0 31.3 0.6 0.6 1,844 

2011 319,234 302,111 96,824 32.0 30.3 0.9 0.3 2,940 

2012 322,380 305,465 95,138 31.1 29.5 0.8 -0.1 2,640 

2013 325,529 308,604 93,602 30.3 28.8 0.8 -0.1 2,465 

2014 328,958 312,139 91,826 29.4 27.9 0.8 0.1 2,761 

2015 332,709 315,563 90,960 28.8 27.3 0.6 -0.3 1,913 

2016 336,180 318,661 90,220 28.3 26.8 0.5 -0.1 1,689 

2017 339,604 322,524 89,645 27.8 26.4 0.4 -0.1 1,494 

2018 343,060 326,562 88,863 27.2 25.9 0.5 0.1 1,694 

2019 347,324 330,310 88,351 26.7 25.4 0.5 0.0 1,617 

2020 340,699 318,895 87,376 27.4 25.6 -0.2 -0.7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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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近期数据是估计结果，包括近期数据在内的所有

数据亦处在不断修改过程中，所以本表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值得商榷，本表内利

用原始数据计算的农劳比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转移率、转移加速度与转移

量）应当存在更为严重的准确性问题。对此，敬请读者注意。 

资料来源: 总劳动力：1991-2007：ILO, 2016,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9th ed., Table R1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ILO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by sex and age group), Geneva, Switzerland: ILO；2008：ILO, 2021, 

Table of labour force by sex, age and rural/urban areas -- ILO modelled estimates, Nov. 

2020, update on OCT. 10, 2021, ILOSTAT: https://view.office apps.live.com/ 

op/view.aspx?src=https%3A%2F%2Fwww.ilo.org%2Filostatfiles%2FDocuments%2

FExcel%2FIndicator%2FEAP_2EAP_SEX_AGE_GEO_NB_A_EN.xlsx&wdOrigin

=BROWSELINK, retrieved Oct. 18, 2021；2009-2020：ILO, 2022, 同上，update on 

Mar. 6, 2022, retrieved Mar. 13, 2022.  

总就业、农业就业：1991-2008：ILO, 2016,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9th ed., Table R4 Employment by sector (ILO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by sex), 

Geneva, Switzerland: ILO；2009-2020：ILO, 2022, Table of employment by sex and 

economic activity -- ILO modelled estimates, Nov. 2020, update on Mar. 6, 2022, 

ILOSTAT: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 

www.ilo.org%2Filostatfiles%2FDocuments%2FExcel%2FIndicator%2FEMP_2EMP

_SEX_ECO_NB_A_EN.xlsx&wdOrigin=BROWSELINK, retrieved Mar. 1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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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附录 2  中国劳动统计，1952-2020年 

 

指标 
总 

劳动力 
总就业 

第 1 产

业就业 

第 2 产

业就业 

第 3 产

业就业 

非农 

就业 
失业 失业率 

符号 L E EA E2 E3 EN U u 

数据 

来源 
计算 原始 原始 原始 原始 计算 原始 计算 

计算 

方法 
E+U         E-EA   U/L 

单位 万人 万人 万人 万人 万人 万人 万人 % 

1952 20,729  20,729  17,317  1,531  1,881  3,412      

1953 21,364  21,364  17,747  1,715  1,902  3,617      

1954 21,832  21,832  18,151  1,882  1,799  3,681      

1955 22,328  22,328  18,592  1,913  1,823  3,736      

1956 23,018  23,018  18,544  2,468  2,006  4,474      

1957 23,771  23,771  19,309  2,142  2,320  4,462      

1958 26,600  26,600  15,490  7,076  4,034  11,110      

1959 26,173  26,173  16,271  5,402  4,500  9,902      

1960 25,880  25,880  17,016  4,112  4,752  8,864      

1961 25,590  25,590  19,747  2,856  2,987  5,843      

1962 25,910  25,910  21,276  2,059  2,575  4,634      

1963 26,640  26,640  21,966  2,038  2,636  4,674      

1964 27,736  27,736  22,801  2,183  2,752  4,935      

1965 28,670  28,670  23,396  2,408  2,866  5,274      

1966 29,805  29,805  24,297  2,600  2,908  5,508      

1967 30,814  30,814  25,165  2,661  2,988  5,649      

1968 31,915  31,915  26,063  2,743  3,109  5,852      

1969 33,225  33,225  27,117  3,030  3,078  6,108      

1970 34,432  34,432  27,811  3,518  3,103  6,621      

1971 35,620  35,620  28,397  3,990  3,233  7,223      

1972 35,854  35,854  28,283  4,276  3,295  7,571      

1973 36,652  36,652  28,857  4,492  3,303  7,795      

1974 37,369  37,369  29,218  4,712  3,439  8,151      

1975 38,168  38,168  29,456  5,152  3,560  8,712      

1976 38,834  38,834  29,443  5,611  3,780  9,391      

1977 39,377  39,377  29,340  5,831  4,206  10,037      

1978 40,682  40,152  28,318  6,945  4,890  11,834  530  1.30  

1979 41,592  41,024  28,634  7,214  5,177  12,390  568  1.36  

1980 42,903  42,361  29,122  7,707  5,532  13,239  542  1.26  

1981 44,165  43,725  29,777  8,003  5,945  13,948  4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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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总 

劳动力 
总就业 

第 1 产

业就业 

第 2 产

业就业 

第 3 产

业就业 

非农 

就业 
失业 失业率 

1982 45,674  45,295  30,859  8,346  6,090  14,436  379  0.83  

1983 46,707  46,436  31,151  8,679  6,606  15,285  271  0.58  

1984 48,433  48,197  30,868  9,590  7,739  17,329  236  0.49  

1985 50,112  49,873  31,130  10,384  8,359  18,743  239  0.48  

1986 51,546  51,282  31,254  11,216  8,811  20,028  264  0.51  

1987 53,060  52,783  31,663  11,726  9,395  21,120  277  0.52  

1988 54,630  54,334  32,249  12,152  9,933  22,085  296  0.54  

1989 55,707  55,329  33,225  11,976  10,129  22,104  378  0.68  

1990 65,132  64,749  38,914  13,856  11,979  25,835  383  0.59  

1991 65,843  65,491  39,098  14,015  12,378  26,393  352  0.53  

1992 66,516  66,152  38,699  14,355  13,098  27,453  364  0.55  

1993 67,228  66,808  37,680  14,965  14,163  29,128  420  0.62  

1994 67,931  67,455  36,628  15,312  15,515  30,827  476  0.70  

1995 68,585  68,065  35,530  15,655  16,880  32,535  520  0.76  

1996 69,503  68,950  34,820  16,203  17,927  34,130  553  0.80  

1997  70,397  69,820  34,840  16,547  18,432  34,980  577  0.82  

1998  71,208  70,637  35,177  16,600  18,860  35,460  571  0.80  

1999  71,969  71,394  35,768  16,421  19,205  35,626  575  0.80  

2000  72,680  72,085  36,043  16,219  19,823  36,043  595  0.82  

2001  73,478  72,797  36,399  16,234  20,165  36,399  681  0.93  

2002  74,050  73,280  36,640  15,682  20,958  36,640  770  1.04  

2003  74,536  73,736  36,204  15,927  21,605  37,532  800  1.07  

2004  75,091  74,264  34,830  16,709  22,725  39,434  827  1.10  

2005  75,486  74,647  33,442  17,766  23,439  41,205  839  1.11  

2006  75,825  74,978  31,941  18,894  24,143  43,037  847  1.12  

2007  76,151  75,321  30,731  20,186  24,404  44,590  830  1.09  

2008  76,450  75,564  29,923  20,553  25,087  45,641  886  1.16  

2009  76,749  75,828  28,890  21,080  25,857  46,938  921  1.20  

2010  77,013  76,105  27,931  21,842  26,332  48,174  908  1.18  

2011  77,118 76,196 26,472 22,539 27,185 49,724 922 1.20 

2012  77,171 76,254 25,535 23,226 27,493 50,719 917 1.19 

2013  77,227 76,301 23,838 23,142 29,321 52,463 926 1.20 

2014  77,301 76,349 22,372 23,057 30,920 53,977 952 1.22 

2015  77,286 76,320 21,418 22,644 32,258 54,902 966 1.23 

2016  77,227 76,245 20,908 22,295 33,042 55,337 982 1.27 

2017  77,030 76,058 20,295 21,762 34,001 55,763 972 1.26 

2018  76,756 75,782 19,515 21,356 34,911 56,267 974 1.27 

2019  76,392 75,447 18,652 21,234 35,561 56,795 945 1.24 

2020  76,224 75,064 17,715 21,543 35,806 57,349 1,160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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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失业在资料来源中为“城镇登记失业”。“第 1产业就业”在本书中又

称为“农业就业”或“农业劳动力”。 

资料来源：总就业和三个产业就业: 1952-1977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 编, 2010,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表 1-4, 北京: 中国统

计出版社；1978-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 表 4-2。失业: 1952-2008

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2010, 同上, 表 1-4; 2009-2018 年：

国家统计局网页，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00310 检索；

2019-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 表 4-1。若不同资料来源的数据有别，

以最新资料来源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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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附录 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1952-2020年 

 

指标 农劳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符号 l h a H 
数据来源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方法 LA/L lt-lt+1 ht-ht-1 hL 

单位 % % % 万人 
1952 83.54        

1953 83.07  0.47    100.48  

1954 83.14  -0.07  -0.54  -15.23  

1955 83.27  -0.13  -0.06  -28.63  

1956 80.56  2.70  2.83  622.55  

1957 81.23  -0.67  -3.37  -158.36  

1958 58.23  23.00  23.66  6,116.97  

1959 62.17  -3.93  -26.93  -1,029.66  

1960 65.75  -3.58  0.35  -927.15  

1961 77.17  -11.42  -7.83  -2,921.67  

1962 82.12  -4.95  6.47  -1,282.07  

1963 82.45  -0.34  4.61  -90.56  

1964 82.21  0.25  0.59  68.71  

1965 81.60  0.60  0.36  172.82  

1966 81.52  0.08  -0.52  25.21  

1967 81.67  -0.15  -0.23  -45.46  

1968 81.66  0.00  0.15  1.16  

1969 81.62  0.05  0.04  15.80  

1970 80.77  0.85  0.80  291.11  

1971 79.72  1.05  0.20  373.56  

1972 78.88  0.84  -0.21  300.55  

1973 78.73  0.15  -0.69  55.49  

1974 78.19  0.54  0.39  203.51  

1975 77.17  1.01  0.47  386.72  

1976 75.82  1.36  0.34  526.98  

1977 74.51  1.31  -0.05  514.69  

1978 69.61  4.90  3.60  1,994.36  

1979 68.85  0.76  -4.14  317.16  

1980 67.88  0.97  0.20  414.50  

1981 67.42  0.46  -0.51  201.64  

1982 67.56  -0.14  -0.60  -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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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农劳比 
农业劳动力农劳比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1983 66.69  0.87  1.01  405.93  

1984 63.73  2.96  2.09  1,433.67  

1985 62.12  1.61  -1.35  807.96  

1986 60.63  1.49  -0.12  767.38  

1987 59.67  0.96  -0.53  508.49  

1988 59.03  0.64  -0.32  351.25  

1989 59.64  -0.61  -1.25  -340.41  

1990 59.75  -0.10  0.51  -67.51  

1991 59.38  0.37  0.47  240.80  

1992 58.18  1.20  0.83  798.45  

1993 56.05  2.13  0.93  1,433.36  

1994 53.92  2.13  0.00  1,446.19  

1995 51.80  2.11  -0.01  1,450.20  

1996 50.10  1.71  -0.41  1,185.67  

1997 49.49  0.61  -1.10  427.88  

1998 49.40  0.09  -0.52  64.47  

1999 49.70  -0.30  -0.39  -215.06  

2000 49.59  0.11  0.41  78.86  

2001 49.54  0.05  -0.05  39.73  

2002 49.48  0.06  0.00  41.85  

2003 48.57  0.91  0.85  676.10  

2004 46.38  2.19  1.28  1,644.14  

2005 44.30  2.08  -0.11  1,571.17  

2006 42.12  2.18  0.10  1,651.41  

2007 40.36  1.77  -0.41  1,346.98  

2008 39.14  1.21  -0.55  928.29  

2009 37.64  1.50  0.28  1,149.91  

2010 36.27 1.38 -0.12 1,059.31 

2011 34.33 1.94 0.57 1,496.62 

2012 33.09 1.24 -0.70 955.19 

2013 30.87 2.22 0.98 1,715.53 

2014 28.94 1.93 -0.30 1,488.84 

2015 27.71 1.23 -0.70 949.66 

2016 27.07 0.64 -0.59 493.65 

2017 26.35 0.73 0.09 559.67 

2018 25.42 0.92 0.20 707.81 

2019 24.42 1.01 0.09 770.45 

2020 23.24 1.18 0.17 895.98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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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附录 4  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逢十年份数据, 

1800-2020年 

指标 
总劳动

力 

农业劳

动力 
农劳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符号 L LA l h a H 

数据来源 原始 原始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方法   LA/L l(t-1)-l(t) h(t)-h(t-1) hL 

单位 万人 万人 % % % 万人 

1800 1,713 1,274 74.37       

1810 2,337 1,690 72.31 2.06   4.8 

1820 3,163 2,249 71.10 1.21 -0.85 3.8 

1830 4,272 2,982 69.80 1.30 0.09 5.6 

1840 5,778 3,882 67.19 2.62 1.32 15.1 

1850 8,193 4,889 59.67 7.51 4.90 61.6 

1860 11,293 6,299 55.78 3.89 -3.62 44.0 

1870 12,785 6,378 49.89 5.89 2.00 75.3 

1880 17,392 8,302 47.73 2.15 -3.74 37.4 

1890 22,772 10,291 45.19 2.54 0.39 57.9 

1900 28,376 11,050 38.94 6.25 3.71 177.4 

1910 36,709 11,260 30.67 8.27 2.02 303.5 

1920 41,340 10,440 25.25 5.42 -2.85 224.0 

1930 49,820 10,340 20.75 4.50 -0.92 224.2 

1940 55,640 9,540 17.15 3.61 -0.89 200.8 

1950 62,208 7,160 11.51 5.64 2.03 350.6 

1960 69,628 5,458 7.84 3.67 -1.97 255.6 

1970 82,771 3,463 4.18 3.65 -0.02 302.5 

1980 106,940 3,364 3.15 1.04 -2.62 111.0 

1990 125,840 3,223 2.56 0.58 -0.45 73.6 

2000 142,583 2,464 1.73 0.83 0.25 118.8 

2010 153,889 2,206 1.43 0.29 -0.54 45.3 

2020 160,742 2,349 1.46 -0.03 -0.32 -4.5 

 

资料来源: 1800-1880 年：Weiss, 1992; 1993。1890-1920 年：Weir，1992。

1930-2020 年：ER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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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B-22. 

 

 

 



 

539 

数据附录 5  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年度数据， 

1890-2020年 

 

指标 
总 

劳动力 

农业 

劳动力 
农劳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符号 L LA l h a H 

数据 

来源 
原始 原始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计算 

方法 
    LA/L lt-lt+1 ht-ht-1 hL 

单位 万人 万人 % % % 万人 

1890 2,277.2 1,029.1 45.19       

1891 2,338.2 1,036.7 44.34 0.85   20.0 

1892 2,403.8 1,044.3 43.44 0.89 0.04 21.5 

1893 2,464.9 1,051.9 42.68 0.77 -0.13 18.9 

1894 2,516.8 1,059.5 42.10 0.58 -0.19 14.5 

1895 2,567.9 1,067.1 41.56 0.54 -0.04 13.9 

1896 2,622.0 1,074.6 40.98 0.57 0.03 15.0 

1897 2,671.2 1,082.2 40.51 0.47 -0.10 12.6 

1898 2,720.9 1,089.8 40.05 0.46 -0.01 12.5 

1899 2,775.3 1,097.4 39.54 0.51 0.05 14.2 

1900 2,837.6 1,105.0 38.94 0.60 0.09 17.0 

1901 2,915.3 1,091.6 37.44 1.50 0.90 43.7 

1902 2,990.4 1,075.3 35.96 1.49 -0.01 44.4 

1903 3,069.8 1,086.9 35.41 0.55 -0.93 17.0 

1904 3,144.1 1,107.6 35.23 0.18 -0.37 5.6 

1905 3,229.9 1,118.7 34.64 0.59 0.41 19.1 

1906 3,321.2 1,147.9 34.56 0.07 -0.52 2.4 

1907 3,418.3 1,149.3 33.62 0.94 0.87 32.2 

1908 3,491.6 1,123.8 32.19 1.44 0.50 50.1 

1909 3,572.1 1,116.3 31.25 0.94 -0.50 33.4 

1910 3,670.9 1,126.0 30.67 0.58 -0.36 21.2 

1911 3,747.8 1,110.7 29.64 1.04 0.46 38.9 

1912 3,793.2 1,113.6 29.36 0.28 -0.76 10.6 

1913 3,867.5 1,097.4 28.37 0.98 0.70 38.0 

1914 3,940.1 1,094.5 27.78 0.60 -0.39 23.5 

1915 3,960.0 1,095.3 27.66 0.12 -0.48 4.7 

1916 4,005.7 1,080.2 26.97 0.69 0.57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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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总 

劳动力 

农业 

劳动力 
农劳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1917 4,002.3 1,078.8 26.95 0.01 -0.68 0.5 

1918 3,907.6 1,067.4 27.32 -0.36 -0.37 -14.1 

1919 3,969.6 1,049.8 26.45 0.87 1.23 34.5 

1920 4,134.0 1,044.0 25.25 1.19 0.32 49.3 

1921 4,197.9 1,044.3 24.88 0.38 -0.81 15.8 

1922 4,249.6 1,056.1 24.85 0.02 -0.35 1.1 

1923 4,344.4 1,062.1 24.45 0.40 0.38 17.6 

1924 4,423.5 1,059.9 23.96 0.49 0.08 21.5 

1925 4,516.9 1,066.2 23.60 0.36 -0.13 16.1 

1926 4,562.9 1,069.0 23.43 0.18 -0.18 8.1 

1927 4,637.5 1,052.9 22.70 0.72 0.55 33.6 

1928 4,710.5 1,049.7 22.28 0.42 -0.30 19.8 

1929 4,846.9 1,049.6 21.65 0.63 0.21 30.5 

1930 4,982.0 1,034.0 20.75 0.90 0.27 44.8 

1931 5,042.0 1,029.0 20.41 0.35 -0.55 17.5 

1932 5,100.0 1,017.0 19.94 0.47 0.12 23.8 

1933 5,159.0 1,009.0 19.56 0.38 -0.08 19.8 

1934 5,223.0 990.0 18.95 0.60 0.22 31.5 

1935 5,287.0 1,011.0 19.12 -0.17 -0.77 -8.9 

1936 5,344.0 1,000.0 18.71 0.41 0.58 21.9 

1937 5,400.0 982.0 18.19 0.53 0.12 28.5 

1938 5,461.0 969.0 17.74 0.44 -0.09 24.1 

1939 5,523.0 961.0 17.40 0.34 -0.10 19.0 

1940 5,564.0 954.0 17.15 0.25 -0.09 14.1 

1941 5,591.0 910.0 16.28 0.87 0.62 48.6 

1942 5,641.0 925.0 16.40 -0.12 -0.99 -6.9 

1943 5,554.0 908.0 16.35 0.05 0.17 2.7 

1944 5,463.0 895.0 16.38 -0.03 -0.08 -1.9 

1945 5,386.0 858.0 15.93 0.45 0.49 24.4 

1946 5,752.0 832.0 14.46 1.47 1.01 84.3 

1947 5,975.9 807.3 13.51 0.96 -0.51 57.1 

1948 6,062.1 762.9 12.58 0.92 -0.03 56.0 

1949 6,128.6 765.8 12.50 0.09 -0.84 5.5 

1950 6,220.8 716.0 11.51 0.99 0.90 61.3 

1951 6,201.7 672.6 10.85 0.66 -0.32 41.2 

1952 6,213.8 650.0 10.46 0.38 -0.28 23.9 

1953 6,301.5 626.0 9.93 0.53 0.14 33.2 

1954 6,364.3 620.5 9.75 0.18 -0.34 11.7 

1955 6,502.3 645.0 9.92 -0.17 -0.35 -11.0 

1956 6,655.2 628.3 9.44 0.48 0.6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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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总 

劳动力 

农业 

劳动力 
农劳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1957 6,692.9 594.7 8.89 0.56 0.08 37.2 

1958 6,763.9 558.6 8.26 0.63 0.07 42.4 

1959 6,836.9 556.5 8.14 0.12 -0.51 8.1 

1960 6,962.8 545.8 7.84 0.30 0.18 20.9 

1961 7,045.9 520.0 7.38 0.46 0.16 32.3 

1962 7,061.4 494.4 7.00 0.38 -0.08 26.7 

1963 7,183.3 468.7 6.52 0.48 0.10 34.2 

1964 7,309.1 452.3 6.19 0.34 -0.14 24.6 

1965 7,445.5 436.1 5.86 0.33 -0.01 24.6 

1966 7,577.0 397.9 5.25 0.61 0.27 45.9 

1967 7,734.7 384.4 4.97 0.28 -0.32 21.8 

1968 7,873.7 381.7 4.85 0.12 -0.16 9.6 

1969 8,073.4 360.6 4.47 0.38 0.26 30.8 

1970 8,277.1 346.3 4.18 0.28 -0.10 23.4 

1971 8,438.2 339.4 4.02 0.16 -0.12 13.6 

1972 8,703.4 348.4 4.00 0.02 -0.14 1.7 

1973 8,942.9 347.0 3.88 0.12 0.10 11.0 

1974 9,194.9 351.5 3.82 0.06 -0.07 5.3 

1975 9,377.5 340.8 3.63 0.19 0.13 17.7 

1976 9,615.8 333.1 3.46 0.17 -0.02 16.4 

1977 9,900.9 328.3 3.32 0.15 -0.02 14.7 

1978 10,225.1 338.7 3.31 0.00 -0.14 0.4 

1979 10,496.2 334.7 3.19 0.12 0.12 13.0 

1980 10,694.0 336.4 3.15 0.04 -0.08 4.6 

1981 10,867.0 336.8 3.10 0.05 0.00 5.0 

1982 11,020.4 340.1 3.09 0.01 -0.03 1.5 

1983 11,155.0 338.3 3.03 0.05 0.04 6.0 

1984 11,354.4 332.1 2.92 0.11 0.05 12.2 

1985 11,546.1 317.9 2.75 0.17 0.06 19.8 

1986 11,783.4 316.3 2.68 0.07 -0.10 8.1 

1987 11,986.5 320.8 2.68 0.01 -0.06 1.0 

1988 12,166.9 316.9 2.60 0.07 0.06 8.7 

1989 12,386.9 319.9 2.58 0.02 -0.05 2.7 

1990 12,584.0 322.3 2.56 0.02 0.00 2.7 

1991 12,634.6 326.9 2.59 -0.03 -0.05 -3.3 

1992 12,810.5 324.7 2.53 0.05 0.08 6.8 

1993 12,920.0 311.5 2.41 0.12 0.07 16.0 

1994 13,105.6 340.9 2.60 -0.19 -0.31 -24.9 

1995 13,230.4 344.0 2.60 0.00 0.19 0.1 

1996 13,394.3 344.3 2.57 0.03 0.0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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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总 

劳动力 

农业 

劳动力 
农劳比 

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 加速度 数量 

1997 13,629.7 339.9 2.49 0.08 0.05 10.5 

1998 13,767.3 337.8 2.45 0.04 -0.04 5.5 

1999 13,936.8 328.1 2.35 0.10 0.06 13.9 

2000 14,258.3 246.4 1.73 0.63 0.53 89.3 

2001 14,373.4 229.9 1.60 0.13 -0.50 18.5 

2002 14,486.3 231.1 1.60 0.00 -0.12 0.6 

2003 14,651.0 227.5 1.55 0.04 0.04 6.2 

2004 14,740.1 223.2 1.51 0.04 0.00 5.7 

2005 14,932.0 219.7 1.47 0.04 0.00 6.4 

2006 15,142.8 220.6 1.46 0.01 -0.03 2.2 

2007 15,312.4 209.5 1.37 0.09 0.07 13.6 

2008 15,428.7 216.8 1.41 -0.04 -0.13 -5.7 

2009 15,414.2 210.3 1.36 0.04 0.08 6.3 

2010 15,388.9 220.6 1.43 -0.07 -0.11 -10.6 

2011 15,361.7 225.4 1.47 -0.03 0.04 -5.2 

2012 15,497.5 218.6 1.41 0.06 0.09 8.8 

2013 15,538.9 213.0 1.37 0.04 -0.02 6.2 

2014 15,592.2 223.7 1.43 -0.06 -0.10 -10.0 

2015 15,713.0 242.2 1.54 -0.11 -0.04 -16.8 

2016 15,918.7 246.0 1.55 0.00 0.10 -0.6 

2017 16,032.0 245.4 1.53 0.01 0.02 2.4 

2018 16,207.5 242.5 1.50 0.03 0.02 5.6 

2019 16,353.9 242.5 1.48 0.01 -0.02 2.2 

2020 16,074.2 234.9 1.46 0.02 0.01 3.5 

 

注 1：1947年数据为改变统计口径前后数据的平均数。若以口径改变前的

14 岁为最低劳动年龄，该年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分别为 6,016.8 万和 825.6

万；改成 16岁后，该年两个数据则为 5,935.0万和 789.0 万。 

资料来源：1890-1928年：Weir，1992。1929年：Weir数据与 ERP数据的

平均数。1930-2020年：ERP，2022。 

文献: 参见数据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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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2013 年 3 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

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

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

主要涉及第 3、4、5-9 与第 11 和 12 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

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

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

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

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

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

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

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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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

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

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

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

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

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

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

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

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

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

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

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

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

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

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

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

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

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

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 https://www.hujingbei.net/ 

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

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

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

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

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

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

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

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

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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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

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

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

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

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

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

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

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

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

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

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

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

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

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

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

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

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

制度。这便是我 1994 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

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

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

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

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

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

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

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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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

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 年 7 月 10 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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